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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说明
全书四编十四章，另参考文献一种、附录四种。正文约二十七万五千汉字，参考文献

五百三十条。九章各以三门学科的受约束碰撞展开，合计涉及二十七个学科入口。

写作与证据声明
一、本书是理论建构与研究设计，不是实证研究报告。书中提出的九项构念、九个读

数与全部机制主张，均未经过独立数据检验；书中出现的全部研究方案（含样本量、时长、
编码规则与预注册条款）是待执行的设计，不是已完成的结果。

二、本书第九章第十二节报告了一项已经执行的文本检验，其数据来自一个公开的宪
法文本数据库。该检验的两项假设均未得到支持，其中一项的点估计朝相反方向。这一不
利结果保留在正文中，并直接导致该章的核心概念被收窄。除此之外，本书没有报告任何
已完成的数据分析。

三、书中各章的案例，凡未注明来源者，均为依据公开材料与理论推演构造的分析性
个案，不指向任何特定真实个人、家庭或机构。

四、本书的九个读数不得用于对任何个人、家庭、组织或共同体作资格判定、绩效评
价或问责。它们被设计用来比较同一对象在不同时点的结构，不是用来给对象排名。

五、书中凡以「本书补切」「编者按」标示的段落，为成书阶段新增，不属于九篇原
稿。九章内新增的最近邻检验节（各章末的补节）均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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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陈晓艳，生物学博士，高级健康管理师。
长期在健康与教育两个领域的交叉处做研究与写作。她的写作有一条稳定的关切：当

制度、评价与技术越来越精密，人对自己的裁决权是怎样被一步步接管的。这条关切先后
落在几个看起来相距很远的题域上——精准医疗与慢病、人工智能时代的判断力、高等教
育与学习动力、承认机制、认知的发生、家庭与照护——而在每一处，她问的其实是同一
个问题的一个版本。
到本书写作时，她在德麦国际的学员专栏已发表长文一百一十余篇，横跨教育社会学、

健康社会学、组织与制度分析。她此前的写作多为单学科长文；从二〇二六年起，她改用
一种更困难的体例：每一篇同时锁定三门互不相容的学科，让它们围绕同一个问题正面冲
突，再从三者互相限制的剩余处提出一个新对象。本书的九章即由这一体例的九篇独立论
文装成。
她的第一部专著是《家庭教育的智慧——判断完成之后，还能不能被那个当时无权判

断的人推翻》（德麦国际出版社，专著第六十五号）。那本书处理一次判断作出之后，承
受它的那个人还能不能推翻它；本书处理一套安排在仍然成功时，后来者还能不能改写它。
两书同为九篇三学科碰撞装成，结构也同型，但触发条件与被取消资格者的位置都不同
——这条分界写在本书第十三章第五节，作者如实交代它是在装配阶段把两书命题并排放
在一起时才看见的，不是写作时的设计意图。

本书的取材范围比前书宽得多，横跨认知、生活、思想、信仰与制度五个场域，动用
二十七个学科入口。作者在前言里写明：这二十七门学科，她一门也不是内行，全部经由
综述、教科书与译本接触；跨学科写作的第一位风险不是借用不当，而是转述失真。凡书
中对某门学科的陈述与该门的通行理解不符者，以该门为准，并请视为本书的错误。

学员专栏：sdeuniverses.com／students／chen-xia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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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这本书想问的那件事

「突破」大概是当代最不需要辩护的一个词。学生要突破认知，职场人要突破舒适区，
企业要突破增长瓶颈，学科要突破范式，个人要突破自我。与「守成」「稳定」「重复」
相比，它天然指向勇气、创造与进步。一个人只要离开了原来的位置，进入更难的任务，
取得更高的成绩，突破似乎就已经得到证明。

本书想问的是被这套说法遮住的一件事：一套安排最危险的时刻，是不是恰恰在它仍
然正确、仍然有效、仍然被所有人认可的时候。

这不是一个修辞问题。全书九章分别落在认知、生活、思想、信仰与制度五个场域，
它们各自发现了同一件事的一个版本：一项判断在持续兑现功能的同时，把自己造出的结
果回写成「本来就只能如此」的证据，由此取消了某一类人后来凭新证据改写它的资格。
取消的方式不是禁止——禁止会留下痕迹，而它不留。

在进入九章之前，有必要先把东西两侧关于「什么算突破」的既有回答摆出来。不是
为了显示本书读得多，恰恰相反：摆出来之后会看到，本书要问的那个问题，两侧都没有
正面处理过，而这不是因为古人不够聪明，是因为提出这个问题要先承认一件不舒服的事。

二、西方一侧：突破被安放在哪里的三次迁移
第一次，突破被放在界线上。普罗米修斯盗火，伊卡洛斯飞向太阳，浮士德以灵魂换

取知识——西方最古老的突破形象都是越界者，而且都受罚。启蒙把这个结构从神话搬进
日常：康德的「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把界线从神设的禁令改写为人的自我招致的
不成熟状态；密尔进一步主张个性的发展需要抵抗习俗的暴政。此时衡量突破的方式只有
一条——跨过了没有。

第二次，突破被放在结构上。这一次迁移的动因是一个观察：跨越者可以换个位置继
续照旧。黑格尔的扬弃把变化写成结构内部矛盾的展开；马克思据此提出生产关系从发展
形式变为桎梏的时刻；熊彼特把它移进经济过程，主张发展不是既有要素的增量调整而是
新组合的实现，破坏因此内在于创造；库恩把它移进科学史，指出异常并不自动迫使范式
退出，因为什么算异常本就由范式组织；拉卡托斯以进步与退化的研究纲领区分了「理论
在长大」与「理论在打补丁」；阿吉里斯与舍恩把它移进组织，区分修正行动误差的单环
学习与改变支配变量的双环学习；克里斯坦森则给出了最令人不安的一个版本——在位者
是被自己最好的管理实践打败的。此时的衡量方式变成了：旧结构还在不在。

第三次，突破被放在过程与能力上。杜威把探究理解为把不确定情境转化为可确定情
境的实践；皮亚杰以同化与顺应刻画认知结构的重组；维果茨基把发展的位置移到最近发
展区；梅齐罗提出转化学习，主张深层变化是意义视角的转变而非知识的增加；贝特森依
据逻辑类型论把学习分层，其中「学会如何学习」改变的不是情境内的行为，而是人对自
己身处何种情境的辨认。到了当代，这一支进一步产品化为可培养的能力与可执行的方法：
成长型思维、设计思维、精益创业的快速迭代、行为设计的微习惯。衡量方式于是又变了：
能力是否提升，迭代是否加快。

在这三次迁移之外，还有两支不能归入其中。其一是尼采：他主张最深的束缚不是禁
令而是价值本身，因此需要的不是在既有价值内做得更好，而是追问价值从何而来——这
一步把突破的对象从界线、结构与能力推进到了衡量本身，是西方一侧最接近本书第一个
读数的地方。其二是存在主义一线：克尔凯郭尔的信仰跃迁与萨特的处境中的抉择，都把
突破写成一个无法由任何既有理由担保的行动。这两支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拒绝让突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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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标准来判定；而它们的共同代价也在这里——当判定权完全收回主体自身时，「我已
经突破了」这句话就变得不可反驳。本书第十一章之所以坚持九条分界线一条也不落在当
事人的自我评估上，理由正是从这里来的。

此外还有一支批判的声音，它值得单独提。福柯指出，使人可比较、可训练、可记录
的那套技术，本身就在生产它所要改造的主体；马尔库塞警告一个能把一切反对意见吸收
进来的社会；伊里奇论证专业化在提供服务的同时收走了人的自助能力。到了今天，「颠
覆」「创新」这些词已经通胀到几乎失去分辨力——当一个词可以描述任何变化时，它就
不再能描述任何变化。这一支提醒我们：突破话语本身可能是新的控制形式，而这正是本
书第十一章要处理的九个靶格的先声。

三、东方一侧：变、日新、破执，以及不变
《周易》把变本体化。「生生之谓易」，变不是常态的例外，变就是常态；「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给出了变的触发条件与效果链；而「时位」这一维——同一个动作在不
同时位上吉凶相反——是西方三次迁移中一直缺席的东西。这里有一处与西方最根本的差
别：西方的突破要跨过一道界，东方的变要等到一个时。衡量方式因此是：时到了没有。

儒家把变移到自身。《大学》引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把变写成每
日的自我更新而非一次性的事件；《论语》的「过则勿惮改」把改错设为德性而非失败。
这一支在王阳明处到达一个高点：他反对在静坐中求，主张在事上磨练；致良知把判准移
入主体自身。衡量方式是：是否日新，心上是否明。

佛教与禅宗把界线移进认识本身。要破的不是外部的禁令，是自己的分别心；「所知
障」这一概念指出，所学的东西本身会成为障碍——这几乎就是本书第二章与第六章合起
来讲的那件事，而且早了一千多年。南能北秀的顿渐之争，则是关于「变能否被渐进方法
保证」的最早一场系统辩论。衡量方式是：是否已破执。而这一支同时留下了一个本书要
用到的类别：著空——把「一切皆空」本身执为实有，比原来的执更难破，因为它自带破
执的外观。

道家是全世界思想史上少见的一支：它系统地论证「不先」的价值。「为学日益，为
道日损」「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大制不割」——这不是消极，是对「变化本身
即价值」这一预设的正面拒绝。本书第十一章承认某些闭合是必要的、某些稳定是成熟而
非固化，这条让步的思想资源在这里。

兵家把变写成方法。「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奇正相生」，变的价值不在破旧，在
于不被预测。这一支与前四支不同，它不问变是否正当，只问变是否有效。

近代的转折点在鲁迅。《狂人日记》里那一句「从来如此，便对么？」，是本书能找
到的、东方最早一次把「一直在有效地运行」本身当作可疑的证据——不是说它失灵了，
而是说它一直没失灵这件事不构成理由。《呐喊·自序》的铁屋子则把问题指向提出者自己：
叫醒了少数清醒的人，使他们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这两句
合起来，是本书全书离得最近的一处先声，也是本书第十四章最后一位对话者。

当代东亚是另一番景象。颠覆式创新、弯道超车、快速迭代等话语大规模输入，与本
土的赶超语境结合，使「突破」成为一种绩效要求；而与之对峙的是内卷与躺平——一种
以退出为形式的回应。躺平算不算突破？这个问题在既有的六种衡量方式下无法回答，而
在本书第八章与第十一章的判据下可以：分界不在退出与否，而在退出之后可启动的行动
集合是扩张还是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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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之二、两侧相遇之后：突破成为一道译语命令
十九世纪末以降，「进化」「竞争」「维新」经由译介进入汉语，突破从一种可选的

德性变成一项时代任务。严复译《天演论》把「物竞天择」写成民族生存的条件，梁启超
以「新民」立论，五四则把它推到「破旧立新」——在这一刻，东方原有的「等一个时」
与西方的「跨过一道界」被压进了同一个句子里，而前者被压掉了。变不再需要等时，因
为时已经被判定为「不变则亡」。

这一压缩留下了两笔账，至今仍在。其一，破旧成了目的而非手段：只要旧的被破掉，
就算数，而破掉之后由谁来判定新的是否更好，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紧迫感里没有位置。其
二，「时」这一维被丢掉之后，代价的分配也一起被丢掉了——谁承担破旧的成本，几乎
不进入讨论。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对第一笔账的回应；鲁迅那句「从来
如此，便对么」的另一面——铁屋子里被叫醒的少数人——则是对第二笔账的回应，而且
是当时唯一一处。
今天的「颠覆」「弯道超车」「快速迭代」，在结构上是这段历史的延续：它们同样

把变化本身设为正当，同样不问代价由谁付，也同样不为「当时不在场的人」留位置。本
书要问的问题，正是在这条延长线的末端才变得清晰起来的。

四、两侧共同的空缺
把六种衡量方式并排放在一起——跨过了没有／旧结构还在不在／能力是否提升／时

到了没有／是否已破执／是否日新——会看到它们共有两个前提。
前提一：有一个可以指认的时刻。跨过的那一刻、结构更替的那一刻、顿悟的那一刻、

时至的那一刻。六种方式都需要一个事件来落脚。
前提二：判断者当时在场。跨越者知道自己跨了，共同体知道范式变了，修行者知道

自己开悟了，学习者知道自己进步了。判断由亲历者作出，且在事发当时或不久之后作出。
本书要问的那件事，两个前提都不满足。
它没有时刻——一套安排继续正常运转，没有任何事件发生，没有人失败，没有人抗

议，而某项资格在某个说不清的时段里归了零。突破的反面不是失败，是没有事件。
它也没有在场的判断者——最先感到不对的人恰恰是最没有位置说话的人（第十一章

第六节论证了这不是巧合，而是机制的直接推论）；而在第九章那里，那个应当作出判断
的人尚未出生。

因此本书提出的不是一个更严格的标准，而是一个换了主体、也换了时态的标准：不
问「你跨过了什么」，问「在你跨过之后，那个当时不在场的人还能不能凭新证据推翻
你」。

这大概就是这个问题两千年一直空着的原因。要提出它，得先承认两件不舒服的事：
我此刻的正确不构成我可以不留退路的理由；而判定我的人，还没到。

五、这本书由什么构成
全书四编十四章。第一编三章问「被注销的是什么」，第二编三章问「资格怎样夺

回」，第三编三章问「注销怎样发生、代价是什么」。这九章各自动用三门学科的受约束
碰撞，各自命名一个新对象，各自给出判据、机制与证伪条件；它们最初是九篇独立论文，
成书时各补入一节最近邻检验。

第四编五章是成书阶段新写的，用意只有一个：把九章放在一起审问。第十章问九个
新名字是不是同一个名字，并预先写死了「若数据如此，本书应压缩为一章／三章」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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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规则；第十一章列出九种最像突破的固化及其健康对照格；第十二章把九章各自的研究
方案合成同一项四臂研究；第十三章逐家检验七个家族级理论能吸收本书几章；第十四章
与十一家东西方突破观逐一对话。

五种附录给出赌注与到期日、读数编码手册、二十七个学科入口、消融总表与参考文
献。

六、没做到的六件事
其一，全书零新数据。九个读数没有一个在任何真实样本上取过值。书中的研究方案

是待执行的设计，不是已完成的结果。唯一一项已经执行的检验在第九章第十二节，而它
的两项假设都没有得到支持。

其二，二十七个学科入口，作者一门也不是内行。跨学科写作的代价是全部转述都可
能失真，尤其是那些作者只能通过综述与译本接触的领域。

其三，九个读数无一是分布量。它们全部以共同体或个人为单位整体取值，因此一个
地方可以九项全合格，而这些资格只对其中少数人开放。这个缺口本书没有补上。

其四，对资源匮乏的处境几乎无话可说。九格的纠正动作多数假定存在最低限度的余
地。在没有余地的地方，本书不是错的，是不相关的。

其五，东方各家处理得比西方粗。这是取材范围的限制，不是判断上的取舍。伊斯兰
传统关于创制与因循的千年之争，几乎逐条对应本书第三章与第六章，而作者一条未引。

其六，本书没有动力理论。它能说明一件事应当被做、可以怎样被检验、做成了如何
判定，唯独说不出谁会开始——而九格的定义特征恰恰是：处在其中的人正在成功。这一
条是第十四章的对话逼出来的，也是全书最实在的一处空缺。

七、一个请求
本书的每一章都写下了自己的到期日与撤回条件，附录一把它们汇成一张表。这样做

的用意不是显得严谨，而是因为九个新名字最可能的结局既不是成立也不是被推翻，而是
到期无人检验。

因此这里提一个请求：如果有谁真的去测了其中任何一个读数，请如实报告不利的结
果。一本主张「不能让今日的正确取消明日的改写」的书，如果自己只接受有利证据，它
就已经落进了自己第三章所描述的那一格。

陈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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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这本书在问什么。关于突破的日常判断工具，全都要求先有一件事出了问题——失败

是它们的启动条件。于是有一格无法被评价：一套安排继续正确、继续有效、继续被所有
人认可。本书就落在这一格：不是失效了才需要突破；一套安排正因为还在成功，才注销
掉后来改写它的资格。注销的方式不是禁止，而是回写——它把自己造出的结果当作「本
来就只能如此」的证据。禁止会留下痕迹，回写不留。

全书由三样东西构成。九章是九个独立的诊断，各落在一个场域（变化、认知、信仰、
判断、生活、思想、制度、自我、代际），各以三门互不相容的学科正面冲突展开，各命
名一个新对象，各给出判据、机制与证伪条件。第四编五章不是这九章的总结，而是对这
九章的审问：九个新名字是不是同一个名字，九种失败为何都长得像成功，九项研究能不
能合成一项，七家既有理论能吸收本书几章，以及与东西方十一家突破观逐一对话。五种
附录是把书交出去的部分——赌注与到期日、可脱离正文使用的编码手册、二十七个学科
入口、消融总表，以及五百三十条参考文献。
五种读法。
其一，只想知道结论的：读前言第四节、导论第二至四节、第十一章。二十分钟。
其二，只关心某一个场域的：直接读对应那一章。九章各自完整，可单独阅读；每章

末的补节给出该章最近的既有理论，以及那一理论反过来削弱了本章什么。
其三，想用它做研究的：读第十章、第十二章、附录一与附录二。附录二的编码手册

刻意不出现任何章名与构念名，可以直接交给不知道本书假设的编码者使用。
其四，想反驳它的：读第十章第七节的四条合并规则、第十二章第五节的三种处置、

第十三章第四节的最强质问，以及附录一的到期日表。本书为反驳者预备的材料，比为支
持者预备的多。

其五，想知道它与已有说法什么关系的：读前言第二至四节，然后读第十四章。
三件先说在前面。其一，九个读数不排序，本书也不提供把它们合成总分的公式。其

二，本书不主张开放优于闭合——第十一章第四节明确列出三种闭合是正当的。其三，这
九个读数不得用于对任何个人、家庭、组织或共同体作资格判定、绩效评价或问责；它们
被设计用来比较同一对象在不同时点的结构，不是用来给对象排名。凡用本书判定某个具
体的人「处在第几格」的，都是误用——九格全部是结构位置，不是个人属性。

最后一句提醒。本书全书零新数据。九个读数没有一个在任何真实样本上取过值；书
中的研究方案是待执行的设计，不是已完成的结果。唯一一项已经执行的检验在第九章，
而它的两项假设都没有得到支持——那个不利结果保留在正文里，并直接导致该章的核心
概念被收窄。读这本书时，请把它当作一份等待被检验的提案，而不是一份已经成立的结
论。
目　录
作者介绍　2
前言　3
导读　7
导论　仍然正确的那一刻　9
第一编　是什么：被注销的是什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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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为何：注销怎样发生，代价是什么　163
第七章　不必禁止，只要不登记　164
第八章　每一次退回，都被记成留下是对的　191
第九章　系统还在成功，未来已经被签掉　214
第四编　合论　237
第十章　九种资格，是不是同一种　238
第十一章　九种最像突破的固化　243
第十二章　一份共同的研究　248
第十三章　这套理论共同的对手　251
第十四章　对话：与各家突破智慧对话　255
全书结论　一件仍然管用的事　261
后记　写作过程中被材料改掉的三处想法　262
参考文献　263
附录一　十四项赌注与撤回条件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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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仍然正确的那一刻
一、常识为什么评价不了「仍然成功的注销」
关于突破，日常语言给了我们一整套现成的判断工具：跨度够不够大、代价够不够高、

结果够不够好、变化够不够彻底。这套工具在多数场合够用，但它有一个共同的适用条件
——要有一件事出了问题。
失败是它的启动条件。旧办法不灵了，才需要新办法；瓶颈出现了，才需要突破。整

套语言以「问题—解决」为骨架，因此当一套安排继续正确、继续有效、继续被所有人认
可时，它没有任何可说的。在这套语言里，「一件运转良好的事」与「一件运转良好但已
经取消了后来者改写它的资格的事」是同一件事，因为二者的全部可见指标完全相同。

本书要处理的正是这一格。它不在失败之后，而在成功之中；它没有事件，没有抗议，
没有指标下滑；它唯一的痕迹是某样东西不再发生，而不发生不留痕迹。

二、母题的两半
不是失效了才需要突破；一套安排正因为还在成功，才注销掉后来改写它
的资格。
这是母题的第一半，也是全书九章共有的判断。第二半更要紧，因为它给出了机制：

注销的方式不是禁止，而是回写——它把自己造出的结果当作「本来就只
能如此」的证据。
禁止会留下痕迹：有禁令，就有违禁者，就有申诉，就有记录。回写不留痕迹，因为

它取消的不是行动，而是「这件事本来可以不这样」这一判断的可提出性。第七章把这一
点写得最清楚：一项行动之所以从未发生，被当作它本来就不可能发生的证据；而这一读
法一旦成立，就再也不会有人提出它。

三、九章：被注销的九种资格
章 场域 被注销的资格

一 变化与位置 判定何为成功的标准，能否被这次
变化本身修改

二 认知 一个已稳定的对象，能否重新进入
发生过程

三 信仰 承受制度代价者的证词，能否改变
解释

四 判断 旧解释能否被要求与竞争解释同台

五 生活 撤除外部支架后，行动能否由本人
发起

六 思想 能否形成不被中心立即同化的独立
版本

七 制度 形式上允许的行动，能否进入登记

八 自我 可反馈的可逆行动集合，能否重新
扩张

九 代际 后来者能否凭新证据改写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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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的差别不在判断的形式——它们的句法逐字相同（第十章第二节给出了分解）
——而在被回写的材料属于哪个域：位置、对象、领受、证据、行为、记忆、记录、感受、
绩效。

四、三层：一条与目录不重合的轴
九章各出一个读数。把这九个读数按「它测的是资格链条上的哪一环」重排，得到三

层：
· 入口层（谁有资格发起）：第四、六、七章
· 承载层（发起之后能否自行维持）：第二、五、八章
· 署名层（最终由谁的判定算数）：第一、三、九章

这三层与本书的三编不重合。承载层恰好每编各一，入口层压在第二编而第一编一个
没有，署名层压在第一编而第二编一个没有。本书的目录回答的是「问的是哪一型题」，
三层回答的是「被注销的是资格链条上的哪一环」——这是两个独立的轴，而目录只显示
了其中一个。
由此得出全书唯一的强顺序主张：入口层未开时，承载层的改造只生产更强的自律，

署名层的改造只生产更精确的自我说明。第十二章的四臂设计就是为检验它而写的。
必须同时说明后果：若九个读数在数据上按三层聚成三簇，本书的编次即被判为不忠

实于结构，现行三编不予保留，全书应改按入口／承载／署名重排为三章。第十章第七节
把这条规则写死在了任何数据出现之前。

五、输入不重合，只是弱证据
九章合计动用二十七个学科入口，名称互不重复。这看起来像是九章各有各的来源，

因而各有各的产出。本书不接受这个推论，理由有两条。
其一，二十七个入口只落在约十二个学科门类上，且有四组跨章重复：法哲学、司法

证据学、宪法学与政治哲学同属法与政治哲学门（跨第一、四、六、九章）；存在心理学、
叙事心理学、情感科学与元认知研究同属心理学门（跨第三、九、八、四章）；解释人类
学、语言人类学与仪式研究同属人类学门（跨第二、七、三章）；而构造地质学与断裂力
学几乎同源——前者正是把后者用于地壳（跨第七、九章）。这意味着附录四的消融检验
不能完全按单章进行：删掉一门会同时波及一组章。

其二，也是更根本的一条：输入不重合只支持输入不同，不支持产出不同。九章即使
各自动用三门互不重复的学科，仍完全可能撞出同一个判断——事实上第十章正是为检验
这一可能而设。学科清单是本书的材料说明，不是它的原创性证明。

六、与作者另一部著作的关系
作者另有一部同型著作，同为九篇三学科碰撞，同为四编，连合论各章的题目都同型。

两书的分界写在第十三章第五节，此处只给结论：前书处理「一次判断作出之后，承受它
的那个人还能不能推翻它」，本书处理「一套安排在仍然成功时，后来者还能不能改写
它」。触发条件不同（判断已作出／安排仍在成功），被取消资格者的位置不同（在场可
申诉／已不再产生需求或尚未到场）。后一条差别正是前书不需要「入口层」而本书必须
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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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性预测已经写在第十三章：本书的第六、七两章读数在前书的家庭材料上无法取
值——家庭没有版本治理，也没有登记系统。

七、本书自写的最坏结局
读法与约定见前面的《导读》。此处只留一条必须放在正文里的自我警告。
本书最坏的结局不是被证伪——被证伪至少说明有人测过。最坏的结局是：本书成为

一套用来质疑他人成功的话术。九格是九种诊断，而诊断天然可以变成指控；一个人可以
拿着第十一章的表格，对每一件运转良好的事说「这可能正是第几格」，而不承担任何举
证责任。这恰恰是第四章所诊断的解释垄断，只不过换了一个更时髦的方向。

为防止这一结局，本书在第十一章写下三条纪律，此处提前列出：三个签名只在跨轮
次材料上使用，不用于评价任何单次事件；依据本书任何读数的判断不能只由执行者本人
提供材料；凡用本书判定某个具体的人「处在第几格」的，都是误用——九格全部是结构
位置，不是个人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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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是什么：被注销的是什么
三章分别落在变化、认知与信仰上，共同回答一个问题：当我们说一次突破「其实没

有发生」时，缺的究竟是什么。
三章的起点互不可化约，这是它们不能合并的最短理由。第一章的起点是位置移动

——一个人确实到了别处；第二章的起点是知识增长——一个人确实知道得更多；第三章
的起点是信念坚定——一个人确实没有动摇。三种起点在日常语言里都是好事，而三章各
自论证：正是这三件好事，可以在不留任何痕迹的情况下，把某一项资格关掉。

本编共同拒绝的是同一个东西：把突破理解为某种量的增加——跨度更大、知识更多、
信念更强。三章给出的替代不是「质的变化」这种空话，而是三个可分别取值的结构问句：
成功的标准有没有被这次变化本身改过；已封定的对象能不能重新打开；承受代价者的话
能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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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跨得越远，地图越可能一寸未改
跨越幅度不能证明任何事。位置、路径、话语全变了，而决定何为成功的
那套标准可以一寸未改。
新对象：共生式突破　·　三门入口：法哲学 × 演化发育生物学 × 现象学
本章提要　“突破”在教育、职业发展、组织变革和个人成长话语中，通常被理解为

一个已经形成的主体凭借勇气、意志或能力跨越既定边界。这种理解具有强烈的动员效应，
却预设主体、边界与目标在行动之前已经完成：主体只是尚未充分表现自身，边界只是等
待穿越的外部障碍，目标则作为更优状态预先位于边界之外。本章将这一结构概括为“发
现式预成论”，并指出它无法解释三类现象：为何位置和成就发生巨大变化，支配行动的
旧逻辑仍可保持不变；为何某些限制并不表现为禁止，而表现为某种可能从未进入经验；
为何边界既可能压迫自由，又是权利、形态和共同生活得以形成的条件。为回应这些问题，
本章采用问题导向的跨学科概念重建方法，使法哲学、演化发育生物学与现象学围绕“边
界如何构成行动”发生实质碰撞。法哲学揭示边界的规范构成性：法律不仅限制主体，也
通过权利、责任、资格和程序构成可行动的主体位置。演化发育生物学揭示边界的形态发
生性：生命形态不是基因蓝图的简单展开，而是在遗传资源、发育过程、环境条件、有机
体活动和生态反馈的共同约束中形成。现象学揭示边界的地平线结构：身体习惯、历史沉
积与生活世界预先组织了何物能够显现、何物值得注意以及何物会被体验为“我能”。三
者不能相互化约：生物学不能从适应推出正当，现象学不能从真实体验推出正义，法哲学
也不能仅凭形式权利说明现实能力如何形成。基于这种不可化约的互相校正，本章区分规
范边界、形态边界与显现边界，提出“共生式突破”概念：真正的突破不是固定主体越过
既定界线，而是在新的行动、关系与责任承担中，行动者的组织方式、边界的正当结构和
世界的可能性地平线发生相互构成的变化，使旧坐标系中不能成立的行动者、关系形式或
生活形态获得现实位置。本章进一步建立守界、越界、换界和生界四类变化，提出差异不
可还原、三维共同变化、现实可进入、责任可归属和持续可修订五项判据，并给出相应反
例与证伪条件。本章主张，突破不是天然的善，发生也不自动等于进步；智慧的突破所反
对的不是所有边界，而是那些已经阻断新发生、却仍把历史生成物伪装成永恒本质的边界。
关键词　突破；边界；法哲学；演化发育生物学；现象学；生成性解释；共生式突破

一、问题的提出：当“突破”被简化为跨越
“突破”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最具正当性的行动词之一。学生被要求突破认知和能力，

职场人士被鼓励突破舒适区，创业者被赞美为突破行业边界，家庭教育被寄望于突破传统
模式，组织则通过数字化、扁平化和制度创新证明自己没有停留在过去。与“稳定”“守
成”“重复”相比，“突破”仿佛天然指向勇敢、创造和进步。只要一个人离开原来的位
置，进入更困难的任务，取得更高的收入、更大的影响或更广泛的认可，突破似乎就已经
得到证明。
然而，行动幅度与存在方式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对应。一个人可以辞去稳定工作而把对

地位、收入和外部认可的依赖完整带入创业；一个学生可以拒绝父母指定的专业，却依据
同一套社会声望排序选择另一个专业；一所学校可以减少课堂讲授、增加项目实践，却把
所有实践重新纳入量化排名；一个思想共同体也可以高举反传统旗帜，却把“反传统”塑
造成新的服从标准。位置、路径和话语都发生了变化，决定何物值得追求、何种结果才算
成功以及行动者必须如何证明自己的深层秩序却没有改变。所谓突破由此可能只是旧结构
的能力扩张：旧逻辑没有失效，反而获得了更多资源、更大规模和更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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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悖论说明，突破研究不能只问“跨过了什么”，还必须追问“变化以后什么仍然
保持不变”。如果行动者仍用原有身份理解自己，边界仍按原有方式分配权利和责任，世
界仍由原有成功标准组织，那么即使跨越幅度很大，变化也可能没有离开旧坐标系。人在
同一张地图上走得更远，不等于一张新的地图已经形成；旧我拥有更多，也不等于新的行
动者已经发生。
传统突破观之所以难以识别这一差异，是因为它依赖一种空间化叙事：此处存在一个

完整主体，彼处存在一个更优目标，二者之间横亘着一条可以被识别和跨越的边界。在这
个图景里，主体、边界和目标都已先于行动完成，突破只是三者之间位置关系的改变。本
章把这种结构称为“发现式预成论”。这里的“发现式”不是否认发现事实、认识对象和
检验真理的必要性，而是指一种更深的本体论预设：真实的主体、能力、目标和可能世界
已经存在，行动的任务只是找到它们、释放它们或抵达它们。“预成论”则强调结果被倒
推为行动之前已经潜藏的本质，过程只负责把本质逐步展开。

本章试图回答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边界是否只是主体之外的限制，还是主体
和行动能力得以形成的条件？第二，承担突破的主体是否在突破之前已经完成，抑或主体
本身也在行动中重组？第三，如何区分既有空间中的位置移动与可能空间本身的改变？第
四，如果突破不是天然的善，什么样的发生才构成“智慧的突破”？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由单一学科完成。法哲学能够判断权利、责任和强制的正当边
界，却难以单独解释行动能力如何在身体和环境中形成；演化发育生物学能够揭示生命形
态的生成机制，却不能从适应性直接推出正义；现象学能够分析可能性如何进入经验，却
不能仅凭第一人称真实感受决定一种制度是否应当保留。本章因此不把三个学科当作相互
佐证的装饰性材料，也不把法律、生命和经验强行归入同一种因果模型，而是采用“问题
导向的概念重建”：先确定三者围绕边界提供的不可替代回答，再揭示它们各自无法处理
的剩余问题，最终从相互限制而非表面相似中生成新的理论结构。

本章的主要贡献有三点。其一，把边界区分为规范边界、形态边界与显现边界，说明
真正深刻的限制往往并非单一围墙，而是合法性、行动结构和经验地平线的叠加。其二，
提出“共生式突破”，用以描述行动者、边界与可能世界发生相互构成变化的过程。其三，
建立四类变化、五项判据和证伪条件，使“突破”从励志性评价词转化为可以进行理论辨
析和经验研究的分析概念。

二、空间隐喻及其本体论代价
（一）固定主体：把结果倒写为起点
日常突破话语通常假定，人已经拥有某种相对稳定的真实自我、能力储备和目标，只

是受到恐惧、习惯或外部规则的阻碍。突破于是被解释为“释放潜能”：勇气本来就在主
体内部，能力本来就在主体内部，更真实的自己也早已等待显露。行动只需要清除遮蔽，
使隐藏本质进入现实。

这种叙事把已经形成的结果倒写成行动之前的原因。一个人完成复杂创业任务后，人
们容易说他“原本就有创业能力”；教师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处理课堂差异的能力后，人们
也会把它解释为个人天赋。然而，尚未进入具体任务、反馈关系和责任结构之前，所谓能
力往往只是一组未被组织的条件。知识、身体、性格和过往经验固然重要，却不自动构成
面对特定现实的有效行动。创业能力发生在识别需求、承受拒绝、组织合作、修正产品和
承担损失的连续过程中；教育智慧也可能恰恰发生在旧方法失效、师生关系受挫、教师不
得不重新理解学习者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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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能力并非主体内部可以随时提取的物品，而是身体条件、具体任务、关系支持、
制度位置、行动反馈和时间积累共同形成的现实效能。勇气同样不是先被拥有、后被应用
的心理实体。很多时候，人并不是因为已经勇敢才承担不确定性，而是在缺乏完整保证的
情况下持续行动、接受修正并承担后果，才逐渐发生为能够承担的人。固定主体预设忽视
了这一点，从而把发生过程压缩为本质的外显。

（二）既定边界：把“不出现”误认为“不选择”
空间隐喻还假定边界像围墙一样位于主体之外。行动者可以看见它、判断它、接近它，

然后决定是否跨越。但现实中的许多边界并不作为障碍对象出现。一个成长环境中从未出
现职业艺术家、研究者或创业者的人，可能没有受到任何明确禁止，却无法把这些生活形
态体验为“我可以进入的道路”；长期承担家庭照护的人也可能拥有形式上的职业自由，
却无法把连续学习、职业试错和时间自主体验为可承担的现实。此时，不是道路已经出现
而行动者不敢选择，而是道路从未以“与我有关的可能”进入经验。
显性禁止至少保留了边界意识：行动者知道某种可能存在，只是被阻挡。隐性边界则

通过删除可见性发挥作用，使某种可能既不进入选择，也不留下被剥夺的感受。最深的边
界因此可能没有墙、没有命令、没有看守者。它以常识、性格、现实、成熟和责任的形式
出现，使历史形成的限制显得天然如此。人最终不再说“我被阻止”，而说“我本来就不
是那种人”。

（三）固定目标：行动可以强化需要突破的结构
传统突破观还假定，边界之外存在一个已经确定且值得抵达的目标。只要主体获得更

多自由、更高成就或更大影响，突破就具有正当性。但目标本身可能由旧秩序生产。一个
人努力摆脱贫穷，却仍然用炫耀性消费定义成功；一个组织打破官僚程序，却把效率提升
设为唯一价值；一个孩子反抗父母控制，却把“绝不成为父母那样的人”当作全部人生方
向。看似相反的行动仍由原来的中心组织，反抗只是旧结构的镜像。

这构成“成功性固化”的悖论：一个系统并非因为失败才危险，它也可能因持续成功
而获得取消其他未来的能力。对外部认可的依赖可以借助事业成功获得更多供给，绩效主
义可以借助教学改革进入更多生活领域，控制欲也可以借助“科学养育”获得更精细的工
具。变化越成功，旧结构越难被识别，因为结果已经为它提供了正当性。

因此，突破的判据不能只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到高。这些变化描述规模、位
置与数量，却没有回答行动者的组织原则是否改变。真正需要区分的不是“变化”与“不
变化”，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变化：一种是在既定可能空间中改变坐标，另一种则改变什
么能够成为坐标、谁有资格进入以及何种结果值得追求。前者可称为位移性变化，后者才
可能构成发生性突破。

三、研究方法：以不可化约的冲突进行概念重建
跨学科研究最常见的风险，是把一个学科中的概念抽离原有问题，作为比喻移植到另

一个领域。例如，把法律边界、细胞膜和经验地平线都称为“边界”，并不能自动证明它
们遵循同一机制；把生态位建构类比为个人成长，也不能把演化解释直接转化为人生规范。
若只凭词语相似建立理论，所谓学科碰撞只是概念拼接。

本章采用四步方法避免这种风险。第一步是问题定位：分别追问法哲学、演化发育生
物学和现象学究竟在何种问题中使用边界概念。第二步是功能分解：不比较术语表面，而
比较边界在各自理论中承担的功能——分配正当行动、组织形态发生或限定可能显现。第
三步是负向校正：用每个学科无法回答的问题限制另外两个学科的过度扩张，尤其拒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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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事实直接推出规范结论，也拒绝用个人体验取代公共正当性。第四步是溯因重建：在
现有理论都不能充分解释“位置变化而旧结构不变”这一现象时，提出能够统一解释更多
现象的新概念，并通过反例和反事实条件检验其解释边界。

这是一项理论研究，不试图证明三个领域存在可直接转换的经验因果关系。本章所主
张的不是法律制度与生物发育具有同构机制，而是“突破”同时涉及三个不同问题层级：
某项改变是否正当、行动能力如何形成、某种可能如何进入经验。只有把这三个层级同时
纳入，才能避免把规范许可误认为现实能力，把自然发生误认为价值正当，把主观觉醒误
认为结构已经改变。

四、法哲学：边界的规范构成性
（一）没有边界，自由不能共同存在

成长话语常把自由理解为限制的减少，把边界理解为自由的反面。法哲学则首先表明，
许多自由只有通过边界才能获得稳定形式。权利不只是孤立个人的行动许可证，而是一种
关于自由、义务和权威的关系结构：当甲拥有某项请求权时，通常意味着乙负有相应义务；
当个人拥有不受干预的自由时，也意味着公共权力或他人受到限制。边界由此不是从完整
自由中扣除一部分，而是使多个行动者的自由能够共存的制度条件。
交通规则限制驾驶者任意行驶，却使所有道路使用者获得相对安全的行动空间；程序

规则限制掌权者即时处置，却使公民能够围绕稳定预期安排生活；隐私边界限制他人获取
信息，却使个体拥有形成私人生活的现实条件。哈特关于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区分说明，
法律秩序不仅规定行为义务，也提供识别、变更和裁决规则的制度方式[1]。富勒强调法律
若要成为能够引导行动的规范秩序，必须具备一般性、公开性、可理解性、相对稳定性、
非溯及性和规则与执行之间的一致性[2]。Waldron进一步指出，法治概念不能只剩下一
份形式属性清单，还必须关注法律秩序如何把普通人当作能够理解、论证和参与程序的主
体[5]。这些要求不只是技术效率，它们使法律面对的人能够围绕规则形成计划，从而把人
作为能够回应理由和安排生活的行动者来对待。
由此，越界并不天然正当。企业突破监管边界，可能带来创新，也可能把风险转嫁给

消费者、劳动者与环境；父母突破儿童的私人边界，可能自称关爱，实际却取消儿童形成
判断的空间；个人突破关系承诺，可能被解释为忠于自我，却把全部代价留给没有参与决
定的他人。一次行动是否跨过边界，只能说明原有限制被突破，不能证明共同自由因此扩
大。

（二）法律不仅面对主体，也构成主体位置
如果法律只是对已经完成的自然人施加限制，法哲学仍会保留固定主体预设。但法律

实践表明，许多行动资格本身是在制度关系中形成的。“公民”“法人”“监护人”“劳
动者”“消费者”“权利人”等，并非单纯自然事实的名称，而是包含资格、权利、义务
与可被承认的行动方式。一个生物个体早已存在，并不意味着他已经作为拥有平等政治权
利的公民存在；多人组成一个组织，也不意味着该组织自然拥有独立法人地位。法律既规
制行动，也构成能够进行某类公共行动的位置。
历史上的权利扩展因而不能仅被描述为既有主体获得更多空间。女性获得选举权不仅

意味着“女人”进入原属男性的政治空间，也改变了“公民”这一身份的构成；残障权利
的发展也不只是帮助残障者跨越物理障碍，而是重新解释谁是公共空间的正常使用者、何
为歧视以及社会应承担何种便利责任。《残疾人权利公约》把残障理解为损伤与态度、环
境障碍相互作用的结果，并把合理便利和无障碍纳入权利实现条件[7]。这与 Sen关于实质

16



自由的区分相呼应：形式上拥有资源或许可，并不等于一个人已经获得把它们转化为现实
生活选择的能力[6]。在这里，边界改变与主体资格扩展同时发生：新行动者的公共出现迫
使制度重新划界，重新划界又使过去无法成立的主体位置获得合法形态。

这一发现动摇了“固定主体跨越外部边界”的模型。某些重大突破并非先有完整主体、
后有权利扩张，而是主体和权利在争议、解释与制度化过程中共同形成。突破所改变的不
只是主体可以做什么，也包括谁能够被算作需要倾听、能够承担责任并有权参与决定的人。

（三）规范边界为何仍会固化不正义
边界能够构成自由，不等于既有边界天然正当。奴隶制度、种族隔离和性别排斥都曾

拥有明确法律形式。一个制度完全可能规则公开、程序稳定、执行一致，却持续制造不可
接受的后果。形式法治解决的是权力如何以规则方式运行，并不能独自决定规则保护了谁、
排除了谁以及代价如何分配。德沃金对权利与原则的强调，正是为了反对把法律判断还原
为已制定规则和政策收益的机械计算[3]；拉兹也指出，法治只是法律制度可能拥有的德性
之一，不能替代完整的社会正义理论[4]。
当法律边界被实体化，历史形成的权力关系便可能以“规则本来如此”的方式获得自

然性。形式上同一的规则也可能因为行动者的起点、身体、资源和关系位置不同而产生不
对称后果。所谓平等准入，如果不考虑进入条件的差异，可能只是要求所有人用同一种身
体、时间和生活结构适应制度。法律由此面对双重任务：边界必须具有足够稳定性，才能
保护权利和预期；边界也必须保持可争议性，才能避免把历史结果永久化。

法哲学为突破提供了第一项严格限制：智慧的突破不是摆脱约束，而是使失去正当性
的边界接受公共理由、权利冲突和责任后果的重新检验。它必须回答谁获得新自由、谁承
担代价、谁拥有异议权，以及受影响者能否参与边界重构。然而，法哲学仍不足以说明：
即使权利已经改变，为什么现实行动能力仍可能没有发生？为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转向生
命形态如何形成。

五、演化发育生物学：边界的形态发生性
（一）从基因蓝图到受约束的发生
传统发育图景容易把成熟生命理解为内部程序的展开：基因提供完整说明，环境负责

允许程序正常执行或对其造成干扰，发育则把潜藏结构逐步实现。这种图景与发现式预成
论具有相似结构——真正形态已经存在于内部，过程只是把它显露出来。

演化发育生物学并不否认基因和遗传的基础作用，而是反对赋予基因以脱离细胞、组
织、身体和环境的单向因果特权。Gilbert、Opitz与 Raff对演化和发育的重新综合，强
调发育过程、形态发生场与同源发育机制在演化解释中的地位 [8]。发育结果涉及基因调控
网络、细胞间信号、组织力学、营养与温度、母体资源、共生微生物以及时序关系等多重
条件。基因是不可替代的发育资源，却不是能够独自说明最终形态的缩微蓝图。
表型可塑性进一步显示，同一基因型可以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产生不同表型，而环境线

索并不只是噪声。West-Eberhard系统讨论了发育可塑性在表型差异和演化变化中的作
用[9]；Moczek等人则分析了可塑性通过遗传调适、增加发育自由度和重组环境依赖性表
达而参与演化创新的可能路径[11]。Eco-Evo-Devo 研究还把发育共生与环境依赖的可塑
性纳入演化变化的解释，进一步削弱了把有机体视为封闭基因程序产物的图景 [12]。这些
研究不能被简化为“环境决定一切”，它们真正挑战的是单向展开模型：生命形态由多层
条件共同约束，发育路径具有可塑性，也具有材料、时序和历史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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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成性解释不等于无限可塑论。身体结构、遗传变异范围、能量供给、发育窗
口和既有组织都构成真实约束；某些损伤不可逆转，某些路径一旦关闭便需要极高代价才
能重组。生命并非可以任意成为任何东西。更准确的判断是：生命形态属于“受约束的发
生”。约束规定可能空间的形状、成本和可达路径，却不能被简单等同于唯一预定结果。

（二）有机体—环境的交互因果
如果环境只是预先存在的外部容器，生命仍可以被理解为进入环境并适应它的固定主

体。生态位建构与扩展演化综合理论则强调，有机体的活动会改变自身及其他生命面临的
环境条件，并由此改变后续选择压力和发育资源。Laland、Odling-Smee 与 Gilbert 指
出，演化发育与生态位建构都重视个体发育，并可以通过有机体与环境的交互因果建立连
接[10]。Laland等人进一步把建设性发育、发育偏向、广义遗传和生态位建构视为需要纳
入演化解释的重要过程[13]。
动物筑巢、植物改变土壤、微生物重塑化学环境，都说明有机体不是环境作用的纯粹

终点。人类建立制度、技术和教育系统后，环境更明显地包含先前行动留下的结构。这些
结构会成为后来者的发育与行动条件。有机体一方面被环境塑造，另一方面又通过活动重
组环境；改变后的环境再反向参与行动者的形成。
生态位建构是否应被视为独立演化过程，以及扩展演化综合是否真正构成对现代综合

理论的结构性扩展，仍存在实质争论[14]。本章不以某一争论立场作为哲学结论的唯一依
据。即使采用更保守的解释，也难以否认有机体活动会留下具有后续效应的环境改变。本
章借鉴的不是“有机体可以主动设计自身演化”的强主张，而是一个更有限的结论：行动
者与环境之间常存在递归关系，环境不能在所有情形下被当作完全外在和恒定的背景。

这一结论对突破理论十分关键。一个人进入新实践，不只是用原有能力处理新任务；
任务结构、身体负荷、反馈方式、同伴关系和制度评价会重新组织他的注意、节奏、判断
与身份。行动者改变局部环境，改变后的环境又参与生成新的行动者。能力因而既不是纯
内部属性，也不是环境单方面赋予的结果，而是具体关系系统在时间中形成的效能。

（三）边界不是围墙，而是选择性交换界面
生命边界也不是彻底阻断内外的封闭线。细胞膜通过选择性交换维持细胞生命，组织

边界通过黏附、张力、扩散和信号差异参与形态发生，皮肤则同时承担保护、感受、调节
与交换功能。边界之所以构成生命，不是因为它消灭内外联系，而是因为它组织内外如何
联系、何物进入、何物排出以及差异如何得到暂时保存。
由此可以区分围墙式边界与形态发生边界。前者以阻断为主要功能，后者则通过调节

交换、保存差异和组织反馈，使相对稳定的新形态得以形成。没有边界，生命难以形成相
对独立的组织；边界如果完全封闭，生命同样无法持续。突破在这一层面不是简单摧毁边
界，而是改变边界的选择性、通透性和反馈组织。

这一生物学判断不能直接转化为社会规范。细胞膜没有权利，发育过程也不承担道德
责任。本章使用“形态发生边界”并非把家庭、组织或法律还原为有机体，而是借此纠正
一个普遍误认：边界并不总是对既成形态的外部限制，它也可能是形态能够发生和维持的
内在条件。对社会突破而言，问题因此不能停留在“是否取消边界”，而应进一步追问：
这条边界正在组织何种交换，保存何种差异，阻断何种反馈，又使什么行动结构得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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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现象学：边界的地平线结构
（一）从对象边界到显现条件

法哲学研究什么行动被允许，演化发育生物学研究形态如何形成，现象学则追问一个
更前置的问题：世界如何向行动者显现？为什么同一制度、空间或机会，对不同人会呈现
出不同的行动意义？为什么某种可能对一个人清晰可见，对另一个人却根本不构成选择？
胡塞尔以意向性说明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对象并非以全部性质一次性完成呈现，

而是在特定侧面显现，并与尚未直接出现、却可以继续展开的背景共同获得意义 [15]。地
平线不是世界中一条远处的边缘，而是任何对象得以被经验为“某物”的背景结构。生活
世界则构成科学抽象和明确判断之前，人已经身处其中的意义土壤[16]；Schutz与
Luckmann进一步分析了日常生活世界中知识、时间、社会关系与行动相关性的分层结
构[19]。Zahavi 对胡塞尔现象学的重构也表明，主体性不能被理解为封闭内部，而始终包
含对世界和他者的指向[21]。这意味着，人并不是先获得一个完全展开的客观世界，再从
中任意选择；事物在进入明确选择之前，已经以有用、危险、陌生、可接近或与我无关等
方式显现。

一所大学对不同学生可能显现为完全不同的世界：对一个人是提出问题和探索知识的
场所，对另一个人是获得文凭与就业资格的通道，对第三个人则是充满评价威胁、应当尽
量避免暴露的制度空间。三个人面对相同建筑、课程和规则，却并不生活在完全相同的可
能世界中。区别不只是他们对同一对象持有不同观点，而是对象在各自经验中具有不同的
行动意义。

（二）身体化的“我能”先于抽象选择
梅洛-庞蒂进一步把身体理解为人通向世界的方式，而不是由意识操纵的外部工具。行

动的基本结构不首先是“我思考某个动作”，而是身体已经把环境组织为可接近、可使用、
应回避或无法进入的行动场[18]。这一立场与海德格尔关于在世存在和上手世界的分析存
在 理 论 亲 缘 [17] ， 也 与 Gibson 关 于 环 境 可 供 性 的 生 态 知 觉 研 究 [23] 及
Varela、Thompson 与 Rosch提出的具身认知路径[22]形成可对话关系。习惯使过去的
行动沉积为无需每次重新计算的能力，也使世界直接呈现为一组差异化的可行动结构。
Dewey把习惯理解为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已经形成的行动组织，而不是孤立个人内部的机械
重复[24]；Gallagher关于身体图式的讨论则进一步说明，身体对姿势和动作的前反思组
织参与构成行动经验[20]。

这解释了为什么认知上的“知道”经常不能自动转化为现实行动。一个人可能知道公
开表达并无危险，却在发言时胸口收紧、呼吸变浅；可能知道拒绝他人具有正当性，却在
关系中自动接管并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也可能理解一次失败不等于整个人的失败，却在被
拒后立即体验为“我不该出现在这里”。旧经验并非只是一句可以被新知识替换的错误判
断，而是已经沉积在注意方向、身体节奏、情绪预警和关系期待之中。

因此，最深的突破不能只依靠观念说服。只有新行动在可承受条件中真实发生，身体
得到不同反馈，关系没有按照旧预期崩塌，新可能才可能从抽象的“理论上可以”逐步变
为经验上的“我能”。这里的行动不是理论应用的最后一步，而是新的显现条件得以形成
的组成部分。

（三）沉积如何把历史结果伪装成本质
当经验结构长期稳定，历史形成的结果便容易被写成人格本质。一个人在多次表达后

遭到否定，可能逐渐不再注意表达机会；一个学生长期只能回答标准问题，可能逐渐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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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的经验方向；一个家庭成员长期承担协调责任，可能在别人尚未提出要求前就自
动接管任务。最终，他们会说：“我就是不善表达”“我没有创造力”“我天生操心”。

这些陈述并不一定虚假。它们可能准确描述当下稳定显露的状态。问题在于，行动者
把“目前总是这样发生”改写为“我本质上只能如此”。经验沉积删除了自身的历史来源，
使结果以自然属性的形式出现。最深的边界由此完成：它不再被体验为外部限制，而被体
验为自我。

现象学因此把突破问题从“是否敢于选择”推进到“什么能够成为可选择的可能”。
没有进入地平线的道路，不会以被拒绝的选项留下痕迹。行动者甚至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
么。这类边界不能仅靠增加制度选项解除，因为选项存在与选项成为现实可进入的行动之
间仍有距离。

（四）经验真实不等于规范正当
现象学同样具有边界。支配关系中的人可能已经习惯服从，不平等也可能被体验为安

全、自然甚至有意义。一个人真诚地感到自己“不适合参与决定”，不能证明产生这一感
受的历史条件是正当的。经验必须被尊重，但经验的真实性不能自动成为制度正义的最终
标准。

这一限制十分重要。若把突破完全理解为个人体验改变，结构性问题便可能被心理化：
只要改变心态、拓展视野或增强信念，现实边界似乎就会消失。事实上，某些恐惧并非认
知偏差，而是对真实惩罚的合理预期；某些“不敢”也不是内部封闭，而是缺少资源、权
利和支持。现象学能够揭示边界如何进入经验，却必须接受法哲学关于权利和责任的校正，
也必须接受身体与环境条件的现实限制。

七、三种边界的碰撞：从共同词语到不可化约的问题
三个学科都谈论边界，但它们回答的并非同一问题。法哲学询问某种限制是否正当、

谁有权决定以及后果由谁承担；演化发育生物学询问形态如何在多重条件中形成并维持；
现象学询问对象与可能性如何进入经验。若把三者混合，容易犯三种错误：从自然发生推
出道德正当，从真实体验推出制度正义，或者从形式许可推出现实能力已经形成。
表 1　三种学科中的边界问题及其不可替代贡献

学科 核心问题 边界类型 主要贡献 独立盲点

法哲学 何种限制具有正当
性

规范边界 分配权利、责任、
资格与程序

不能独自解释现实
能力如何形成

演化发育生物学 形态如何在条件中
发生

形态边界 揭示多层约束、可
塑性与交互因果

不能从适应或发生
推出正义

现象学 可能性如何进入经
验

显现边界 揭示地平线、身体
习惯与“我能”

不能仅凭真实体验
判定制度正当

三者的理论价值恰恰来自彼此不能替代。法哲学能够提供公共正当性，却不能仅靠立
法生成身体能力和经验可能；演化发育生物学能够解释关系条件如何参与形态形成，却无
法判断形成的形态是否值得保留；现象学能够揭示不可见可能和身体沉积，却不能独自决
定由谁承担改变成本。真正的跨学科重建必须把这些冲突保留下来，而不是用“万物互
联”之类的笼统表达抹平差异。

20



由此可以提出边界的三维模型。规范边界规定什么可以做、谁有资格决定以及责任如
何归属；形态边界组织资源、交换、反馈和差异保存，使某种行动能力和关系结构得以形
成；显现边界则规定什么能够进入注意、获得意义并被体验为可行动可能。三者可以相互
支持，也可能彼此冲突。法律允许一种行动，并不意味着形态条件已经具备；环境提供一
种机会，也不意味着行动者能够看见并进入；个人体验到新的可能，也不意味着其行动方
式对他人具有正当性。
更重要的是，三种边界都动摇了固定主体。法律通过资格与权利构成公共主体位置，

发育过程通过多层关系形成生命效能，经验地平线通过身体习惯组织“我能”。承担突破
的“我”并不完整存在于突破之前。行动者带着既有身体、历史、能力和责任进入行动，
但这些既有形态仍可能在行动中重新组织。主体既是过去发生的结果，也是未来发生的条
件；既受边界塑造，也通过行动参与边界重构。这与关系社会学反对把实体视为互动之前
既成单位的主张相一致：行动者的属性和位置需要在持续关系中理解，而不能被抽离为自
足本质[25]。

八、共生式突破：一个生成性定义
（一）从主体越界到三维共变
基于上述分析，本章把“共生式突破”定义为：在新的行动、关系与责任承担中，行

动者的组织方式、边界的正当结构和世界的可能性地平线发生相互构成的变化，由此使过
去在既有坐标系中不能成立的行动者、关系形式或生活形态获得现实位置。
“共生”在这里不指生物学上的互利共生，也不意味着所有冲突消失。它强调的是共

同生成：行动者变化不能脱离边界重组得到充分解释，边界重组也不能脱离新行动者的出
现和新可能的进入得到维持。三者之间形成递归回写，而不是一个固定主体对外部环境的
单向改造。

为 了清楚表达这 一 结 构 ，可以把某一 时刻的 行动世界分 析 为 三元配置
M(t)=〈A(t),N(t),H(t)〉。其中，A表示行动者的组织方式，包括身体化能力、身份结构、
关系位置与责任承担；N表示规范边界，包括权利、义务、资格、程序与风险分配；H表
示可能性地平线，包括哪些道路能够显现、哪些行动被体验为可进入以及哪些结果被承认
为有意义。该符号只是分析工具，不意味着三者可以被精确量化。
位移性变化发生在基本坐标系不变的情况下：行动者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

但N和H的组织原则没有实质改变。发生性突破则要求M(t )₁ 与M(t )₀ 之间不仅存在数值
差异，而且出现旧分类无法充分表达的新关系。换言之，至少存在一种行动 p，它在原有
可能空间Ω₀中没有现实位置，却在新的可能空间 Ω₁中获得可进入、可维持并可被公共识
别的形态。突破改变的不是人在旧地图上的坐标，而是地图允许何物成为道路。

（二）共生式突破的发生环
共生式突破通常不是一步完成，而是经历差异进入、旧解释失效、试探行动、边界争

议、反馈回写和新结构沉积等环节。新的现实差异首先使旧行动方式暴露不足；行动者在
尚无完整保证的条件下进行试探；试探结果可能挑战既有身份和规则解释；受影响者围绕
权利、责任和代价展开协商或冲突；新的安排如果能够持续承接反馈，便逐渐沉积为身体
能力、制度程序和共同预期；沉积后的新结构又改变下一轮可能如何显现。

这一过程没有固定起点。某些突破由制度改革先行，例如法律承认新权利后推动环境
和经验变化；某些突破由身体或技术变化先行，迫使规范边界重新解释；另一些突破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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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不可见的经验进入公共语言开始。三维并不要求同时变化，也不要求变化速度相同，
但任何一维若长期缺席，突破都可能被旧结构重新吸收。

例如，组织允许员工提出异议属于规范边界变化，但如果批评仍会带来晋升损失，身
体和情绪预期便不会改变，表达权也难以成为现实能力。相反，一个团队可能在非正式关
系中形成开放讨论，但如果制度仍把最终责任压给最弱位置者，这种开放只能依赖个别领
导者，无法稳定延续。共生式突破要求形式权利、行动结构与经验地平线逐步形成相互支
持。

（三）勇气与目标的去实体化
在这一模型中，勇气不再是主体内部预先储存的心理资源。勇气显露于行动者面对不

确定性时仍愿意进入现实、允许反馈改变自己并承担由行动产生的后果。一个人不是先完
整拥有勇气，再完成突破；他可能在一次次有限承担中，逐渐发生为能够承担更大不确定
性的人。
目标同样不能被视为行动之前完全确定的终点。行动进入现实以后，原目标可能暴露

为过于狭窄、继承了他人欲望，或建立在已经失效的世界图景上。生成意义上的突破不仅
允许更换路径，也允许目标接受后果、关系和责任的修订。否则，极强的执行力只会把行
动者更牢固地送往一个不值得抵达的终点。

九、四类变化：守界、越界、换界与生界
为了避免把一切变化都称为突破，可以依据 A、N、H三维的变化方式，区分守界、

越界、换界和生界四种形态。
表2　守界、越界、换界与生界的分析性区分
类型 行动者A 规范边界N 地平线H 主要特征

守界 基本维持 维持 维持 保护差异、信任与
必要秩序

越界 位置或资源变化 被跨过但原则多不
变

局部扩大 旧坐标系中的位置
移动

换界 可能局部变化 规则、流程或资源
边界重设

未必改变 制度设计变化，仍
可能被旧关系吸收

生界 组织方式重组 权利、责任与资格
重构

出现过去不可进入
的可能

行动者、边界与可
能世界共同发生

守界并非低级或天然保守。知情同意、身体完整、学术证据标准、司法程序和亲密关
系中的承诺，都需要稳定边界保护。守界的价值在于保存差异、维持信任并限制强者任意
扩张。需要判断的不是“守界是否落后”，而是该边界仍在保护生命和共同自由，还是已
经只保护既得位置。
越界改变行动者在既有秩序中的位置，却不必改变秩序本身。员工成为管理者、学生

进入名校、企业突破市场壁垒，都可能是重要进展，但如果成功标准、责任结构和行动者
身份没有改变，它们仍属于旧坐标系中的移动。越界回答“我能否进入”，却没有回答
“进入以后谁和什么发生了改变”。
换界比越界更深入，它重新设计规则、流程或资源边界。学校改变评价制度、组织取

消不合理审批、家庭重新分配家务，都属于换界。但新规则可能被旧关系重新解释：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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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一次排名，却建立更复杂的综合评价竞争；家庭表面重新分工，却仍把女性作为最终
责任人；组织鼓励创新，却继续惩罚失败。规则变化而行动者组织和经验地平线未变，新
边界便可能被旧结构重新占领。
生界则意味着新的行动者、正当关系与可能世界共同形成。它不是允许旧主体进入旧

世界，而是进入者和世界在相互改变中获得新形态。生界并不取消所有边界，反而需要建
立能够承载新差异的新边界。其核心不是变化规模最大，而是旧分类已经无法充分说明谁
在行动、什么可以发生以及责任应如何分配。

四类变化不是简单的价值等级。紧急情境可能要求严格守界，权利抗争可能必须首先
越界，制度改革往往从换界开始，而生界也可能因缺少稳定边界而迅速崩解。智慧不在于
永远追求变化最大，而在于判断当前边界究竟保护什么、阻断什么，以及哪种变化能够在
不取消他人生命可能的前提下恢复新的发生。

十、五项判据、反事实检验与证伪条件
理论概念如果可以解释一切，实际上便无法解释任何具体差异。为防止“共生式突

破”成为不可反驳的万能标签，本章提出五项判据。

（一）差异不可还原
变化不能被旧坐标完整描述。如果所谓突破仅表现为收入、职位、规模、速度或可见

度增加，它仍可能属于旧标准中的数量变化。真正的发生性突破需要产生旧分类无法充分
容纳的新身份、新关系或新行动方式。这里的“不可还原”不是要求绝对断裂，而是要求
新结果不能只用原有成功指标加减说明。

其证伪条件是：若变化后的全部结果都能在旧评价体系中得到充分表达，且行动者不
需要修改身份、责任或可能性理解，那么该变化应归为位移或优化，而非共生式突破。

（二）三维共同变化
A、N、H三维必须形成实质关联。只有个人心态变化而制度边界与现实条件不变，

可能只是心理适应；只有制度文本改变而行动能力和经验地平线不变，可能只是纸面改革；
只有新技术创造机会而责任结构不变，可能只是风险转移。

其反事实检验是：如果取消其中一维的变化，另外两维仍能以相同方式成立，那么三
者尚未形成相互构成关系。三维不必同步，但应能找到反馈链条，说明一维变化如何成为
另一维变化的条件。

（三）现实可进入
新可能不能停留在口号、身份宣称或一次性体验中。它必须进入可重复行动、稳定关

系和可感知后果。现实可进入并不要求行动者脱离所有支持独立完成；人的能力本来就具
有关系性。关键在于支持是否被纳入稳定结构，而不是依赖偶然善意或单个英雄。

其证伪条件是：若新可能只能在高度表演性或一次性场景中出现，一旦评价、资源或
关键人物撤离便完全消失，且没有形成可替代支持和学习反馈，则不能认定新行动结构已
经发生。

（四）责任可归属
突破必须说明收益、风险、照护和修复责任由谁承担。如果某种新自由完全依赖他人

无偿劳动、被迫沉默或不可见牺牲，它可能扩大了局部行动能力，却没有形成正当的共同
突破。责任可归属要求受影响者拥有表达、拒绝和参与修订边界的机会，也要求行动发起
者不能只占有创新收益而外包失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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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证伪条件是：若新结构持续把代价集中给缺乏决定权的人，或以效率和未来利益为
由取消其异议权，则该变化即使具有高度新颖性，也不能被称为智慧的突破。

（五）持续可修订
真正的突破不能把新形态立即宣布为终极答案。新边界可能固化，新身份可能排斥后

来者，新理论也可能失去解释力。持续可修订不是永久不稳定，而是在形成必要承诺和制
度积累的同时，保留接收反例、异议和新差异的机制。

其证伪条件是：若新秩序通过压制反馈、垄断解释或把批评者定义为落后者来维持自
身，它便已经复制了自己试图突破的发现式预成论。此时，突破从开放未来的行动退化为
占有未来的权力。

五项判据可以归纳为一个反事实问题：如果行动者仍保持原来的身份组织，边界仍按
原有方式分配权利和风险，世界仍由原有成功标准完整解释，那么所谓突破是否仍然成立？
若答案为是，它大概率只是旧秩序内部的位移；若取消任一维变化都会使其他变化失去条
件，且新结构通过规范检验与现实反馈得到沉积，才有理由把它称为共生式突破。

十一、案例检验：何时改变真正触及可能空间
（一）融合教育：从“让儿童适应学校”到教育关系再发生
传统融合教育容易把问题设定为：如何帮助特殊儿童克服自身不足，进入为普通儿童

设计的课堂。此时，儿童被视为需要提高适应能力的既有主体，学校则被视为中性环境。
干预的目标是让儿童尽可能接近原有课堂节奏、表达方式和评价标准。这可以扩大部分儿
童的参与机会，却仍可能停留在越界：儿童被允许进入，教育世界本身没有改变。
如果学校只是提供座位，却没有改变课程表达、感官环境、互动节奏、同伴支持和评

价方式，形式准入便无法自动生成现实参与。儿童可能在场，却不断被证明“不适合”；
教师也可能因为缺乏支持而把差异重新解释为个人问题。此时，规范边界虽然局部改变，
形态边界和显现边界仍维持旧结构。
生界式的融合教育要求三维共同变化。规范上，差异儿童不再只是被照顾对象，而是

拥有参与、表达和合理便利权利的学习者；形态上，课程、时间、空间、感官刺激、教师
协作和同伴关系被重新组织，使不同参与方式能够持续；经验上，教师和同伴逐渐不再把
差异行为自动感知为课堂失败，儿童也可能从“我必须变得像别人才能学习”转向形成真
实可进入的“我能”。改变的不只是儿童能力，也包括谁被承认为学习者、什么算作参与
以及学校应承担什么责任。

这一案例同时表明，共生式突破不是取消标准和边界。课堂仍需安全、秩序和共同任
务，合理便利也不等于任何行为不受约束。真正变化的是边界如何组织差异：旧边界要求
儿童先符合单一形式才获得参与资格，新边界则在保护共同学习的同时，为差异化参与建
立稳定接口。

（二）组织创新：从允许表达意见到重新分配解释权
许多组织通过设立意见箱、创新会议和容错口号鼓励员工突破层级边界。然而，如果

提出异议仍会影响晋升，如果失败责任仍由基层承担，如果领导拥有对“建设性意见”的
最终定义权，那么表达机会只是形式上的换界。员工很快会根据身体和关系反馈恢复沉默，
制度也会把沉默解释为“大家没有意见”。

真正的组织突破需要重新分配解释权和后果责任。规范边界必须明确什么异议受到保
护、决策过程如何记录、失败成本由谁承担；形态边界必须提供时间、信息和跨层协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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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使表达能够进入行动闭环；显现边界则需要通过多轮安全反馈，使员工不再把发言自
动体验为职业威胁。只有当不同位置的人能够改变问题定义、影响行动并共同承担结果，
“参与”才不再是被管理者提供信息，而成为组织行动者结构的重组。
若领导更换后开放立即消失，说明改变依赖个体风格，尚未沉积为制度能力；若员工

可以表达但无法影响资源配置，说明新可能仍停留在象征层面；若创新收益归于组织而失
败完全由个人承担，则责任判据不成立。这些都是共生式突破的可观察证伪点。

（三）人工智能进入教育：工具增加还是认知世界改变
人工智能可以显著增加信息获取、文本生成和个性化反馈能力，但工具能力扩张并不

自动构成教育突破。如果学生仍以找到标准答案、完成任务和获得分数为唯一目标，AI可
能只是让旧学习逻辑运行得更快。知识产出增加了，问题形成、证据判断和责任承担却可
能进一步萎缩。此时发生的是效率性越界，而不是认知世界再发生。
如果教育重新组织任务，使学生必须界定问题、比较证据、说明模型局限、进入现实

实践并对使用结果负责，AI 才可能参与新的学习关系。教师不再只是答案提供者，学生也
不再只是知识接收者，评价边界从结果正确扩展到问题质量、判断过程和现实后果。与此
同时，必须建立数据、署名、偏差和责任边界，防止技术新颖性遮蔽风险转移。

这一案例说明，技术创造的新选项只有与行动者组织、规范责任和经验地平线共同变
化，才可能形成生界。否则，所谓技术革命可能只是旧制度获得更强的自动化能力。

十二、伦理限度：新的发生为何不自动等于善
“生成”“创新”和“突破”都具有积极修辞，容易让人从新颖性直接推出正当性。

但压迫制度同样在历史中生成，操纵性算法也能通过反馈形成稳定结构，犯罪网络甚至能
够创造新技术、新身份和新行动空间。发生描述的是存在如何形成，不自动回答它是否值
得形成；适应性描述的是某种形态能否持续，也不能直接推出其对所有参与者公正。

因此，共生式突破必须同时接受本体论与规范性双重判断。本体论判断考察行动者、
边界和可能世界是否发生了不可还原的共同变化；规范判断则考察这种变化是否尊重受影
响者的权利、是否公正分配代价、是否保留异议和修复机制。一个变化可以构成深刻的世
界生成，却在伦理上不可接受。把二者区分开，才能避免用“这是时代趋势”“新事物必
然取代旧事物”为伤害辩护。
智慧的突破至少面临四项伦理约束。第一是非支配性：新行动能力不能以系统性取消

他人的拒绝权为条件。第二是代价可见性：照护、风险、时间和情绪劳动不能被排除在成
功叙事之外。第三是参与性：受影响者应有机会进入边界重构，而不只是接受突破者已经
完成的决定。第四是可修复性：在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中，制度应为错误识别、损害补偿
和路径调整保留空间。

这些约束不要求所有突破无损发生。重大变化常伴随冲突、资源重配和不可逆选择。
伦理要求是使代价进入判断，使承担与决定相匹配，并防止行动者用未来成功追认当下伤
害。尤其需要警惕“英雄式免责”：突破者以自己承担巨大风险为理由，推定他有权决定
他人也必须承担风险。个人勇气不能替代共同正当性。

十三、可能的反驳与理论边界
（一）生成性解释是否取消个人能动性
如果主体由关系、环境和历史共同形成，是否意味着个人不再承担责任？答案是否定

的。关系性主体并非没有行动能力，而是行动能力不被解释为脱离条件的内部实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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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要求行动者成为一切原因的起点，而是要求他对自己能够影响、已经承诺和实际制
造的后果作出回应。认识到能力具有关系性，反而能更准确地区分个人责任、制度责任与
共同责任，避免把所有失败归因于个人意志不足。

（二）三维模型是否把所有变化都说成共同生成
三维模型并不主张任何变化都会同时改变一切。多数日常变化只发生在一个或两个维

度，因而属于守界、越界或换界。共生式突破是一种高门槛概念，要求差异不可还原、三
维形成反馈、现实可以进入、责任得到重组并保留修订机制。若这些条件不满足，理论应
当拒绝把变化称为生界。

（三）生物学概念是否被不当移植到社会领域
本章不从细胞或演化事实推出社会规范，也不假定社会制度像有机体一样具有统一目

的。演化发育生物学在本章中承担的是反预成论功能：它提供材料说明形态可以在多层条
件中形成，边界也可以是选择性交换条件，而不仅是外部围墙。社会行动的正当性仍必须
由法哲学和伦理论证处理。只要保持问题层级和推理方向的区分，这种借鉴属于概念校正，
而非自然主义还原。

（四）生成性解释是否导致相对主义和永久变动
承认边界和身份具有历史生成性，不等于否认事实、承诺和稳定。语言需要相对稳定

才能交流，法律需要稳定才能形成预期，身份需要连续性才能使责任跨越时间，传统也需
要保存才能成为后来者重新理解和创造的资源。本书反对的不是稳定，而是稳定遗忘自身
形成条件后，把阶段性结果宣布为不可改变的本质。

同样，不是一切已经发生的形态都可以轻易重新发生。身体存在不可逆损伤，历史伤
害会留下长期后果，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时间也不会回到起点。生成性解释不是无限可能
论，更不承诺任何人都能成为任何人。它只是拒绝从“当前如此”未经论证地跳到“本质
上只能如此”。

（五）该理论如何进入经验研究
共生式突破可以转化为多层研究设计。规范维度可分析法律文本、组织制度、权利资

格和责任分配；形态维度可观察资源流、反馈闭环、实践网络和行动能力的形成；显现维
度可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和经验描述考察行动者如何理解“我能”“我不能”以及何
种可能进入视野。纵向研究尤其重要，因为一次表达、一次制度修改或一次体验改变不足
以证明新结构已经沉积。

经验研究还可以利用反事实比较：在规范改变而环境未变的场景、环境改变而经验未
变的场景，以及三维共同变化的场景中，比较新行动的持续性、可迁移性和责任后果。若
三维共同变化并未比单维变化产生更稳定的新行动形式，或者所谓新形式仍能被旧坐标完
整解释，共生式突破模型就需要收缩或修订。

十四、最近邻吸收检验：四类变化是不是学习层级的改写
本章提出守界、越界、换界与生界四类变化，若这一区分能被既有理论无剩余地吸收，

它就不应作为独立贡献保留。以下四家是最近的占位者，其中第一家最危险。
（一）学习层级：贝特森与阿吉里斯、舍恩
贝特森依据罗素与怀特海的逻辑类型论，把学习分层：学习Ⅰ是在既定情境内改变反

应，学习Ⅱ（他称之为「学会如何学习」）改变的不是情境内的行为，而是行动者对「自
己处在何种情境」的辨认，学习Ⅲ则是产生学习Ⅱ的那些前提本身被重组，他明确指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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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性格的深刻重组」，多发生于心理治疗与皈依一类事件中。阿吉里斯与舍恩的单环学
习与双环学习承接同一分层：前者修正行动误差，后者改变支配变量。

必须如实承认：这一分层与本章四类变化几乎逐条对应——学习Ⅰ对应越界，学习Ⅱ
对应换界，学习Ⅲ对应生界。更不利的是，本章第九节末尾主张「四类变化不是简单的价
值等级」，而贝特森本人同样警告不要把转化本身工具化，并明确写道系统有时需要非转
化的低阶学习。本章那条谨慎，并不是新的。
那么，本章还剩什么？只剩一处，而且必须写得很窄：学习层级刻画的是同一个学习

主体在不同逻辑层上的变化，其分层依据是逻辑类型；本章刻画的是三样在分析上可以分
别取值的东西——行动者组织、规范边界、可能性地平线——之间的共变关系，其分层依
据是被改变者的所属域。由此产生一条判决性对照：一个人可以完成学习Ⅲ意义上的自我
重组，而规范边界与可能性地平线一寸未改（例如一个人在灵修中彻底改变了自我理解，
却仍在同一套权利分配、同样的可行动机会中生活）；按贝特森，这是最高阶的学习已经
发生；按本章，这属于换界而非生界，因为三维中有两维未动。反过来，一项法律承认可
以改变规范边界与可能空间，而在场者的行动逻辑完全未变（法律通过而无人据以行动），
按本章这同样不是生界。这两个方向相反的例子，是本章与学习层级理论唯一可被同一材
料裁决的地方。若经验研究发现凡学习Ⅲ发生处三维必同变、且凡三维同变处必伴随学习
Ⅲ，本章的三维模型应退回为学习层级理论在社会域中的一种记法。

它反过来削弱了本章什么：贝特森的分层给出了「为什么不能有学习Ⅳ」的理由（逻
辑类型的层数受限于系统能否把自身当作对象），而本章对「为什么恰好是三维、而不是
二维或五维」没有给出同样强度的理由。规范、形态、显现三分来自本章选取的三门学科，
不来自一条独立论证。这是本章结构上的薄弱处，应当记下而不是绕开。
（二）结构二重性：吉登斯
结构二重性主张结构既是行动的中介也是行动的结果，行动者与结构相互构成而非先

后关系。本章的「相互构成」若停在这一层，便完全被吸收。分离线只有一条：结构二重
性是一条一般性的社会本体论主张，它不提供把「已经构成」与「尚未构成」分开的判据；
本章第十节的五项判据（尤其是三维共同变化的反事实检验与持续可修订）正是为分开这
两者而设。若有人能用结构二重性直接推出「取消其中一维的变化，另外两维仍以相同方
式成立」这类可操作检验，本章第十节即为多余。
（三）转化学习：梅齐罗
转化学习刻画意义视角的转变，其触发点是「令人迷失方向的困境」，其终点是更具

包容性、辨别力与整合性的参照框架。它与本章的分离线在评价方向：转化学习为新框架
预设了改进方向（更包容、更整合），本章明确拒绝这一预设——第十二节主张新的发生
不自动等于善，生界同样可能是支配获得了更高效率。判决性对照：一次使参照框架变得
更狭窄、却使行动者组织、规范边界与可能空间三者共同改变的转变，按梅齐罗不算转化，
按本章算生界而不算智慧的突破。这一格是两套理论给出相反判定的地方，也是本章为何
必须把「发生」与「正当」分开处理的原因。
（四）能力进路：森与努斯鲍姆
本章引用了发展作为自由的论述，但未把能力进路当作竞争者处理，这是一处应当补

上的欠账。能力进路已经区分形式自由与实质可行能力，「有权利但无法行使」正是它的
核心问题。本章的显现边界若只是「实质可行能力」的另一个名字，便应并入。可保留的
差别在于：能力进路以个人可实现的功能组合为评价单位，本章要求追踪的是可能性地平
线本身如何被组织——哪些道路能够显现、哪些结果被承认为有意义。若能力清单在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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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可能能够进入注意」这一维之后即可算出本章的三维读数且高度相关，本章应承认
被吸收。

十五、反身原则：生成性解释如何避免退回既成对象论
这一取向自身也可能被实体化。如果“万物都是生成的”被当作可以解释一切的最终

答案，它就会失去对具体条件、现实约束和失败后果的敏感；如果“突破固化”成为新的
道德命令，人也可能被迫不断更新、不断离开、不断证明自己具有变化能力，最终失去积
累承诺和长期关系的空间。
稳定并非发生的反面。许多稳定结构正是长期互动的沉积，也是下一轮发生的基础设

施。边界保存差异，传统储存经验，规则建立预期，身份维持责任。真正需要辨认的是：
某种稳定仍在承载新的差异，还是已经通过垄断解释、压制反馈和取消异议阻止新的发生。
该保留的不是永恒不变的形式，而是使生命、思想、关系和共同世界仍能继续发生的条件。

因此，生成性解释必须把同一原则施加于自身：任何生成性理论都只是特定问题和证
据条件下形成的解释结构，必须接受新材料、反例、伦理后果和其他理论的重构。如果它
不再允许现实改变自己，便会从解释发生的思想退化为被占有的答案。

十六、结论
突破不是越界，因为边界不只是横亘在主体面前的外部障碍。法哲学表明，边界通过

权利、义务、资格和程序构成共同自由与公共主体；演化发育生物学表明，边界通过选择
性交换、反馈和差异保存参与形态发生；现象学则表明，最深的边界存在于经验地平线中，
决定什么能够显现、何物与我相关以及什么可以被体验为“我能”。

主体同样不是突破之前已经完成的起点。法律关系参与构成行动资格，发育过程和环
境资源参与形成现实效能，身体习惯与历史沉积参与组织可能世界。行动者带着过去进入
行动，却可能在行动、反馈和责任承担中发生为过去尚不存在的人。勇气不是先被拥有再
被使用的实体，而是在没有完整保证的承担中逐渐显露；目标也不是永远位于边界之外的
固定终点，而应在后果、关系与责任中接受修订。

据此，本章提出共生式突破：行动者组织、规范边界和可能性地平线发生相互构成的
变化，使旧坐标中不能成立的行动者、关系或生活形态获得现实位置。守界保存必要秩序，
越界改变位置，换界重设规则，生界则改变可能空间本身。只有通过差异不可还原、三维
共同变化、现实可进入、责任可归属和持续可修订五项判据，才能把发生性突破与规模扩
张、象征改革和新颖性崇拜区分开来。

突破不是天然的善，发生也不自动等于进步。新世界可能扩大共同自由，也可能使支
配获得更高效率。智慧的突破因而既需要本体论上的生成，也需要规范上的正当；既要使
旧边界接受新差异，也要为新发生建立能够保护生命和承担责任的边界。它最终所反对的，
不是传统、稳定、规则和延续本身，而是那些已经阻断新发生、却仍把历史结果伪装成永
恒本质的结构。
由此，本章的中心判断可以表述为：真正的突破，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我”走到边

界之外，而是在新的行动、关系与承担中，使原来的我、原来的边界以及原来未曾显现的
世界共同发生改变。更凝练地说，突破的智慧，就是不让已经发生的一切垄断尚未发生的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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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知道得越多，对象封得越死
一个对象在探究终点获得的身份，会被回写成它的起点；此后与它不合的
差异只能显现为噪声。
新对象：认知对象再发生　·　三门入口：数理逻辑 × 科学史 × 解释人类学
本章提要　当代教育、组织管理和个人成长话语普遍把“提高认知”理解为获得更多

信息、纠正错误观念或接近一个已经存在的正确答案。这一理解隐含一种镜像模型：世界
由身份确定的对象组成，主体以表象复制对象，认知质量取决于表象与对象的符合程度。
镜像模型能够解释真假判断，却难以解释三类更深的认知变化：为何信息持续增加而问题
结构保持不变；为何某些现实并非被错误认识，而是尚未以可命名、可检验和可行动的对
象出现；为何观察装置、证据标准、分类语言与文化意义的改变，会使研究者面对的“同
一对象”发生结构性变化。本章采用问题导向的跨学科概念重建方法，使数理逻辑、科学
史与解释人类学围绕“对象如何成为认知对象”发生不可化约的碰撞。数理逻辑揭示推理
的形式约束：结论的有效性依赖前提、语言、论域和推演规则，却不能凭自身决定何物应
当进入论域以及前提如何获得经验资格。科学史揭示对象的实践—历史生成：仪器、实验
系统、表征技术、证据规范和共同体训练不只帮助主体看见既有对象，也参与稳定新的科
学对象；但历史稳定本身不能代替真值和现实约束。解释人类学揭示对象的文化可理解性：
行动只有进入意义网络、生活形式和地方知识，才成为特定性质的行动；但意义差异不能
取消物质反抗与跨情境检验。三者的冲突共同暴露了“对象预成论”：分析者把探究完成
后稳定的对象身份，回溯性地写成探究开始前已经完成的存在。为突破这一前提，本章区
分世界中的独立差异与在特定探究配置中形成的认知对象，提出“认知对象再发生”：当
未被旧框架吸收的现实差异迫使区分规则、证据资格、推理结构、操作实践和解释位置发
生联动重组时，过去只能作为噪声、例外或私人感受存在的差异，获得可指认、可检验、
可争论并能改变行动的公共对象形态。本章建立“差异进入—旧解释失效—操作改造—证
据重定—语义协商—对象稳定—行动回写”的七环机制，区分信息增量、命题校正、框架
转换与对象发生四类认知变化，并提出现实阻抗、解释增益、操作可达、公共可争论、行
动回写和持续可修订六项判据及证伪条件。本章主张，认知突破既不是任意建构世界，也
不是用新词替换旧词，而是改变世界差异得以成为对象、证据和责任问题的发生条件；其
最高要求不是让主体占有更多答案，而是使主体、对象与判断制度能够共同接受现实的再
次进入。
关键词　认知突破；数理逻辑；科学史；解释人类学；认知对象；生成性解释；对象

预成论

一、问题的提出：为什么知道得更多，却未必看见得更多
“提高认知”已经成为当代社会解释差距的通用语言。学习失败被归因于认知不足，

职业停滞被归因于认知层级不够，组织困境被归因于管理者没有看见趋势，个人选择也常
被排列为“低认知”与“高认知”。这种语言具有一个直观前提：现实答案已经存在，少
数人先看见，多数人尚未看见；认知提升就是缩短主体与正确答案之间的距离。于是，读
更多书、掌握更多模型、接触更高层级的信息、获得更先进的技术，便被自然地等同于认
知突破。
然而，信息容量、命题正确率与认知突破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系。一个人可以记住大

量心理学概念，却只用这些概念给他人贴上更精细的标签；学校可以采集越来越多学习数
据，却只让数据服务于原有排名；组织可以部署最先进的预测系统，却把所有异常重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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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为执行不到位；研究者也可以在既有理论中处理更多变量，而不再追问为何某些经验从
未被变量化。认知的内容增加了，认知对象的边界、证据的资格和问题的组织方式却可能
原封不动。知识因此不仅可能打开世界，也可能成为旧世界更高效的封闭技术。
更深的困难在于，有些现实并不是先作为明确对象出现、随后被主体判断错误。它们

可能根本没有获得对象资格。课堂中长期沉默的学生，可以被看作“缺乏参与意愿”，而
教学节奏、表达风险和同伴关系尚未成为需要解释的对象；家庭照护者的疲惫可以被看作
个人情绪问题，而时间分配、责任制度和不可见劳动尚未成为公共问题；一组实验痕迹可
以长期被归入误差，直到新的装置、比较方式和理论语言使其成为可研究现象。在这些情
形中，问题不只是“对同一对象形成了错误表象”，而是“什么能够成为对象”的条件本
身需要改变。
认知研究由此必须区分两类错误。第一类是对象已经成立以后发生的命题错误，例如

把某一温度读数记录错、从真实前提推出无效结论，或把一个人的出生日期记错。第二类
是对象发生条件的封闭：某种差异持续存在，却只能作为噪声、例外、私人抱怨或“不相
关因素”被排除在共同判断之外。前一类错误可以通过更多信息和更严推理得到校正；后
一类错误却可能恰恰由信息系统和推理规则共同维持，因为所有新材料都必须先服从旧对
象的分类。

本章把认知理解为主体复制既定对象的理论结构称为“认知镜像论”。这里的“镜
像”并不指某一个历史学派，也不否认认识必须受到对象约束，而是指一种广泛存在的分
析预设：对象的身份、相关属性和证据边界在认知行动之前已经完成；主体所能做的只是
更准确或更模糊地再现它。镜像论最隐蔽的后果，是把探究最终稳定下来的对象回溯性地
写成最初就存在的对象。科学史于是被叙述为人类逐步揭开同一对象的面纱，教育被叙述
为学生逐步取得标准答案，文化差异则被排列为对同一现实的不同准确度。

本章不以取消真理、事实或客观性为目标。相反，如果认知对象完全由主体任意制造，
错误便失去意义，现实也无法反驳任何解释。本章要追问的是：在承认世界独立差异和真
值约束的同时，如何说明对象的可辨认性、证据资格和公共意义在探究中形成？对象“存
在”与对象“作为某物进入认知”之间有什么差别？一个认知变化何时只是增加旧对象的
信息，何时真正改变了世界得以出现的方式？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章引入三个不能互相替代的学科。数理逻辑提供形式有效性的规
范约束，防止“生成”成为不受矛盾和反例限制的修辞；科学史揭示仪器、实验、表征和
共同体实践如何参与对象稳定，防止把最终事实倒写为原初对象；解释人类学揭示文化意
义如何决定何种差异值得说明、何种行动能够被理解，防止把一种地方性的对象划分冒充
为无历史的普遍自然。三者同时也互相限制：逻辑有效不能自动产生真实前提，历史形成
不能自动产生真理，文化可理解也不能自动产生正当性。

本章的理论贡献有四点。第一，区分“世界差异”与“认知对象”，说明承认对象发
生不等于否认独立现实。第二，揭示逻辑论域、科学证据制度和文化意义网络如何构成对
象出现的三重门槛。第三，提出“认知对象再发生”及其七环机制，说明认知突破不是把
错误图像换成正确图像，而是让被旧框架注销的差异获得公共对象形态。第四，建立四类
变化、六项判据、动态命题和经验研究方案，使认知突破成为能够接受反例与比较研究的
分析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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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镜像模型：从命题正确到对象预成
（一）镜像模型为何如此有说服力
镜像模型之所以持久，不仅因为它简单，还因为它抓住了认知中不可放弃的一面：判

断确实可能错误，命题必须接受事实检验，推理也可能因形式无效而失败。当某人说“会
议在星期三”而会议实际在星期四，最合理的处理不是讨论对象如何发生，而是承认判断
与事实不符。任何生成性理论如果不能保存这种普通而坚实的真假差异，就会退化为“所
有说法都可以”的任意主义。
问题出在把适用于已稳定对象的真假关系，扩大为关于全部认知的本体论。镜像模型

默认，主体面对的对象已经完成个体化：它是什么、与什么不同、哪些属性相关、哪些观
察可以证明它，都在探究之前等待复制。认知过程因此被压缩为输入、加工和输出；环境、
仪器、语言、历史与共同体至多是使镜面清晰或变形的外部条件，而不参与对象身份的形
成。

这种预设在日常经验中不易被看见，因为大多数行动依赖已经稳定的对象。桌子、课
程、工资、考试和药物都有现成名称、操作规则和社会位置，人无需每次重新生成它们。
但稳定并不等于原初。一个对象之所以显得“本来如此”，往往正因为漫长的分类、技术、
制度和使用历史已经沉积为常识。镜像论把这种完成后的透明性误认为对象从来不曾形成。

（二）对象预成论的四个层次
对象预成论至少包含四层假设。第一是身份预成：对象的边界先于观察确定，研究只

需确认属性。第二是相关性预成：何种差异值得注意已经确定，其他痕迹可以被视为噪声。
第三是证据预成：何种记录、见证、统计或体验有资格支持判断已经确定。第四是行动预
成：对象一旦被正确认识，相应行动目标也仿佛自然给出。

四层假设互相强化。若“学习困难”被预先定义为学生内部属性，课堂节奏、题目语
言、同伴评价与教师期待便只会作为背景变量出现；能证明困难的证据将集中于测试和个
体表现；行动则自然指向矫正学生。只有当对象边界改变为“学习者与任务—环境之间的
可进入关系”，原来被排除的材料才取得证据资格，教师和制度也才进入责任结构。此时
发生的并非围绕同一对象增加变量，而是对象的个体化原则发生了变化。

（三）从错误表象到问题消失
镜像模型擅长处理已经进入问题空间的候选答案，却不擅长处理问题空间如何形成。

它可以比较“甲原因”与“乙原因”哪一个更符合数据，却无法自动发现两者共同排除了
什么。一个组织可能严密比较员工能力与激励机制对绩效的影响，却不允许“绩效指标是
否制造了错误工作”进入论域；一个家庭可能讨论孩子应选哪一所学校，却不允许“为何
成功必须由学校层级定义”成为问题。逻辑推演可以高度严谨，但被排除的问题不会因严
谨而自行返回。

因此，最深的认知封闭不是相信了一个错误答案，而是某些差异失去成为问题的资格。
错误答案仍保留纠正通道，因为对象、争议和证据都已存在；问题消失则连反驳位置也一
并取消。被排除者可能只能以情绪、身体症状、偶发失败或不合规范的语言表达现实，而
这些表达又会被旧框架用来证明其“不够理性”。认知突破由此不能只要求结论更新，还
必须检查对象边界、证据资格和发言位置是否允许现实重新进入。

（四）本章所反对的不是符合，而是符合关系的绝对化
认知对象在形成以后仍必须与世界保持可失败的关系。测量装置可能失灵，分类可能

漏掉关键差异，解释也可能因新证据而被推翻。“对象发生”若被理解为主体赋予现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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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名称都同样有效，就取消了认知突破最重要的动力——现实有能力使旧解释失败。本章
因此保留一种受约束的实在论：世界不依赖某一解释才存在，并以阻抗、反例和不可预期
后果限制解释；但世界中的差异要成为一个可共同判断的对象，必须经过区分、操作、证
据和意义的组织。

这一区分可以简要表述为：世界不是由认知创造的，认知对象却不是世界差异的无中
介复制。前者保证生成性解释不会滑向任意主义，后者保证实在论不会退化为对象预成论。

三、研究方法：从学科并置到负向互证
跨学科写作最容易出现两种问题。第一种是比喻移植：把逻辑形式、科学范式和文化

意义都称为“框架”，然后从词语相似推断机制相同。第二种是权威叠加：从三个学科各
取一条支持性观点，使预先决定的结论看起来拥有更广基础。两种方式都没有产生真正碰
撞，因为学科只负责提供例证，而不被允许反驳中心命题。

本章采用“负向互证”的概念重建方法。所谓负向互证，不是要求三个学科给出同一
答案，而是让每一学科暴露另外两者无法自行解决的剩余问题。逻辑迫使科学史与人类学
说明，历史和文化差异如何仍能接受矛盾、反例与有效推理的约束；科学史迫使逻辑承认，
前提、论域和对象同一性不是从形式系统内部自动生成；解释人类学则迫使前两者说明，
某一事实为什么在特定生活世界中成为需要解释的事实，以及谁有资格规定其意义。
具体方法包括五步。第一，分别重建三个学科最强而非最方便的主张，避免把逻辑简

化为机械推理、把科学史简化为相对主义、把人类学简化为文化差异清单。第二，识别每
个学科的对象构成门槛：逻辑中的论域与解释、科学史中的实验与证据、解释人类学中的
意义与可理解性。第三，构造冲突情形，检验某一学科的判断若被无限扩张会遗漏什么。
第四，从冲突中提出能保存三者有效限制的新概念。第五，用反事实、失败案例和可观察
指标限定新概念的适用范围。

这是一项理论研究，不宣称三种学科共享同一经验机制。逻辑有效性是规范—形式关
系，科学对象形成是历史—实践过程，文化理解则涉及符号与生活世界。本章只主张：认
知突破若要成立，必须同时回答三个不同层级的问题——推理是否成立，对象如何获得经
验稳定，以及对象为何在共同生活中具有这一意义。把任何一层当作全部，都会重新制造
镜像。

四、数理逻辑：形式正确为何不能替代对象正确
（一）逻辑的不可替代贡献：阻止结论任意发生
生成性语言如果只强调流动、关系和生成，很容易逃避最基本的推理责任：前提是否

一致，结论是否真正由前提支持，反例是否已经推翻概括。数理逻辑的贡献正是把“我觉
得合理”转化为可公开检查的推演结构。塔尔斯基的模型论进路把逻辑后承刻画为跨模型
的真值保持：当且仅当不存在前提为真而结论为假的模型时，结论才是前提的逻辑后承
[1]。证明论则把有效性落实为可以按照规则展开的证明步骤，根岑的自然演绎使逻辑联结
词的使用与引入、消去规则发生紧密联系[2]。两条路径虽然在哲学解释上不同，却都要求
判断不能只凭权威、经验强度或文化熟悉度成立。

这一约束对认知突破尤其重要。新的对象名称、新的叙事和新的身份主张，不能因为
“前所未有”就免于一致性检验。若一种理论在遇到支持材料时宣称得到证实，在遇到反
例时又把反例解释为理论更深的证明，它便取消了失败条件。真正的认知突破必须扩大现
实进入的渠道，而不是扩大理论吞并反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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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性以什么为前提
逻辑的力量也精确标示了它的边界。形式有效性说明结论在给定前提、语言、论域和

解释下如何成立，却不自动保证前提为真，也不决定哪些对象应当进入论域。一个论证可
以形式完美而经验上空洞，也可以从带有偏见的分类出发推出稳定结论。若学校把“课堂
发言次数”定义为参与度，把参与度定义为学习投入，再据此推断沉默学生投入不足，推
理链条可以有效，问题却出在对象和指标的构成。
模型不是世界本身，而是具有论域、解释函数和结构关系的数学对象。非逻辑词项如

何解释、论域包含什么、哪些差异被当作相同，都会影响有效性所能处理的命题范围。塔
尔斯基式后承理论的成功不在于取消解释，而在于把解释变化明确纳入模型比较[1]。这恰
好说明：逻辑能够检验一个已给语言中的推理，却不能仅凭形式告诉研究者应使用“个人
缺陷”还是“关系性障碍”来个体化对象。

（三）证明、真理与不可内部化的界限
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常被滥用于证明“人类永远无法认识真理”或“任何理论都只是

局部观点”。这种推论并不成立。定理针对满足特定条件、具有足够表达力的一致形式系
统，说明其中存在既不能由系统证明、也不能由系统否证的算术命题，并不直接推出日常
知识相对主义[3]。但它确实提醒我们，不能把“在某系统中可证明”无条件等同于“全部
真理已经被系统占有”。形式系统越精确，越需要明确它的公理、语言与元理论位置。
Etchemendy对模型论后承概念的批评进一步表明，关于模型究竟代表可能世界还是

重新解释实际世界中的词项，存在重要哲学分歧；形式刻画本身并未终结“为什么这些模
型代表相关可能性”的问题[4]。逻辑多元论也指出，不同后承关系可能针对不同现象和规
范要求，而多元不等于任意：每一种逻辑仍必须说明其有效性概念、适用对象和竞争优势
[5][6]。

（四）逻辑提供的是“反例纪律”，不是“对象生产线”
由此，数理逻辑在本章中承担规范性位置。它不负责生产全部认知对象，而负责要求

任何对象发生理论都公开其推理规则、概念边界和失败条件。逻辑可以发现既有命题之间
的矛盾，也可以通过构造反模型迫使理论修订；但若一种经验从未进入词汇，一类行动者
从未进入论域，或者某种记录被预先判为无证据资格，形式系统不会自动替他们创造位置。

这一结论可以概括为“论域约束命题”：在推理规则保持不变时，增加推演能力只能
扩展给定论域中的可得结论，不能保证发现被论域排除的对象。认知突破因此既需要更严
谨的推理，也需要使论域和解释函数接受现实差异的重新规定。逻辑的智慧不在于把世界
封闭进完备系统，而在于让任何系统都必须对自己的前提、反例和边界负责。

五、科学史：对象不是在仪器之外等待被看见
（一）从知识积累史到对象形成史
传统发现叙事常把科学史写成越来越清晰的镜面：自然对象始终以同一身份存在，早

期理论因观察不足产生模糊图像，后来的仪器和理论逐渐恢复对象真相。这样的叙事能表
达科学进步，却容易抹去历史行动者实际面对的问题。过去的研究者不只是对今天对象持
有较差答案；他们可能使用不同分类、追问不同现象、接受不同证据，并在不同实践中个
体化对象。
弗莱克对“科学事实的发生与发展”的分析较早揭示，事实并非孤立主体与裸露对象

相遇的瞬间产物，而在思想集体、思想风格、技术训练和材料阻抗的互动中获得稳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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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进一步说明，范式不仅提供答案，也组织何种问题值得解决、何种操作算作合格科学
以及何种相似性能够把新案例归入旧范例[8]。科学革命由此不只是同一问题得到更好答案，
也可能改变研究者所生活的科学世界。

（二）仪器不是中性窗口
仪器常被理解为增强感官的透明管道，仿佛显微镜只是把本来存在的微小对象放大，

统计软件只是把数据更快排列。但仪器必须选择信号、设定阈值、转换痕迹并训练使用者。
图像中的斑点何时是污染，何时是现象；读数的波动何时是噪声，何时是新的效应；样本
的差异何时需要控制，何时需要成为研究对象，都不是由仪器单独给出的。
哈金以“表征与介入”的区分反对把科学仅理解为理论图像的竞争，强调实验操作、

因果介入与可操纵性在实在论中的作用[9]。夏平与谢弗对波义耳气泵实验的历史分析则显
示，“实验事实”需要机械技术、见证规则和书写技术共同维持；事实的公共可信度不是
从私人观看自动产生[10]。这不意味着真空是否存在由社会投票决定，而是说明一种物质
效应要成为可复制、可传递和可争论的实验对象，需要具体的社会—技术制度。

（三）实验系统如何产生“尚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Rheinberger 提出“实验系统”和“认识物”概念，用以说明前沿研究并非总以身份

完整的对象为起点。实验系统必须足够稳定，才能重复产生痕迹；又必须保留开放性，才
能让尚未明确的差异出现。认识物恰恰是研究中仍不完全确定、但能持续组织实验的问题
对象[11]。如果研究者在开始时已经完全知道对象是什么、应出现什么结果以及如何解释
所有偏差，实验便只剩演示，不再具有产生新知识的能力。

这一视角改变了“发现”的时间结构。不是完整对象先存在于认知之外，实验随后把
它搬进头脑；更准确地说，世界中的物质过程先以抵抗、差异和意外后果进入实验，研究
者通过装置调整、样本制备、表征技术、术语区分和重复检验，逐渐使某种差异稳定为对
象。对象不是凭空制造的，因为它必须持续承受操作和反例；对象也不是无中介复制的，
因为没有实验配置，差异不会自动以同一身份出现。

（四）客观性本身有历史
Daston 与Galison 对科学图像史的研究表明，“客观性”并非从古至今只有一种不

变含义。忠实于典型自然、机械客观性与训练判断等认识德性，在不同时期对应不同的图
像制作实践和科学自我规范[12]。Galison 对图像传统与逻辑传统的研究同样显示，不同
实验文化拥有不同证据风格，需要通过局部“交易区”实现协作，而非天然共享同一观察
语言[13]。

这并不削弱客观性，反而使其更具体。客观性不是主体消失以后对象自行说话，而是
一组限制任意判断的历史实践：校准、记录、盲法、复制、公开方法、同行批评和训练判
断。认识到这些实践形成过，意味着它们可以被检验和改进；若把它们自然化为唯一可能
的观看方式，反而会使其中的盲点失去批判入口。

（五）科学史的边界：形成不等于真实
科学史可以解释某种事实如何获得稳定，却不能仅凭“已经稳定”证明它真实。权威

制度、资源集中与排除异议也能使错误对象长期稳定。Pickering关于实践缠结的分析强
调人类计划与物质能动性的相互调适[14]，Longino 则说明科学客观性需要批判互动、共
享标准和对异议的实际响应，而非共同体一致本身[15]。Knorr Cetina关于“认识文化”
的比较进一步提示，不同科学领域组织证据与对象的方式并不相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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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科学史在本章中承担过程性位置：它说明对象如何在实践中发生，却必须由逻
辑的反例纪律和现实的持续阻抗防止“社会形成即真理”的错误。历史生成不是客观性的
敌人；不可批判的历史沉积才是。

六、解释人类学：事实为何必须先成为可理解之物
（一）同一动作不是同一对象
解释人类学从另一个方向挑战镜像模型。若观察只是复制可见行为，那么眨眼、挤眼

和因眼部痉挛而抽动，在视觉记录上可能近乎相同；但它们作为社会行动完全不同。格尔
茨借助“深描”说明，民族志的任务不是给动作增加主观注释，而是辨认使动作成为特定
行动的公共意义结构[17]。挤眼之所以是暗号、模仿或讽刺，不取决于肌肉运动本身，而
取决于行动者与观察者共同进入的符号关系。

这意味着，认知对象并不总能由物理属性单独完成个体化。婚姻、礼物、侮辱、承诺、
疾病角色、失败和尊严，都需要在制度与意义网络中才能成为它们所是。若把这些对象还
原为可观察行为或内部心理状态，研究者会获得更统一的数据，却可能失去研究对象本身。
地方知识并非普遍知识的低级版本，而是人们在特定生活世界中区分、解释和承担后果的
方式[18]。

（二）意义网络决定“什么需要解释”
Evans-Pritchard 对阿赞德巫术、神谕与魔法的研究提供了经典例子。阿赞德人并非

不知道白蚁蛀蚀会使谷仓倒塌；巫术解释所回答的是，为什么谷仓恰在特定时刻倒塌，并
伤及特定的人[19]。从现代自然科学角度看，白蚁活动提供物理因果说明；在阿赞德社会
的道德—关系网络中，偶然性、责任和敌意则构成另一层需要解释的问题。若研究者只说
“他们把真正原因认错了”，就没有理解巫术概念实际组织的解释任务。

这并不要求把巫术因果与工程因果视为经验上同等有效。解释人类学的贡献不是取消
检验，而是迫使研究者先辨认不同知识实践究竟把什么当作待解释项。跨文化争论经常并
非围绕同一问题给出不同答案，而是对“何种差异构成问题”存在分歧。如果不先重建待
解释项，所谓纠正他人认知可能只是把自己的问题强加给对方。

（三）文化不是贴在自然对象上的颜色
镜像模型常保留一种两层结构：自然提供客观对象，文化只给对象附加不同意义。

Sahlins 反对把文化仅视为满足生物或功利需要的装饰，强调实际利益本身也通过象征分
类得到组织[20]。Bourdieu关于惯习与实践的分析进一步说明，行动者并非先拥有一套
明确规则再加以执行；历史条件在身体倾向中沉积，使某些判断显得自然、某些道路不假
思索地被排除[21]。

Ingold把知觉与技能放在居住、实践和环境关系中理解，反对把文化表征看作覆盖在
自然基底上的第二层代码[22]。Descola 则通过比较不同“本体论”配置，指出自然—文
化二分本身具有特定历史和文化位置，不能未经检验便作为所有社会理解人与非人关系的
普遍坐标[23]。这些研究共同说明，文化不仅影响人们如何评价对象，也参与划定何物是
人、何物是自然、何物具有意向以及何种关系可以成立。

（四）解释者也在意义网络之中
解释人类学的重要反身性在于，研究者不能把自己的分类当作无文化位置的透明语言。

民族志写作者选择谁的叙述具有代表性、如何翻译地方术语、哪些行动被置于同一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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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也在构成对象。所谓“当地人相信什么”可能把内部争议压缩为共同文化，所谓“传
统社会”也可能把历史变化从对象中删除。

因此，文化解释必须保留多声部和反例。格尔茨的“反反相对主义”立场提醒人们，
反对粗暴普遍主义不等于接受一切地方实践[18]。解释者需要在理解内部意义的同时，追
问谁有解释权、谁承担后果、哪些声音被共同体的主导叙事排除。Fricker 所讨论的证言
不正义与诠释不正义进一步表明，一个群体可能因缺乏可信身份或公共概念资源而无法使
经验进入共同知识[29]。此时，认知问题不只是个人表达不清，而是社会缺少让经验成为
对象的诠释资源。

（五）解释人类学的边界：可理解不等于可接受
一种实践可以在文化内部高度可理解，却仍可能伤害生命、压制异议或经不起经验检

验。理解某种责任观如何形成，不等于认可其正当；重建地方意义，也不能替代对事实后
果的调查。解释人类学在本章中承担主体—意义位置：它说明对象为何对行动者成为“某
物”，并揭示谁被允许定义它；但它必须接受逻辑一致性、物质阻抗和伦理责任的外部限
制。

真正的跨文化认知突破不是从“他们错、我们对”转向“各有各的真理”，而是让双
方的问题划分、证据制度和行动后果同时进入比较。它要求研究者既能翻译他人的世界，
也允许翻译改变自己的对象边界。

七、三家冲突：认知对象在哪里开始
数理逻辑、科学史与解释人类学对认知的要求并不和谐。逻辑需要词项在推理过程中

保持足够稳定，否则同一律、替换和有效性判断无法进行；科学史却表明，研究中的词项
和对象常在实验过程中改变。科学史强调仪器、材料和可重复操作对对象稳定的作用；解
释人类学则指出，同一可观察事件若脱离意义网络，可能不再是同一社会对象。解释人类
学强调地方可理解性；逻辑与科学又追求能跨越局部语境的有效性和可复制性。
表 1　三种学科对认知对象的不可化约约束

学科 基本问题 对象门槛 不可替代贡献 单独使用的盲点

数理逻辑 结论如何有效成立 论域、解释与推理
规则

提供一致性、后承
与反例纪律

不能独自决定何物
应进入论域

科学史 对象如何在实践中
稳定

仪器、实验系统与
证据规范

揭示对象的历史—
实践发生

形成与稳定本身不
能证明真实

解释人类学 差异为何成为可理
解之物

意义网络、地方知
识与主体位置

揭示待解释项和公
共意义的构成

可理解性不能取消
物质与伦理约束

这些冲突不能通过宣称“三者都重视关系”轻易消解。若完全服从逻辑稳定性，新对
象在尚未获得清晰概念时便可能被排除；若完全服从历史形成，权力导致的稳定可能被误
认成真理；若完全服从文化意义，跨情境批评和物质反例可能失去效力。三者必须保持张
力：逻辑要求形成中的对象不能免除推理责任，科学史要求逻辑对象不能被当作无历史起
点，解释人类学要求前两者不能把自己的相关性划分当作普遍自然。

（一）逻辑与科学史：对象同一性是否先于探究
逻辑分析通常需要暂时固定语言与论域，科学史却研究这种固定如何发生。二者冲突

的关键不在于谁更正确，而在于时间尺度不同。对于一次具体论证，若“基因”“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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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智力”的含义在每个步骤中任意滑动，推理当然无效；但在跨越数十年的研究史中，
这些词项的操作定义、测量方式和理论位置可能发生实质变化。把短时推理所需的稳定误
写成长时历史中的本体不变，就会制造对象预成论。

因此，需要区分“操作性同一”与“发生性同一”。前者是在特定探究阶段为比较和
推演建立的暂时稳定；后者是对象通过连续修订仍被追踪为相关问题的历史关系。对象可
以保持名称而改变结构，也可以改变名称而延续部分问题。认知突破不是取消同一性，而
是使同一性的建立过程可见并可修订。

（二）科学史与人类学：物质阻抗能否脱离意义
科学实验面对不受意愿控制的材料后果，但“什么算失败”仍依赖预期、装置和证据

规范。民族志面对具有自身解释的行动者，但行动后果也不会因文化说明而消失。二者的
冲突说明，物质与意义不能被排列为先后两层。材料阻抗必须通过某种表征和概念被识别，
意义结构也持续受到疾病、饥饿、技术失效和环境变化的限制。
若只有物质而没有意义，研究者会把行动者的世界还原为外部因果；若只有意义而没

有物质，任何解释都能通过内部重述避免失败。认知对象的形成必须同时具有“被解释的
可理解性”和“反过来限制解释的能力”。

（三）人类学与逻辑：地方知识能否公开争论
地方知识不是不可翻译的私人体验。若一种主张完全不能被他人理解、质疑或检验，

它也难以成为公共认知对象。逻辑提供论证可检查性，人类学则提醒，公开争论的语言、
场所和可信身份并非天然平等。被要求用主导群体的概念证明自身经验，可能使经验在进
入论证前已经被改写。

因此，公共可争论性不只是“任何人都能发言”的形式权利，还包括形成概念、提出
问题和改变证据标准的实质能力。一个认知共同体是否开放，不能只看它允许多少观点，
而要看新差异是否可能改变共同体判断观点的坐标。

（四）三家残留的共同冻结
三个学科本身并不共同主张朴素镜像论，但它们在被孤立使用时都可能发生“分析冻

结”。逻辑把为推演暂时固定的论域误作自然论域；科学史在回顾成功传统时把后来的对
象身份投射给早期实践；人类学则可能把流动、争议的生活世界写成边界完整的“某种文
化”。分析为了研究不得不切分对象，问题在于把切分结果当作对象的原初本质。

本章把这种错误进一步概括为“回溯性对象预成”：对象在探究终点获得的名称、边
界和证据规范，被回写为探究起点已经存在的身份；历史中的犹豫、旁支和未名差异因此
被解释为尚未充分认识同一对象。认知突破首先要求撤销这种回写，让对象身份重新显露
为需要解释的结果。

八、从世界差异到认知对象
（一）独立差异不等于完成对象
要避免任意建构论，必须承认世界中的差异并不等待主体同意才发生。病毒复制、重

力作用、毒素反应和气候变化不会因为一个共同体缺少相应概念就停止产生后果。本章用
R表示独立于某一具体认知框架的现实过程或差异。R不是不可知的“物自身”代号，而
是指能够通过多种路径产生阻抗、痕迹和后果，却未必已经以稳定对象出现的现实条件。
认知对象 O则是 R在特定探究配置中获得的可识别形态。一个探究配置可分析为

C(t)=〈D(t),E(t),I(t),P(t),S(t)〉：D表示区分与命名规则，E表示证据资格，I表示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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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解释结构，P表示观察、测量和介入实践，S表示能够发言、判断和承担后果的主体位
置。该符号只是分析性简写，不暗示五个要素能够被还原为同一量纲。

在此意义上，O(t)不是R的任意替代，也不是 R的透明复制，而是现实差异在 C(t)中
获得的可公共追踪形式。同一个 R可能在不同配置中成为不同对象；不同现实过程也可能
因分类粗糙而被压入同一对象。对象越稳定，认知共同体越容易忘记稳定所依赖的配置。

（二）“认知对象再发生”的定义
本章把“认知对象再发生”定义为：未被旧框架充分吸收的现实差异，通过区分规则、

证据资格、推理结构、操作实践和主体位置的联动重组，获得可指认、可检验、可争论并
能改变行动的对象形态；这一对象的形成同时回写认知者能够提出的问题、承担的责任与
进入世界的方式。
“再发生”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对象可能不是首次被注意，而是从旧名称和旧因果

中重新个体化。例如，学生沉默早已被观察，却可能从“缺乏积极性”再发生为“表达风
险与参与条件”的关系性对象。其二，任何已经稳定的对象都可能因新差异重新进入发生
过程；再发生不是一次革命后永久完成，而是对象保持对反例开放的制度能力。

这一概念与“换一个视角”不同。纯粹视角变化可能没有新的证据、操作或后果，只
是语言重述。认知对象再发生必须使新的区分承担风险：它要产生旧框架不能同样产生的
观察预期、介入方式或责任分配，并允许现实证明它失败。

（三）认知者也在对象发生中改变
镜像模型把主体视为位于对象之外的观察点。发生模型则认为，新的对象会重组认知

者本身。当医务人员把感染从病人内部状态重新理解为包括接触链、环境和操作程序的对
象时，医务人员不再只是观察病人的外部专家，也进入可能的因果和责任网络；当教师把
学习困难理解为关系性障碍时，教师从诊断学生的人变成需要调整任务与环境的行动者。

这不是把所有责任推给观察者，而是取消认知者的无位置幻觉。谁命名对象、谁拥有
仪器、谁决定证据、谁承受错误分类的代价，都会影响对象形成。主体位置 S 的变化是认
知突破的重要标志：新的对象不仅让人“知道了什么”，还改变“谁必须做什么”。

（四）对象发生的实在论底线
认知对象再发生必须满足三条实在论底线。第一，新对象不能只靠定义免除反例；它

必须面对独立数据、介入后果或跨方法比较。第二，构成对象的社会过程不能被当作对象
虚假的证据；校准、分类和协作是客观知识的条件，而非自动污染。第三，现实阻抗也不
能被神秘化为无需解释的“事实声音”；何种痕迹构成阻抗，仍须公开方法和判断标准。
Goodman 关于“造世界方式”的讨论揭示分类与符号系统的 构 成作用

[26]，Hacking的“历史本体论”则说明某些对象和人的类型如何在历史实践中成为可思
考、可干预的存在[27]。本章在此基础上强调双向约束：我们通过概念和实践形成可认知
世界，形成物却必须持续接受并非由概念控制的现实后果。

九、吸收检验：能动实在论已经说过多少
本章主张认知对象在探究配置中获得可识别形态，这一主张有一个极近的占位者，本

章正文未处理，须在此补上，否则「对象再发生」会被读成一次换词。
（一）能动实在论：巴拉德
巴拉德以玻尔对量子测量的解释为出发点，提出现象（而非独立客体）是本体论上的

基本单位：她用「内行动」一词区别于「相互作用」，后者预设了先在的相关项，前者主

38



张相关项并不先于关系而存在，而是在特定内行动中涌现；装置不是中性的观察工具，而
是物质—话语的具体配置，通过「能动切割」划定何为主体、何为客体、何种属性成为确
定的。

必须承认：本章的探究配置 C(t)＝〈D,E,I,P,S〉与她的装置概念在功能位置上几乎重
合；本章说「同一个 R 可能在不同配置中成为不同对象」，与她说边界通过测量中的纳入
与排除而涌现，是同一句话的两种记法。如果本章的贡献只是「对象由实践构成」，它已
被完全吸收，不应保留独立名称。

分离线只有一条，落在第八节第四小节那三条实在论底线上。能动实在论把现象抬为
本体论基元，因而不需要（也不便于）区分「对象因新证据而被重新个体化」与「对象因
配置更换而显现为另一个对象」——在她的框架里，这两件事没有原则差别。本章需要这
个差别，因为本章的整个判据体系建立在「新对象必须承担旧对象不承担的风险」之上：
判决性对照——同一批材料，若一个研究共同体更换了测量装置并因此报告了不同的对象，
按能动实在论这就是一次不同的现象，无须进一步判定；按本章，这尚不构成对象再发生，
除非新对象能产生旧对象不能同样产生的观察预期、介入方式或责任分配，且允许现实证
明它失败。这一条是可以在科学史材料上分头裁决的：仪器更换而预测结构未变的案例
（本章判为配置变动而非对象发生），与仪器未换而证据资格改变导致对象重定的案例
（本章判为对象发生），两类都真实存在。

它反过来削弱了本章什么：能动实在论把伦理写进本体论——切割即排除，排除即责
任，而本章把责任放在第十二节的判据里，作为对象发生的附加条件而非其构成条件。这
使本章在处理「谁的排除」时比她弱：本章可以判定一次对象发生成立，同时对该对象排
除了谁保持沉默。这是本章判据体系的一处结构性缺口，不宜以「分工不同」带过。
（二）与本章已引各家的位次说明
本章已引哈金的历史本体论与「造人」、莱茵伯格的实验系统、弗莱克的思维风格、

皮克林的实践缠结、达斯顿与加里森的客观性史、诺尔·塞蒂纳的认识文化。这些家共同构
成一个密度相当高的祖宗场，本章必须承认：在「对象由历史实践形成」这一层，本章没
有任何新东西。本章余下的全部主张只在一处——把「对象重新进入发生过程」写成一组
可分别失败的条件（现实阻抗、解释增益、操作可达、公共可争论、行动回写、持续可修
订），并要求它们互相限制。若已有任一家的分析框架能在同一份科学史或教育材料上算
出这六项并彼此高度相关，本章应作为那一家的一种操作化，而不是独立理论。
（三）一条本章自己没做的检验
第十六节的经验方案要求追踪对象名称、证据制度、操作实践、主体位置与行动后果

五者的变化。本章从未说明：若这五者在真实材料中总是同步变动，五元组便是一个而不
是五个。本章在此写死一条对自己不利的合并规则：若在三个以上独立案例中，五个成分
的变化时点两两相关普遍高于 0.8，则 C(t) 应压缩为单一变量「探究配置强度」，本章第
十节的七环机制随之失去分环意义。

十、七环机制：对象怎样重新获得发生条件
认知对象再发生不是灵光一现，也不是先彻底改变观念再采取行动。它通常由七个相

互回写的环节组成。环节具有分析顺序，却没有固定的经验起点；一次突破可以由新仪器、
新受影响者叙述、新反例或新概念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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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差异进入：让噪声保留为尚未解释
第一环是某种差异 Δ进入探究。差异可能表现为重复异常、身体不适、预测失败、无

法翻译的地方概念或行动后果。旧框架往往立即把它归入测量误差、个体例外、执行问题
或情绪反应。差异进入要求暂缓这种自动归类，把“尚未解释”与“没有意义”区分开。
差异并非越多越好。随机波动和错误记录真实存在，研究也不可能把一切纳入对象。

关键在于建立保留机制：记录异常出现的条件、频率和后果，允许它在尚未证明重要时不
被删除。认知开放首先是一种档案制度，而非态度宣言。

（二）旧解释失效：阻止理论吞并一切反例
第二环是使旧解释失去自动获胜权。许多理论能通过增加辅助假设吸收异常：学生沉

默被解释为更深的懒惰，政策失效被解释为执行不够，预测错误被解释为外部环境特殊。
若任何结果都能被旧理论重新命名，差异永远不能形成对象。
旧解释失效需要竞争解释、预先记录的预测或反事实比较。研究者应明确：若旧对象

划分成立，哪些结果本不应出现？若移除某个条件，结果是否改变？这一环由逻辑提供反
例纪律，使“开放”具有可失败结构。

（三）操作改造：改变现实留下痕迹的方式
第三环不是立即提出宏大新理论，而是调整观察和介入实践。新的时间尺度、样本划

分、测量装置、访谈位置或比较组，可能使原来混合在一起的过程分离。操作改造的目标
不是制造想要的结果，而是让竞争解释产生不同的可观察后果。

科学史表明，很多对象先在实验操作中获得稳定，随后才有成熟理论。教育和组织研
究同样需要操作性入口：改变提问方式、匿名表达渠道、评价时点或任务协作结构，比单
纯询问“你为什么不参与”更可能使参与条件显现。

（四）证据重定：谁的经验和何种记录取得资格
第四环是重新规定证据资格。旧对象通常带有一套证据等级：量化数据高于叙述，专

家诊断高于当事人经验，可见产出高于不可见照护。认知突破不应简单倒置等级，而应根
据问题重建证据分工。体验可以揭示尚未命名的差异，却不能独自确定因果；统计可以显
示分布，却可能抹去机制与意义；实验可以识别局部效应，却不自动决定伦理可接受性。

证据重定要求多种材料之间能够相互施压，而非各说各话。受影响者叙述提出新对象
候选，操作数据检验其稳定性，历史材料追踪分类形成，逻辑分析检查推论是否越界。证
据制度的改变是对象再发生的核心，而不仅是多收集几种数据。

（五）语义协商：新对象获得可理解而非仅可测量的名称
第五环是围绕对象名称、边界和责任展开协商。命名能够聚合分散经验，使人看见共

同模式；命名也可能过早冻结差异，把临时分类变成身份。Bowker 与 Star 对分类系统的
研究说明，分类不仅整理世界，也把某些价值和后果嵌入基础设施[28]。
语义协商必须包括受对象影响的人，而不能只由拥有测量工具者决定。它要回答：这

个名称揭示了什么，又遮蔽了什么？谁因名称获得资源，谁承担污名？对象边界是否允许
内部差异和边缘案例？新概念若只在论文中成立、无法进入行动者语言，便尚未完成公共
对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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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象稳定：形成可重复进入的公共位置
第六环是新对象获得暂时稳定。稳定意味着不同主体可以通过明确方法再次接近对象，

围绕证据发生可追踪争论，并在关键区分上形成工作性共识。稳定不是所有人意见一致，
而是争论具有共同对象、记录和修订程序。
新对象若完全依赖某位领袖解释、一次特殊场景或不可复制的体验，便仍是局部事件。

反过来，过度标准化也可能删除最初打开对象的差异。对象稳定需要在可重复与开放剩余
之间保持张力：足够确定，才能行动；足够未完成，才能学习。

（七）行动回写：对象通过后果再次接受现实
第七环是让新对象进入干预、制度和日常实践。对象一旦改变，资源配置、责任分配

和行动路径也应改变；这些行动产生的新后果又反过来检验对象。若将课堂沉默理解为表
达风险，改变评价和互动结构后沉默仍完全不变，则新对象解释可能不足；若变化只对少
数高资源者有效，则对象边界可能遗漏结构条件。

行动回写使认知区别于自洽叙事。一个对象的真实性不只由名称和数据决定，还由它
是否支持更可靠的预测、解释与介入来检验。Dewey把探究理解为把不确定情境转化为更
确定情境的实践过程[30]；本章进一步强调，行动不是认知完成后的应用，而是对象继续
发生并接受反驳的环节。

（八）五条动态命题
七环机制可以提出五条可检验的动态命题。命题一，论域依赖：若差异未进入区分与

证据系统，单纯提高推理精度不会产生对象突破。命题二，操作先导：在对象身份高度不
确定的领域，能够区分竞争解释的操作改造，通常先于完整理论形成。命题三，语义迟滞：
新痕迹可以迅速出现，但若缺少公共名称和主体位置，其认知影响会停留在局部技术共同
体。命题四，责任回写：若新对象没有改变任何行动者的责任与资源关系，它更可能是描
述增量而非发生性突破。命题五，固化回返：对象一旦制度化，分类便利会逐渐压过最初
差异；若缺少持续修订机制，新对象将重演旧对象预成论。

五条命题不规定唯一顺序。某些变化由法律或伦理命名先行，某些由实验痕迹先行，
某些由边缘行动者经验先行。经验研究需要识别哪一环取得发起权、其他环节滞后多久，
以及滞后是否导致变化被旧框架重新吸收。

十一、四类认知变化：增量、校正、换框与对象发生
为了避免把任何观点变化都称为认知突破，本章依据对象身份、证据制度和行动后果

的变化程度，区分信息增量、命题校正、框架转换和对象发生四类认知变化。
表2　四类认知变化的分析性区分
类型 对象身份 证据与框架 行动后果 判定重点

信息增量 基本不变 在旧标准内增加材
料

提高既有任务表现 知道得更多

命题校正 基本不变 以新证据修正真假
判断

避免或纠正具体错
误

答案更可靠

框架转换 可被重新组织 相关性与解释规则
改变

可能改变观察与决
策

材料获得新组织

对象发生 重新个体化 区分、证据、操作
与意义联动重组

新行动与责任位置
形成

过去不能成立的对
象获得公共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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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增量：在既有对象上知道更多
信息增量扩充对象的属性记录，例如掌握更多历史日期、增加样本、了解产品参数。

它是知识积累的基础，没有稳定对象和可靠信息，复杂探究无从展开。但信息增量不自动
质疑对象边界。一个人即使阅读大量关于“成功者”的传记，只要成功仍由收入、地位和
影响力定义，新增信息就可能只是优化同一评价系统。

（二）命题校正：把错误答案换成更可靠答案
命题校正发生在对象和问题基本稳定时，通过新证据或有效推理修改判断。例如修正

药物剂量、否定错误统计关系、纠正对事件的事实描述。校正是认知理性的核心，生成性
解释不能把它贬为浅层变化。问题只在于：有时争议并不共享同一对象，而人们仍把冲突
当作答案错误处理。

（三）框架转换：改变同一材料的组织原则
框架转换改变相关性、因果或评价规则，使旧材料获得新解释。库恩式范式转变、从

个体归因转向制度归因、从线性因果转向系统反馈，都可能属于换框。框架转换比命题校
正更深，但仍可能只是在学术语言中重排材料；若证据资格、操作实践和主体责任没有改
变，新框架容易成为旧行动的新包装。

（四）对象发生：让过去不能成立的对象获得现实位置
对象发生不仅改变解释，还使原先被分散、噪声化或私有化的差异形成新的公共对象。

它要求新对象可被操作接近、证据支持、公开争论，并能回写行动与责任。例如，不可见
劳动从个人抱怨发生为可统计、可协商和可分担的社会对象，不只是换用“更尊重”的话
语，而是时间记录、资源制度、家庭角色和政策责任共同改变。

四类变化不是简单等级。稳定领域需要大量信息增量和命题校正；频繁追求“颠覆框
架”会损害知识积累。对象发生也可能制造错误分类和新的控制。智慧的认知突破不在于
永远追求最激烈变化，而在于判断当前困难究竟来自信息不足、判断错误、框架失配，还
是对象被系统性注销。

十二、六项判据：怎样判断认知突破真实发生
一个概念若只能在成功以后宣布“这就是突破”，便缺乏分析价值。认知对象再发生

必须在过程中留下可观察差异，也必须允许研究者判断它没有发生。本章提出六项判据，
每项都附带相应证伪条件。

（一）现实阻抗：新对象能否被世界纠正
新对象必须追踪某种不由命名者任意控制的差异。现实阻抗可以表现为重复测量、独

立观察、干预后果、预测失败或受影响者持续出现的经验。它不要求只有物理实验才算证
据，但要求理论不能仅凭重新定义保护自身。

其证伪条件是：若任何可能结果都能被新概念解释为支持，若对象边界随反例临时移
动且无预先说明，或若对象只因权威使用而存在，那么发生的更可能是话语扩张而非认知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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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释增益：新对象是否处理了旧框架的剩余
新对象不能只把旧材料换成更时髦的名称。它应解释旧框架反复作为噪声、例外或偶

发因素处理的现象，并减少临时辅助假设。解释增益也包括提出新的可区分问题：新对象
应使研究者知道接下来观察什么，以及何种结果会迫使它再次修订。

其证伪条件是：若新对象不能产生不同于旧对象的预测、分类或反事实判断，且所有
材料都可无损翻译回旧语言，那么变化属于术语替换或立场宣示。

（三）操作可达：不同主体能否再次进入对象
对象发生需要可重复的进入路径。操作可达不等同于机械复制；民族志解释、历史判

断和临床经验也可以通过公开材料、方法步骤、对照案例和同行复核获得可追踪性。关键
在于对象不能只依赖发明者不可传递的直觉。

其证伪条件是：若新对象只在一次演讲、一个团队或某位魅力人物周围成立，替代行
动者无法按照公开方法再次识别它，便尚未形成稳定认知对象。

（四）公共可争论：对象边界能否由受影响者共同检验
公共性不是多数投票，也不是任何意见权重相同。它要求对象的定义、证据和后果可

以被理由化地质疑，尤其要求承受分类代价的人拥有发言和修订入口。诠释不正义往往使
某些经验缺乏公共名称，或使当事人的证言因身份而被降格[29]。若新对象继续复制这种
不平等，它即使技术上精确，也可能只是认识权力的扩张。

其证伪条件是：若对象只能由专家定义，受影响者的反例被预先解释为无知、抵触或
病征，或者异议者必须先接受对象全部前提才有资格发言，则公共可争论性不成立。

（五）行动回写：认知是否改变了可行行动与责任
认知对象的差异应进入行动。新的疾病对象会改变检测、预防或治疗，新的教育对象

会改变任务、评价或支持结构，新的社会对象会改变资源与责任。行动回写不要求每项理
论立即产生政策，但至少应能够说明：若对象成立，哪些行动选择和责任判断将与过去不
同。

其证伪条件是：若新对象只增加解释者的概念优越感，既不改变观察实践，也不改变
任何人的行动、风险或责任，它更可能是知识消费而非发生性突破。

（六）持续可修订：新对象是否保留再次发生的条件
对象必须稳定才能支持共同研究，但稳定会产生新的预成危险。分类一旦进入量表、

数据库、政策和专业身份，就会因操作便利而获得自我维持能力。持续可修订要求保留异
常档案、边界案例、异议渠道和定期重审，使对象不能通过定义垄断未来证据。

其证伪条件是：若新对象把所有批评者归为落后或不专业，把边界案例视为纯粹污染，
并把自己的历史形成删除为“终于发现的本质”，它已经从突破工具退化为新的认知镜子。
六项判据彼此限制。只有现实阻抗而没有公共争论，可能产生技术权威；只有公共争

论而没有现实阻抗，可能产生共识主义；只有行动效果而没有可修订性，可能把短期效率
误认成真理；只有持续开放而没有对象稳定，则无法积累知识。智慧的认知突破不是在某
一维度取得最高分，而是形成能够让差异、证据、理由和后果相互校正的结构。

43



十三、三个案例：对象再发生怎样改变认知者与世界
（一）实验系统：从“已知对象的测量”到“认识物的形成”
Rheinberger 对体外蛋白质合成研究的历史分析显示，实验前沿并不总围绕身份完整

的对象展开。研究者需要把材料、装置、标记和操作稳定为技术对象，同时保留某些尚未
明确的效应作为认识物[11]。实验若不能重复，差异无法获得可信度；实验若只重复预定
结果，又不会产生新对象。新知识发生在稳定与不确定的接口。

用本章的七环机制分析，实验中异常痕迹首先作为 Δ进入；旧解释不能稳定吸收它时，
研究者调整制备和检测操作；不同记录取得新的证据权重；术语和对象边界在共同体交流
中逐渐稳定；稳定后的对象又改变下一轮实验问题。逻辑有效性在每个局部推论中保持必
要，但对象身份并非由逻辑从起点演绎出来。科学史也不能仅凭共同体最终接受证明对象
真实，因为对象必须在重复操作与材料阻抗中持续成立。

这个案例说明，科学发现并非“主观创造”与“被动揭示”二选一。研究者创造的是
使现实差异可重复显现的实验条件，而不是任意创造差异本身。对象的真实性恰恰通过它
在多次操作中反过来限制研究者而增强。

（二）课堂沉默：从学生属性到参与条件
设想一门讨论课中，一部分学生长期不主动发言。旧对象把“沉默”个体化为参与意

愿或表达能力，于是教师收集发言次数、给沉默者更多鼓励，甚至把发言纳入成绩。数据
增加了，推理也可以保持一致：发言少意味着参与低，参与低意味着投入不足，因而需要
强化激励。但这种处理可能使沉默更加稳定，因为公开发言的风险、等待时间、语言熟练
度、同伴评价和教师反馈方式都被排除在对象之外。

对象再发生始于保留不一致差异：一些书面作业质量很高的学生仍不发言，匿名渠道
却能提出复杂问题；不同小组结构中的参与也显著不同。教师由此不再把所有偏差吞并为
性格差异，而调整观察和操作：比较匿名与实名、准备与即兴、小组与全班、低风险与高
评价情境。学生叙述取得证据资格，但不被当作唯一因果证明；行为记录、访谈和任务变
化共同形成竞争解释。
当“沉默学生”再发生为“表达风险与参与条件”这一关系性对象时，教师的主体位

置也改变。教师不再只是唤醒学生内部意愿的人，而成为参与条件的共同制造者；同伴规
范、评价制度和时间配置进入责任结构。如果改变任务后参与模式随之变化，新对象获得
行动支持；如果变化只在少数学生中出现，则需要继续区分语言、身份与资源差异。

这一案例不是预先宣布关系解释必然优于个体解释。有些沉默确实与个人偏好、准备
不足或暂时状态有关。认知突破在于旧对象不再拥有自动解释权，而不是新对象取得永久
垄断。对象边界必须由差异化证据持续修订。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答案扩张与对象收缩的双重可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使信息增量和语言重组的成本大幅降低。学习者可以迅速获得解释、

例子、提纲和竞争观点，研究者也可以跨越文献和术语障碍。基础模型以大规模数据训练
并适配多种任务，确实创造了新的认知基础设施[34]。但流畅答案容易强化镜像模型：问
题被视为已经确定，系统负责从既有文本分布中返回最像正确答案的表述，使用者则把语
言完成度误认为对象与证据已经成立。

Bender等人指出，大型语言模型的输出来自训练数据中的形式模式，其规模、数据
来源和社会偏差带来不可忽视的认识与伦理风险[33]。这不意味着模型只能“鹦鹉学舌”
或不能支持新发现，而是说明语言连贯本身不等于与世界建立了可追踪的证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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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指导强调以人为中心、保护能动性并建立验证
和能力建设机制[35]。从本章视角看，关键问题不是“AI 是否给出正确答案”，而是它参
与了哪一种认知变化。
若 AI只为既定对象提供更多资料，它支持信息增量；若它帮助发现论证矛盾和反例 ，

它支持命题校正；若它生成竞争分类并迫使使用者比较证据，它可能支持框架转换；只有
当人—AI—实践系统共同改变问题划分、证据获取和行动反馈，使过去不可指认的差异形
成可检验对象时，才可能参与对象发生。

因此，AI 的认知价值不应按答案数量衡量，而应按“现实再进入能力”衡量。一个好
的认知协作流程要求模型明确区分事实、推论与假设，要求使用者追溯来源、设计反例和
进入真实行动，要求受影响者检验分类后果。若模型总能用更流畅文本吸收失败，它会成
为旧解释的加固器；若它帮助生成竞争问题并把判断重新交还给证据、行动和责任，它才
可能成为认知突破的条件之一。

十四、教育中的认知突破：从标准答案到对象发生能力
（一）标准答案训练的必要与危险
教育不能没有标准答案。数学运算、语法规则、实验安全和史实判断都需要明确校正；

学生若尚未掌握基本知识，很难进行高质量框架批判。问题不是标准答案本身，而是把所
有学习都理解为发现教师已经拥有的答案。长期处于这一结构中，学生会形成一种认知伦
理：好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材料的价值在于证明答案，教师的权威来自提前知道终
点。

这种训练能产生高效解题者，也可能削弱对象形成能力。面对开放现实，学生会急于
把差异放进熟悉类别，或等待权威确认什么值得研究。所谓批判性思维若只表现为对给定
观点列出优缺点，也仍停留在既有对象内部。

（二）从“学会答案”到“学会使对象成立”
认知对象再发生为课程设计提供了不同目标。学生不仅要回答问题，还要学习识别问

题是如何被构造的：论域包含谁，关键概念排除了什么，证据为何具有资格，测量如何留
下痕迹，谁承担错误分类的后果。项目学习的价值不只在于更真实或更有趣，而在于现实
会以不可预期反馈迫使学生修订对象。

一项高质量任务可以依次要求学生：保留未解释差异；给出至少两个竞争对象划分；
为每种划分设计不同证据；说明推论规则与可能反例；邀请受影响者评价名称和后果；实
施最小行动并记录回写。这样的学习并不放松标准，反而增加了多层责任——既要对逻辑
负责，也要对方法、语境和行动后果负责。

（三）教师角色的变化
在镜像课堂中，教师是已知对象和答案的守门人；在纯粹建构主义课堂中，教师又可

能退化为不作判断的陪伴者。生成取向的课堂需要第三种角色：教师是探究条件的设计者、
反例纪律的维护者和对象边界的共同审查者。教师既不能提前替学生完成对象，也不能把
任何个人表达都宣布为知识。
教师要做三件事。第一，保护尚未清晰的差异，使其不会因语言不成熟立即被淘汰。

第二，要求新解释产生可检验区别，防止“换个角度”成为免证据修辞。第三，揭示知识
形成中的位置和责任，让学生看到谁能命名、谁被数据代表以及判断错误会影响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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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制度必须检验发生过程
若最终评价仍只奖励答案与呈现效果，学生会把对象发生过程包装成结果证明。评价

可以加入过程证据：最初对象如何定义，哪些异常迫使修订，竞争解释如何被区分，证据
资格为何改变，受影响者如何参与，行动后出现了什么反事实差异。评价的不是“是否提
出颠覆观点”，而是“是否建立了比旧对象更可失败、更可进入、更负责任的探究结构”。

这种评价也必须防止创新崇拜。保留一个经受检验的旧对象、证明新概念没有解释增
益，同样是高质量认知成果。真正的开放不是奖励一切新颖，而是使保留与突破都必须给
出可公开审查的理由。

十五、权力、伦理与四种反对意见
（一）实在论反对：若对象发生，难道病毒在人认识前不存在吗

这一反对针对生成性解释最重要的风险。回答是：病毒的复制过程和因果后果可以先
于人类概念存在，但“病毒”作为具有特定边界、分类、检测方法和公共卫生意义的认知
对象，需要历史形成。把两者区分并不削弱实在论。相反，若没有独立现实，错误分类就
永远不会遭遇失败；若没有对象形成过程，人们又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一现实长期没有以可
干预方式进入知识。

Sellars 对“所予神话”的批评表明，经验并非先以完整命题形式无中介地给予心灵
[25]；Quine 对分析—综合二分的挑战也揭示，命题与经验之间的检验关系不是一一对应，
而涉及更广知识网络[24]。这些论点不必导向反实在论，它们只是取消“事实已自带唯一
概念切分”的假设。

（二）相对主义反对：不同文化形成不同对象，是否所有判断等价
不同文化与科学实践可能个体化不同对象，但差异不等于等价。判断仍可比较其现实

阻抗、解释增益、操作可达、公共可争论和行动后果。某种解释也许在内部意义上连贯，
却在预测疾病、保护生命或解释异议方面持续失败。跨文化批评需要先准确理解对象，再
提出后果与理由，而不是把自己的对象划分直接当作中立法庭。
生成性解释拒绝两种简单化：一是只有现代科学对象才是真实、其他对象都是迷信；

二是每种对象只对自身文化有效、彼此无法判断。更成熟的立场是“可翻译而不可预设同
一”：争论必须努力建立共同对象，但不能假装共同对象在争论开始前已经完成。

（三）循环论反对：认知如何在不跳出认知的情况下批判认知
任何认知批判都使用概念、证据和推理，不可能获得完全外部的“上帝视角”。但没

有绝对外部不等于无法批判。反身批判依赖局部外部性：新仪器、他者叙述、行动失败、
跨方 法 比 较和历史差异，都可以使既有配置遭遇它 不能完 全控制 的 反馈 。
Varela、Thompson 与Rosch关于具身认知和生成行动的讨论也说明，认知不是封闭头
脑对外部世界的再现，而在感知—行动关系中形成[31]。
循环真正危险的情形，是理论把所有反馈都解释为自身正确。本章六项判据正是为了

制造可失败入口。本章不是从认知之外宣布认知如何发生，而是在认知内部建立让现实和
他者能够改变判断的制度。

（四）保守主义反对：对象不断修订会不会摧毁知识稳定
没有稳定对象，科学积累、法律责任和日常协作都无法进行。本章并不要求对象永久

流动，而要求区分“工作性稳定”与“本体性封闭”。工作性稳定允许研究者在明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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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使用对象，同时保留边界条件和修订程序；本体性封闭则把历史形成的分类宣布为唯一
自然划分，并取消反例改变对象的可能。
认知智慧因此包括守护成熟对象。若现有分类具有强现实阻抗、稳定解释增益和可靠

行动效果，轻率换框只会制造混乱。突破不是新颖性竞赛，而是在旧对象系统性删除现实
时恢复发生条件。

（五）谁有权让对象发生
对象形成同时是权力问题。分类决定谁被治疗、谁被惩罚、谁获得资源、谁必须证明

自己。Haslanger 对社会建构和改良性分析的讨论提示，概念工作不仅描述既有社会类型，
也可以追问为了正义实践我们需要怎样的概念[32]。但改良目标不能成为免证据许可证；
善意分类同样可能污名化和过度管理。
认知对象再发生需要三重伦理约束。第一是参与约束：被分类者应在对象命名、证据

解释和边界修订中拥有实质位置。第二是代价约束：提出新对象者必须说明误分类、干预
和数据收集的风险由谁承担。第三是退出约束：对象不应吞没人的全部身份，个体应能够
拒绝被某一分析类别完全定义。

对象发生不是纯粹认识事件，而是重新分配可见性、可信度和责任。认知突破若只使
研究者拥有更多解释权，却使被研究者失去自我说明和拒绝的空间，就违背了自身开放现
实的原则。

十六、经验研究方案：如何观察“对象发生”而非事后命名
概念要进入研究，必须能在时间中被追踪。本章建议采用纵向比较过程研究，而不是

只比较改革前后的结果。研究对象可以是一个新疾病分类、一项教育评价改革、一个组织
风险概念或一个由边缘群体提出的公共问题。关键是同时收集对象名称、证据制度、操作
实践、主体位置和行动后果的变化。
表 3　认知对象再发生的经验观察矩阵
观察维度 可观察指标 主要材料 未发生或伪发生的表现

区分与命名 新边界、边缘案例、旧分
类剩余

文本版本、术语史、分类
档案

仅替换术语，个体化原则
不变

证据资格 证据来源与权重发生可说
明变化

实验日志、数据库、会议
记录

只增加数据，旧证据等级
不变

操作实践 新观察、比较或介入能区
分解释

操作规程、现场记录、过
程数据

新对象无独立进入路径

主体位置 发言权、可信度与责任重
新分配

访谈、角色规则、争议记
录

受影响者仍只能接受专家
定义

行动回写 对象引发不同决策且后果
继续修订对象

政策、教学、临床或组织
结果

概念传播广泛但行动完全
不变

（一）过程追踪与关键节点
研究者首先建立事件时间线：差异何时首次被记录，何时被旧解释吸收，何种事件使

吸收失败，谁提出新名称，证据标准何时改变，哪些制度开始采用对象。关键节点不应只
按正式文件确定，还应包括仪器调整、档案格式、会议争议、当事人叙述和失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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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进行机制检验。若对象再发生理论成立，应能发现五类关联证据：新差异在对象
命名之前已经留下痕迹；操作改造使竞争解释产生不同后果；证据资格变化先于或伴随对
象稳定；主体位置和责任随对象改变；新行动结果又触发对象修订。若这些链条缺失，而
变化只发生在术语或宣传层面，则应拒绝“对象发生”判断。

（二）反事实与失败案例
经验研究至少需要三类比较。第一是同一组织内的异步比较：某些部门采用新对象，

另一些继续旧分类，观察行动与后果是否分化。第二是相似对象的不同路径比较：一项改
革由专家技术先导，另一项由当事人命名先导，比较语义迟滞和制度吸收。第三是失败案
例：新概念曾获得广泛传播却未改变证据和行动，分析其为何成为“旧对象的新标签”。

反事实问题包括：若没有操作改造，新名称是否仍会出现？若没有受影响者参与，对
象是否仍能获得相同边界？若恢复旧评价制度，新行动是否迅速消失？这些问题帮助判断
五个构成要素是相互构成，还是偶然并置。

（三）可操作指标与谨慎量化
对象发生可以部分量化，但不能被单一指数取代。研究者可以统计异常记录保留率、

证据来源多样性、竞争解释数量、边界案例处理方式、受影响者参与程度、政策行动差异
和修订频率。也可以用文本分析追踪对象名称与因果词汇变化，用网络分析观察哪些行动
者获得发言位置。

量化必须服务于机制，而不能重新把发生过程冻结为评分表。相同的“参与人数”可
能代表真实共决，也可能只是咨询仪式；“新术语频率”可能代表对象稳定，也可能代表
管理时尚。指标必须与会议记录、访谈、实验日志、制度文本和行动后果互证。

（四）理论的总体证伪条件
若跨案例研究反复发现以下结果，本章理论应被实质修订：第一，对象边界在证据、

操作和主体位置完全不变时仍能稳定产生新的行动后果；第二，所谓被排除差异并不先于
新名称存在，而完全由命名后暗示效应制造；第三，对象是否形成与行动回写无关，仅由
传播强度决定；第四，六项判据无法区分获得公共传播的时髦概念与具有现实解释增益的
新对象；第五，三学科维度在经验上没有提供超出既有“范式转换”或“社会建构”理论
的解释增量。

提出总体证伪条件具有反身意义：生成性解释不能因强调历史与关系而免于被否证。
一个理论只有允许现实使它失效，才没有把“发生”变成新的固定答案。

十七、结论：认知突破是让世界重新取得发言权
本章从一个当代悖论出发：人可以拥有更多信息、更快推理和更先进工具，却仍被同

一对象划分、证据制度和成功标准支配。认知的真正对立面不只是无知与错误，也包括某
些现实差异不能成为问题。镜像模型把认知理解为主体对既定对象的复制，因而容易把探
究终点稳定的对象身份回溯为起点已经存在的本质。它能够处理命题真假，却难以解释对
象可见性本身如何改变。

数理逻辑、科学史与解释人类学共同迫使镜像破裂。逻辑表明，有效结论必须在明确
前提、论域和规则中成立，同时也暴露形式系统不能独自决定论域。科学史表明，仪器、
实验系统、证据规范与共同体实践参与科学对象稳定，同时也要求历史形成接受现实阻抗。
解释人类学表明，行动与事实只有在意义网络中才成为特定对象，同时也必须防止地方可
理解性取消跨情境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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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本章提出认知对象再发生：现实差异通过区分、证据、推理、操作与主体位置
的联动重组，获得可指认、可检验、可争论并能改变行动的公共形态。七环机制说明，这
种变化不是先有完整新观念再应用，而是在差异进入、旧解释失效、操作改造、证据重定、
语义协商、对象稳定和行动回写之间递归发生。四类变化则提醒人们，信息增量、命题校
正和框架转换各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却不能自动等同于对象发生。
认知不是镜子，并不意味着世界只是一块任意书写的屏幕。恰恰相反，生成性认知要

求世界拥有比镜像论更强的反驳权：现实不仅可以判定我们对既定对象说错了什么，还可
以迫使我们承认对象划分本身错过了什么。所谓认知突破，不是主体终于占有完整真理，
而是主体放弃让既有答案垄断问题、让既有对象垄断差异、让既有证据垄断现实进入的方
式。

这一判断也必须用于本章自身。“认知对象再发生”若被用来给所有稳定知识贴上
“固化”标签，若拒绝逻辑反例、经验失败和文化异议，它同样会退化为对象预成论。生
成性解释的最低承诺不是永远赞美变化，而是让任何已经形成的对象——包括生成性解释
的对象本身——都保留再次接受现实、他者和后果的能力。

因此，认知突破最凝练的含义不是“我看见了别人尚未看见的答案”，而是：
使过去不能成为对象的差异，获得进入共同世界的证据、语言、行动与责任位置；并

使这一新对象始终能够被现实再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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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握得越紧，源头越在人手里
从「真理不由我制造」到「真理已被我占尽」，中间那一步偷换，是信仰
固化的全部机关。
新对象：生成性忠诚　·　三门入口：神学 × 仪式研究 × 存在心理学
本章提要　信仰常被理解为对一组超越性命题的确定接受、对神圣传统的忠实保存或

对宗教身份的稳定归属。这一理解守护了信仰不由个人偏好任意制造的规范边界，却也可
能产生一种隐蔽偷换：从“真理不由主体创造”推到“主体已经完整占有真理”，再从
“信仰内容具有连续性”推到“信仰者、解释与实践不应继续改变”。由此，教义正确可
能替代生命转化，仪式参与可能替代责任承担，群体身份可能替代对超越者的回应，怀疑
则被一概视为背叛。本章采用问题导向的跨学科概念重建方法，使神学、仪式研究与存在
心理学围绕“信仰何时真实发生”形成互相不能化约的冲突。神学表明，信仰所向具有先
行性与超越性，教义承担辨认、规范和纠错功能；但真理的超越性不等于任何个人或制度
对真理的占有无误性。仪式研究表明，信仰通过身体动作、时间节律、象征秩序、共同体
记忆和代际重复获得可持续形态；但有效传递既可能塑造德性，也可能复制权力、排斥与
空洞顺从。存在心理学表明，信仰只有进入苦难、死亡、自由、孤独、意义与责任，才从
外在内容成为第一人称承担；但主观真诚、心理安慰或治疗收益不能裁决超越性主张的真
实性。三者的碰撞共同暴露出“信仰完成论”：把信仰的某一历史显露——命题、仪式、
身份或体验——误认为信仰本身已经完成。本章据此提出“生成性忠诚”：信仰者不占有
其所信，而是在超越所向与人的有限领受之间保持原则性不对称，通过返回源头、接受传
统校正、参与具身实践、让现实与受苦者暴露误读、承担行动后果，并允许共同体依据其
信仰自身的规范修正解释与制度，使忠诚在连续性中持续生成。文章进一步建立“召唤—
表达—操演—中断—辨识—承担—回写”的七环机制，区分无涉、占有、危机与生成四种
信仰状态，提出源头可问责、解释可修订、仪式—生活贯通、存在性承担、他者保护、后
果回写和反身开放七项判据及证伪条件。本章的结论是：信仰突破不是离开信仰，也不是
让信仰迎合时代，而是突破人对信仰的占有关系；真正的忠诚并不以停止发生证明坚定，
而以持续受真理校正、受他者质询并在生命中结出可承担后果的能力证明其仍然活着。
关键词　信仰突破；神学；仪式研究；存在心理学；生成性忠诚；信仰固化；生成性

解释

一、问题的提出：拥有正确答案，为何仍可能没有信仰发生
在关于信仰的日常语言中，“拥有”是一个极其常见却很少被检验的动词。人们说自

己拥有信仰、掌握教义、持守真理、属于某一传统，仿佛信仰是一项可以被主体取得、储
存、证明所有权并用来划分内外的确定财产。这种语言并非全无道理。信仰若没有可辨认
的内容，便可能退化为任意情绪；传统若不能保存共同记忆，便难以跨代延续；共同体若
没有边界，也无法说明自身对何种召唤负责。问题不在于信仰有内容、形式与边界，而在
于人是否把这些已经形成的显露形式等同于信仰本身，并由此把自己的领受方式置于不可
纠错的位置。

这一问题可以从一个尖锐反差进入。一个人可能准确复述全部核心教义，却持续用信
仰为傲慢、冷漠或伤害辩护；一个共同体可能拥有严密礼仪、稳定出席与清晰身份，却在
受害者发言时优先维护自身名誉；另一个人可能经历强烈宗教情感，却拒绝让这种体验接
受经典、共同体与现实后果的检验。在三种情形中，信仰的命题、仪式或体验都十分显著，
但“信仰是否真实发生”仍然不能由显著性直接推出。信仰可以作为内容被保存，却没有

50



作为关系改变保存者；可以作为仪式被重复，却没有进入仪式之外的行动；可以作为身份
被承认，却没有产生身份必须承担的责任。
传统的发现式想象把信仰描述为：真理已经完整存在，主体找到并接受它，随后最重

要的任务是防止失去。该模型正确坚持真理先于个人，却容易把两种不同的先行性混为一
谈。第一种是所信对象的先行性：若信仰确实指向超越者，超越者不由信仰者的愿望制造。
第二种是人类表达的完成性：某一时代的概念、制度与实践仿佛已经穷尽所信对象。前者
是许多神学传统不可放弃的规范主张，后者却不是前者的逻辑结果。恰恰因为所信对象超
越有限主体，主体才没有理由把自己的理解宣布为无剩余占有。

本章把从“真理先于我”滑向“我的表达等同于真理”的推理错误称为真理—占有谬
误。这一谬误通常不直接宣称个人无误，而通过四种替代完成：以命题记忆替代信靠关系，
以礼仪合规替代存在承担，以群体归属替代生命转化，以维护权威替代对真理本身的忠诚。
其危险不只是个人虚伪。更深的结果是，已经形成的解释取得免疫权：任何苦难、反例或
异议都只能被解释为他人的软弱、背叛或不敬，不能反过来质询共同体是否误用了自己的
信仰。
信仰研究因此必须同时避免两个对称错误。一端是占有主义：真理被缩减为主体或制

度能够封存的答案，坚定被等同于不可修订。另一端是表现主义：信仰被缩减为个人真实
感受，只要体验真诚，内容、传统与公共后果便不再重要。占有主义以超越之名取消人的
有限性，表现主义则以人的有限性取消超越的规范性。二者表面相反，却共享同一结构：
都让主体的某种现状——已有答案或当下体验——成为信仰的最终尺度。

本章的核心问题由此是：在不把信仰相对化、心理化或时代化的前提下，如何说明信
仰必须持续发生？何种变化构成对信仰的背离，何种变化反而是更深忠诚？教义、仪式、
共同体、体验与行动之间应如何互相约束？怀疑何时摧毁信仰，何时暴露了被信仰之名掩
盖的偶像？一个共同体如何证明自己是在忠于超越所向，而不是忠于自己对超越所向的占
有？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章引入神学、仪式研究与存在心理学。三者不是为同一结论提供
三份证词，而是分别守住三种不能相互替代的真理条件。神学追问信仰向谁或向什么负责，
防止变化成为随意改写；仪式研究追问信仰怎样获得身体、时间和共同体形态，防止信仰
停留于抽象观念；存在心理学追问信仰是否被第一人称承担，防止外在合规冒充生命真实。
三者互相限制以后，本章将提出“生成性忠诚”，以说明连续性与变化、规范与生命、共
同体与个人如何在不相互吞并的情况下形成动态统一。为避免新概念仅靠抽象自洽成立，
本章还将以南部非洲《贝尔哈信仰告白》四十余年的形成与接受史作纵向文献案例，并把
生成性忠诚同林德贝克的文化—语言模型、纽曼的教义发展论、麦金太尔的传统理性和
“活出宗教”研究作边界比较。

本章是一项规范性—解释性理论研究，不试图以心理效果证明任何宗教的形上真理，
也不对所有宗教传统作同质化概括。论证主要借助基督教神学形成概念骨架，同时以宗教
人类学和宗教心理学的跨传统研究检验其可迁移性。涉及非有神论传统、无固定教义传统
或高度个体化灵性实践时，“超越所向”“教义”和“忠诚”的具体含义必须重新操作化，
不能直接套用。本章所能提出的是分析框架，而不是替不同传统预先完成自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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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清理：信仰不是单一内容，而是一种多层回应
（一）信仰至少包含五个不可还原的层次
“信仰”一词同时指称对象、命题、关系、实践、身份、体验与德性。若不先区分这

些层次，任何讨论都会在语义滑动中获胜。例如，“他熟悉信仰”可能只意味着熟悉教义；
“她失去信仰”可能意味着离开共同体、改变形上判断、失去信靠感或拒绝原有道德秩序；
“共同体忠于信仰”则可能指文本连续、礼仪连续、组织连续或生活见证连续。这些状态
相关，却不等同。

本章把一项具体的信仰生活分析为五个层次。第一是超越所向 A，即信仰所回应的神
圣实在、终极关切、启示事件或解脱秩序；它回答“信仰最终向何者负责”。第二是教义
表达D，即经典解释、信条、叙事和规范判断；它使共同体能够辨认所信而非只表达模糊
敬意。第三是仪式实践 R，即祈祷、礼拜、节期、禁食、圣礼、身体姿态与共同体重复；
它使信仰获得时间和身体。第四是存在承担 X，即个人在苦难、选择、罪责、死亡与责任
中如何把信仰作为自己的回应。第五是关系后果 P，即信仰如何改变人与他者、权力、脆
弱者、物质生活及未来的关系。

这一拆分与宗教心理学把宗教性区分为相信、联结、行为和归属的多维取向彼此呼应
[32]，但增加了两个规范性问题：各维度最终向何种超越所向负责，以及它们形成的关系
后果能否反过来检验人的领受。由此，本章既不把信仰化约为单一信念强度，也不把若干
心理维度的共现直接当作神学真实性。
表 1　信仰形态的五个不可还原层次
层次 核心问题 主要载体 不可替代贡献 冒充整体时的失真

超越所向A 信仰最终向何者负
责

神圣实在、启示事
件、终极秩序

阻止信仰由主体偏
好任意制造

以所向之名神圣化
人的解释

教义表达D 共同体如何辨认所
信

经典、信条、叙
事、规范判断

提供连续性、边界
与纠错语法

命题正确替代信靠
与行动

仪式实践R 信仰如何获得身体
与时间

祈祷、礼拜、节
期、操练、共同体
重复

形成身体记忆与代
际传递

参与合规替代生命
改变

存在承担X 谁在苦难与选择中
回应

自由、焦虑、罪
责、死亡、承诺

使信仰成为第一人
称责任

真诚体验替代真理
与公共检验

关系后果 P 信仰形成怎样的人
与关系

权力、照护、修
复、资源与制度

让领受接受现实后
果回写

社会功效替代超越
性真理

五层之间存在方向性，而非简单并列。若没有 A，信仰可能只剩文化身份或心理技术；
若没有 D，主体难以区分自己回应的是何种超越所向；若没有 R，教义难以成为身体记忆
与共同生活；若没有 X，信仰可能永远由家庭、领袖或制度代为承担；若没有 P，所谓承
担便缺少可以被他人和现实检验的后果。但任何一层都不能独自证明其余层已经成立：教
义正确不自动生成正当实践，强烈仪式不自动证明超越对象，主观真诚不自动保证解释正
确，社会善果也不自动证明形上主张为真。

为避免伪精确，可以把某一时刻的信仰形态简写为 F(t)=〈A｜D(t),R(t),X(t),P(t)〉。
竖线表示原则性不对称：A若确为超越所向，并不是与其余四项处在同一水平上可由研究
者测量的变量；D、R、X与 P 是有限主体和共同体对 A的历史性领受。符号的意义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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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信仰，而是阻止研究者用一个维度代替全部，并提醒人类领受始终不能与其所向画上
等号。

（二）真理稳定不等于领受静止
信仰变化之所以敏感，是因为“改变”常被立即理解为对真理的修改。若真理只随个

人需要移动，忠诚确实失去对象。然而，从“所信真理不因我而改变”不能推出“我与真
理的关系不应改变”。事实上，若一个有限主体从未被其所宣称的真理改变，反而更有理
由怀疑他所持有的只是关于真理的符号，而非对真理的回应。
阿奎那对信德行为的分析没有把信仰缩减为纯粹知性持有。他把相信理解为理智在意

志推动下对第一真理的认同，显示知、愿与恩典之间的复合关系[1]。当代关于“信仰即信
靠”的哲学讨论也提醒我们，命题相信与人际信靠既有联系又不能互相吞并；回应应许不
是仅把某个句子判为真，而是把自己置于一种依赖关系中 [2]。蒂利希以“终极关切”描述
信仰，更强调信仰涉及整个人格中心，而非认知库存的一部分 [3]。这些传统立场彼此并不
完全一致，却共同反对把信仰等同于无成本的信息占有。

因此，稳定可以位于不同层面。超越所向可以被宣称为不变，核心信条可以保持高连
续性，仪式形式可以长期延续；与此同时，解释重点、制度安排、行动责任和信仰者的生
命组织仍可能改变。真正需要判断的不是“有没有变化”，而是变化发生在哪里、由什么
触发、向什么负责、保存了何种连续性、纠正了何种僭越以及产生了什么后果。

（三）忠诚的对象与忠诚的载体必须区分
经典、信条、礼仪、领袖与制度都是信仰传递的重要载体，但载体并不因此成为最终

所向。载体之所以值得尊重，在于它们使共同体能够记忆、辨认和实践超越性召唤；一旦
载体要求信仰者无条件维护自身，即使它已遮蔽所宣称的真理，手段便取得了对象的位置。
偶像化不只发生在人放弃宗教、追逐世俗对象时，也可能发生在宗教内部：某种解释、组
织或领袖以守护神圣之名，要求自己享有只应归于神圣者的不可质询性。

这一点不意味着个人可以越过一切载体直接宣布“我听见了真理”。未经文本、传统、
共同体与他者检验的私人确信，同样可能把自我欲望神圣化。信仰不是在制度占有和个人
占有之间二选一，而是要建立一种多重问责：个人领受受传统校正，传统解释受现实与其
自身核心规范检验，共同体实践受受影响者证词和公共后果质询，而所有人都承认自己不
是超越所向本身。

三、研究方法：跨学科碰撞与三重限权
（一）为什么不能把三个学科写成相互支持的例证
跨学科信仰研究很容易形成和谐分工：神学提供意义，仪式研究提供形式，心理学提

供效果，然后把三者相加为“完整信仰”。这种做法忽略了三者之间真正的冲突。神学可
以认为某项实践即使带来安慰也不忠于启示；仪式研究可以证明一种共同体形式极有效地
传递身份，却不判断其教义为真；存在心理学可以发现某种怀疑促成人格整合，却不能因
此宣判怀疑的内容在神学上正确。它们不仅研究层级不同，还使用不同的有效性标准。

本章采用“冲突保存”的概念重建方法。第一步，分别重建三个学科的最强主张，不
把神学简化为教条、仪式简化为形式、心理学简化为主观感受。第二步，明确每个学科有
权回答的问题和无权单独裁决的问题。第三步，构造极端情形：当某一学科的标准被无限
扩张时，信仰的哪个层面会被删除。第四步，从三种剩余问题中识别它们共享的隐蔽前提。
第五步，提出一个既保留三种限制、又允许经验反驳的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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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法可以称为三重限权。神学限制个人任意主义，却也必须限制制度把自身神圣
化；仪式研究限制观念主义，却也必须揭示实践中的权力；存在心理学限制外在主义，却
也必须限制把真诚当真理。跨学科理论的价值不在于让三个学科说同一句话，而在于任何
一家都不能再冒充信仰整体。
表2　三种学科的权限、贡献与限度

学科 首要问题 不可替代贡献 不能单独裁决 无限扩张的风险

神学 信仰向谁、向什么
负责

守住所向先行与教
义规范

仪式怎样形成主
体、心理状态是否
整合

人的解释取得超越
者的不可问责性

仪式研究 信仰怎样具身并跨
代持续

揭示操演、记忆、
共同体与权力

超越主张是否为
真、实践是否正当

传递成功被误作信
仰真实

存在心理学 信仰是否被个人真
实承担

揭示苦难、意义、
自由与责任

教义真假与神圣来
源

真诚、安慰或适应
被误作终极标准

（二）规范命题、描述命题与经验命题的分层
本章包含三类不同命题。第一类是规范命题，例如“信仰者不应把自己的解释等同于

超越真理”“共同体必须允许受伤者的证词质询制度”。这些命题需要神学与伦理论证，
不能由统计相关直接推出。第二类是描述命题，例如“仪式通过重复、身体与群体同步塑
造记忆和身份”，可由历史与民族志材料支持。第三类是经验命题，例如“何种危机条件
更可能使怀疑走向重构而非退出”，需要纵向数据检验。

三类命题必须彼此联结又不可偷换。宗教参与与幸福感相关，不能证明宗教主张为真；
某教义被共同体认定为正统，也不能证明其实践没有伤害；一项仪式延续千年，既不能单
独证明其超越来源，也不能因其历史形成而证明它虚假。本章提出的“生成性忠诚”首先
是规范—解释性概念，其机制与判据则可以转化为经验研究假设。

（三）研究者位置与适用范围
信仰不是外部研究者可以完全中立切割的物件。神学家可能同时是信仰参与者，仪式

研究者可能通过观察改变场域，心理学测量则会预设何种状态算健康。阿萨德对“宗教”
作为普遍范畴的谱系批判提醒研究者，现代西方把宗教定义为私人信念的方式本身具有历
史和权力条件[17]。因此，本章不会把基督教的“教义—信靠—门徒行动”结构直接宣布
为全部宗教的普遍本质。在现代世俗条件下，信仰与不信不再只是既定社会背景，而在多
种可选择的生活理解中互相显现；这种多元处境本身也改变了人如何经验确信与怀疑
[36]。

同时，承认位置性不等于放弃比较。研究者可以公开其概念来源，区分内部规范与外
部效果，邀请不同传统修正操作定义，并追踪谁因某种定义取得发言权或被排除。适用范
围越被说明，理论越有可能接受真正差异，而不是以“普遍信仰”之名复制一种地方神学。

四、神学的规范性贡献：真理先于信仰者，但不被信仰者占尽
（一）信仰是一种回应，不是一项自我认证的所有权
神学对本章最重要的贡献，是拒绝把信仰的真实性建立在主体强度上。一个人确信得

再强烈，也不能仅凭确信创造所信对象；一个时代再需要某种安慰，也不能仅凭需要把安
慰变成启示。巴特把上帝之道理解为向人发出的言说与事件，强调启示先于人的宗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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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能被人直接支配[4]。这种先行性切断了信仰与欲望投射之间的自动等号：信仰若是回
应，主体就不是意义的唯一发起者。
但“回应”也切断了占有。所有权关系的基本结构，是物的处置权归于所有者；回应

关系则相反，回应者承认自己被要求、被判断并可能被改变。若信仰者可以决定真理只支
持自己、从不反驳自己，所谓超越者便已成为主体身份的延伸。信仰的非占有性不是谦虚
语气，而是一个结构事实：信仰者若真把自己置于超越召唤之下，就必须承认超越所向拥
有反过来质询他的权力。
阿奎那关于信仰对象是第一真理的论述，既维护信仰的对象性，也区分对象与人的认

知行为[1]。信仰行为可以坚定，人的理解却仍有限；确信并不把有限理解变成无限对象。
由此可以提出本章的第一条原则：超越越真实，人类占有越不可能；规范越强，人的领受
越需要受检验。

（二）教义的功能不是封存真理，而是规训言说与生活
反对占有并不意味着降低教义。若没有教义，任何强烈体验都可以自称来自同一超越

者，共同体也无法区分忠诚与背离。林德贝克把教义理解为宗教生活的“规则”，而不只
是对内部经验的命题翻译；教义规定何种言说和实践与共同体的整体叙事相协调 [6]。范胡
泽进一步以戏剧性隐喻说明，教义不仅提供信息，也指引共同体如何在新的处境中忠实参
与其经典所叙述的行动[8]。这种理解使教义从静态库存变成规范性语法：它既限制随意创
新，也不能替代实际演出。
语法可以保持连续，具体言说却必须面对新处境。纽曼关于教义发展的论述试图解释，

基督教思想如何在保持类型与原则连续性的同时形成更明确的历史表达 [7]。无论是否接受
其具体标准，这一问题本身不可回避：历史中的共同体无法用拒绝解释来保存原初信息，
因为“不解释”也是在当下语境中采取的一种解释。选择某些文本、强调某些概念、把旧
规范应用于新技术与新制度，都已经进入解释。

因此，真正的选择不是“保持纯粹内容”或“进行历史改写”，而是让解释过程是否
受约束。可接受的发展至少要说明：它如何返回源头问题，如何保持核心叙事的连续，如
何处理反对文本，如何接受共同体辨识，以及它如何避免用新语言取消旧信仰最困难的要
求。教义的尊严不在于使解释者免于回答，而在于迫使解释者给出比个人偏好更严格的理
由。

（三）正确表述为何不是充分条件
基督教传统自身包含对“正确却不发生”的深刻批判。《雅各书》把没有行为的信心

称为死的，并非以行为替代恩典，而是拒绝把口头认同当作完整信仰。朋霍费尔对“廉价
恩典”的批判进一步指出，当恩典被当作无需悔改、顺服与跟随的原则时，教义可以在表
面上保持正确，却被用来保护人继续原样生活[5]。这里的危险不是信仰要求太多行动，而
是信仰被占有为一种免除行动的财产。

这使教义正确具有双重地位。它可能是辨认信仰的重要必要条件，却通常不是信仰已
经发生的充分条件。一个人可以在考试中正确回答“饶恕”的定义，却拒绝停止报复；共
同体可以宣称人人具有尊严，却以保全组织为由让受害者沉默。实践矛盾不能自动证明全
部教义虚假，却会反驳“这一教义已经被该主体作为信仰真实领受”的主张。

这一限定同样适用于社会善果。一个宗教组织提供救济、教育与互助，值得肯定，但
善果也不能单独证明其形上主张。神学真理与伦理果实之间既非分离，也非简单等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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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关系是：伦理后果不能生产超越真理，却能暴露信仰者是否在自己的规范前自相矛
盾。后果是领受真实性的检验之一，不是终极真理的制造者。

（四）神学自身的占有风险
神学最强的规范能力也构成其最大风险。若一个共同体把“我们受启示约束”改写为

“我们的每一项判断都具有启示权威”，制度便通过代理关系取得不可问责性。真理越被
强调，解释者越可能隐藏；反对解释者被描述为反对真理，受伤者的事实质询被转换成灵
性忠诚测试。此时，神学不再限制权力，而成为权力取消自身可见性的语言。
防止这一风险不能靠弱化真理，而要更严格地区分启示、教义、解释、制度和领袖。

若神圣者确实不是任何人的私产，那么以神圣之名行使权力的人更应说明授权、程序、证
据和责任。神学内部的反偶像资源必须指向宗教主体自身，而不能只用来批判外部世界。
一个从不允许自己的偶像被揭露的反偶像话语，已经成为它所反对的东西。

五、仪式研究的过程性贡献：信仰怎样进入身体、时间与共同体
（一）没有实践形态，信仰无法跨越一个人的瞬间
抽象信念不能自行延续。人通过固定时刻起身、跪下、诵读、禁食、歌唱、共餐、纪

念、给予和守候，把所信嵌入身体与时间。涂尔干已强调集体仪式与神圣秩序、群体凝聚
之间的关系[11]；范热内普和特纳则揭示过渡仪式如何把身份变化组织为分离、阈限与重
新纳入，使社会位置和主体经验共同变化[12-13]。仪式不是思想的外包装，而是一个共同
体让某种世界在身体间重复出现的技术。
从发生角度看，仪式至少完成四项工作。第一，时间化：把信仰从偶发感受变成日、

周、年与人生阶段的节律。第二，身体化：让价值进入姿势、注意、饮食与空间使用。第
三，共同化：使个人回应进入共享语言、互相见证与角色关系。第四，记忆化：使后来者
能够参与并非由自己发起的故事。仪式行动的形式性还使参与者能够执行一个并非完全由
当下私人意图决定的行为，从而让传统行动先于个人解释进入身体[20]。没有这些工作，
所谓信仰很容易随情绪强度消散。
拉帕波特把仪式视为一种基本社会行动，强调参与者在执行规范形式时传递的不只是

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也包括对秩序的接受和承诺[16]。怀特豪斯区分教义型与意象型宗
教模式，说明高频低唤醒重复和低频高唤醒仪式可通过不同记忆机制支持不同规模的传递
与凝聚[19]。这些研究共同提示：信仰不是先在内心完成、再寻找形式表达；形式本身参
与塑造什么能够被相信、记住和共同承担。

（二）仪式不是机械重复，而是形成行动者
贝尔反对把仪式简单看作观念的被动执行，转而分析“仪式化”如何在具体权力关系

中区分特殊行动、训练身体并组织实践感[14-15]。马哈茂德关于埃及女性虔敬运动的研究
进一步挑战自由主义把能动性只理解为反抗规范的假设，显示主体也可能通过反复操练规
范形成欲望、情感和德性[18]。这些材料使“人先拥有信仰，再选择实践”的线性模型失
效：许多时候，正是在祈祷、诵读、克制和共同生活中，一个能够以特定方式感受与行动
的信仰者才逐渐形成。

这并不意味着外在动作自动生产信仰。仪式训练具有开放结果。重复可以使注意更敏
锐，也可以使语言失去触动；群体同步可以生成互信，也可以提高对异见的排斥；权威姿
态可以承载传统，也可以自然化不平等。仪式形成行动者，但形成何种行动者，取决于仪
式所嵌入的叙事、权力、解释和后果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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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递成功不等于信仰真实
仪式研究最容易被误用之处，是把可复制性当成真实性。一个共同体人数增长、仪式

稳定、记忆鲜明、身份强固，只能说明它具有高传递效能，不能说明其超越性主张为真或
其伦理秩序正当。操练可以传递怜悯，也可以传递恐惧；高成本仪式可以显示承诺，也可
能锁定成员，使退出代价过高。过程解释没有规范豁免权。

反过来，也不能因仪式具有社会建构与权力效果，就把信仰化约为权力。阿萨德的谱
系方法揭示宗教范畴与规训实践的历史性[17]，但从“宗教形式在权力中形成”不能推出
“宗教只有权力”。任何跨代语言都需要制度、身体与差异分配；指出中介并不等于取消
中介所指。仪式研究的合法任务是说明神圣如何被实践性地显露、复制和争议，而不是从
实践起源直接裁决神圣是否存在。

（四）仪式替代：形式如何吞没它原本承载的关系
当仪式从通向超越所向与共同责任的载体，变成证明参与者已经忠诚的凭证，就发生

了仪式替代。其典型结构是：完成动作获得身份确认，身份确认降低自我检验，降低检验
使仪式外的矛盾不再返回仪式内部，仪式于是越来越完美地重复自身，却越来越少改变生
活。形式没有被废除，而是被切断了与后果的回路。
仪式替代不能通过简单“去仪式化”解决。取消形式通常不会产生纯粹内心信仰，反

而可能使市场节奏、个人偏好或领袖魅力成为新的无名仪式。真正的改革是恢复仪式的指
向与反馈：祈求宽恕是否进入赔偿与和解，宣认尊严是否改变权力程序，共餐是否穿透群
体等级，纪念苦难是否改变对当下受苦者的注意。仪式的真实性不由情感强度决定，而由
它是否持续把参与者带回自己所宣认的关系要求。

六、存在心理学的主体性贡献：信仰必须成为无人能够代替的承担
（一）存在处境不是信仰的应用场景，而是信仰被检验之处
存在心理学关注死亡、自由、孤独与无意义等无法由技术彻底消除的终极处境。亚隆

把这四项视为存在心理治疗的基本关切[23]；弗兰克尔则强调人在不可避免的苦难中仍需
发现意义和采取态度的责任[22]。这些理论不必预设宗教信仰为真，却揭示一个对信仰至
关重要的事实：当死亡使控制幻觉破裂、苦难使报偿公式失效、自由使个人无法永远把选
择外包给群体时，信仰是否只是继承答案，开始变得可见。
威廉·詹姆斯把宗教经验研究转向个人在孤独处境中与神圣者的关系及其生命果实

[21]。奥古斯丁《忏悔录》以记忆、欲望、时间和自我陈述展开对上帝的第二人称言说，
也展示了信仰认识如何同时成为被审视和被重组的自我关系 [10]。尽管经验取向可能低估
制度与传统，它仍准确抓住信仰的第一人称不可替代性。父母可以把孩子带入仪式，教师
可以教授教义，领袖可以规定共同语言，但没有人能够替另一个人面对死亡、承担过错、
选择饶恕或决定是否把自身交托给所信。外在继承只有在某个时刻成为“我如何回应”的
问题，信仰才从替代性归属转向存在性承担。

（二）终极关切会组织整个人，而不只是增加一种观点
蒂利希认为信仰是终极关切的状态，涉及整个人格的中心行动 [3]。这一论断为区分信

仰与意见提供了重要尺度。意见可以在不改变生活优先序的情况下被持有，终极关切则重
组注意、牺牲、希望和恐惧。一个人声称某事具有终极价值，却在每次成本出现时都让它
退位，至少说明其宣称与实际关切层级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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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以不同方式操作化这种差异。奥尔波特与罗斯区分内在与外在宗教取向，
显示有人“活出”宗教，也有人把宗教用于安全、地位或社交目的[24]；巴特森等人进一
步讨论内在、外在和探索取向，强调开放提问与宗教追求的复杂关系[25]。这些分类并不
等于神学上的真假判断，却提供了一个经验提醒：相同出席率和信念自评背后，宗教在一
个人生命组织中的功能可能完全不同。

（三）苦难既可能打开信仰，也可能使信仰封闭
苦难常被浪漫化为成长来源，但痛苦本身没有自动净化力量。帕加门特的宗教应对理

论显示，人会借助神圣意义系统处理压力，而宗教应对可能具有积极或消极形式[26]。帕
克的意义建构模型指出，当具体事件与人的整体信念、目标和意义系统发生差异时，痛苦
会触发重新评估；结果可能是情境意义被重写，也可能是整体意义系统改变[27]。宗教与
精神挣扎量表进一步把挣扎区分为与神、邪恶、他人、道德、终极意义和怀疑有关的不同
领域[28]。

因此，危机不是信仰失败的单一指标。它至少可能通向四个方向：第一，以更强确定
性压制差异，形成防御性固化；第二，因失望而退出原有信仰；第三，把信仰改造成只提
供情绪安慰的私人技术；第四，让危机暴露旧理解无法承担的现实，进入更深辨识与责任。
哪条路径发生，既与个人应对方式有关，也与共同体是否允许哀诉、提问和重新解释有关。

（四）真实性与心理收益不能成为终极裁判
存在心理学也有明显边界。一个人可以非常真诚地献身于破坏性事业，强烈意义感也

可能建立在敌我想象与自我牺牲崇拜上。主观一致性只能说明信念被整合进人格，不能证
明信念对象真实或行动正当。宗教与心理健康研究的总体图景同样复杂：宗教可以提供希
望、意义与社会支持，也可能与内疚、冲突、偏执或有害应对纠缠[39]。治疗效果不能作
为神学真理的替代验证。

心理学的合法权限，是观察信仰如何组织意义、情感、选择和关系，并判断某种信仰
方式是否产生整合或损伤；它无权仅凭适应良好宣布一种形上信念为真，也无权把一切超
越要求都翻译成心理需求。否则，存在承担会从“我向超越者负责”悄然变成“超越者负
责使我感觉完整”。信仰再次被主体占有，只是占有的形式从教义确定变成心理效用。

七、三家冲突：它们共同反对什么，又共同遗漏什么
（一）三种“信仰成立”标准互不等价
神学首先问：这一信仰是否忠于其宣称的启示、经典与真理？仪式研究首先问：这一

信仰如何通过身体、象征与共同体获得持续存在？存在心理学首先问：这一信仰是否真正
进入个体的自由、焦虑、意义与责任？把其中任何一个答案扩大为全部，都会产生还原。
神学还原把信仰等同于命题与规范连续，难以解释为何正确信条可能与冷酷实践并存。

仪式还原把信仰等同于有效操演与传递，难以区分德性形成和服从复制。心理还原把信仰
等同于真诚、意义和人格整合，难以限制自我神圣化。三者互相揭露：正确不等于活着，
活着不等于真实，真实感也不等于正当。

（二）共同前提：信仰在某一环节已经完成
尽管三家互相冲突，它们在被简化使用时共享一个更深前提：信仰可以在某一环节已

经完成。命题论认为，正确认同完成信仰；仪式功能论认为，成功参与完成信仰；存在主
义表现论认为，真诚选择完成信仰。随后，其他层次只被视为已经完成之物的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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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把这一共同前提称为信仰完成论。它不是说信仰者不能作出真实承诺，也不是否
认传统中关于一次性启示或救赎事件的教义，而是指一种关于人的领受的错误模型：主体
仿佛可以在历史中取得一个不再需要被真理、实践、他者和后果重新检验的完成状态。信
仰完成论把终末性的完成提前占用在人类制度、解释或体验上。
从生成的角度看，信仰的超越所向与人的信仰形态必须区分。前者可以被传统宣称为

已经赐予、已经成就或永恒真实，后者却总在有限语言、身体、制度和处境中领受。正因
如此，“信仰持续发生”并不是说神圣真理每天由人重新创造，而是说人的回应永远不能
用昨日的形成取消今日的新责任。

（三）三重限权后的综合命题
三家碰撞产生的不是折中平均，而是一条带有三重否定的命题：信仰不能由主体制造，

不能只由形式保存，也不能只由体验证明。其正面形式是：信仰是有限主体在传统中、借
助具身共同实践，对一个不由其控制的超越所向作出的持续回应；这一回应必须在存在选
择和关系后果中接受可失败的检验。

这里的“可失败”有不同含义。教义解释可能因与源头文本、整体传统或更有力论证
冲突而失败；仪式可能因无法承载其宣称的关系而失败；存在领受可能因在成本面前持续
退却而失败；共同体可能因伤害他者且拒绝修正而失败。任何失败都不能由另一层自动抹
除。尤其是，诉诸“教义正确”不能取消受害证词，诉诸“社会善果”不能取消形上争论，
诉诸“个人真诚”不能取消公共责任。

八、信仰如何被占有：五种封闭与一个自我强化循环
（一）命题封闭：把回答正确当作关系完成
命题封闭并非重视教义，而是让教义承担它无法独自完成的工作。信仰者把能够复述、

辨析和捍卫命题当作已经信靠、悔改和顺服的证据。由于命题具有清晰边界，它比生命转
化更容易检查，也更容易用于划分群体。久而久之，神学能力成为身份资本，越能证明他
人错误，越能确认自己站在真理一边。
命题封闭的识别标志不是确信强，而是反例只改变对他人的评价，从不改变对自己的

要求。现实中的矛盾被解释为个人偶然失败，教义本身与实践结构之间的关系不再被追问。
信仰在语言上越来越精确，在行动上却越来越不受其语言约束。

（二）仪式封闭：把参与凭证当作忠诚本身
仪式封闭把出席、奉献、服饰、姿态、用语或职位变成信仰真实性的代理指标。代理

指标有管理便利：共同体可以计算、排序和奖励。但可见指标一旦垄断判断，成员会学习
优化表现而非改变关系。仪式从操练注意与责任的场所，变成取得道德信用的装置。
仪式封闭并不总表现为僵硬古老。高度创新、情感强烈、技术先进的宗教活动同样可

能封闭，只要体验被设计成消费后即完成的产品，且不允许仪式外的生活后果返回评价仪
式。形式新旧不是分界，是否存在回写才是分界。

（三）身份封闭：把“我们是谁”置于“我们应当成为什么”之前
共同体身份给予人安全、记忆和归属，这是信仰持续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当身份的首

要目标变成维持“我们是正确群体”的自我图像，真理就被用来保护边界。来自内部的质
疑比外部批评更危险，因为它动摇的不是一项观点，而是群体的道德自我认证。于是，提
出伤害事实的人可能被描述为破坏合一，承认制度错误被理解为给敌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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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封闭的深层逻辑是：共同体先把自身等同于真理的承载者，再把保护共同体等同
于保护真理。两次等同抹去了载体与所向的差异。结果是，共同体越想维护见证，越可能
压制使见证重新可信的纠错。

（四）存在外包：让领袖、传统或群体替个人承担
存在外包发生在个人把自由与责任交给宗教权威时。成员可以非常顺服，却从未在第

一人称中回答为什么顺服、何时应拒绝以及行动后果由谁承担。“我只是按教导做”看似
谦卑，实际上可能把道德责任从自己身上移走。传统提供判断资源，却不能替任何人在具
体处境中承担行为。
存在外包的相反面不是个人主义。一个人若只服从自己的内心声音，同样可能把责任

外包给“真实自我”。真正的存在承担既不消灭共同体，也不消灭个人：个人在共同辨识
中行动，却不能以共同体为借口取消自己的良知与后果责任。

（五）后果免疫：把伤害解释为更高忠诚的代价
最危险的封闭是后果免疫。当某项实践造成持续伤害，共同体仍可以用神学语言将伤

害转译为试炼、管教、牺牲或对真理的敌意。所有负面后果都被预先纳入自我证明：越受
批评，越说明自己忠诚；越有人受伤，越说明真理要求高。理论因此失去失败条件。

后果不能直接裁决全部真理，却必须拥有揭露领受错误的资格。若一个共同体宣认爱、
尊严、公义与诚实，却系统性制造恐惧、羞辱、掩盖与不平等，至少需要解释这种矛盾，
而不能借超越性跳过。后果免疫不是坚定，而是取消信仰对现实负责的通道。

（六）旧信仰形态的再生产循环
五种封闭会形成自我强化循环。命题确定提供身份边界，身份边界通过仪式重复，仪

式重复降低个体承担，存在外包使负面后果无人负责，后果又被解释为群体遭受的外部攻
击，从而要求更强命题一致。循环每运行一次，信仰者越确信自己只是在守护原有真理，
却看不见被守护的其实是既有领受方式。

这一循环可在没有恶意的情况下运行。领袖担心分裂，成员需要安全，家长希望传承，
制度需要稳定；每一项局部动机都可理解，合在一起却注销了新责任发生的条件。突破因
此不能只劝个人更谦卑，而要改变谁能提出问题、何种证据可进入、仪式如何与生活相连、
错误如何被承认以及制度如何因后果而修订。

九、生成性忠诚：忠于源头，而不把源头封闭在人手中
（一）概念定义

本章把生成性忠诚定义为：信仰者在承认超越所向不由自身制造、也不被自身穷尽的
前提下，持续返回经典与传统所保存的源头问题，通过共同体的具身实践形成回应，让苦
难、现实阻抗和受影响者证词暴露既有领受的不足，在辨识中承担新的行动及其代价，并
允许行动后果依据该信仰自身的核心规范回写个人解释与共同体制度的一种忠诚方式。

定义包含六个必要成分。第一，所向先行：忠诚不是主体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的终极对
象。第二，领受有限：任何命题、仪式、制度和体验都是历史中的显露，不能与超越所向
完全同一。第三，传统中介：新理解必须与经典、信条、叙事和长期实践进行可说明的对
话。第四，现实中断：反例、苦难与他者不是等待旧答案吞并的材料，而可能揭示领受错
误。第五，责任承担：解释变化必须进入可付代价的行动，而非停留在概念更新。第六，
后果回写：行动的结果必须能够修订解释、仪式和制度，防止创新获得新的免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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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性忠诚中的“生成”，不指真理由人生产，而指忠诚的现实形态在回应中形成；
其中的“忠诚”，也不指对任何既有形式的机械重复，而指让每一次变化向一个并非由当
下主体任意决定的所向负责。它以一条原则性不对称为核心：所信者可以要求信仰者改变，
信仰者却不能把自己的改变直接宣布为所信者的新意志。变化必须经过辨识，坚定也必须
接受检验。

（二）“非占有性”不是不确定主义
承认人不能占尽真理，不等于人对任何真理都不能作坚定判断。若非占有性被理解为

“所有解释都差不多”，信仰将失去可辨认内容。一个人完全可以确信某项核心信条，同
时承认自己对其含义、应用和后果的理解仍可能受纠正。确定性与可纠错性并非逻辑矛盾：
前者表达当前判断的承诺强度，后者表达判断主体对有限性的制度化承认。

真正的分界不在“是否确信”，而在“确信是否保留失败条件”。可纠错的确信会说
明自己依据何在、哪些反例与解释相关、谁有资格提出质询、若事实成立将如何修订。占
有式确信则把任何反例预先定义为敌意或无知。前者把坚定变成承担风险的判断，后者把
坚定变成不承担风险的身份。

（三）连续性不是形态同一，而是受约束的再表达
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并非所有时代重复相同句法和制度，而是后来者持续被同一源

头问题约束。伽达默尔指出，理解总发生于传统影响的历史中，解释者无法站到传统之外，
却也不是被动复制传统[33]。麦金太尔则说明，传统是跨时间展开的论争，其理性恰表现
为传统能够从内部回应危机、修正失败并保持问题连续[34]。二者都反对把传统理解为静
态物品。
生成性忠诚要求区分三种连续性。第一是指向连续性：仍回应同一超越所向与核心叙

事。第二是规范连续性：新判断能够说明其与传统内部基本价值和限制的关系。第三是使
命连续性：形式变化使共同体更能完成其原本声称的责任，而不是借变化解除责任。三种
连续性都不要求历史形态完全同一，却也不允许“创新”仅凭新颖获得正当性。

（四）三向问责：源头、他者与后果
生成性忠诚不是只向过去问责。若只向文本和既有权威问责，现实中无法被旧语言表

达的伤害可能永远没有位置；若只向当下体验问责，传统会被即时偏好重写；若只向结果
问责，信仰又会被化约为功利技术。因此，它要求三向问责。

第一是向源头问责：解释必须返回经典、核心叙事与传统争论，不能只引用有利片段。
第二是向他者问责：尤其让承受制度代价的人拥有证词资格。弗里克关于认识不正义的分
析表明，社会身份偏见会降低某些人的可信度，或者使其经验缺乏可理解的公共概念
[35]；信仰共同体若系统性地使受伤者不能被相信，就不能仅凭教义正确宣称自己忠于真
理。第三是向后果问责：共同体必须追踪其教导和制度实际形成了怎样的人与关系。

三向问责彼此限制。受害证词不能独自决定全部教义，却能迫使教义解释面对自己造
成或容许的现实；传统不能因历史权威免除伤害检验，却能阻止当下主体把欲望直接神圣
化；后果不能制造真理，却能显示某种领受是否在实践中背叛自身规范。

（五）理论边界：生成性忠诚不等于四种相邻理论的重新命名
生成性忠诚与若干重要理论共享问题意识，但并非把它们拼接后换名。林德贝克的文

化—语言模型揭示，教义像共同体语言的规则，宗教经验也受这种语言塑形 [6]。这一洞见
解释了 D如何规范R与X，却仍可能把共同体内部的可理解性放在中心。生成性忠诚增加
一项外向约束：当既有语法系统性地使受影响者的经验不可说、使制度后果不可回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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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一致本身不能证明忠诚。它追问的不只是“这一实践是否符合共同体语法”，还包括
“这套语法是否容许传统自身承诺保护的人取得证词资格”。
纽曼的教义发展论关心历史变化如何仍能被辨认为同一教义的真实发展，并以保存类

型、原则连续、同化能力等标准抵抗任意变异[7]。生成性忠诚继承其“连续而非静止”的
问题，却把分析单位从教义命题扩展为 A—D—R—X—P 的关系配置。一个教义表述即使
能证明历史连续，若其仪式操演、权力制度与生命后果长期背离它所宣认的规范，仍不能
据此判定信仰已经真实发生。本章因此不是另一套教义发展检验，而是教义、实践、承担
与后果能否互相校正的发生检验。

麦金太尔把活传统理解为跨时间展开的争论，并以传统能否解释认识论危机、修订自
身叙事来判断其理性生命[34]。生成性忠诚采用了“危机—内部资源—重构”的动力结构，
但拒绝把传统内部可解题性当作充分条件。一种传统可能高度连贯地吸收反例，却通过降
低异议者的可信度维持自身。因此本章加入他者保护与后果回写：传统理性不仅要胜任内
部论证，还要允许承担其制度代价的人进入论证条件。
“活出宗教”研究把视线从官方教义移向日常生活，观察人如何在家庭、身体、物质

对象、照护、工作与混合实践中实际生活其宗教[43-45]。它的重要贡献是拆除“正式宗教
等于真实宗教”的方法论预设。然而，描述某种实践确实被活出，尚不能判断它是否忠于
其所声称的源头、是否复制伤害，或是否值得延续。生成性忠诚不是“活出宗教”的替代
性社会学，而是在其经验厚度之上提出规范判断：被活出的宗教必须同时接受源头、他者
与后果问责。二者的差异可概括如下。
表 3　生成性忠诚与四种相邻理论的差异
相邻理论 核心解释对象 主要贡献 尚未充分裁决 生成性忠诚的增量

林德贝克：文化—
语言模型

教义语法如何塑造
宗教经验与实践

守住共同体语言的
规范性

内部一致是否遮蔽
受影响者与制度后
果

把他者证词和后果
回写纳入忠诚条件

纽曼：教义发展论 教义变化如何保持
历史同一与真实性

区分发展、腐化与
任意变异

教义连续是否真正
进入仪式、制度与
生命

以A—D—R—X—P
跨层配置检验发生

麦金太尔：传统理
性

传统如何在争论与
认识危机中维持理
性

揭示内部论证和叙
事重构能力

传统内部胜任能否
排除权力性沉默

增加他者保护、权
力审查与可追踪后
果

活出宗教研究 宗教如何在日常身
体、物质与关系中
被实践

恢复非正式实践的
经验厚度

被真实活出的实践
是否忠实、正当、
可持续

在描述之上加入源
头—他者—后果三
向问责

这一区分确定了本章的理论增量：生成性忠诚既不是教义语法、教义发展、传统理性
或日常实践中的任何单项变量，也不是四者的总和；它是一个带有否决条件、时间机制和
责任结构的关系概念，用于判断某种信仰连续性何时仍具有自我校正能力，何时已把自己
的历史载体误当成不可问责的终点。

十、七环机制：忠诚如何在中断中继续发生
生成性忠诚不是一种静态人格特质，也不是先获得正确态度再应用于生活。它由七个

相互回写的环节构成：召唤、表达、操演、中断、辨识、承担与回写。环节有分析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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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唯一经验起点；危机可以先发生，仪式也可以先塑造注意，传统重读还可能反过来
使过去未被看见的伤害成为中断。

（一）召唤：信仰从被要求开始
第一环是超越所向以经典话语、礼仪事件、他者需要、良知不安或共同体见证进入主

体经验。神学内部会对“召唤”来源和可靠性作不同解释，经验研究也不能直接观察超越
者本身。本章仅作结构判断：信仰者把某一遭遇理解为并非完全由自我发起的要求，因此
自己的既有生活不再是唯一尺度。
召唤必须与冲动区分。任何私人愿望都可以使用宗教语言，但不能因此取得神圣权威。

召唤是否可信，要在后续表达、共同辨识、实践承担与后果回写中接受检验。把第一感觉
直接等同于最终命令，是个人式占有；完全否认任何新召唤可能，则是制度式占有。

（二）表达：把回应置于可争论的传统语言中
第二环是用文本、教义、叙事和概念表达遭遇。未经表达的体验难以比较、传递和纠

错；一旦进入语言，它便必须面对词义、语境、整体一致与反对解释。林德贝克的文化—
语言模型强调宗教语言不仅描述经验，也参与形成经验[6]。因此，表达不是在完整体验之
后添加标签，而是在共同语法中学习“这是什么、要求什么、与什么不同”。
表达同时产生风险：传统语言会帮助辨识，也会提前删除新差异。若共同体只有“顺

服”而没有“滥权”的概念，成员可能把恐惧解释成灵性不足；若只有“祝福”而没有
“哀诉”的位置，苦难者会被迫表演感恩。生成性忠诚不抛弃语言，而是检查语言是否仍
能忠实承载传统自身没有取消的现实。

（三）操演：让语言成为身体和共同时间
第三环是通过仪式和日常操练使表达进入身体。祈祷训练注意指向，禁食改变欲望节

律，共餐组织关系，忏悔赋予过错以语言，纪念把历史责任带入当下。仪式由此把“我同
意”变成“我以何种姿态生活”。
但操演不是单向灌输。参与者的身体感受、边缘位置和实际困难会暴露仪式隐含的前

提。某项形式可能对多数人有效，却使残障者、贫困者或创伤经历者无法参与。若这些反
馈能够修改空间、角色与解释，仪式便继续生成共同体；若形式被视为神圣到不可回应参
与者，仪式便从中介变成终点。

（四）中断：现实使旧领受不能自动胜利
第四环是旧信仰形态遭遇无法无成本吸收的差异。中断可能来自死亡、疾病、道德失

败、科学知识、制度伤害、他者传统或经典内部长期被忽略的张力。其关键不在痛苦强度，
而在旧解释的自动权被暂停：共同体暂时允许“我们可能没有理解充分”成为合法命题。

中断既可能打开信仰，也可能触发封闭循环。若差异立即被道德化为提问者的罪，旧
领受会更坚硬；若所有传统资源立即被抛弃，主体也可能只获得无方向解构。生成性忠诚
要求建立容纳中断的制度：允许哀诉、保存异议记录、保护提出问题者、区分事实调查与
身份审判，并为未有答案保留时间。

（五）辨识：在多重证据中判断什么应变、什么须守
第五环不是凭感觉选择，而是辨识。辨识至少要回答六个问题：中断涉及核心信条、

历史解释、制度安排还是个人应用？新解释能否说明更多文本与现实，而非只逃避困难？
它保持了哪些指向和规范连续性？谁承担改变与不改变的代价？反对者最强理由是什么？
什么结果将表明新判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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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需要多元角色。神学专长帮助检查文本与传统，仪式参与者揭示身体和共同体效
果，心理与社会专业者识别创伤和权力，受影响者提供不可替代的第一人称证据。角色多
元不意味着多数票决定真理，而是防止单一位置垄断事实、解释和授权。

（六）承担：新理解必须进入有成本的行动
第六环是承担。共同体若发布新声明却不改变资源、程序和关系，发生的只是语言更

新。存在性承担要求个人和制度为解释付出可观察代价：停止一项有利但不正当的惯例，
修复伤害，重新分配权力，接受监督，向被排除者开放位置，或者在没有结果保证时继续
履行责任。
阿伦特对判断与责任的讨论提醒人们，服从不能取消行动者对所做之事的责任[38]。

利科关于自我、他者与承诺的分析则显示，主体同一性并非固定实体，而在能够守诺、回
应和归责的关系中形成[37]。信仰承担因此不是已完成自我的表现，而是在行动后果中生
成一个新的“谁”。

（七）回写：果实、失败与他者反应重新进入信仰形态
第七环是行动结果返回D、R、X与 P。若改变使原先被遮蔽的伤害减少、责任更清晰

仪式与生活更一致，这为新领受提供支持，却仍不是终极证明；若改变产生新排斥、权力
集中或意义崩塌，共同体必须修订。回写使生成性忠诚与一次性改革区分开：没有任何新
形式因“突破旧形式”便自动获得永久正当性。
回写也作用于召唤的理解。人常在行动后才更清楚自己最初听见了什么。一次帮助可

能暴露施助者的控制欲，一项改革可能显示被称为爱心的其实是家长主义。信仰由此呈现
递归结构：回应不是线性执行命令，而是在承担中不断净化对命令的领受。

十一、四种信仰状态：无涉、占有、危机与生成
信仰状态不能只按“相信—不相信”一条轴排列。一个教义确信度很高的人可能处于

占有状态，一个充满怀疑的人可能正在进入更深承担，一个无宗教归属的人也可能对终极
问题保持严肃开放。本章提出四种理想类型，用于分析信仰形态而非评判个人价值。
表 4　无涉、占有、危机与生成四种信仰状态
状态 内容确定性 反馈开放性 主体—信仰关系 主要风险 可能转向

无涉 不定或低 不适用或有限 信仰尚未组织生
活

被误当作道德缺
陷

召唤、参与或继
续无涉

占有 通常高 低 信仰成为答案、
身份或凭证

反例免疫、权力
神圣化

防御固化或内部
中断

危机 动摇、分化 可能升高 旧整合破裂，新
回应未成

压制、浪漫化、
永久悬置

退出、复归或生
成性重构

生成 可高且有层次 制度化开放 主体持续被要求
并承担

开放成为新身份
资本

深化、修订或必
要坚守

（一）无涉状态：终极问题尚未取得组织生活的权力
“无涉”不等同于无神论，也不带道德贬义。它指某套宗教信仰尚未成为主体组织意

义、实践与责任的中心。一个人可以参加仪式却对其无涉，也可以没有宗教身份却被另一
种终极关切深刻组织。使用“无涉”而非“无信”，是为了避免研究者预先以某传统的成
员资格判断人的全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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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涉状态可能稳定，也可能因危机、关系或召唤转变。研究重点不是如何把无涉者视
为缺陷对象，而是何种经验使某一终极问题获得个人不可外包的意义。

（二）占有状态：确定性高，但可问责性低
占有状态的典型特征不是虔诚程度，而是信仰形态对反馈封闭。主体拥有清晰答案、

稳定仪式和强身份，却很少允许现实改变解释与责任。其心理体验可能安全，组织表现也
可能高效。正因为它可以长期成功，才比明显危机更难识别。
占有状态不必靠增加怀疑打破。强行制造相对主义可能使人更防御。有效入口通常是

恢复内部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让共同体看见，它拒绝面对的事实恰与自己最珍视的真
理相冲突。

（三）危机状态：旧整合破裂，但新忠诚尚未形成
危机状态包括怀疑、哀伤、愤怒、失望、道德冲突与身份动摇。它既不是自动进步，

也不是自动背叛。帕加门特与埃克斯莱恩关于精神挣扎的研究表明，挣扎可能造成显著痛
苦，也可能成为重新组织神圣关系的起点[28,30]。关键变量包括共同体是否安全、提问者
是否有语言、冲突能否被区分、是否存在可承担的小行动以及时间是否被允许。
危机的伦理要求是避免急于归类。把所有怀疑诊断为不忠，会迫使成员隐藏真实状态；

把所有离开都颂扬为觉醒，同样把复杂经历纳入预制叙事。研究与关怀都应允许退出、重
构、继续持守和暂时悬置具有不同理由。

（四）生成状态：确定性与可修订性形成张力统一
生成状态不是永远变化，也不是永远危机。主体可以稳定祈祷、持守信条并长期属于

共同体，同时让这些稳定形式不断进入新的责任关系。其标志是：越确信真理不属于自己，
越愿意让自己接受真理的校正；越重视传统，越不愿用传统掩盖传统自身反对的伤害；越
参与仪式，越让仪式外的生活反过来检验参与。
生成状态不是个人成就徽章。一旦主体说“我已经是生成型信仰者”，概念就可能成

为新的身份占有。它只能由持续机制显示：解释是否可问责、异议是否安全、承担是否真
实、后果是否回写。

十二、怀疑的双重命运：摧毁、净化与重新承担
（一）怀疑不是一个单一变量
日常话语把怀疑想象为确信度下降，但怀疑至少包含不同对象。有人怀疑超越者是否

存在，有人怀疑某项教义解释，有人怀疑宗教领袖的可信度，有人因共同体伤害而怀疑其
代表性，还有人不是认知上不确定，而是在关系中感到被神圣者遗弃。埃克斯莱恩等人的
量表把神圣关系、道德、终极意义、人际冲突和教义疑问区分开，正说明同一句“我怀
疑”背后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发生机制[28]。
若不区分对象，共同体容易用教义辩护回应创伤，用情绪安慰回应知识问题，用纪律

回应道德愤怒。回应错位不仅不能解决怀疑，还会证明提问者的经验没有被听见。

（二）摧毁性怀疑：取消一切能够要求自己的所向
怀疑可能具有摧毁性。当主体把发现某个解释错误推成任何真理都不存在，把领袖失

信推成所有关系都只剩权力，或只保留永不承诺的批判位置时，怀疑也会成为免于承担的
技术。它以开放为名，拒绝让任何对象取得要求自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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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怀疑与占有主义共享控制欲：占有主义通过确定一切保持控制，彻底怀疑通过不
承诺任何事保持控制。二者都不愿进入可能被改变、可能受伤和必须负责的关系。生成性
忠诚不把怀疑本身神圣化，而要求怀疑也说明依据、对象、代价和可能的重新承诺条件。

（三）净化性怀疑：把偶像从超越所向中分离
怀疑也可能净化信仰。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所维护的不是神圣者，而是关于神圣者的自

我图像；不是传统的核心召唤，而是特定权力安排；不是信靠，而是用确定性避免焦虑，
怀疑便执行了反偶像功能。它没有必然削弱忠诚，反而把忠诚对象从人的替代物中解放出
来。
净化性怀疑至少具有四个特征。第一，它能指出具体怀疑对象，而非泛化为一切皆假。

第二，它愿意接触传统最强资源，而非只攻击最弱版本。第三，它允许自己的批判接受反
驳。第四，它通向更诚实的行动和责任，而不只通向优越感。克尔凯郭尔对“基督教世
界”中名义信仰的批判，正展示了内部否定如何服务于更严格的存在要求[9]。

（四）重新承担比恢复原状更重要
危机后的目标不应简单设为“恢复从前的信心”。若从前的整合依赖压抑问题，恢复

原状只是重新封闭。宗教转化研究显示，转化未必改变基本人格特质，却可能深刻改变目
标、身份、意义与人生叙事[29]；转信、离信和灵性转化也通常是多层、长期而非一次事
件[40-41]。因此，需要观察的不是怀疑是否消失，而是主体形成了怎样的新关系、实践和
责任。
重新承担可以有不同结果：更成熟地留在原传统，转入另一传统，改变共同体而保留

核心信仰，或在诚实判断后离开。神学内部会对这些结果作不同规范评价，心理学不应替
代这种争论；但任何评价都不能跳过主体经历的事实、共同体责任和决定的真实代价。

十三、三个分析性案例：如何区分坚守、固化与生成
以下案例是基于常见机制构造的理想类型，不是对某一现实共同体的经验指控。其目

的在于显示，仅看命题、仪式或体验会如何误判。

（一）案例一：教义完全正确的沉默共同体
某共同体公开宣认人的尊严、诚实与彼此担当，教义教育严格，礼仪秩序稳定。一名

成员提出领袖长期越权并造成伤害，管理层首先担心丑闻损害见证，要求内部安静处理，
并把公开质疑解释为缺乏饶恕。若只以教义文本衡量，该共同体仍然正统；若只以仪式参
与衡量，它仍然健康；若只以多数成员安全感衡量，迅速压下争议甚至改善短期稳定。
生成性忠诚却会追问三向问责。源头层面，共同体关于尊严、真话和权力的教导是否

也适用于领袖？他者层面，受伤者是否被赋予证词资格与保护？后果层面，现行程序是否
奖励沉默并提高再次伤害概率？若共同体因这些问题启动独立调查、调整权力、修复受害
者并重读自己的教义，这不是向舆论妥协，而可能是让原本只被宣认的真理第一次进入制
度。

反之，外部压力也不能自动决定神学解释。调查事实、程序正义、比例责任和无罪推
定仍须保存。保护脆弱者不等于以未经核实的指控代替审理。生成性忠诚要求提高问责，
不是把另一种即时确定性神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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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二：重复和解仪式却持续关系破裂
某家庭或共同体定期举行认罪、饶恕和共餐仪式，参与者情感强烈，每次都报告被更

新。但具体冲突中，强势者继续要求受伤者“马上饶恕”，赔偿、边界和行为改变从未发
生。仪式提供短暂和谐，却让权力关系更难被命名。

此处问题不是仪式虚假，而是仪式与生活之间的回写被截断。“饶恕”被用来取消正
义过程，“合一”被用来取消差异表达。改革不必废除仪式，而应重新连接其内部结构：
认罪包括具体事实，饶恕不等于取消安全边界，和解以停止伤害和承担修复为条件，共餐
不掩盖尚未解决的责任。仪式由此不再替代改变，而成为改变的共同记忆与持续约束。

（三）案例三：丧失中的怀疑与意义重构
一名长期信仰者在亲人意外死亡后无法继续原有祈祷。他既怀疑关于护佑的理解，也

对共同体快速提供“更高计划”的解释感到愤怒。若把信仰等同于主观安慰，他的信仰显
然失败；若把信仰等同于命题复述，只需帮助他恢复标准答案；若把怀疑一律视为成长，
则又会浪漫化其痛苦。

七环机制要求先辨认中断类型。死亡不仅造成情绪痛苦，也使其整体意义系统与具体
事件严重失配[27]。共同体可以允许哀诉进入仪式，不急于替神圣者辩护；神学工作可以
区分核心信仰与简化报偿公式；存在工作则帮助他在无法解释死亡时仍决定如何记忆、爱
与承担。若后来形成的信仰不再承诺免除悲剧，却使他更能陪伴他人的痛苦，这一变化可
以被视为生成性忠诚的证据之一，但不能被包装成“失去亲人是为了成长”的因果辩护。

（四）案例比较：突破发生在哪里
三个案例都说明，信仰突破不是从信仰内部逃向外部，而是恢复被某种完成形态切断

的关系。案例一恢复教义与制度责任的关系，案例二恢复仪式与生活后果的关系，案例三
恢复终极意义与不可解释苦难之间的诚实关系。改变的不是简单信念强度，而是 D、R、X
与 P 的配置及其向A问责的方式。

（五）纵向现实案例：《贝尔哈信仰告白》与被现实中断的改革宗忠诚
前三例是理想类型，本节转向一个可由会议记录、告白文本与接受史追踪的现实案例。

选择《贝尔哈信仰告白》，不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改革必然成功的英雄故事，而是因为它
把教义、教会分隔、政治制度、受压迫者证词和跨代接受置于同一条长时间链上，能够检
验“生成性忠诚”是否比“改变”或“坚守”提供更多解释力。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南非荷兰归正宗传统内部逐步把种族分隔制度化；同一改革宗告
白与圣经语言被用来维持分属不同种族的教会结构。这里出现了典型的信仰完成论：D 保
持正统连续，R以分隔的礼拜和圣餐获得身体形态，群体身份把这一历史安排自然化，而
P 中的支配与羞辱被排除在教义真实性检验之外。制度并非因为没有信仰语言而失败，恰
恰因为一套完整的信仰语言能够吸收现实反例，才获得长期稳定。

中断并非来自传统外部的一次命令。受种族隔离影响的改革宗信徒、牧者与神学家以
同一传统关于教会合一、基督里的和解和上帝之公义的资源，反对把隔离宣布为合乎福音。
1982年，荷兰归正宗宣教会会议把种族隔离确认为触及信仰告白地位的问题并形成《贝尔
哈信仰告白》草案；1986年正式接受。告白没有宣称另造一个超越所向，而是让原有的经
文、教会论与公共伤害重新相遇，使过去被边缘化的信徒从“政策承受者”变为解释共同
体的一部分[46-47]。

其后的时间链更能显示生成不是瞬间完成。1994年，相关教会联合成立南部非洲联合
归正教会；《贝尔哈信仰告白》后来被南非以外的若干改革宗教会研究或接受。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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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荷兰归正宗教会与联合归正教会的完全合一并未因文本出现而自动实现，告白的接受
方式及其对新议题的适用也持续引发争论 [46-48]。因此，1982 年不是“真理终于被发
现”的终点，1986年的正式采纳也不是信仰发生已经完成的凭证。D 的修订先发生，R、
制度结构、身份记忆和 P 的改变以不同速度跟进，其中仍有停滞、抵抗与重新解释。
按七环机制重构，这一案例呈现为：传统关于合一、公义的召唤早已存在；种族化解

释与分隔实践构成特定表达和操演；受压迫者证词、普世教会质询与制度伤害形成中断；
告白起草与会议争论完成辨识；接受告白、教会联合及公共见证构成有成本的承担；而长
期未竟的合一及新争议又把后果回写到告白的解释与制度实践。关键因果主张不是“新文
本导致改革”，而是 P 中的现实差异取得证词资格后，迫使 D重新解释、推动 R与制度变
化，并由不完全后果持续反向检验 D。

这个案例也给本章设置限制。第一，告白文本的规范优势不能单独证明基层生活已经
改变；必须追踪礼拜空间、领导结构、资源关系与成员经验。第二，后来者接受《贝尔哈
信仰告白》可能成为新的身份资本，若只在文本中赞美公义而不让本地受伤者发言，生成
再次退化为占有。第三，案例来自具有经典、信条与会议制度的改革宗传统，不能无转换
地推广到非教义型宗教。它支持的是一个较窄判断：当现实伤害能够依据传统自身规范中
断旧解释，并通过文本、实践、制度和后果的跨层回写持续接受检验时，“忠诚”与“改
变”不再是简单反义词。

十四、七项判据：如何判断生成性忠诚是否发生
一个新概念若只能赞美任何变化，就没有分析价值。本章提出七项判据。它们不是总

分量表，也不能由外部研究者一次打分决定；其作用是为跨案例比较建立可反驳的观察方
向。
表 5　生成性忠诚的七项判据及失败表现

判据 核心观察问题 支持性证据 伪发生或失败表现

源头可问责 判断如何回应经典、叙事
与传统争论

处理有利与不利材料，说
明连续性

以直觉、片段引文或“一
直如此”终止论证

解释可修订 何种事实或论证会触发重
审

有真实异议通道与预设失
败条件

任何反例都被定义为不信
或敌意

仪式—生活贯通 仪式宣称是否进入日常关
系

修复、资源与行为留下可
追踪变化

只有出席、情绪和形式指
标改善

存在性承担 个人能否说明自己的理
由、代价与责任

第一人称承诺并愿意修复
错误

以领袖、群体或“真实自
我”取消归责

他者保护 弱势者能否安全发言、拒
绝与求济

独立保护、申诉与退出机
制有效

受伤者被要求为合一、见
证或成长沉默

后果回写 结果能否改变解释、仪式
和制度

保存失败记录并据此持续
修订

只展示成功见证，负面后
果被灵性化

反身开放 新理论与改革者是否也可
被质询

承认稳定、边界与反例的
正当可能

以“生成”“开放”建立
新的优越身份

（一）源头可问责
新判断必须公开说明与经典、核心叙事和传统争论的关系，包括不利材料。只引用支

持片段、把个人直觉称为启示，或以“时代已经不同”跳过规范论证，均不满足该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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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可问责也适用于守旧立场：仅说“一直如此”不能替代历史证据，因为许多被宣称永
恒的形式实际形成于特定时期。

（二）解释可修订
共同体必须区分核心承诺与人的解释，并预先承认何种文本论证、事实发现或实践矛

盾会触发重审。可修订不要求频繁改变，而要求改变通道真实存在。若所有反例都被定义
为不信，解释便获得了与超越所向不相称的免疫权。

（三）仪式—生活贯通
仪式所宣称的关系，应在仪式之外留下可追踪的行动痕迹。祈祷是否改变注意对象，

忏悔是否产生修复，奉献是否改变资源分配，纪念是否改变对现实苦难的响应。痕迹不必
立即宏大，但不能长期为零。情感峰值、出席率与形式准确只能是过程指标，不能替代贯
通。

（四）存在性承担
个人能够用第一人称说明自己的选择、理由、代价与责任，而不是把一切归于领袖、

家庭或群体要求。承担也包括承认“不知道”和寻求共同判断；它不是孤立自主。判据关
注的是，行动者能否对后果回答“这是我参与作出的判断”，以及是否愿意在判断错误时
修复。

（五）他者保护
新的或旧的信仰形态必须特别检查权力较弱者是否能安全发言、拒绝、退出和获得救

济。对脆弱者的保护不是外加于信仰的世俗条件，而是检验共同体是否把人当作真理宣传
的工具。任何要求某些人持续承担不可申诉伤害的忠诚，都需要极强而公开的正当化，不
能只靠神圣权威措辞。

（六）后果回写
制度要能收集预期与结果的差异，并让结果改变解释、培训、仪式或权力安排。只展

示成功见证、不保存失败记录的共同体无法学习。后果回写也防止改革派占有：新方案若
制造新伤害，不能因其动机进步而拒绝修订。

（七）反身开放
生成性忠诚必须对自身开放。“我们比他们更开放”“我们的信仰是活的”同样可以

成为优越身份。反身开放要求理论和共同体承认：稳定可能是成熟而非固化，怀疑可能是
逃避而非勇敢，传统形式可能比新形式更能保护他者，生成性解释也可能用“生成”压迫
需要安全与连续的人。

（八）判据的合取结构与最低门槛
七项判据不能简单相加。一个共同体可能在仪式—生活贯通上很强，却以牺牲外群体

为代价；另一个共同体非常开放，却失去任何源头约束。某一维度高分不能抵消关键维度
归零。尤其是源头可问责、他者保护和反身开放构成最低门槛：缺少任何一项，“生成”
都可能分别退化为随意主义、伤害性狂热或新教条。

不同传统可以调整判据的具体操作方式，但不能通过重新命名取消其问题。例如，非
教义型传统可把“源头”操作为创始实践、经典范例或解脱目标；高度个人化灵性实践仍
须说明如何限制自我欺骗及如何向他者后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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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类判据与词典序优先，而非七项平权
最低门槛仍不足以处理真正冲突。本章进一步把七项判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否决性

判据：他者保护与源头可问责。前者禁止以信仰之名制造或延续可避免的严重伤害、报复
与强迫；后者禁止把个人偏好或政治利益直接神圣化。任一项明确失败，都足以否决“生
成性忠诚”的正面认定。第二类是程序性判据：解释可修订、后果回写与反身开放。它们
决定共同体是否具有发现错误和重开判断的制度能力。第三类是实现性判据：仪式—生活
贯通与存在性承担。它们判断已经通过前两类检验的规范主张，是否真正进入身体、行动
和第一人称责任。

三类不是加权求和，而是词典序排序：先排除不可接受的伤害与无源头的任意神圣化，
再审查判断程序能否纠错，最后评估忠诚是否获得生命形态。实现性成就不能补偿否决性
失败；高度奉献、强烈体验和卓越组织动员，均不能抵消对弱势者的系统伤害。程序性开
放也不能补偿源头完全失联，否则“可修订”会退化为随时迎合。反过来，源头论证再完
整，也不能使现实中的胁迫与报复获得暂缓审查的特权。

（十）两项否决性判据冲突时：保护先行，终局判断后置
最困难的情形是源头可问责与他者保护被当事人解释为冲突。例如，共同体主张某实

践由经典要求，而成员报告该实践造成严重伤害。本章采用“行动优先级”与“真理裁决
权”分离原则：在存在可信的重大伤害风险时，先采取可逆、比例适当的保护措施——停
止接触、保存证据、设置独立申诉、禁止报复——并不等于已经裁定全部教义争议；它只
是保证争论不在一方继续承受不可逆代价的条件下进行。保护先行取得临时行动优先权，
却不独占终局神学解释权。
随后，源头问责必须进入完整辨识：检验文本语境、传统异议、事实真实性、权力分

布、替代解释及不同方案的可逆性。若某解释只有在压低受影响者证词、拒绝事实调查或
制造不可申诉伤害时才能维持，其源头可问责性已经同时受损。若经独立调查发现伤害主
张不成立，也不能倒推出最初保护措施不正当；风险条件下的谨慎与事实终局判断属于不
同时间点的责任。

（十一）六步冲突裁决程序
判据冲突应按六步处理。第一，进行伤害筛查：确认是否存在死亡、暴力、性侵、严

重心理损害、经济控制、报复或不可自由退出，并立即采取比例保护。第二，建立事实底
稿：区分已证事实、可信主张、争议事实与价值判断，保存反方材料。第三，绘制源头论
证图：公开核心文本、解释传统、不利证据和替代解释，禁止用单一权威结论跳过论证。
第四，实施程序检验：检查受影响者是否安全发言、裁决者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何种证据
会触发修订。第五，选择最小不可逆方案：在终局判断前优先采取能保护人又保留继续辨
识空间的行动。第六，设定回写节点：明确复审时间、责任主体、结果指标与撤销条件，
使临时措施和最终决定都不能获得永久免疫。
由此，七项判据获得了严格结构：否决性判据决定什么不能以忠诚之名被接受，程序

性判据决定共同体是否有资格继续判断，实现性判据决定经判断的信仰是否真的发生。它
们不是七个同权建议，而是一套从保护、正当化到实现的分层规范秩序。

十五、证伪与竞争解释：什么将使本章理论失败
（一）局部证伪条件
若一种所谓生成性改变只发生在语言层面，仪式、权力、行动和后果完全不变，应判

为修辞更新。若变化主要由外部奖励驱动，一旦奖励撤除便恢复旧状，应谨慎判断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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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若主体声称经历深刻转化，却持续拒绝任何成本与责任，存在承担尚未成立。若共
同体引入参与程序，但弱势成员发言会遭惩罚，所谓他者问责只是仪式化咨询。

同样，稳定不应被自动判为固化。若共同体能听取反例、调查伤害、说明解释并在必
要时改变，却经检验后继续原实践，那么“未改变结论”可能恰是可问责的坚守。生成性
忠诚关注变化能力与责任关系，不把可见创新当作结果指标。

（二）总体证伪条件
若经验研究反复发现以下结果，本章模型应被实质修订。第一，教义、仪式、存在承

担和关系后果之间的配置变化与信仰形态无关，单一信念强度足以解释全部差异。第二，
中断、辨识和回写没有任何时间顺序或机制联系，只是研究者事后叙事。第三，七项判据
无法区分深度忠诚、组织顺从、心理适应和价值创新。第四，向源头、他者与后果的三向
问责在实践中必然互相取消，无法形成可工作的判断。第五，“生成性忠诚”对现有的内
在宗教取向、探索取向、宗教应对或传统发展理论没有提供额外解释增益。

（三）四个主要竞争解释
第一是内在化解释：真实信仰只是外在宗教转为内在宗教。奥尔波特的区分提供重要

基础[24]，但内在化仍可能把错误或伤害性规范深度整合；生成性忠诚额外要求源头、他
者和后果问责。第二是探索取向解释：开放提问本身构成成熟信仰[25]。但探索可能无限
延迟承诺，本章强调怀疑必须通向可承担判断。

第三是意义建构解释：信仰变化是整体意义系统为降低与事件差异而作的调整[27]。
该模型能解释心理过程，却不能单独判断调整是否忠于传统或正当地对待他者。第四是教
义发展解释：信仰在历史中以保持类型连续的方式展开 [7]。该理论能解释思想连续，却需
要仪式、存在与权力维度补充，才能观察发展是否真实进入共同生活。
生成性忠诚的理论增量，正是把四种解释置于同一可问责配置：内在化说明 X，探索

说明中断与辨识，意义建构说明危机整合，教义发展说明 D 的历史连续；但只有加入
R、P 以及三向问责，才能区分“新的信仰表述”与“信仰关系真实再发生”。

十六、一个更近的占位者：马塞尔的创造性忠诚
本章第九节第五小节已与文化—语言模型、教义发展论、活传统与「活出宗教」四家

划界，但漏掉了一个在名称与内容上都更近的占位者。补上它，本章的独有部分才站得住。
（一）它说了什么
马塞尔在《创造性忠诚》中处理的正是本章的问题：忠诚如何既不落为对既有形式的

机械重复，又不落为随主体偏好而变。他的关键区分是恒定与忠诚：恒定是对一个既定目
标的顽强坚持，它既不要求临在，也不要求对改变保持开放；忠诚则要求可及——即使困
难，也持续对那个「你」保持可及。更接近本章的是他这一步：忠诚要求主体愿意改变自
己的想法、行动与信念，若这些东西无助于更好地把握存在；而由于忠诚是他人更有资格
加诸我们的一种评断，对他者视角的接受性本身就构成忠诚的一部分。

必须承认：本章的「所信者可以要求信仰者改变，信仰者却不能把自己的改变直接宣
布为所信者的新意志」这一不对称，与马塞尔的忠诚—恒定之分处在同一片地面上；「向
他者问责」这一条，在他那里已经作为忠诚的构成成分出现过。「生成性忠诚」这个名字，
与「创造性忠诚」在术语上近乎重合，本章不能默默使用它。
（二）分离线
分离线不在洞见，而在层级与可失败性。马塞尔的分析是个人存在层面的现象学描述，

其单位是「我」与「你」的关系，其检验方式是描述的贴切与否；本章的单位是 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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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 这一关系配置，其中至少三项是共同体层面的制度事实（谁有资格提出质询、何种
反例触发重审、失败记录是否保存）。因此二者对同一情形给出可分辨的判定：判决性对
照——一位信仰者在个人层面持续对超越所向保持可及、愿意被纠正、承担代价，而他所
在的共同体系统性地取消受害者的证词资格。按马塞尔，此人的忠诚是创造性的、无可指
摘；按本章第十四节的词典序，他者保护属于否决性判据，此处直接否决「生成性忠诚」
的正面认定——不是否定这个人，而是判定这一忠诚形态没有发生在可问责的条件里。这
条差别可以在同一份共同体材料上分头判定，是本章相对于他的全部理论增量所在。

它反过来削弱了本章什么：马塞尔的分析有本章缺少的东西——他能说明忠诚在第一
人称经验里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可及比正确更根本。本章的七项判据全部是外部可观察项，
第六项存在性承担虽然要求第一人称说明，却仍以「能否对后果作答」为检验，而不进入
承担本身的质地。因此本章应当收窄自己的主张范围：本章判定的是忠诚的可问责结构，
不是忠诚的存在质地；一个共同体可以在本章全部七项判据上合格，而其中没有一个人处
在马塞尔所说的那种关系里。这一句必须写进正文，而不是留在注释。
（三）另两条应补的欠账
其一，福勒的信仰阶段论提出信仰形式随发展阶段变化，其第四阶段（个体—反思

型）到第五阶段（联结型）的转折正是「不再把自己所属传统的表述当作真理本身」。本
章的四种信仰状态与它的分离线在：阶段论是发展序列，晚出阶段被预设为更成熟；本章
的四种状态不构成序列，一个共同体可以从生成态落回占有态而不经过危机。若纵向材料
显示状态转移只沿单一方向，本章的四态应改写为阶段。

其二，本章第十五节列出的四个竞争解释里，宗教应对研究只以「意义建构」一项出
现。帕格门特的宗教应对研究另有一条更直接的对手线——它区分协作型、屈从型与自主
型三种应对方式，其中协作型与本章的存在性承担高度重合。这一条本章未处理，应在再
版时补切。

十七、经验研究方案：如何追踪信仰从内容占有到关系生成
（一）研究设计：纵向、多层与比较
生成性忠诚不能通过一次问卷或一次访谈充分识别。本章建议采用十二至二十四个月

的纵向比较过程研究，选择正经历教义争议、礼仪改革、领导危机、公共创伤或代际转换
的共同体。研究单位既包括个人，也包括小组、仪式、正式制度和外部受影响者。单一层
级会造成误判：个人可能变化而制度不变，制度发布新政策而成员实践不变，仪式创新也
可能只在活动现场有效。

案例选择至少包含三类对照。第一，面对相似中断却采取不同回应的共同体；第二，
同一传统内改革与坚守的配对案例；第三，公开宣称改变但实际反馈闭合的失败案例。跨
宗教比较应先完成传统内部概念翻译，再比较机制，避免用同一问卷把不同的“信仰”
“怀疑”与“承担”强行等值。
表 6　生成性忠诚的多层经验观察矩阵
观察层级 关键可观察项 主要资料 需要排除的竞争解释

教义表达D 引文范围、解释变化、失
败条件

讲章、课程、文本版本、
争论记录

修辞更新或对外公关

仪式实践R 角色、动作、空间与参与
边界变化

参与观察、仪式录像、流
程与出席资料

活动新颖效应或情绪峰值

存在承担X 理由、成本、责任与身份 纵向访谈、日记、心理量 社会期许、短期应对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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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层级 关键可观察项 主要资料 需要排除的竞争解释

叙事变化 表 袖暗示

关系后果 P 权力、保护、修复与资源
分配变化

投诉档案、政策、预算、
外部证词

同期外部政策或资源变化

跨层回写 结果是否返回教义、仪式
与制度

事件时间线、会议纪要、
修订记录

研究者事后拼接的连贯故
事

（二）事件时间线与机制证据
研究者首先建立详细时间线：中断何时出现，谁最先命名，初始解释是什么，异议如

何被处理，何时引入传统资源，仪式是否调整，哪些行动产生，结果何时返回。资料包括
讲章与教义文本版本、会议纪要、仪式录像与参与观察、个人日记和访谈、投诉与处理档
案、资源分配、退出记录及外部受影响者证词。

七环机制若成立，应出现“环节间可追踪的传递证据”。例如，中断不是改革后才被
叙事性发明，而在改革前已有记录；新解释改变了仪式或程序；改变后的行动产生与旧解
释可区分的后果；这些后果又进入后续教导与制度修订。若只见新词频率上升而没有跨层
变化，就不能判为信仰再发生。

（三）混合方法指标
量化指标可包括：解释来源多样性、异议保留率、弱势成员发言后的惩罚风险、仪式

外行为一致度、责任资源投入、错误承认与修订频率、精神挣扎类型变化、内外在宗教取
向以及共同体信任。宗教心理学已有的信念、经验、实践、动机与应对测量可提供工具基
础[31]，RSS 量表可进一步区分怀疑、人际、道德和终极意义挣扎 [28]；但任何现成量表
都不能被直接当作生成性忠诚量表，高挣扎可能表示开放，也可能表示严重损伤。
质性材料用于重建机制：参与者如何叙述所信对象，何时从“他们要求我”转为“我

决定承担”，受伤者是否认为自己被听见，传统文本如何在争论中被选择与重读，仪式动
作如何改变身体感受与关系位置。宗教经验研究还应区分体验、归因与授权：发生某种特
殊体验，不等于对体验的宗教解释已经被证明，更不等于体验者获得支配他人的权力
[42]。

（四）反事实检验
研究可提出四组反事实。若没有共同体保护，个人怀疑是否会更快转为退出或防御？

若只有新教义表述、没有仪式变化，行动是否仍能持续？若只有仪式创新、没有权力调整，
弱势者经验是否改善？若行动结果不被保存和讨论，新解释是否逐渐成为另一套固定答案？
过程追踪还可比较“先改变哪一层”。有的案例由 X先动：个人危机迫使教义重读；

有的由R先动：新的共同实践产生未预期关系；有的由 P先动：伤害后果使制度失去合法
性；也有由D先动：文本解释重组行动。生成性忠诚不预设唯一入口，却预测：若变化长
期停留在单层且没有联动，突破难以稳定。

（五）研究伦理
信仰研究涉及身份、创伤、家庭和共同体风险。研究者必须把知情同意理解为持续过

程，允许参与者撤回，分离领袖与成员招募，避免把访谈材料交回可能报复的权威，并为
揭露伤害建立转介与报告方案。研究成果不应把共同体匿名化为抽象案例后仍留下可识别
线索，也不能以“理论完整”为由公开参与者尚未准备承担的信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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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还应避免两种殖民式姿态：一是默认宗教坚定必然是病理与压迫，二是因尊重
文化而放弃对伤害的判断。文化翻译与伦理边界必须同时存在。真正尊重信仰者，不是把
他们固定为传统的被动产品，而是承认他们既能受传统形成，也能解释、承担和批判传统
中的权力。

十八、适用边界：生成性忠诚不是什么
（一）不是变化崇拜

并非所有稳定都阻断发生。长期重复的祈祷、守约、照护与节制，可能正是使新行动
得以发生的条件；频繁更新形式反而可能使主体无法形成深度。判断一项边界是否应突破，
要看它是否保护承诺、脆弱者与共同记忆，还是只保护既得权力。生成性忠诚可以得出
“继续保持原形式”的结论，只要这一结论经过真实问责而非预先免疫。

（二）不是教义相对主义
生成性忠诚不主张所有教义都只是暂时意见。它只主张，即使某共同体相信真理具有

绝对性，也不能由此推出自身每项解释和制度具有同等绝对性。把有限解释与所信真理区
分，恰是防止人把自己置于真理位置。相对主义说没有足以要求所有人的真理；非占有性
则说即便真理要求我，我也不能因此取消自己向真理、他者和后果解释的责任。

（三）不是心理治疗模型
信仰可能促进韧性、意义与关系修复，也可能加重挣扎；这些效果值得严肃研究

[26,39]。但信仰的宗教意义不能被治疗收益穷尽。某项忠诚可能要求人在短期承受焦虑、
损失或社会冲突，某些离开宗教的决定也可能改善心理状态。临床工作应帮助当事人澄清
价值与安全，不能替其传统裁决神学真伪，更不能以“顺应良好”定义信仰成熟。

（四）不是以果效替代真理
后果回写容易被误解为“有用即真”。本章明确拒绝这一点。正面结果可能来自社会

支持、安慰剂效应或组织资源，不能证明超越性主张；负面结果也可能来自误用、外部迫
害或短期成本，不能直接证伪全部信仰。后果的权限是揭示领受与宣称之间的关系，迫使
主体解释矛盾并修订实践，而非单独充当形上裁判。

（五）不是要求受害者承担共同体成长
共同体的生成不能以受伤者继续暴露为代价。受害者没有义务为了帮助制度学习而留

在其中、公开叙述或给予饶恕。生成性忠诚首先要求掌权者承担调查、保护、赔偿和制度
修订。若“修复关系”被用来催促脆弱者放弃边界，生成性语言便成为新的宗教压力。

（六）不是普遍宗教本质论
本章概念从以启示、教义、共同体和信靠为核心的传统出发，尤其与基督教语境亲近。

佛教传统中的归依、修行与觉悟，儒家传统中的礼、诚与成人，原住民传统中的祖先、土
地与关系，未必适合用同一“超越对象”结构说明。跨传统运用时，应保留方法——区分
所向、表达、操演、承担和后果——而重新定义每一项内容，并允许某些传统拒绝该框架。

十九、反身检验：生成性解释如何避免成为新的正统占有
“生成性解释”一旦被宣布为比所有传统更高级的答案，就会立刻复制信仰完成论。

研究者可能把任何教义坚定称为固化，把任何仪式连续称为机械，把任何不接受现代价值
的传统称为尚未发生；与此同时，这一取向自身的偏好却不受历史、权力和后果检验。这
不是突破占有，而是更换了占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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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章必须接受与信仰共同体相同的七项判据。它要说明自己的思想源头与概念
债务，允许“生成性忠诚”被其他传统修订；它要区分真实反例与对概念的简单误用，不
能把所有批评吸收为“批评者仍持既成对象观”；它要观察概念进入教育、组织和宗教实
践后是否制造新的压力；它还要保护那些需要稳定、哀伤时间或选择不改变的人。

对本章最重要的反例可能来自一种成熟的稳定信仰：它长期保持同一教义与仪式，却
始终允许受苦者说话，愿意承担错误，能够在新处境中作出责任判断。如果这种共同体存
在，它不会推翻生成性忠诚，反而迫使本章承认“生成”不以形式变化为必要表象。但若
大量此类案例显示七环机制完全多余，本章就必须放弃把自身模型当作一般解释。

反身检验最终保留一条边界：生成性解释没有权力要求一切都流动。它只能要求任何
已经形成的形态都不得仅凭自身存在而取得终局性，不得取消现实、他者与其自身核心规
范再次进入的可能。

二十、结论：真正的忠诚不是停止发生
本章从信仰语言中的“拥有”出发，揭示一种常被坚定掩盖的本体论错误：真理不由

主体制造，并不意味着主体已经完整占有真理；信仰内容具有连续性，也不意味着信仰者、
解释、仪式和制度不应继续改变。真理—占有谬误使教义记忆、礼仪参与、群体身份和心
理确信轮流替代信仰本身，并通过命题封闭、仪式封闭、身份封闭、存在外包与后果免疫
形成旧信仰形态的再生产循环。
神学、仪式研究与存在心理学分别击破这一循环的不同部分。神学守住超越所向与教

义规范，阻止信仰被个人偏好制造，同时必须承认启示的先行性不能转化为人的解释无误。
仪式研究说明信仰只有进入身体、时间、象征和共同体才获得持续形态，同时揭示有效传
递可能形成德性，也可能复制权力。存在心理学使死亡、自由、孤独、意义和责任成为信
仰不可外包的检验，同时限制主观真诚与心理收益冒充真理。

三家冲突暴露的共同前提是信仰完成论：人把信仰的某一历史显露当作已经完成的整
体。为突破这一前提，本章提出生成性忠诚。它既不让时代创造真理，也不让既有时代垄
断真理的显露；既不取消传统，也不让传统载体取代其所指；既不赞美一切怀疑，也不把
所有怀疑定罪；既要求生命果实，也不以果效主义取代神学判断。

七环机制进一步说明，忠诚不是在静止中保存，而在召唤、表达、操演、中断、辨识、
承担和回写中递归形成。主体在传统中学会回应，现实又使传统领受接受中断；新的判断
进入行动，行动后果再修订判断。由此发生的不是一个固定自我证明自己忠诚，而是一个
人在被要求、被纠正和承担代价中成为新的回应者；共同体也不再只是保存答案的容器，
而成为允许真理持续改变保存者的关系秩序。

这一区分最终使“坚守”与“固化”获得严格边界。坚守是在反例、成本和责任面前
仍能说明并承担的连续；固化则是以真理之名取消反例、成本和责任。突破也不再意味着
离开原来的信仰位置，而意味着不让已经形成的教义解释、仪式样式、身份结构和心理需
要，垄断信仰今天还能要求什么、明天还能生成怎样的人与共同体。

因此，信仰突破最凝练的命题是：
信仰不是人所占有的答案，而是人持续被其所信者要求、由传统校正、在他者面前负

责并以生命承担的关系；真正的忠诚，不以停止发生证明坚定，而以不让已经发生的信仰
形态垄断尚未发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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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末小结
三章合起来，构成本书的诊断部分。它们的共同弱点也应当在此说出：三章全部以

「资格是否保留」为终点，没有一章处理资格保留之后会怎样。一个保住了改写口的安排，
凭什么不被一个更简单、更省事的封闭安排替代？这个问题第五章会碰到一次（自续率），
此外全书没有回答。前言第三节引《周易》「通则久」时已经标出了这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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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如何：资格怎样夺回
三章分别落在判断、生活与思想上，共同处理一个操作问题：既然注销不留痕迹，恢

复要从哪里下手。
三章共同拒绝的是一种很自然的直觉：以为改变认识就够了。第四章论证再多的证据

也不足以撼动一项拥有默认推定权的解释，因为它可以把反例吞并为自己的证据；第五章
论证知道、想做、坚持三者齐备仍然不足，因为下一项行动从来不由意志单独选择；第六
章论证增加对话与鼓励开放并不够，因为共同体的历史记忆会占住新差异的响应优先级。
三章给出的替代动作分别是：撤销默认推定、改变转场条件、允许独立分支。

这一编是全书唯一在入口层上有两章的一编（第四、六章），也因此是三个干预臂中
最重的那一臂的材料来源。第十二章的最小可行版之所以选  B 臂（入口层）而不选 
C、D，理由就在这里。

77



第四章　证据越多，旧解释越强
撤回的不是解释能力，是解释特权。旧解释仍可提出证据，只是不能再独
自规定反方何时有资格进场。
新对象：解释权撤回　·　三门入口：司法证据学 × 神经可塑性研究 × 元认知研究
本章提要　认知改变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已经形成的主体接收更多事实、纠正错误观点

并以新答案替换旧答案。这种“输入—修正”模型低估了旧认知的组织能力：既有判断不
仅保存结论，还决定什么能够成为证据、何种差异值得注意、反例应怎样解释、谁有资格
质疑以及失败是否需要回写。只要这种解释权保持不变，新事实就可能被重新编码为例外、
敌意、运气或对原判断的进一步证明，证据增加反而强化认知固化。本章采用三路径碰撞
的跨学科理论重建方法，使司法证据学、神经可塑性研究与元认知研究分别回答“认知更
新从何处启动”。三条路径的冲突暴露出一个共有前提：存在一个稳定的内部信念对象，
外部证据、神经训练或元层监控只需对其实施更新。本章以各学科自身材料推翻该前提，
提出“解释权撤回”：当旧解释持续垄断证据选择、意义翻译、例外设置和身份保护时，
认知突破的首要行动不是宣布它错误，而是撤销它对新经验的默认裁决权，使其从无需自
证的背景前提转为与竞争解释共同承担证明责任的暂定假设。文章建立“外显旧判—分离
事实与解释—引入竞争解释—设计区分性行动—记录预期差—阻断反证吞并—暂定重组并
再行动”的七步机制，并进一步完成四项理论工作：提出跨学科转译的六道约束，防止法
律、神经科学和元认知之间的类型越界；与贝叶斯更新、AGM信念修正、预测加工、认
知行为治疗、抑制性学习和一般去偏训练建立可判别的近邻矩阵；把解释垄断指数、更新
债务与跨情境迁移率分别界定为形成性合成指标、事件账本变量与条件性比率；以测量开
发、随机比较、时序中介和跨情境主终点构成两阶段经验方案。结论是：旧认知真正失效，
不是人再也想不起旧答案，而是旧答案不再能够未经举证便决定世界如何出现；认知突破
不是替换一项脑内所有物，而是在证据、行动、身体、权力、他者和判断者的共同变化中，
使新的认知关系获得现实稳定性。
关键词　认知突破；司法证据学；神经可塑性；元认知；解释权撤回；竞争解释；认

知再发生

一、问题的提出：为什么更多证据反而可能让旧认知更坚固
关于认知改变，日常建议往往从信息不足出发。一个学生认为自己没有数学能力，人

们劝他看看成长型思维研究；一位父母认定孩子懒惰，人们列举孩子主动完成过的事情；
一个人相信运动一定伤膝，人们递给他指南和统计资料；创业者把连续被拒理解为“我不
适合”，导师则提供成功案例。所有建议都假定：只要更可靠的信息进入大脑，错误判断
便会让位于正确判断。然而现实中常见的不是信息短缺，而是解释过剩。旧认知总能为新
事实找到位置：成功只是偶然，失败才暴露本质；主动一次是为了奖励，拖延一次才证明
懒惰；运动后没有不适是强度太低，出现酸痛则证明运动危险；客户拒绝是市场无需求，
客户接受又可能被解释为个别关系特殊。
问题因此不只是“证据够不够”，而是“谁决定什么算证据”。旧认知一旦取得背景

地位，便不再以一个等待检验的命题出现，而成为组织观察的制度。它决定注意投向何处、
记忆留下什么、同一结果如何命名、反例承担多高证明责任，以及新解释在进入比较前是
否已经被取消。洛德、罗斯与莱珀关于偏向性吸收的经典研究显示，持相反立场者面对混
合证据时，会不对称评价研究质量，从而可能进一步极化[33]。这项研究本身及其后续讨
论不支持“任何纠正必然反弹”这种夸张结论：错误信息具有持续影响，纠正的成败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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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替代解释、来源与记忆过程[41]，而大规模态度研究也未发现纠正普遍造成反弹 [42]。
但这些差异共同显示：证据并非像液体一样直接注入判断，证据首先要通过既有解释结构。
由此产生本章的核心问题：旧认知在什么意义上才算失效？若一个人嘴上接受新观点，

却仍在压力、利益冲突或熟悉情境中按旧判断行动，认知是否改变？若行为短暂变化，但
只能在教练、课堂或奖励存在时维持，能否称为突破？若主体频繁反思，却把每次失败解
释成“我分析得还不够”，元认知是否反而延长了旧解释的统治？更重要的是，谁有资格
宣布旧认知应被突破，如何防止“帮助改变认知”成为教师、咨询者、组织或平台对他人
经验的接管？

本章不把认知突破定义为某项信念强度下降，也不把“愿意听取不同意见”当作充分
条件。它研究的是一项更严格的转变：旧解释如何从无需说明、自动获得优先权的背景，
变成必须公开依据、接受竞争并承担失败后果的假设；新解释又如何通过行动、反馈、身
体学习与跨情境迁移获得暂定稳定。为此，本章选择司法证据学、神经可塑性研究与元认
知研究。三者分别从外部证明程序、经验依赖的学习过程与主体自我监控出发，给出互不
相容的启动答案。只有让冲突充分展开，认知改变才不会再次被写成一套静态方法。

二、概念清理：认知不是一个装在头脑里的答案
（一）认知至少包含五个相互回写的层次

本章所称“认知”不是知识数量，也不是孤立观点，而是判断在特定关系中取得行动
效力的整体配置。至少可以区分五个层次。第一是主张层 J，即主体当前认为何者为真、
可能或值得做；第二是证据层 E，即哪些观察、资料与他者证词被允许支持或反对主张；
第三是解释层 I，即证据与主张之间通过何种因果、分类和叙事连接；第四是行动层 A，
即判断怎样分配注意、选择任务、接近或回避情境；第五是反馈层 F，即行动后果能否返
回并修订 J、E与 I。认知固化往往不是 J永远不变，而是 I控制 E、A与 F，使所有变化都
被翻译为 J的安全材料。
表 1　认知形态的五个相互回写层次
层次 核心问题 典型载体 不可替代功能 固化时的失真

主张层 J 当前认为什么为
真、可能或值得做

命题、预测、价值
判断、信心水平

形成可陈述、可行
动的暂定判断

把有条件结论本质
化、跨情境化

证据层 E 哪些材料有资格支
持或反对主张

观察、数据、文
本、他者证词

约束判断并暴露信
息缺口

只准支持材料进
入，抬高反方门槛

解释层 I 证据为何支持这一
主张而非另一主张

因果模型、分类、
叙事与概括

连接事实、意义与
竞争假设

无限翻译反例、增
设例外

行动层A 判断如何分配注意
与选择

接近、回避、任
务、资源投入

使判断进入现实并
产生结果

由旧判断制造支持
自己的机会结构

反馈层 F 行动后果能否回写
前四层

结果记录、误差、
复盘、制度修订

使经验成为下一轮
判断条件

只记录成功，失败
被隔离或道德化

五层结构解释了为何“知道”常常没有改变。一个人可以在 J层复述“能力能够发
展”，却在A层继续避开高反馈任务；可以在 E层收集大量论文，却让 I层只接受支持自
我身份的结论；可以完成一次新行动，却切断 F向原判断的回写。新知识进入了系统，但
没有改变各层之间的权力关系。所谓认知突破必须至少涉及两层以上的联动，并最终改变
谁能解释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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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实、证据与解释不能相互冒充
事实是世界中发生或未发生的状态，证据是某项事实在特定争点下获得的证明功能，

解释则说明它为何支持某一主张而非另一主张。司法证据规则对关联性的处理尤其重要：
一项材料不是凭自身属性永远“相关”，而是因为它使某个待证事实相较于没有该材料时
更可能或更不可能[1]。同一条“本周三次没有完成任务”的记录，在“缺少基本技能”
“任务说明不清”“睡眠不足”或“公开评价引发回避”等竞争解释下，具有不同证明方
向。
把事实直接叫作证据，会掩盖争点；把证据直接叫作结论，则会取消推理。认知改变

的第一项纪律不是要求主体立刻放弃旧观点，而是迫使判断显露其连接环节：我观察到了
什么？我把它归入了哪一类？为何这一观察更支持旧解释而不是竞争解释？还有什么本应
出现却没有出现？这一显露使旧认知第一次从世界的自然面貌变成可分析的论证。

（三）“失效”不是删除，而是撤销默认优先权
旧认知失效不等于遗忘、否认过去或把旧判断证明为百分之百虚假。许多判断在原情

境中有过保护功能，也可能保留部分解释力。消退学习研究表明，新学习常常没有抹除旧
联结，旧反应可能在情境变化、时间间隔或压力增加时重新出现 [19]。因此，把认知突破
描述为“清除限制性信念”既不符合学习科学，也容易让旧反应复现被误解为个人意志失
败。

本章把失效严格定义为：一项旧解释失去无需举证的背景资格，不能再自动选择证据、
吞并反例或决定行动；它仍可作为竞争假设保留，但必须与其他解释承担对称的说明责任。
这个定义容许旧判断经过检验后重新胜出，也容许新判断只获得限定情境中的暂定效力。
真正改变的不是记忆库存，而是解释权限。

三、研究方法：三路径碰撞、内部推翻与机制重建
（一）为什么是三路径，而不是三份支持材料
司法证据学、神经可塑性研究与元认知研究面对的对象、证据标准和规范任务不同。

司法证据制度要在有限时间内兼顾求真、公平、权利与终局性，并不等同于日常认知的纯
粹真理搜索；神经可塑性描述经验如何改变功能与结构，不能从“能够被训练”推出“训
练后的判断更真”；元认知研究测量监控和控制质量，不能替代关于事实与价值的第一阶
判断。本章不把法律术语移植成心理治疗，不把脑变化神秘化为思想升级，也不把反思能
力当作一个居于错误之外的内部法官。

三路径型论文的任务是让三家对启动点给出互相施压的答案。司法证据学说，更新应
从合格证据与竞争性证明开始；神经可塑性研究说，只有信息而没有重复行动与反馈，旧
通道仍会在现实中占优；元认知研究说，若主体不能监控信心、策略和错误来源，外部证
据与训练都可能被错误使用。三者不能简单排成“先证据、再练习、后反思”的流程，因
为任一路径都可能先启动，也都可能截断另外两条路径。

（二）内部推翻：用每个学科自己的材料限制它
本章采用内部推翻，而不是从外部宣布某学科不够全面。证据法自身表明，关联性依

赖待证命题，证明力依赖竞争假设，裁判者还必须防止偏见、混淆和累积材料冒充证明
[1,3,9]；因此“增加证据”不能独立决定更新。神经可塑性研究自身表明，可塑性具有特
异性、强度、重复、时机、干扰与情境条件[16-17]，错误、恐惧和偏见同样能够被稳定；
因此“发生神经变化”不能独立证明认知改善。元认知研究自身则区分平均信心、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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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与元认知敏感性[27,30-31]，说明主体对自己的判断没有透明直达通道；因此“我
已经反思”不能独立证明反思可靠。
内部推翻后的共同问题不再是三种方法如何叠加，而是：如何改变证据、行动和监控

之间的解释权配置，使任一层都不能垄断失败的意义。本章的理论输出将是一套可被证伪
的发生机制，而不是“保持开放、勇于实践、经常反思”的品格清单。

（三）规范、机制与经验命题的分层
本章区分三类命题。第一类是规范命题，例如“重大判断不应让单一解释永久免于举

证”“认知干预不应剥夺当事人的决定权”。第二类是机制命题，例如“预先外显预测并
引入竞争解释，会降低旧解释事后吞并反例的空间”。第三类是经验命题，例如“完整七
步机制比证据告知或自由反思更能提高跨情境校准与行为迁移”。规范命题不能由脑成像
证明，机制命题不能只靠概念漂亮成立，经验命题也不能反过来决定终极价值。

这一分层使“解释权撤回”承担有限而明确的任务：它不是关于所有认知的形上学总
论，而是一个规范—机制性概念，用来解释在旧判断具有自我免疫能力时，为什么新信息
通常不足，以及什么程序有可能让更新真正开始。

（四）跨学科转译的合法性：六道约束
跨学科碰撞只有在转译可受审查时才具有理论价值，否则“证据法庭”“神经通道”

或“元层监控”都可能只是提高修辞强度的隐喻。本章为三条路径规定六道约束。第一是
对象守恒：必须先说明来源学科真正处理什么对象。证据法处理制度化裁判中的证明与程
序正当性，神经可塑性研究处理经验依赖的功能—结构变化，元认知研究处理监控与控制；
三者都不直接等于一个人完整的生命改变。第二是命题定级：规范命题、机制命题与经验
关联不得相互越级。法律上的正当不由脑变化推出，观察到神经变化也不证明一种解释更
真。

第三是最小结构转移：只转移能跨情境保持关系形式的部分。本章从证据法转移的是
“争点—证据资格—竞争解释—举证责任”的关系，而不是把当事人的内心变成法庭，也
不引入法官的强制裁决权；从可塑性研究转移的是“经验、重复、情境与迁移相互制约”，
而不是把复杂信念定位到某个脑区；从元认知转移的是“监控—控制需要外部校准”，而
不是假设头脑里有一个透明而中立的观察者。第四是桥接前提外显：任何转移都必须写出
中间推理。例如，由“证据证明力依赖竞争假设”转到“日常旧判断应承担对比性说明责
任”，还需要一个可争议的前提：高影响日常判断也会分配错误成本，并因此需要最低限
度的程序问责。

第五是判别性预测：被引入的学科若不能产生相邻理论没有的观察差异，就只具有启
发作用，不能构成解释增量。本章因此要求神经路径预测命题改变与行动改变之间的时滞、
旧反应的情境复归以及训练迁移的路径特异性；要求证据路径预测对称举证责任相较于单
纯增加信息的增量；要求元认知路径预测结果前记录相较于事后反思更能减少尺度漂移。
第六是反向约束：目标领域的失败必须能够迫使来源概念收缩。若日常判断并不存在可定
义争点，法学转译应停止；若行为变化无需重复、情境或反馈便稳定迁移，神经路径的必
要性主张应撤回；若外显记录只增加反刍而不改善校准，元认知程序应删减。六道约束把
跨学科材料从“为主张作证的资源”变成“同时限制主张的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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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法证据学的路径：让旧判断承担举证责任
（一）证据没有脱离争点的天然证明力
司法证据学首先纠正一种朴素认识论：只要事实足够多，正确结论便会自行显现。证

据分析始终围绕争点、待证命题、证据来源、推理链条与反方故事展开。安德森、舒姆与
特文宁把证据分析理解为对事实主张、概括性知识和推论网络的系统建构与批判 [3]。帕多
与艾伦进一步以最佳解释推理说明，司法证明经常不是孤立材料的机械相加，而是比较不
同叙事对全部证据的解释范围、连贯性与缺口[4]。这意味着一项新信息是否足以改变旧判
断，取决于它对竞争解释的区分力，而不仅是情绪冲击或数量。
可以借用似然比的对比结构表达这种区分力：对证据 e 与两个竞争假设H0、H1，关

键不是“e看起来多有力”，而是 e 在H1为真时出现的可能性，相对于在H0 为真时出现
的可能性有多大。本章不主张日常生活必须给出精确概率；法庭中似然比的使用本身也存
在建模、沟通与规范争议[6,10]。真正可迁移的是对比性提问：这一结果若旧解释为真是
否同样容易出现？若是，它就不能有效区分两种解释。

（二）关联、可采与证明充分是不同门槛
证据规则区分材料是否相关、是否可采、具有多大证明力以及整体上是否达到证明标

准。相关材料也可能因为不公平偏见、误导、混淆或无谓累积而被排除；专家意见则必须
面对可靠方法、充分事实基础及方法是否被可靠应用等审查[1-2]。这种分层对认知改变有
直接启发。一个强烈故事可以相关，却未必可靠；一百个同源转发可以数量巨大，却不构
成一百份独立证据；一次失败可以有证明力，却不足以支持“我永远不行”的总体结论。
日常认知常把这些门槛压缩成“我感觉它说明了什么”。结果是，生动性冒充证明力，

重复曝光冒充独立性，身份可信冒充方法可靠，结论一致冒充来源独立。司法证据学提供
的不是一把永远正确的法槌，而是一项去自然化操作：要求每份材料说明来源、关联路径、
替代解释和可能偏差，使旧判断不能只靠熟悉感继续胜诉。

（三）举证责任比“谁更自信”更重要
预设会分配举证责任。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 301 条对民事推定的处理区分提出证

据的责任与最终说服责任：推定可以迫使对方提出反驳材料，却不必然改变最终说服责任
的归属[1]。证明责任理论进一步表明，责任配置不仅分配错误风险，也影响何种证据差异
足以迫使判断继续前进[5]。本章不把这些规则直接当作心理法则，而借其结构说明认知固
化：旧判断往往享有事实上的推定地位，新解释必须提供完美证据，旧解释却可以依靠
“大家一直这样认为”“过去都如此”继续存在。
解释权撤回首先改变这种不对称。它不立即把说服责任全部交给新解释，也不因出现

一个反例便宣布旧判断败诉；它只撤销旧解释无需回应的特权。旧解释必须说明自己如何
处理反例、为何排除竞争解释、何种结果会使其修订。新解释同样承担证明责任。认知突
破由此不是从一个独断跳到另一个独断，而是从单方免证进入对称竞争。

（四）对抗程序的价值与局限
司法证明通过双方提出材料、交叉询问、公开理由和中立裁决来暴露单一路径的盲点。

目击证人研究尤其显示，记忆会受识别程序、事后信息和信心反馈影响，人的真诚确信并
不能保证准确；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因此建议改进双盲列队、即时记录信心水平和司法说
明等程序[7]。其核心不是怀疑所有证人，而是承认认知可靠性部分来自程序，而不只来自
个人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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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抗制也可能奖励修辞、资源与策略，法律还必须在有限期限内作出终局决定。
日常认知若机械复制“辩论”，可能使主体只学会为两边寻找论据，或者让表达能力强者
垄断裁决。因此，本章只保留三项结构：竞争解释必须真实存在，反方材料须获得呈现机
会，结论必须说明为何在当前证据下暂定。最终目标不是赢得辩论，而是降低任何解释对
失败的免疫性。

五、神经可塑性研究的路径：让新判断进入行动与重复
（一）认知稳定不是纯粹命题稳定
从赫布关于共同活动神经元连接变化的经典假设，到长时程增强、感觉皮层重组和人

类训练研究，神经科学不断表明经验能够改变突触效能、功能表征和结构特征[11-17]。伦
敦出租车司机的空间导航经验与海马结构差异相关，杂耍训练前后的纵向影像也观察到与
训练相关的灰质变化[14-15]。这些研究不能证明任何复杂信念都对应一块可定位的脑区，
却足以推翻一种简单想象：认知改变只是同一神经主体在不改变自身组织的情况下替换一
句话。
日常判断总与注意习惯、身体预警、行动序列、奖惩历史和情境线索纠缠。一个人说

“公开发言很危险”，其中既有命题，也有看到听众时的生理反应、回避动作、回避后的
即时轻松以及长期失去练习机会的后果。若只在安静环境中把命题改写为“我可以”，真
正遭遇听众时，旧通道仍可能凭速度、熟悉性和即时强化取得行动权。新判断必须进入足
够具体的任务，生成与旧预期不一致而又可承受的反馈。

（二）可塑性是内容中性的，不天然站在真理一边
“大脑具有可塑性”常被误写为励志口号，仿佛重复就必然使人进步。可塑性研究恰

恰要求更谨慎。克莱姆与琼斯总结的经验依赖原则包括使用、特异性、重复、强度、时机、
显著性、年龄、迁移与干扰[16]。这些原则说明，系统会对被反复执行和强化的活动发生
适应，但并不裁决活动是否正确、公正或值得。反复回避能够让回避更自动，反复在同温
层中寻找材料也能够让偏见更流畅。

因此，神经变化不能担任认知真理的替代指标。即使脑成像显示训练相关差异，也不
能单独证明解释更准确；没有观察到宏观结构变化，也不能证明认知没有改变。本章只从
可塑性研究提取一个机制限制：若新判断从未改变注意、行动与反馈的重复模式，它难以
在现实竞争中取得稳定效力；若训练内容缺乏证据约束，所谓重塑可能只是错误自动化。

（三）预测误差为何必须通过行动制造
联结学习和强化学习研究把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视为学习的重要驱动力。

舒尔茨、达扬与蒙塔古关于奖赏预测误差的研究，把多巴胺神经元活动与预期—结果差异
联系起来[20]；尼夫与舍恩鲍姆同时提醒，预测误差信号的神经实现和功能解释远比一个
统一公式复杂[21]。对本章而言，重要的不是把所有认知化约为多巴胺，而是承认：没有
具体预期，就没有可辨认的误差；没有进入能够产生结果的行动，反思只能在想象内部循
环。

这也是为什么“告诉自己不要害怕”常常弱于一次经过设计的可反馈行动。抑制性学
习取向的暴露研究强调预期违背，而不只追求当场焦虑下降[22]。主体在行动前写明“如
果我在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所有人会否定我”，行动后记录实际反应，才能把模糊恐惧
转化为区分性反馈。若行动前没有预测，任何结果都可被事后改写；若任务过大导致压倒
性失败，旧判断又会获得强烈强化。行动设计因此既是认识论问题，也是剂量与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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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学习不等于旧学习消失
记忆再巩固研究提示，记忆在提取后可能进入可修改状态；纳德、沙夫和勒杜在动物

恐惧记忆研究中显示，提取后的再巩固依赖蛋白质合成 [18]。但从实验动物的特定恐惧记
忆直接推到复杂人生信念可以被一次“改写”，属于越界。更稳妥的结论来自消退与情境
研究：新学习常与旧学习并存，其表达受情境控制，旧反应可能复燃、更新或自发恢复
[19]。

这对认知突破具有决定性意义。旧认知失效不能以一次成功体验为终点，也不能把复
发解释为此前改变虚假。新解释需要在不同时间、关系、压力和任务条件中被重新调用；
同时要保留复发记录，用来发现哪些情境仍由旧通道控制。所谓“认知再发生”不是把旧
我清空，而是使新判断逐步获得更广的情境管辖权。

（五）神经路径的四项独特预测及其限度
若神经可塑性在本章中不只是“行动也很重要”的一般提醒，它必须提供能够与纯命

题更新相区分的预测。第一是命题—行动时滞预测：主体可以先在主张层真诚接受新解释，
信心评分也已下降，但反应时、注意偏向、回避启动或压力下选择仍按旧模式运行；只有
经过多轮可反馈实践，这种差距才应缩小。若一次告知便使所有层次同步且稳定改变，神
经路径在该任务中没有增量。第二是情境复归预测：在训练环境中形成的新反应，进入未
训练关系、高压力或时间延迟条件后可能减弱，旧反应重新取得表达优势；这不是“内心
其实没变”的证明，而是新旧学习受情境控制的可检验结果[19,22]。

第三是剂量—变异性预测：在总练习量相近时，经过间隔并分布于不同线索、关系和
难度的练习，应比单一情境中的密集重复产生更高迁移；若只是增加同质次数，熟练可能
只属于原任务。第四是路径特异性预测：训练收益应首先出现在被实际调用的表征、策略
和任务附近，不应据局部变化推断人格、一般智力或所有领域都获得提升。经验依赖可塑
性的特异性、重复、干扰与迁移原则为后两项提供机制约束 [16-17]，但它们仍需在本章所
研究的复杂判断中独立检验。

真实世界的纵向材料能够加强这一限制。伍利特与马奎尔从训练开始追踪伦敦出租车
司机学员：数年后，取得资格者与未取得资格者及控制组在空间知识和海马结构变化上呈
现不同轨迹[57]。该研究比既有司机的横断面差异更能排除“本来就不同”的简单解释，
却仍不能证明训练引起的任何脑变化都等于判断更真实，也不能把空间导航结果直接推广
到身份或价值信念。它所支持的严格结论是：长期、任务特异并达到行为标准的现实实践，
可能与可观察的功能和结构变化共同发生；它为“新认知必须进入持续行动”提供可行性
证据，而不是提供真理印章。

六、元认知研究的路径：让判断看见自己的生成过程
（一）监控与控制构成元认知的基本回路
弗拉维尔把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任务目标和策略行动纳入同一监控框架[25]。

纳尔逊与纳伦斯进一步区分对象层与元层：对象层执行学习、记忆或判断，元层通过监控
获得有关对象层的信息，再通过控制决定继续、终止、改变策略或分配时间[26]。这一结
构说明，认知改变不仅需要新的第一阶内容，还需要主体察觉“我是依据什么作出判断、
当前信心多高、策略是否有效”。
若没有元认知，主体可能把熟悉当掌握，把费力当无能，把一次流畅回忆当长期记住。

教育研究中，检索练习、分散学习等有效技术常常不如反复阅读主观流畅，因此学习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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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分配时间[28,32,50]。元认知的不可替代贡献是把判断过程转化为可观察对象，使
“我知道”分解为准确率、信心水平、错误类型和策略后果。

（二）信心、校准与分辨率不能混为一谈
元认知研究区分至少三项指标。平均信心反映主体整体倾向多自信；校准关注某一信

心水平与实际正确率是否匹配；分辨率或敏感性关注主体能否在多次判断中把正确与错误
区分开。元认知意识量表等工具尝试把知识与调节维度操作化[29]，但自陈意识仍不能替
代任务表现。弗莱明与刘以及信号检测取向的研究指出，高信心可能伴随很差的元认知敏
感性，低信心也不等于谦逊或准确[30-31]。因此，把“敢于怀疑自己”当作认知成熟，仍
然可能误判。
解释权撤回需要可操作的元认知记录。主体不只写下结论，还要在行动前标注信心和

预测范围，行动后比较哪些高信心判断失败、哪些低信心判断成功。长期看，真正重要的
不是信心普遍下降，而是信心开始追踪证据质量。认知突破不要求人永远不确定，而要求
确定程度能够对准确性负责。

（三）元认知不是透明内省
科里亚特的线索利用模型表明，学习判断依靠任务内在线索、外部条件和主观记忆线

索，而非直接读取记忆强度[27]。主观流畅、熟悉、投入时间等线索有时有效，有时会系
统性误导。尼斯贝特与威尔逊关于心理过程报告的研究也提示，人对影响自身判断的过程
可能缺少直接通达，却能生成听起来合理的解释[37]。因此，“我认真反思过”只说明产
生了反思叙事，不能保证叙事捕捉了真实因果。
元认知甚至可能放大旧认知。启发式能够在不确定条件下高效压缩判断，也会让可得

性、代表性与锚定系统性偏移概率评估[36]；高语言能力者又能为既有立场制造更多理由，
动机性推理让证据评价朝期望结论偏转[34]，推理还可能承担为群体立场辩护的论证功能
[47]。理性思维因此不能由智力、自信或反思频率单独代理，而应检验主体是否能克服吝
啬加工、忽视替代模型和信念偏差[48]。若反思不受外部记录、竞争解释和行动反馈约束，
它会从自我纠错变成自我代理律师。元认知的正确位置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一个同样需要
证据审查的监控节点。

（四）外部化是元认知可靠化的关键
主体在结果出现前写下判断、理由、信心与失败条件，可以减少事后聪明；把记录交

给可信他者审查，可以暴露遗漏；在多轮任务中计算信心—准确率关系，可以阻止一次感
悟冒充稳定能力。超级预测研究显示，分解问题、更新概率、团队讨论和持续反馈与更高
预测表现相关[39]；去偏训练研究也发现，具有练习和个性化反馈的干预可产生比单纯讲
解更持久的效果[38]。这些结果不证明任何固定程序普遍有效，却支持一个方向：元认知
必须被制度化，而不能只作为内在态度。

因此，本章把元认知从“思考自己的思考”推进为“使判断留下可回看、可比较、可
反驳的轨迹”。一旦轨迹外显，旧解释便更难修改过去预测、选择性记住成功或把所有结
果解释成自己原本就知道。

七、三家冲突：认知改变究竟从哪里开始
（一）三种启动主张互不等价
司法证据学认为，若没有可靠、相关且具有区分力的材料，改变只是暗示或服从；神

经可塑性研究认为，若没有进入具体行动、重复和情境，正确材料只停留在陈述层；元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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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研究认为，若没有监控与控制，行动者无法识别自己是在学习、偶然成功还是重复偏差。
三者分别把证据、行动和监控置于发起位置，却都会遭遇反例：合格证据可能被拒绝，重
复行动可能训练错误，精细反思可能生成合理化。
表2　三条认知改变路径的冲突、贡献与限度
路径 启动主张 不可替代贡献 单独运行的失败 不能独自裁决

司法证据学 从证据资格、争点
与举证责任启动

建立竞争解释、对
称标准与公开理由

合格证据仍可被拒
绝，程序也会受资
源与修辞影响

判断如何成为稳定
行动及主体是否真
正承担

神经可塑性 从重复行动、预测
误差与情境反馈启
动

揭示命题之外的神
经—行为通道和迁
移条件

可塑性内容中性，
重复也能强化错
误、恐惧与偏见

新判断是否为真、
是否正当及谁应承
担风险

元认知 从监控信心、策
略、错误与控制启
动

使判断过程外显并
改善校准与策略分
配

内省不透明，反思
可能成为动机性合
理化

第一阶事实真假及
外部行动是否具有
区分力

三条路径不能被固定排序。医疗判断可能必须先由证据资格启动，焦虑回避可能需要
安全的行动经验先启动，学习策略问题可能由元认知记录先启动。真正重要的不是寻找一
个普遍第一步，而是任何起点都必须最终接通另外两条路径。证据若不进入行动，不会改
变现实选择；行动若不接受证据约束，可能只是强化；监控若不被外部反馈校准，可能只
是叙事。

（二）共有前提：有一个稳定信念等待被更新
三家虽然冲突，却容易共享一个隐蔽前提：认知像头脑中的档案，证据提供新材料，

神经训练改变存储强度，元认知管理员决定是否改档。这个前提仍把判断者、判断内容和
世界关系分离。它解释不了为什么同一事实在不同争点下成为不同证据，为什么行动改变
的不只是信念强度而是可见机会，为什么元层本身会被对象层的情绪、身份和习惯塑造。

各学科的内部材料已经推翻这一前提。证据的关联性由命题关系构成；可塑性显示判
断者的反应组织随实践改变；元认知显示监控依赖线索且能够失真。认知更新因而不是一
个固定主体操作一个固定对象，而是主张、证据、解释、行动、反馈与监控关系的共同变
化。旧认知之所以顽固，并非它作为物品太硬，而是它已经取得组织这套关系的权力。

（三）承重判断：先撤回垄断，再谈更新方向
由此，本章提出承重判断：认知突破不能只靠增加证据，也不能只靠重复行动或提高

反思；它必须先让旧解释失去自动获胜的权力，再使竞争解释在可区分行动中接受反馈，
并让反馈回写判断者自身。这里的“先”主要是逻辑优先，不一定是时间上的第一动作。
一个行动练习也可以实际启动撤权，只要它预先规定旧解释不能怎样吞并结果。

这一定义比“保持开放”更严格。开放可以只是愿意听，却不改变举证责任；撤权则
要求旧解释公开失败条件。它也比“证伪旧观点”更谨慎，因为旧解释失去推定地位，并
不意味着任何新解释自动为真。认知突破首先建立一个旧答案不能独占的判断空间，之后
才可能发生方向明确的新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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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旧解释如何维持统治：四项特权与五种反证吞并
（一）证据选择权：只让可吸收的事实进入
旧解释的第一项特权是决定看什么。确认偏误并非单一错误，而是一组在搜索、生成

假设、记忆和评价阶段偏向既有判断的过程[35]。人会主动接近支持性材料，对反方要求
更高方法标准，在回忆中优先提取一致案例。平台推荐、群体交往和职业分工还会把这种
倾向制度化，使主体诚实地相信自己“已经看过很多证据”，却没有接触能够区分竞争解
释的材料。
选择权最隐蔽之处在于，缺席材料不会以“我被遗漏了”的形式出现。父母只记录孩

子被提醒后的拖延，不记录任务是否明确、前一晚睡眠和自己何时提前接管；创业者只记
住明确拒绝，不记录对方是否理解产品、是否属于目标人群以及沟通后是否同意后续联系。
旧认知通过管理样本，提前管理了结论。

（二）意义翻译权：把反例改写成支持材料
第二项特权是决定材料意味着什么。若一个被认为“没有主动性”的学生自行完成项

目，旧解释可以说他只是为了分数；若他没有完成，则说明果然缺乏主动性。无论结果如
何，解释都获胜。波普尔以可反驳性批评能够容纳任何结果的理论[43]，但日常判断比形
式理论更灵活：它不必公开宣布不可反驳，只需在每次反例出现后增加一个局部理由。

这种事后翻译形成“反证吞并”。其危险不在于所有辅助假设都不合理；科学和生活
判断本来就需要背景条件。危险在于辅助解释只在失败后出现、没有独立证据、不给出新
的预测，并且永远朝保护旧判断的方向工作。解释越丰富，判断反而越不承担风险。

（三）例外设置权：把失败无限局部化
第三项特权是把一致结果概括为本质，把不一致结果降格为例外。学生十次失败被概

括为“能力差”，两次成功被解释为题目简单；一个新生活方式出现短期不适便被总体否
定，旧方式的长期代价却被视为背景常态。这里不是简单的统计错误，而是类别权力不对
称：谁有权进入“本质证据”，谁只能留在“特殊情况”。

例外当然必要。一次异常测量不应推翻成熟判断，单一案例也不能取代总体证据。解
释权撤回并不禁止例外，而要求例外具有预先规则：什么条件构成测量错误，多少次独立
复现后不能再叫偶然，在哪些情境中结论只应局部成立。没有边界的例外是免疫装置，有
边界的例外才是模型条件。

（四）身份保护权：把判断失败变成自我受审
第四项特权来自认知与身份耦合。当“这个方法可能错”被体验成“我不是一个好老

师”，“这项业务判断需修订”被体验成“我没有价值”，证据审查便转化为存在防御。
认知失调理论说明，不一致会产生压力并推动一致性恢复[46]；动机性推理研究进一步揭
示，结论偏好能够影响信息搜索与评价[34]。此时，提供更多证据可能增加威胁，迫使主
体生成更复杂的防御。
身份保护不是个人虚荣的简单结果。组织奖励、家庭角色、专业资格和群体忠诚都可

能把承认错误与失去地位绑定。若教师承认旧教学无效就意味着完全失去权威，若父母改
变判断就被解释为过去全错，若管理者修订战略会立刻受罚，系统就在激励人维持错误。
认知干预若只要求个人“放下自我”，会掩盖制度如何惩罚更新。
解释权还可能直接分布在社会关系中，而非藏在个体内部。弗里克所区分的证言不正

义与诠释不正义表明，一名说话者可能因身份偏见而被系统性降低可信度，也可能因为共
同体缺少表达其经验的概念资源而无法使经验成为公共证据[58]。梅迪纳进一步把抵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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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对知识生产习惯、可信度配置和社会想象的共同改造 [59]。据此，一个人的“旧认
知”有时不是他自己的固执，而是机构已经决定谁的痛苦算材料、谁的词汇才专业、谁的
反例可以进入记录。解释权撤回因而不意味着把所有证词等量加权；它首先恢复被预先取
消者的陈述资格，公开可信度折损的理由，并让拥有分类权和记录权的一方承担问责。若
只训练弱势者调整想法，却不改变证言进入程序的条件，认知突破就会退化为适应不公。

（五）五种反证吞并方式
四项特权通过五种常见操作吞并反证。第一是偶然化：不一致结果被说成运气。第二

是道德化：提出反例的人被判为懒惰、敌意或不忠。第三是延期化：承诺未来会证明旧解
释正确，却不给截止点。第四是尺度漂移：原预测失败后更换成功标准。第五是层级转移：
具体事实被推到不可检验的宏大理由，例如“表面失败正说明更深层有效”。这些操作并
非总是错误，但当它们只保护单一方向且不产生新预测时，解释垄断已经形成。
可以把这一循环概括为：旧判断选择材料，材料经旧解释翻译，行动按旧判断收缩，

收缩造成同质结果，结果再被用来证明旧判断。主体最终不是“拥有一个消极认知”，而
是在循环中被不断显露为旧判断所描述的人。

九、解释权撤回：认知突破的最小启动单元
（一）概念定义

本章把解释权撤回定义为：当一项既有解释持续控制证据选择、意义翻译、例外设置
与身份保护，且对高区分度反例缺乏预先规定的响应时，暂时取消其默认推定地位，使其
与至少一个竞争解释共同公开预测、接受对称证据标准、进入可反馈行动，并依据结果承
担保持、限缩、修订或退出的责任。

定义包含六个必要条件。第一，不等于宣布旧解释虚假，撤回的是默认权而非存在权。
第二，必须有真实竞争解释，不能只把旧说法改成同义句。第三，证据标准尽量对称，支
持旧解释与支持新解释的材料接受相近审查。第四，行动具有区分力，结果在不同假设下
应产生可辨差异。第五，更新规则前置，避免结果出现后随意换尺。第六，结论保持暂定，
新解释也不能因打败旧解释而获得永久免疫。

（二）撤回的对象不是“解释能力”，而是“解释特权”
人不能停止解释。任何记录、实验与对话都需要概念，所谓“只看事实”本身也包含

分类。解释权撤回不是把主体变成没有前理解的摄像机，而是取消某一解释的单边司法权。
旧解释仍可提出证据、质疑方法、限制结论范围，甚至在比较后重新成为最佳解释；它不
能再独自规定反方何时有资格进入。

这一区分防止认知突破滑向自我否定。一个人无需把过去全部判错，也不必把每个直
觉视为偏见。撤权只问：这项解释是否承担与其影响力相称的证明责任？若它决定重要健
康、教育、关系或职业行动，却没有失败条件，其权力便超过了依据。

（三）解释权撤回与相邻理论的差异
理论原创性不能靠换一个名称成立，必须说明在相同资料下，新概念究竟比近邻理论

多预测什么。解释权撤回与贝叶斯更新共享“证据应改变相对支持度”，但贝叶斯模型通
常把假设集合、证据编码与条件概率当作建模输入；本章所处理的恰是输入之前的管辖问
题：谁能进入假设空间，谁定义一条经验属于何种证据，为什么支持旧说的材料享有较低
门槛[6]。因此其独特预测不是“主体会不会更新概率”，而是：在信息量与似然提示相近
时，若先改变证据准入和举证责任的不对称，校准与反例保存将优于只要求概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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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M信念修正理论以扩张、收缩和修订刻画逻辑封闭信念集如何在最小改变原则下
响应新命题[51]。它精确处理一致性、保留与认知根深度，却不直接描述信念根深度如何
由身份惩罚、身体回避、制度权威和选择性记录共同生产。解释权撤回不与 AGM竞争形
式逻辑，而预测：即便两个主体遵循相同修正规则，拥有不同证据准入权与异常命名权者
仍会形成不同更新轨迹。若把权力、情境和行动变量加入后，AGM式模型已能无剩余地
解释这种差异，本章概念便应退回为应用性补充。

库恩的范式理论同样揭示，异常并不在中性背景中直接迫使旧框架退出，什么算问题、
证据和合格解答本就由范式组织[44]。解释权撤回与之共享“观察条件也会变化”，但把
分析尺度下移到可重复观察的微观程序，不要求先出现共同体范围的危机或范式不可通约。
其可检验差异是：尚未发生总体世界观转换时，仅通过证据准入、失败规则和行动反馈的
重新配置，也可能降低局部判断的垄断；若局部程序变化始终只能由更大范式转换解释，
本章的独立尺度便不成立。

预测加工把知觉与行动理解为分层生成模型对预测误差的持续调节，主动推断则强调
行动会改变取样，以实现预期状态[52-53]。这与本章的“行动制造反馈”十分接近，但预
测误差最小化本身不回答哪些误差应获得规范优先权，也可能通过改变取样来回避反例。
解释权撤回增加的判断是：相同误差幅度在不同程序权力下不会产生相同更新；只有结果
前的失败规则和反方资格得到保护，误差才不易被旧模型重新编码。
认知行为治疗中的行为实验与本章最为接近：二者都把信念转化为预测，设计活动并

比较结果[54]。差异不在于本章拥有一种全新技术，而在分析单位和成功条件。行为实验
通常嵌在共同形成的临床个案概念化中；解释权撤回则把家庭、教育、组织和平台中的举
证责任、证言资格与制度惩罚一并纳入，并允许旧解释经检验后重新确认。抑制性学习进
一步解释旧联结与新联结并存、情境更新和预期违背[22]，却不单独决定哪种证据有资格
进入，也不裁决谁有权定义“违背”。一般去偏训练针对已知启发式并可改善特定判断
[38,40]，但若旧解释通过身份和制度控制任务定义，识别偏差不等于撤销其管辖权。
六类近邻的严格差异见表 3。若未来研究发现，在加入相同的证据、行动、身份和权

力变量后，任一近邻模型都能同等预测本章的主要终点，且解释权撤回不提供增量效度或
更清晰的失败条件，就没有理由把它保留为独立理论概念。
表 3　解释权撤回与六类近邻理论的判别矩阵
近邻理论 主要分析对象 既有解释力 尚未充分处理 本章独特预测

贝叶斯更新 先验、似然与后验
支持度

形式化证据对竞争
假设的相对支持

假设准入、证据编
码与门槛由谁决定

信息量相近时，先
纠正准入与举证不
对称者校准更佳

AGM信念修正 逻辑封闭信念集的
扩张、收缩与修订

一致性、保留原则
与最小改变

根深度如何被身
份、身体、制度与
记录生产

修正规则相同而程
序权力不同者仍呈
不同更新轨迹

预测加工／主动推
断

生成模型、预测误
差与行动取样

知觉—行动循环及
误差调节

哪些误差应优先、
反方资格与规范问
责

误差相同但失败规
则不同，会产生不
同的反证保存

CBT行为实验 个案概念化中的信
念、预测与行动

以行为检验认知并
生成替代解释

临床之外的证言资
格、制度惩罚及旧
说重认

权力不对称高时，
仅做行为实验不足
以形成迁移

抑制性学习 新旧联结并存、预
期违背与情境控制

解释复归、更新、
泛化及暴露设计

证据资格、举证责
任与谁定义“违
背”

程序撤权影响相同
预期违背能否回写
主张

89



近邻理论 主要分析对象 既有解释力 尚未充分处理 本章独特预测

一般去偏训练 已知启发式和判断
偏差

识别偏差并以练习
反馈改善特定决策

旧解释对任务定
义、身份和制度的
控制

基线垄断高者需改
变程序权力，单纯
识别偏差不够

它也不同于一般“成长型思维”。成长型表述若成为新口号，可能要求个体把结构障
碍解释为努力不足。解释权撤回既能撤销“能力固定”的垄断，也能撤销“只要努力就能
成功”的垄断；它不保证乐观结论，只保证任何高影响解释必须接受区分性检验。

（四）三种正当结果：推翻、限缩与重新确认
撤权后的结果不只一种。第一是推翻：旧解释在关键预测上持续失败，竞争解释显著

更能解释并指导行动。第二是限缩：旧解释在某些情境有效，但不能再被当作跨情境本质
判断。第三是重新确认：在对称标准与真实竞争下，旧解释仍表现最佳。第三种结果尤其
重要，否则“突破”会预先规定必须改变结论，解释权撤回本身就成为新垄断。
认知成熟不以观点变动频率衡量，而以观点和依据之间的可问责关系衡量。一个结论

保持不变，可能因为拒绝反例，也可能因为经受了更严格检验；一个结论快速变化，可能
因为开放，也可能因为权威暗示和社会压力。撤权程序关注的是判断如何取得、如何保持
以及如何失去效力。

十、一条被漏掉的祖宗：统治理论与多重工作假说
本章第九节第三小节已与贝叶斯更新、AGM 信念修正、范式理论、预测加工、行为

实验与去偏训练六家划界。但最直接的那一条占位者比这六家都早，本章正文完全没有出
现，须补上。
（一）它说了什么
一八九〇年，钱伯林在《科学》上提出「多重工作假说方法」，副标题即写明其目的：

借此可以避开「对一个偏爱的理论所生的父母之爱」所带来的危险。他描述了一条退化路
径：一个仓促的解释先成为试探性理论，再成为被采纳的理论，最后成为统治理论；到了
最后这一阶段，除非它碰巧为真，取得最好结果的全部希望都已丧失。他把这一退化的根
本缺陷命名为「智识亲缘的偏私」，并指出即使采用「工作假说」也不足够，因为假说同
样极易变成一个支配性观念。他给出的解法是：研究者应当同时抚养一族假说，并因其对
全体的亲缘关系而被禁止把感情过度系于其中任何一个。

必须如实承认：本章第八节所写的「四项特权与五种反证吞并」，其内核就是钱伯林
所说的统治理论；本章第九节把撤回定义为「取消其默认推定地位，使其与至少一个竞争
解释共同公开预测、接受对称证据标准」，正是多重工作假说方法的程序化表述。「解释
权撤回」不能声称发现了一个新现象；它至多是给一件一百三十五年前就被命名的事情配
上了一套可取值的程序。
（二）分离线
分离线落在权力与准入这一层，而且只有这一层。钱伯林的方法是一条个人认识美德

的处方：研究者应当自我训练，以免爱上自己的孩子。他的整套论述假定假说空间对提出
者开放——一个研究者只要愿意，就可以再想出几个假说。本章处理的恰是这一假定不成
立的场合：谁能进入假设空间、谁定义一条经验属于何种证据、为什么支持旧说的材料享
有较低门槛。判决性对照：给同一批判断者提供同等的假说生成训练与同等的信息量，一
组同时改变证据准入与举证责任的不对称，另一组只做假说生成训练。按钱伯林，两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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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等改善；按本章，只有前一组会在反例保存与迁移上改善，后一组会生产更多假说而
更新轨迹不变。这是两套主张可在同一实验中裁决的地方，也是本章唯一不被吸收的位置。
若实验显示两组无差别，本章应退回为多重工作假说方法的一种现代实施格式。

它反过来削弱了本章什么：钱伯林的方法有一个本章没有的优点——它不需要任何制
度安排即可由个人立即执行。本章的撤权程序要求对称证据标准、前置更新规则、可反馈
行动，其中至少两项在个人独自判断时无从落实。因此本章必须承认一条适用限制：在没
有第二个判断者的场合，本章能提供的不比钱伯林多，甚至更少，因为本章的核心机制在
那里失去承载。这一条应写进第十九节的适用边界。
（三）另三条应补的近邻
第一，普拉特的「强推论」把钱伯林的方法接续为一套具体步骤（列出替代假说、设

计能排除其中若干的关键实验、执行、循环），并主张学科进步速度的差异主要来自是否
系统地这样做。本章的七步机制与之最近，分离线仍在同一处：强推论假定实验者有权设
定关键实验。

第二，教育研究中的概念转变模型主张，新概念要取代旧概念，需先使旧概念变得不
能令人满意，再使新概念可理解、可信、有成效。这条与本章「让旧认知失效」几乎同名，
但其失效标准落在学习者的主观满意度上，本章落在程序权力上。判决性对照：一个学习
者对旧概念高度不满、且新概念可理解可信，而在其所处的评价制度中旧概念仍是唯一被
计分的答案。按概念转变模型，条件已备；按本章，解释垄断未撤，行为迁移不会发生。

第三，对抗性合作要求争议双方在收集数据前共同商定何种结果算谁赢，这是本章
「更新规则前置」这一必要条件的现成制度形式，本章未引，应当补。

十一、七步机制：旧解释怎样失去自动胜利权
（一）第一步：外显旧判

第一步不是劝人谦虚，而是把旧判断写成能够失败的形式。至少记录主张、适用范围、
当前信心、主要依据、未来预测和可能修订条件。例如，“我没有公开表达能力”应转化
为：“在未来四次五分钟的小组汇报中，我预计至少三次会因无法组织语言而中断超过十
秒，并且听众不能复述核心观点；当前信心 80%。”外显不是为了把生活伪装成实验室，
而是阻止判断在结果出现后改变原意。
模糊判断通常不会失效，因为它可以移动。“我不适合创业”既可指不喜欢销售、短

期没有成交、无法承担波动，也可指道德上不认同某种方式。不同含义需要不同证据。外
显旧判使情绪性总评变成有限主张，也让主体发现：自己原以为在陈述事实，实际混合了
预测、价值与身份。

（二）第二步：分离观察、推断与评价
第二步建立三栏记录：发生了什么，如何解释，我对此作何评价。“客户说暂时不考

虑”是观察；“他认为产品没有价值”是推断；“我被拒绝说明我不适合”是身份评价。
三者可以有关，却不能互相替代。事实底稿应尽量保留时间、行为、原话、情境和缺失信
息，同时标记资料来源与可靠程度。

这一分离借鉴证据分析对事实命题和推理链的区分[3,8]。它不会产生中立真空，但能
暴露认知跳跃。很多旧认知并非被事实直接支持，而是在观察与本体判断之间省略了多个
可争论环节。

91



（三）第三步：引入能够冒险的竞争解释
竞争解释不能只是“也许不是这样”。它必须解释现有材料，并对未来结果作出不同

预测。学生连续不交作业，竞争解释可包括技能不足、任务启动成本过高、评价威胁、时
间结构混乱或任务意义薄弱。若所有解释都预测同一结果，就无法比较；若解释数量无限，
行动也会瘫痪。实践中通常保留两至四个可操作假设，并明确每个假设最希望看到什么证
据、最害怕看到什么证据。
“考虑相反观点”能降低部分判断偏差[40]，但机械站到反面可能只制造形式平衡。

高质量竞争解释应具有独立来源、明确机制和区分性预测，而不是为了显得开放临时编造。

（四）第四步：设计高区分度、低伤害的行动
行动的目标不是立刻成功，而是让不同解释产生不同结果。若判断“学生不学是因为

懒惰”，可以在相近难度下改变任务清晰度、反馈延迟或选择空间，观察启动时间与持续
性；若所有条件同时改变，即使结果改善也无法判断机制。因果推断要求区分观察关联、
干预结果与反事实比较[45]，日常微型行动不能达到严格实验的识别强度，却仍应尽量避
免把共同变化误作单一机制。行动规模应足以产生信息，又不能把失败成本推给脆弱者。
健康与心理问题尤其需要专业评估，不能把冒险称为认知实验。
区分度可用对比问题检查：若 H0 与H1都为真，这个结果是否同样容易出现？只有

两者预测分离，行动才产生认知价值。行动前还应确定停止标准、风险边界和需要外部支
持的条件。

（五）第五步：记录预期差，而不只记录成败
结果出现后，比较的不是“有没有成功”，而是预测与结果的具体差。可以把第 t次

行动的预期记为 P(t)，实际结果记为 O(t)，以 δ(t)=L[O(t),P(t)]表示差异；L不是固定数
学公式，可以是分类误差、时间差、程度差或叙事不一致。预测误差越大，不自动意味着
旧解释越错，因为测量误差、执行偏差和偶然性仍需审查；但若高质量、相对独立的差异
反复出现，旧解释必须承担更新责任。
记录还要包括未出现的结果。例如，一个人预测“如果不立即催促，孩子整晚不会开

始”，结果孩子晚了二十分钟但自行开始。若只记录“仍然晚”，旧解释会胜出；若保留
“自行开始”这一原本预测不会出现的事件，反馈才具有区分力。

（六）第六步：阻断反证吞并
这一环是整套机制的承重处。结果出现后，逐项检查是否发生偶然化、道德化、延期

化、尺度漂移或层级转移。任何新增辅助解释必须回答：它是否有独立证据？是否在结果
前提出？能否产生下一轮不同预测？若不能，它只能暂记为可能性，不能立即恢复旧解释
的默认权。
阻断不等于禁止解释复杂性。真实世界存在交互作用，单因模型常会失败。这里限制

的是单向弹性：旧解释可以无限增加条件，新解释却被要求一次完美。对称标准要求双方
都说明异常、代价和适用边界。

（七）第七步：形成暂定新判，并以新判重新行动
完成比较后，结论可以保持、限缩、组合或替换，但必须标注适用情境、信心水平与

复审时间。例如，“我完全没有表达能力”可重组为：“在无准备、面对陌生大群体时，
我的表达会明显受阻；在提前列出三点并进行两次五分钟练习后，信息传达已可完成。下
一阶段检验是否能迁移到现场提问。”新判断没有把能力写成固定实体，而把表现放回条
件与训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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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判断必须重新进入行动。若它只在复盘文字中存在，旧通道在真实情境中仍占优。
行动也不能退化为无目标重复：专业能力研究强调有目标、带反馈、持续校正的刻意练习，
而不是机械增加时长[49]。七步因此形成循环：暂定判断产生下一轮预测，新的行动扩展
或收缩其适用范围。认知改变不是一次裁决，而是判断关系获得持续校准能力。
表 4　解释权撤回的七步发生机制

步骤 核心操作 可观察证据 主要失败风险

1 外显旧判 写明范围、信心、依据、
预测与失败条件

结果前保存的主张版本和
预测表

把旧判改写成容易击败的
稻草人

2 分离层次 区分观察、推断、评价及
资料来源

事实底稿、推理链与未知
项

假装存在无解释的绝对中
立事实

3 引入竞争 保留二至四个机制与预测
真正不同的解释

各假设的支持项、危险证
据和分歧预测

形式列举，所有解释实际
预测相同

4 区分性行动 设计高区分度、低伤害且
有停止标准的任务

预注册行动、风险边界与
条件对照

以忙碌代替检验，或把风
险推给弱者

5 记录预期差 比较事前预测与实际结
果，包括未出现事件

误差日志、信心变化和资
料质量

只记成败，不保存预测尺
度

6 阻断吞并 审查偶然化、道德化、延
期化、漂移与层级转移

新增解释的独立证据和下
一轮预测

禁止合理复杂性，或容许
旧解释无限修补

7 暂定重组 保持、限缩、组合或替换
判断，并再次行动

新判范围、复审时间及迁
移任务

把新解释立即升格为终局
答案

十二、解释垄断、更新债务与迁移：三个可操作概念
（一）解释垄断指数

为了把概念转化为研究对象，本章提出解释垄断指数 EMI（Explanatory Monopoly 
Index）。它不直接测量某观点真假，而测量一项解释控制判断程序的程度。可由四个维
度构成：证据选择不对称 S、意义翻译弹性 T、例外无界度 X与身份耦合度 G。每一维度
通过多源资料评分，例如判断日志、访谈、反例响应任务和他者报告。概念式可写为：
EMI = w1S + w2T + w3X + w4G。权重必须在具体研究中预先设定或经测量模型估计，不
能用公式外观掩盖主观编码。
EMI高不等于结论必然错误。某项判断可能碰巧为真，却以不可问责方式维持；另一

项判断可能暂时错误，却具有良好纠错结构。该指标的作用是预测更新困难：解释垄断越
高，同等质量反例越可能被吸收，行为迁移越依赖外部控制。

（二）更新债务
更新债务指已出现但尚未被判断结构真实处理的预期—结果差异。若每次差异都被临

时理由覆盖，债务不会消失，只是从显性矛盾转为系统脆弱性。可以用一段时间内经质量
和独立性加权的未解释差异累积表示：UD(t) = Σ q(i)r(i)δ(i)[1 − a(i)]。其中 q代表证据质
量，r代表来源独立性，δ代表预期差，a代表已由预先存在且有独立支持的解释合理吸收
的比例。
更新债务不是要求差异越多越好，也不能由研究者随意宣布。它提醒我们区分“模型

已解释异常”与“组织决定不再谈异常”。当债务持续上升而公开信心不降，解释权可能
正在通过更大免疫维持稳定。相反，及时限缩主张、修订流程或降低信心，就是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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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情境迁移率
一次新表现可能依赖特定教师、咨询者、奖励或安全场景。本章以跨情境迁移率 CTR

衡量新判断在未训练情境中的实际调用：在预先界定的迁移任务中，符合新判断的自主行
动次数占可观察机会的比例，并结合任务难度与支持程度解释。CTR不能单独证明认知正
确，但能检验新认知是否仍只是语言状态。
可塑性与消退研究预示，迁移不会线性上升，旧反应在原情境或压力条件下可能返回

[16,19]。因此研究应追踪不同情境而非只比较干预前后均值。若 EMI下降、校准改善但
CTR不变，说明程序层已松动而行动层未跟上；若 CTR上升但 EMI 不降，行为可能由外
部奖惩暂时驱动。

（四）三种概念不是同一种测量对象
EMI、UD 与CTR若被统一写成量表分数，会制造一种虚假的测量整齐。测量模型必

须先回答指标与构念之间是什么关系。传统反映性模型假设潜在构念引起题项表现，因此
题项应具有一定相关与可替代性；形成性或合成性指标则由不同成分共同定义，删去一个
成分可能改变构念含义，内部一致性低不必然说明测量失败[55-56]。据此，EMI更接近
形成性合成指标：证据选择不对称、翻译弹性、例外无界和身份耦合共同构成解释垄断，
它们不必由一个单一潜变量引起，也不必高度相关。EMI 的首要检验不是追求高
Cronbach α，而是内容域是否遗漏、权重是否透明、各维是否存在不可接受的共线性，
以及组合后能否增量预测反例吞并和迁移失败。

UD 不是人格特质，而是事件账本或存量变量。它的观察单位是一次事前预测与事后
结果之间尚未获得合法处理的差异；同一个人的 UD可因新增差异、合理吸收、主张限缩
或记录缺失而改变。其效度核心是事件捕获是否完整、时间戳是否可信、来源独立性与质
量如何编码，以及两名盲法编码者能否区分“有独立依据的解释”与“事后保护性修补”。
用因素分析证明 UD单维，既无必要，也可能掩盖记录机制。
CTR则是条件性比率函数，不是稳定倾向。分母必须在观察前定义为“有现实机会且

风险允许调用新判断的迁移事件”，分子是无原干预者提示时符合暂定新判的自主行动；
情境距离、任务难度、时间延迟、压力与支持水平应作为条件进入模型。若把无法行动的
机会也放入分母，CTR会惩罚资源不足者；若事后只挑成功场景，CTR又会被抬高。三
种概念的测量本体、首要效度和错误检验见表 5。
表 5　EMI、UD 与CTR的测量本体及效度要求

概念 测量类型 观察单位 首要效度问题 不适用或错误检验

EMI 形成性合成指标 证据选择、翻译、
例外与身份四维配
置

内容覆盖、权重透
明、共线性与增量
预测

仅凭高 α或单因子
拟合宣称有效

UD 事件账本／存量变
量

尚未被合法处理的
预测—结果差异事
件

事件捕获、时间
戳、来源质量及盲
法编码一致性

强求单维因素结构
或稳定人格解释

CTR 条件性比率函数 预定义机会中的自
主迁移行动

机会分母、情境距
离、难度、压力与
支持水平

事后挑选成功场景
或把无机会者计为
失败

测量开发应先于干预效果检验。第一阶段由证据研究者、心理测量者、领域专业者和
实际受影响者共同界定内容域，建立带正反例的编码手册，并用双人盲法编码与独立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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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事件分类。第二阶段在学习、家庭协作、健康行为和职业任务中分别试测，考察跨编
码者一致性、遗漏模式、结构差异及已知群体效度；只有反映性子量表才检验内部一致性
与测量不变性，不能把这些标准机械施加于形成性 EMI。第三阶段检验对反例吸收、信心
校准和迁移的预测效度、重测条件及对变化的响应性。COSMIN关于内容效度、可靠性、
测量误差和响应性的报告原则可作为透明性参照[60]，但本章指标不是患者报告结局，不
能假装直接通过 COSMIN认证。只有在预注册代码本、缺失规则、权重敏感性和外部验
证均公开后，三个缩写才从理论记号成为研究工具。

（五）撤权触发不是一个机械阈值
理论上可把撤权触发写为：当高质量、相对独立、具有区分力的未解释差异累积，且

旧解释通过事后修补维持的成本超过预设容忍度时，应取消其默认推定。然而生活判断的
价值风险不同，不能使用同一数值阈值。医学、安全和不可逆决策需要更保守的证据门槛；
低风险学习试验可以更快进入竞争。

因此，触发规则至少考虑证据质量、结果可逆性、错误代价、受影响者范围和是否存
在安全替代方案。公式帮助暴露变量，不替代伦理判断。

十三、四种认知状态：默认统治、争议开启、竞争检验与暂定重组
（一）默认统治状态

在默认统治状态，旧解释不以解释出现，而像事实背景。主体可能拥有很多知识，也
可能经常讨论，但证据标准不对称、失败条件缺席。此时最显著特征不是信心一定很高，
而是结论不承担风险；甚至“我很迷茫”也可能成为不可检验身份，吞并所有可行行动。

（二）争议开启状态
争议开启发生于事实与解释被分离，至少一个竞争解释获得进入资格。主体常在这一

阶段感到不适，因为过去被压缩的复杂性重新出现。争议开启不是进步的必然证明；它可
能退化为无尽怀疑、信息过载或被新权威接管。关键是保持旧解释不自动恢复，同时不急
于把竞争解释升格为真理。

（三）竞争检验状态
在竞争检验状态，不同解释提出区分性预测并进入低伤害行动。主体开始积累校准记

录，观察哪些线索可靠、哪些情境触发旧反应。此时认知变化可能先出现在某一层：语言
尚未改变但行为已有新结果，或者观点已经修订而身体仍回避。层间不同步是机制信息，
不应被道德化为“知行不一”。

（四）暂定重组状态
暂定重组不是新结论永久稳定，而是新的证据—解释—行动—反馈关系可以自行延续。

主体能够说明当前判断为何成立、在哪些条件下可能失败、如何复审，并在没有原干预者
时继续获取反馈。旧解释仍可能复现，但不再自动垄断意义。四种状态的区别见表 6。
表 6　默认统治、争议开启、竞争检验与暂定重组
认知状态 旧解释权限 竞争结构 行动与反馈 主要风险及转向条

件

默认统治 无需自证，自动选
择与翻译证据

竞争解释在比较前
被取消

旧行动持续制造支
持性结果

信息越多垄断越精
致；需先外显争点

争议开启 降为可质疑背景，
尚未正式失去推定

至少一个竞争解释
取得资格

开始保存事实与预
测版本

退化为信息过载；
需形成分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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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状态 旧解释权限 竞争结构 行动与反馈 主要风险及转向条
件

竞争检验 与其他解释承担相
对对称的证明责任

机制、预测和失败
条件彼此分离

低伤害行动产生可
区分反馈

被短期奖惩或权威
操控；需阻断吞并

暂定重组 旧解释被推翻、限
缩或重新确认

新判断保持可修订
与可复审

跨情境调用且外部
依赖下降

新解释取得新垄
断；需持续反身审
查

十四、四类应用案例：不是劝服，而是重新分配解释权
（一）课堂学习：“我就是学不会统计”

一名学生多次在统计考试中失分，形成“我没有统计头脑”的判断。若教师直接讲神
经可塑性，学生可以把内容当励志知识；若只要求增加练习，重复做同类题可能强化挫败；
若让他自由反思，他可能列出更多能力不足的经历。解释权撤回先把旧判外显：他预测在
没有答案提示的四组新题中，即使获得公式表，也无法正确识别应使用的分析方法。
竞争解释包括概念辨别不足、检索练习不足、题干语言负荷和考试焦虑。设计上保持

题目概念相近，分别改变 worked example、延迟反馈、检索间隔与时间压力；记录方法
选择、错误类型、信心和完成时间，而非只看总分。若无时间压力时方法选择显著改善，
旧判断应从“没有能力”限缩为“在高时间压力下策略提取不稳”。之后还需在不同课程
题型中检验迁移。有效学习技术研究支持检索与分散练习的价值[50]，但具体学生的机制
仍须由过程资料判定。

（二）家庭判断：“孩子只有催才会动”
父母长期催促后，孩子确实常在催促后开始任务，于是形成因果判断：没有催促就不

会行动。然而催促既可能促成启动，也可能提前接管计划、增加评价威胁并阻断自主启动
被观察。旧解释通过自身行动制造支持性结果。此时不能简单要求父母“放手”，因为任
务后果可能真实存在。
可设置低风险任务进行交替比较：提前共同明确完成标准和截止点，但在一组任务中

父母按旧方式多次提醒，在另一组仅保留一次约定提醒，并记录首次自主动作、完成质量、
求助方式和情绪。若减少即时接管后启动稍晚但自主动作增加，结论不能只按“是否更
快”裁决。新判断可能是：高频提醒提高短期启动速度，却降低计划责任的显露机会。家
庭由此讨论哪些任务需要安全底线，哪些可以承担自然后果。认知更新改变的不只是父母
观点，也改变孩子能够显露为何种行动者的条件。

（三）健康行为：“运动一定会让膝痛恶化”
这一判断不能通过个人试错轻率处理。疼痛可能来自多种病理，出现红旗症状、急性

损伤或功能明显下降时，应先接受专业评估。解释权撤回不赋予任何人越过医学诊断和风
险管理的权力。在排除禁忌并获得专业建议后，旧判才可被操作化为对特定动作、剂量与
恢复时间的预测，而不是对“运动”整体作本质判断。
竞争解释可能包括负荷剂量过快、动作方式、睡眠恢复、疼痛警觉或特定组织问题。

按计划逐级改变一种变量，记录疼痛、肿胀、功能和恢复时间，并预设停止标准。若低剂
量力量训练后功能改善而症状未持续加重，旧判断应限缩；若出现客观恶化，则应停止并
重新评估。这里的认知突破不以“战胜恐惧”为目标，而以更准确地区分风险、剂量与能
力条件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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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业拒绝：“连续被拒说明我不适合”
创业与推广中的拒绝很容易从事件变成身份判决。一位导师或推广者连续接触十位潜

在客户，八位没有购买，便推断“市场不要我”或“我没有影响力”。但拒绝可能来自对
象不匹配、需求时机、信任不足、价值表达不清、价格、渠道或对方确实不需要。若只用
成功故事安慰，无法产生区分；若把一切拒绝都归因于话术，亦会把顾客当作等待被攻克
的对象。

外显旧判后，应建立漏斗记录：对象来源、是否属于目标人群、对方提出的问题、拒
绝发生在哪一环、是否愿意后续联系及此前关系。随后只改变一个关键条件，例如首次沟
通从“完整介绍”改为“需求澄清”，或比较两种价值表达，并在行动前写下转化与有效
对话预测。若拒绝率不变但获得更多明确原因，认知也可能改善，因为“不适合”的身份
总评被分解为可检验环节。伦理边界是尊重明确拒绝、保护隐私、不利用脆弱性；认知突
破不能被用来把他人的“不”重新解释为等待继续施压。

（五）四案比较：谁先变化，谁仍未跟上
课堂案例可能由元认知错误记录先动，家庭案例由行动条件重组先动，健康案例由证

据资格与安全边界先动，创业案例由样本和争点重构先动。四案没有统一入口，却都需要
完成同一跨层任务：旧判断被外显，竞争解释获得资格，行动产生区分性反馈，反馈不能
被旧解释自动吞并。

这也说明，认知突破不以积极结论为标准。学生可能确认某项基础确实薄弱，父母可
能发现某些任务仍需结构支持，健康行为可能因医学风险而停止，创业者也可能确认某一
产品—人群组合缺乏需求。突破发生在结论变得更有限、更可问责、更能指导下一步，而
不在结论是否令人振奋。

十五、七项判据：如何判断旧认知是否真正失去垄断
一个新机制若把所有观点变化都称为突破，就无法区分学习、服从、暗示和短期策略

适应。本章提出七项判据，分别观察主张、证据、竞争、行动、回写、迁移与权力边界。
它们不是简单总分，也不能由咨询者单方面打分。
表 7　解释权撤回的七项判据及层级关系
层级与判据 核心审查问题 支持性证据 伪发生或失败表现

否决层：行动安全 区分性行动是否可逆、合
比例且有停止标准

风险分级、专业评估、不
良事件与停止记录

以健康、财务或关系重损
换取认知信息

否决层：主体权 当事人能否拒绝、退出并
保有隐私与决定权

知情同意、独立申诉、退
出未受惩罚

教师、组织、家长或AI
预定正确结论

程序层：旧判可失败 主张是否具有范围、预测
和触发复审的条件

结果前版本、信心与失败
阈值

无论发生什么都证明旧判
断

程序层：标准对称 支持与反对材料是否接受
近似来源和方法审查

证据资格表、权重理由和
反方材料记录

支持材料凭生动进入，反
方必须完美

程序层：真实竞争 竞争解释是否有不同机制
和分歧预测

独立来源、可操作假设和
结果前比较

只换措辞，不改变任何预
测

实现层：反证回写 不一致结果是否改变信
心、范围、策略或制度

版本差异、更新说明和下
一轮设计

反例被记录，却不改变任
何结构

实现层：跨境迁移 新判断能否在新时间、场
景和低支持条件中调用

迁移任务、延迟随访和外
部依赖下降

只在培训现场复述或依赖
单一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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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判可失败
旧判断被表达为具有范围、预测和失败条件的主张。若结论在任何结果下都成立，失

效尚未开始。失败条件不必一次决定终局，但必须足以触发重新审查。

（二）证据标准对称
支持与反对旧判断的材料接受近似的来源、独立性和方法审查。若支持材料凭生动即

可进入，反方材料却必须完美复现，解释垄断仍在。对称不等于所有材料等重，而是权重
差异必须公开说明。

（三）竞争解释真实
至少一个竞争解释具有不同机制和预测，并有机会在结果出现前参与行动设计。把

“我没有能力”改成“我暂时没有能力”而不改变任何预测，不构成竞争。

（四）行动具有区分力与安全边界
行动应使竞争解释产生不同预期，同时控制不可逆风险。没有区分力的忙碌只能产生

体验，不能裁决机制；以严重健康、财务或关系损失换取信息，则违反比例原则。

（五）反证能够回写
不一致结果实际改变信心、范围、策略或制度，而非仅被记录。回写可以是保持但增

加限定，也可以是更换解释。若每轮都有反例却没有任何结构变化，记录已沦为仪式。

（六）新判断能够跨情境迁移
新判断在不同时间、场景和支持水平下开始取得行动效力。迁移不要求完全稳定，但

应显示对原干预者和单一奖励的依赖下降。复发被记录为情境信息，而不是隐藏。

（七）改变权不被外部接管
教师、治疗者、管理者、家长、导师与 AI可以帮助设计证据和行动，却不能预先规

定当事人必须得出何种结论。明确拒绝、退出权、隐私与风险边界必须保留。若“认知突
破”成为让他人接受组织目标的工具，即使行为改变，也不构成自主的认知再发生。

（八）判据的层级关系
七项判据分为三层。安全与主体权构成否决层：区分性行动若越过重大风险或取消拒

绝权，其他得分不能补偿。可失败、标准对称和真实竞争构成程序层：决定判断是否真正
接受检验。后果回写与跨情境迁移构成实现层：决定新关系是否获得现实效力。顺序上先
守住否决层，再审查程序层，最后评价实现层；不能用“结果很好”倒推程序和权力天然
正当。
冲突处理采用词典序，而不是把七项加总成一个可补偿总分。第一序位是防止不可逆

重大伤害；第二序位是保留当事人的知情、拒绝、退出与申诉权；第三序位才比较失败条
件、证据对称与竞争真实性；只有前三序位均达到最低门槛，才以回写和迁移评价机制实
现。两个否决项发生冲突时，例如当事人选择可能造成严重且迫近的他害，应依据最小限
制、专业责任和独立复核处理，而不能以“解释权属于本人”结束讨论。程序层内部若冲
突，则先保证旧判可失败，再追求标准对称，最后增加竞争数量：一个具有清晰失败条件
的真实对手，优于十个无法区分的形式选项。实现层中的迁移也不得反向压倒程序；即使
一种观点广泛传播并稳定行动，只要依靠强制服从或不对称证据，它仍不是本章意义上的
认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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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证伪与竞争解释：什么将使本章理论失败
（一）局部证伪条件

七步机制的每一环都可能出现伪发生。旧判写得很具体，却由研究者暗中选择一个容
易失败的版本，是稻草人式外显；列出多个解释，却让所有解释共享同一预测，是形式竞
争；安排大量活动，却不能区分机制，是行动主义；收集数据却只展示支持性片段，是记
录装饰；新观点只在培训现场复述，是情境依从。出现这些情况时，不能因为参与者报告
“很有启发”就判断认知突破发生。

同样，旧观点没有变化不构成模型失败。若它公开失败条件、接受对称证据并在竞争
检验后仍表现最佳，重新确认正是合法结果。模型预测的是解释特权与更新结构改变，不
是所有结论朝“开放”“积极”或“创新”方向移动。

（二）总体证伪条件
若系统研究反复出现以下结果，本章理论应被修订或放弃。第一，解释垄断指数与反

例吸收、校准错误和迁移失败没有稳定关系。第二，在控制证据质量和干预强度后，单纯
增加正确信息与完整七步机制同样有效，撤权程序没有增量解释力。第三，预测外显、竞
争解释与反馈记录并不降低事后改尺，反而只增加负担。第四，新判断的迁移完全由奖励
或权威持续存在解释，与解释权结构无关。第五，司法证据学、神经可塑性和元认知之间
的所谓冲突无法产生可观察机制，只是概念类比。
尤其需要警惕EMI 与 UD 成为研究者的全能标签。若任何不同意干预者的人都被判为

“解释垄断高”，任何没有按预期变化的结果都被叫作“更新债务”，模型就重演自己批
判的免疫结构。量表必须有跨编码者一致性、区分效度、预注册规则和反例报告；否则应
放弃量化外观。

还可提出四项更尖锐的判别性失败。第一，若 D组的 EMI下降并不在时间上先于校
准与迁移，也不对二者形成任何中介关联，核心过程链失败。第二，在总练习量和风险相
近时，跨情境、间隔化练习并不比同一情境重复产生更高迁移，且旧反应也不随压力和情
境发生可重复复归，则神经路径的独特预测失败。第三，把相同的证据准入、身份威胁和
行动变量加入贝叶斯、AGM、预测加工或认知行为模型后，它们已完整解释 D组优势，
解释权撤回不再具有理论增量。第四，EMI、UD 或CTR的编码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系统性
改变含义，所谓干预效应实际来自可信度偏见或机会分母不等，测量结论必须撤回。理论
的高风险预测越明确，越不能用“发生是复杂的”来豁免失败。

（三）六个主要竞争解释
第一是信息不足解释：旧认知未变只是因为尚未获得足够清晰、可信的信息。若高质

量一次性告知即可稳定改变判断与行动，解释权撤回属于过度设计。第二是贝叶斯更新解
释：主体已经按证据相对似然合理更新，所谓垄断只是先验很强。本章必须证明假设空间、
证据选择与事后翻译带来的问题不能由标准更新完整描述[6]。

第三是认知失调解释：防御主要来自维护自我一致，降低身份威胁便足以更新[46]。
解释权撤回的增量在于，即使威胁下降，证据资格、竞争解释和行动迁移仍可能缺失。第
四是行为强化解释：判断变化只是奖惩学习，不需要元认知与证据程序。若取消奖励后变
化消失，或者不同解释在同一强化下无差异，该解释获得支持。

第五是社会服从解释：参与者只是读取教师、治疗者、导师或研究者期待并给出新答
案。需要通过匿名测量、延迟随访、无干预者情境和自主退出检验。第六是成熟或时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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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变化来自自然发展、事件冲击或同期环境改变。研究必须设置多重基线与对照，避免
把时间相关性包装为机制因果。

（四）理论增量应落在哪里
本章不否定信息、概率、失调、强化、社会互动与时间，而主张它们需要被放入解释

权限的配置。信息解释 E如何增加，贝叶斯模型刻画相对支持度，失调解释身份防御，强
化解释A与 F，社会过程解释谁拥有权威，时间解释自然变化。解释权撤回的独特预测是：
当旧解释享有选择、翻译、例外和身份保护特权时，单层干预容易被吸收；只有改变举证
责任，并把竞争、行动、记录与回写接通，变化才更可能跨情境维持。

这项增量不是“七步总比一步好”这种由干预剂量即可解释的结论，而是一个交互预
测：在基线 EMI 较低、证据生态良好时，D组不应稳定优于更简洁的 A、B 或C组；只有
当旧解释同时表现出程序特权与反证吞并时，完整撤权才应出现优势。若 D组在所有人、
所有任务上都同样占优，更可能说明接触强度、需求特征或通用支持效应，而不是本章机
制正确。理论因此预测的是特定机制与特定病灶的匹配，不是一套普遍优越的方法。

十七、经验研究方案：十二周如何追踪认知再发生
（一）研究问题与总体设计
可采用十二周、多条件、纵向混合方法研究，选择在学习、家庭协作、健康行为或低

风险职业任务中持有高影响旧判断的成年人。研究不招募需要紧急医疗或严重心理危机处
理者，也不把家庭成员的服从作为结果。核心问题有三：完整撤权机制是否比证据告知、
自由反思和单纯行动反馈更能降低 EMI？这种下降是否中介校准改善与跨情境迁移？不同
路径由哪一层先动？

参与者可随机进入四种条件。A组接受结构化证据告知；B组进行引导式元认知反思；
C组进入可反馈行动但不强制竞争解释；D组完成七步解释权撤回。第五个等待或常规支
持条件仅在伦理允许时设置。所有组获得相同接触时长和基本安全保障，以减少注意差异。

（二）时间线与多重测量
第 0周记录基线主张、信心、EMI、行为频率和情境图谱；第 1至 2周完成外显与事

实底稿；第 3至6周实施至少三轮区分性行动；第 7至9周更换一个情境或降低外部支持
第 10至 12周检验自主迁移；第 20周进行延迟随访。为区分干预效应与自然波动，可在正
式干预前设置两至三次错开基线。

量化资料包括信心—准确率校准、预测分辨率、EMI、更新债务、反例后信心变化、
行为启动、任务完成和 CTR。质性资料包括判断日志、行动录像或记录、关键事件访谈、
竞争解释版本史、他者证词和干预者决策说明。多源资料用于避免参与者自评变化等同于
真实变化。

（三）机制证据与时间顺序
仅比较前后均值无法证明机制。本章预测至少三条过程链。链一：预测外显先减少尺

度漂移，随后 UD更可见，最终信心校准改善。链二：区分性行动先产生高质量预期差，
若反证吞并受阻，EMI下降；若吞并继续，行为结果不会稳定回写。链三：EMI下降先于
CTR上升，且迁移对外部提醒依赖逐步降低。不同个体可能从不同入口启动，但跨层联动
应在时间线上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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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分析可使用多层模型、动态结构方程或个案内随机化，也可采用贝叶斯更新描述
信心变化；任何统计方法都不能弥补失败条件缺失。研究者应预注册主要结果、编码规则
和停止条件，公开零结果及不符合理论的案例。

（四）解释垄断指数的初步操作化
S维度可测支持与反对材料的搜索量及来源多样性；T维度可由同一反例在结果前后

解释变化次数编码；X维度记录新增例外是否有预设边界和独立证据；G维度测判断受到
质疑时的身份威胁、惩罚预期与角色损失。研究者、参与者与受影响他者分别评分，再检
验一致性。若四维不能形成稳定结构，EMI应被拆开报告而非强求总分。
表 8　十二周多层经验研究的观察矩阵

观察层 关键可观察项 主要资料 需要排除的竞争解释

主张 J 主张范围、信心、预测分
辨率与校准

判断版本、概率评分、任
务正确率

迎合研究者或普遍降低信
心

证据 E 正反材料搜索量、来源质
量与独立性

搜索日志、来源编码、证
据资格表

单纯信息增加或资料可得
性变化

解释 I 选择不对称、翻译弹性、
例外与身份耦合

EMI多源评分、访谈、
反例响应任务

编码者偏见或量表只测开
放性人格

行动A 启动、持续、策略变化与
外部提醒依赖

行为日志、任务记录、录
像及他者证词

奖励强化、霍桑效应或自
然成熟

反馈 F 更新债务、反例后修订与
异常保存

预测误差表、版本史、复
盘和会议记录

事后改尺、选择性报告或
同期事件

迁移与权力 CTR、自主调用、拒绝感
与延迟维持

新情境任务、匿名测量、
第 20周随访

社会服从、干预者持续在
场或情境依从

（五）因果图、主终点与识别假设
经验方案必须把“时间上先发生”与“因果中介”分开。最小因果图可写为：随机条

件D影响程序暴露 P，P 改变解释垄断M，M再影响第 12周跨情境校准 Y；基线任务难
度、身份威胁、权威依赖和同期支持会同时影响M与Y。随机分组在依从性良好时能够识
别D 相对于A、B、C的意向治疗总效应，却不能自动识别“EMI下降导致 Y改善”。中
介分析还需假定，在控制测得的基线与时变混杂后，中介—结果之间不存在未测共同原因；
这一顺序可忽略性在社会认知研究中很强，应配合中介敏感性分析、干预过程随机化或个
案内错开设计，而不能把动态结构方程的显著路径直接叫作机制。

为避免多重结果任意选择，确认性阶段只设一个主终点：第 12周在预先设计、与训练
情境有明确距离且由盲法评分者编码的跨情境决策校准分数。它综合新任务中的预测准确
性 与 信 心 — 正 确 率 匹 配 ， 但 不 把 观 点 朝 研 究 者 期 望 方 向 变 化 计 为 得 分 。
CTR、EMI、UD、外部提醒依赖、第 20周维持和主体控制感均为次要或机制终点。主要
对比预先设为 D 对A、D 对 B、D 对 C，并控制家族错误率或按层级检验；不能在结果出
现后把最显著的比较升格为主要证据。
识别还需要三类对照。第一是负向结果对照：与目标旧判断无关、但形式相似的中性

判断任务，用于发现普遍迎合或信心全面下降。第二是过程剂量对照：各组接触时间、记
录负担与研究者关注尽量相当，用于排除“步骤更多所以更有效”。第三是编码盲法与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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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检查：评分者不知道组别，且独立确认D组确实改变了证据标准和失败规则，而不只是
完成更多表格。若这些条件不成立，因果语言应降为关联描述。

（六）两阶段样本、功效与预注册
样本量不能用“每组至少三十人”之类惯例决定。第一阶段是测量开发，不检验 D组

优越性；它需要覆盖四个应用域、不同权力位置与足够数量的反例事件，以估计编码一致
性、缺失模式、权重敏感性和情境机会分母。发现样本形成代码本与候选指标，独立验证
样本检验内容覆盖、跨域可比性和预测效度，避免同一批资料既发明 EMI又证明 EMI 有
效。

第二阶段才进行多条件确认性试验。正式样本量应根据第一阶段得到的基线—随访相
关、组内聚类、预计脱落、主终点最小重要差异和D 对三组比较结构，通过模拟功效分析
决定；同时为中介效应预留比总效应更高的不确定性。若家庭、课堂或组织中的参与者共
享情境，随机化与标准误必须在相应层级处理。小样本可先检验可行性、伤害和方向，不
应以不稳定中介系数宣称机制成立。

预注册至少包括主终点、三项主要对比、纳入排除、随机化层级、编码手册版本、缺
失资料策略、停止规则、不良事件、权重敏感性分析及何种结果构成理论失败。分析计划
还应区分意向治疗、依方案和探索性异质性结果，报告所有测量变更。这样，研究程序自
身才接受本章所要求的解释权撤回：研究者不能在数据出现后垄断何者算成功。

（七）效应判定与临床—教育意义
完整机制的成功不应只表现为平均观点变化更大。更有辨识力的结果是：D组在高信

心错误后的更新幅度更合适，能保留高质量支持证据，不走向普遍怀疑；在新情境中自主
调用新判断；面对延迟反例时不立即复归单一解释；同时报告更低的外部控制感。若 D组
只是信心全面下降或更迎合研究者，不能称为改善。

研究还应报告异质性。对一些参与者，证据告知可能已经足够；对另一些人，行动反
馈是必要入口；高度反刍者可能因额外记录而恶化。机制价值不在于成为统一疗法，而在
于帮助识别旧认知在哪一层截断更新。

（八）研究伦理
认知研究容易把参与者的生活解释权交给研究者。协议必须明确：参与者可拒绝某个

竞争解释，可暂停行动，可保留无法公开的材料；家庭和组织研究不能由权力更强者替他
人报名；健康领域不得用研究程序替代诊断治疗；创业领域不得把成交率作为唯一价值。
所有行为试验应经过风险分级，记录不良事件，并设置独立申诉。

研究者还要披露自己的目标。如果资助方希望员工、学生或消费者改变特定看法，研
究就可能从认知支持滑向服从工程。真正的解释权撤回也适用于干预者：其理论、指标和
成功定义必须允许参与者与外部审查者质疑。

十八、人工智能的双重位置：竞争解释生成器，还是解释垄断加速器
（一）AI能够扩大假设空间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把模糊总评拆成待证命题，快速提出竞争解释，帮助设计预测表、

整理日志和寻找反方材料。对于表达困难者，它还可降低外显判断的语言门槛。在课堂案
例中，AI可根据不同错误类型生成区分性题目；在创业案例中，可把拒绝记录分类为对象、
需求、信任、表达和时机假设。其优势是扩展假设空间与降低记录成本，而非拥有终局解
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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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I也会复制用户的旧解释
模型通常根据提示与上下文生成连贯回答。若用户把旧判断写入问题，AI可能顺着前

提提供更精致的理由；若用户反复要求“证明我对”，系统可以成为无限辩护机器。语言
流畅还会冒充证据质量，使没有来源的解释显得已经被验证。AI由此可能把意义翻译权自
动化，让反证吞并更快、更廉价。

（三）最低使用协议
AI 参与解释权撤回至少遵守五条。第一，把事实底稿与解释请求分开输入；第二，要

求模型列出竞争解释及各自失败条件，而非只生成支持理由；第三，关键事实返回原始来
源，技术和高风险判断使用权威材料；第四，在结果出现前保存预测版本，防止模型事后
重写；第五，最终行动由当事人在专业与伦理边界内决定。AI可以帮助建立“认知法庭”，
但不能同时担任证人、律师、法官和被保护的理论。

（四）AI时代的新判据：输出多样不等于解释开放
模型一次生成十个解释，表面上很开放，却可能全部建立在同一错误前提上。真正的

竞争性要求假设在机制和预测上分离，并能指导不同证据收集。评价 AI认知支持的指标
不应是答案数量或新颖度，而应是它是否降低证据标准不对称、是否提示未知、是否保留
反方资格，以及是否帮助用户建立可回写的行动记录。

十九、适用边界：解释权撤回不是什么
（一）不是普遍怀疑主义
多数日常行动必须依赖暂定背景，若每个判断都重新开庭，生活将无法进行。解释权

撤回适用于高影响、反复失败、争议持续或后果显著的判断。成熟认知允许大量可靠习惯
保持默认，只在出现足够触发条件时提高审查强度。它要限制的是永久免证，不是取消一
切信任。

（二）不是反权威主义
专业知识、制度规范和经验判断可以合理获得更高初始权重。达伯特案确立的审查角

色并非否定专家，而是要求专家意见与方法可靠性、事实基础及案件关联接受审查[2]。同
样，患者不应因“撤回医生解释权”自行停药，学生也不应把任何教师要求视为控制。权
威可以拥有基于专业的初始可信度，却不能把可信度变成不可问责性。

（三）不是用行动取代证据
亲自体验生动，却可能样本太小、混杂严重或风险过高。行动反馈只是证据来源之一，

不能取代随机试验、系统综述、专业诊断与历史资料。对于罕见重大风险，个人没有必要
用身体或财产验证统计结论。区分性行动必须服从既有可靠知识和比例原则。

（四）不是神经决定论或“重塑大脑”营销
本章不以脑区变化证明思想真伪，也不承诺通过若干天训练永久改写人格。人类神经

影像中的训练相关变化需要谨慎解释，结构差异可能涉及多种机制，迁移也受任务与情境
限制[17,23-24]。把可塑性包装成无限潜能，会把未改变重新归责为个人训练不足。

（五）不是强迫积极认知
旧认知有时准确地反映限制、危险与不公。一个人确认某工作环境持续伤害自己，选

择退出，可能比反复“挑战限制性信念”更理性。解释权撤回允许得到悲观但证据充分的
结论，也允许承认暂时无解。它反对的不是负面判断，而是不承担证明责任的本质化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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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是取消情绪与第一人称经验
情绪可以提示威胁、价值和关系断裂，第一人称经验也是重要证据。问题不在于主观，

而在于任何单一来源都不应自动决定全部因果。要求当事人“客观看数据”而压下恐惧与
羞耻，会丢失机制材料；把感受直接当作外部事实，又会越过推理。解释权撤回让经验进
入证据结构，而不是把它驱逐。

二十、反身检验：生成性解释方法如何避免成为新的解释特权
“解释权撤回”很容易被掌握理论的人用于他人。教师可以说学生抗拒反馈，家长可

以说孩子被固定思维控制，导师可以说客户的拒绝只是旧认知，研究者可以把不符合模型
的数据解释为解释垄断。这些用法会使新概念获得比旧概念更强的免疫性。本章若不能为
自己规定失败条件，就没有资格要求其他判断开放。

因此，生成性解释方法也必须接受七项判据。它要公开理论来源和类比限度；司法程
序不能被当作心灵真实模型，神经材料不能为规范判断背书，元认知指标不能穷尽主体。
它必须允许稳定、信任与不改变具有正当性，承认有些认知改变由爱、创伤、艺术、共同
劳动或历史事件启动，无法被七步完全捕捉。它还必须接受不同文化对个人表达、共同体
判断和证据形式的差异。
最强反例可能是一类无需撤权程序却能自然更新的实践共同体：成员长期共同工作，

错误迅速显露，身份不与单一结论绑定，行动后果自动进入下一轮判断。如果这类共同体
能够稳定实现校准与迁移，七步机制可能只是对已经失去良好反馈生态者的补偿工具，而
非认知改变的一般结构。本章应接受这一限缩。

另一个反例来自高复杂度问题。在气候、疾病、政策与人际关系中，结果噪声可能太
大，竞争解释长期无法区分。此时撤回旧解释的默认权可能造成决策瘫痪。解决方案不是
假装证据确定，而是在不确定性下明确采用何种预防原则、错误成本与复审机制。认知智
慧有时不是得出更真结论，而是在不能充分知道时仍以可负责方式行动。

二十一、结论：旧答案不再有权垄断新经验
本章从一个反常事实出发：人获得更多证据，却可能更确信原判断。原因不是所有人

都缺乏理性，而是旧认知不只是一项结论，它已经组织了证据、解释、行动、反馈与身份。
只向其中加入新信息，常等于把反例交给旧解释处理。认知改变的首要任务因此不是找到
一句更正确的话，而是改变谁有权决定新经验意味着什么。
司法证据学揭示，证据必须围绕争点、来源、证明力、竞争解释和举证责任获得意义；

神经可塑性研究揭示，新判断必须进入具体行动、重复、情境和反馈，同时旧学习可能继
续存在；元认知研究揭示，监控与控制不可或缺，却不透明、不天然准确，也会被流畅性、
身份和动机利用。三家的冲突共同推翻了“固定信念等待更新”的输入模型。六道转译约
束同时限定了这一结论的强度：本章转移的是关系结构而非学科权威，提出的是可失败的
桥接命题而非借法律或脑科学为生成性解释背书。

为此，本章提出解释权撤回：旧解释从默认背景降为承担证明责任的竞争假设。其七
步机制不是先获得正确认知再行动，而是在外显、分离、竞争、行动、预期差、反吞并和
再行动中，使判断关系本身改变。它相对于贝叶斯、AGM、预测加工、行为实验、抑制性
学习与去偏训练的增量，集中在证据进入更新之前的程序权力：谁有资格提出假设、定义
异常、分配举证责任并保存反方经验。解释垄断指数、更新债务和跨情境迁移率分别属于
形成性合成、事件账本与条件性比率，不能以同一种量表逻辑验证；它们的价值最终取决
于独立测量开发、盲法编码和因果比较，而不取决于缩写与公式的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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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机制不承诺所有人都变得乐观，不要求所有传统判断被推翻，也不把变化速度当
成熟。旧解释可能被推翻、限缩或重新确认；新解释只有持续接受证据、他者与后果回写，
才不会成为新的垄断。最深的认知突破，不是人终于占有了正确答案，而是任何已经形成
的答案都不能再未经举证便垄断尚未出现的事实、行动者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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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越是靠自律，越是证明自己不行
下一项行动从来不由意志单独选择。失败被回写成「我不行」之后，同一
组条件会继续产生同一次失败。
新对象：生活发生场　·　三门入口：公共卫生伦理学 × 时间生物学 × 作业科学
本章提要　生活方式改变通常被叙述为一个已经形成的个人凭借知识、动机与自律，

把“坏习惯”替换为“好习惯”。这一叙述把失败归入意志薄弱，却忽略了下一项行动从
来不是由意志单独选择：光照与轮班、物品可得性、照护责任、身体疲劳、关系协商以及
活动对身份的意义，共同规定何种行为会在特定时刻显露为自然、经济、合宜或根本不可
能。本章采用三路径碰撞与内部推翻的方法，使公共卫生伦理学、时间生物学与作业科学
分别回答“生活改变从哪里启动”。三者的冲突暴露出一个共有前提：个人、环境、身体
时间与活动意义已经分别存在，干预只需重新匹配它们。本章以三学科自身材料推翻这一
前提，提出“生活发生场”：生活方式不是个人持有的行为集合，而是时间、空间—材料、
关系—制度、身体状态、作业意义与路径沉积，在重复转场中持续分配“下一步行动”概
率的关系配置。改变的最小分析单位不是孤立行为，而是活动状态之间的转场；“承重转
场”则指改变后能够对多个下游生活结果产生非均匀扩散的关键连接。为防止概念新造遮
蔽既有研究，本章进一步与社会实践理论、时间地理学、习惯理论、人—环境—作业模型
及 COM-B框架进行吸收检验：本章不把“材料—能力—意义”或“时空约束”据为原创，
理论增量被严格限定为实践之间的转场机制、身体相位的时点作用、路径沉积的双向更新，
以及撤架自续与扰动恢复的实现判据。文章把生活发生场形式化为带时变协变量和历史反
馈的多状态转移过程，建立“追踪日程—定位承重转场—校准时相—降低摩擦—嵌入最小
有意义作业—重分责任—撤架复验”的七步机制；提出转场摩擦指数、自续率与扰动恢复
时三种不同测量对象；以非补偿式判据区分安全、公正、机制启动与真实发生；并设计两
阶段密集纵向研究和四臂随机比较试验，以六项预注册假设、一项负预测及理论最小胜利
条件约束解释自由度。本章的结论是：生活方式突破不是固定主体管理自身行为，而是生
活者与其时间、身体、关系、材料和意义共同重组，使新的下一步不再依靠持续命令也能
发生。真正改变的不是某一次选择，而是选择者、选择条件与可继续生活的秩序。
关键词　生活方式；公共卫生伦理学；时间生物学；作业科学；生活发生场；承重转

场；动态多状态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为什么“知道、想做、坚持”仍然不足
生活方式研究面对一个表面简单、实则顽固的事实：多数人并非不知道睡眠、活动、

饮食和休息的重要性，也并非从未产生改变愿望，但知识与愿望很少自动排列成稳定生活。
人可以在上午真诚决定早睡，晚上十一点却仍被工作消息、家庭照护和屏幕反馈带向凌晨；
可以购买运动装备、设定每周目标，却在下班这一转场中被饥饿、通勤和情绪耗竭重新送
回沙发；可以理解规律进食的价值，却因轮班、会议文化或家中谁负责做饭而持续跳过正
餐。若把这些结果统称为“缺少自律”，就等于用需要解释的结果解释结果。
健康促进长期提醒人们，疾病风险并不只来自个体选择。渥太华宪章把健康理解为日

常生活的资源，并将创造支持性环境、发展个人技能与调整卫生服务并置 [6]；社会决定因
素研究进一步显示，教育、收入、工作、住房、歧视与权力分配系统性塑造健康机会 [1,3-
5]。罗斯关于“患病个体与患病人群”的区分说明，只盯住高风险者的行为，可能看不见
使整个人群风险分布移动的原因[2]。然而，即使承认结构重要，生活改变仍可能被想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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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给个人提供条件，个人随后自行选择”。结构与选择被放在因果链两端，中间每天
如何从一项活动转入下一项活动，反而没有成为理论对象。

时间生物学带来第二个困难。人的睡眠、警觉、代谢与激素活动具有内源节律，并受
到光照、进食、活动和社会时刻的校准[15-18]。同样的行为剂量放在不同时间，并不必然
具有相同的可行性或生理后果；工作日与自由日之间的作息错位还可能形成“社会时
差”[19-20]。但从“时间重要”到“应当几点睡、几点吃、几点运动”，存在无法由生理
数据独自跨越的规范距离。轮班护士、夜间照护者、青春期学生与有慢性病的人不能被同
一张理想时间表裁决。
作业科学则提出第三个困难。这里的“作业”并非狭义职业，而是人占据时间、使用

身体、进入关系并赋予生活以意义的日常所为。活动不只是健康结果的工具；它也是身份、
能力、归属与生命连贯性得以形成的媒介[30-33]。一项对代谢有益却持续破坏照护关系、
尊严或自我认同的安排，未必能成为可生活的生活方式。反过来，一项极有意义的活动也
可能耗竭身体、固化不平等或伤害他人。意义重要，却不能独自裁决健康与正义。

本章因此把问题从“如何让人坚持好行为”改写为三个更严格的问题。第一，为什么
某些下一步在特定时刻几乎自动发生，而另一些行动虽被认同，却总显得不合时宜、成本
过高或“不像我会做的事”？第二，新的行为何时只是提醒、奖励或环境支架下的短暂服
从，何时已经改变了生活自身的续接方式？第三，谁有权设计这种改变，谁承担额外劳动，
哪些健康利益不能补偿自主、平等与生活意义的损失？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把生活方式从
个人属性转化为关系过程，把研究单位从行为频数下移到行为发生之前的转场配置。

二、概念清理：生活方式不是个人内部的一组属性
（一）行为、习惯与生活方式不能互相替代

一次行为是特定时间与情境中的行动事件；习惯通常指在稳定线索下由重复而增强的
自动反应倾向[41-43]；生活方式则是多类活动在日、周与生命阶段中形成的时间—关系秩
序。三者相关，却不处于同一分析层级。晚饭后步行一次是行为；在晚饭收拾结束这一线
索下较少 deliberation 地出门，可能形成习惯；而谁做饭、谁收拾、何时天黑、社区是否
安全、第二天是否早班、步行是否代表独处或陪伴，则共同决定这一习惯能否进入生活方
式。
把生活方式还原为若干习惯之和，会漏掉行为之间的竞争。时间、注意、空间与照护

资源具有排他性：新增三十分钟运动，不是把一个中性空格填满，而是改写下班、做饭、
陪伴、休息与睡眠之间的排序。一个“好习惯”可能通过挤压睡眠来维持，也可能把原本
由两人分担的家务转嫁给另一人。因而，行为频率提高并不自动等于生活方式改善；必须
追问它从何处取得时间、由谁提供条件、对其他活动造成什么后果。

（二）选择不是发生之前就完整存在的内在事件
个体主义叙述把选择理解为内部偏好向外部动作的输出：人先决定，再克服阻力执行。

本章不否认反思、意图与责任，而是否认它们在行动之前已经脱离场景完整成立。人在饥
饿、睡眠压力升高、照护请求到来或工作消息持续进入时，对选项的注意、价值估计与可
执行感会改变。环境不仅限制一个既有选择，还参与决定哪些选项进入选择集、哪项行动
看起来“现在就能做”，以及拒绝某项请求会带来多高关系成本。

这一判断并不把人溶解为环境产物。恰恰相反，若选择的条件能够被分析，生活者便
不必把每次失败本体化为“我就是没有毅力”。责任也从事后责备转向事前可塑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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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对可控制的准备承担责任，家庭与组织对其制造的时间冲突承担责任，公共制度对机
会与风险的不平等分配承担责任。责任不因去实体化而消失，而是获得更精确的对象。

（三）最小单位是“下一步怎样发生”
生活不是离散行为的袋子，而是活动状态之间的连续续接。醒来之后是拉开窗帘还是

拿起手机；结束会议之后是站立活动、继续久坐还是赶往下一场会议；孩子入睡之后是洗
漱、补偿性娱乐还是继续工作；情绪冲突之后是进食、饮酒、散步还是联系他人。本章把
从状态O_t进入状态O_{t+1}的过程称为“转场”。转场不是纯粹钟表间隔，而是前一活
动的余效、下一活动的进入条件以及二者之间的协商过程。
某些转场在生活网络中承担多重后果，本章称之为“承重转场”。例如下班到晚间的

转场同时影响运动、晚餐、家庭互动与入睡；起床到出门的转场同时影响光照、早餐、通
勤与一天的时间感。若干外围行为可以改变而不触及承重转场，生活方式便会在压力增加
时回到旧轨。识别承重转场，比列举全部坏习惯更能解释改变为何扩散或复归。
“承重”不能凭研究者直觉授予。把一天的作业状态构成有向网络 G=(V,E)，对转场

e 的承重性 ，可概 念化为 其 发生频率与干预 后下游反事实变化的折扣总和：
LC(e)=P(e)×Σ_kδ^kΣ_mw_m|ΔP(Y_{m,t+k}｜do(e))|。其中 δ表示时间折扣，w_m
是预先声明的生活结果权重，ΔP表示在可识别假设下改变该转场相对于不改变时的下游
概率差。这个表达式不是可由观察频数直接计算的“客观分数”，而是一个因果估计目标：
高频但无下游扩散的转场不承重，影响广泛却不可安全干预的节点也不自动成为优先对象。
只有当节点中心性、可改变性与伦理可接受性同时成立，“承重转场”才具有干预资格。

（四）“场”不是神秘力量，而是条件的关系配置
本章所称“生活发生场”不是物理场的类比性滥用，也不是一个不可观察的整体原因。

它是对行动前条件关系的分析性命名：在时点 t，下一项行动 a 的条件概率，可写作
P(A_{t+1}=a｜Ω_t)，其中Ω_t由时间线索T、空间—材料可供性 S、关系—制度安排R、
身体状态 B、作业意义M与路径沉积H共同构成。公式不预设线性相加，也不把各维度
视为独立变量；它只明确本章的解释对象是“条件配置怎样分配下一步”，而非“某种人
格拥有多少自律”。
更严格地说，日常活动可以被表示为多状态随机过程。若生活者当前处于状态 i，进

入候选状态 j的瞬时转移风险为 λ_ij(t｜history_t)，则可用 log λ_ij(t)=α_ij(phase_t)
+β_ijX_t+X_t′Γ_ijX_t+u_ij+g_ij(history_t)表达其分析结构。X_t包含 T、S、R、B 与
M；α_ij允许同一转场在不同生物—社会相位具有不同基线风险；Γ_ij保存维度间交互；
u_ij表示稳定但可估计的个体差异；g_ij(history_t)表示既往重复、失败、支持与扰动形
成的路径沉积。该式不是宣称真实生活服从某个固定函数，而是规定一项最低经验纪律：
所谓“场效应”必须表现为对竞争性下一状态转移风险的增量解释，而不能只表现为干预
后总体行为量上升。

发生场还具有双向更新。一次转场发生后，行动结果不仅产生健康后果，也会改变下
一 时 点 的 材 料摆放、他人期待 、身体准备度、技能和身份叙事，可写 为
X_{t+1}=Φ(X_t,A_{t+1},F_{t+1})，H_{t+1}=Ψ(H_t,A_{t+1},F_{t+1})。因此，环境不是
固定自变量，主体也不是固定因变量；二者都可能成为上一轮行动的结果和下一轮行动的
条件。若经验模型只估计 X_t 对 A_{t+1}的单向效应，却不允许 A_{t+1}回写 X与H，它
检验的仍是情境影响模型，而非本章所称的发生场。
表 1　生活发生场的六个关系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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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核心问题 典型可观察项 对下一步的作用 实体化误读

时间 T 何时出现机会，前
一活动何时真正结
束

钟点、相位代理、
持续时间、日程错
位

改变准备度、窗口
与结束线索

存在一张人人适用
的正确日程

空间—材料 S 行动所需物品、路
径与步骤如何配置

可见性、距离、操
作数、默认路径

分配进入与退出的
即时成本

物品只是被动背景

关系—制度R 谁许可、补位、期
待、奖惩和承担

协商次数、排班、
照护、响应规范

规定候选行动的社
会可行性

支持等于口头鼓励

身体B 当下困倦、疼痛、
饥饿与能力如何

主观状态、活动／
光照代理、症状

改变努力成本及行
动后的反馈

身体是意志使用的
中性工具

作业意义M 具体所为为何值得
进入这段生活

自主、胜任、归
属、身份与未来

提供撤架后仍可调
用的行动理由

意义是附着于行为
的固定标签

路径沉积H 过去重复给当下留
下了什么

技能、物品摆放、
他人期待、身份叙
事

使旧路更顺或让新
路逐渐可续

历史只存在于个人
记忆

路径沉积H尤其重要。过去的重复会留下技能、期待、身份叙事、物品摆放、他人分
工与身体准备度，使相同外部场景对不同人具有不同进入成本。因而，发生场既不是个人
外部的环境，也不是个人内部的状态，而是生活者与条件相互塑造后在当下留下的可续接
结构。

三、研究方法：三路径碰撞与跨学科转译的约束
（一）选择三学科，不是为同一主张寻找三份背书

公共卫生伦理学、时间生物学与作业科学的对象、证据和规范任务不同。公共卫生伦
理学讨论群体健康行动的正当性、利益与负担分配、自由限制和制度责任；时间生物学研
究生物节律的生成、同步与失配机制；作业科学研究日常所为怎样组织经验、能力、身份
与参与。三者不能被简化为宏观环境、中观身体、微观意义，也不能被排成“先政策、再
节律、后动机”的固定顺序。

本章采用三路径碰撞：让三家分别回答改变从哪里启动，并要求每条路径说明另外两
条为何不足。伦理路径主张，若可选择条件被不平等分配，要求个人先改变是不公正的；
节律路径主张，即使资源公平且意愿真实，行动落在不利生理时相仍可能失败；作业路径
主张，即使条件改善且时间合拍，若活动不能进入意义与身份，它仍可能只是短期执行。
冲突的价值不在于最后折中，而在于逼出三者共同未审查的主体假设。

（二）内部推翻：每个学科用自己的材料限制自己
公共卫生伦理学自身已表明，政策不能只以总体效益正当化；自主、比例、最小侵害、

公平与问责会限制干预手段[7-10]。因此，结构改变不能把生活者变成被管理的风险容器。
时间生物学自身显示，节律具有个体差异、可塑性和多重时间线索，实验室相位指标与现
实可行性并不等同[17-20]；因此，生物时间不能被实体化为人人相同的自然日程。作业科
学自身讨论作业剥夺、作业正义和环境—作业关系[34-36]；因此，所谓“有意义选择”也
不能脱离机会、权力与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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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推翻之后，三家都无法继续保留一个先于关系而完成的个人。结构会形成选项与
责任感，节律会在光照、进食和活动的重复中被同步，作业会在实践中生成身份。生活者
不是三类条件作用的终点，而是在条件改变中同时改变的参与者。

（三）规范、机制与经验命题必须分层
本章区分三类命题。规范命题回答何种生活改变值得、谁应承担成本以及何种手段不

可接受，例如“健康收益不能补偿强迫监控或不平等家务转嫁”。机制命题回答改变如何
发生，例如“降低转场协商成本并校准时间线索，会增加特定下一步的发生概率”。经验
命题回答可观察差异，例如“在接触时长相等时，发生场重组相较于健康教育更能提高支
架撤除后的自续率”。

三类命题不能相互越级。发现某种时间安排改善代谢指标，不能单独推出所有家庭都
应采用；当事人认为活动有意义，也不能证明它无害；一项政策公平，则不保证它在身体
机制上有效。分层不是削弱综合理论，而是防止某一学科借跨学科之名取得不属于它的裁
决权。

（四）跨学科转译的六道约束
第一是对象守恒：转译前必须保留来源学科真实研究对象，不能把“公共卫生干预阶

梯”变成私人生活的服从阶梯，不能把“昼夜相位”当作道德时钟，也不能把“作业”误
写为待完成任务。第二是命题定级：明确每一论断是规范、机制还是经验主张。第三是最
小关系转移：只转移可在目标领域保持结构的关系，例如从时间生物学转移“线索—相位
—准备度”的关系，而非把所有行为解释成生物钟。

第四是桥接前提外显。例如，从“作业参与塑造身份”到“有意义活动更可能在撤除
提醒后持续”，还需要一个可检验桥接前提：身份相关意义能够在外部强化下降时提供行
动理由。第五是判别性预测：若跨学科概念不能产生近邻理论没有的结果差异，它只能作
为启发，不能声称理论增量。第六是反向约束：目标领域的失败必须迫使来源概念收缩。
若时间校准在控制睡眠时长与机会后从不改善转场成功率，节律路径的必要性主张应撤回；
若意义评分不能预测支架撤除后的持续，作业意义不应被列为关键机制。

（五）理论建构程序与有效性标准
本章依次进行概念清理、三家独立重建、冲突显露、共有前提推翻、机制合成、近邻

比较、操作化和证伪设计。理论有效性不以概念新颖或学科数量判断，而以五项标准判断：
是否消除一个既有解释悖论；是否保留来源学科的限制；是否提出可观察的中介顺序；是
否产生反直觉而可检验的预测；是否明确在何种结果下理论应缩小或失败。
表2　三条生活改变路径的冲突、贡献与限度
路径 启动主张 不可替代贡献 独自运行的失败 不能独自裁决

公共卫生伦理学 先改变机会、风险
与责任的不平等分
配

提供自主、公平、
比例与制度问责

结构支持可能滑向
家长主义与技术治
理

具体相位机制及何
种作业有意义

时间生物学 先识别相位、稳态
压力与时间线索

解释同等意愿在不
同时间的可行差异

把统计关联变成统
一的自然日程

目标是否值得及成
本由谁承担

作业科学 先从生活者重视的
具体日常所为进入

揭示作业如何生成
身份、归属与连贯

以主观意义美化伤
害或结构不义

健康风险、制度正
义与生理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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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卫生伦理学的路径：把“个人失败”还原为机会与责任的分
配
（一）社会决定因素改变的首先是可行集合

社会决定因素并非生活方式之外的背景变量，而是持续塑造可行集合的制度过程。收
入决定可购买食物与居住位置，工作制度决定睡眠窗口与用餐时点，社区安全决定户外活
动的实际风险，交通与照护安排决定可支配时间，歧视与不稳定就业则改变压力负荷和对
未来的可规划性[1,3-5]。同一句“每天运动三十分钟”，对拥有弹性工时、安全社区和照
护支持的人，与对两份工作、夜班和单独育儿的人，并不是同一项任务。
“个人也有选择”并不能取消这种差异。伦理分析关心的不是决定论，而是选择的成

本、风险与机会是否被公正分配。若一项健康建议只有依靠额外金钱、时间和他人无偿劳
动才能执行，把结果差异解释为动机差异，会同时犯经验错误与分配错误。基本原因理论
还提示，即使某一具体风险被控制，拥有更多可替代资源者仍更容易利用新知识与新技术
获益[3]。因此，干预不能只交付信息，还必须审查谁有能力把信息转换为行动。

（二）总体效益不能取消自主与比例原则
公共卫生行动常以群体利益为理由，但群体利益不是无限授权。卡斯的框架要求说明

项目目标、有效性、已知与潜在负担、公平分配以及能否通过调整减少侵犯[7]；蔡尔德里
斯等人把效用、自由、正义、隐私、承诺与透明等道德考虑置于可能冲突的实践地形 [8]；
纳菲尔德报告的干预阶梯则提示，越强制、越侵入的行动需要越强的理由 [9]。这些框架共
同反对一种“为了你的健康，所以可以替你决定”的家长主义。

这一限制直接适用于家庭与组织。伴侣不能以健康为名接管另一人的饮食，雇主不能
把可穿戴数据变成绩效纪律，学校不能以规律作息为由无视青春期节律与家庭处境。即便
某项安排平均有效，也必须说明退出权、隐私保护、负担分配、替代方案与申诉程序。否
则，生活方式改善可能以生活主权的缩减为代价。

（三）结构性干预也可能制造新的不平等
环境改变常被视为比个体教育更公平。比较研究确实指出，依赖个体高度能动性的干

预可能扩大社会梯度，而价格、供给与默认设置等人口层面措施有时更能覆盖资源不足者
[12]。选择架构与助推也被用于改善群体健康[13,57]。但“更结构”不等于“自动更正
义”。价格措施可能对低收入者造成较大即时负担；默认选项可能隐藏价值判断；公共空
间改造若引发租金上涨，原居民未必享有收益；数字提醒若要求持续联网，也会排除部分
人群。

结构干预的伦理评价至少需要同时观察健康效应、分布效应、控制负担与适应劳动。
谁必须学习新规则，谁被持续提醒，谁负责采购、准备与记录，谁承担安排失败后的指责，
都应进入结果。只统计步数、体重或睡眠时长，会把维持新制度的隐形劳动从证据中删除。

（四）健康主义：当健康从资源变成道德身份
克劳福德以“健康主义”批评把健康问题转译为个人责任与道德义务的倾向 [14]。当

健康被视为个人价值的证明，未能遵循建议者容易被评价为懒惰、无知或不负责任；结构
矛盾则被移出视野。更隐蔽的风险是，原本反对个体责备的发生场理论，也可能变成更精
细的自我优化：记录每束光、每顿饭、每次情绪与每个转场，把全部生活纳入健康绩效。

因此，本章把健康定位为使人能够生活、参与和承担关系的条件之一，而非吞并所有
价值的最高目的。休息可以没有生产性，聚餐可以不服从最优营养，宗教、照护、友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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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可能在某些时刻优先于指标。生活发生场重组的伦理目标不是最大化健康数据，而是
在不把成本不公正地推给他人的前提下，扩大可持续、可选择、有意义的生活能力。

（五）伦理路径的独特贡献与不能独自回答的问题
伦理路径提供三项不可替代贡献：把失败从人格审判转为机会分配问题；要求干预者

证明手段的比例性与公平性；把家庭、组织和制度纳入责任主体。然而，它不能独自确定
哪一项时间线索会改变睡眠相位，不能解释为何相同资源在一天不同时刻产生不同可行性，
也不能判断一项活动能否进入生活者的身份与意义。正义可以要求给予真实机会，却不能
替生活者活出那一机会。

五、时间生物学的路径：行动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相位
（一）钟表时间与生物时间不是同一件事
钟表规定社会事件何时开始，生物时间则描述机体内部过程处于何种相位。内源性昼

夜系统接近而并非严格等于二十四小时，并通过外部时间线索持续同步 [16-18]。同一钟点
对不同年龄、 chronotype、光照史与轮班状态的人，可能对应不同的睡意、警觉与代谢
准备度。把“晚上十点”直接当作自然睡眠时刻，是把社会约定误写成生物事实。

时间生物学因此纠正意志模型：行动困难可能不是价值不足，而是要求在不利相位完
成任务。一个人在深夜难以停止工作，既可能受平台与组织期待影响，也可能因白天光照
不足、夜间强光和既往睡眠时间共同推迟相位；清晨运动失败，未必说明不喜欢运动，可
能是睡眠机会不足与通勤时刻把清晨变成高摩擦窗口。机制解释不能替代责任判断，却能
阻止道德化误诊。

（二）双过程模型：睡眠压力与昼夜信号共同组织睡眠
博尔贝利的双过程模型区分随清醒累积、随睡眠下降的稳态过程 S 与近二十四小时波

动的昼夜过程 C[15]。它说明“累了就能早睡”并不总成立：稳态睡眠压力与昼夜促醒信
号可能在晚间暂时对抗；反之，长期睡眠不足可以使人极度疲劳，却不保证作息稳定。生
活方式干预若只要求固定上床，而不处理起床时间、光照、白天小睡、咖啡因与活动节奏，
就可能把一个系统问题压缩成临睡前的意志考验。

本章不把双过程模型扩张为全部睡眠解释。疼痛、呼吸障碍、药物、焦虑、照护中断
与住房条件都可能决定睡眠；临床失眠或睡眠呼吸障碍需要专业评估。其可转移的最小结
构是：下一项睡眠行动由先前清醒历史与当前相位共同约束，所以改变应追踪时间序列，
而非只问某晚是否“坚持”。

（三）光是强时间线索，但不是万能处方
光照能够影响人体昼夜相位，作用方向和强度取决于暴露时间、强度、光谱、持续及

既往光史[17-18]。自然光—暗周期的重新暴露可使现实生活中的睡眠与昼夜时相发生改变
[21]。这支持一个具体预测：在睡眠机会相近时，把晨间光照嵌入起床后的承重转场，并
减少不必要的夜间强光，可能比仅设定“早睡目标”更有效。
然而，“多晒太阳”不是普遍处方。眼部疾病、双相障碍风险、光敏感药物、极端纬

度、夜班与家庭安排都可能改变收益与风险；夜班结束后的强晨光甚至可能不利于计划中
的白天睡眠。时间线索必须服务于明确相位目标，并在医学风险存在时接受专业指导。机
制越具体，边界也应越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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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食、运动与社会节律形成多重同步系统
除光以外，进食、运动和社会日程也与外周节律及行为节奏相关。运动的相位反应曲

线显示，不同时间的运动可能产生不同相位移动[22]；进食时间与代谢节律之间的研究支
持“何时吃”具有机制意义，但证据强度、个体差异与长期临床外推需要谨慎[23-26]。早
时限进食的短期研究观察到某些代谢与昼夜相关指标改善[25]，却不能由此推出所有人都
应采用同一窗口，更不能无视用药、妊娠、进食障碍史与劳动制度。

社会节律同样关键。社会节律量表把起床、首次接触、工作、用餐等事件的规律性转
化为可观察日程[29]；工作日与自由日睡眠时间差形成的社会时差，与多项健康指标相关
[19-20]。轮班工作研究提示长期昼夜错位可能关联心血管风险[27]，而现实作息不规则也
与较差表现相关[28]。这些关联不能简单证明因果，却足以要求研究把“时间安排”作为
机制变量，而非把所有差异归入行为总量。

（五）同步不是服从一个标准时刻
“同步”最容易被误解为所有人按统一钟点生活。时间生物学真正要求的是内源相位、

行为时刻与社会义务之间减少不必要错位，而非追求社会同一性。chronotype测量可以
帮助描述自由日睡眠时点[19]，却不是精确的昼夜相位诊断；问卷、腕动记录、褪黑素起
始与核心体温测量处于不同推断层级。本章的经验方案因此只在一个可行子样本中使用暗
光褪黑素起始等相位指标，不以“晨型／夜型”自报替代生物相位。
更重要的是，减少错位不能要求弱势生活者单独适应不可更改的制度。若护士必须轮

转夜班，时间生物学应进入排班设计、光环境、恢复窗口与照护保障，而不是只教护士睡
眠卫生。生理机制在这里反向生成制度责任。

（六）节律路径的独特预测与限度
节律路径产生至少三项独特预测。其一，在行为剂量、动机和物质条件相近时，时间

对齐程度仍应解释转场成功差异。其二，若关键时间线索先改变，身体准备度与主观困难
可能在身份叙事改变之前出现可测时滞。其三，跨周末、换班或旅行的节律扰动将暴露一
种改变是否只依赖固定日程。若这些预测在严格控制后均不成立，时间变量便不应在总理
论中占关键地位。

节律路径不能回答生活目标是否值得，不能把统计上的健康关联升格为义务，也不能
说明一个人为何愿意为某项活动重新安排关系。它提供的是可行性的时间机制，不是好生
活的完整理论。

六、作业科学的路径：生活在有意义的所为中形成
（一）“作业”不是职业，也不是待打卡任务
作业科学从人类日常所为出发，研究人怎样通过占据时间、使用能力和参与社会而生

活。克拉克等人提出作业科学，是为了把作业作为独立研究对象，而非只把活动当作治疗
工具[30]。皮尔斯区分一般活动与具体作业：一项活动可以抽象描述，而作业是特定人在
具体时空中实际从事、具有独特经验意义的事件[39]。因此，“步行三十分钟”只是活动
类别；带孩子步行去学校、午休独自绕街区、晚饭后与邻居散步，是不同作业。

这一区分对生活方式理论具有决定性意义。抽象健康行为可以被标准化处方，具体作
业却嵌入角色、关系、地点、物品与叙事。只有后者能够解释为什么同一剂量对一人是恢
复，对另一人是羞耻；为什么健身房会员长期闲置，而照料菜园却稳定提供身体活动；为
什么“减少屏幕”若切断移民家庭与远方亲人的联系，会遭遇合理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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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业生成身份，而非仅表达预存身份
克里斯琴森将作业视为身份形成和表达的重要媒介：能力经验、生活连贯与可接受的

自我在所做之事中获得形态[31]。这比“按照真实自我选择活动”更具发生性。人并非先
拥有完整的“运动者身份”，再去运动；他可能在一次次与身体、地点和他人的相遇中，
逐渐成为能够把活动纳入自我叙事的人。反过来，重复失败、公开比较或不适配任务也会
生成“我不是这种人”的身份边界。
身份回写解释了短期行为何以具有长期差异。外部奖励能提高一次行动，却未必改变

行动与自我的关系；有能力体验、社会承认和自主意义的作业，则可能让下一次行动不再
需要重新说服。自我决定理论关于自主、胜任与关系需要的研究与此相邻[46]，但作业路
径更强调意义不是脑内动机变量，而是在具体所为、物质环境、社会角色与时间延续中形
成。

（三）做、在、成为与归属：意义具有多个维度
威尔科克以 doing、being与 becoming讨论作业的存在维度[32]，哈梅尔进一步强

调 doing、being、belonging与 becoming等意义面向[33]。一项生活活动可能同时提
供完成感、存在感、关系归属和未来方向，也可能在某一维度有益、在另一维度受损。例
如团体晨跑提供归属与胜任，却可能因固定早时刻损害夜班者睡眠；家庭共餐提供关系意
义，却可能把采购、烹饪和清理持续压给女性成员。

因此，“有意义”不能用一个总分掩盖内部冲突。本章在评估中分别追踪自主选择、
胜任体验、归属、身份连贯与未来生成，并要求说明意义由谁定义。家人、治疗者、教师
或算法认为“这对你有意义”，不能替代生活者的第一人称经验；生活者的意义体验也不
能免除对他人负担与健康风险的审查。

（四）人—环境—作业关系与生活发生场的距离
人—环境—作业模型把作业表现理解为三者关系的结果[34]，对反对单纯个人缺陷模

型具有重要贡献。本章与其共享关系取向，却作三项推进。第一，把分析单位从总体“匹
配”下移到按时间排序的转场，研究匹配如何在某个下一步发生。第二，把身体相位从一
般个人因素中分离出来，因为它对时点敏感。第三，把路径沉积列入模型，解释昨日重复
怎样改变今日材料、他人期待和身体准备度。

这种推进不是宣称人—环境—作业模型错误，而是为生活方式变化增加时序和可证伪
要求。如果传统模型在加入时间与历史后已能完整预测支架撤除和扰动恢复，生活发生场
应被视为其特定应用而非独立理论。

（五）作业正义：并非人人都有同等机会从事有意义活动
作业正义关注人参与有意义作业的机会，作业剥夺则描述由于个人控制之外的条件而

长期不能参与[35-36]。这与公共卫生公平形成交汇：生活方式不是从无限选项中挑选，而
是在许可、资源、身体、文化与制度认可中发生。一个社区缺乏安全步行空间，不只是运
动机会不足，也可能剥夺社交、探索与归属；超长工时不仅增加风险，也挤压照护、休息
与公民参与。
“作业平衡”研究提醒人们关注活动类型、节奏与需求之间的主观适配[37]，但平衡

不应被想象为每类活动平均分配。不同生命阶段与文化有不同秩序，照护危机也可能暂时
失衡。真正的问题是：失衡是否可选择、是否长期伤害基本能力、是否由不平等关系强加，
以及生活者是否拥有恢复和重组的现实条件。

114



（六）意义路径的独特预测与限度
若作业意义构成独立机制，那么在提醒、奖励与教练接触减少后，能够进入自主、胜

任、归属或身份连贯的活动，应比纯工具性替代更易持续；相同身体剂量中，具体作业的
意义结构还应预测复归后的恢复速度。若意义评分只反映“我已经做得多，所以说它有意
义”，则必须通过时间滞后、结果前测量与替代模型加以排除。
意义路径不能把伤害美化为热爱，也不能把不平等照护说成身份选择。有人可能真诚

认同过劳，有害组织也会赋予牺牲以崇高意义。作业科学只有与伦理和身体机制互相限制，
才能防止意义成为固化生活的黏合剂。

七、三家冲突：生活改变究竟从哪里开始
（一）三种启动主张不能排成固定顺序

公共卫生伦理学要求先改变机会与负担，否则个体方案会责备受限者；时间生物学要
求先识别相位与时间线索，否则资源可能被投入错误窗口；作业科学要求从生活者重视的
具体所为进入，否则新的安排没有理由留下。三种主张彼此冲突：等待结构完善可能错失
个人当下可行的微小改变；先校准节律可能要求家庭与工作重新分配；先从意义出发又可
能选择生理上不安全或强化不公的活动。

因此，本章拒绝“结构—身体—意义”的线性阶梯。实际改变可以从任一点启动，但
启动点必须向另外两条路径开放回写：一次晨间步行可能先由个人意义启动，随后暴露社
区安全和照护分工问题，并通过光照与活动改变身体节律；一次排班改革可能先由制度启
动，却只有在员工能够把新窗口转化为可接受作业时才稳定。谁先变化是经验问题，谁有
最终否决权则受伦理层级限制。

（二）共有前提：四个已经存在的实体等待匹配
三家虽反对单纯意志论，却容易共享更隐蔽的前提：有一个偏好和身份已经形成的个

人，一个在外部提供或限制机会的环境，一套身体内部运行的节律，以及一组附着于活动
的意义；生活改变只是把四者匹配得更好。这个模型比个人主义丰富，却仍把关系产生之
前的实体当作起点。

三家自己的材料否定这一点。社会条件不仅限制偏好，还影响何种未来可想象、何种
责任被内化；光照、进食和活动不仅适配生物钟，也持续校准节律；作业不仅表达身份，
也生成身份；环境也会因重复行动而改变物品位置、家庭期待和制度流程。个人、环境、
节律与意义并非四块待拼合的积木，而是在重复转场中相互形成。

（三）承重判断：改变的是下一步的共同生成条件
由此可提出本章的承重判断：生活方式突破不是一个固定主体以意志替换坏习惯，而

是在承重转场上重组时间、空间—材料、关系—制度、身体反馈与作业意义，使新的下一
步能够以较低不公、较少持续命令和更高扰动恢复力反复发生。改变既不只在个人，也不
只在结构；它发生在生活者与条件的关系中，并回写双方。

这一判断同时保留责任与开放性。不是所有失败都归因结构，也不是所有愿望都应被
满足。生活者仍需作出承诺、练习与调整；但承诺被放回其时间和关系条件，练习被观察
为路径沉积，调整则接受自主、公平和安全的限制。勇于突破在这里不表现为更猛烈地对
抗自己，而表现为敢于重新谈判一个生活为何总把自己送回同一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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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旧生活怎样复制自己：从转场锁定到身份回写
（一）时间俘获：前一活动占用下一活动的开始条件
日常计划常以活动所需时长计算，却忽略转场需要收束、移动、恢复和协商。会议在

五点结束，不等于五点已经能够运动；未完成事项的注意残留、回家交通、饥饿和家庭请
求会继续占用下一活动的开始条件。若组织把会议排到下班边界，或者临时消息没有明确
终止规则，运动失败并非三十分钟不存在，而是可进入运动的窗口从未形成。

时间俘获还通过可变结束发生。短视频、消息流、开放式工作和线上娱乐没有自然终
点，退出必须由生活者反复作出主动决定；相较之下，下一项需要准备的活动尚未提供同
等强烈线索。于是，“再五分钟”不是一次孤立软弱，而是前一活动凭借无限续接结构征
用了下一转场。改变必须为前一活动设计结束，不只是为后一活动设置开始。

（二）空间—材料摩擦：最接近的物品预先参与选择
空间不会直接命令人，却通过可见性、可达性、默认路径和操作步骤分配行动成本。

食物放在哪里、运动鞋是否需要寻找、手机是否在床边充电、办公室有没有可安全步行的
楼梯，都会改变某项行动从意图到执行所需的微小步骤。每一步都可能单独不重要，累积
后却在疲劳时形成决定性差异。

材料可供性并非“把水果摆出来”这样单向度。物品携带社会意义与关系规则：客厅
中的电视也许是家庭共同时间，厨房布局可能把做饭默认为某一人的责任，办公桌上的即
时通信工具代表随时响应的组织期待。只移动物品而不处理其关系含义，新布局可能被旧
制度迅速恢复。

（三）关系债务：每一次健康选择可能要求别人补位
生活方式建议经常把关系支持写成鼓励，却较少计算关系债务。一个人下班去运动，

谁接孩子、准备晚餐、回应老人需求？一个成员提前入睡，谁处理夜间家务？若新的健康
行为依赖另一人持续补位，却没有公开协商和对等回报，它的稳定可能建立在隐形不公之
上。家务研究显示，家庭劳动不仅包括执行，还包括预期、识别需要、作出决定与监控结
果等认知劳动[54]；性别化分工虽长期变化，仍不能被假定已经消失[55]。
关系债务有两种相反后果。其一，受益者把他人的补位误认为自己的自律，干预夸大

个人效力；其二，承担补位者产生抵抗，新安排被解释为“不支持健康”。真正的场重组
必须把谁新增了何种劳动、谁失去了何种时间、如何轮替和退出写入方案。否则，家庭只
是被当作免费干预基础设施。

（四）身体余效：行动结果成为下一轮行动条件
身体不是被意志驾驶的中性载体。睡眠不足会改变警觉和努力成本，长期久坐可能使

初次活动带来不适，饮食时点影响饥饿体验，压力和疼痛则改变注意与回避。一次行动的
身体结果会进入下一转场：晚间高强度工作导致入睡延迟，次日疲劳使晨间活动失败，失
败又促使更多咖啡因和补偿性久坐。这里没有单一原因，却有能够自我加强的时间序列。
身体反馈也可开启正循环。适配能力的活动带来胜任感与可承受疲劳，规律光照和起

床线索提高下一晚的可预测性，提前准备晚餐减少极度饥饿时的即时选择。关键不是一次
感受是否愉悦，而是反馈能否在合适时间返回并降低下一次转场摩擦。延迟太长或被其他
事件淹没的健康收益，很难独自竞争即时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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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意义封闭：旧行为因维护身份而获得豁免
很多生活行为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生活者不知道后果，而是因为它们承担了未被看

见的作业功能。深夜屏幕可能是全天被支配后唯一可自主的时间；高糖食物可能连接家庭
记忆与照护；过劳可能维持“可靠的人”这一身份；不运动可能避免公开暴露能力不足。
若干预只取消行为，而不提供替代的自主、归属或身份功能，旧行为会以新的形式返回。
意义封闭还会把新行动排除在身份外。“我不是早起的人”“运动属于自律型的人”

“做饭不是我的角色”把历史形成的关系变成本体边界。这些陈述未必虚假，它们可能准
确描述过去；问题在于描述一旦获得终局权，未来行动便在尝试前被判定不真实。突破不
是要求人朗读积极身份，而是通过可承受作业生成尚未有过的身份证据。

（六）旧生活再生产循环
五种机制在承重转场上闭合：前一活动俘获时间，材料路径提高退出成本，关系分工

取消替代选项，身体余效强化即时倾向，旧意义再把结果解释为“我本来如此”。下一次
转场因此更可能沿旧路径发生；重复又沉积为技能、物品布置、他人期待和身份。舒适并
非循环的必要条件，很多被复制的生活并不舒适，只是熟悉、可预测且由现有制度支持。

这一循环解释了为何奖励和压力常有短期效果。它们可以暂时提高某项行动的外部价
值，却未改变前一活动如何结束、谁提供时间、身体何时准备以及行动为何属于生活者。
一旦外部力量撤除，旧场仍拥有更完整的续接链。生活发生场重组的检验因而必须安排支
架撤除；没有撤除，就无法区分新秩序与被持续推动的旧秩序。

九、生活发生场：定义、理论边界与近邻差异
（一）严格定义与分析层级
生活发生场是：在一个可界定的生活阶段与转场上，时间线索、空间—材料可供性、

关系—制度许可、身体状态与反馈、作业意义以及路径沉积相互作用，持续分配不同下一
行动之条件概率的关系配置。它不是所有背景因素的总称，而必须同时满足四项要求：有
明确的起始活动和候选下一活动；条件能够按时间先后观察；至少两个维度存在交互或回
写；配置变化产生关于行动、自续或恢复的区分性预测。

该定义包含个体内、关系间与制度三个层级，但不假定层级越高越根本。一次手机移
出卧室可以先改变材料维度，继而使伴侣形成新的夜间交流；一次排班规则改变可以先打
开时间窗口，随后产生身体和身份变化。理论所要求的是追踪发起权与回写顺序，而非预
先把所有案例归结为结构或心理。

（二）与习惯理论的差异：线索—反应之外的转场竞争
习惯研究解释稳定情境中的线索如何通过重复提高反应自动性，并区分习惯过程与目

标导向过程[41-43]。生活发生场不否定这一机制，而处理三个剩余问题。第一，线索本身
如何被前一活动、关系义务与身体相位共同制造；第二，新增行为如何与同一时间窗中的
其他作业竞争；第三，环境改变或生活扰动后，行动怎样恢复而非仅复现。

其独特预测是：在重复次数和自报自动性相近时，若新行动仍依赖高关系协商或不利
相位，它在支架撤除和扰动后将更脆弱。若习惯强度与情境稳定性足以无剩余地预测这些
差异，发生场理论便不应声称增量。

（三）与实施意向和 COM-B的差异：从行为条件到生活续接
实施意向以“如果情境 X出现，我就执行行为 Y”的形式连接线索与行动，能够减少

每次重新决定的负担[45]。但其有效性依赖 X确实出现、Y在当时可行且没有更高优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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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义务。发生场分析在制定“如果—那么”之前追问：谁控制 X，前一活动是否允许退
出，Y所需物品与身体准备是否到位，执行 Y会把何种责任转给谁。它预测，在高场阻力
的承重转场上，仅增强意向不如先改变转场条件；在低场阻力上，两者差异可能消失。
COM-B框架把能力、机会与动机视为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并通过行为改变轮盘连

接干预功能[44]。它覆盖范围广，生活发生场与其有显著重叠。本章的潜在增量不在增加
第四个因素，而在四点：以转场而非行为作为最小单位；把时间相位作为动态条件；区分
支架下执行与撤架后自续；把前一行动如何制造下一行动条件纳入模型。若扩展的 COM-
B模型已经同样操作化这些时序关系，本章应被视为一种机制化实施格式，而非竞争性总
论。

（四）与社会生态模型、助推和人—环境—作业模型的差异
社会生态模型强调个人、人际、组织、社区与政策多层影响 [11,56]；助推通过改变选

择架构影响行为[13,57]；人—环境—作业模型关注关系适配[34]。三者分别提供层级、默
认设置与关系匹配，是生活发生场的重要近邻。仅说“多层因素共同影响人”没有原创性，
本章必须给出更窄的增量：同一多层变量组合为何在一天不同转场具有不同效力，外部默
认何时转化为自主续接，匹配怎样经由重复留下可恢复的路径。

（五）最强反方一：社会实践理论已经拥有材料、能力与意义
社会实践理论不是生活发生场的外围近邻，而是对本章原创性最强的吸收性反方。雷

克维茨把实践理解为身体活动、心理活动、物品使用、背景知识、情绪与动机相互连接的
常规化类型[61]；沙夫、潘特扎与沃森进一步以材料、能力与意义的联结、断裂、招募和
脱离解释实践怎样出现、延续与消失[62]；沙茨基则把社会生活定位于实践与物质安排相
互编织的场址[66]。在公共卫生领域，布鲁等人已明确主张，吸烟、饮食、通勤或清洁不
应被还原为个人行为，干预对象应是实践及实践组合[63]。因此，本章不能把“环境、能
力和意义共同生成行为”宣称为新发现，也不能因为换用“场”字便取得理论优先权。

二者的真实差异只能落在更窄位置。社会实践理论通常以实践实体及其要素连接为主
要对象；本章则把分析单位下移到一个实践退出、多个实践竞争进入的转场，并把身体相
位从一般能力中分离为时点敏感条件。本章还要求区分实践在外部支架下被暂时招募与撤
架后的自主续接，并把扰动后的恢复作为实现证据。换言之，生活发生场不是社会实践理
论的替代品，而是一个面向健康改变的“实践间转场模型”。若材料—能力—意义的连接
与实践招募模型在加入普通时间变量后，已能无剩余地预测TFI、SCR和DRT，本章应被
吸收为社会实践理论的一项操作化，而不能坚持独立理论地位。

（六）最强反方二：时间地理学早已揭示时空约束与耦合
赫格斯特兰德的时间地理学用时空路径以及能力约束、耦合约束和权威约束，说明人

不可能在任意时点到达任意地点并参与任意活动[64]。这一传统比“个人需要管理时间”
更早揭示，日程由身体移动能力、与他人共在的需要以及制度许可共同形成。索瑟顿关于
日常时间组织的研究进一步区分具有固定位置的锚定实践、围绕它排序的实践以及填补间
隙的实践，并把顺序、同步、速度与社会人口约束纳入同一分析[65]。所谓“承重转场”
若只意味着某些活动锚定其他活动，便没有充分原创性。

本章相对于时间地理学的潜在增量有三项。第一，它不只描述路径可不可达，还预测
在同一可达窗口内，身体相位与前一活动余效怎样改变竞争性转移风险。第二，它把一次
行动产生的身体反馈、身份经验、物品重置和关系期待写入下一轮条件，强调路径会沉积
并反向改写约束。第三，它用撤架自续和扰动恢复区分“沿着既定时空路径被安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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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秩序已经获得恢复能力”。若能力、耦合、权威约束与锚定实践足以解释这些差异，
生活发生场同样应退回为时间地理学的健康应用。原创性不是拒绝被吸收，而是预先写出
何种证据允许吸收发生。
表 3　生活发生场与八类近邻理论的判别矩阵
近邻理论 主要分析对象 既有解释力 本章增加的严格问

题
判别性预测

习惯理论 稳定线索下重复增
强的自动反应

解释情境线索、重
复与自动性

线索如何由前一活
动、关系和相位共
同生产

自动性相近时，高
关系／相位摩擦者
撤架后更脆弱

实施意向 如果X出现则执行
Y的线索—行动联
结

减少重复决策并提
高行动启动

谁控制X，Y是否
可行及会把责任转
给谁

高场阻力时先改转
场优于只增强意向

COM-B 能力、机会、动机
与行为

提供广覆盖诊断和
干预功能映射

前一行为怎样按时
间制造下一行为条
件

时序、撤架与恢复
指标产生额外预测

社会生态模型 个人至政策的多层
影响

防止把行为只归于
个人

多层变量为何只在
特定转场取得效力

承重节点效应显著
高于外围节点

助推／选择架构 默认、显著性与即
时选择环境

以低认知负担改变
当下选择

外部默认何时成为
自主且可恢复的生
活秩序

撤除默认后，只有
完成路径沉积者保
持自续

人—环境—作业模
型

人、环境与作业的
关系适配

解释作业表现的关
系性

匹配怎样受相位、
转场与历史沉积组
织

相同总体匹配在不
同时点呈不同转场
成功率

社会实践理论 材料、能力与意义
的连接及实践招募
／脱离

解释实践如何延
续、变异并去个体
化

实践间竞争转场、
身体相位及撤架恢
复

若扩展的实践模型
解释 SCR与 DRT
无剩余，本章被吸
收

时间地理学 时空路径及能力、
耦合与权威约束

解释可达性、共
在、锚定与制度许
可

同一可达窗口内的
相位风险与路径沉
积

若约束和锚定实践
解释全部增量，本
章退回应用层

（七）生活发生场的四项判别性预测
第一，时间对齐增量：在行为剂量、能力、机会和意向相近时，生物—社会时间对齐

仍应预测转场成功。第二，承重节点非均匀效应：同样强度的环境改变，在高摩擦且连接
多个后果的转场上应产生更大的网络扩散，而非对全部时点均匀有效。第三，意义—撤架
交互：作业意义对行为启动的效应未必最大，但对提醒与奖励撤除后的持续效应应更强。
第四，扰动恢复增量：真正重组的生活不必从不偏离，却应在旅行、加班、轻病或家庭日
程变化后，以较短时间恢复目标秩序。

四项预测都可能失败。如果时间对齐没有增量，承重转场与普通转场效应相同，意义
只反映事后满意，扰动恢复完全由习惯强度解释，那么生活发生场只是复杂描述而非必要
机制。理论质量取决于它允许这些结果真正构成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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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最强反方之三：行为情境理论
本章第九节已列出社会实践理论与时间地理学两家作为最强反方，并写明了被吸收的

条件。还有第三家，它比这两家更早，也在功能位置上与「生活发生场」更近，本章正文
一次未提，须补。
（一）它说了什么
巴克在二十世纪中叶建立的生态心理学以「行为情境」为基本构件：行为情境是有明

确时间与空间界限的社会—物理整合系统，由两个互相依赖的部分构成——一个环境（场
所、时间、物品与其布置）与一套常驻行为型式，二者之间的关系被称为同构（环境在空
间上环绕行为型式，且二者在结构上互相配合以完成某种功能）。他的团队数十年的现场
观察得出一个直接与本章相干的结论：预测一个人做什么，最好的变量不是先行事件，也
不是个人的特质，而是他所处的行为情境。这一构件近年重新受到重视，二〇二四年有专
号讨论其在虚拟环境中的应用。

必须承认：本章第二节主张「生活方式不是个人内部的一组属性」，这一句在巴克那
里已经以更强的形式给出且带有大规模现场数据；本章的「场」与他的「情境」在种属关
系上，前者不是新种，而是同一属下的一支。本章不能把「行为由环境—行为的整合单位
决定」当作自己的发现。
（二）分离线
分离线有三条，全部很窄，但可分头裁决。
第一，单位不同。行为情境是一个稳态单位（一场球赛、一间理发店、一节课），其

边界由同构关系划定；本章的最小单位是转场——一个情境退出、多个候选情境竞争进入
的那一段。巴克的框架擅长解释人进入情境后做什么，本章要解释的是人为什么进入这一
个而不是那一个。判决性对照：两个人处在完全相同的一组行为情境中（同一家庭、同一
工作场所、同一社区设施），其转场序列却系统不同。按行为情境理论，二者的行为应当
高度相似；按本章，前一活动的余效、身体相位与关系义务会使同一组情境产生不同的进
入概率。

第二，相位不是环境变量。行为情境的环境是场所、时间与物品；本章把身体相位从
一般能力中分离出来，作为时点敏感条件。同一间健身房、同一件运动服、同一段空档，
在不同相位上产生不同的转场成功率——这一预测在巴克的框架里无处安放。

第三，撤架自续。行为情境理论没有「支架撤除后行为是否由本人发起」这一区分，
因为在它那里，行为由情境维持本就是常态而非缺陷。本章把撤架期的自续率与扰动恢复
时作为实现证据，正是要把「被情境安排」与「秩序已获得恢复能力」分开。若在撤架期
与扰动期，行为情境的完整度指标已能同等预测自续率与恢复时，本章的这一区分即为多
余。

它反过来削弱了本章什么：巴克有本章完全没有的东西——一套已经跑过数十年、覆
盖整座城镇的情境普查方法，以及由此得来的「人员配置」理论（情境所需人手与实到人
数之比如何改变每个人的参与深度）。本章的三个指标一次也没有在真实社群中取过值。
在方法成熟度上，本章相对于行为情境理论是纯粹的欠债方；本章能主张的只是问了一个
它没问的问题，不能主张答得更好。这一句应写进本章的适用边界。
（三）两条应补的次近邻
其一，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模型已把个人、微系统、中系统与外系统分层，本章

第九节第四小节只提到了社会生态模型的层级版本，未处理他更晚提出的「过程—人—情
境—时间」模型，后者与本章的时序主张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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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习惯不连续性假说主张，居住地、工作或家庭结构的变动会短暂削弱情境线索
与旧习惯的耦合，从而形成一个可干预的窗口。这条与本章的「承重转场」是同一现象的
两种切法：它切的是外生变动打开的窗口，本章切的是日常内部反复出现的高摩擦节点。
判决性对照：若所有有效的转场干预都必须搭在外生生活变动上，本章的承重转场概念即
失去独立价值。

十一、七步机制：怎样重组一项生活的发生条件
（一）第一步：追踪真实日程，而不是书写理想日程

改变从连续观察开始，而不是从立即优化开始。至少记录七至二十一天的起止活动、
地点、同伴、主要物品、饥饿／困倦／疼痛、主观意义以及未发生但原计划发生的行动。
记录应尽量靠近事件，并允许低负担方式，例如简短事件标记、语音或抽样，而非把生活
变成全时监控。生态瞬时评估能够减少纯回忆偏差，却也会反应性地改变行为，研究中需
记录提示负担和漏报模式[47]。

真实日程的重点不是精确到每分钟，而是找到反复出现的续接：什么活动结束后最容
易进入旧行为，哪些日子例外，例外由何条件共同组成。所谓“我晚上没有时间”，必须
被展开为会议何时结束、回家后谁先提出需求、食物何时可得、何种疲劳出现、什么活动
没有结束规则。记录首先撤销概括性人格对具体过程的遮蔽。

（二）第二步：定位承重转场
不是所有转场都值得同时改变。承重转场可由四项标准识别：发生频繁；对多个健康

或生活后果有下游影响；当前摩擦高；存在可安全调整的杠杆。例如起床—出门、下班—
晚间、晚餐—睡前，通常比偶发聚餐更可能承重。应同时识别保护性转场，避免为了一个
指标破坏已经支持关系或恢复的安排。

定位需要绘制候选下一步而非只标记目标行为。下班后可能进入加班、通勤、照护、
进食、休息或活动，每个选项都有合理性。干预若把“运动”预设为唯一正确答案，就会
隐藏生活冲突。承重转场的任务是使竞争公开，并寻找能同时改善多个续接的最小改动。

（三）第三步：校准生物时相与社会时刻
此步不要求精密实验室测量，而是先识别可行动的时间模式：睡眠机会、工作日—自

由日差异、晨夜光照、困倦与警觉曲线、用餐和活动时点、轮班周期及药物安排。存在临
床症状或高风险时，应转介专业评估；普通生活干预不能依据一份 chronotype问卷诊断
昼夜障碍。
校准的原则是寻找最低冲突窗口，而非把人强行变成晨型。例如对夜间工作者，目标

可能是提高轮班内部一致性与恢复，而非模仿日班作息；对晚睡学生，晨间光照和逐步调
整可能比一次提前两小时上床更可行；对照护者，必须先创造不中断的睡眠机会，才谈时
间线索。社会时刻若不可改变，制度调整应进入方案，而非把全部适应责任放到身体。

（四）第四步：降低转换摩擦并为前一活动设置结束
转换摩擦包括操作步骤、移动距离、决策数量、关系协商、情绪切换和身体准备。降

低摩擦可以是提前放置物品、合并路径、设置自然结束、减少候选、建立交接规则，也可
以是给前一活动安排明确收束。例如为了睡眠，不只把手机移远，还需约定工作消息的终
止时刻、为未完成任务提供外部保存、安排低刺激的下一作业。
“越方便越好”并非普遍原则。有害或不希望发生的行动可以增加适度摩擦，但不能

以羞辱、隐蔽操控或剥夺基本需要实施。摩擦设计还必须检验无障碍：对残障者、老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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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负荷高者，额外步骤可能产生不成比例障碍。优化的是目标转场的可进入性，不是对
所有人的统一空间。

（五）第五步：嵌入最小有意义作业
“最小”不是把活动削减到毫无意义，而是找到足以产生真实经验、又不超过当前能

力和时间窗口的具体作业。五分钟陪孩子在楼下走动、通勤前在阳台接受晨光并浇花、晚
饭后准备第二天早餐并听喜欢的音乐，都比抽象的“增加活动”“改善睡眠卫生”更容易
进入生活。最小作业应回答：我实际做什么，与谁、在哪里、使用什么，它保护或生成哪
种意义？
意义不能由干预者包装。应允许生活者拒绝健康专业者偏好的活动，并从自主、胜任、

归属、身份连贯或未来生成中选择真正重要的维度。若最有意义的活动暂时不够健康，可
寻找功能等价或风险更低的变体，而不是否认其意义。例如深夜游戏承担朋友归属功能，
替代方案应先保存关系，而非只关闭设备。

（六）第六步：重新分配家庭、组织与环境责任
个人行动稳定之前，支持结构必须被明示。家庭层面列出谁准备、提醒、照护、清理

和承担突发情况；组织层面明确会议边界、排班、休息、空间与响应期待；社区与政策层
面识别交通、安全、价格和服务可达性。每项支持都要说明时间成本、受益者、提供者、
轮替方式和退出权，防止“家人支持”成为无偿劳动的委婉语。
责任重分并不意味着每个改变都等待制度批准。个人可先进行可逆微调，同时把超出

个人控制的障碍记录为组织或政策议题。关键是避免把结构障碍内化为羞耻，也避免用结
构语言取消个人能做的部分。责任以控制力、受益、风险制造与修正能力为依据分配，而
非以“这是你的身体”一概归个人。

（七）第七步：撤除支架，并在安全扰动下复验
提醒、奖励、教练、预制餐或同伴陪伴能够启动新行为，但不能被误认成新秩序已经

自续。预先规定何时、以何速率撤除部分支架，并观察行动是否仍在真实机会中发生。撤
架不是突然取消所有支持，而是区分应长期保留的正当基础设施与只为训练提供的暂时推
动。照明、合理排班与无障碍设施无需撤除；高频提醒、研究人员关注或额外奖励则应接
受撤除检验。
随后引入或利用低风险、现实的扰动，例如周末日程改变、一次加班、短途旅行或轻

微天气变化，观察偏离后如何恢复。伦理上不能故意剥夺睡眠、诱发饮食风险或破坏重要
关系。新生活的成熟不是永不失败，而是能够识别断点、调用恢复策略并在较少外部命令
下重新连接。
表 4　生活发生场重组的七步机制

步骤 核心操作 可观察证据 主要失败风险

1 追踪日程 记录真实活动、候选下一
步、身体与关系事件

事件时间线、例外日与未
发生机会

记录负担反过来占领生活

2 定位转场 按频率、下游影响、摩擦
与可调整性找承重节点

转场网络、候选竞争与保
护性节点

把专业者偏好的行为预设
为唯一答案

3 校准时间 识别睡眠机会、相位代理
及社会时刻冲突

光照／活动代理、日程与
主观准备度

把chronotype当诊断或
强迫统一作息

4 降低摩擦 为前一活动设结束，减少
步骤、决策和协商

准备时间、操作数、退出
规则与无障碍

以隐蔽操控或羞辱增加反
向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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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核心操作 可观察证据 主要失败风险

5 嵌入作业 形成可承受、具体且真正
有意义的最小所为

自主、胜任、归属与身份
叙述

由干预者包装意义或活动
小到失真

6 重分责任 明示家庭、组织与环境支
持的成本和退出权

劳动账本、排班、交接与
责任协议

把亲密关系当作免费基础
设施

7 撤架复验 撤除暂时推动，在安全扰
动下观察恢复

SCR、DRT、替代作业与
目标修订

突然取消正当长期支持或
制造伤害

十二、三个可操作概念：转场摩擦、自续率与扰动恢复时
（一）转场摩擦指数：形成性而非反映性指标
转场摩擦指数（Transition Friction Index，TFI）用于描述从状态O_t进入目标状

态O_{t+1}时，由时间错位、材料步骤、关系协商、身体耗竭与意义冲突共同形成的阻力。
各维度不是同一潜在特质的可互换表现，而是共同构成摩擦的原因。因此 TFI属于形成性
合成指标，不能只凭 Cronbach α高或单因子拟合良好宣称有效[50]。删除“关系协商”
不会像删除冗余题项那样净化量表，而会改变概念本身。
初始操作化可在每个预定转场前后获取：相位代理与日程错位、目标行动所需步骤数

及准备时间、需要协商的人数与预期冲突、困倦／疼痛／饥饿、目标作业的意义冲突。权
重应通过专家内容效度、生活者认知访谈、预测效度与灵敏度分析共同确定，不能以数据
驱动权重遮蔽伦理重要维度。TFI 的用途是比较同一人不同转场或同类人群的结构，不宜
被解释为稳定人格分数。

（二）自续率：必须以真实机会为分母
自续率（Self-Continuation Rate，SCR）定义为：在预先界定的外部支架低于阈值

后，目标转场中符合安全条件的真实机会里，生活者自主进入新行动的条件性比例。分子
是实际发生次数，分母不是全部日历天，而是确实存在机会且没有预定豁免的转场。若孩
子急诊、夜班临时延长或症状发作取消了机会，直接计作失败会再次把条件缺失个体化。

SCR必须预先规定何为“自主”和何为“支架低于阈值”。一条系统通知是否算提醒、
伴侣自然邀请是否算外部推动、永久环境设施是否算支架，都需在研究前编码。自续不等
于孤立无援：正当的长期关系与制度支持可以成为新生活的一部分。本章要撤除的是为研
究制造、不可长期维持或高度控制性的推动，而非把自主误写为不依赖任何人。

（三）扰动恢复时：把复归后的恢复作为事件过程
扰动恢复时（Disruption Recovery Time，DRT）定义为从预定义扰动发生起，到

新秩序重新达到预设稳定标准所经历的合格转场数或时间。稳定标准可设为连续 k次目标
转场成功，或在滚动窗口内达到基线自续水平。DRT属于时间—事件变量，需要处理右删
失、重复扰动和竞争事件，而不是计算普通平均分。
恢复并非越快越好。疾病、丧亲、分娩或急性照护可能正当地改变目标，此时坚持原

秩序反而缺乏智慧。研究必须区分“应恢复的短暂扰动”与“要求重新定义生活的阶段变
化”。若目标本身失效，较长 DRT不构成失败；拒绝恢复可能是对旧计划的合理突破。

（四）三个概念不能相互代替
低 TFI可能来自强制安排：员工被迫参加运动，进入步骤很少，却没有自主；高 SCR

可能依赖稳定但不公的家庭补位；短 DRT可能只是严厉惩罚使人迅速服从。因此，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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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都不能越过伦理否决层。反过来，主观满意也不能替代它们：一个人可以认同目标，
却仍处于高摩擦、低自续和无法恢复的生活。
表 5　TFI、SCR与 DRT的测量本体及效度要求

概念 测量类型 观察单位 首要效度问题 不适用或错误检验

TFI 形成性合成指标 特定起始—目标转
场上的五类摩擦

内容覆盖、权重透
明、日内预测和干
预敏感性

仅以高 α、单因子
拟合或人格稳定性
判断

SCR 机会条件下的比率
／事件概率

撤架后真实机会中
的自主目标行动

机会分母、支架阈
值、盲法编码与外
部依赖

把全部日历天作分
母或把长期基础设
施算失败

DRT 时间—事件变量 从合格扰动到重新
稳定所需转场或时
间

扰动分类、恢复标
准、删失和竞争事
件

普通均值、越快越
好或把适应性重组
判失败

（五）从指标到因果机制：需要时序而非相关堆叠
理论预测的核心时序是：场维度改变应先降低特定承重转场的 TFI；TFI下降随后提

高支架撤除期 SCR；路径沉积与恢复策略形成后，DRT才缩短。意义可能主要调节撤架
效应，时间对齐可能主要影响早期身体准备，责任重分则可能同时影响摩擦与公平感。若
SCR先提高而 TFI 不变，可能是动机、服从或测量误差；若 TFI下降却 SCR不升，目标
活动的意义、能力或竞争作业可能仍未改变。

这一中介链不能只用同一时点问卷验证。需要事件级测量、滞后分析和干预成分的时
间标记，并接受未测时变混杂的限制。过程数据的作用不是装饰随机试验，而是检验“为
何有效”的时间顺序。

十三、四种生活状态：外力校正、场域开启、同步转场与自续秩序
（一）外力校正

外力校正状态中，目标行为在提醒、奖励、监控、临时资源或权威要求下增加，但承
重转场的条件结构基本不变。此状态不必贬低；在急性健康风险、技能初学或资源暂时不
足时，外部支持可以必要。问题只是不能把行为出现等同于生活方式完成。其典型证据是
接触期表现良好、外部依赖高、撤架后迅速回落。

（二）场域开启
场域开启意味着至少一个原先被注销的下一步获得现实可行性：时间窗口出现、物品

可达、关系许可被谈判、身体风险受评估或活动找到初步意义。此时人可能尚未稳定行动，
但“我不能”已被分解为可改变条件。场域开启的风险是选项增加却没有优先级，导致决
策负担上升；下一步需要在承重转场上形成有限、可检验的配置。

（三）同步转场
同步转场中，时间、身体、材料、关系与意义在特定节点形成足够协同，新行动多次

发生，并产生能够回写下一轮的反馈。它不是所有维度完美一致，而是主要冲突不再每次
都要求额外意志解决。此阶段可以观察到 TFI下降、预期与实际难度接近、某些外部提示
减少，但仍需跨场景和扰动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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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续秩序
自续秩序并非行为永久自动化，而是新生活具有三项能力：在适当机会中较少依赖暂

时支架而继续；偏离后能识别断点并恢复；环境或价值发生重大变化时，能够重新协商目
标而不是机械坚持。自续性既包括延续，也包括有理由的重组。把永不偏离当作最高标准，
会把生活再次固化为绩效系统。
表 6　生活改变的四种状态及其证据边界
状态 主要动力 场的变化 支持性证据 不能提前宣称

外力校正 提醒、奖励、监控
或临时资源

承重转场大体未变 接触期行为上升、
外部依赖仍高

生活方式已经形成

场域开启 至少一项条件获得
现实可行性

旧选项垄断被打破 新窗口、许可、材
料或意义出现

新行动已经稳定

同步转场 两项以上关键维度
形成协同

主要冲突不必每次
靠意志解决

TFI下降、行动重
复、反馈开始回写

能够抵抗扰动

自续秩序 路径沉积、恢复策
略与可修订目标

新生活能延续也能
有理由地重组

撤架 SCR、DRT及
公平负担均通过

永久不偏离或无需
任何关系支持

十四、四类应用：睡眠、饮食、活动与工作—休息怎样被重新发生
（一）睡眠：从“早点睡”转向重组晚间转场

设想一位九点下班、回家后继续处理消息并以视频恢复自主感的知识工作者。单纯设
定十一点上床忽略了三个事实：工作没有明确结束，屏幕承担补偿性自主，晚间光照和延
迟活动可能继续推迟睡意。场分析先追踪下班—到家—进食—屏幕—上床的链条，定位
“工作消息退出”与“屏幕到洗漱”为承重转场，再协商组织响应边界，把未完成任务外
部保存，保留一段真正自主但有结束形态的低刺激作业，并在可行情况下调整光照与固定
起床线索。

成功不以连续七天十一点整入睡判断，而看四类证据：晚间 TFI 是否下降，手机或提
醒减少后是否仍能启动收束，周末或一次加班后能否恢复，工作边界是否由组织共同承担。
若新秩序依赖伴侣每天催促，或以取消全部社交换取睡眠时长，便不能称为成熟重组。

（二）饮食：从食物选择转向进食机会的生产
一位轮班护士常在值班后极饿时购买高能量食物。知识教育可能增加营养意识，默认

摆放可能改变一部分选择，但若休息时段不可预测、可储存食物空间不足、同事交接文化
不允许离岗，问题不是超市货架上的选择。场重组需要与科室共同确认真实进食窗口、冷
藏和加热条件、交接覆盖及安全的备用方案，再由护士选择有文化与口味意义的具体食物。

时间生物学提示进食时点可能与代谢节律相关[23-26]，但不能要求护士以挨饿适应理
想窗口。伦理否决层先保证足够食物与非惩罚性休息，机制层再比较不同班次可行的时点
配置。若方案提高营养指标却增加同事无偿补位或诱发进食焦虑，应立即修正。

（三）身体活动：从剂量处方转向具体可参与作业
一位长期久坐且不认同健身文化的家长，多次办卡后放弃。场分析不先问“为什么不

坚持”，而问何种活动可以嵌入已有转场并生成真实意义。若接孩子放学是稳定作业，可
在安全和时间允许时把一段交通改为共同步行；这项活动同时具有照护、交流与身体活动
意义。材料准备、天气替代、孩子意愿和另一照护者安排都进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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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防止把儿童变成家长的干预工具，也不能把共同步行固定为新的道德义务。
研究应在相同活动剂量下比较纯目标步数与具体作业意义对撤架后 SCR的影响。如果任何
意义差异都不能解释持续，说明作业路径在该案例中不是必要机制。

（四）工作—休息：从个人番茄钟转向组织结束规则
一支远程团队普遍久坐、延时工作并抱怨无法休息。个人计时器会与连续会议、跨时

区消息和“立即响应”规范冲突。重组应先在组织层设置会议间隔、无响应惩罚的休息窗
口、任务交接和延迟发送默认，再允许成员选择伸展、走动、安静或社交等不同恢复作业。
统一要求摄像头前运动，既可能侵犯隐私，也把休息重新变成绩效。
组织方案的结果不只看活动分钟，还要看工作量是否被压缩到更晚时段、休息是否增

加控制感、不同照护责任者是否同样受益，以及管理者是否通过非正式渠道恢复旧期待。
结构规则只有进入实际转场和文化意义，才不只是文件上的善意。

（五）四案比较：谁先变化，谁随后回写
睡眠案例可能从组织边界和意义替代先动，饮食案例从结构机会先动，身体活动案例

从具体作业先动，工作—休息案例从制度规则先动。不存在唯一入口，但四案都要求随后
检验身体时间、关系负担和自续。若某一维度长期不跟上，新的行为便可能以另一处损失
为代价。

案例还表明，场重组不是将所有生活问题医疗化。只有当目标由生活者认可、风险与
收益可说明、责任公平且结果可撤回时，健康知识才有资格进入日常秩序。最好的方案未
必产生最高单项指标，而是使健康、关系、意义与生活主权之间形成可继续协商的次序。

十五、七项判据：怎样判断生活方式真正发生了改变
（一）否决层一：安全与比例

任何方案首先必须证明风险可接受、手段与目标相称、存在停止标准并能获得必要专
业支持。睡眠、饮食、运动和用药相互关联，普通生活干预不能替代诊断或治疗。若方案
诱发伤病、进食障碍风险、睡眠剥夺、严重关系冲突或财务压力，即使行为指标改善，也
不得称为智慧突破。风险不是可以由平均收益抵销的普通分数，而是具有否决效力。

比例原则还要求选择达到目的所需的较少侵入方案。能通过明确下班边界解决的问题，
不应先使用全天可穿戴监控；能通过调整食物可得性改善的问题，不应把体重公开排名。
更强干预必须说明额外效益、较弱替代为何不足以及谁承担不可逆后果[7-9]。

（二）否决层二：自主、公平与不转嫁
生活者应有理解目标、参与设计、拒绝具体手段、暂停与退出的能力，退出不能附带

不合理惩罚。数据收集遵循最少必要、用途限定和可删除原则。家庭或组织中的同意必须
审查权力：管理者的“自愿健康计划”、父母替成年子女决定饮食、经济控制者要求伴侣
共享体重，都不能因形式同意而自动正当。

公平判据要求同时观察收益和维持劳动。若一个人的 SCR提高完全依靠另一人长期承
担照护和准备，新秩序不是个人成功，而是责任转移。方案至少应记录时间、认知劳动、
费用和失去的机会，并由受影响者共同确认是否可接受。没有不转嫁证据，健康效应不能
进入更高层评价。

（三）机制层一：承重转场被明确识别
一项改变必须说明起始活动、候选下一活动、机会窗口与主要摩擦，且目标转场确实

对下游生活具有承重作用。“提高自律”“优化环境”或“形成健康身份”都太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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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机制是否发生。支持性证据包括事件时间线、例外日比较、转场网络及结果前预定的
节点；若干预只改变外围行为而承重转场未动，应把效果解释为局部行为变化。
转场特异性还提供负对照。若声称晚餐—睡前转场被重组，却所有不相关自报项目都

同步改善，目标指标反而无差异，结果更可能来自期望效应或一般关注。理论必须在“哪
里应改变”和“哪里暂时不应改变”上同时冒险。

（四）机制层二：至少两个维度按预定时序共同变化
生活发生场不是因素清单。机制成立需要至少两个维度发生可观察变化，并与结果呈

预定时序或交互。例如先调整会议结束与交接规则，随后晚间转场摩擦下降，再出现活动
自续；或先嵌入有意义作业，继而家庭愿意重分照护，身体反馈再提高下一轮可行性。只
有同一时点的“环境更好、动机更高”相关，不能证明共同发生。

时间维度在涉及睡眠、轮班或进食时必须单独检验，但并非每个目标都要求生物相位
变化。机制判据追求与案例相称的充分性，不把六维全部改变当作仪式。若单一低成本调
整已稳定解决问题，理论应承认最简解释，而非强迫复杂化。

（五）机制层三：意义真实且责任可见
目标作业至少在自主、胜任、归属、身份连贯或未来生成之一获得生活者结果前认可，

且该认可不是由干预者诱导出的礼貌同意。意义应通过具体叙述、选择行为与撤架期持续
交叉验证，而不能只用高满意度分数。若活动只有“因为医生说好”这一工具意义，它仍
可能有效，但不能以意义机制解释。
责任可见要求支持者、成本与收益被列明。作业意义不能遮蔽牺牲由谁承担，家庭爱

也不能使无偿补位天然正当。此判据把作业科学与公共卫生伦理学锁在同一审查中：真正
的意义必须能够面对关系后果。

（六）实现层一：暂时支架撤除后仍能自续
真实发生的第一项实现证据，是预定的暂时提醒、奖励、研究接触或外部监督逐步降

低后，SCR仍高于基线和相邻干预。撤架时间、支架阈值与机会分母必须在结果出现前确
定。若表现随研究人员离场立即消失，应准确称为“支架有效”，而不是“生活方式改变
失败”；两者是不同干预目标。

自续不排斥长期基础设施。合理排班、安全空间、照护支持和无障碍设备可以永久保
留，因为自主本就具有关系条件。需要撤除的是不可扩展、不可持续或控制性强的附加推
动。判据所问不是“能否完全靠自己”，而是“新秩序是否不再需要不断有人替它作出下
一步决定”。

（七）实现层二：扰动后能够恢复或有理由地重组
稳定生活必须在低风险扰动或自然变动中接受检验。若一次加班、周末、旅行或天气

变化就使新行为永久中断，说明场仍高度依赖单一路径。支持性证据是 DRT缩短、恢复
策略被自主调用、替代作业可以保持核心功能。恢复不要求复制原形式；雨天把户外步行
换成室内共同活动，可能比强行完成步数更显示秩序成熟。
当生命阶段、疾病或价值真正变化时，“不恢复”也可能正确。实现判据因而包括重

新定义目标的能力。最成熟的生活不是对旧计划最忠诚，而是在新现实中保持安全、公正、
意义与可续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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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严格排序：判据不能以总分相互补偿
七项判据采用词典式、非补偿排序。第一层由安全比例与自主公平组成，任一未通过，

方案即被伦理否决，不计算“净突破分”。第二层由转场明确、多维时序与意义—责任构
成，至少转场明确不可缺失，另外两项必须提供与理论主张相称的证据；若只声称单机制，
则应降低理论名称而非凑足维度。第三层由撤架自续和扰动恢复构成，二者均是完整发生
的必要实现证据，但短期研究可暂定为“机制启动”，不得提前宣称成熟。
层内冲突也有顺序。安全优先于效率，自主与不转嫁优先于总体行为量；在安全与公

正通过后，较简机制优先于复杂叙述；机制证据通过后，撤架与恢复优先于接触期峰值。
若自续与恢复冲突，先检查目标是否已改变：不应把合理重组误判为复归。该排序使“健
康结果好”不能成为取消其他判断的万能理由。
表 7　生活发生场重组的七项判据与非补偿排序
层级与判据 核心审查问题 支持性证据 失败或伪发生

否决 1 安全比例 风险是否可接受、手段是
否必要且有停止标准

专业筛查、风险分级、不
良事件与替代方案

以伤病、睡眠剥夺或重损
换取指标

否决2 自主公平 能否拒绝退出，收益与劳
动是否公正分配

独立同意、隐私控制、劳
动账本与申诉

强迫监控或把成本转嫁弱
势成员

机制 1 转场明确 起始、候选下一步、机会
与承重性是否预定

事件图、例外比较与负对
照节点

只说提高自律或优化环境

机制 2 多维时序 至少两个维度是否按预定
顺序共同改变

滞后指标、交互和版本化
转场图

同一时点因素清单或事后
解释

机制 3 意义责任 意义是否真实，支持者与
代价是否可见

结果前叙述、选择行为及
关系成员证词

专业者包装意义或用爱遮
蔽劳动

实现 1 撤架自续 暂时推动减少后是否仍在
真实机会中发生

预注册支架阈值与机会调
整 SCR

研究者在场时表现良好即
宣布成功

实现 2 扰动恢复 偏离后能否恢复或有理由
地重定目标

DRT、替代作业、恢复策
略和目标版本

机械坚持或把合理重组判
作失败

十六、证伪与竞争解释：什么结果会使生活发生场理论失败
（一）局部机制的证伪条件

时间对齐主张在以下结果下应收缩：控制行为机会、睡眠时长、工作负荷和基线偏好
后，相位代理与转场成功无增量关系；针对性改变时间线索也不先于身体准备或行动变化。
意义机制在结果前测量、控制既往行为后，若不能预测撤架效应或扰动恢复，应降为结果
体验。责任重分若不改变摩擦、公平感或持续，说明该案例的关系路径并非主要机制。
TFI 同样可失败。若形成性维度权重对样本轻微变化极端不稳，无法预测同一人的转

场差异，或不如一个简单步骤数指标，复杂指数没有保留理由。SCR若对机会定义高度敏
感，编码者无法可靠区分暂时支架与长期基础设施，也不宜作为主终点。DRT若大部分扰
动不可比较或恢复标准任意，则只能作描述性结果。

（二）总体理论的四项强证伪
第一，在接触时间与目标行为相同的随机比较中，完整场重组对撤架期 SCR、DRT

和公平负担均不优于较简模型，且没有预定高场阻力亚组效应。第二，承重转场干预与随
机外围转场干预效果相同，否定节点非均匀性。第三，各维度变化只在结果之后出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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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与共同发生机制相反。第四，场指标虽能拟合既有数据，却对新样本、未来事件和替代
情境无预测增量。
强证伪不要求每项研究都覆盖全部命题，但完整理论不能通过不断更换成功标准逃避。

结果若只支持行为总量，论文就应退回行为干预；只支持关系匹配，就应归入既有人—环
境—作业框架；只支持线索重复，就应归入习惯理论。概念范围必须由证据缩小。

（三）六类主要竞争解释
一是一般关注效应：被频繁询问本身提高行为。需以等接触对照、提示负担与非目标

结果检验。二是需求特征与报告顺从：生活者猜到研究期待并美化记录。需结合被动数据、
盲法编码和匿名退出访谈。三是自然成熟或季节变化：时间推移而非干预造成改善。需随
机化、同期对照与季节分层。

四是能力学习：效果来自技能提高，不需要发生场概念。需测量能力并检验其是否完
全中介。五是普通习惯形成：重复和线索稳定足以解释撤架后持续。需控制重复次数、自
动性和情境稳定度，并比较扰动恢复。六是选择偏差：愿意重组家庭和组织者本来资源更
多、动机更高。需记录招募流失、采用意向原则，并在观察研究中使用清楚的因果假设而
非统计控制堆叠[60]。

（四）理论增量应落在何处
生活发生场不应在所有人群平均效应上声称普遍优越。其最强增量预测位于基线场阻

力高、承重转场涉及多重冲突、暂时支架即将撤除或生活经常受扰动的人群。对低摩擦、
清晰线索、单一行为目标，实施意向或习惯设计可能更经济。若复杂理论在简单情境也必
须介入，它就从解释工具变成扩张性话语。

（五）吸收性失败：理论可能有效，却不必独立存在
证伪之外还存在更严格的“吸收性失败”：本章的预测得到支持，但所有增量均可由

一个较简近邻在不改变核心假设的情况下解释。若社会实践理论的材料—能力—意义、实
践连接和招募／脱离变量加入后，身体相位、撤架与恢复没有剩余解释力，生活发生场应
被吸收为实践理论的测量方案；若时间地理学的能力、耦合、权威约束与锚定实践已完整
解释节点非均匀性和恢复，承重转场应被视为其健康应用；若扩展 COM-B仅通过明确时
间索引便获得同等预测，本章只保留实施工具身份。
吸收性失败比“统计不显著”更能约束概念膨胀。一个概念可以有启发、可以改善实

践，却仍不构成独立理论。本章只有在信息量、参数复杂度与交叉验证惩罚相近时，对竞
争性下一状态、撤架期自续或扰动恢复提供稳定增量，且这种增量能在新样本中复现，才
取得有限的独立地位。

十七、经验研究方案：从二十一天测量开发到十二周随机竞争
（一）研究对象与可检验问题

为避免用异质健康指标掩盖机制，首个确认性研究聚焦一个可重复承重转场：日间工
作的久坐成人从工作结束进入晚间恢复性身体活动。参与者并不被要求采用统一运动，而
在安全筛查后选择步行、轻度骑行、家务舞动或其他可比较强度且有意义的作业。轮班者、
需要临床运动处方者及近期严重事件者不进入首个试验，而应在后续专门研究中检验外部
效度。

主要问题有四个：TFI能否预测同一人不同日的目标转场；完整场重组能否在撤架期
提高 SCR；这一效应是否由 TFI下降按时间顺序中介，并由作业意义调节；自然扰动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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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T是否短于健康教育、实施意向／习惯和 COM-B干预。公平负担与自主不是次要满意
度，而是共同主安全结果。

（二）第一阶段：二十一天密集纵向测量开发
第一阶段招募约 150 人，连续二十一天记录工作结束时点、候选晚间活动、位置、光

照与活动代理、睡眠窗口、饥饿／疼痛／困倦、关系请求、材料步骤、目标意义和是否出
现真实机会。生态瞬时评估在工作结束前后各一次，并以手机事件标记或腕部设备补充；
参与者可选择非手机方式，且不采集原始通信内容。一个小型自愿子样本可使用更严格的
昼夜相位指标，主样本不以 chronotype代替相位诊断。

二十一天提供的是群体层面参数开发所需的密集事件，而不是每位参与者各自一套不
受约束的动态模型。若按人估计随机滞后、反馈和状态特异转移，二十一个目标日明显不
足，容易把噪声包装成“个体机制”。因此，主分析采用预注册的部分汇聚与正则化；另
设约 60天、较低测量负担的验证子样本，用来检验关键个体内滞后是否稳定。若较长序
列不能复现二十一天资料中的动态方向，相关机制只保留为探索性描述，不进入确认性结
论。
测量开发遵循形成性指标逻辑：先由跨学科专家和生活者共同建立内容域，再以认知

访谈检查题意，以日内预测和干预敏感性确定权重范围 [50]。不以删除低相关维度提高
α。SCR机会分母由独立编码者依据预注册规则判定，并报告一致性；DRT先在自然发生
的加班、天气和家庭日程变化中探索，不能人为制造伤害性扰动。

（三）第二阶段：四臂、十二周、等接触随机比较
第二阶段样本量由第一阶段估计的事件内相关、机会率、预期撤架效应和流失率进行

模拟，不用单层连续结局公式替代。可行性规划暂以 360 人、每臂90 人为起点，正式注
册以前以模拟功效结果修正。随机化按研究点、目标作业类别与基线场阻力分层，分配隐
藏；参与者与干预者无法盲法，但结局编码者和主要分析者在锁库前保持组别盲法。报告
遵循CONSORT及复杂干预的情境说明要求[53,58-59]。
A臂接受健康教育与同等频率自我监测；B臂接受实施意向、稳定线索与重复计划；

C臂依 COM-B评估能力、机会、动机并匹配干预功能；D臂实施七步发生场重组。四臂
在接触总时长、测量频率、基本安全资源和目标行为剂量建议上相等，防止 D臂仅因获得
更多关注胜出。第 1—2周建模，第 3—8周实施，第 9—12周按预定规则撤除研究性提醒
与奖励；合理的长期环境和关系支持保留。
然而，“接触时间相等”仍不能保证资源暴露等量。D臂可能调动更多家庭协商、空

间改造、设备、排班弹性与专业判断，若不计量这些投入，所谓配置优势可能只是资源优
势。研究因此建立预注册资源账本，分别记录金钱、专业分钟、家庭无偿劳动、组织让渡
和技术设备；C、D 两臂使用相同的可支配实施预算，但允许在预算内采用不同配置。除
意向治疗总效应外，报告单位资源的配置效率与成本—后果分布。若 D臂的优势在资源等
量或统计重加权后消失，结论应改写为“增加资源有效”，而非“发生场配置具有独立解
释力”。

（四）主终点、次终点与判别性终点
主终点是第 9—12周支架低于阈值后、以真实机会为分母的 SCR。主要估计使用预注

册的多状态原因别转移模型，并把机会条件下进入目标状态的标准化边际概率作为可解释
效应量；事件级多层逻辑模型只作为忽略竞争状态后的敏感性分析。共同伦理终点是控制
负担与责任净转移：参与者及受影响家庭成员分别报告新增时间、认知劳动、冲突、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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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退出感。若 D臂提高 SCR却显著增加不公平负担，结论按判据被否决，不能用统计调
整“净化”。
次终点包括 TFI变化、客观或半客观活动、睡眠规律代理、意义维度、健康相关感受

和自然扰动DRT。判别性终点包括：相同重复次数下的撤架差异；基线场阻力与组别交互；
高承重节点相较于预定外围节点的效应；以及一个与目标无直接关系的日常转场作为负对
照。完整模型若只提高所有自报评价而不改变事件行为与负对照结构，将不获支持。

（五）六项预注册假设、一项负预测与最小胜利条件
确认性检验不以“D臂总体更好”这一宽泛命题为终点，而预先锁定六项方向性假设。

H1为转移风险假设：在同一人内部、控制当日意向、能力、一般机会、既往重复与自动
性后，TFI升高仍降低由工作状态进入目标恢复作业的原因别转移风险。H2 为相位交互
假设：身体准备度与社会窗口的对齐不是两个主效应相加，二者交互对目标转移风险具有
增量。H3为承重扩散假设：在干预成本和基线频率可比时，作用于高 LC节点相较外围节
点，对两个以上预定下游结果产生更大折扣总效应。
H4 为意义—撤架假设：结果前测得的作业意义对第 3—8周支架期启动效应较弱，而

对第 9—12周支架下降后的 SCR具有更强调节作用。H5为场阻力异质性假设：D臂相对
B、C臂的优势主要出现在基线场阻力高者；低阻力者差异接近零，避免宣称复杂方案普
遍占优。H6为恢复假设：在扰动严重度和目标仍然有效的前提下，D臂DRT短于其他三
臂，且恢复可通过替代作业而非原形式机械复现完成。

同时预注册一项负预测H0：发生场重组不应系统性提高与目标无连接、没有共享条
件的负对照转场。若所有自报行为、满意度和非目标活动普遍上升，而目标转移风险没有
特异变化，结果优先解释为一般关注、报告顺从或资源增加。负预测不是附加装饰，而是
为“场效应”划出不应扩散的边界。

理论的最小经验胜利采用非补偿规则：D臂必须在伦理否决层通过，撤架期 SCR的预
注册主比较成立，并且H1—H6中至少两项跨越预定效应阈值、在留出样本中方向复现；
其中至少一项必须来自H2、H3或H6这些近邻模型较难自动解释的命题。只改善接触期
活动量、只降低自报摩擦或只出现探索性亚组，均不足以支持完整理论。多重检验采用预
定层级顺序，前序主假设失败后，后续结果标记为探索性，避免从六项假设中事后挑选胜
利。

（六）时间顺序、中介与因果图
预注册因果图把随机组别置于起点，干预成分影响每日场维度与 TFI，TFI影响下一

次 SCR，重复成功和身体反馈再影响后续 TFI 与意义。工作负荷、疾病、天气和家庭事件
是时变共同原因；既往成功既是前一结果，也是下一轮暴露条件。简单把所有时变变量加
入普通回归，可能控制中介或引入偏差。

主要总效应按意向治疗估计。机制分析使用滞后多层模型，并在假设可辩护时采用适
合时变处理—混杂结构的方法；中介效应明确标注对无未测混杂、正确时间排序、处理后
混杂和测量误差的依赖[60,69]。TFI 是形成性配置，不应被当作一个天然可干预的单维中
介；机制分析需分别报告改变哪些构成维度、通过何种路径影响转移。没有单一统计模型
能够“证明发生”，定量时序、过程访谈和版本化转场图应形成证据三角。
候选下一活动构成竞争风险：一旦进入加班、照护、进食或目标活动，其他转场在该

时点便不再发生。主分析因此以多状态模型估计 i→j的原因别风险与状态占据概率，而非
把每个候选行为分别做独立逻辑回归[67]。对密集纵向变量之间的个体内滞后、随机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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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馈，可使用动态结构方程模型作为补充 [68,70]；但DSEM的拟合优势不等于因果识
别，随机化、时间顺序与明确干预对比仍不可替代。

（七）动态干预与微随机补充
发生场具有时点敏感性，固定方案可能掩盖何时提供何种支持。第二阶段可嵌入一个

不改变主试验比较的微随机子研究：在预定合格转场中，随机是否提供低负担提示、材料
准备建议或自主选择询问，以估计即时近端效应[48]。即时自适应干预研究强调在易受影
响或有机会的时刻提供合适支持[49]，但算法不得把生活者变成持续被优化的对象。
若要进一步优化多成分方案，可在确认整体有效后使用多阶段优化策略比较必要成分

[51]，或以动态治疗方案方法研究在何种反馈下调整支持 [52]。这些设计用于减少不必要
成分，不用于事后从大量组合中挑选成功故事。

（八）扰动检验、恢复分析与长期随访
研究不故意制造睡眠不足、家庭冲突或身体风险。替代情境检验采用参与者事前认可

的安全变化，例如一次远程办公日、周末时段或可行路线变化；主要 DRT来自自然扰动
并采用事件史模型，报告删失与竞争事件。若扰动改变了目标正当性，事件由盲法小组重
新分类为“适应性重组”而非失败。

第 20周与第 32周进行低接触随访，观察研究支架完全停止后的 SCR、DRT及支持
结构是否仍公平。短期峰值不作为主要成功。若所有组在第 32周趋同，而 D臂仅更快启
动，应把贡献限定为加速机制；若D臂长期优势只由永久资源投入解释，则需报告成本与
可扩展性。

（九）功效、异质性与开放科学
功效模拟以转场为一级、个人和研究点为更高层，纳入机会缺失、组内相关、时变暴

露与不均衡流失。主要交互仅保留基线场阻力，其他 chronotype、照护责任与社会经济
位置作为有方向但探索性异质性分析，避免在亚组中制造虚假发现。多重结果明确主次，
效应报告置信区间和绝对机会差，不以 p值替代实际意义。

研究方案、指标构成、代码、合成数据和去识别分析计划在可行范围开放；质性资料
因再识别风险不默认公开。任何机器学习权重都在独立验证样本锁定，并与简单模型比较。
开放科学不能以公开隐私为代价。

（十）研究伦理：家庭成员不是无声的环境变量
所有直接受方案影响的家庭成员均有独立表达与拒绝渠道，强势成员不能代表全家同

意。研究补偿分别支付给实际提供额外时间的人，不通过参与者一人转交。雇主不得获得
个人行为数据；研究团队只向组织提供达到最小单元后的聚合结果。退出后保留何种数据
需由参与者选择。

研究还应设立健康升级路径：出现疼痛、显著睡眠问题、进食障碍风险或心理危机时
暂停一般方案并转介。理论野心不能超过干预者专业资格。生活发生场若以全景数据换取
解释力，就背叛了它在伦理路径中建立的边界。
表 8　两阶段经验研究的测量与竞争矩阵
阶段／观察层 关键操作或变量 主要资料与分析 需要排除的竞争解释

阶段 1：21天＋60天子
样本

开发 TFI 并定义真实机
会、支架与自然扰动

EMA、腕部代理、多状
态风险与部分汇聚DSEM

短序列过拟合、测量反应
性与机会漏记

阶段2：A臂 健康教育与等频率自我监 作为信息输入基准 差异仅来自接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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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观察层 关键操作或变量 主要资料与分析 需要排除的竞争解释

测

阶段2：B臂 实施意向、稳定线索与重
复计划

习惯／意向近邻竞争 完整模型只是更多计划

阶段2：C臂 COM-B诊断及匹配干预
功能

广覆盖行为模型竞争 D臂只是COM-B重新命
名

阶段2：D臂 七步生活发生场重组 等接触、等预算、资源账
本与分层随机

资源总量而非配置产生优
势

主终点 第 9—12周撤架期机会调
整 SCR

多状态原因别风险、标准
化边际概率与盲法编码

报告顺从、一般关注与季
节成熟

机制与恢复 H1—H6、滞后 TFI、意
义交互与自然扰动DRT

中介、DSEM、事件史、
过程访谈与吸收检验

近邻理论已充分解释或复
杂度本身获利

伦理与负对照 控制负担、责任净转移、
外围转场

成员分报、劳动账本、预
定负对照

健康收益掩盖不公或普遍
期望效应

十八、责任的重新分配：个人、家庭、组织与公共制度
（一）责任依据控制力、受益与风险制造而分配
责任不应在“全怪个人”与“全怪结构”之间摆动。本章提出三项分配依据：谁实际

控制关键条件，谁从现状或改变中受益，谁制造或能够降低风险。个人控制物品准备与部
分承诺，应承担相应行动责任；家庭共同控制照护和晚间秩序，应共同协商；组织控制排
班、会议与响应规范，不能把其后果交给员工用自律修复；公共制度控制交通、空间、价
格与基本服务，承担扩大真实机会的义务。
控制力随时间变化。一个人在初期可能需要较多支持，能力和资源形成后可承担更多；

组织也不能以“员工已经适应”永久免除不合理制度。责任是一种可修订关系，不是附着
于身份的固定份额。

（二）家庭：支持必须从情感口号变成劳动账本
家庭支持通常被写成鼓励和陪伴，实际上包括预见需求、调整日程、采购、烹饪、接

送、提醒、安抚、清理与承担失败后果[54-55]。重组应以一周为单位列出新增与减少的劳
动，并分别询问每位成员是否可接受。账本不是把亲密关系商业化，而是让长期被爱和角
色语言遮蔽的负担获得可谈判性。
最优安排不必机械均分。身体能力、偏好与时间不同可以导致不等分工，但差异需可

说明、可轮替、可拒绝并有补偿。儿童可参与适龄活动，却不能被设为成人健康行为的监
督者；照护者也有休息权，不能因为“最懂情况”而永久承担协调。

（三）组织：从福利项目转向工作设计
组织常提供健康讲座、步数挑战或冥想应用，同时维持长会议、夜间消息和不可预测

排班。这样的项目把制度制造的问题重新包装为个人管理。真正的组织责任包括工作量与
时限、可预期排班、休息和进食机会、无障碍空间、消息终止规则以及不会因使用健康权
利而受惩罚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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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项目若收集数据，必须与绩效、保险和晋升隔离。管理者尤其要接受“沉默数
据”的审查：未报名者可能不是不关心健康，而是缺乏时间、担心隐私或不认同活动文化。
参与率低不能被用来证明员工动机不足。

（四）公共制度：把稳定健康选择所需条件作为共同基础设施
公共责任不是替所有人安排生活，而是使基本健康选项不因贫困、残障、地域或身份

而被系统取消。安全交通、可步行空间、可负担食物、劳动保护、照护服务、住房与初级
医疗共同构成生活发生场的基础设施[1,4-6]。人口措施还要评估分布效应，防止平均改善
掩盖最受限者更差。

公共政策应容许多种生活形式，不把中产阶级日程、健身文化或特定家庭结构当作默
认公民。真正的公平不是让所有人完成相同行为，而是让不同生活者拥有足够真实的健康
能力与拒绝不合宜方案的权利[10]。

（五）专业者：从下达计划转向维护可协商过程
专业者的角色不是替生活者发现唯一正确生活，而是提供风险知识、机制解释、观察

工具与协商程序。专业权威在诊断、安全和证据质量上不可替代，却不能越界决定什么生
活有意义。其成功指标也不应只是依从率，而包括生活者是否更能识别转场、谈判条件、
评价反馈和修订目标。
当结构无法立即改变时，专业者可以帮助寻找临时可行策略，同时把限制如实记录，

而不是将妥协美化为自主选择。诚实命名不可控条件，本身就是防止羞耻回写的一部分。

十九、数字技术的双重位置与适用边界
（一）数字技术可以看见转场，也可以占领转场
手机、可穿戴设备与情境感知系统能够提供接近事件的时间线、活动与光照代理，帮

助识别回忆中不可见的承重节点。恰当的即时支持还可以在行动机会出现时降低记忆负担
[47-49]。但数字产品本身常以无限滚动、变动奖励和即时响应占领结束规则，既是测量工
具，也是旧场的重要组成。

因此，技术评价不能只看提醒是否提高行为。还要问它是否增加设备依赖、注意碎片、
夜间光照、数据焦虑或家庭监督。一个睡眠应用若让人每天因评分紧张而更难入睡，指标
准确也不等于生活改善。

（二）人工智能适合生成候选配置，不适合替人裁决意义
人工智能可以从日程和事件记录中提出候选承重转场、发现重复摩擦、模拟不同安排

的时间冲突，并为低风险替代作业生成方案。它尤其适合把“我总是失败”分解为可检验
条件。然而，模型输出来自训练数据与设定目标，无法凭自身决定健康与照护何者优先，
也不能确定某项作业对生活者的真实意义。
最低协议包括：只收集完成任务必需的数据；本地或最小化处理优先；明确模型不确

定性；允许查看、更正和删除推断；不得将健康建议与绩效、保险或广告画像连接；高风
险症状转交专业人员。推荐系统不能因预测“用户更可能遵从”而越过拒绝权。

（三）不是一切生活都需要量化
发生场分析适用于反复失败、条件冲突明显且改变目标由生活者认可的情形。它不要

求把所有吃饭、休息、亲密与创造都编码。偶发偏离、节庆、悲伤、照护高峰和无目的闲
暇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应被自动标为异常。量化的边界应由问题的严重度、可行动性与数
据负担共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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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记录本身成为主要摩擦，最智慧的调整可能是停止记录。测量服务于生活，不是生
活服务于理论。

（四）不是临床治疗的替代品
持续失眠、睡眠呼吸症状、显著情绪波动、进食障碍风险、慢性疼痛、代谢疾病和用

药问题需要相应专业评估。生活发生场能够帮助理解治疗建议怎样进入日常，却不能自行
诊断、停药或替代循证治疗。任何把复杂症状归结为“重组环境即可”的说法，都是新的
结构决定论。

（五）不是否定意志、纪律与个人责任
发生场理论不主张人只要改变环境就无需承担。许多新作业需要练习、耐受不适、守

约和在即时诱惑前作出选择。它只是指出，这些能力也在任务、反馈、身体和关系中形成。
纪律的成熟形式不是持续对自己施加强力，而是参与建成一个无需每次都靠强力维持的秩
序。

（六）不是以健康优化全部生活
生活方式突破的最高目标不是零风险、最优节律或无缝效率。过度优化会删除自发、

宽容和共同生活所需的余地。一个能够为了朋友偶尔晚睡、在节庆中改变饮食、在照护危
机中暂缓运动，并在之后有理由地恢复或重组的人，比对指标绝对服从者更接近自续秩序。

二十、反身检验：生活发生场何时会成为新的控制理论
（一）当“场”被用来解释一切时，它便失去解释力
“时间、空间、关系、身体、意义都有关”很容易成为不可证伪的完整话语。为防止

这一点，每个案例必须限定转场、预定主要维度、提出不应变化的负对照并允许较简模型
胜出。若研究者事后把任何结果都归入“场太复杂”，这一理论已经重演它所批判的固化。

发生场也不应吞并作业科学丰富的生活理解。哈塞尔库斯强调日常作业的意义世界
[38]，霍金对作业科学的反思则提醒学科持续检查自身概念与知识边界[40]。本章借用这
些资源，不是要把所有意义压成健康行为变量，而是为特定的生活方式改变提供有限机制
框架。

（二）当生活者被建模得越精确、决定权却越少时，理论已经反噬
高密度数据能够预测某人在何时最脆弱，也因此能够被平台、雇主或家庭用于操控。

只要生活者不能知道模型如何推断、不能拒绝目标、不能删除数据，所谓个性化就是更精
密的外部治理。伦理否决层必须先于预测准确率；准确地推动一个人进入他不认可的生活，
不构成成功。

反身性还要求研究团队记录自身带来的场变化：问卷占用时间、设备影响睡眠、补偿
改变动机、专业语言改变家庭权力。观察者不在发生场之外。研究报告应把这些反应性作
为结果，而非噪声清除。

（三）这一取向自身也只能保持暂定
本章提出的六维、七步和七项判据不是永恒结构。不同文化、技术与生命阶段可能出

现新的时间线索、关系形式和作业意义；有些案例也许只需一项简单调整。若未来证据表
明“承重转场”并无增量、“意义—撤架交互”不成立或三指标无法可靠测量，理论必须
删减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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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应保留的不是“生活发生场”这一名称，而是允许生活者、证据与现实后果继续
修改理论的条件。生成性解释若要求所有生活都按它的语言显露，就从开放未来的思想退
化为占有解释权的新答案。

二十一、结论：不是管理生活，而是使新的生活能够继续
本章从一个常被道德化的事实出发：知道、想做和短期执行，并不等于生活方式已经

改变。公共卫生伦理学显示，可行选项和健康负担由社会条件不平等分配；时间生物学显
示，行动在生物相位、稳态压力与时间线索中获得或失去准备度；作业科学显示，日常所
为不仅消耗时间，还生成身份、归属与生命连贯。三者的冲突共同推翻了一个稳定个人在
外部环境中选择行为的既成对象图景。
生活发生场由此被定义为时间、空间—材料、关系—制度、身体、作业意义和路径沉

积在转场上共同分配下一行动概率的关系配置。其最小分析单位不是好习惯，而是“下一
步怎样从上一步发生”；其关键节点不是全部日程，而是同时承载多个下游后果的承重转
场；其实现标准不是接触期行为峰值，而是暂时支架撤除后的自续与现实扰动后的恢复。

这一理论不承诺轻松改变。重组生活可能要求个人承受练习的不适，家庭重新谈判劳
动，组织放弃随时可用的员工，公共制度投入共同基础设施。它也不保证每个目标都应坚
持：新的疾病、关系与价值可能要求目标本身改变。智慧不在把既定计划执行到底，而在
识别何时应维持、何时应恢复、何时必须重新发生。

因此，生活方式突破的最终命题可以表述为：人不是先拥有一种稳定生活，再偶尔在
其中作出选择；人恰是在重复的下一步中，被时间、身体、关系、材料与意义共同形成，
也参与重写这些条件。真正的改变，不是让一个固定的“我”更擅长管理生活，而是不让
已经发生的旧生活继续垄断下一步，使尚未存在的节律、关系、能力与自我获得可持续的
现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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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传统越活，新差异越排不上号
最深的继承，是保存产生未来的能力；而历史记忆在保护一个传统的同时，
占住了新差异的响应优先级。
新对象：可追责分叉　·　三门入口：宪法学 × 免疫学 × 分布式系统工程
本章提要　思想固化通常被解释为缺少开放、批判或创新，解决方案因而被设想为增

加新观点、扩大对话或恢复原典。本章指出，这些方案仍可能共享“思想是已经完成、等
待保存或修改的对象”这一既成对象前提；更重要的是，用文献学、文化演化学和对话学
解释思想传承，会发生对象与功能的嵌套：后二者可以成为前者的传播条件，三者也都直
接研究意义传递，难以形成真正互斥的启动路径。本章改以宪法学、免疫学与分布式系统
工程进行受约束的跨域碰撞。宪法学从授权、基本权利和修正边界出发，追问谁有权改变
一套构成性承诺；免疫学从耐受、记忆、反应阈值与免疫印迹出发，揭示既往成功反应为
何既保护系统又遮蔽新差异；分布式系统工程从无全局时钟、复制日志、共识、分叉与回
滚出发，说明共同状态不是预先存在，而是由协议在故障与冲突中暂时生成。三者相互否
定：合法修正不等于适应性反应，生存成功不等于规范正当，工程共识也不等于认识真实；
但三者又分别以自身材料推翻“更新必须保存一个预定同一性”的共同前提。

据此，本章提出“可追责分叉”：思想共同体在来源可追溯、权利不可被效率抵销的
条件下，允许多个独立版本从同一问题负担出发，公开其规范代价与预测差异，通过新证
据重排历史记忆的调用优先级，经过跨节点验证后，作出合并、并存、回撤、继续分叉或
终止权威的可审查决定。文章将思想转化配置表示为来源账本、问题负担、判断集合、暂
定约束、治理拓扑与反馈权重六个关系维度；建立“版本建账—划定暂定保护区—独立分
叉—记忆重赋权—跨节点验证—非补偿裁决—合并或回撤”的七步机制；区分来源诚实、
权利安全、真实分叉、记忆更新、独立验证、合并正当与回撤可恢复七项不可平均的判据。
本章进一步与 AGM信念修正、反思平衡、研究纲领、活传统、双环学习及探索—利用理
论进行吸收检验，并以印度基本结构学说、免疫自我理论的变迁和分布式共识理论的演进
构成三组纵向案例。最后提出四臂、十二周、支架撤除后的随机比较设计及强证伪条件。
本章的中心判断是：思想的连续性不在于一个核心始终未变，而在于改变权受到约束、分
歧能形成独立版本、失败可以回撤、被压制的异议仍有存活位置；最深的传承，不是替过
去守住同一答案，而是使过去所开启的问题仍有产生未来判断的制度能力。
关键词　思想固化；宪法修正；免疫记忆；分布式共识；可追责分叉；生成性传承；

非补偿判据

一、问题的提出：思想为什么会被自己的成功固定
（一）固化并不等于停止变化
思想固化最容易被误认为静止：概念多年不变，组织重复同一套表述，后来者不再提

出新问题。但现实中，更危险的固化恰恰可以高速变化。一个理论不断增加术语、案例和
注释，却把所有反例解释成自身的进一步证明；一个传统不断发布新文件，却只允许既有
权威决定何种变化算作忠实；一个研究共同体迅速吸收新数据，却让旧分类始终拥有最终
解释权。变化发生了，旧框架支配变化的方式没有改变。

因此，判断思想是否继续生长，不能计算新增内容的数量。关键在于新差异是否获得
改变问题、重排证据和限制权威的能力。若一项思想只能把未知翻译成已知，它会因解释
范围扩大而更加封闭；若一个共同体把每次修订都写成“我们从来如此”，版本越多，历
史越不可见。固化不是没有更新，而是更新的权利、方向和记忆结构被预先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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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忠实—创新”二分为什么失效
常见争论把忠实与创新置于一条轴线：越接近原文越忠实，离开原文越远越创新。这

个模型无法解释三类现象。第一，逐字复述可能改变原句的制度功能，例如把针对权力的
批判变成资格考试中的标准答案。第二，大幅改写可能保留原问题的规范负担，例如旧答
案在新技术条件下会制造原作者未预见的伤害，修订反而是承担问题。第三，同一表述可
以被不同共同体用于相反行动，文字相似并不能证明判断连续。
忠实与创新实际回答不同问题。忠实首先要求来源与转化诚实：后来者是否说明自己

继承、删改、拒绝了什么。创新首先要求生成增量：新判断是否增加了可失败的预测、责
任或禁止，而非制造新的命名。两者都不能单独保证思想具有未来。来源准确的复述可能
没有现实判断，创意充沛的改写也可能只是借用经典声望。

（三）为什么原有三学科组合发生了内含
以文献学、文化演化学与对话学解释思想传承，表面上分别对应证据、传播和主体，

实际存在功能内含。现代文献学早已研究文本的社会生产、版本流变、读者接受和媒介传
播；文化演化学可以把校勘、解释与对话都当作文化变体的选择过程；对话学又能把文本
与传播理解为延迟、跨时的回应。三者的对象都直接是意义如何传递，任何一家扩张后都
能收编另外两家。

这种内含会产生“综合正确、机制空白”的论文：三门学科彼此补充，却没有哪一条
路径必须排除另一条；最终结论只是来源、传播与对话都重要。学科数量增加了，理论风
险没有增加。真正的碰撞应满足三个条件：研究对象不同，成功标准不同，失效方式也不
同；任何一家都不能在不改变自身标准的情况下替代另外两家。

（四）重新选择三个互不隶属的发生装置
本章选择宪法学、免疫学和分布式系统工程，不因为思想“像”国家、免疫系统或计

算机，而因为三者都严格处理一个更抽象的问题：一个历时系统如何在改变时维持足够连
续，又如何避免既有连续性取消必要改变。宪法学处理合法性与权利，免疫学处理生物反
应与记忆，分布式系统工程处理故障条件下的共同状态。它们没有共同上位对象，也不能
互为子领域。
跨域转移必须受到限制。本章只转移可明确列出对应项、边界与失配的机制关系，不

宣称思想共同体具有免疫器官，也不把政治异议者叫作病原体，不用“共识算法”取代公
共理由。免疫学提供的是“历史反应如何改变未来阈值”的比较机制，分布式系统提供的
是“多节点怎样保留冲突历史并形成可回撤决定”的工程约束。规范正当性始终由权利、
责任和可申诉性判断，不能从生物适应或技术效率推出。

（五）研究问题、方法与承重命题
本章依次回答四个问题：第一，三门学科分别把改变的发起权放在哪里，它们为何真

正冲突；第二，它们怎样从内部推翻“系统同一性先于更新”的共同前提；第三，何种机
制能够让思想产生独立分叉，又不把开放退化为任意主义；第四，这一机制如何被测量、
比较和证伪。

本章采用“独立建模—冲突检验—共同前提暴露—内部推翻—机制合成—近邻吸收—
经验竞争”的方法。其承重命题是：思想传承不是一个固定核心穿越变化，而是一套关于
谁能修改、何种记忆优先、哪些版本可见、如何验证以及失败能否回撤的关系制度；当这
套制度允许来源可追溯的独立分叉，并使权利与反证能够否决合并时，思想才获得继续生
成判断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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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清理：本章谈的不是生物隐喻或版本修辞
（一）思想谱系而非思想实体

本章把“思想”限定为在一组历史相连的问题中形成的判断、理由、规范约束及其实
践后果。跨时存在的不是一个隐藏实体，而是可追踪的转化关系：谁引用谁，前后问题如
何重叠，哪些承诺被保留或拒绝，哪些现实后果迫使重读。若两个判断彼此相似却没有历
史联系，可以构成思想同形，不能据此声称传承；若名称和引文延续而问题负担与责任全
部消失，则可能只是权威借用。
“谱系”也不保证正统。它只说明转化链可被审查，不替任何一支预先授予真理。谱

系可以分叉、合流、中断，也可以在伤害不可修复时终止其权威。把连续性放在关系链而
非本质中，才可能同时解释继承与断裂。

（二）分叉不是普通分歧
普通分歧可以只是态度不同，分叉则要求从一个可定位的共同版本出发，形成至少两

个在前提、预测、责任或行动规则上可区分的后继版本。分叉必须回答：基线是什么，差
异在哪个节点出现，两支各自增加了什么风险，未来什么证据会支持、合并或终止它们。
只有措辞不同、结论相同，或者所有支线仍由同一权威随时改写，都不构成独立分叉。

分叉也不等于价值相对主义。分支可以接受共同的来源门槛、基本权利和外部事实检
验，只是在证据不足或价值不可通约时暂不强迫合并。允许多版本并存，不等于所有版本
同样好；它意味着合并权本身也必须接受证明责任。

（三）合并、共识与真理不能互换
合并是一项治理决定：把若干分支中的内容纳入下一阶段的公共版本。共识是一种状

态：参与节点对某个值、日志或判断达成足够一致。真理则是认识论评价，正当性是规范
评价。四者之间没有自动蕴含。多数人可以同意错误命题，技术系统可以稳定复制错误数
据，合法程序也可能在信息不足时作出后来需要修正的决定。

本章因此拒绝用“达成共识”作为思想生长的终点。某些分歧在证据上尚不能裁决，
强制合并只会删除信息；某些意见虽为少数，却指出权利伤害，不能被效率抵销；某些版
本事实错误，即使共同体偏爱也必须阻止进入公共判断。合并只是五种可能结果之一，另
外四种是并存、回撤、继续分叉与终止权威。

（四）记忆重赋权不是删除历史
思想共同体的“记忆”包括经典、标准例题、成功叙事、常用分类、教材次序和被反

复调用的解释。这些内容不仅被保存，还拥有不同调用权重：面对新问题时，某些类比会
自动出现，某些反例则需付出很高解释成本才能被看见。固化经常不是没有新信息，而是
旧记忆拥有先行解释权，足以把反证重新编码成例外。
“记忆重赋权”指调整历史材料在当前判断中的响应优先级：保留档案和失败记录，

却撤回某个旧解释对新材料的自动归类权。它不同于遗忘、清算或把旧传统从历史中抹去。
没有档案保存，就无法比较更新是否进步；没有权重调整，保存又会退化为旧反应的永久
优先。

（五）回撤不是认错后的复古
回撤是从已记录版本恢复到一个较早、仍可运行的判断配置，同时保留导致失败的变

更记录。它不是假装尝试从未发生，也不是宣布旧版本永久正确。可回撤性要求在合并前
记录基线、依赖、影响对象和停止条件，并为受影响者保留申诉与修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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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领域常把不可逆视为勇气，把回撤视为软弱。这会鼓励事后合理化：一旦共同体
投入身份、声望和制度成本，失败证据就被解释为改革尚不彻底。回撤权让新思想真正承
担风险，因为失败不再只能由受影响者单向承担。
表 1　可追责分叉的核心概念与排除边界

概念 严格含义 最低观察证据 不等于 主要失败

思想谱系 问题、判断、规范
约束与后果的可追
踪转化链

引用、版本、问题
映射、公开拒绝

跨时代不变的思想
实体

名称延续而责任链
断裂

真实分叉 从共同基线形成实
质且最低独立的后
继版本

预测、责任、禁止
或失败条件不同

普通意见差异或文
风变化

中心可随时改写全
部支线

记忆重赋权 保留历史档案并调
整旧解释的响应优
先级

首次／最终解释、
反例进入时点、适
用域变化

删除、遗忘或清算
过去

旧分类仍自动吞并
新证据

合并裁决 将通过否决与验证
的提交纳入公共版
本

来源、权利、反
证、期限与回撤理
由

共识、真理或正当
性的同义词

多数偏好取代外部
检验

回撤 恢复可运行基线并
保留失败与修复记
录

触发器、版本依
赖、恢复时间、补
偿

抹去试验或复古 不可逆伤害被技术
语言洗去

三、研究设计：三种独立路径怎样形成真正碰撞
（一）独立性检验

三门学科的独立性不能靠名称保证。本章采用四项检验。其一，对象检验：宪法学的
直接对象是公共权力的构成与限制，免疫学的是生物体对扰动的识别和反应，分布式系统
工程的是多个计算节点在故障条件下协调状态。其二，成功标准检验：合法性与权利、生
存与损伤控制、一致性与可用性彼此不可换算。其三，方法检验：规范解释、实验与机制
研究、形式证明与工程测试不能互相包含。其四，反例检验：一个系统可能在某一学科意
义上成功而在另外两种意义上失败。

例如，一项修宪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却让社会对新风险的响应更迟钝；一种免疫反应
可以提高短期存活，却造成自身免疫损伤；一个共识协议可以正确复制日志，却把错误或
不公的命令一致执行。正是这些交叉失败，使三条路径不能被综合成无冲突清单。

（二）三种启动主张
宪法学主张：改变先从授权程序和权利边界开始。若没有可识别的修改权限、公开理

由与受限权力，所谓创新可能只是强者重写共同承诺。免疫学主张：改变先从响应阈值和
记忆权重变化开始。即使程序允许，旧反应仍可能在新证据出现前自动占据优势。分布式
系统工程主张：改变先从版本化、独立复制和冲突处理开始。即使有人愿意改变，也必须
避免单点覆盖、静默丢失和无法恢复。

三种“先”不能同时成立。程序优先可能在缓慢审议中错失新威胁；反应优先可能把
紧急适应置于权利之前；工程上的可回滚与并存也不能决定哪些内容值得保留。本章不消
除这种冲突，而是把它转化为阶段性发起权：不同故障诊断决定哪条路径先动，另两条随
后构成否决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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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域推理的效度边界
跨域推理至少有四种强度。最低层是词语借用，如“免疫”“病毒式传播”，几乎没

有解释力；第二层是结构同形，指出不同系统都存在记忆、阈值或复制，但尚不能作因果
推断；第三层是机制启发，把一个领域中已证实的关系转译成另一个领域的可检验假设；
第四层才是因果移植，需要证明两领域拥有足够相同的组成、动力和干预响应。本章停留
在第二与第三层。

因此，免疫印迹不能直接证明人类思想存在同一生物机制；它只支持一个竞争假设：
早期成功分类可能提高以后调用相似解释的概率，并使异质证据的进入门槛上升。分布式
共识的不可能性结果也不直接证明公共讨论“不可能”；它提醒理论不得同时许诺在任意
故障下获得即时一致、持续可用和完整容错。跨域概念只有产生可区分预测、同时明确失
配时才被保留。

（四）内部推翻的方法
本章不从外部宣布三个系统“本来都是发生的”。每条路径都先按自身最强形式建立

稳定性主张，再用该领域内部证据推翻一个预定同一性。宪法学通过修正权、制宪权和基
本结构争论说明，宪法身份恰在修正冲突中被界定；免疫学通过获得性耐受、危险模型、
间断理论与微生物群研究说明，“自我”不是预先列好的对象清单；分布式系统通过无全
局时钟、故障不确定性和复制协议说明，共同状态是协议产物而非所有节点先验共享的实
体。
内部推翻比类比更严格，因为结论可以被各领域材料反驳。若宪法身份可在修正前被

无争议穷尽，免疫自我可由固定内外边界完整预测，分布式系统也可在无协议条件下拥有
可直接读取的全局状态，那么本章的共同前提诊断就失败。
表2　三门学科的独立路径、真实冲突与内部推翻
学科路径 改变从哪里启动 成功标准 不能替代的冲突 内部推翻材料

宪法学 授权程序、权利边
界与申诉

合法性、权利保
障、公共可问责

合法修正不保证事
实正确或适应成功

身份在修正权、制
宪权与基本结构争
议中形成

免疫学 耐受、反应阈值与
记忆权重

生存、损伤控制、
情境化响应

适应成功不产生真
理或规范正当

获得性耐受、危险
／间断与微生物群
使自我关系化

分布式系统工程 版本日志、独立复
制、共识与回滚

协议安全、可用、
容错与恢复

节点一致可稳定复
制错误或有害命令

无全局时钟；共同
状态由协议在故障
假设下产生

四、宪法学路径：改变首先是一项被约束的权力
（一）修正条款把变化写入秩序内部

现代宪法并非只规定权力怎样运行，也规定自身怎样改变。美国宪法第五条设置提议
与批准的多重门槛，德国《基本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又将联邦结构及第一、二十条所表
达的原则置于修正之外[1-2]。修正条款承认两个同时成立的事实：共同体不能被过去永久
冻结，但普通多数也不能把构成性承诺当作一般政策随时覆盖。

对思想传承而言，这一结构带来第一项不可替代贡献：改变不是纯粹认识活动，而是
权力分配。谁有资格解释核心，谁能提出修订，谁承担证明责任，谁在改变后失去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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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或发言权，决定了“思想发展”究竟是公共修正还是中心节点的静默覆盖。开放态度
无法替代授权结构。

（二）修正权与制宪权的张力
修正是一种由既有秩序授权的派生权力；制宪则可能建立新的秩序。二者边界从来不

纯粹。若任何改变只要经过修正程序就都算同一宪法，那么执政者可用合法形式拆除权利
与权力制衡；若法院把过多内容宣布为不可修正，又可能以“身份守护”取代人民的政治
自决。阿尔伯特以“修正”与“肢解”区分变化强度，罗兹奈讨论违宪的宪法修正，均试
图说明形式合规不足以穷尽合法性；制宪权研究则提醒，派生修正权的来源问题不能由派
生权自身彻底解决[6-7,9,11-15,18]。

这一张力不能靠发现一个永恒核心彻底解决。所谓基本结构通常在具体冲突中才被命
名，其范围又会随案件扩展。宪法学的成熟不在于找到一份不变清单，而在于要求改变者
说明：本次修订为何仍使用既有授权，哪些主体会被排除，若改变已重构授权来源，是否
应承认它是一次新的制宪事件。

（三）基本结构：必要约束与司法占有风险
印度最高法院在《凯萨瓦南达·巴拉蒂案》中以极窄多数形成基本结构学说：议会拥有

广泛修宪权，却不能摧毁宪法的基本结构[3-4]。其后，第四十二修正案试图扩大议会权力
并限制司法审查，《米涅瓦磨坊案》又以有限修正权本身属于基本结构为由加以限制 [5]。
这一序列不是一个预存核心被法院简单发现，而是议会、法院、紧急状态经验与基本权利
冲突共同塑造了“何为同一宪法”的判断。
基本结构学说同时展示防御与危险。它能阻止掌权多数使用合法形式取消未来竞争，

却也可能使司法机关垄断共同体身份。宪法身份研究正揭示了文本连续、政治记忆与现实
争议之间的这种张力[10,17]。若“基本”没有公开标准、受影响者无法质疑、法院也不承
认自身判例可以修正，防固化装置会成为新的固化中心。思想共同体同样如此：设置不可
交易边界是必要的，但边界的提出者、复核者和退出机制必须可见。

（四）滥用性修正揭示“成功更新”的危险
兰道所称“滥用性宪政”说明，民主倒退不必通过公开废宪发生；掌权者可以运用修

正、替换或制度移植，削弱反对派、延长任期并拆除制衡[8,16]。形式越完整，变化越可
能获得正当性外观。由此可见，思想更新最危险的失败不是“改错了”，而是一个中心成
功控制了版本历史、异议资格和合并门槛，使自身重写看起来像共同传统的自然进化。

宪法路径据此提出四项要求：修订权限必须公开；受影响者拥有参与与申诉位置；某
些权利和安全不能被总收益抵销；变化记录不得被胜利者回写。它们构成“可追责分叉”
的规范底盘。

（五）宪法学不能独自回答的问题
合法程序不能保证认知更新。共同体可以给予异议充分程序，却仍因历史训练而看不

见异议所指的对象；也可以在所有人善意参与时，反复调用同一套范例。宪法学能够分配
改变权，却不能解释为何旧解释在注意、记忆和响应中自动获胜。

此外，修正理论倾向于面向一个需要形成公共权威文本的政治共同体。思想研究不总
需要单一最终版本，某些理论分支长期并存比强制统一更有认识价值。如何维持多个版本、
检测冲突、独立验证并在失败后恢复，需由分布式系统工程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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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免疫学路径：历史记忆怎样保护并遮蔽系统
（一）从自我—非我到获得性耐受

经典免疫学常以自我与非我区分解释反应：系统容忍自身成分，对外来抗原发动反应。
克隆选择理论把受体多样性、克隆选择和自我反应克隆的清除纳入统一框架 [19]。然而，
毕林汉、布伦特和梅达沃关于获得性耐受的实验早已显示，对“外来”的反应并非只由对
象固有身份决定；发育阶段的接触可以使后来被视为外来的组织获得耐受[20]。
耐受不是不反应，而是反应能力在发育、选择和调节中被组织。中枢耐受、外周耐受、

调节性 T细胞和无反应状态共同表明，免疫身份依赖持续机制，而非一次性列出自我目录
[28-29]。这为思想固化提供精确启发：共同体不是先拥有边界再选择内容，边界由训练、
删选、奖惩和重复调用持续形成。

（二）模式、危险与间断：对象为何不自带意义
詹韦提出先天免疫通过模式识别为适应性反应提供启动条件，梅兹托夫和詹韦进一步

说明先天识别怎样塑造适应性免疫[21-22]。病原模式与致病过程的差异又表明，来源相似
的微生物可因情境和行为引出不同反应[27]。马青格的危险模型则把注意力从外来性转向
组织损伤和报警信号：免疫系统并非仅问“是不是外物”，还问“是否发生损伤”[23]。
普拉德、耶格与维维耶的间断理论继续指出，免疫反应可能取决于抗原刺激变化的速度与
连续性，而非静态身份[24]。

这些理论彼此竞争，不能合成一句“免疫系统很复杂”。它们共同推翻的是对象本质
主义：同一成分在不同组织、时间和损伤环境中可触发不同反应。思想共同体面对新事实
时也不只是识别内容，还受呈现速度、来源身份、制度报警和既有分类影响。但必须再次
强调：这里是机制假设，不是把反对意见病理化。任何把批评者称为病毒、把排斥称为免
疫健康的说法，都越过了本章的效度边界。

（三）免疫记忆不是中性档案
免疫记忆提高再遇相似抗原时的反应速度和强度，是生存优势的重要来源。但记忆并

非完整保存过去后被动调用，它改变未来反应空间。弗朗西斯以“原始抗原罪”描述早期
流感暴露对后续抗体反应的塑形[30]；戈斯蒂克等人的队列与模型研究显示，童年首次血
凝素暴露可对同一系统发育群的禽流感亚型产生显著保护，同时也造成出生队列差异
[31]。后来研究更倾向使用“免疫印迹”，因为历史效应既可能保护，也可能限制对新变
体的适配。

这一区分对思想研究至关重要。旧理论并非单纯障碍，它让共同体快速识别问题、积
累技术并形成协作语言；没有记忆，每次判断都要从零开始。固化发生在历史成功获得不
可撤回的响应优先权：新事实只要共享少量表面特征，就被旧范式抢先分类，替代解释还
未形成便被视为噪声。

（四）训练性免疫与可塑性：改变并非清空
先天免疫也可在感染或刺激后形成较长期的功能重编程，训练性免疫研究将这种变化

与表观遗传和代谢重塑联系起来[33]。与此同时，宿主与共生微生物群的关系显示，免疫
边界并非简单排外；维持个体需要对大量“非我”形成情境化共存[34]。免疫个体性因而
更像被持续维护的关系，而不是封闭容器[25-26,35]。
由此，思想改变不应被设计为删除旧知识。更可行的机制是让旧反应失去自动独占：

保留来源与成功范围，降低其在异质情境中的默认权重，为竞争分类建立足够时间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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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称之为记忆重赋权。其经验预测不是参与者“忘得更多”，而是旧解释的首次出现仍
可观察，却不再自动决定最终判断；新的证据类别能在行为和理由中获得稳定位置。

（五）生物适应不能提供规范结论
免疫反应的成功标准是保护机体、控制感染与限制损伤，而不是实现真理或正义。自

身免疫、过敏、慢性炎症以及病原体利用耐受，都显示高度组织化反应仍可能伤害主体。
将免疫学直接规范化，会产生危险政治隐喻：把共同体想成单一机体，把异议者标记为外
敌，把统一当作健康。

因此，免疫路径只回答旧经验怎样回写新反应，不决定应保留何种思想。记忆权重的
调整必须接受宪法路径的权利否决，并接受跨节点证据检验。若一种“适应”以取消某群
体发言和退出为代价，即使提高共同体效率，也不能被本章视为思想生长。

六、分布式系统工程路径：共同状态如何在无中心条件下生成
（一）无全局时钟意味着不存在可直接读取的“现在”

在分布式系统中，多个节点通过消息协调，但消息可能延迟、丢失或重排，节点也可
能故障。兰波特证明，事件的“先于”关系只能形成部分序，逻辑时钟可帮助建立一致排
序，却不创造一个所有节点天然共享的物理现在[36]。分布式算法与可靠编程的基础文献
也把状态、故障假设和安全／活性保证明确绑定[44,46,48-49]。这一点动摇了最直觉的状
态观：系统并非先有一个完整状态，再由各节点分别看到它；共同状态需要通过通信和规
则构造。
思想共同体也没有无中介的“当前传统”。不同学校、地区、语言和代际掌握不同版

本，收到反例的时间不同，对同一事件的顺序判断也不同。中心机构发布一份标准文本，
可以产生权威版本，却不能证明所有相关知识已经同步。把中心视图当作全局状态，会删
除延迟、缺席与尚未被翻译的证据。

（二）故障不确定性限制共识承诺
费希尔、林奇和帕特森证明，在完全异步系统中，即使只有一个进程可能崩溃，也不

存在同时保证确定终止的通用确定性共识算法[37]。这一不可能性结果不是说实践中不能
达成共识，而是迫使工程设计明确额外假设：超时、故障检测、随机化或一定程度同步。
拜占庭故障研究进一步处理节点可能发送相互矛盾信息的情形[38]。
思想理论常同时许诺充分开放、即时决断、完整包容和最终一致，却不说明在信息延

迟、恶意操纵和身份冲突下牺牲什么。分布式系统的贡献是让权衡显形：何时宁可暂缓合
并，何时允许局部继续运行，何种证据足以把沉默解释为故障，谁有权设置超时。没有这
些假设，“广泛共识”只是把未响应者写成同意。

（三）复制日志、共识与领导权
Paxos 与Raft等协议通过复制日志、领导者选举和多数确认，使节点在故障中对命令

顺序形成一致[39-40]。Raft尤其把安全性要求拆分为选举安全、日志匹配和领导者完整
性，说明可理解性本身也是工程可靠性的条件。思想共同体从中可获得的不是“用多数票
决定真理”，而是版本治理原则：变更必须有序记录，领导权需有期限和条件，已提交与
未提交状态要区分，节点重返系统时必须能够补齐历史。

这也揭示中心权威的双重性。没有协调者，多个版本可能长期冲突；协调者权力过大，
又会把自身日志冒充全部历史。可追责分叉因此既不主张永久无中心，也不接受不可审计
中心，而要求领导权、提案权、验证权和合并权适度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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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致性、可用性与分区容忍的权衡
吉尔伯特和林奇对CAP命题的形式化说明，在网络分区存在时，系统不能同时对所有

请求保持强一致与完全可用[41]。实际系统会根据任务选择：金融余额可能优先一致，社
交信息流可接受暂时不一致；最终一致性与无冲突复制数据类型则探索在局部更新后如何
可预测地合流[43,45]。关键不在背诵“三选二”，而在承认故障条件改变了可兑现承诺。

对思想而言，当共同体出现严重分区——政治压制、语言隔离、证据无法互访——强
求统一版本可能意味着让中心覆盖边缘；无限保留所有分支又可能无法行动。本章的选择
是把并存设为正当终态之一，并针对不同判断指定一致性等级：涉及不可逆伤害的公共规
则需要高门槛合并；探索性解释可以长期多版本运行。

（五）分叉、合并与回滚的工程伦理限度
版本控制使分支从共同基线独立发展，合并时显露冲突，失败后可回到此前提交

[47]。但工具只能保存差异，不能判断哪个差异公正；自动合并能够处理语法上不冲突的
修改，却可能合成语义矛盾。分布式系统也能高效执行有害命令，协议安全不等于社会安
全。

因此，工程路径提供可追踪性、独立验证与可恢复性，不提供终极裁决。合并前必须
经过宪法路径的权利与授权审查，并检验免疫式旧记忆是否仍在支配分类。否则，“所有
节点一致”只是固化的技术升级。

七、真实冲突与共同前提：三家为什么不能和平并列
（一）统一权威与分支并存的冲突

宪法需要在一定范围内给出可执行的公共规则，长期互相矛盾的宪法版本会削弱法律
确定性。分布式版本治理却认为，在证据不足或价值多元时，过早合并会丢失信息；某些
分支应继续独立运行。思想共同体因此不能简单照搬宪法统一，也不能无限照搬软件分叉。
涉及共同强制的判断应提高统一正当性，探索性判断则应优先保留分支。

（二）权利约束与适应性效率的冲突
免疫系统会通过删除、无反应或调节抑制某些克隆，以降低自身损伤；宪法秩序却不

能因为某种声音降低协调效率，就把它当作应清除成分。生物体没有异议者的平等权利，
政治与思想共同体有。任何从“系统生存”直接推出压制正当性的路径都犯自然主义谬误。

（三）合法共识与事实正确的冲突
宪法程序可以产生合法决定，分布式协议可以产生一致日志，但二者都不保证命题为

真。认识性判断必须向外部对象开放：实验结果、历史档案、受影响者经验可能推翻程序
性结论。反过来，事实正确也不自动赋予无边界强制权；专家不能以知识优势取消基本权
利。真理与正当性必须分别过关。

（四）三家仍共享的隐蔽前提
尽管冲突剧烈，三条路径在初始形式中仍可能共享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可先行定义的

系统同一性，更新的任务是保存它。宪法学谈“宪法身份”，免疫学谈“自我”，分布式
系统谈“共同状态”；如果这些概念被实体化，所有变化都只能围绕已知核心发生，真正
新异只能被判为肢解、病原或故障。
共同前提解释了为何防守装置会变成固化装置。永恒条款可由守护变成司法占有，自

我—非我边界可把共生关系误判为异常，单一真实状态可把尚未同步的节点视为落后副本。
要突破思想固化，不能只是设计更好的保护，而须证明同一性本身怎样在更新关系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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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内部推翻：同一性不是更新之前的对象
（一）宪法身份由修正争议反向形成

宪法文本当然包含结构和原则，但“哪些原则构成不可毁坏的身份”并不总能在争议
前列成完备清单。印度基本结构学说由土地改革、财产权、议会修宪权、紧急状态和司法
审查等连续冲突逐渐形成；德国永恒条款也携带对国家社会主义经验的历史回应[2-5]。身
份不是无历史的内核，而是共同体在具体风险中给某些承诺以更高保护的结果。

这并不意味着基本权利只是可变偏好。规范约束可以非常强，甚至在某一制度中不可
修正；关键是承认其可识别内容、适用范围和守护机构都须经过解释与争论。若守护者把
自己的解释等同于约束本身，就从保护规范滑向占有规范。宪法学内部由此撤回“先找到
身份，再审查变化”的单向模型，改为“变化争议也在生成身份的公共理由”。

（二）免疫自我是发育性、关系性成就
获得性耐受证明，免疫系统对某一成分的响应取决于接触时间与发育条件；危险和间

断理论表明，损伤、变化速度和组织情境参与决定反应；微生物群研究又显示，生物个体
的正常存在依赖大量非宿主成分[20,23-25,34]。一个完全按来源划分的固定自我清单，无
法解释这些现象。

因此，免疫“自我”更适合作为被多层耐受、屏障、修复与共生机制持续维持的稳定
关系。它有边界，但边界并非只在对象内部；它有记忆，但记忆会被新暴露重塑。转译到
思想研究的合法剩余是：传统身份也可能是不断维护的响应秩序，而非后来者必须先发现
的秘密本质。转译的禁止项是：不能从生物关系性推出任何具体政治伦理结论。

（三）共同状态由协议暂时收敛
分布式系统中，各节点拥有局部状态和事件视图。所谓“系统状态”只有相对于快照

协议、日志提交规则和一致性模型才可定义。没有全局时钟，不同节点也可能在同一时刻
对最新值作出不同但协议允许的回答[36,41,45]。共同状态不是虚构，却是操作性成就：
它由协议保证在特定故障假设下达到某种收敛。
思想共同体的公共版本同样如此。教材、经典目录、判例汇编和术语标准把分散判断

压缩成可协作状态，但它们不等于全部思想。一个公共版本的权威应来自生成程序、证据
覆盖和可修订性，而非假装它从未有竞争分支。承认协议性，恰恰使共同版本更可负责。

（四）从身份保持转向转化可问责
三家内部推翻后，连续性的判准发生转移。过去问“改变后是否还是同一思想”，仿

佛存在一个外部观察者可直接比较的本质；现在问“改变通过何种授权发生，哪些来源和
约束被保留，哪些被公开拒绝，分支怎样接受检验，失败能否恢复”。同一性从原因变成
可撤回的判断结果。

这一转移同时避开两端。它反对本质主义，因为没有不经历史关系即可穷尽的固定核
心；也反对任意主义，因为每次转化必须留下来源、权力、证据与后果记录。连续不再意
味着不变，而意味着变化链能够被质询。

九、可追责分叉：定义、分析模型与必要条件
（一）严格定义
可追责分叉是指：一个思想共同体以可定位的来源版本和问题负担为基线，在基本权

利、来源诚实与外部事实的否决约束下，把提案权、验证权与合并权适度分离，允许至少
两个拥有独立判断能力的版本形成；各分支公开其前提、预测、责任和停止条件，通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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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调整历史记忆的响应优先级，并在跨节点验证后作出合并、并存、回撤、继续分叉或
终止权威的可复查决定。

定义中的“追责”不是事后寻找责任人，而是事前建立可问性：谁提出改变，依据什
么，影响谁，谁能拒绝，什么证据会让提案停止，失败后由谁修复。“分叉”也不是鼓励
意见增殖，而是阻止单一中心在竞争版本形成之前就宣布更新完成。

（二）六维关系配置
时点 t 的一次思想转化配置可表示为：
X_t＝〈L_t，Q_t，J_t，C_t，G_t，F_t〉。
其中，L为来源与版本账本，包括文本、译本、删改、引用和决策记录；Q为问题负

担，即判断必须回应的困难及其历史变形；J为当前判断、理由、预测和行动规则；C为
暂定保护约束，包括权利、不可逆伤害边界与本轮不可交易条件；G为治理拓扑，即提案、
验证、合并、申诉和退出权怎样分布；F为反馈与记忆权重，记录什么证据进入系统、哪
些历史解释被优先调用以及结果怎样回写下一轮。
转化写作：
X_{t+1}=Φ(X_t，B_t，Δ_t，V_t，M_t，R_t)。
B表示形成的分支，Δ表示旧框架不能无损吸收的新差异，V表示独立验证，M表示

合并或并存裁决，R表示回撤与修复。该式不是把思想实体化为六个部件，而是规定研究
者若缺少其中一维，便不能声称完整解释了思想更新。
表 3　思想转化配置的六个关系维度
维度 核心问题 可观察项 本轮可发生的改变 遗漏后的误判

L 来源账本 从哪个版本、经何
种转化而来

文本、译本、删
改、引文、决定日
志

增加见证、纠错、
显露断裂

把当代推论冒充原
意

Q 问题负担 该谱系仍须回应何
种困难

争论对象、失败案
例、问题分叉

重述、分解、合流
或终止

同词即同问题

J 判断集合 当前主张增加哪些
可失败承诺

理由、预测、责
任、禁止、边界

保留、收缩、替换
或组合

新词即新思想

C 暂定约束 哪些权利与风险不
可被收益抵销

权利、退出、不可
逆伤害、复核期

强化、重释或升格
复核

把理论结论藏入永
久核心

G 治理拓扑 提案、验证、合并
与申诉权属于谁

权限、节点、少数
报告、退出渠道

分权、授权、轮换
或终止

中心版本等于全部
思想

F 反馈权重 什么证据和历史范
例优先进入判断

检索、解释时序、
结果回写、阈值

旧记忆降权、新类
别稳定进入

有新信息即完成更
新

（三）六项必要条件
第一，基线可定位。若不知道从哪个版本分出，就无法区分继承、独立同形和权威借

用。第二，分支具有实质差异，至少在预测、责任或禁止上不同。第三，分支具有最低独
立性，不能由同一中心随意编辑全部结论。第四，存在非补偿否决，来源造假、基本权利
侵害或明确反证不能靠创意和多数支持抵销。第五，合并并非唯一成功；并存和终止都是
合法结果。第六，失败可恢复，且恢复不抹去失败历史。

147



缺少任一条件，框架会退化。没有基线，分叉成为品牌；没有独立性，分叉成为内部
头脑风暴；没有否决，开放成为强者吸收；没有并存，讨论仍被预设为统一；没有回撤，
创新成本由他人承担。

（四）理论增量不在“多听意见”
可追责分叉的最小增量有三项。其一，它把分歧从同时表达推进到版本独立：分支必

须在一段时间内自行承担推理和预测，不能立即被中心语言同化。其二，它把历史影响从
“记住或忘记”改为响应权重：新证据必须改变哪一类旧材料有优先解释权。其三，它把
决断从“选出最好方案”改为可恢复治理：合并、并存和回撤有不同条件，裁决者不能删
除失败版本。
如果实证研究发现，普通讨论加一份来源说明即可产生相同的分支差异、迁移稳定性

和回撤能力，那么这个新概念会被吸收为旧方法的操作细节，而不应保留独立理论地位。

十、七步机制：思想怎样从受保护的分歧走向可修订判断
（一）第一步：建立不可静默改写的版本账本

研究者先确定基线版本，列明原始文献、译本、删节、解释决定、已知异议和适用边
界。账本至少区分原文主张、解释者推论与当代扩展；对数字材料则保存稳定标识、访问
日期和版本快照。重要的不是材料越多越好，而是任何后来变化都能回答“从哪里变来”。
账本同时记录被拒绝的分支。胜利版本常把过去争论写成必然进步，导致后来者无法

恢复曾被压制的问题。不可静默改写原则要求：新版本可以取代旧版本的当前权威，不能
删除旧版本曾存在及为何失败的证据。

（二）第二步：划分暂定保护区与可修订区
共同体公开说明本轮哪些内容可改、哪些约束暂不允许被结果抵销。保护区应优先包

含人的基本权利、知情同意、退出、不可逆伤害和来源诚实，而非把理论结论本身全部永
久化。每项保护约束都需给出理由、守护者和复核期限。
“暂定”不表示约束很弱，而是拒绝由当前守护者宣布自身解释永远正确。若新情况

显示保护规则反而制造系统性排除，应启动更高等级的复核程序，而不是由普通合并绕过
它。宪法学在此提供改变权的层级结构。

（三）第三步：形成至少两个真实独立分支
参与者在共同基线后被分为相对独立节点，各自形成问题图、证据标准、预测和行动

建议。分支之间在初期设置有限信息隔离，防止最具声望的解释过早成为共同语言。独立
性不要求社会隔绝，而要求各支拥有拒绝中心改写、保留少数报告和提交完整版本的权利。

真实分叉可用删除检验识别：删除其中一支后，最终可见的预测、责任或反例是否减
少。若没有减少，所谓分支只是措辞多样。还需进行领导依赖检验：更换中心主持者后，
分支能否保持其论证结构。完全依赖主持者提示的“异议”没有独立地位。

（四）第四步：引入顽抗差异并重赋记忆权重
“顽抗差异”是不能被旧框架无损吸收的材料：它迫使至少一个旧分类改变适用范围、

责任分配或预测。研究者先记录旧解释的即时反应，再设置暂停归类、竞争编码或异常聚
类，使新材料能够在被解释前保持自身结构。目的不是禁止使用旧理论，而是撤回其自动
获胜权。
记忆重赋权成功应表现为时间顺序：新材料出现后，参与者对旧范例的引用仍然存在，

但其决定性下降；原来低权重的反例、边缘案例或失败版本开始进入理由链；随后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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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判断。若新判断先由研究者告知，之后参与者才补充新证据，就不是机制发生而是答案
灌输。

（五）第五步：跨节点独立验证
每个分支的关键主张交由未参与生成的节点复现、反驳或迁移。验证者获得同等材料，

但不知道原分支的声望、身份和预期结论，以降低权威线索。事实主张接受外部数据和来
源审查，规范主张接受受影响者、权利和负担分配审查，机制主张则接受时间序列与竞争
解释检验。
独立验证不是多数表决。节点可以一致误读同一有偏材料，所以还需来源异质性；也

不能把受影响者经验只当数据，而不赋予纠正解释的权利。验证的产物应包括通过项、未
决项、明确反证和分歧来源，而非单一总分。

（六）第六步：进行非补偿合并裁决
合并前依次通过三个闸门。第一是来源闸门：是否伪造、误归或隐去关键限定。第二

是权利闸门：是否取消基本权利、申诉、退出或把不可逆风险强加给无权者。第三是认识
闸门：是否存在稳定反证，关键结果能否独立复现。任一否决失败，提案不得以创新度、
效率或多数偏好补偿。
通过否决后，再比较解释增量、迁移能力、成本和可实施性。若事实证据尚不足而多

种规范立场均未侵犯底线，默认并存而非强制合并；若分支可局部兼容，则只合并通过检
验的提交，保留冲突区。合并决定必须注明期限、监测指标和回撤触发器。

（七）第七步：合并、并存、回撤、继续分叉或终止
合并适用于证据趋同、规范冲突已公开处理且恢复成本可接受的情形；并存适用于证

据未定、价值多元或场景依赖明显；回撤适用于新版本造成预注册失败或不可接受伤害；
继续分叉适用于原两支都暴露新的异质机制；终止权威适用于谱系虽可追踪，却持续产生
不可修复伤害或已不再承担其声称的问题。
每一结果都更新账本和记忆权重。回撤保留失败记录，并存规定互操作与冲突边界，

终止则明确区分“保存历史材料”与“继续赋予规范权威”。这一步使思想的未来不再只
有被吸收或被驱逐两种命运。
表 4　可追责分叉的七步机制与时间判据
步骤 核心操作 必须留下的证据 主要失败 可进入下一步的条

件

1 版本建账 定位基线、异文、
解释与拒绝版本

稳定标识、快照、
推论标签、决策日
志

胜利者静默回写历
史

来源主张可核验

2 暂定保护 区分可修订区与权
利／安全约束

理由、守护者、复
核层级与期限

保护区膨胀成隐藏
硬核

不存在可见的权利
否决失败

3 独立分叉 形成至少两个实质
后继版本

前提、预测、责
任、停止条件

角色扮演或中心控
制支线

删除与领导依赖检
验通过

4 记忆重赋权 引入顽抗差异，撤
回旧解释自动胜权

首次／最终解释、
反例进入时点、适
用域

先给新答案再补理
由

权重变化先于新判
断

5 跨节点验证 由未参与生成的节
点复现和反驳

来源盲审、竞争理
论、受影响者审查

内部一致冒充外部
稳健

通过项、未决项与
反证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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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核心操作 必须留下的证据 主要失败 可进入下一步的条
件

6 非补偿裁决 依次通过来源、权
利与认识闸门

否决记录、合并理
由、期限、触发器

创意或多数补偿造
假／伤害

无否决失败且理由
可复查

7 多结果处置 合并、并存、回
撤、再分叉或终止

版本更新、接口、
恢复、修复和异议
位置

把合并预设为唯一
成功

结果回写下一轮配
置

十一、五种结果不是一条高低阶梯
（一）合并：形成新的公共版本

合并的优点是降低协作成本，使教学、研究和行动可以共享基线。其危险是把程序性
收敛误写成思想终局。合并必须是带版本号的暂定提交，清楚列明采纳了哪些分支、拒绝
了哪些主张以及下一次复核条件。没有这些信息，“新综合”很容易吞掉真正冲突。

（二）并存：保留不可通约或证据未定的分支
并存不是拖延决断，而是承认证据状态。若两个分支针对不同尺度、情境或价值负担，

强行统一会制造虚假平均。并存需要接口规则：哪些概念可互译，哪些结果不能跨支直接
比较，公共行动在冲突时采用何种最低安全标准。没有接口的并存会变成互不相干，不能
贡献共同问题。

（三）回撤：撤销当前权威而保留学习
回撤在失败阈值达到时触发，例如关键预测未复现、权利伤害超过预设边界或实施条

件与试验严重不符。回撤对象是当前权威和行动部署，不必删除所有新概念。成功回撤应
恢复可运行基线、停止伤害、补偿受影响者，并把失败机制写入后续设计。

（四）继续分叉：原冲突暴露了错误问题划分
若两支争论建立在同一错误分类上，选择其一不会进步。例如争论“外来还是自身”

可能被损伤或变化速度重新切分；争论“传统还是背叛”也可能应改写为“谁承担什么问
题与代价”。继续分叉允许把一条轴线改造成新的问题空间，但必须防止用无限细分逃避
外部检验。

（五）终止权威：保留档案，不再要求服从
有些思想谱系值得研究，却不再应支配现实。终止权威不同于销毁文本，也不同于宣

称历史中毫无价值；它意味着共同体不再要求受影响者以忠诚为由承担该谱系的规范命令。
终止需要说明伤害、失败尝试与替代安排，防止下一代把停用误解为遗忘。
表 5　五种结果及其适用条件

结果 适用条件 必须保存 主要风险 失败触发

合并 证据趋同、规范冲
突可交代、可恢复

采纳／拒绝提交、
期限、回撤条件

程序收敛冒充思想
终局

反证、权利伤害或
迁移失败

并存 证据未定、价值多
元或明显场景依赖

接口、不可互译
区、最低安全规则

互不相干或无限拖
延

一支出现稳定反证
或公共行动必须决
断

回撤 预注册失败、不可
接受伤害、实施条

失败日志、恢复基
线、补偿与修复

假装尝试未发生 恢复失败或伤害不
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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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适用条件 必须保存 主要风险 失败触发

件失配

继续分叉 原冲突暴露错误的
问题划分

新基线、分叉理
由、共同问题负担

无限细分逃避检验 新分支无实质预测
差异

终止权威 谱系持续伤害或不
再承担所称问题

历史档案、终止理
由、替代安排

焚毁历史或隐性禁
言

旧权威继续以忠诚
要求服从

十二、近邻理论与吸收检验：新概念是否只是重新命名
（一）AGM信念修正：一致性与最小改变已经足够吗
AGM理论用扩张、收缩和修订形式化描述信念集在新信息下怎样变化，并以成功、

闭包、一致性和最小改变等公设刻画理性更新[50-51]。它比“保持开放”严格得多，也能
解释旧命题在冲突证据下如何撤回。若本章只主张收到反例后修改观点，确实会被 AGM
完全吸收。
剩余问题在于，思想共同体不是单一信念集。谁选择信念语言、谁有权收缩、不同节

点怎样保留分支、来源历史是否可改写、权利能否被最小改变牺牲，都不在经典 AGM的
中心。可追责分叉的增量必须表现为多主体治理、版本谱系和非补偿权利；若扩展 AGM
无需改变核心结构就能预测这些结果，本章应承认被吸收。

（二）反思平衡：判断、原则与背景理论本就在相互调整
罗尔斯及丹尼尔斯的反思平衡允许个案判断、原则和相关理论相互修订，宽广反思平

衡还要求考虑替代理论[52-53]。它已经否定从固定原则单向推演答案。与可追责分叉相比，
反思平衡的优势是规范理由的细致调整，本章不能以“动态”自居为新。
差异在治理与时间结构。反思平衡不必保留多个独立版本、记录合并权或预设回撤机

制，也可能在共同输入本已偏斜时达到内部融贯。本章预测，分叉独立性和来源差异会改
善支架撤除后的迁移，而仅增加相互调整不一定产生这种效果。若实证上没有差异，可追
责分叉只是一种复杂的反思平衡程序。

（三）拉卡托斯研究纲领：硬核与保护带已经解释生长
拉卡托斯用硬核、保护带、正面与反面启发法区分进步和退化的研究纲领[54]。其优

点是承认理论不会因单个反例立即放弃，也要求新理论产生新增事实。本章关于旧记忆优
先和分支竞争明显受益于这一洞见。
但硬核容易被共同体实体化为不可触碰本质，且研究纲领评价主要面向认识进步，不

直接规定谁能定义硬核、受影响者有什么权利、失败后如何回撤制度部署。可追责分叉用
“暂定保护区”取代预定硬核，并要求保护区本身有守护者、期限与复核程序。

（四）麦金太尔的活传统：传统本来就是历史延续的论辩
麦金太尔把活传统理解为关于其构成性善的历史延续争论，并以认识危机说明传统如

何通过更好的叙事重写自身[56-58]。这是本章最强的理论近邻。它已经拒绝把传统当答案
仓库，也要求竞争传统在危机中说明自身和对手的失败。

本章的有限剩余是操作性：把谁能分叉、何时隔离、怎样重赋记忆、如何独立验证、
何时并存或回撤拆成可分别失败的机制，并把权利否决置于理论内部。若这些机制不能产
生超出“活传统进入认识危机”的新预测，最诚实的定位应是麦金太尔传统观的一种制度
化协议，而非独立宏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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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双环学习与探索—利用
阿吉里斯和舍恩区分只修正行动误差的单环学习与改变支配变量的双环学习[59]；马

奇则研究组织如何在探索新可能与利用既有能力之间分配资源[60]。二者都能解释为什么
组织在成功中僵化。可追责分叉如果只要求反思假设或增加探索，同样没有新意。

其差别仍在非补偿门槛和版本治理。双环学习可以由同一管理中心主持，探索也可能
把弱势经验当创新资源后重新集中收益。本章要求分支有拒绝被合并的权利，失败能够恢
复，来源和权利不能由探索收益补偿。这个差别必须在权力和异议存活指标上得到证明。

（六）波普尔、库恩及一般批判理性主义
波普尔强调反驳，库恩说明常规科学、异常与范式转换的历史结构[55,61]。本章接受

一个理论必须暴露于失败，也承认异常并不会自动改写范式。但单纯鼓励反驳不能解释反
例由谁保存、何以在共同体中获得响应权重；范式转换的历史描述也不能直接提供正当合
并和回撤程序。

（七）吸收性失败的严格条件
吸收性失败比统计不显著更根本：若任何一项近邻理论在不增添“独立分叉—记忆重

赋权—非补偿裁决—回撤治理”这些核心结构的情况下，就能解释本章全部现象和预测，
则“可追责分叉”没有概念剩余。反之，仅仅换术语描述同一过程不算未被吸收。本章应
以最简单的可竞争模型为基准，而非只与“无方法讨论”比较。
表 6　可追责分叉与六类近邻理论的吸收检验
近邻理论 已有解释力 本章的严格剩余 被吸收的条件

AGM信念修正 扩张、收缩、修订、一致
性与最小改变

多主体版本、来源权力、
非补偿权利与回撤

扩展AGM无须改变核心
即可预测全部结果

反思平衡 判断、原则与背景理论相
互调整

独立分叉、版本史和支架
撤除后的迁移

普通宽广平衡产生相同
BDI、MJR与RR

研究纲领 硬核、保护带、进步／退
化问题转换

暂定保护区可复核，权利
与治理进入内部

研究纲领模型已解释权
力、异议与回撤

活传统 历史延续论辩与认识危机
中的叙事重写

分叉权限、时序机制、测
量和多结果处置

认识危机无剩余地预测全
部机制与效应

双环学习 改变行动策略及支配变量 来源谱系、少数分支独立
与非补偿否决

双环程序同样保护版本和
退出且效应相同

探索—利用 组织在新可能与既有能力
间分配资源

真实／正当性闸门及失败
可恢复

探索配置独立解释全部认
识和规范效应

十三、被漏掉的整片：认知劳动分工与认识网络
本章第十二节已与 AGM 信念修正、反思平衡、研究纲领、活传统、双环学习与探索

—利用、波普尔与库恩六家做了吸收检验。但有一整片文献本章一次未引，而它恰恰已经
把本章的核心主张形式化，并且已经给出了一个对本章不利的结果。
（一）它说了什么
基切尔在一九九〇年提出「认知劳动分工」：一个共同体的最优安排，未必是每位研

究者都去做当下证据最支持的那件事；若人人都追随最有希望的路线，共同体可能整体错
过更好的解。此后一系形式模型接续这一问题。佐尔曼的认识网络模型给出两条与本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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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相干的结论：其一，连接稀疏的网络因保留了信息多样性，使共同体较不易过早收敛于
一个错误信念；其二——这一条对本章不利——若多样性被无限期维持，行动者反而无法
收敛于真理，因此真正有认识价值的不是多样性，而是「暂态多样性」。魏斯伯格与马尔
敦、索罗门、朗基诺各自从不同侧面给出同一族结论；另有研究者指出佐尔曼一系结果在
参数变动下并不稳健，这一争论本身也是本章应当引用的材料。

必须承认：本章第九节第四小节所说的「把分歧从同时表达推进到版本独立」，在这
一族模型里已经有了更精确的表述与可计算的形式；本章「分支具有最低独立性，不能由
同一中心随意编辑全部结论」这一必要条件，正是稀疏连接的规范化说法。在「独立分支
保存认识价值」这一层，本章没有新东西，而且落后于既有形式化程度。
（二）分离线，以及一处必须承认的失败
本章第十一节主张「五种结果不是一条高低阶梯」，把并存与合并、回撤并列为合法

结果。佐尔曼的结果正面顶住这一条：在他的模型里，无限期维持的分支是失败模式而非
合法结果。本章不能靠强调「规范维度不同」绕开它，因为这是一个可在同一材料上裁决
的经验分歧。

本章的回答只能是一条很窄的限定：佐尔曼模型中的收敛目标是一个模型外给定的真
值；本章处理的场合是何为正确本身仍在争议中的场合，此时「未收敛」与「未找到真
值」不是同一件事。由此产生判决性对照——在有明确外部效标的问题上（例如一项可用
独立数据判定的经验主张），本章预测长期并存确实劣于按证据合并，与佐尔曼一致；在
效标本身由共同体裁定的问题上（例如什么算作一次成功的教育），本章预测长期并存不
劣于合并，且回撤治理的价值随效标争议度上升。这条预测把本章置于可能被证伪的位置：
若在效标争议度高的场合，长期并存同样系统性劣于早收敛，则本章第十一节应当改写，
五种结果确实构成阶梯。

它反过来削弱了本章什么：认知劳动分工一系有本章完全没有的东西——它把「分几
支、连多密、多久合并」写成了可以计算的参数，而本章的六项必要条件全是定性的。本
章第十五节的五个可测量对象没有一个能推出「最优分支数」。本章应当承认：在如何设
定分叉规模与持续时长这一实践上最要紧的问题上，本章提供不了指导，而那一族模型可
以。
（三）本章确实剩下的部分
去掉上述之后，剩下的只有两样，都很窄：其一，非补偿否决——来源造假、基本权

利侵害与明确反证不能被创意、多数支持或探索收益抵销；形式模型不处理这一层，因为
它们的目标函数里没有权利。其二，回撤治理——失败可恢复且恢复不抹去失败历史；这
在收敛导向的模型里不是问题，因为模型中的错误信念会随证据自动退场，而在制度中不
会。若有人把权利否决与回撤成本作为参数加进认识网络模型，并且模型的结论无需改动
本章的六项必要条件即可复现本章预测，本章应作为该模型的一份制度实施说明，而不是
独立理论。
（四）一处名词上的欠债
本章使用「分叉」一词，却未处理这个词的来源——开源软件治理中的分叉实践（保

留完整历史、允许独立演进、可再合并），那是一套已经运行了三十年的真实制度，其中
「谁有权分叉」几乎不构成问题（任何人都可以），而「分叉后如何重新汇合」才是难题。
本章的权重恰好相反。这一对照本身值得单列一节，本章仅在此标出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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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三组纵向案例：每门学科如何改写自己的身份
（一）印度基本结构学说：身份不是判决前已经列好的清单

印度案例可分五个版本节点。第一，《戈拉克纳特案》限制议会修正基本权利，引出
修正权与基本权利的正面冲突。第二，第二十四、二十五修正案回应法院，试图恢复议会
权力。第三，1973年《凯萨瓦南达·巴拉蒂案》十三名法官形成多份意见，以七比六确认
议会虽可修正宪法任何部分，却不能摧毁基本结构[4]。第四，紧急状态时期的第三十九、
四十二修正案把学说置于现实权力压力下。第五，《米涅瓦磨坊案》撤销第四十二修正案
的部分内容，并把有限修正权及基本权利与国家政策指导原则之间的和谐提升为基本结构
[5]。

这一序列符合可追责分叉的若干条件：议会和法院形成相对独立版本，变化留下可定
位文本，危机经验改变了对权力边界的理解。然而它没有完全满足框架。基本结构缺少穷
尽清单，既保持开放，也扩大司法自由裁量；普通公民与边缘群体对“基本”的定义权仍
有限；判决合并了制度版本，却未消除司法占有风险。案例支持的不是法院必然正确，而
是宪法同一性在修正冲突中被生产，并必须继续接受权力审查。

（二）免疫自我理论：从对象来源转向情境、损伤与变化率
第二组案例不是把社会思想比作免疫，而是追踪免疫学自身的理论变迁。克隆选择和

自我耐受模型建立了强有力基线；获得性耐受实验使“外来必然被排斥”失效；模式识别
理论把先天免疫置于启动适应性反应的中心；危险模型以组织损伤重新组织相关信号；间
断理论则把刺激变化率作为解释维度[19-24]。微生物群和免疫个体性研究进一步表明，宿
主稳定依赖情境化共生[25,34]。

这些版本没有简单依次淘汰。自我—非我区分仍在许多情境有效，模式、危险和间断
也各有解释范围。真正变化的是理论调用权重和问题划分：研究者不再能只凭对象来源解
释所有反应。免疫印迹又说明，早期成功模型会塑造后续响应，既提供保护又可能对新变
体产生偏置[30-32]。该案例支持“并存与重赋权”胜过“新范式完全取代旧范式”，同时
警告思想理论不要把一个免疫模型再次固定为普遍真理。

（三）分布式共识：从全局顺序想象到条件化协议
第三组案例由理论限制与工程回应组成。逻辑时钟把全局时间问题改写为可计算的因

果部分序[36]；FLP 结果证明完全异步与可能崩溃条件下的确定性终止限制[37]；故障检
测器研究明确系统需要什么附加信息才能绕开不可能性边界[42]；Paxos 给出安全共识协
议，Raft 则通过问题分解和可理解设计降低实现风险[39-40]；CAP、最终一致与 CRDT
研究进一步把不同工作负载下的取舍制度化[41,43,45]。

这里没有一个算法赢得所有情境。不同协议公开故障假设、可用性代价和一致性等级，
工程进步来自把“不可能同时保证什么”写进设计。对思想治理的启发是负面的：理论不
应许诺在所有冲突下即时统一、完全开放、永久安全和零损失。可追责分叉的价值取决于
它是否同样明确牺牲与边界，而不是把工程术语装饰成万能方法。

（四）案例之间能比较什么，不能比较什么
三案可比较的是关系结构：预存身份假设遭遇顽抗差异，竞争版本形成，某些记忆权

重变化，公共状态通过受限程序重建。不能比较的是规范价值：法院判决、免疫反应和算
法提交不在同一价值尺度；免疫“删除”没有政治权利含义，协议多数也不能为公共多数
正当性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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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只提供机制可行性与概念边界，不能证明可追责分叉对人类思想必然有效。它的
经验地位必须由直接研究思想共同体的材料建立。

十五、五个可测量对象：理论必须留下失败痕迹
（一）来源—版本失真率

来源—版本失真率（Source–Version Distortion Rate，SVDR）以带历史归属的判
断为单位，计算无法在所称版本中定位、隐去关键限定、混合不同阶段或把当代推论冒充
原意的比例。编码者需区分事实错误、合理解释分歧和明确扩展。低失真不证明新判断优
秀，但高失真足以否定其“传承”资格。

（二）分支实质差异指数
分支实质差异指数（Branch Differentiation Index，BDI）不计算措辞距离，而编

码分支在前提、可观察预测、责任主体、禁止性规则和失败条件上的差异。至少两名盲评
者进行删除检验与交换检验：移除分支是否损失可检验内容；互换标签后专家能否仅凭论
证识别分支。高BDI也不是越高越好，完全无共同问题的两文只是分离而非分叉。

（三）记忆重赋权指数
记忆重赋权指数（Memory Reweighting Index，MRI）比较顽抗差异出现前后，

历史范例在检索、解释和决策中的相对权重。观察项包括首次解释、最终解释、反例进入
理由链的时间、旧分类适用范围的收缩以及新证据在延迟任务中的保留。真正重赋权应保
留对旧理论适用域的准确记忆，同时降低其在不相似情境中的自动支配。

（四）合并理由稳健度
合并理由稳健度（Merge-Justification Robustness，MJR）检验合并决定能否经受

三种盲审：来源专家审查是否准确；竞争理论节点审查是否排除了强反方；受影响群体审
查是否诚实报告负担和退出。随后交换材料顺序、隐藏作者身份并加入新反例，观察理由
是否稳定或作有根据修订。稳定不等于拒绝改变，免疫化解释会被扣分。

（五）回撤可恢复—异议存活率
回撤可恢复度（Rollback Recoverability，RR）衡量触发失败后能否在限定时间内

恢复可运行基线、停止伤害并 保存失败记录 ；异议存活率（ Dissent Survival 
Rate，DSR）衡量少数分支在中心合并后仍能否访问材料、发表反证、重新发起复核及拒
绝被错误归并。两者共同识别一种隐蔽失败：系统口头欢迎异议，却让异议失去版本、资
源和再进入能力。

这五项不得合成为单一“生长分数”。来源、权利、认识与治理属于不同效度；平均
分会允许高创意补偿造假，或允许可回滚性补偿实际伤害。研究应报告条件剖面和失败位
置。
表 7　五类测量对象及其效度要求

指标 测量本体 观察单位 支持性模式 伪支持

SVDR 来源与版本主张的
可核验失真

带历史归属的判断 误归、混版、隐限
比例下降

以好结果补偿来源
错误

BDI 分支在可失败承诺
上的实质差异

成对分支及共同基
线

删除分支会损失预
测／责任／禁止

措辞、长度或新词
差异

MRI 历史范例对当前解 差异出现前后的理 旧知识保留而异质 普遍遗忘或先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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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测量本体 观察单位 支持性模式 伪支持

释的相对调用权重 由序列 情境支配下降 案

MJR 合并／并存理由跨
观察位置的稳健

盲审、顺序交换与
新反例

有根据保持或修订
且负担可见

拒绝一切反例的表
面稳定

RR／DSR 失败恢复与少数版
本再进入能力

触发后的版本链和
资源位置

恢复基线、修复伤
害、异议可重启

口头保留异议而撤
销档案／资格

十六、七项非补偿判据：冲突时谁先否决谁
（一）第一否决：来源与版本诚实

任何声称继承、修正或发展某思想的方案，首先接受来源审查。伪造、错引、隐去决
定性限定、将不同版本拼成虚假原意，不能由结果有益、解释新颖或共同体赞成来补偿。
理由很简单：若来源关系是假的，后续方案仍可作为独立创造被评价，却失去以该谱系名
义要求忠诚的资格。

来源否决只否定谱系主张，不必否定命题真值。一个误归给前人的判断可能碰巧正确，
但应重新以当代提案进入程序。这样既保护历史诚实，也避免把学术校勘变成压制现实判
断的终点。

（二）第二否决：基本权利、退出与不可逆安全
通过来源审查后，评估提案是否取消受影响者的基本权利、知情参与、申诉与退出，

或把不可逆风险强加给无决策权者。此层优先于效率、共识、创新和一般认识增益。若某
项研究或教育制度能提高平均判断质量，却要求弱势参与者承担不可撤回伤害，它不得进
入强制合并。

权利否决并不意味着任何不适都能阻止公共判断。需区分利益受损、论点被反驳、身
份不适与基本权利侵害，并由公开标准和独立复核处理。否则，既得利益也会把失去解释
垄断包装成受害。

（三）第三否决：稳定外部反证
事实性或因果性主张若被多源、可复现且与测量误差竞争后仍成立的反证击中，不得

以程序合法、多数共识或传统连续性合并。外部反证的优先级低于权利，不是因为真理较
不重要，而是事实正确不能授权侵犯基本权利；它高于解释便利和身份稳定，因为共同体
不能投票取消对象反抗。

对规范主张，反证表现为内部矛盾、不可接受的普遍化后果、权利冲突或反复出现的
实施伤害，而非简单“不同意”。规范证据通常不足以唯一决定结论，因此此层之后仍可
能保留多分支。

（四）机制门槛一：真实独立分叉
只有通过三项否决的方案才进入机制评价。首先检验是否形成至少两个实质、独立且

可持续的版本。没有真实分叉时，后续“综合”只是中心对自身草案的修辞完善。独立性
要求资源、记录、发表和拒绝合并的最低保障，而非所有分支拥有相同组织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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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制门槛二：记忆优先级确实变化
其次检验新证据是否改变旧理论的调用方式。参与者若新增一些反例，却在关键判断

中仍让旧分类自动收编全部材料，机制没有发生。MRI应显示变化具有时间先后、情境选
择性和延迟保持；普遍降低旧知识记忆反而是学习损失。

（六）实现门槛一：跨节点验证与有理由裁决
第三，关键主张须由独立节点验证，且裁决说明为何合并、并存或回撤。内部一致不

等于跨节点稳健；一项方案只有在来源、竞争理论和受影响者三种观察位置上留下可回应
理由，才具有公共版本资格。

（七）实现门槛二：回撤可恢复与异议继续存活
最后检验合并后的真实后果。若失败触发后无法恢复，或少数分支因资源、档案和资

格被取消而不能重启审查，那么此前的开放只是合并前仪式。可恢复性不是附加保险，而
是让创新承担自身风险的组成部分。

（八）严格的词典序与偏序规则
七项判据不是简单直线。前三项采用否决词典序：来源造假先取消“传承”资格；权

利与不可逆安全阻止强制部署；稳定反证阻止事实性合并。三者通过后，真实分叉与记忆
重赋权构成机制必要条件；独立验证、正当裁决、回撤和异议存活构成实现条件。
冲突规则如下。第一，权利安全优先于认识效率，但不能把论点被批评误报为权利侵

害。第二，来源诚实优先于创新归属，但不阻止错误归属的正确命题以新提案重入。第三，
明确反证优先于共同体共识。第四，证据未定且多种规范立场均过底线时，分支并存优先
于强制合并。第五，成本和便利只在其他条件均满足后参与选择。第六，涉及不可逆伤害
时采用更严格证明标准，涉及可逆探索时可允许局部试运行。第七，任何判据的守护者都
不得同时拥有最终解释、合并与申诉裁决三种权力。
表 8　七项判据的非补偿排序与冲突规则
层级 判据 否决／通过规则 不能用于补偿 冲突处理

否决 1 来源诚实 伪造、误归、隐去
决定限定即取消传
承资格

创意、效果、多数
赞成

正确命题可改以当
代提案重入

否决2 权利与安全 基本权利、退出或
不可逆安全失败即
禁止强制部署

认识收益、效率、
传统身份

区分权利侵害与论
点受批评

否决 3 稳定反证 多源可复现反证阻
止事实性合并

程序合法、共同体
共识

规范未定且过底线
则保留分支

机制 1 真实分叉 至少两支有实质承
诺与最低独立资源

表面多样、角色扮
演

高风险可缩小试运
行，不得取消少数
记录

机制 2 记忆重赋权 权重变化先于新判
断且情境选择性保
持

普遍遗忘、答案灌
输

旧理论在原适用域
仍可优先

实现 1 验证与裁决 跨来源／理论／受
影响者节点验证且
理由公开

内部一致、主持者
权威

证据未定时并存优
于强并

实现 2 恢复与异议 失败可恢复，少数 前期参与仪式 成本便利最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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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 判据 否决／通过规则 不能用于补偿 冲突处理

版本保有复核与再
进入

较；不可逆场景提
高门槛

十七、证伪与竞争解释：什么结果会使理论失败
（一）局部机制的可失败预测

版本账本机制预测，明确记录来源与变更会降低 SVDR，但不必提高创意数量；若失
真率不降，账本只是形式负担。独立分叉机制预测 BDI 提高，并在支架撤除后保留差异；
若差异只在分组期间存在，可能是角色扮演。记忆重赋权预测MRI变化先于新判断；若
顺序相反，参与者可能只是为已知结论寻找理由。独立验证预测MJR提高；若同一团队
内部复核同样有效，跨节点不是必要机制。回撤设计预测失败后合理化减少、恢复更快；
若没有差异，预设回撤可能只是文档成本。

（二）六项总体强证伪
第一，在等材料、等时间与等主持质量下，可追责分叉组在 BDI、MJR、RR和迁移

判断上均不优于较简单方法。第二，任何优势完全由更多阅读时间、更多信息或小组规模
解释。第三，时间序列不支持“顽抗差异—记忆重赋权—新判断—跨节点验证”的机制顺
序。第四，框架提高创意和参与满意度，却同时提高来源失真、权利伤害或少数分支消失。
第五，分支并存只延迟错误纠正，并在高风险场景持续制造不可接受损失。第六，某一近
邻理论以更少构件预测所有结果。
满足第一或第六项时，应放弃独立理论主张；满足第二或第三项时，应修正机制；满

足第四或第五项时，即使统计效应显著，也构成规范失败。

（三）主要竞争解释
结果可能由九类因素造成：投入时间、信息总量、主持者魅力、群体多样性、参与者

先验能力、新奇效应、问责压力、书面化本身和选择性退出。研究设计必须逐项控制或测
量。尤其是书面版本记录可能单独产生优势；若仅需结构化写作即可达到相同效果，就无
须引入整个框架。

（四）负预测比正预测更能区分理论
本章不预测普遍创造力提高，不预测所有人更满意，也不预测分支越多越好。对于精

确复现、成熟算法、事实检索和紧急标准操作，可追责分叉可能不如单一流程高效。它也
不应增加无来源新词或让共识更容易；在真实冲突中，共识满意度甚至可能下降，因为差
异不再被礼貌综合掩盖。
若实验发现框架只提高新词数量、主观开放感和会议时长，却不提高迁移判断、来源

准确和失败恢复，最合理解释是“复杂化仪式”，不是思想生长。

（五）边界条件
框架最可能在四种条件下有增量：传统权威强、历史材料多、现实差异顽抗、决策可

阶段部署。它不适用于需要秒级反应的危机处置、已有高置信标准答案的训练、无法为少
数分支提供安全空间的场景，也不适用于把人群真实生命当作可随意回滚试验的政策。所
谓回撤只适用于可恢复安排，不能撤销已经发生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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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经验研究方案：四臂、十二周与支架撤除
（一）研究对象与样本
拟招募 480 名具有研究或专业训练的参与者，按学科背景、方法能力和既有立场分层

随机，组成 120 个四人小组。材料选取四条争议谱系：印度基本结构学说、免疫自我理论、
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教育的责任、以及一项具有内部多版本的伦理传统。前两项提供可核
验历史材料，后两项检验向现实规范问题的迁移。

样本量以小组为主要聚类单位，事前根据 BDI和MJR的最小有意义差异进行模拟功
效分析，不用个体数量虚增自由度。排除规则、缺失处理、主次结果和中止标准在预注册
中固定[67]。

（二）四个等资源条件
A组为来源型精读：建立文献表、重建语境并形成共同摘要。B组为 AGM式信念修

正：列出信念集、冲突命题，进行收缩与最小修订。C组为结构化对抗讨论：分配正反角
色，进行强钢人复述、反驳和共同结论。D组为可追责分叉：执行七步程序，保留独立版
本和回撤条件。

四组获得相同材料、总时长、主持训练、写作空间和反馈次数。D组不能因步骤多而
额外占用时间；若其机制必须依赖更多资源，成本应成为理论结果而非被设计隐藏。主持
者使用标准脚本，盲于具体研究假设的评分者编码产出。

（三）十二周的时间结构
第一至二周进行基线测量与材料训练；第三至五周处理首条历史谱系；第六周引入顽

抗差异并测量即时记忆调用；第七至八周处理第二谱系并交换验证节点；第九周作合并、
并存或回撤决定；第十周撤除全部步骤提示和模板；第十一周迁移至 AI教育问题；第十
二周加入反例、权利冲突和失败触发，测量延迟保持与恢复。
支架撤除是关键。若D组只在模板存在时表现更好，框架可能是高负担清单；若机制

被参与者内化，版本建账、独立分支和回撤思维应在新任务中自发出现。三个月后再做一
次轻量随访，检查分支异议是否仍可恢复。

（四）六项预注册假设与两项负预测
H1：D组 SVDR不高于A组，且显著低于 B、C组。H2：D组 BDI高于其他三组，

但分支共同问题保持度不下降。H3：D组MRI 的变化发生在新判断之前，并中介顽抗差
异对迁移表现的作用。H4：D组MJR在盲化身份、交换材料顺序和加入新反例后更高。
H5：当合并版本失败，D组RR与 DSR高于其他组，事后合理化更少。H6：D组优势集
中于权威高、证据不完备的谱系，在精确复现任务上不优于A组。

NP1：D组不应普遍增加新概念数量；若增加应由可失败承诺中介。 NP2：D组不必
提高主观共识与满意度，真实差异显露时两者可下降。负预测能防止把任何积极体验都解
释为理论支持。

（五）结果测量与非补偿分析
主要结果为 SVDR、BDI、MRI、MJR、RR和DSR的条件剖面。次要结果包括问题

保持、迁移准确、受影响者负担识别、讨论成本和主观确定性。编码手册先在独立材料上
开发，报告评定者一致性与分歧原因[68]。
确认性分析采用多层模型：任务嵌套于个体，个体嵌套于小组，并以基线能力和材料

顺序为协变量[69]。中介分析只在时间顺序成立时进行，明确区分随机分配对程序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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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MRI等中介的观察性关系[70]。非补偿分析不计算总分：D组只有在 SVDR和权利伤害
未恶化的前提下，才讨论 BDI 或MJR优势。

（六）质性过程与失败案例
随机比较回答平均差异，密集过程追踪回答机制是否真实发生。研究保存各版本提交、

讨论录音、反例进入时点、被拒分支、合并理由和回撤日志，对高分与低分小组进行配对
过程分析。混合方法整合在研究问题、抽样、分析和解释四个层次进行[71]。
失败案例尤其重要：高 BDI但来源严重失真，低共识却产生更稳健判断，成功合并后

少数分支消失，或程序完整但旧记忆仍控制结果。理论若不能解释这些反常组合，就只是
用流程遮蔽差异。

十九、制度、权力与人工智能：思想固化不只发生在头脑里
（一）课程与出版怎样制造单一主分支
教材需要压缩，期刊需要可识别贡献，组织需要统一口径。这些功能本身合理，却会

把当前主分支变成思想全部。课程若只给出结论而不呈现版本冲突，学生学到的不是理论，
而是哪个答案拥有评分权；出版若只奖励在主范式中可快速识别的创新，真正改变问题的
分支会因“偏题”消失。

制度改进不是无限增加阅读，而是在关键节点保存分叉：教材列出至少一个曾经有力
却被拒的版本，论文说明其基线和删除了什么，组织决策保留少数报告和复核日期。版本
史由装饰性背景变成判断材料。

（二）认识不正义怎样提前删除分支
弗里克区分证言不正义与诠释不正义，指出说话者可能因身份偏见失去可信度，群体

也可能缺少表达自身经验的共同概念 [62]。梅迪纳进一步强调抵抗性想象和认识摩擦
[63]；杨对包容性民主的分析则提醒，形式参与并不自动消除表达方式和社会位置的不平
等[64]。这意味着“允许发言”仍不足以形成分支：若某群体的材料只能用主流词汇编码，
其独立版本在出现前已被注销。
可追责分叉要求最低认识基础设施：材料访问、概念自述、反驳时间、独立记录和申

诉权。受影响者不是给理论提供异常数据的矿藏，而是有权纠正研究者如何描述其经验。
参与也不能被强制；退出后仍应保护其材料和身份。

（三）退出、声音与忠诚必须重新排序
赫希曼把退出、声音与忠诚视为组织衰退中的不同反应[65]。思想共同体常把忠诚置

于声音之前：只有先证明属于传统，批评才被允许；退出又被解释为背叛。可追责分叉则
把安全退出和有影响力的声音视为忠诚可成立的前提。若退出会失去职业、关系或基本权
利，留下不能证明认同。
但退出也不是唯一解。资源最少者往往最难离开，让所有不满者自行退出会把公共版

本留给强者。多中心治理研究表明，规则使用者参与制定、监督和分层申诉，有助于避免
把共同资源简单交给单一中心[66]。因此，分支并存需同时提供内部声音、独立申诉和必
要时的外部转移渠道。

（四）AI扩大分支，也能制造虚假共识
生成式 AI可以快速检索候选来源、生成竞争论证、比较版本和模拟反方，降低形成

初始分支的成本。但大模型按统计规律生成流畅文本，可能捏造来源、抹平版本差异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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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数据中的高频解释包装成“传统共识”[72-73]。生成多个答案也不等于真实独立分叉：
若它们来自同一模型、相同提示和相似检索索引，只是单一节点的表面多样性。
AI 参与可追责分叉必须记录模型、版本、提示、检索来源、人工修改和不确定性；关

键分支由不同来源集或不同人类团队独立验证。模型卡与算法审计的思想可用于披露系统
边界，但不能替代受影响者的申诉和责任主体[74-75]。

（五）AI不得拥有最终合并权
模型可以检测语法冲突和引文差异，不能决定哪些权利可被牺牲，也不能为真实后果

承担责任。把“综合双方观点”交给模型，常会生成平滑中间句，掩盖不可补偿冲突。最
终合并应由可识别的人类机构作出，公开理由并承担回撤与修复义务。

二十、反身检验：可追责分叉怎样退化为新教条
（一）当分叉数量成为创新绩效

制度一旦奖励分支数量，参与者会制造无实质差异的版本，增加协调成本并稀释真正
异议。防止方法是坚持 BDI 的实质检验，并允许“不分叉”成为正当结果。成熟事实和低
风险操作不需要为展示开放而强行制造争论。

（二）当暂定保护区变成隐藏硬核
保护区可能由权利底线逐步膨胀为理论守护者不愿讨论的一切。每项保护约束应注明

理由、复核层级和期限；理论结论不能仅因“构成身份”获得永久豁免。真正不可交易的
首先是人的基本权利与来源诚实，不是框架自身的术语。

（三）当异议被工具化
中心可能保留少数分支，只为提高主版本韧性，待其提供反例后便取消资源。异议存

活要求分支能够拒绝合并、控制自身材料并重新发起审查，而非只作为红队服务。若异议
者的唯一价值是帮助中心优化，权力结构没有改变。

（四）当回撤成为逃避责任
可回撤不等于可以随意试错。涉及生命、尊严和不可逆环境影响时，技术上的“恢复

旧版本”无法恢复已经发生的伤害。此类情形应在部署前提高证据和参与门槛，必要时禁
止试验。回撤机制减轻未来损失，不能洗去既往责任。

（五）当跨学科概念重新吞并对象
最危险的退化是用免疫、协议和分叉词汇重新描述一切，把不能配合的材料判为“未

完成更新”。本章必须保留失配：人不是节点，思想不是抗原，权利不是系统参数，历史
也不能像数据一样无损回滚。若具体领域已有更精确理论，应优先使用领域理论；跨域框
架只在产生额外可检验关系时保留。

（六）最小保留原则
即使整个“可追责分叉”概念被近邻理论吸收，本章仍应保留三项最小原则：改变权

必须可问责；共同体不得在竞争版本形成前让旧记忆自动胜出；任何高风险合并都应保留
异议和可恢复安排。这三项不是终极答案，而是防止已经发生的一切垄断尚未发生判断的
最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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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结论：最深的继承，是保存产生未来的能力
本章从一个结构性自我批评出发：把文献学、文化演化学和对话学并置，看似丰富，

实际容易把三个互相包摄的传承视角列成清单。改以宪法学、免疫学和分布式系统工程后，
问题才获得真正张力。宪法学要求改变具备授权、权利和申诉正当性；免疫学解释历史成
功如何重写未来反应阈值；分布式系统工程则要求在无全局视图和可能故障下保存版本、
独立验证并允许回撤。三者的成功标准彼此不可替代。

它们最重要的共同贡献，不是为思想提供三个漂亮隐喻，而是从内部击穿同一个实体
化前提。宪法身份在修正争议中显露，免疫自我是耐受、损伤、变化和共生持续维护的关
系，分布式共同状态是协议在特定故障假设下产生的收敛。因而，一项思想的连续性不能
由更新前已经完成的核心保证；连续性是对每次转化作出来源、权力、证据和后果说明的
能力。
“可追责分叉”把这一判断转成制度机制：先保存版本历史，划定以权利而非教义为

中心的暂定保护区，让多个分支获得真实独立性；再以顽抗差异重排旧记忆的调用权，通
过跨节点验证和非补偿闸门作出合并、并存、回撤、继续分叉或终止决定。它反对两种同
样轻率的忠诚：一种把不变当忠诚，另一种把任何变化都叫创造。真正的忠实要求后来者
诚实说明自己改变了什么，真正的创新要求新判断增加可失败承诺并承担现实后果。

这套框架没有资格被写成新的万能方法。若普通信念修正、反思平衡或活传统理论能
够以更少构件解释全部结果，它应被吸收；若分叉只增加话语而不提高来源准确、迁移判
断和失败恢复，它应被放弃；若程序以少数者权利换取知识增益，即使有效也构成失败。
理论只有允许自身被合并、回撤甚至终止，才没有背叛其生成性解释立场。

因此，思想继续生长并不意味着一切边界都应打破，也不意味着过去必须不断追赶当
下。该保留的是来源诚实、基本权利、反证能力、异议位置和恢复可能；该突破的是任何
已经形成的版本对修改权、解释权和未来问题的永久占有。最深的继承，不是替过去守住
一个永恒答案，而是让过去所开启的问题仍能在新的关系中产生它未曾说过、又必须为之
负责的判断。

编末小结
三章共有一条自检条款，应当明写：若把三章的动作全部执行一遍，而谁能发起、谁

的判定算数一律未变，则三章的动作都退化为流程改良。撤销默认推定若由原来那个人来
执行，等于他给自己发了一张免检证；改变转场条件若不改变谁能定义目标，只会让人更
高效地走向一个不值得抵达的终点；允许分叉若分支的结论永远不能进入合并程序，分叉
只是一场被允许的抱怨。三章的动作都需要一个它们自己无法提供的前提——而这正是第
十章那条顺序主张的另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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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为何：注销怎样发生，代价是什么
三章分别落在制度、自我与代际上，共同回答：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以及不处理它

的代价是什么。
本编的三章在时间尺度上依次拉长：第七章的注销发生在一轮又一轮的日常程序里，

第八章发生在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退回中，第九章跨越世代。三种尺度共有同一个结构
——一次不发生被记录为一项本性：一项行动没进登记，被读成它本不可能；一次退缩带
来缓解，被读成留下是对的；一代人绩效达标，被读成这条路无需为后来者留口。

本编也是全书最难被反驳的一编，而这恰恰是它的问题。当一种机制的核心特征是
「它不留下痕迹」时，「没有观察到它」就不构成对它的反驳。第七章第十九节、第八章
第十九节与第九章第十八节各自写了强证伪条款，正是为了不让本编滑向不可证伪；读者
有权检查那些条款是否足够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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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不必禁止，只要不登记
最深的禁锢不必禁止人选择。只要不登记，一件事的不发生就会被当作它
本不可能发生的证据。
新对象：可能性注销　·　三门入口：公共行政学 × 构造地质学 × 语言人类学
本章提要　关于固化的通行解释，往往从一个已经完成的主体与一套已经存在的边界

出发：制度限制选择，历史增加转换成本，语言给既有身份贴上标签。由此，解放似乎只
需增加选项、削弱规则或更换称谓。然而，现实中最持久的固化并不总以禁止出现。组织
可以保留申诉条款却让申诉无法进入流程，家庭可以承认成员“有自己的选择”却让每次
新尝试都沿旧冲突消耗，教育与信仰共同体也可以使用包容语言，同时把一切反例重新解
释为既有身份的证明。真正需要解释的不是选项为何减少，而是一个形式上仍然存在的选
项，如何在行动发生之前失去被登记、被实施和被命名的资格。

本章以受约束的跨学科碰撞重写这一问题。公共行政学解释程序、分类、绩效指标与
街头官僚裁量如何使偏离变得不可见，并通过记录系统把“没有被处理的可能”回写成
“从未存在的需要”；构造地质学解释既有断层在取向、摩擦、孔隙压力和边界载荷满足
条件时为何更易再激活，以及新增应力如何沿历史形成的非均质结构重新分配；语言人类
学解释称谓、指示秩序、语言意识形态与专业观看如何把暂时角色组织为可预期的社会类
型。三门学科的对象、尺度与证据不可通约：行政压力不是构造应力，组织惯例不是断层，
称谓也不机械决定行为。本章只转用一个可检验的关系命题——历史形成的通道会有条件
地改变后续扰动的分布，而制度记录与互动命名能够把这种分布自然化。

据此，文章提出“可能性注销”模型。模型由程序可见门G、旧通道捕获K、命名封
闭N、可登记行动集R、反例保存度 E与资源—权力边界 C构成；并区分程序发起、通道
发起、命名发起三种轮次。可能性注销发生于形式选项集 F仍包含某行动，而 R已将其排
除，且这一差额被记录、关系和语言共同稳定之时。文章以英国公共医疗绩效目标、兰德
斯地震后的静态应力转移以及学校分流与“低能力”分类研究检验局部机制；与路径依赖、
非决策权力、规训、惯习、行政负担、标签与“造人”理论进行吸收比较；提出程序翻译
损失、旧通道捕获率、命名封闭度、反例存活率与形式—登记差额五类测量；设计一项二
十四个月、多校点纵向过程研究。本章进一步提出“可能性复籍”：解放不是承诺实现所
有愿望，而是恢复某项行动接受程序审理、获得现实入口、保留反例并被正当命名的资格。

本章的中心判断是：最深的禁锢不必禁止人选择；制度可以通过不登记，历史结构可
以通过反复导流，语言可以通过重新归类，使一个生成结果显露为主体本质。固化由此不
是外部力量压在主体之上，而是程序、通道与命名相互回写，使“我只能这样”在每一轮
都得到新的证据。真正的突破不是把旧标签换成相反标签，也不是向旧断层施加更大的力，
而是改变什么能够进入记录、扰动能够沿何种关系分布、反例能否存活，以及谁有权规定
一个经验究竟说明了什么。
关键词　固化；公共行政学；构造地质学；语言人类学；路径依赖；指示秩序；可能

性注销

一、问题的重写：为什么最深的牢笼不需要看守
（一）禁止只是固化最显眼的形式
当一条法律明令禁止某项行为，当一个组织以惩罚压制异议，固化很容易被识别：边

界清楚，执行者可见，越界后果也可预期。可是，许多“只能如此”并没有这样的看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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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文本允许创新，提交系统却没有对应字段；家庭成员可以提出不同生活方式，讨论却
总被拉回“不懂事”与“辜负”；学生没有被禁止申请高阶课程，但一次早期分流已经改
变教师期待、课程入口与自我说明。形式自由保存了，发生条件却被删除了。

这种状态比直接禁止更难反抗。面对禁令，行动者至少知道自己反对什么；面对可能
性注销，他首先必须证明那个未能发生的行动曾经可以算作行动。制度可以回答“我们从
未拒绝”，共同体可以回答“你一直可以选择”，而每一次失败又会成为个人能力不足的
证据。牢笼无需看守，因为门在规范上始终被宣布为开着，只有通往门的路径、门锁所承
认的钥匙以及“这是一扇门”的共同语言被逐步取消。

（二）从选择数量转向发生资格
选择论通常把自由表示为选项集的大小。这个视角能够识别强制、垄断和资源匮乏，

却不足以解释形式选项与实质行动之间的断裂。一个选项要成为现实可能，至少须取得三
种资格：它能以不被扭曲的方式进入程序；它拥有时间、资源、关系与反馈构成的实施入
口；它能被说成一种尚待检验的行动，而不是在开口时便被翻译为某种缺陷的症状。

因此，本章区分形式选项集 F与可登记行动集R。F回答规则是否声称允许，R回答
一个具体行动能否被机构识别、由现实通道承载并以不预判失败的语言进入互动。F增加
而R不变，可能只扩大象征自由；R扩大而资源—权力边界 C不足，也可能制造虚假的自
我负责。自由的关键不只是“有多少选项”，而是哪些选项具有接受现实反馈的资格。

（三）“我只能这样”不是句子，而是结果
“我只能这样”表面上是主体对自身的判断，实际上常压缩了一段跨层历史：一次偏

离先被程序改写为已有类别，新增冲突随后沿旧关系释放，称谓又把这一重复读成稳定性
格；下一轮行动者与他人都从这个结论开始。句子并非过程的起点，而是过程完成后留下
的最短记录。

这一观察要求理论停止在“内因还是外因”之间摆动。制度并非独立于人，身份也不
是纯粹内部表征。表格的字段改变可说出的故事，关系的承压位置改变谁总是失败，失败
记录又改变未来的分类与自我理解。固化正是在这些回写中内生：结果进入下一轮的条件，
条件再生产相似结果，直到历史痕迹被误认为无历史的本质。

（四）研究问题与理论承诺
本章回答五个问题。第一，程序如何从保障一致性的工具变成决定何者算作现实的门

槛？第二，历史形成的通道如何有条件地捕获新扰动，而不是仅仅造成一般性的“路径依
赖”？第三，命名如何从描述转为资源配置、注意选择与互动预期？第四，三种机制以何
种次序互相回写，并在何种条件下构成完整的可能性注销？第五，怎样恢复可能性而不把
一切规则、稳定与共同语言视为压迫？

本章的理论承诺是可拆解的。若程序、通道和命名不能在时序上区分；若三者没有产
生超出路径依赖或标签理论的独立预测；若改变记录、入口与命名权并不扩大 R；或者所
谓反例总能被模型事后吞并，“可能性注销”便不应保留为独立概念。

二、概念边界：不是所有限制都是可能性注销
（一）明确强制与权利剥夺

法律禁令、暴力威胁、非法歧视、监禁、财产剥夺与组织报复会直接取消行动能力。
它们首先是权利、资源和安全问题，不需要用复杂的生成模型稀释责任。把明确强制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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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建构”或“旧通道”会遮蔽加害者与可追责行为。本章用 C表示资源、权利、身体
安全与退出能力；C未达到最低条件时，结构补偿与权利救济具有理论上的先行权。

（二）正当程序与必要标准化
行政程序并不天然固化。韦伯所描述的规则、权限与专业分工，能够限制任意统治，

使相似案件获得可预期处理[1]。统一病历、食品安全阈值、工程规范和司法证据标准也保
护陌生人之间的协作。问题不是存在分类，而是分类是否宣称穷尽对象；不是要求证据，
而是证据门槛是否只允许既有类别证明自己。

一项标准化若保留透明理由、例外通道、申诉、反例记录与定期修订，便可以在稳定
中继续学习。可能性注销只在程序把无法归类当作对象不存在，并把自身造成的不可见性
回写为分类正确时出现。

（三）现实不可行与愿望受挫
不是每个愿望都能成为行动。时间、身体、知识、他人权利和不可逆风险会构成真实

边界。可能性复籍也不保证愿望实现，它只保证愿望能够以真实形态被审理和检验。若一
项计划经过诚实评估仍缺少关键资源，或会侵害他人，拒绝可以是正当判断；理论不能把
任何“不”都解释为固化。
区别在于失败发生在哪里。现实不可行是在保留对象特征后由证据推出；注销则在证

据形成之前把对象翻译成既有类别，或使行动只能沿会证明其失败的旧通道实施。前者允
许未来条件变化后重审，后者把当前失败写成永久属性。

（四）偏好修订与身份承诺
行动者可以改变目标，也可以忠于一种长期身份。职业、亲属、信仰与技艺承诺为生

活提供连续性；稳定称谓有时给予权利、共同记忆和相互责任。只有当身份拒绝反例、取
消退出与重新承担的空间，并把“一直如此”直接推成“只能如此”时，命名才进入封闭。

（五）可能性注销的最低判定条件
本章要求同时满足五项。第一，F中存在一项规则上允许、且不违反他人基本权利的

具体行动。第二，该行动在 C审查后至少具有试验性可行性。第三，行动进入程序时出现
系统性翻译损失，或被迫沿已知高失败率的旧通道实施。第四，行动失败或未登记后，记
录和称谓把结果解释为行动者或群体的稳定属性。第五，这一解释能够预测下一轮 R进一
步收缩。缺少第四与第五项，只是行政错误或一次失败；缺少前两项，则可能是愿望不可
行或结构性压迫。
表 1　可能性注销与五类相邻限制的排除边界
状态 形式选项 F 现实能力C 关键证据 优先回应 是否构成注销

明确强制／权利
剥夺

被禁止或惩罚 受损 有可追责禁令、
暴力或报复

权利救济与安全
保护

否：先按强制处
理

正当程序／必要
标准

有条件开放 充分 标准透明、可申
诉、反例能修订

保留标准并定期
复核

否

现实不可行 可声称允许 不足 关键资源、知识
或安全缺失

补能力或诚实拒
绝

否

自主稳定／身份
承诺

存在替代 充分 本人跨时认可且
保留退出

尊重选择 否

行政负担 存在 通常最低可行 减表、协助后进
入恢复

减轻学习／合规
／心理成本

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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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形式选项 F 现实能力C 关键证据 优先回应 是否构成注销

可能性注销 仍公开存在 最低可试验 程序、通道、命
名跨轮回写，R
收缩

机制匹配的可能
性复籍

是

三、跨学科方法：三门学科不是三个比喻
（一）为何是公共行政学、构造地质学与语言人类学

三门学科分别处理固化的三种必要条件。公共行政学研究组织如何把复杂案件变成可
执行决定，因而能够解释“什么可以进入记录”；构造地质学研究非均质材料在边界载荷
下的变形与断层再激活，因而提供“历史通道如何改变后续扰动分布”的严格模型；语言
人类学研究言语形式如何指示社会位置、生成身份并体现语言意识形态，因而解释“什么
经验会被读成什么人”。

它们没有互相包含。行政程序的正当性不能由岩石力学决定；断层是否滑动不涉及行
动者意义；语言互动也不能替代预算、权利与物质资源。正是这种不可化约性使碰撞有价
值：只有当三种不同证据共同指向一个跨轮次结构，整合概念才获得资格。

（二）跨域转用的四条禁令
第一，禁止把组织冲突称为“应力”后直接引用地震研究作因果证据。构造应力具有

物理单位，行政压力与情绪压力没有同一量纲。第二，禁止把断层人格化。岩石没有记忆
意图，所谓“构造记忆”仅指材料非均质、几何、摩擦状态与先前变形保留了影响后续响
应的条件。第三，禁止从旧断层可能再激活推出社会路径必然重复；再激活受断层取向、
有效法向应力、摩擦和孔隙压力约束[26-40]。第四，禁止认为语言命名全能。称谓只有被
具有权威的位置反复使用，并连接记录、资源和互动后果时，才可能稳定身份。

（三）受约束碰撞的步骤
本章先让每门学科在自身问题上充分成立，再寻找其内部推翻。公共行政学既说明规

则为何必要，也显示目标替代、行政负担和指标游戏如何由规则成功产生；构造地质学既
说明历史断层为何易被利用，也说明新断层会在取向和应力条件改变时形成；语言人类学
既说明语言分类不可避免，也表明身份在互动中生成、具有多重指示性并可被重新协商。
生成性解释判断不是预先放在三门学科之上，而从它们各自拒绝实体化的材料中出现。

（四）证据层级与整合限度
物理实验与地震观测只检验物理机制；行政案例与民族志检验社会机制；综合模型则

须由同一社会场域中的程序、关系与命名时序检验。任何单一地震、医院或学校案例都不
能证明完整理论。本章把跨域材料分为三层：领域内证据用于确立局部机制，结构同型用
于产生区分预测，纵向社会研究用于检验整合链。若第三层失败，前两层再精确也不能拯
救“可能性注销”。
表2　三门学科的独立解释责任、成功标准与跨域禁令

学科 独立问题 领域内成功标准 可转用关系 不得越权

公共行政学 何者能进入程序、
档案与问责

合法、可执行、可
申诉且能学习

处理规则会参与生
产行政对象

程序合法不等于结
果正当或对象穷尽

构造地质学 历史非均质如何重
分配后续变形

取向、摩擦、有效
应力和边界条件可

既有通道有条件地
捕获新增扰动

构造应力不等于行
政／心理压力；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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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独立问题 领域内成功标准 可转用关系 不得越权

检验 石无语义记忆

语言人类学 称谓如何指示位置
并进入互动后果

语境、权威、接续
和历史可重建

命名能组织注意、
资源与反例解释

词语不机械决定行
为，也不替代物质
权力

四、公共行政学：规则如何从工具变成世界边界
（一）可计算性为何构成现代自由的条件
官僚制常被简化为僵化的同义词，但韦伯的分析首先指出其技术优势：明确权限、书

面档案、专业训练与非人格规则，使治理不再完全依赖个人恩宠[1]。西蒙以有限理性说明
组织必须借助程序和满意化简化复杂世界[23]；马奇与西蒙、赛尔特与马奇进一步表明，
组织通过注意分配、搜索规则和标准操作程序才能在信息有限时行动[4-5]。没有分类，行
政机关无法比较案件；没有档案，权利也难以持续。

因此，程序不是自由的外部敌人。它将不稳定权力转化为可以申诉的决定，并为跨时
间责任留下痕迹。本章批判的不是可计算性，而是可计算性从“为判断服务”变成“规定
何者存在”：只有能够进入表格、目标与已有案由的需要才获得现实地位，剩余部分则在
技术上消失。

（二）目标替代与训练性无能
默顿指出，持续服从规则会使原本作为手段的程序获得终极价值，并形成“训练性无

能”：在旧条件下有效的技能与纪律，在条件变化后阻碍适应 [2]。塞尔兹尼克对田纳西河
流域管理局的研究则显示，组织在地方关系、共同利益与收编中逐渐获得超出正式设计的
制度性格[3]。克罗齐耶进一步分析规则如何同时减少任意性、制造不确定地带，并使行动
者围绕例外控制形成新的权力[6]。

这些研究揭示一个内生机制。程序僵化不是外部有人突然决定停止学习，而可能由程
序的成功引起：越能以统一方式消除争议，越少有动力保存无法归类的材料；越少保存反
例，越显得现有分类足够；分类越显得足够，偏离越容易被解释为执行者或申请人的问题。

（三）街头官僚与分类翻译
利普斯基指出，一线公共服务者面对资源不足、目标冲突与个案复杂性，必须使用简

化、配给和例行化策略[7]。这些策略不是纯粹恶意，而是工作得以完成的条件。问题在于，
裁量并未消失，只是从公开判断转移到分类入口：谁被视为“合作”、何种材料算作完整、
哪一困难归入哪一项目，决定了个案是否能够成为可处理对象。
马奇与奥尔森所谓“适当性逻辑”说明，组织成员常以“像我这样的人在这种情境应

当做什么”行动，而非每次计算后果[8]。当角色规则与案件类别结合，程序会先把新行动
翻译成一个熟悉问题，再调用熟悉答案。翻译不是中性压缩；被删除的差异可能正是新方
案成立的条件。

（四）制度同形与合法性外观
迈耶与罗文表明，组织会采纳制度化结构以获得合法性，即使正式结构与实际活动松

散耦合[9]；迪马乔与鲍威尔则区分强制、模仿和规范三种同形机制，解释不同组织为何趋
向相似[10]。标准表格、评价体系和专业资格因此不只提高效率，也向外界显示“这是一
个可问责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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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合法性需求会提高偏离成本。一个例外若无法在审计语言中说明，管理者即使认
为它合理，也可能选择已有类别。形式结构于是取得反事实优势：成功的例外不被正式记
录，失败的偏离却成为加强标准的证据。组织学到的不是现实中没有替代，而是档案中没
有被承认为替代的替代。

（五）审计、指标与可比化
新公共管理以绩效、竞争和可测结果回应传统官僚制的迟缓[11]；审计社会的扩张则

使可验证性本身成为组织活动的中心[12]。埃斯佩兰与史蒂文斯把“可比化”定义为把不
同品质转为共同尺度，它创造新的关系与可见性，也必然压缩语境 [17]。排名研究显示，
被评价者会根据指标重新组织行为，测量因而具有反应性[18]。
坎贝尔指出，量化指标用于社会决策越多，越容易承受腐化压力并扭曲原过程 [19]。

英国公共医疗的目标制研究显示，绩效压力可以改善某些等待时间，也会诱发阈值附近的
策略行为与数据游戏[20]。因此，指标的危险不在“不真实”，而在其真实地重组对象：
机构开始生产可在指标中成功的服务，而不可测但重要的需要被挤到程序之外。

（六）行政负担与隐藏政治
行政负担研究把公民与国家互动中的学习、合规和心理成本区分开来，并指出负担分

配往往是政治选择，而非偶然摩擦[14-15]。博兹曼的繁文缛节理论强调规则可能保留合规
负担却不再推进正当目的[13]；斯科特关于国家可读性的研究则说明，治理为行动而简化
地方知识时，简化图式若获得独占权，便可能摧毁其赖以运作的复杂实践[16]。

行政负担与可能性注销相邻却不相同。负担使人较难获得已知服务；注销则使某种需
要无法作为需要进入服务图式。前者可以通过减表、提醒和协助改善，后者即使降低成本
也可能持续，因为申请人仍须把自己改写成系统已经承认的人。

（七）组织惯例内部的反证
若程序必然复制过去，组织变革便无法解释。费尔德曼与彭特兰区分惯例的概念性模

式与具体表演，指出同一惯例的每次执行都可能产生变异，惯例因而既是稳定来源，也是
灵活与改变来源[21]。奥斯特罗姆关于共同池资源的研究也显示，多中心、地方知识与嵌
套规则可以在不放弃规则的情况下保留修订能力[22]。费尔德曼与马奇更提醒，组织中的
信息还具有象征用途，收集更多数据不等于更好决策[24]；阿吉里斯与舍恩则区分在既有
目标内纠错与反思目标、规范本身的双环学习[25]。

公共行政学由此推翻自身的固化版本：规则不是已经存在的笼子，而在执行、记录、
申诉与修订中持续发生。程序之所以成为世界边界，不是因为程序稳定，而是因为它取消
了自身被案件回写的通道。

五、纵向行政材料：目标为何既改善服务又删除需要
（一）英国公共医疗目标制的双重后果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以明确目标和公开绩效回应等待过长与地方差异。目标能够集

中注意、配置资源并使长期被忽视的问题进入管理议程。把这一经验仅仅写成“指标有
害”，既不符合证据，也无法解释为何目标政治具有吸引力[11,20]。
贝文与胡德的分析表明，问题产生于高强度奖惩、有限指标与信息不对称结合：一线

单位可能围绕阈值重新安排病例、调整记录或把不可计量质量移出关注[20]。指标改善与
游戏并不互斥；同一制度可以在被测维度产生真实进步，同时让未被测的差异失去登记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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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序发起链
这一材料支持的不是“官僚制导致固化”的宽泛结论，而是一条具体链：新需要与绩

效类别不匹配→机构将其翻译为现有事件→未能翻译的剩余不进入正式数据→资源依数据
继续投向标准事件→下一轮更少有人能处理剩余。若服务对象因多重疾病、语言障碍或非
典型路径无法符合计量单位，其困难可能被解释为不合作、复杂个案或例外，而不是指标
结构遗漏的对象。
程序发起的关键可检验信号是，分类和记录变化先于关系冲突与身份称谓。若新增一

个受保护的例外入口、允许叙事材料进入审核，并要求记录“无法归类”的原因，R应先
扩大；若只进行态度培训而表格、问责与资源分配不变，命名可能变得温和，注销却会持
续。

（三）反事实：不是取消目标，而是保存剩余
指标必须承担反事实检验。若取消所有目标造成等待更长、弱势者更难主张权利，则

“去程序化”并非解放。更合理的改革是把可比指标与剩余档案并置：记录未能纳入指标
的案件，保护例外试验，审查阈值附近的分布异常，并让服务对象参与定义质量。这样做
不是拒绝计算，而是阻止计算宣称穷尽现实。

（四）行政材料的解释边界
英国医疗目标制证明程序与奖惩会重组行为，不证明任何个案已经构成完整的可能性

注销。要支持完整模型，还须观察这些程序后果是否沿既有关系通道重复分配，并被称谓
组织为某类人的稳定属性。行政材料只承担第一段因果，不越权证明后两段。

六、构造地质学：旧断层为何会有条件地接管新增应力
（一）从“压力隐喻”退回力学对象

构造地质学中的应力是单位面积上的内力，变形是材料在载荷下产生的几何改变；断
层是发生显著位移的不连续面或变形带[26,37,40]。主应力方向、断层取向、有效法向应
力、摩擦系数、孔隙流体压力与岩性共同决定滑动条件。日常语言中的工作压力、家庭压
力和政治压力不能代入这些方程。

本章保留的不是“压力大了必然爆发”这一流行比喻，而是历史非均质性命题：先前
变形改变材料、几何与摩擦状态，因此同样的新增边界载荷不会在各处均匀分布。社会研
究若要转用这一命题，必须把“旧通道捕获”操作化为可观察的关系与资源流向，而非以
情绪强度冒充应力。

（二）摩擦、有效应力与滑动条件
安德森断层理论把断层类型与主应力方向联系起来[26]。Byerlee 的岩石摩擦研究总

结了多种岩石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稳定的摩擦关系[27]；Sibson进一步说明，既有断层是否
再激活取决于其相对于应力场的取向、摩擦与流体条件，并非只因“它比较旧”[30]。孔
隙压力升高可降低有效法向应力，使原本不滑动的断层接近失稳[39]。

这个条件性对社会类比至关重要。历史形成的家庭角色、部门接口或职业分流不会自
动接管所有新问题。只有当新任务必须经过同一资源节点、奖惩仍集中于同一角色、替代
接口缺失且旧关系具有较低启动门槛时，旧通道才更可能被再激活。若边界条件与连接结
构改变，新通道可以形成，旧通道也可能保持稳定而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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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速率—状态摩擦与历史依赖
Dieterich与Ruina 的速率—状态摩擦定律表明，摩擦不只是固定材料常数，还随滑

动速度与接触状态的演化而变化[28-29]。这类模型能解释断层在静止、缓慢滑动与不稳定
滑动之间的条件转换，也提醒研究者：当前响应携带先前接触与滑动历史，但历史影响必
须通过明确状态变量表达。

社会科学不能借用其方程，却可以接受同样的建模纪律。若声称组织“记住”旧冲突，
就必须指出记忆保存在何处：预算科目、汇报链、物理空间、轮班、档案、技能分布，还
是他人预期。没有载体的“历史惯性”只是修辞。

（四）断层带、应变局部化与尺度
断层并非无限薄的线。自然断层可包含主滑动带、断层泥、破碎带及围岩损伤，其结

构随尺度和演化阶段变化[36-37]。Cowie 与 Scholz讨论断层位移与长度关系，显示断层
几何与累积位移共同演化[35]；Ben-Zion 与 Sammis 则综述断层带的结构、材料与多尺
度表征[36]。局部化因此既是结果又改变后续变形路径。

对社会模型而言，这意味着“旧断层”不应被等同于某个人。它更可能是一个界面：
家庭中的照护分工、学校中的分流节点、医院中的转诊接口、组织中的跨部门审批。把责
任集中在“问题人物”身上，会把关系带错误压缩成一条人格线，也恰好推动后续命名封
闭。

（五）兰德斯地震与静态应力转移
1992年兰德斯地震之后，研究者分析了断层滑动引起的库仑破裂应力变化以及周边地

震触发的空间分布。King、Stein 与 Lin 发现，静态应力变化与若干后续地震位置具有系
统关系[31]；Stein 据此综述应力转移在地震发生与“应力影区”中的作用[32]，Freed 则
区分静态、动态与震后过程，指出触发解释需要考虑多种时间尺度[38]。

这一案例的理论意义不是“一个冲突会引发另一个冲突”，而是事件改变邻近结构接
近失稳的程度，风险因而被重新分布。它也提供反例约束：库仑应力增加并不保证地震，
减少也不保证绝对安全；断层几何、背景状态与资料不确定性都会影响预测 [31-32,38]。
所以，社会中的旧通道捕获K只能是概率与条件变量，不能写成宿命。

（六）地质学对“直接反抗”的有限启示
若持续沿同一界面增加载荷，变形可能继续在该界面局部化；若改变载荷路径、几何

连接、材料条件或流体状态，响应分布可能改变[30,37,40]。社会转用只能得出一个启发
性假设：直接向既有权力接口施加更多同类要求，可能让组织用更熟练的防御程序回应，
反而强化旧通道；建立新的申诉节点、资源接口与合作关系，可能改变扰动分布。

这不是劝告受压者温和，也不否认集体抗争的必要性。政治行动可以通过规模、联盟
与法律改变边界条件，恰恰不是简单在旧接口上增加个人用力。地质学无权判断何种抗争
正当，只能提醒机制研究区分“力更大”与“载荷路径改变”。

（七）物理路径的终点
地质学在本章到此为止。它不能解释组织为何认为某类案件合法，不能解释谁有命名

权，也不能说明一种稳定是否公正。其唯一贡献是迫使“历史路径”从抽象故事变为条件
模型：载体是什么，边界如何加载，扰动流向哪里，何时旧通道不再占优，何种观测会否
定再激活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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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语言人类学：一个称谓怎样变成一生
（一）语言不是贴在既成世界上的标签
从萨丕尔、沃尔夫到语言人类学的发展，核心问题并非语言是否机械决定思想，而是

语言分类、习惯与文化实践如何组织注意和可经验差异[41-44]。说话不是把内部观念搬到
外部；它发生在角色、场景、体裁与共同知识中，并产生社会后果。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
论也表明，在适当约定与权威条件下，言说本身可以实施承诺、命名与裁决[57]。
称谓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词语具有魔法，而是它们连接行动预期。一个学生被称为

“低能力”，一个申请人被称为“不配合”，一个共同体成员被称为“动摇”，称谓会告
诉听者应该注意什么、忽略什么、调用何种程序，以及未来行为应如何解释。

（二）指示性与指示秩序
Silverstein区分指称与指示：语言形式除指向对象，还能指示说话者位置、关系、场

景与社会价值[45-47]。某种口音、语体或称呼可能起初只与特定场合相关，随后在元语用
讨论和重复评价中获得更高阶社会意义。指示秩序把微观互动连接到宏观分类，却不把二
者视为单向决定[47]。

因此，身份称谓并非一次贴上便完成。它需要在课堂评价、会议记录、闲谈、表格与
自我介绍中反复被“接住”。每次使用都会选择性地把某些行为视为典型，把另一些行为
视为例外。命名封闭N衡量的不是负面词数量，而是一个称谓在多大程度上预先规定反例
应被如何重新解释。

（三）图像化、递归与删除
Irvine 与Gal总结语言意识形态的三种过程：图像化把语言特征与群体本质相连；分

形递归把一个层级的对立投射到另一个层级；删除则使不符合图式的人与实践不可见
[50]。例如，一种语体被读成“缺乏逻辑”，局部课堂差异被递归为家庭或群体差异，而
能够在多种语体间熟练转换的反例被当成不典型。

这正是语言层的注销机制。它不需要否认反例存在，只需使反例不再具有修改类别的
权利：成功者被说成“少数例外”，失败者被视为“果然如此”，类别便在两种结果中都
获胜。

（四）去语境化、再语境化与可传播身份
Bauman 与 Briggs说明，话语可以从原互动中被抽离、加工并嵌入新语境，其权威

与意义在过程中改变[51]。一句在压力情境下的犹豫，进入评估报告后可能成为“缺乏领
导力”；一次对不公平程序的拒绝，进入纪律档案后可能成为“不合作”。档案将事件从
关系中抽出，再以类型证据保存。

这种可传播性使命名跨越具体说话者。后来者无需见过原事件，只需读取已经再语境
化的记录；记录又指导其专业观看。Goodwin 所谓“专业观看”揭示，专业共同体通过
编码、突出与图示把某些现象组织为其可识别对象[52]。看见并非纯私人感知，而是可训
练、可问责也可固化的实践。

（五）身份是在互动中产生的关系位置
Bucholtz与Hall 提出，身份是语言与符号实践的产物而非其先在来源，既包含宏观

类别，也包含暂时立场、参与角色与地方性位置[53]。Ochs关于性别指示的分析说明，语
言形式通常不是直接编码身份，而是先指示情感立场与活动，再通过文化联系间接构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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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意义[48]。Agha关于语域化的研究则展示可辨认风格如何在社会传播中与人物类型、
场景和价值相连[54]。

这组材料推翻“标签只是描述固定自我”的既成对象前提。若身份由多层指示关系生
产，称谓可以稳定人，也可以被新的互动、听众与体裁改变。命名封闭并非语言的必然属
性，而是一个称谓垄断解释、阻断其他指示链并与资源后果锁定的特殊状态。

（六）标准语言意识形态与能力误认
Labov对美国黑人英语的研究反对把系统性的语言差异误判为语言缺陷[63]；Lippi-

Green 分析标准语言意识形态如何把某些口音自然化为中性、把另一些口音与能力和可信
度问题相连[64]。Bourdieu 则强调语言市场与授权位置：并非所有说话者拥有同等的命
名效力，所谓合法语言与制度权力相连[56]。

这说明改词不足以改变结构。如果学校把“语言不足”改称“语言多样”，却仍只允
许一种语体进入高阶课程、评价与正式档案，命名封闭只是换了礼貌形式。反过来，取消
一切共同标准也可能使弱势者失去可主张的权利。关键在于谁能定义场景、不同语体能否
转换、能力判断是否保存语境，以及反例能否回写标准。

（七）分类的循环效应与边界
Hacking以“造人”与移动目标讨论人类分类如何与被分类者互动：分类改变他人对

人的处理，人也可能接受、抵抗或改造分类，分类本身随之移动[58-59]。这与Goffman
的污名研究、Becker 的越轨标签理论相互照亮[60-61]，也与 Bowker和 Star关于分类基
础设施及其后果的分析相连[62]。
但循环效应不能被夸大。人不是分类的被动产品；物质资源、身体事实与既有关系不

会因重新命名而消失。本章只在称谓进入程序、注意和行动预期，并让反例失去修订类别
的权利时认定 N升高。若人可以在不同场景中成功拒绝称谓，档案也随之修订，则分类虽
存在，尚未封闭。

（八）语言人类学的内部推翻
语言既能删除差异，也保存差异。Hymes 与 Gumperz强调交际能力、语境化线索

和话语策略，说明理解必须进入具体共同体，而不能以抽象语法穷尽说话者 [43-44]；
Duranti把语言行动置于参与、文化与能动性之中[49]；Gal 与 Irvine进一步分析差异符
号如何在历史项目中被生产[55]。这些工作共同拒绝把某个称谓当作人的最终实体。
语言层的突破不是寻找一个绝对正确的新名字，而是恢复命名的可争议性、语境和后

果审查。若“生成性解释”本身变成给所有稳定者贴上的新标签，它便重演命名封闭。

八、三家碰撞：共有前提为何在各自内部失效
（一）三种成功标准彼此冲突

公共行政学的成功首先是合法、可执行与可问责；构造地质学的成功是对材料变形、
断层条件和事件分布作出可观测解释；语言人类学的成功则是重建意义如何在互动、历史
与权威关系中生成。一个行政分类可以合法，却在语言上抹除差异；一种断层模型可以准
确，却不能评价结果正当；一个共同体称谓可以具有地方意义，却不应免于权利审查。

因此，本章不构造一个把 G、K、N加总的“固化总分”。三者之间是非补偿关系。
权利剥夺不能由温和称谓补偿，程序不可处理不能由积极自我认同补偿，现实入口缺失也
不能由增加正式选项补偿。整合只发生在时序与反馈层面，而非价值和量纲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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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行政学推翻“程序只是中性容器”
目标替代、制度同形、指标反应性与行政负担表明，程序不只处理对象，也参与生产

对象[2,9-20]。一旦记录系统只保存既有类别，程序产生的盲点就会伪装成现实本身的空
白。可是，惯例动力学和双环学习又显示执行可以反过来改变规则[21,25]。行政固化并非
程序存在，而是程序拒绝被执行剩余修改。

（三）构造地质学推翻“历史等于命运”
断层带确实保存影响后续变形的非均质性，但再激活从来是条件事件。取向不利、有

效法向应力较高、边界载荷改变或新弱面形成时，旧断层未必活动[27-30,37-40]。构造史
具有因果力，却不是本体判决。社会路径若把历史当成无法更改的力量，反而违背了它借
用的地质学。

（四）语言人类学推翻“称谓发现真实类型”
指示性、语域化、身份互动与循环效应表明，名称的社会意义来自使用史与权威网络，

而非名称准确捕捉一个先在本质[45-59]。分类可以稳定协调，也能在新的互动中移动。命
名封闭发生在称谓隐去自身历史并取消反例的解释权，而非一切命名本身。

（五）共同遗漏：固定对象的幻觉
三门学科的固化版本共享同一前提：程序处理一个已经存在的案件，断层承载一个已

经给定的结构，称谓描述一个已经完成的人。各自的最佳材料却显示，对象与处理条件共
同变化。案件在分类中成为行政对象，断层在变形中演化，身份在指示与回应中发生。

据此，固化不应被定义为“对象停止变化”，而应被定义为一种回写制度：某个阶段
性结果取得规定下一轮证据资格的权力。它不阻止所有事件发生，只阻止事件改变对自己
的解释。
表 3　三家冲突、共享的既成对象前提与内部推翻
分析位置 必要主张 固化风险 共享前提 内部推翻材料

程序 规则使陌生人协作
并限制任意

可处理性垄断现实
资格

案件已先在 目标替代、指标反
应性、惯例表演与
双环学习

通道 历史结构改变后续
响应

把路径依赖写成命
运

断层已固定 再激活受取向、摩
擦、孔压与载荷条
件约束

命名 共同语言使经验可
传播

称谓垄断反例解释 人物类型已完成 身份由指示、互
动、语域化与循环
效应持续生成

九、“可能性注销”模型：从形式许可到实质消失
（一）定义
可能性注销，是指一项形式上允许、在最低资源与权利条件下可试验的行动，因程序

翻译、历史通道捕获与命名封闭的递归作用，被排除出可登记行动集，并且这一排除被下
一轮当作对象本身不具备可能性的证据。它取消的不是愿望的存在，而是愿望接受现实检
验的社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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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一词强调档案与成员资格，而非毁灭。被注销的可能仍会以幻想、抱怨、偶
发反抗或地下实践存在，但不能稳定进入正式记录、资源配置与正当自我说明。它最典型
的表述不是“你不许”，而是“系统没有这种情况”“我们一直都是这样”“这不适合
你”。

（二）状态向量
本章用一个非计量性的状态脚手架表示机制：
Z_t＝〈G_t，K_t，N_t，R_t，E_t｜C_t〉
其中，G_t 为程序可见门，表示行动以保留关键差异的方式进入决定程序的概率；

K_t 为旧通道捕获，表示新需求被分配到既有关系、资源或冲突接口的程度；N_t 为命名
封闭，表示称谓预先规定反例解释的程度；R_t 为可登记行动集；E_t 为反例保存度，表
示与既有分类不一致的结果能够进入档案并修改判断的程度；C_t 为资源、权利、安全与
权力边界。
下一轮状态写作：
Z_{t+1}＝Ψ（Z_t，D_t，P_t，U_t，X_t）
D_t 是新需求或差异，P_t 是程序处理，U_t 是互动命名与回应，X_t 是行动结果。该

式不宣称变量可用同一单位计算，只约束研究必须追踪：差异如何进入，经过何种程序与
通道，被怎样命名，结果是否保存，以及结果如何改变下一轮。

（三）形式—登记差额
设 F_t 为某时点规则公开承认的形式选项集，R_t 为具有程序入口、现实承载与非预

判性名称的行动集，则注销差额为：
ΔP_t＝F_t－R_t
这里的减号表示集合差，不是数值相减。ΔP_t 中的项目是“纸面上可以、实际上无法

以自身形态进入”的选项。研究可以在明确编码规则下估计其比例，但不应把所有选项视
为等价：涉及基本权利、不可逆伤害与他人责任的项目必须分别呈现。

（四）三重必要机制
完整注销要求三层至少跨两轮闭合。第一层是程序不可见：偏离被翻译、延迟、分拆

或排除。第二层是通道局部化：新问题反复进入同一关系或资源接口，使相似失败更可能
出现。第三层是指示封闭：失败被读成主体类型，成功反例则被例外化。E下降使两类结
果都难以修改既有判断。

三层不必同一时点等强。程序可以先发起，通道与称谓随后跟上；某些场域也可能由
命名先行。理论要求的是回写，而非并列共现。如果“低能力”称谓存在却不影响课程、
互动和档案，它不是注销；若流程繁琐却反例能促成修订，也只是可修复的行政负担。

（五）内生性的严格含义
“内生”不是否认外部权力。初始分类可能来自法律，旧通道可能由殖民、阶级、性

别或组织设计建立，命名权也可能高度不平等。内生性指这些外部条件一旦进入日常程序、
资源流与互动，便能通过每一轮普通操作自我再生产，无需持续发布新的禁止命令。

这也说明责任不会因机制分散而消失。设计字段、设置指标、分配申诉资源、授权称
谓与删除反例都是可追责决定。系统性结果不等于无人负责，而是责任分布在多项看似正
常的动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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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小理论增量
可能性注销若要独立于近邻理论，必须贡献三项增量。第一，它区分形式许可与登记

资格，预测增加 F不必扩大 R。第二，它指定程序、通道和命名的发起次序，并允许发起
权跨轮次转移。第三，它以 E为关键中介，预测任何干预若不保存反例，短期例外最终会
被原分类吸收。若这些预测均可被更简单理论无剩余地解释，概念应被吸收。

十、三种发起轮次：谁先变化，谁随后把结果自然化
（一）程序发起
程序发起链为：D 出现→G下降→D 被映射为旧类别→R收缩→行动沿K较高的通道

实施或根本未实施→结果被 N解释→E下降。此时，最早可观察变化是字段不匹配、证明
责任提高、例外审批延迟或绩效类别改写，而非主体先产生消极身份。
区分性预测是：在不改变称谓的条件下，增设受保护的例外代码、允许叙事证据、明

确审批时限并将“无法归类”作为可审计事件，会首先扩大 R；仅做反偏见培训而程序结
构不变，效果有限。若流程改变不影响进入率，程序不应被视为首因。

（二）通道发起
通道发起链为：D 出现→既有资源与关系接口使 K上升→冲突或负荷在熟悉位置局部

化→组织调用旧程序解释重复失败→称谓N升高→下一轮G下降。家庭中的新照护需求可
能再次落到原照护者，跨部门任务可能再次卡在同一审批界面，即使问题内容已经不同。

其区分预测是：改变接口、轮换承压位置、建立旁路资源或重组汇报关系，会在称谓
尚未改变时先改变冲突分布；若只增加激励或要求“更勇敢沟通”，负荷仍会回到旧界面。
若新需求在不同关系间随机分布，K没有独立作用。

（三）命名发起
命名发起链为：具有权威的位置先使用称谓→注意与互动预期收缩→程序选择与称谓

一致的证据→资源被配置到类型化通道→行为在限制中改变→结果反过来证明称谓。这里，
最早变化是元语用判断、称呼、报告措辞或专业观看，而非正式规则改变。

预测是：要求双人独立分类、保存原始情境、允许当事人自我描述并记录反例，能够
先降低N，随后改变 G与K；只把负面词换成正面同义词而不改变解释权与资源后果，不
会扩大R。若称谓变化不影响注意、程序和行动，命名仅是表层伴随。

（四）发起权的跨轮次转移
三种轮次不是三类人或三类组织。学校第一次可能因统一测验阈值进行程序分流；分

流后，课程与同伴网络构成旧通道；经过多轮，教师、家庭和学生用“这种学生”解释表
现，命名取得发起权。下一次即使阈值改变，称谓也可能先行影响选择。

反方向亦可能发生。共同体先以“离经”命名某种问题，随后建立专门审查程序，最
终使冲突总在同一权威接口爆发。理论必须允许顺序转换，并以密集事件资料识别，而不
能在结果后把三种机制任意排序。

（五）回写完成的判据
回写只有在上一轮结果改变下一轮证据资格时才完成。一次申请失败若促成规则修订，

便未固化；一次称谓若被反例纠正，也未封闭。相反，当未登记被记录为“无需求”，通
道拥堵被解释为“此类人难管理”，或抵抗被归类为标签症状时，结果取得了保护原模型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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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三种发起轮次、区分预测与否定信号
发起轮次 时间序列 最早证据 机制匹配操作 否定信号

程序发起 差异→G↓→旧分
类→R↓→K／
N↑→E↓

字段不匹配、例外
延迟、翻译损失

受保护登记、叙事
证据、限时理由

程序改变不影响进
入

通道发起 差异→K↑→旧接
口承压→旧程序
→N↑→G↓

不同新需求先集中
到历史接口

旁路资源、轮换接
口、独立评审

接口重组不改变负
荷分布

命名发起 权威称谓→注意收
缩→程序取证→资
源导流→自证

措辞与专业观看先
于规则变化

双视角记录、自我
描述、反例档案

称谓不改变注意、
程序或资源

十一、综合场域：学校分流如何把早期位置写成能力本质
（一）为何选择学校分流

学校同时具有程序、长期关系通道和高密度命名。测验、课程先修、教师推荐与纪律
档案构成程序；班级轨道、同伴网络、教师资源与家庭沟通构成实施通道；“高能力”
“基础”“风险学生”“不投入”等称谓组织期待。分流因此适合检验完整链，但本章不
把所有分层教学视为注销。适当分组可以匹配支持，问题在于入口是否可逆、资源是否等
质、反例是否能够改变位置。

（二）分层如何改变学习机会
Oakes 对学校分流的研究指出，不同轨道不仅聚集已有差异，还配置不同课程内容、

教师期待与学习机会[72]。Gamoran 对高中学习机会分层的研究也表明，课程位置与教
学组织会影响学生接触的知识和后续机会[71]。Mehan等人对特殊教育决策的民族志进一
步展示，学生职业如何在会议、档案、专业分类与家庭互动中被组织[70]。

这些材料不支持“测验完全无效”，而支持一个更精确命题：一次分类会改变后续产
生表现的条件。若低轨课程较少提供高阶任务，后来较低表现不能被直接当作初始能力的
独立验证。分类既预测结果，又参与制造被预测的结果。

（三）教师期待与自我实现的条件性
教师期待研究常被流行叙事夸大为“相信就能改变一切”。Jussim 与Harber 的综述

指出，教师期待通常具有一定准确性，自我实现效应存在但平均并非无限强，并会受群体、
情境与既有成就影响[73]。这恰好符合本章的条件模型：命名不单独制造能力，它通过任
务难度、反馈、机会与互动差异改变发展路径。

所以，N 不能用教师态度问卷替代。必须观察称谓是否改变提问机会、错误解释、课
程推荐、资源分配与反例记录。若教师使用标签却仍提供同等高阶任务、允许位置流动并
依新表现修订分类，命名尚未封闭。

（四）一条可观察的完整链
设一名接近分流阈值的学生因一次测试进入基础轨。程序首先把连续能力压缩为类别；

课程结构随后减少高阶任务与跨轨互动，新的学习困难沿“补救—低期待”通道积累；教
师记录把沉默解释为能力不足，学生也逐渐以“我不是学这个的”说明选择。一次偶然的
高水平作品若被解释为“超常发挥”，E继续下降。下一学期，学生甚至不再申请原本形
式上开放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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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链的证据不是学生最终留在基础轨，而是每一阶段具有时间标记：阈值先改变程
序入口，入口改变任务与关系，称谓随后改变反例处理，最后 R收缩。若初始能力完全解
释后续机会，或跨轨资源相同、流动频繁、反例能稳定改写分类，则可能性注销不成立。

（五）“反抗”如何重复旧断层
学生拒交作业、公开顶撞或退出课堂，可能是对不公程序的反应，也可能有其他原因。

若学校只有纪律程序处理这种表达，抵抗会被再语境化为“行为问题”，从而确认原标签。
行动确实发生了，却只能沿一个会证明其不适合的接口进入。

这解释了为何相反标签不一定解放。把“差生”改成“反叛天才”仍以原二分组织身
份，可能迫使学生继续通过对抗证明新角色。真正改变需要开放不以纪律为唯一入口的申
诉、提供跨轨试修、保存高水平反例，并让课程位置接受新证据。

（六）案例边界
学校材料不能自动推广到家庭、宗教或国家治理。未成年人权利、教师责任和课程顺

序具有特殊性；某些差异也需要长期支持而非快速流动。本章只把学校作为机制密集场域，
后续研究必须在其他制度中重新操作化G、K、N、R与 E。

十二、固化的四个等级：从必要分类到可能性注销
（一）开放分类

开放分类承认规则与称谓的工作需要，但边界透明、证据可争议、位置可复核。反例
不仅被保存，还能修改分类；不同路径具有现实入口。此时 F与R虽不完全相同，差额主
要由真实资源和权利边界解释。

（二）高成本例外
规则保留例外，但申请须承担额外学习、时间、羞耻或证明成本。行政负担升高，R

小于 F，却未必形成递归回写。若协助、减表或延长时限即可恢复进入，问题主要是负担
而非完整注销[13-15]。

（三）递归标准化
偏离能够偶尔进入，却被翻译为已有类别；新结果不进入分类修订，旧通道持续获得

资源。组织开始以自身记录证明现实只有这些类型。此时 G与 E下降，K上升，但称谓可
能尚未成为身份封口。

（四）可能性注销
程序、通道和命名跨轮次闭合：形式选项存在，行动却没有保持自身差异的入口；失

败被自然化，成功被例外化；行动者与他人开始在选择之前排除该选项。注销的核心不是
行为频率低，而是选项失去产生证据的资格。

（五）转型与复籍过渡
改革后常出现不稳定过渡：例外增加但档案仍沿用旧称谓，新接口建立但资源不足，

反例被记录却尚未改变评价。波动不是失败的充分证据。只有在支架撤除、人员更替和不
同情境中，R仍部分保持，才说明可能性取得了新的制度位置。
表 5　固化的四级状态与复籍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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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G／K／N／E
剖面

F与R关系 跨轮结果 适当回应 常见误诊

开放分类 G开放；K多
样；N可争议；
E高

差额主要由C
解释

反例可修订类别 维持复核与申诉 把所有分类视为
压迫

高成本例外 G成本高；其余
未必闭合

R小于 F 协助后进入恢复 减负与导航 过早使用宏大固
化理论

递归标准化 G与 E下降；K
上升；N 未完全
封闭

差额持续扩大 记录开始自证 保护例外并回写
规则

只做态度培训

可能性注销 三机制跨轮闭
合；E低

形式许可与登记
资格断裂

选择前已排除 程序、通道、命
名联合复籍

归因个人缺陷

复籍过渡 新旧机制竞争；
E逐步提高

R波动扩大 支架撤除后部分
保持

迁移与保持检验 把波动当改革失
败

十三、近邻理论吸收检验：这个新概念是否多余
（一）路径依赖与递增收益
路径依赖解释早期事件如何通过递增收益、协调效应、学习和转换成本塑造后续选择

[68]。Mahoney区分自我强化与反应序列，使历史制度分析超出“过去影响现在”的空
话[69]。可能性注销若只说旧路较便宜，就应被路径依赖吸收。

本章的剩余在于证据资格：不仅旧路径收益增加，替代路径还可能无法被登记，其失
败又被语言写成行动者本质。若控制程序可见与命名后，历史路径变量已解释全部结果，
K以外构件应删除。

（二）非决策权力
Bachrach与 Baratz指出，权力不仅在公开决策中胜出，也通过控制议程使某些问题

不进入决策[65]。这与程序可见门极为接近。区别在于，非决策理论主要揭示议题排除与
权力，可能性注销还要求追踪排除后问题如何沿关系通道重现、怎样被人物类型化并回写
下一轮。若议程控制单独预测全部链条，本章没有增量。

（三）规训与治理性
福柯关于规训的分析揭示检查、常模化判断与档案如何生产可比较、可训练的主体

[66]。这一理论已把制度和主体生成联系起来，是对本章最强的吸收者。可能性注销不能
靠换词与之区分；其可保留之处只在操作层：F与R差额、三种发起序列、K的关系载体、
E的反例命运与机制匹配干预必须产生可否定预测。否则，应承认它只是规训理论的低分
辨率重述。

（四）惯习与实践再生产
Bourdieu 的惯习概念解释历史如何沉积为可生成实践的倾向，语言市场也解释不同

话语为何拥有不同价值[56,67]。惯习比简单内化更动态，并不等同宿命。本章的剩余是程
序事件级时序与可登记行动集，而非一个更好的主体倾向理论。若惯习测量能够无剩余预
测程序进入、通道分配与命名后果，新增模型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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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签、污名与造人
Goffman、Becker 与Hacking已经说明社会反应、污名管理与人类分类会改变被分

类者[58-61]。可能性注销不能声称发现“标签会影响人”。其独立问题是：标签何时通过
程序和通道取消一项行动产生反例的能力？N 必须与资源和记录后果相连，单纯被叫作某
名不构成注销。

（六）行政负担与繁文缛节
行政负担提供学习、合规与心理成本的成熟测量[13-15]。若减负即可恢复行动，本章

应使用既有理论。只有当成本下降后，行动仍因类别缺失、旧接口和反例删除无法进入，
才需要“注销”。换言之，负担回答取得已知资格有多难，注销回答何种资格根本不被系
统承认。

（七）组织惯例与制度同形
惯例动力学、制度同形和组织学习已经解释稳定、变异与合法性[9-10,21,25]。本章的

增量不在宣称组织会重复，而在连接执行剩余、关系导流与身份指示。若组织惯例的表演
—模式区分已足以涵盖语言与关系后果，综合模型应退回组织理论内部。

（八）概念保留的苛刻标准
新概念只有在三项实证中获胜才保留：第一，F增加而 R不增加的系统差额；第二，

不同发起次序对干预响应产生交叉匹配；第三，E在短期例外与长期分类改变之间发挥中
介作用。不能满足这三项，最诚实的结论不是“现实复杂”，而是概念多余。
表 6　可能性注销与八类近邻理论的吸收检验
近邻理论 既有解释力 本章严格剩余 被吸收条件

路径依赖 递增收益、协调、转换成
本与锁定

登记资格、命名自证与 E 路径变量解释全部差额和
回写

非决策权力 议程控制使问题不进入决
定

排除后的关系导流与人物
类型化

议程控制单独预测全链

规训 检查、常模、档案生产主
体

事件级顺序、F／R差额
与匹配检验

规训理论以更少构件预测
全部

惯习 历史沉积为实践倾向 程序节点与关系载体的可
观察时序

惯习无剩余预测进入与资
源后果

标签／造人 社会反应与分类循环改变
人

标签何时取消行动生产反
例的能力

称谓无需程序／通道即可
解释

行政负担 学习、合规和心理成本 类别本身不承认某种需要 减负后R完整恢复

组织惯例 稳定与表演变异 与指示封闭、关系导流的
跨层连接

惯例动力学已涵盖全部连
接

能力／资源 真实可行集与权利边界 C充分后仍存在的递归差
额

补足C后差额消失

十四、两条应补的近邻：权力的第三面与诠释资源
本章第十三节已与路径依赖、非决策权力、规训与治理性、惯习、标签与造人、行政

负担、组织惯例七类占位者做了吸收检验，密度在同类研究中已属少见。仍有两条须补，
其中第一条是非决策理论的直接后继，不引会显得本章停在了一九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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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力的第三面
巴克拉克与巴拉茨提出权力的第二面（议程控制、使某些问题不进入决策）之后，卢

克斯提出第三面：最有效的权力，是使人们不产生怨言——通过塑造认知、偏好与对可能
性的理解，使他们把现存秩序当作自然的、不可改变的，或视为神意安排；使人们没有不
满，是权力最高明也最隐蔽的运用。

这一条与本章的距离比非决策理论近得多：本章的命名封闭 N 与「失败被读成主体类
型」，几乎就是第三面权力在互动与档案层面的机制化。本章不能只与第二面划界而不与
第三面划界。

分离线只有一条，落在可观测承诺上。第三面权力长期受到的方法论批评是：如何在
不诉诸「真实利益」这一外部判断的前提下，证明某人的偏好是被塑造的？卢克斯本人承
认这是该理论最脆弱处。本章的整套装置正是为绕开这一处而设：本章不判定任何人的偏
好是否真实，只判定形式选项集 F 与可登记行动集 R 之间是否存在稳定差额，以及反例保
存度 E 是否使不一致结果能够进入档案。判决性对照——一个人明确表示不想要某项选择，
且该选择在形式与登记上都对他开放。按第三面权力，这可能仍是适应性偏好；按本章，
此处不构成可能性注销，因为 ΔP 为零。反过来，一个人强烈想要某项形式上允许的行动
而始终无法使其进入记录，按本章构成注销，而第三面权力对此并无专门位置（他的偏好
并未被塑造）。这两个方向相反的格子，是本章相对于第三面权力的全部增量所在，也是
本章为何坚持用档案与登记而非用偏好取值的理由。

它反过来削弱了本章什么：第三面权力能够处理本章处理不了的那一类情形——注销
已经彻底到当事人不再产生任何未被登记的需求，此时 ΔP 在观测上等于零，而本章会判
为「没有注销」。这是本章测量框架的一处硬伤，不是分工差异：本章的读数在注销最彻
底处失灵。凡使用本章读数者，应当同时报告需求提出率的绝对水平，并对「零差额」给
出两种可能解释而不擅自取其一。这一句必须进正文。
（二）诠释不正义
本章的命名封闭处理的是既有称谓如何预先规定反例的解释。它未处理相邻的另一种

情形：共同体的公共概念库存中根本没有相应的词，使某一类经验无法被表述为可申诉的
事项。弗里克把前者归入证言不正义（身份偏见降低可信度），把后者称为诠释不正义
（共享诠释资源的结构性缺口）。
值得单记的是，本书第二章与第三章都已引用这一区分，唯本章缺席。这类「同书已

引、本章未引」的缺口，在评审中最容易被读成理论内部不一致，应当补齐。
分离线：诠释不正义的缺口在共同体的概念库存，本章的缺口在程序的登记格式。二

者可分头裁决——判决性对照：为一类此前无名的经验引入一个准确的公共名称，而程序
的字段、通道与档案格式一律不变。按诠释不正义的解法，情况应当改善；按本章，若 R 
未扩、E 未升，只会出现更精确的不被登记，注销程度不变甚至上升（因为新名称使拒绝
显得更有依据）。这条预测很硬，也很容易被证伪：只要在有真实政策变动的场合，观察
到「只加词汇不改程序」显著扩大了可登记行动集，本章的第一层机制即被削弱。
（三）一条不补但须标出的缺口
本章处理的是一项行动如何失去登记资格。它没有处理一整个人群如何被分类系统在

统计上抹去（不进入普查类别、不在表格里有格子）。这一支文献自成一脉，与本章的 N 
与 E 相关但不同源，本章不引，只在此标明本章的射程不覆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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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测量：怎样观察一种没有发生的可能
（一）不能直接询问“你有哪些可能”

被注销的选项往往不再进入行动者的可报告清单。一次横断面问卷会把过程结果当偏
好：受访者说“没想过”，研究者便记录“无需求”。测量必须从具体事件开始，比较规
则文本、申请路径、实际资源、互动记录与反例命运，而不是只收集主观可能性感。

（二）程序翻译损失PTL
程序翻译损失记录一项原始请求在进入表格、会议和决定书后失去多少关键条件。研

究者先用当事人、执行者与独立编码者共同界定请求命题，再比较各程序节点的语义保留。
支持模式不是文字变短，而是被删除内容能够预测决定，且删除系统性偏向既有类别。

（三）旧通道捕获率 ICR
旧通道捕获率计算不同内容的新需求有多大比例反复进入同一关系、部门或冲突接口。

网络日志、转介记录、任务分配和会议参与可用于识别载体。若需求内容不同却在控制正
式权限后仍集中到历史承压节点，K获得支持。仅凭“大家觉得又是老问题”不能测量
K。

（四）命名封闭度NCI
命名封闭度分析称谓是否预先规定正反结果的解释。研究可向评定者提供标签一致和

不一致的行为材料，比较更新幅度；也可编码报告中例外化、病理化和本质化语句。若成
功只被视为偶然、失败被视为本质，且这种不对称预测资源分配，NCI 较高。

（五）反例存活率CSR
反例存活率追踪与既有分类不一致的事件从发生、记录、审核到下一轮决策的留存。

反例出现不等于存活；它可能被省略、归为数据错误、转入附注或在人员更替后消失。
CSR是模型的关键中介，因为没有反例保存，任何局部突破都难以回写制度。

（六）形式—登记差额 FRG
形式—登记差额把公开规则允许的行动与实际具有入口的行动逐项配对。每项须验证

四点：是否有明确提交渠道，是否有承办责任，是否有最低资源，是否允许不受预判的名
称。FRG不能只计数，还要按基本权利、可逆性和重要后果分层报告。

（七）复籍保持率RPR
复籍保持率观察一项行动在试验成功后，能否跨人员、跨时段和支架撤除继续取得程

序资格。一次由高层特批的例外不算复籍；只有规则、资源或档案发生可迁移改变，且后
来相似者无需重新证明其存在，才说明可能性进入了制度记忆。

（八）六类指标不应平均
PTL、ICR、NCI、CSR、FRG与RPR的量纲不同，平均会掩盖否决条件。研究应以

机制剖面报告：程序开放但通道被捕获，或命名可变但资源不足，具有不同含义。任何总
分若使一个极低的权利或安全值被其他高分补偿，都违反本章模型。
表 7　可能性注销的六类测量、支持模式与伪支持

指标 测量本体 支持模式 伪支持／无效替代

PTL 程序翻译损失 原请求在程序节点的关键
条件保留

删除内容预测决定且偏向
旧类别

文字变短或专业术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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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测量本体 支持模式 伪支持／无效替代

ICR 旧通道捕获率 不同新需求进入历史接口
的集中度

控制权限后仍集中并预测
冲突

主观觉得“又是老问题”

NCI 命名封闭度 正反结果更新类别的不对
称

成功例外化、失败本质化
并影响资源

负面词频或一次冒犯

CSR 反例存活率 反例从发生至下一轮规则
的留存

留存中介短期例外与长期
改变

反例只进附注或宣传故事

FRG 形式—登记差额 F中有规则许可而无实质
入口的项目

字段、承办、资源、名称
至少一项缺失

只比较菜单数量

RPR 复籍保持率 支架撤除与人员更替后的
资格保持

后来者证明负担下降且跨
情境迁移

高层一次特批

十六、研究设计：二十四个月追踪“未发生者”的制度命运
（一）研究对象与抽样

本章提出一项不操纵学生正式分流结果的多校点纵向研究。样本由二十四所具有明确
课程申请、支持项目与申诉制度的中学构成；每校招募约四十名处于课程分流或支持资格
边界附近的学生，共约九百六十名，并纳入家长、任课教师、辅导人员与管理者。边界样
本并非把测验阈值当随机实验，而是提高观察“形式允许但实际进入不同”的密度。
纳入条件应避免把弱势学生再次实验化。研究只观察常规决定，并将干预限定为程序

透明、低风险试修、反例保存和表达权改进；任何课程降级、纪律处分、福利取消或个人
标签不得由研究随机化。学生可以只参加访谈而拒绝档案连接，退出不影响学校权益。

（二）四阶段时间结构
前六个月为基线期：绘制 F、程序节点、转介网络与常用称谓，收集历史档案并进行

课堂和会议观察。中间十二个月分为三个四月期，二十四所学校随机进入六种组件顺序，
每种顺序四校；所有学校最终接受全部组件，从而兼顾因果区分与服务公平。最后六个月
撤除研究人员密集支持，检验制度保持与迁移。

三组件分别是 P、K与 NE。P组件建立受保护的例外登记、无法归类代码、限时书面
理由与申诉回路；K组件提供跨轨试修、独立案例导航和不经原冲突接口的替代评审；NE
组件要求双视角记录、学生自我描述、原始情境保留及反例档案。随机的是组件进入顺序，
不是学生能否获得基本权利。

（三）事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分析单位不是“固化人格”，而是一次具体可能性事件：学生提出跨轨试修、不同支

持方式、项目申请、课程组合或对分类的复核。每个事件从首次表达开始，追踪至登记、
评审、资源配置、结果、记录和下一轮选择。一个学生可贡献多个事件，研究以多层模型
处理学生、班级与学校嵌套。
事件日志必须同时保存原始请求与程序版本，避免研究者只看到制度翻译后的材料。

访谈在事件发生后短时进行，询问各参与者当时看见了什么，而不要求其接受“可能性注
销”术语。观察者需记录不同解释并进行成员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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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来源的相互校验
第一类为制度资料：规则文本、表格版本、审批时间、字段、课程容量、人员权限与

申诉结果。第二类为关系资料：任务与案件转介网络、会议参与、教师与学生互动、跨轨
流动。第三类为语言资料：会议录音、评语、邮件、报告和访谈中的称谓、指示与反例处
理。第四类为结果资料：申请是否获得实质审理、试修完成、后续课程选择、学习机会与
本人跨时认可。

任何一个来源都不能单独定性。学生感到被标签可能真实而重要，但若要支持N 的机
制主张，还须显示称谓改变注意、决定或资源；档案显示没有申请，也不能证明没有需求，
须与原始表达比较。三角校验的目的不是用官方记录否定经验，而是揭示记录如何形成。

（五）组件顺序的识别逻辑
若程序发起占优，P先实施应较快降低 PTL和 FRG，随后 ICR与 NCI 才变化；若通

道发起占优，K先实施应先改变案件流向与冲突位置；若命名发起占优，NE应先提高
CSR并改变后续评审。六种顺序使研究能够比较“同一组件在不同先前条件下”的作用，
而不是只问组合改革是否有效。
顺序效应也检验回写。若NE只有在 P 之后有效，说明反例须先取得程序位置；若 K

先实施创造成功事件，却因 NE未到位而被例外化，短期行为改变不会形成长期复籍。三
组件相加有效而顺序无差异，则发起权理论被削弱，实践仍可能有用，但理论需简化。

（六）定量分析
主要结果是事件进入实质评审的概率、FRG、PTL、ICR、NCI、CSR与RPR。分析

采用分层离散时间事件史模型估计从表达至登记、评审与实施的转移；以组件顺序、事件
类型和基线机制剖面为交互项。研究预先定义意向性分析，避免只保留成功参与组件的学
校。
序列分析用于比较程序、通道和命名状态的典型次序，但不能让算法自行发明因果

[74]。因果估计须明确目标试验、时间变化混杂、失访和干预依从问题[76]。学校数量有
限时，不应以复杂模型掩盖不确定性；效应量、区间、事件轨迹与敏感性分析应并列报告。

（七）过程追踪与机制证据
每种组件顺序选择至少两所机制对比学校进行深入过程追踪。研究预先列出各机制的

“圈套检验”与“吸烟枪”证据：例如，P 实施后原先未登记请求进入档案只是必要证据；
若同类请求随后获得资源、反例改变下一轮规则，才接近强支持。Beach与 Pedersen 的
过程追踪方法提醒，机制证据须评价其对不同理论的诊断价值，而非堆积故事[75]。
负案例具有优先地位。若某校程序开放、通道多样、称谓可争议，却仍没有跨轨申请，

研究必须考察目标是否真实、资源是否充分，而不能宣布学生“已内化固化”。若正式分
类准确且持续得到独立表现支持，也应接受现实差异，而不是以理论取消证据。

（八）预注册与开放材料
研究应在数据收集前公布构念字典、事件边界、组件顺序、主要结局、排除规则与近

邻理论比较。可公开材料包括脱敏后的表格版本、编码手册、模拟数据和分析代码；原始
录音、个案叙事与可识别网络不得开放。开放科学不能压过未成年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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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假设、预测与因果区分
（一）H1：形式许可不等于登记资格

在控制课程容量、先修能力与学生目标后，F中的选项仍将有一部分因缺少入口、承
办责任或可接受名称而不进入 R；这一 FRG与较低后续申请率相关。若 F与 R几乎完全
一致，理论最核心的对象便不存在。

（二）H2：三种发起序列可区分
不同事件中，G、K与 N 的越过基线时间应形成高于随机的三类序列，并允许同一学

校跨轮次转换。若所有变量只在同一行政决定后同步变化，或顺序对结果无预测力，“发
起权”应被删除。

（三）H3：机制匹配优于一般善意
基线 PTL高的学校应对 P先行更敏感，ICR高者对 K先行更敏感，NCI高且 CSR低

者对 NE先行更敏感。一般包容培训、增加选择菜单或发布鼓励文本若同样有效，复杂匹
配没有价值。

（四）H4：反例保存中介长期改变
组件可以短期提高试修和申请，但只有 CSR提高时，下一学期相似事件才无需同等高

层特批，RPR才上升。若反例保存与长期保持无关，E应从核心模型移出。

（五）H5：改名不改变后果时效果弱
只替换负面词而不改变字段、资源和评审权，NCI可能在表面文本下降，却不会显著

改变 FRG、ICR与 RPR。若礼貌重命名本身产生持续行为改变，本章低估了语言的独立
作用，模型需重估 N 的路径。

（六）H6：旁路可以改变冲突分布，但未必改变身份
K组件应先降低案件在原接口的集中和对抗，却可能在 NE缺席时保留旧称谓。若新

接口一建立，称谓与程序自动全面更新，则三层独立性被削弱；若接口完全不改变负荷分
布，地质路径转用没有预测增量。

（七）H7：C具有否决与调节作用
当课程容量、时间、身体安全、家庭资源或申诉权不足时，内部组件效应应受限。若

研究者在 C不足时仍以 G、K、N解释个人行为，就是把结构压迫心理化。相反，若补足
C后所有差额消失，主要理论应退回能力与资源解释。

（八）竞争解释的预先排序
首先检验硬约束：容量、先修知识、法律与安全。其次检验信息与一般行政负担。再

次检验路径依赖、既有成就和选择偏好。只有这些不足以解释 FRG及回写，才进入三机
制模型。理论的高智力形式不是包含更多变量，而是规定何时不使用自己。

十八、可能性复籍：解放不是增加选项，而是恢复发生资格
（一）定义与目标
可能性复籍，是在不预先保证成功的前提下，使一项行动重新获得四种资格：能以保

留关键差异的形式进入程序；拥有最低可实施入口；能以不先判定失败的语言被提出；其
结果无论成败都能进入下一轮判断。复籍恢复的是证据生产权，而非结果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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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区分防止两种浪漫化。第一，不是所有未发生者都应实现；现实、伦理与他人权
利仍可给出否定。第二，复籍不要求摧毁稳定制度；可预期规则、专业判断和共同语言仍
然必要，只是不得免于反例回写。

（二）非补偿的七层顺序
复籍实践按非补偿顺序进行。先审查权利、安全与资源 C；再核实目标是否由当事人

持续认可；第三恢复登记入口 G；第四改变旧通道捕获 K；第五打开命名 N；第六保存反
例 E；最后在支架撤除与人员更替中检验 RPR。前层未通过，后层不能以“积极语言”补
偿。

（三）程序层：给无法归类者一个正式位置
程序改革不是无限裁量。有效工具包括“无法归类但需处理”的正式代码、例外时限、

书面理由、独立申诉、叙事材料与量化指标并置，以及对阈值附近案件的定期审计。例外
必须可追踪，防止只向高资源者开放私人通道。
费尔德曼与彭特兰的惯例观点提示，改革应把执行变异反馈给概念性规则 [21]；双环

学习则要求不仅纠正个案，也审查目标与分类[25]。一个好的例外制度不是程序漏洞，而
是程序观察自身边界的感官。

（四）通道层：改变负荷经过谁、何处与何时
若新行动仍必须由原先否定它的同一接口批准，重复对抗很可能被程序吸收。通道多

样化可以包括独立评审、跨部门团队、轮换承压角色、旁路资源、试验空间和分阶段入口。
关键不是逃避责任，而是防止一个历史接口垄断所有反馈。
旁路也有风险。它可能成为弱势者专用的低资源“第二轨”，使主制度无需改变。因

此，旁路产生的结果必须回到共同档案、预算与规则修订，否则只把被注销者安置到不可
见的边缘。

（五）命名层：从正确标签转向可修订解释
语言改革的重点不是列出禁用词，而是改变命名程序：谁参与定义、语境是否保存、

称谓连接何种资源、当事人能否补充自我描述、反例怎样修改类别。专业术语可以保留，
但其适用范围、置信度与替代解释必须可见。
Austin 提醒言语效力依赖约定与位置[57]；Bourdieu强调授权差异[56]。因此，让

弱势者“换个说法”不足以改变命名权。制度需让其说明进入决定，而非只进入倾听活动；
同时也不能把自我描述当成不受证据与他人权利约束的绝对裁决。

（六）反例层：让一次不同不被例外化
反例档案至少记录原分类、不同结果、发生条件、支持条件、解释争议与后续规则变

化。成功反例不应自动证明所有人都能成功，失败反例也不应证明类别正确。它的作用是
迫使制度说明：为何此结果不修改原判断？所需证据是什么？

反例保存把“突破故事”变成制度学习。个人英雄叙事常把成功归于非凡意志，反而
让后来者继续接受旧程序；复籍要求成功降低下一位相似者的证明负担。只有当例外改变
进入条件，它才不再只是例外。

（七）家庭角色：从道德指责转向承压接口重组
家庭中“懂事的女儿”“没用的父亲”“永远需要照顾的人”等称谓，可能与照护资

源、决策权限和冲突通道结合。单纯宣布“每个人都自由”不会改变谁接电话、谁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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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承担经济风险。复籍先把实际任务、权利与退出安全列明，再轮换接口、建立外部支持，
并让新的行为进入家庭记忆。

直接反抗有时仍是必要的，尤其面对暴力和权利剥夺；此时优先是安全与法律支持，
而非关系实验。只有在最低安全存在时，才讨论如何不让每次新需求都沿“谁不孝”“谁
自私”的旧二分释放。

（八）思想共同体：异见必须拥有问题资格
思想共同体可以表面鼓励讨论，却只允许异见以既有术语提出，或把无法归类的问题

视为“没有读懂”。复籍不是让所有观点等值，而是区分论证失败与问题被程序删除。同
行评议、研讨会与学派训练应记录新问题修改了哪些前提，而不只判断其是否符合现有体
系。

一个思想若只能把反例解释为对方无知，它已使理论免疫。反身规则包括：最强竞争
解释、失败判据、外部对象反馈、少数报告与版本化修订。思想的忠实不在重复答案，而
在保留原问题接受新现实的能力。

（九）信仰共同体：忠诚不能等于停止发生
信仰共同体需要经典、仪式、教义和代际传递，不能被还原为个人任意创造。问题在

于，忠诚若被程序化为不得报告共同体伤害、不得提出新处境、不得区分教义与既有管理
方式，信仰就可能成为命名封闭。“怀疑者”“不顺服者”若自动失去发言与照护资格，
称谓已经连接资源和关系后果。
复籍不是由本章裁定神学真理，而是要求共同体区分真理主张、解释权、组织利益与

生命后果；建立不由被投诉者控制的申诉与保护；让受伤、责任、爱与行动的结果能够回
写实践。忠诚可以坚定，却不能以删除事实维持坚定。

（十）撤除支架与跨情境检验
由研究者、高层或魅力领袖维持的开放可能随其离开消失。复籍的最终检验是普通执

行者能否在没有额外关注时识别新行动，资源是否进入常规预算，称谓是否在不同场景保
持可修订，后来者是否无需重新争取“这种情况存在”。
表 8　可能性复籍的非补偿顺序、工具与停止规则
层级 判断／操作 通过条件 首选工具 停止或转向

否决 1 权利、安全与资源
C

有知情、退出、最
低资源且不侵权

权利／风险／能力
审查

不足则先保护或补
结构

否决2 目标自主 本人跨时认可且可
撤回

两时点目标确认 外部强加则停止

登记G 恢复问题资格 原差异进入正式程
序并获理由

例外代码、叙事证
据、申诉

只给私人特批则不
算

通道K 改变负荷路径 新需求不再集中原
接口

旁路、轮换、独立
评审、试验

旁路成为低资源第
二轨

命名 N 开放解释权 称谓有范围、语
境、替代解释

双视角记录、自我
描述

只换礼貌词而后果
不变

反例 E 保存并回写 结果能修改下一轮
规则与资源

反例档案、版本化
修订

英雄故事不降低后
来成本

保持RPR 撤除支架与迁移 跨人员、时段、情
境仍可登记

常规预算、审计、
复核

依赖研究者／领袖
则标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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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伦理边界：谁有权替谁恢复可能
（一）不把开放变成强迫流动
增加R不等于要求每个人使用所有选项。稳定职业、家庭承诺、宗教生活、地方归属

与长期技艺都可能是自主选择。复籍只反对已形成结果未经审查地垄断未来，不把新奇、
流动和可见成就设为普遍善。

研究与实践必须允许行动者说“不”。如果学校以“为你打开可能”为由迫使学生试
修，组织以“打破标签”为由公开隐私，开放便成为新规训。目标须可撤回，拒绝不得进
入负面档案。

（二）命名权与证据责任
受影响者应参与定义，但任何单方都不能垄断事实。自我描述具有不可替代的经验地

位，专业判断则可能承担安全、资源和他人权利责任。公正做法不是取消专家，而是公开
证据、置信度、替代解释与申诉，让称谓保持用途有限而非本体无限。

（三）弱势者不承担制度学习成本
试验失败可能损害成绩、收入、关系与身份。制度若从例外中学习，不应让弱势者独

自承担成本。保护包括试修不自动降低原资格、失败记录最小化、独立支持、补偿时间与
明确退出。研究发现注销，也不应把个案暴露为“典型受害者”。

（四）地质隐喻的伦理风险
把家庭、群体或组织称为断层可能使冲突看似自然、不可避免，并把人客体化。正式

文本应始终使用“关系接口”“历史通道”等社会术语，只有在解释条件结构时说明与地
质模型的有限同型。任何人都不是“弱岩层”，任何群体也不应被当作风险带管理。

（五）不为危险行动复籍
行动若侵犯他人基本权利、缺少知情同意、具有重大不可逆风险或依赖虚假事实，制

度可以拒绝。拒绝必须说明依据，并允许条件变化后的重审。可能性复籍不是价值虚无主
义；它保护的是获得诚实判断的资格，而非免受判断。

二十、强证伪、竞争解释与反身检验
（一）八项强证伪

第一，F与 R在多场域几乎一致，所谓注销差额无法稳定识别。第二，PTL、ICR与
NCI 没有可重复的时间顺序。第三，组件顺序不产生任何交叉匹配，三组件只表现为一般
关注效应。第四，CSR不预测RPR，反例保存与长期改变无关。第五，改变旧接口不改变
负荷与冲突分布，K没有独立作用。第六，称谓改变不影响注意、资源和程序，N只是伴
随语言。第七，控制 C、既有能力与一般行政负担后，模型效应消失。第八，路径依赖、
规训或标签理论以更少构件预测全部结果。

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八项足以否定独立理论；第四至第六分别删除局部机制；第七
要求把解释退回结构与能力。理论不能在失败后声称“注销太深所以测不到”，也不能把
所有反证归类为系统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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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争解释
观察到的 FRG可能来自真实容量不足、申请信息缺失、目标尚未成熟、风险偏好、

家庭资源、测量误差、季节性课程安排或人员流动。ICR可能只是正式权限集中，NCI可
能反映评定者对既有成绩的准确推断，CSR低也可能源于隐私保护。研究须逐项给出可区
分证据，而非把相关性写成注销。
干预效果可能来自霍桑效应、高层关注、额外人员、社会赞许或研究者协助。六种顺

序需要等接触时间，记录实际资源，并在撤除期检验。若效果只在研究者在场时存在，应
报告为临时支架而非制度复籍。

（三）非支持结果
学生满意度上升、包容词汇增加、例外数量增加或一次跨轨成功，都不是充分支持。

甚至 F扩大也可能提高宣传而不改变 R。支持必须同时呈现事件时序、机制特异响应、反
例保存和跨人员保持。

相反，申请数量没有上升不必等于失败。行动者可能在获得诚实信息后选择留下，或
者分类经重审被证实合理。复籍的结果可以是更有根据的“不”，只要该“不”没有被永
久化为主体本质。

（四）直接反抗假设的证伪
本章提出“沿旧接口增加同类压力可能强化旧通道”，但这不是反对抗争的普遍法则。

若集体行动即使使用原接口，也能改变权利、资源、程序和命名权，则它实际改变了边界
条件，不能被归入简单重复。若个人直接申诉在多数场域有效扩大 R，也应放弃“反抗常
重复断层”的一般化表述。

（五）生成性解释的反身危险
“可能性注销”本身极易成为注销工具。管理者可能把拒绝改革者称为“被固化者”，

研究者可能把不同意模型的参与者解释为“标签内化”，思想共同体也可能以“你仍持既
成对象观”结束争论。此时，新理论已经用称谓取消反例，重演 N上升与 E下降。

反身约束是：任何使用本概念的人都须公开F、R、C与替代解释；当事人可以拒绝术
语；反例必须进入版本修订；概念不得代替权利与事实判断。生成性解释不是永远赞成变
化，而是让已经形成的理论继续接受对象和后果的回写。

二十一、结论：解放是恢复选项发生的条件
（一）从外部禁锢到内生回写

本章把固化从一堵外在墙，重写为程序、通道与命名的跨轮次成就。程序将复杂差异
翻译为可处理类别，历史通道让新需求在熟悉接口承压，称谓把重复结果读成稳定人物；
记录又把未登记、局部化和类型化结果带入下一轮。没有新的禁令，“只能如此”仍会持
续获得证据。

公共行政学说明这种结果如何由问责、简化和标准化的成功内生，而非只由坏官僚造
成；构造地质学迫使历史路径成为有条件、有载体、可否定的命题，而非命运隐喻；语言
人类学说明称谓的力量来自指示秩序、授权位置和互动接续，而非词语自动决定人。三者
只有在保持边界时才能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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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能性注销的理论剩余
模型的最小剩余是 F与R之差：一个选项被公开保留，却失去登记、承载与正当命名

的资格。G、K、N解释差额如何形成，E解释为何一次不同难以改变下一轮，C则阻止理
论把资源与权利问题个人化。程序发起、通道发起和命名发起把并列原因改为可观察时序。

这一模型不因概念完整而成立。它必须在二十四个月纵向资料中显示顺序、匹配与保
持；必须经受路径依赖、非决策、规训、惯习、行政负担和标签理论的吸收；还必须允许
现实不可行、正当标准与自主稳定成为反例。不能做到，就应删减或放弃。

（三）为什么直接增加选项不够
菜单上的新选项可能没有字段、承办者、时间、资源和可接受名称。反标签可能继续

围绕旧标签组织身份，个人更用力也可能把冲突送回同一接口。突破因此不是简单“更
多”，而是改变差异如何进入、负荷如何分布、结果如何保存与解释。
可能性复籍也不许诺成功。它只恢复行动被现实而非被预判检验的资格：能够登记，

能够试验，能够失败而不被永久化，能够成功而不被例外化。一个制度真正学习，不在于
它允许英雄偶尔越过，而在于后来者不必再次证明那条路存在。

（四）最终判断
最深的禁锢不是有人禁止人选择，而是制度、历史通道和身份语言共同删除选择的发

生条件，使一个历史生成的结果显露为不可改变的本质。人并非先拥有固定身份再被规则
限制；他可能在一次次被翻译的请求、沿旧接口重复的失败和被保存的称谓中，逐渐成为
系统早已预期的那个人。

所以，解放不是把边界全部拆除，也不是把传统、规则与分类宣布为虚假。它要求规
则保留反例，通道允许重组，称谓承认历史，权力接受申诉，行动结果能够修改下一轮。
真正的突破发生在这一刻：已经发生的一切仍可成为经验，却不再垄断何者有资格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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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每一次退回，都被记成留下是对的
人不是进入舒适区，而是在循环中被制造为旧我。每一次退回都被记成
「留下是对的」。
新对象：旧我再生产循环　·　三门入口：福利经济学 × 非平衡热力学 × 情感科学
本章提要　“走出舒适区”已经成为教育、管理与自我成长叙事中的高频命令，却很

少作为一个可证伪的学术对象受到分析。日常语言把舒适区描绘成主体所处的稳定空间：
人先具有相对固定的能力、偏好与身份，随后因懒惰、胆怯或缺少意志而停留其中。此种
空间隐喻遮蔽了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反复拒绝自己长期认可、现实上可逆且具
有真实价值的行动，留下为何会在每一轮都重新显得划算、顺畅和安全？本章不把舒适区
当作人格属性或低唤醒状态，而将其操作化为一种跨轮次的自我维持配置：相对于行动者
经审议认可且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目标，不行动在短期内节省切换损失、沿用已熟练的行动
通道并终止威胁预警；这份即时收益又通过价值、通道、身体与自传叙事的回写，提高下
一轮启动新行动的门槛。

为解释这一配置，本章构造福利经济学、非平衡热力学与情感科学之间的受约束碰撞。
福利经济学及行为福利经济学说明参照依赖、损失厌恶、默认效应与适应性偏好如何使
“留下”获得较高的主观估值，却不能由既有选择直接推出真实福利；非平衡热力学说明
受持续驱动的开放系统如何依靠通量维持动态稳定、吸收小扰动并在阈值附近发生分岔，
却不能把物理能量、心理努力与社会秩序等同；情感科学说明不确定威胁如何改变内感受、
注意、记忆与行动准备，并使撤退后的缓解成为回避的强化，却不能单凭生理反应判定行
动是否值得。三门学科的成功标准互不包含，但都以自身材料推翻同一前提：稳定不是静
止实体，而是由历史反馈持续生产的关系状态。

本章据此提出“旧我再生产循环”。该循环由参照损失 V、旧通道支配H、威胁激活
A、行动谱 R与身份封口 I 五类状态构成，并允许经济发起、通道发起和情感发起三种时
间次序轮流取得发起权。文章进一步区分理性守成、恢复性停留、结构性受限、主动稳定、
旧我循环与转型过渡六种状态；以自动储蓄、办公室搬迁与恐惧消退三组纵向材料检验局
部机制；与现状偏差、习惯理论、路径依赖、强化学习、主动推断和习得性无助进行吸收
比较；提出行动谱宽度、发起次序、回撤缓解、通道滞后、身份封口与能力边界六类测量；
设计一项十二周、生态瞬时评估与微随机干预相结合的匹配效应研究。本章的中心判断是：
舒适区不是人待在其中的地方，而是一套把不行动反复显露为经济、自然与安全，并把每
次退缩写成下一次理由的旧我生产制度。突破不是用意志击败恐惧，而是识别本轮由谁先
发起，切断错误的回写关系，使新的行动经验获得改变下一轮估值、通道与身体预测的权
利。
关键词　舒适区；福利经济学；非平衡热力学；情感科学；现状偏差；回避强化；旧

我再生产循环

一、问题的重写：舒适区为什么不是一个地方
（一）流行命令中的空间实体
“舒适区”在公共话语中具有一种异常清楚的几何学：里面是熟悉、低压和安全，外

面是成长、风险和潜能；行动者仿佛站在边界之内，只要勇敢跨出一步，新的自己就会在
那里等候。这个图景将三个尚待证明的命题当成前提。第一，存在一个跨情境稳定的主体，
已经拥有但尚未使用某种潜能。第二，存在一条能够被主体识别的边界。第三，停留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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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主体内部的动机不足。由此，解释很容易退化为品格评价：不改变是懒惰，不尝试是
胆怯，反复失败是自律不足。

学术研究并没有为这种完整空间模型提供统一构念。耶基斯—多德森实验讨论刺激强
度与习惯形成速度的关系，并不证明存在一条普遍的“舒适—成长”边界[1]；后来的唤醒、
压力和绩效研究也不能支持“越不舒适越成长”的线性口号。人在高度熟练活动中可能既
舒适又创造，在创伤、贫困或过度负荷中则可能极不舒适却没有任何发展空间。因此，舒
适感、低唤醒、低风险、行为重复与发展停滞必须拆开，不能用一个词互相替代。

（二）真正需要解释的是重复生产
若一个人在充分了解后果、拥有可行资源并认可当前生活时选择维持现状，这不是需

要治疗的异常。问题只在一个更窄的情形中出现：行动者在多个时点都认可某项可逆行动
的长期价值，也确实具有最低实施条件，却持续以近似理由回避；每次回避带来短暂缓解，
随后又缩小下一次对可能性的估计。需要解释的不是“为何这一次没有行动”，而是“为
何同一种不行动在不同轮次中不断获得新的合理性”。

这个重写把分析单位从地点改为回路，从人格改为时序。舒适区不再指一组客观情境，
而指一种反馈结构：已形成的参照点让改变显得损失，已熟练的路径让重复显得省力，预
期性身体反应让未知显得危险；回避又保存参照点、加固路径并通过缓解强化威胁预测。
一个人并非先是“保守的人”然后选择保守，恰恰可能是在一系列被合理化的退缩中，逐
渐获得“我本来就不适合改变”的身份证据。

（三）本章的研究问题与主张
本章回答四个问题。第一，留下的即时优势如何被生产，而不是如何被一个固定偏好

发现？第二，价值、通道与身体三种机制能否在时间上被区分，并形成不同干预预测？第
三，反复不行动如何从行为回写为身份？第四，什么证据会迫使“旧我再生产循环”被拆
解或放弃？

本章不主张所有稳定都应被突破，也不把冒险视为道德优越。核心主张是：当行动者
的长期认可、现实能力与反复行动之间持续分离，且每次回避都提高下一轮回避概率时，
“舒适区”才具有可分析的机制意义。此时它不是主体所拥有的属性，而是主体、选择架
构、行动通道、身体预测和身份叙事共同维持的动态制度。

二、概念边界：先排除五种被误诊的停留
（一）理性守成与主动稳定
福利经济学不能预设改变总比维持更好。若转变的预期收益低、不可逆损失高，或现

状本身实现了行动者有理由珍视的生活，守成可以是审慎选择。主动稳定则更进一步：行
动者并非消极重复，而是持续投入维护关系、专业标准、身体健康或公共承诺。它需要注
意、修复与更新，并不减少行动谱。把这样的稳定称为舒适区，会把照料、忠诚与长期技
艺误写成怯懦。

（二）恢复性停留
休息、哀伤、疾病康复和过载后的节律重建具有时间性。其表面是“少做”，功能却

是恢复未来行动能力。判断关键不在活动量，而在停留是否扩展后续能力、是否有可观察
的恢复指标、是否允许本人决定节奏。若一项“突破”要求人在资源耗竭时继续承压，它
不是发展理论，而是把生产主义包装为人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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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构性受限
贫困、照护责任、歧视、健康障碍、债务、签证、家庭暴力和组织惩罚会真实地压缩

选择集。贫困本身可以占用认知带宽并改变风险承受[73-74]，健康差异也深受社会梯度和
资源结构影响[75]。当形式选项存在而退出成本由弱势者单独承担时，“你只是害怕走出
去”是一种因果错置。本章把现实能力边界 S置于模型外层：只有先评估资源、权利、照
护和不可逆风险，才有资格讨论内部回路。

（四）临床性回避与创伤保护
焦虑障碍、创伤后反应、抑郁和强迫等临床问题可能包含回避，却不能被普通成长话

语粗暴归类。临床情境需要专业评估，安全行为有时是阶段性保护，暴露也须遵守知情、
自主与分级原则。本章引用恐惧和消退研究是为了说明学习时序，不提供诊断，也不授权
管理者以“突破”为名强迫员工或学生进入威胁情境。

（五）旧我循环的最低判定条件
一个状态只有同时满足四项才进入本章对象。第一，存在由行动者本人经审议认可的、

具体且可逆的边界行动，而非他人强加的目标。第二，在资源和安全审查后，行动具有最
低现实可行性。第三，连续多轮出现相似的行动谱收缩，并伴随即时节省或缓解。第四，
上一轮不行动能够预测下一轮更高的参照损失、路径自动性、威胁反应或身份封口。缺少
第四项，只是一次选择；缺少前两项，则可能是理性守成或结构性压迫。
表 1　六种停留状态与旧我循环的排除边界
状态 主要机制 识别证据 优先回应 不应误诊为

理性守成 改变净收益低或不
可逆风险高

信息扩展后仍跨时
认可留下

尊重选择、定期复
核

胆怯或损失厌恶

恢复性停留 休息、哀伤或过载
后恢复

停留提高后续身体
与注意能力

资源、节律与保护 懒惰

结构性受限 资金、照护、歧
视、权利与退出不
足

CBR足以解释行动
谱收缩

先改变结构条件 个人舒适

主动稳定 持续维护有价值秩
序

稳定中保留修订和
替代能力

支持长期承诺 停滞

旧我再生产 即时节省、旧通
道、威胁缓解互相
回写

多轮回避提高下一
轮V／H／A／I

识别发起权并切断
回写

一次不行动

转型过渡 旧模式失稳、新通
道未固化

波动、局部复发与
迁移并存

支架、反馈与渐进
撤除

改变失败

三、方法：不是三种原因相加，而是三种发起权竞争
（一）选择三门学科的原则
福利经济学、非平衡热力学与情感科学分别占据规范估值、过程稳定和主体感受三个

位置。福利经济学问“在什么意义上留下更好，以及观察到的偏好能否代表福利”；非平
衡热力学问“一个开放系统如何在持续通量中保持某种宏观结构，并对扰动产生阈值效
应”；情感科学问“未知如何被身体与神经系统组织为趋近、冻结或回避的行动准备”。
三者研究对象、证据和成功标准不同，因而不存在后一门包含前一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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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学科也不能彼此越权。物理稳定不能证明一个制度正当，主观缓解不能证明留下
改善福利，经济选择不能证明身体没有受到威胁。本章所谓碰撞，是让三种解释在同一现
象上竞争时间上的发起权，同时保留各自的不可通约性，而非寻找一个把效用、熵和情绪
换算为同一单位的总公式。

（二）从单因解释到轮次解释
常见多学科写作会列出三个原因：人怕损失、习惯旧路径、畏惧未知。这种并列无法

产生预测，因为三者总能事后解释任何不行动。本章改用轮次结构：在某一次具体行动机
会中，哪一种变化先于另外两种发生？若显性损失预期先上升，随后身体紧张和行动收缩，
称为经济发起；若在没有强烈担忧时，旧行为在熟悉线索下自动接管，称为通道发起；若
内感受和威胁注意先变化，理由在撤退后才被组织，称为情感发起。
“先”不是哲学上的第一因，而是可观察的近端时序。它允许发起权跨轮次转移：第

一次可能因真实成本而退缩，重复之后旧通道变得自动；再后来，仅想象变化便触发身体
预警。理论若不能在密集测量中区分这种次序，就没有比“复杂原因共同作用”更多的信
息。

（三）跨域转用的三条禁令
第一，禁止把热力学熵解释成混乱、懒惰或道德退化。熵生产、热、功和自由能只在

边界明确的物理模型中有严格定义[20-27]。第二，禁止把心理努力称为物理能量；人的主
观费力、认知控制成本和代谢消耗可能相关，但不具有简单换算。第三，禁止从“自然系
统会维持稳定”推出“人应当顺从稳定”，或从“自然系统会分岔”推出“人应当不断改
变”。物理学在本章只提供动态稳定、扰动吸收、滞后和阈值四种关系语法。
表2　三门学科的独立解释责任与跨域禁令

学科 独立问题 成功标准 本轮首因信号 不得越权

福利经济学 留下为何被估值为
更优；选择能否代
表福利

福利、能力、自主
和后果可辩护

V先升，考虑集随
后缩小

选择不自动等于真
实福利

非平衡热力学 受驱动结构为何维
持、吸收扰动并滞
后

边界明确下的动态
稳定与分岔描述

旧线索下H先取得
执行权

物理能量／熵不等
于心理努力／社会
秩序

情感科学 未知如何组织内感
受、注意与行动准
备

威胁、感受、行为
和学习可区分

A先升，回避后快
速缓解

安全感不自动等于
现实安全

四、福利经济学路径：留下为何被估值为更优
（一）现状不是零点，而是参照点
标准选择叙事常把现状当成不带价值的起点，改变则是若干可比较选项之一。前景理

论表明，结果会相对于参照点被编码，损失曲线通常比同等收益更陡[3-4]。禀赋效应实验
进一步显示，拥有状态会改变愿意接受与愿意支付之间的差距[5,17]；现状偏差研究则在
实验、健康计划和退休选择中观察到人们对既有选项的过度保留[2,18]。因此，改变不是
从零走向一个新结果，而是先被经验为放弃已经拥有的确定性。

参照点也并非固定。科塞吉与拉宾把近期理性预期内生为参照，使“原以为会发生什
么”参与得失效用[7]。这意味着连续不行动会产生一种经济回写：今天的留下变成明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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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明天的改变因而包含更大的预期违背。舒适区的经济机制不是一次性的损失厌恶，
而是现状不断为自己制造新的基线。

（二）默认、切换成本与不行动租金
塞缪尔森与泽克豪泽指出，真实决策通常包含“维持现状”这一选项，它可能同时获

得转换成本、不确定规避、后悔规避和心理承诺的优势[2]。本章把这些即时节省统称为
“不行动租金”：行动者不必重新搜集信息、承担公开失败、协调他人或放弃熟练性。租
金不是虚假的，它可以非常现实；问题在于其收益即时可见，而机会损失常被延迟、分散
并从当前账本中删除。

401(k)自动加入提供了清楚的现场材料。Madrian 与 Shea 发现，自动加入显著提高
参与率，同时大量新加入者保留默认缴费率和基金配置，尽管此前主动加入者很少选择该
组合[13]。器官捐献默认也显示同一选择在加入式与退出式框架下产生巨大差异[14]。这些
研究证明默认拥有因果力量，却不证明任何默认都改善福利：默认可能帮助行动者克服拖
延，也可能把设计者偏好伪装为个人意愿。

（三）行为福利经济学的内部难题
若选择受框架、默认和参照影响，传统“选择即偏好、偏好满足即福利”的推论会松

动。Bernheim 与Rangel尝试用无歧义选择关系重建行为福利分析[8]；Sen更早批评把
人还原为只追求给定偏好的“理性傻瓜”，并主张从能力、承诺和有理由珍视的生活评估
优势[9-11]。Elster关于“酸葡萄”的讨论则揭示欲望可能适应受限机会：得不到的东西
被重新宣布为不值得[12]。

这构成福利经济学对自身的推翻。斯蒂格勒与贝克尔曾以相对稳定的偏好解释大量行
为差异[19]；即使这种方法具有建模节约，也不能在本章问题中把偏好形成史直接移出分
析。若偏好会被可行集、历史选择和预期塑造，那么“他总选择留下”不能自动证明“留
下使他更好”。舒适区研究必须同时记录即时选择、延迟认可、真实能力与偏好形成史。
否则，理论会把受限环境成功生产出的愿望，当成一个主体早已拥有的本质。

（四）经济发起的可检验序列
经济发起应呈现清楚顺序：在行动机会出现后，预期损失、转换成本或放弃现状的心

理价格首先升高；可考虑选项随之减少；身体紧张和回避理由在价值差距之后增强。若把
行动改写为可逆试验、降低切换成本或将“不行动的机会损失”纳入同一时间框架，行动
概率应在不直接调节情绪的情况下提高。

反之，若参与者在尚未形成损失估计前已经出现稳定的威胁反应，或者即使成本被补
贴、退出被保证仍在原环境中自动重复，经济路径就不是本轮首因。它仍可能在事后为退
缩提供理性化，但必须让出发起权。

五、非平衡热力学路径：旧通道为何持续维持
（一）稳定不是休息，而是持续耗散
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可以在物质与能量通量中形成有序的耗散结构。普里戈金的工作

强调，不可逆过程不仅摧毁结构，也能在适当条件下产生新的时空秩序[20-21]；协同学则
以序参量和控制参数描述多组分系统中宏观模式的涌现[29]。对流、化学振荡和其他非平
衡图样都表明，宏观稳定可能依赖持续驱动，而不是趋近静止[22]。因此，把舒适区说成
“最低能量状态”在物理上并不成立：生命和行为的稳定同样需要持续活动，只是活动被
组织进了熟练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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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修正极其重要。旧生活并非什么都不做；它可能消耗大量劳动以维持同样的角色、
关系和解释。一个组织天天开会却不改变，一个人反复应付危机却不重组生活，都具有高
通量。普里戈金与斯唐热关于“从混沌到秩序”的公共阐释曾推动这些概念进入人文讨论
[30]，也更要求本章警惕越界。舒适区的过程性特征不是耗散少，而是输入被旧结构以可
预测方式处理，扰动没有获得重组宏观模式的权力。

（二）扰动吸收、吸引域与滞后
在物理系统中，小扰动可能在原稳定分支内衰减；当控制参数跨越临界条件，新的图

样才出现。Cross 与Hohenberg总结了非平衡图样形成中的线性失稳、波数选择和长期
稳定状态[22]。Kramers关于势垒跨越的物理模型说明随机涨落与势垒结构共同决定转迁
率[24]；现代随机热力学则在明确热浴和轨迹条件下研究功、热、熵生产与不可逆性
[23,25-26]。本章不把人的行动代入这些物理方程，只保留一个可检验关系：同样大小的
外部推动，在不同历史通道中可能产生不同结果。
滞后意味着撤除推动后，系统不一定沿原路径返回；也意味着刚刚跨过阈值的新模式

可能尚不稳固。Rayleigh—Bénard 对流的现代分岔分析发现多重稳态、断开分支与 S形
滞后结构[28]。这并非人的心理模型，却提醒我们：改变与复原可以具有不同阈值。一次
成功行动不代表新通道已形成；同样，短期退回旧行为也不证明改变没有发生。

（三）通道支配而非物理能量
本章将跨域可转用的量限定为“通道支配H”：在给定线索、资源和时间压力下，旧

反应相对于替代反应更快获得执行权的程度。它可由启动潜伏期、情境自动性、环境切换
后的行为持续、支持撤除后的复发和新路径形成速度测量。H不是熵、自由能或代谢能，
而是一个行为过程变量。

这种限定使非平衡热力学承担独立任务。福利经济学能够说明为什么行动者觉得留下
划算，却不能解释他在表示“愿意改变”时为何仍在熟悉线索下自动重复；情感科学能够
说明威胁与缓解，却不能解释低恐惧状态下的情境接管。通道发起恰恰预测：主观价值和
情绪报告可能没有明显变化，行为却在时间压力、认知负荷或旧环境恢复时首先回到旧轨
道。

（四）通道发起的可检验序列
通道发起应表现为旧情境线索先出现，行为启动潜伏期缩短或替代行动尚未进入竞争，

随后行动者才形成“这样更适合我”的评价，身体也因熟练执行而保持相对平稳。改变环
境摩擦、重排线索、预先部署替代动作或在旧线索出现前建立执行入口，效果应强于价值
说服和一般鼓励。
若旧行为只在明确损失预期或显著威胁唤醒后出现，或者环境重组不改变自动接管，

通道解释便应降级。尤其不能用“系统总会维持自己”解释任何失败；一个没有阈值、时
间和环境预测的热力学类比，只是给宿命论换上物理术语。

六、情感科学路径：身体如何先于理由关闭可能
（一）防御反应与主观恐惧必须区分
情感科学并不支持一个简单的“杏仁核先恐惧、理性随后解释”故事。LeDoux与

Pine 的双系统框架区分支持防御反应的神经回路与支持主观恐惧、焦虑体验的认知回路
[37]；这意味着生理反应、行为回避和自陈感受不能互相替代。Pessoa也强调情绪与认知
依赖广泛交互网络，而非两套相互对立的脑系统[44]。

196



这种区分反而强化了本章的问题：一个人可能尚未把状态命名为害怕，注意和行动准
备已经改变；也可能主观感到恐惧，却仍能行动。情感发起的判据不是“他说自己害怕”，
而是内感受、警觉、威胁注意或防御准备在显性理由之前发生，并预测后续行动谱收缩。

（二）不确定威胁与内感受推断
对未来威胁的不确定性会牵动概率与代价高估、警觉增强、安全学习不足、认知和行

为回避以及对不确定性的反应性[38]。前岛叶等区域参与内感受与身体状态表征[39-40]；
Seth的内感受推断模型进一步把情绪经验理解为对身体信号原因的主动推断 [41]。这些理
论并不要求身体提供一个未经解释的真相，而是把感受看成预测、传入信号和调节行动共
同生成的状态。

所以，“我一想到改变就不舒服”既不是行动错误的充分证据，也不是应被忽视的噪
声。它可能是现实危险的准确预警，也可能是旧预测在新情境中的过度泛化。判断需要把
身体反应与结果反馈分开：预警预测了什么，行动后实际发生什么，撤退后的缓解是否被
误当成危险确已存在？

（三）注意收缩、威胁迫近与行动准备
威胁不是一个统一强度。Mobbs等人的主动回避研究显示，威胁迫近时脑活动会从

前额叶区域向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相关模式转移[45]；Fanselow的威胁迫近模型也区分
风险评估、冻结、逃跑和防御攻击等阶段[49]。对舒适区而言，重要的不是把所有改变视
为恐惧，而是识别不确定性如何重排注意：潜在失败变得高可用，成功证据难以进入，时
间视野缩短，撤退选项提前占据行动入口。

经典的生理唤醒—情境解释研究、评价理论和建构论分别强调唤醒解释、关系评价与
概念建构[42-43,46-48]。它们对“情绪是否天然种类”并无一致答案，却共同否定情感只
是行动之后的装饰。情感改变什么能够被注意、记住和准备，因而可以在显性选择之前缩
小可行动世界。

（四）缓解如何把退缩写回下一轮
回避的关键收益通常不是愉快，而是威胁预期终止后的缓解。在操作性分析中，行为

若阻止或移除厌恶刺激，会受到负强化[50-51]。恐惧消退研究又表明，消退更像形成新的
抑制性学习，而非擦除原有记忆；情境变化、时间流逝或重新遭遇威胁可能导致更新、复
原或重现[52-54]。这使“一次退缩”具有跨轮次力量：身体学到的未必是“外界确实危
险”，而是“撤退有效地结束了警报”。
情感发起因此应呈现：身体预警和威胁注意先增强，行动谱随之缩小；撤退后快速缓

解；事后理由变得更加确定；下一轮相似线索触发更早预警。分级接近、期待违背和跨情
境安全学习应比奖金或抽象说服更有效。若缓解不预测复发，或预警总在显性成本判断之
后出现，情感首因就应被否定。

七、三家冲突：稳定究竟是合理、持续还是安全
（一）第一冲突：被选择不等于改善福利
福利经济学面对舒适区时首先要求克制：只要选择是知情且自愿的，外部观察者凭什

么宣布它错误？这一质问保护自主，防止成长话语把某种中产职业想象强加给所有人。但
行为福利经济学又显示，默认、框架与参照可以改变选择[2-8]。如果同一个人仅因表格预
设不同便作出相反决定，观察到的选项就不能同时作为两个互斥福利判断的最终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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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经济路径内部存在一个不能回避的裂缝：尊重选择与质疑偏好形成条件都具有
正当性。本章不以“真正偏好”这一不可观察实体填补裂缝，而采用多证据福利剖面：本
人跨时间认可、退出与修订能力、可行集宽度、实际后果和选择形成史分别报告。留下被
选择，只证明它在当前架构中获胜；是否值得仍须接受能力与后果检验。

（二）第二冲突：稳定结构不等于价值正确
非平衡热力学的成功标准是描述在给定边界和驱动下，某种宏观模式如何出现、持续

或失稳。一个高耗散、强韧且长期存在的结构，可能在伦理上有害；一项极具路径稳定性
的制度，也可能持续剥夺人的能力。物理持存既不授予规范正当，也不证明主观安全。

反过来，经济激励和情绪调节也不能任意消除过程约束。新的选择只有反复进入时间、
空间和关系，才可能形成可持续通道。奖励可以暂时把行为推过门槛，安全感也能让人尝
试，但若环境仍把旧反应设为最快路径，支持撤除后便容易回落。过程科学拒绝把一次选
择误认成结构转型。

（三）第三冲突：感觉安全不等于现实安全
情感反应承担保护功能，却可能因泛化、情境学习或不确定放大而偏离当前风险；同

样，缺乏警报也不能证明安全。熟悉的有害关系可能因可预测而少引发即时焦虑，陌生但
可控的行动反而触发强烈预警。若以身体舒适作为唯一标准，旧结构会因熟悉而获得循环
性认证。
但忽视身体同样错误。一个方案即使长期收益为正，也可能在当下超出行动者的调节

能力；强制暴露会制造新的伤害，并使威胁预测更牢固。因而风险判断必须拆成现实危险
D 与预测威胁A：二者一致时应保护，A高而D低时需要安全学习，D高而A低时需要外
部预警，二者都低时才可把停留重点归因于价值或通道。

（四）共同前提：存在一个等待解释的稳定状态
三家看似冲突，却容易共享同一既成对象前提：先有一个稳定偏好、稳定结构或稳定

情绪状态，然后寻找它为何持续。福利模型把偏好列入选择函数，热力学模型给定边界和
控制参数，情感研究常以刺激—反应关系为单位。若直接移植，它们都会把舒适区当成已
经在那里的一件东西。

真正的突破来自三门学科内部。参照点会被过去选择内生生成，耗散结构靠持续通量
维持，情感预测会被行动结果与缓解更新。稳定在三家自身最有力的材料中都不是初始实
体，而是历史回写。共同前提由此被它们自己的证据推翻：需要解释的不是“稳定为何不
动”，而是“什么活动持续把某种稳定生产出来”。
表 3　三家冲突、共享前提与内部推翻
分析位置 表面主张 真实冲突 共享前提 内部推翻材料

价值 被选择的现状更符
合偏好

尊重选择与审查偏
好形成条件冲突

稳定偏好先在 参照点、默认和适
应性偏好由历史生
成

过程 稳定结构会吸收小
扰动

持存不产生正当性
或福利

稳定结构先在 耗散结构依赖持续
通量；阈值与分岔
改变形态

主体 威胁反应保护行动
者

感觉安全与现实安
全可能分离

稳定情绪状态先在 内感受与威胁预测
由行动结果、缓解
和情境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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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理论构造：旧我再生产循环
（一）五个状态变量与一个外层边界
旧我再生产循环包含五个关系变量。V_t表示第 t轮相对于现状参照的预期损失，包

括可见转换成本、身份损失和机会成本的选择性遗漏；H_t表示旧行动通道在特定线索下
取得执行权的优势；A_t表示不确定威胁相关的内感受、注意与防御准备；R_t表示行动
谱，即行动者在当轮真正能够启动而非仅能想象的可逆行动集合；I_t表示身份封口，即
过去行为被解释为稳定本质并排除反例的程度。

外层 S_t表示现实能力与结构边界，包括资金、时间、身体、照护、权利、信息和退
出安全。S_t 不是循环的一个心理变量，因为把结构约束内化为个人机制正是本章要防止
的错误。只有当 S_t达到行动的最低可行阈值，V、H、A、R与 I 的内部回路才具有解释
优先权。

（二）一个状态空间支架，而非总量公式
为明确预测，可把当轮状态写为：
X_t＝〈V_t，H_t，A_t，R_t，I_t｜S_t〉
下一轮并非由固定人格决定，而由当轮选择O_t、即时缓解Q_t、结果反馈 F_t和环

境线索C_t共同更新：
X_{t+1}＝Φ（X_t，O_t，Q_t，F_t，C_t）
这个表达是状态空间支架，不声称五类变量处在同一量纲，也不把Φ当作已经估计的

因果方程。它的理论用途是强迫研究者记录跨轮次变化：若退缩后 V、H、A或 I 没有提
高，R也未收缩，则旧我并未被“再生产”；若新的可反馈行动使至少一个变量下降，并
在支持撤除后保持，则发生了真实回写。

（三）舒适化回写的最小机制
“舒适化回写”指一次行为因即时节省或缓解而被重新编码为关于未来的证据。它至

少经过四步：行动机会激活参照损失、通道竞争或身体预警；不行动取得控制；损失和警
报在短期下降；这一下降被归因于“留下正确”而非“撤退结束了冲突”。于是，结果反
馈不是用来检验外界，而是被用于加固旧解释。

这与普通强化的差异在于回写具有多层目标。它不仅提高同一行为的重复概率，还改
变什么被视为损失、哪些选项进入考虑、身体何时报警以及“我是谁”的叙述。循环的危
险不在重复本身，而在重复开始取消对重复的解释竞争。

（四）行动谱收缩比行为次数更关键
一个人可以每天做同一件事而拥有宽行动谱，例如专业演奏者在稳定练习中不断改变

微观策略；也可以表面频繁尝试，却始终在同一身份许可内移动。R_t 因此不能用“新行
为数量”替代。它要求至少满足可启动性、可逆性、结果可反馈和跨情境迁移四项。

行动谱扩展也不是风险偏好普遍升高。理论只预测行动者在自己认可的方向上增加可
反馈选项，而不预测赌博、冲动或无边界冒险。若一项干预只提高新奇行为，却降低审慎、
权利和长期能力，它不是突破，而是用变化崇拜替换稳定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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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种发起轮次：谁先变化，另外两者多久跟上
（一）经济发起：先把未来写成损失

经济发起轮次可表示为：V↑ → R↓ → A↑ → O → Q → H↑／I↑。行动机会首先被
编码为放弃收入、地位、熟练性或他人认可；候选行动因而在真正试验前被删除。剩余选
项越少，未知越像无法控制的整体，身体预警随之上升；撤退后，短期成本消失，旧通道
和身份解释获得证据。

这一轮次的辨识依赖时间而非理由内容。参与者事后说“风险太大”并不证明经济发
起；必须观察成本估计是否先于生理和注意变化。可逆承诺、损失对称呈现、切换成本补
贴和机会成本显化应较快改变R。如果这些操作只改变口头态度而不改变行为，说明V可
能只是事后说明。

（二）通道发起：旧环境先替人做了选择
通道发起轮次为：C_old → H↑ → O → Q／熟练流畅 → V重估 → I↑。旧线索出现后

行为在有意识比较前启动；即使新目标仍被认可，替代行动也没有及时进入竞争。完成旧
动作带来流畅与冲突下降，随后行动者把已发生的行为解释为更实际、更适合自己。

这里的关键证据是负荷与迁移。时间压力、疲劳或注意分散会放大旧线索接管；环境
切换可能暂时削弱自动性；当旧线索恢复，行为又回归[31-34,56-57]。若改变参照框架无
效而预置替代入口有效，通道发起得到支持。若行为始终随明确价值变化，H便没有独立
解释力。

（三）情感发起：警报先于命题
情感发起轮次为：A↑ → 威胁注意↑ → R↓ → O → Q↑ → V与 I事后固化。身体信

号、警觉或迫近感先出现，潜在损失在注意收缩后被放大；退缩带来迅速缓解，随后理由
变得比行动前更确定。下一轮，警报可能在更早、更弱的线索下出现。

分级接近、呼吸或内感受调节本身不足以证明机制。真正检验是：在不改变经济收益
和环境摩擦的条件下，降低 A或扩大对安全证据的学习，是否先改变 R；以及撤退后的Q
是否中介下一轮预警提前。若奖金即可消除回避而身体时序不变，情感不是首因。

（四）发起权如何跨轮次转移
三种发起不是人格类型。一个刚进入照护责任的人可能先因真实转换成本出现经济发

起；长期重复后，晨间线索让旧日程自动接管，转为通道发起；多次未行动又使想象变化
本身触发羞耻和心悸，转为情感发起。反方向也可能发生：一次创伤性失败先造成警报，
随后回避形成熟练路径，最后通过收入和身份安排被制度化为高退出成本。

理论因此预测发起权具有马尔可夫式依赖但非固定转移。上一轮结果改变下一轮状态
分布，却不唯一决定下次首因。研究必须对同一人进行密集追踪，不能以一次问卷把人永
久标记为“损失厌恶型”“习惯型”或“焦虑型”。
表 4　三种发起轮次、区分预测与首选检验
发起轮次 时间序列 近端证据 最有区分力的操作 否定信号

经济发起 V↑→R↓→A↑→
回避→缓解→H／
I↑

成本与参照判断先
于预警

可逆化、对称账
本、切换成本调整

V下降而行动谱不
变

通道发起 旧线索→H↑→回
避／重复→流畅→V
／I重估

负荷下旧动作先启
动，理由随后

重排线索、预置首
动作、撤除支架

环境改变不影响启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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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轮次 时间序列 近端证据 最有区分力的操作 否定信号

情感发起 A↑→威胁注意↑
→R↓→回避→缓解
→V／I固化

预警先于精细理
由，RRI高

分级接近、期待违
背、跨情境学习

缓解不预测复发

十、从退缩到身份：旧我如何被制造
（一）行为频率会被误读为意图
习惯研究指出，人们不仅在重复线索下自动行动，还可能从行为频率反推自己本来就

有相应意图[31]。这种推断把过程结果倒写成主体属性：不是“我在这个环境中多次没有
发言”，而是“我不是会公开表达的人”；不是“我尚未形成运动入口”，而是“我天生
不自律”。身份封口 I由此把可改变的历史压缩成稳定判断。
可能自我研究说明，人并非只由现在身份组织，关于未来可能成为谁的表征也能连接

动机与行动[64-65]。但若可能自我缺少现实路径，它也会变成羞耻来源。旧我循环的特殊
之处，是反复不行动既削弱新身份的证据，又增强旧身份的叙事连贯性。

（二）一次退缩如何改变下一次机会评价
退缩后的即时缓解 Q会产生归因竞争。归因 A是“外界确实不可承受，所以退缩正

确”；归因 B 是“撤退终止了预期冲突，外界风险尚未被检验”。旧我循环偏向 A，因为
行动没有发生，反事实证据不可见。下一轮，行动者会以更高失败概率、更低自身能力和
更窄时间视野评价同一机会。

这种回写解释了为什么鼓励经常失效。鼓励增加了关于未来的正面命题，却没有改变
旧证据的权重；压力甚至提高公开失败成本，使 V和A同时上升；一次奖金可能临时改变
选择，但若没有形成新通道和安全学习，支持撤除后H与A仍会接管。稳定改变要求新行
动留下能够跨轮次调用的结果，而非只在当轮赢过旧行为。

（三）身份不是最后一层，而是下一轮的前置条件
I_t 一旦升高，会回写前三条机制。身份一致性使偏离被编码为损失，提高V；身份相

关线索成为旧动作的情境触发，提高 H；威胁到自我连贯的行动引发羞耻或不确定，提高
A。于是，身份不是循环末端的标签，而是下一轮新的参照、线索和预警装置。
习惯与身份的整合研究同样表明，自我与重复行为存在双向联系[66]。本章的增量不

在声称行为塑造身份，而在规定一个严格时序：若 I 是回写机制，它的变化应发生在若干
次行动结果之后，并预测下一轮V、H或A的上升；若身份语言始终先于行为，或不预测
后续动力，身份封口就不是必要环节。

十一、六种稳定状态：不能把所有留下都归为循环
（一）六类状态的区分

第一类是理性守成：改变净收益不足或不可逆风险过高，行动者在扩展信息后仍稳定
选择留下。第二类是恢复性停留：短期减少行动换取身体、注意或关系能力恢复。第三类
是结构性受限：行动谱被资源、权利与社会位置外部压缩。第四类是主动稳定：持续维护
有价值秩序，同时保持修订和替代能力。第五类才是旧我再生产：行动者认可的可逆目标
反复被即时节省、旧通道和威胁缓解压倒，且退缩回写下一轮。第六类是转型过渡：旧模
式已失稳，新通道尚未稳固，波动与局部复发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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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类状态不能按“勇敢程度”排序。理性守成和主动稳定可能比盲目改变更成熟，恢
复与结构受限要求资源而非激励；转型过渡中的复发也不等于回到旧我。诊断错误会直接
造成干预伤害：给贫困者做认知重构、给耗竭者加压力、给理性守成者贴上惰性标签，都
是把制度问题转嫁给个人。

（二）三步诊断顺序
第一步审查 S：是否具有资金、时间、身体能力、知情、退出和安全条件。若没有，

优先改变结构。第二步审查目标来源：行动是否由本人认可，是否在冷静时点和不同表述
下仍被认可，还是来自组织绩效、家庭控制或社会比较。第三步才分析 V、H、A的发起
次序，并观察 I 是否由反复结果产生。
诊断应允许“不行动”作为结果。若补足资源、呈现完整后果并降低威胁后，行动者

仍有理由选择稳定，研究者必须接受其选择。生成性解释不是永远促变，而是不让已经形
成的状态以未经审查的方式垄断未来。

（三）状态迁移而非固定分类
同一人可以在不同领域处于不同状态：职业上理性守成，健康上旧我循环，家庭关系

中结构性受限，创作上处于转型过渡。即使在同一领域，状态也可随照护负担、收入、疾
病和关系改变。分类的目的不是建立新人格学，而是决定下一步应补资源、允许恢复、维
护稳定还是切断回写。
状态迁移必须以支持撤除后的证据判定。若行动只在教练、奖金或新环境中出现，一

旦撤除便完全回落，最多说明当轮被推动；若新路径在不同情境中仍能启动，旧警报与损
失估计接受反馈，身份语言也保留开放，才可说循环结构开始改变。
表 5　六种状态的迁移判据与干预错误
状态 外层 S V／H／A／I模式 支持撤除后 错误干预的伤害

理性守成 充分 不必形成自我强化 选择稳定且理由可
修订

以激励侵犯自主

恢复性停留 暂时耗竭 低行动不等于高封
口

能力逐步恢复 继续施压扩大耗竭

结构性受限 不足 内部变量可能为结
果

资源不变则行为不
变

把制度责任个人化

主动稳定 充分 行动谱不窄、身份
可开放

维护质量保持 以新奇破坏承诺

旧我再生产 最低可行 回避跨轮次提高V
／H／A／I

完全回落或警报提
前

一般鼓励增加羞耻

转型过渡 变化中 变量波动且新旧通
道竞争

部分保持、局部复
发

把波动误判为失败

十二、三组纵向材料：局部机制如何经受现实时间
（一）自动储蓄：默认可以改变行为，也可以冻结偏好
Madrian 与 Shea 对企业 401(k)制度变更的研究显示，自动加入大幅提高退休计划参

与，并使相当部分员工停留在默认缴费率和配置[13]。其纵向价值在于同一制度中的默认

202



改变先于行为分布改变，较强地识别了不行动租金和现状参照。后续默认研究也表明，简
单的加入／退出安排可以产生持久影响[14,16]。
“明天储蓄更多”方案则利用未来工资增长时提高储蓄，降低当前减薪的参照损失；

参与者进入方案后，储蓄率随加薪逐步上升[15]。这支持经济发起可以被时间重构改变。
然而，默认保留并不能告诉我们员工是否形成了新的价值判断、通道或身份。它可能提高
福利，也可能让设计者替员工选择。该案例只支持 V与选择架构的因果力量，不能独立证
明旧我循环。

（二）办公室搬迁：环境断裂先削弱自动性
Walker、Thomas 与 Verplanken 在一家机构搬迁前十九个月以及搬迁后一周、四

周追踪通勤行为和自动性[33]。搬迁后旧通勤习惯强度下降，无论参与者是否改变交通方
式；改变者的新习惯逐渐增强，旧习惯在四周后仍未完全消失。这个时间图景显示，环境
断裂可以先改变H，而不必先改变价值或情绪。

案例同时限制了通道解释：旧习惯减弱并不足以说明谁最终改变交通方式，说明替代
选择仍受态度、资源和情境支配。习惯不连续性研究也发现，旧线索若在新环境中重现，
旧行为会复归[56-57]。所以，通道改变打开窗口，却不自动生成新方向；它需要与福利认
可和可承受的情感学习相接。

（三）恐惧消退：减少反应不等于删除旧记忆
恐惧消退研究把条件刺激在不再伴随厌恶结果时的反应下降，理解为具有获得、巩固

和提取阶段的新学习[52-53]。消退往往具有情境依赖，经过时间、环境变化或无条件刺激
恢复后，旧反应可能重新出现。临床暴露的抑制学习方法因此强调期待违背、移除安全信
号和跨情境练习，而非只追求当场焦虑下降[54]。

这组材料支持 A、Q与复发的时间关系：撤退的缓解可以维持回避，新安全学习也可
能因情境受限而不能迁移。但实验性恐惧并不等于职业、关系或创造选择，临床焦虑也不
能被概括为舒适区。案例贡献是证明“当轮反应下降”不能直接当作“旧预测消失”，从
而要求在支持撤除与情境转换后检验改变。

（四）三案合起来仍不能证明什么
自动储蓄识别默认和参照，搬迁识别线索与自动性，消退识别威胁学习与复发。三案

的对象、结果与伦理结构不同，不能用相似箭头制造同一因果实体。它们共同支持的只有
方法论命题：稳定行为可由不同时间机制产生，且当轮改变与跨轮次重组并非同一结果。
旧我再生产循环的整体证据必须来自同一行动者、同一现实目标中的密集时序与机制

匹配干预。若只把三个领域的研究并排引用，本章仍是漂亮类比。下一节因此要求与已有
近邻理论进行吸收检验。

十三、近邻理论与吸收检验：新概念是否多余
（一）现状偏差与参照依赖
若旧我循环只是“人偏好现状”，现状偏差与参照依赖已经足够[2-7,17-18]。本章的

严格剩余是：价值不是所有轮次的首因；环境自动接管和身体预警可以先于显性估值；一
次不行动还会回写通道和身份。若控制默认、损失和切换成本后，H、A与 I 不再产生独
立预测，理论应被行为福利模型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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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习惯理论
习惯理论解释重复反应如何在稳定线索下获得自动性，以及目标与习惯如何分工 [31-

34]。它已经覆盖H与部分身份推断。本章不能以“旧路径会强化”自居为新。剩余只在
于三发起次序、非习惯性的参照损失与威胁缓解，以及 S 的规范筛选。若习惯强度和情境
线索能够无剩余地预测全部行为及身份变化，“旧我循环”只是习惯理论的修辞扩写。

（三）路径依赖与递增收益
Arthur 与 Pierson 分别说明技术选择和政治制度如何因递增收益、协调效应、学习

与高切换成本发生锁定[35-36]。这些理论比物理类比更接近社会过程，并能解释早期偶然
如何获得长期后果。本章使用非平衡热力学的理由只在于区分动态稳定、扰动吸收、分岔
与滞后，不把社会锁定简化为报酬计算。
若路径依赖模型加入情感和身份变量后即可产生同样的时序预测，物理路径应从理论

核心降为关系语法。尤其是“能垒”“吸引子”等词若不能对应启动潜伏期、环境迁移或
支持撤除效应，就没有经验增量。

（四）强化学习与模型自由控制
强化学习区分基于结果模型的规划与由缓存价值支持的模型自由选择，Daw等人的序

列决策研究展示两套控制的竞争[58-60]。回避缓解也可被理解为负强化。本章的剩余不在
“结果会更新行为”，而在福利审查、身份回写和三种首因的跨轮次转换。
若模型自由价值、状态表征和预测误差已经解释 V、H、A及其转移，另立循环没有

必要。反过来，本章要求强化学习解释不能直接把奖励等同福利：一个行为即使因即时缓
解获得高价值，也可能压缩行动者有理由珍视的长期能力。

（五）主动推断与自由能原则
主动推断用生成模型、预测误差与精度调节解释知觉和行动[41,61]。它与内感受预测

高度接近，也可描述行动者如何通过改变世界来实现预期感觉。必须特别说明，变分自由
能是概率模型中的信息量上界，不等于热力学自由能；本章不能借同名概念偷偷统一心理
与物理[61]。
若主动推断模型能够在不追加本章构件的情况下预测经济参照、环境滞后、缓解强化

与身份封口，旧我循环应承认被吸收。目前其有限增量主要是规范层：哪些先验值得维持、
何种行动扩展真实能力，不由预测误差最小化本身决定。

（六）习得性无助与可控性
习得性无助研究最初把不可控厌恶事件后的逃避失败解释为学习到反应与结果无关；

后续神经科学修正则强调被动与防御可能更接近默认反应，可控性是需要学习的[55]。这
与舒适区的“被制造”主张相近，特别能解释反复失败为何收缩未来尝试。
差异在对象范围。旧我循环包括没有先行严重不可控事件的默认黏性、熟练通道和身

份闭合，也要求把真实结构约束与内部无助区分。若可控性学习一项就解释全部跨轮次现
象，则三机制模型过度复杂；若不同首因对匹配干预呈差异反应，循环才有独立价值。

（七）身份动机与自我调节
自我差异、可能自我和身份动机理论已经说明身份如何选择目标、赋予困难意义并组

织行动[63-66]。本章不能把“自我会塑造行为”包装为创新。其剩余命题是身份封口具有
可观察的生成时序：重复回避和即时缓解先发生，稳定本体语言随后增加，并回写下一轮
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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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身份操纵在没有任何行为史变化时即可产生全部效应，I应被视为首因而非回写；
若身份语言变化不预测未来行为，它可能只是叙述。理论必须允许这两种失败。
表 6　旧我再生产循环与七类近邻理论的吸收检验
近邻理论 已有解释力 本章的严格剩余 被吸收的条件

现状偏差／参照依赖 默认、损失与现状黏性 非经济首因和跨层回写 控制V后H／A／I无独
立预测

习惯理论 稳定线索下的自动反应 规范筛选与三发起转换 习惯强度解释全部近端与
迁移效应

路径依赖 递增收益、切换成本与锁
定

动态稳定和个体内威胁时
序

社会路径模型无剩余地预
测阈值与撤除

强化学习 缓存价值、预测误差与负
强化

福利不等于奖励；身份和
结构门槛

状态价值模型解释所有变
量及转移

主动推断 生成模型、精度与行动 规范价值和能力边界 无需新增构件即可预测匹
配效应

习得性无助 不可控经验后的被动与控
制学习

无严重不可控史的默认、
通道与身份

可控性单因解释全部循环

身份动机 身份组织目标和困难解释 结果→归因→封口→下一
轮动力的时序

身份始终先于行为或不回
写

十四、身份封口的最近祖宗：自我验证
本章第十三节已与现状偏差、习惯理论、路径依赖、强化学习、主动推断、习得性无

助六家做了吸收检验。但本章五个状态变量中最不寻常的那一个——身份封口 I——的最近
祖宗不在这六家之内，本章正文一次未提。
（一）它说了什么
斯旺在一九八〇年代前后建立自我验证理论。其出发点是：人形成自我观念，是为了

能够预测他人的反应并知道如何行动；由于自我观念承担这一功能，人便投入于维持它。
关键在于，这一动机与「希望被正面评价」是两回事——当自我概念的确定度较高时，对
一致性的需要会压过对讨好性反馈的偏好，无论那个自我概念是正面还是负面的。维持的
手段有一整套：挑选能给出验证性评价的伙伴与环境、展示身份线索、系统地诱发确认性
反应、选择性地注意与记忆、把不一致的反馈解释为影响较小。其中一条与本章尤其贴近：
当人察觉自己的表现正在引出与自我观念不符的反馈时，会停止手上的任务。

必须承认：本章第八节第三小节所说的「舒适化回写」的第四步——把即时缓解归因
为「留下正确」而非「撤退结束了冲突」——正是选择性解释这一手段；本章第八节第四
小节的「行动谱收缩」，与「停止会引出非验证性反馈的任务」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记法，
而后者有四十年的实验证据。「旧我再生产循环」不能把「身份会自我维持」当成新命题。
（二）分离线
分离线有两条。
第一，方向。自我验证理论以自我概念为起点，解释人如何塑造环境与反馈去符合它；

本章以一次不行动为起点，解释这次不行动如何回写出身份，而身份随后收缩行动谱。二
者在时间次序上给出可分辨的预测：判决性对照——在自我概念尚未形成明确内容的领域
（例如一个人从未尝试过的活动类型），本章预测一次退缩就足以启动封口，且封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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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该次退缩事后生成；按自我验证理论，无既有自我观念处便无验证动机，因而不应出现
该效应。这条可以在密集时序数据上直接判定，是本章唯一硬的独立预测。

第二，福利审查。自我验证是一个描述性动机模型，它不区分「一致性维持」与「能
力受损」；本章第八节开头写明外层 S 是结构边界而非心理变量，并要求把真实结构约束
与内部封口分开。若把结构约束项加入自我验证模型后，模型即可复现本章的全部跨轮次
预测且无剩余，本章应承认被吸收。

它反过来削弱了本章什么：自我验证理论有一条本章没有处理的推论——当人怀疑自
己被误解时，会加倍努力去引出确认性反应（补偿性自我验证）。按这一推论，一项旨在
告诉当事人「你不是那样的人」的干预，可能不是松动封口，而是激起更强的封口维持。
本章第十八节所设计的干预方向若不考虑这一效应，可能系统性地产生反效果。这是本章
实践建议的一处真实风险，应当写进第十八节而不是留在此处。
（三）两条应补的次近邻
其一，认知行为治疗的焦虑维持模型主张，安全行为使人无法获得反驳性证据，从而

维持恐惧信念——这是本章「回避取得控制、警报下降、下降被读成留下正确」这一链条
在临床上的成熟版本。本章已在别处提及安全行为，但未把这一模型作为竞争解释正式处
理。

其二，接纳与承诺疗法一系把「经验性回避」作为核心跨诊断过程，并已发展出可用
量表。若经验性回避量表分数能够单独预测本章的行动谱与撤除期结果，而本章的三发起
次序不提供增量，第八节的五变量结构即为多余。这条应写进第二十节的强证伪清单，作
为第八项。

十五、六类测量：怎样观察一个循环而不把它问出来
（一）行动谱宽度

行动谱宽度（Action-Repertoire Width，ARW）以一个具体、本人认可且可逆的
目标为单位，记录在给定时间和资源下真正可启动的不同路径，而不是受访者能够口头列
举的想法。每条路径须有首个动作、启动窗口、退出条件和可获得反馈；只有想象、没有
入口的选项不计入。ARW还应区分“同一路径的表面变体”与“能产生不同证据的实质
替代”。
支持循环的模式是：在 S稳定时，前一轮回避和缓解预测下一轮ARW下降；成功的

小规模变异则预测 ARW上升。若ARW只随时间资源变化而不受 V、H、A或 I影响，结
构解释优先。若干预提高列举数量却不提高启动率，得到的只是语言流畅性。

（二）发起次序概率
发起次序概率（Initiator-Sequence Probability，ISP）不是要求参与者判断“我属

于哪一型”，而用事件触发记录估计 V、H、A谁先越过个体基线。V由预期得失、切换
成本和机会考虑集测量；H由情境线索、启动潜伏期和动作自动性测量；A由主观唤醒、
威胁注意、内感受和可选择的生理指标测量。任何生理信号都不能单独命名情绪。

时间分辨率必须匹配事件。对几分钟内发生的公开表达机会，需要秒至分钟级记录；
对职业学习等慢过程，可用每日事件日志。ISP 报告后验概率和不确定度，不强行把每轮
归入唯一类别。若三种顺序在足够密集数据中不可分，发起权理论即受到直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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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撤—缓解指数
回撤—缓解指数（Retreat-Relief Index，RRI）比较行动前预警、作出回避决定后

的即时下降、数小时后的后悔或恢复，以及下一次相似线索的预警提前。高 RRI要求缓解
紧随回避而非风险客观消失，并能预测后续回避。只有“感到好一点”不足以说明负强化，
因为问题可能确实被解决。

研究应加入现实危险校准：若撤退停止了真实伤害，缓解是合理安全反馈，不应被病
理化。只有在风险低且可逆、威胁结果未经行动检验的条件下，RRI 才进入旧我循环判断。

（四）通道滞后指数
通道滞后指数（Channel-Hysteresis Index，CHI）观察在相同目标下，环境支持

增加与撤除所需的不同阈值。指标包括旧线索恢复后的复发率、认知负荷下替代行为的启
动损失、环境迁移后的保持和撤除提示后的衰减曲线。若新行为只在支架存在时发生，
CHI高；若支架撤除后仍能跨情境启动，说明新通道获得独立性。
CHI借用了滞后的关系形式，却不是热力学量。它的效度来自行为历史与环境操纵，

而非用“能量”问卷测量。任何研究若把主观费力直接称为能垒，都会混淆物理概念和心
理构念。

（五）身份封口指数
身份封口指数（Identity-Closure Index，ICI）编码自我叙述中本体化、永久化和排

他化的程度，例如“我从来就不是这种人”“这不是我的路”“我只能如此”；同时记录
条件性语言、反例可进入性和未来自我具体度。高 ICI 不是负面自评多，而是历史行为被
用来取消尚未发生的反例。
严格的回写预测要求：若行动史先变化，ICI随后变化，并进一步预测 V、H或 A，

身份封口得到支持。若语言变化只是研究要求下的措辞调整，不在延迟任务和真实选择中
保持，指标无效。

（六）能力边界审查
能力边界审查（Capability-Boundary Review，CBR）记录资金、时间、身体、照

护、权利、信息、歧视风险和退出安全，不把它们加总为一个个人分数。Sen 的能力视角
要求关心人能够做什么和成为什么，而不只观察资源或主观满意[9-11]。CBR既是伦理门
槛，也是因果控制：若 S 改变足以解释行为，内部回路不得抢占解释。
六类测量不能合成单一“舒适区指数”。ARW、ISP、RRI、CHI、ICI 与 CBR分别

对应行动、时序、强化、过程、身份与结构；平均分会允许高身份封口被宽资源补偿，或
允许强回撤缓解被一次冒险抵销。研究应报告机制剖面和失败位置。
表 7　六类测量的本体、证据与伪支持

指标 测量本体 支持模式 伪支持／无效替代

ARW 行动谱宽度 可启动、可逆、可反馈的
实质路径

回避后收缩，成功变异后
扩展

只会口头列举更多想法

ISP 发起次序概率 V／H／A越过个体基线
的时序

事件内顺序可区分且跨轮
次转移

一次问卷的人格分型

RRI 回撤—缓解 回避后的即时下降及后续
复发

缓解先于理由固化并预测
下一轮

真实危险被解除后的合理
缓解

CHI 通道滞后 支持增加与撤除的非对称
阈值

旧线索恢复或支架撤除后
复发

把主观费力命名为能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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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测量本体 支持模式 伪支持／无效替代

ICI 身份封口 历史被永久化并排除未来
反例

行为史先变，身份随后回
写动力

负面词多或短期社会赞许

CBR 能力边界 资源、权利、照护、身体
与退出安全

结构变化解释行动谱边界 把多维条件平均为个人分
数

十六、轮次预测：理论必须在时间上冒险
（一）经济发起的反向预测
若 V是首因，改变可逆性、时间框架或对称成本呈现应在 A明显变化之前扩大

ARW；环境线索重排和短时情绪调节的独立效应较弱。未行动者会首先报告放弃现状的
价格，而不是不明缘由的警报。支持撤除后，只要新的参照已形成，行为可部分保持。

反向预测同样重要：经济发起不必伴随强烈恐惧，不必在旧环境中自动发生，也不预
测所有损失厌恶者都回避。若成本补贴后行为不变、V下降但 ARW不升，经济机制没有
取得行为控制权。

（二）通道发起的反向预测
若H先动，行为会对情境线索、时间压力和负荷敏感，对抽象态度变化相对迟钝。将

替代动作提前放入旧线索出现的位置，应比重新解释得失更快改变启动；但撤除环境支架
时容易复发。主观理由可能在行为之后向既有动作靠拢。
通道发起不预测高焦虑，也不预测行动者价值观保守。相反，一个强烈支持改变的人

仍可能在旧情境中自动重复。若行为在新旧环境中同样发生，且随成本或警报而非线索改
变，H不应被用作万能解释。

（三）情感发起的反向预测
若A先动，生理和主观预警、威胁注意或迫近感应早于精细成本理由；回避后 RRI 较

高，且下一轮预警提前。分级接近和期待违背即使不改变经济报酬，也应扩大 ARW；单
纯奖金可能提高“应该做”的表达，却因同时增加绩效压力而无效。
情感发起不等于主观恐惧评分高。防御反应与感觉状态可能分离[37]，参与者也可能

带着恐惧行动。若预警从不领先行动收缩，或撤退缓解不预测复发，A只能作为伴随结果。

（四）身份回写的延迟预测
I 的核心预测具有延迟性。一次行为通常不足以改变身份；相似结果在不同情境中重

复后，本体化语言才上升。身份封口随后使同类行动被编码为更高损失、更陌生通道或更
大威胁。成功变异若被归因为偶然、外部帮助或“这不算真正的我”，则不会降低 I。

因此，干预必须测量归因。若成功行动发生却不进入自传叙事，行为改变可能无法迁
移；若身份语言在没有结果证据时快速改变，则可能是社会赞许。只有“结果—归因—身
份—下一轮动力”的顺序得到支持，身份才是循环中的回写装置。

十七、经验方案：十二周微随机匹配研究
（一）样本、目标与伦理筛选

建议招募 360 名成年人，每人选择一个在未来三个月内希望推进、可逆且低至中等风
险的真实边界行动，例如恢复规律活动、持续学习并提交作品、在安全关系中表达需求或
进行低风险职业探索。目标须由参与者本人提出并在两次相隔一周的访谈中保持认可。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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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暴力关系、急性精神危机、重大医疗决策、不可逆财务风险或组织强制的个案不进入实
验，而转介相应资源。

样本量不应凭惯例确定。正式研究需依据预试中的事件数、组内相关、可用决策点比
例和最小近端效应做仿真功效分析。360只是一个可实施起点。所有机制、排除、主分析、
缺失处理和停止规则预注册；参与者保留暂停、删除尚未汇总数据和退出干预的权利。

（二）三阶段时间结构
第一阶段为两周基线。采用生态瞬时评估，每日五次随机提示加行动机会触发记录，

收集 V、H、A、ARW、情境、行为与即时缓解。EMA能减少回顾偏差并捕捉自然情境
中的微过程[67]。自愿参与者可使用心率或皮电，但这些信号只作唤醒辅助，不推断具体
情绪。

第二阶段为八周微随机试验。每当系统识别到一个安全且可行动的决策点，参与者按
可用性随机获得经济匹配、通道匹配、情感匹配、一般鼓励或无提示五种条件之一。微随
机试验允许估计干预构件在不同时间与状态下的近端因果效应[68]。随机概率需限制负担，
夜间、驾驶、工作禁用时段和参与者设定的私人情境不触发。

第三阶段为两周支架撤除。停止主动提示，继续低频记录，检验 CHI、跨情境保持和
身份回写。若只看干预期，任何外部督促都可能被误认成结构改变。撤除后的保持、合理
回落与反弹必须分开。

（三）五种随机条件
经济匹配条件提供对称得失表、将行动缩小为可撤回试验、明确退出成本上限，并让

不行动的机会成本进入同一时间窗口。它不灌输“改变更好”，只校正选择架构。通道匹
配条件让参与者预置首个动作、改变旧线索、降低替代入口摩擦并建立实施意向。情感匹
配条件使用短时定向、允许感受存在、分级接近和预先写明的期待违背观察，不追求立即
消除焦虑。

一般鼓励条件提供等长度的积极支持，但不触碰特定机制；无提示条件估计自然变化。
三种匹配条件在字数、接触时间和界面显著性上尽量等同，避免把注意量误作机制效果。
任何条件都不奖励冒险，也不以完成率评价个人价值。

（四）主要假设
H1，个体内事件存在可区分的经济、通道与情感发起次序，且发起权会跨轮次转移。

H2，匹配干预对下一小时内首个可逆动作的效应大于不匹配干预，并由相应机制变量先变
化所中介。H3，情感发起事件中的 RRI 预测下一次相似线索下 A提前。H4，通道发起事
件在支架撤除和旧线索恢复后表现出更高 CHI。H5，重复回避通过归因性身份封口预测
下一轮V、H与 A，而非仅与它们同期相关。H6，CBR中的结构资源变化会调节全部效
应，并在低能力条件下使“不行动”更可能是理性结果。
匹配效应是理论最具区分力的检验。若三类干预效果相同，说明无需辨识发起权；若

一般鼓励同样有效，复杂机制没有增量；若所有干预仅在提示存在时有效，理论最多解释
近端推动，不能声称旧我循环改变。

（五）分析策略
首先用个体内时间序列估计 V、H、A的滞后关系，报告方向概率与不确定度。多层

向量自回归可以描述群体与个体动态[71]，但观察性滞后不能单独证明因果。其次利用每
个可用决策点的随机分配估计近端效应和状态调节；再以支架撤除期检验保持和滞后。对
不同时长的事件，采用预设窗口和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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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八周内需依据早期反应调整干预序列，可使用 SMART或多阶段优化框架设计后续
确认试验[69-70]，但首项研究不应边看结果边任意修改分类器。缺失不是普通噪声：高威
胁时不回应本身可能与A相关，必须报告可用性、非响应时点和选择性退出。

（六）负结果与异质性报告
研究不应只报告平均完成率。至少呈现每类发起事件的近端效应、跨人异质性、支架

撤除曲线、真实风险事件、目标放弃的理由和 CBR变化。参与者经审议后决定不再追求
原目标，可以是理性目标修订，而非失败。
Webb 与 Sheeran 的元分析显示，改变意向对行为的影响有限[62]。因此，若干预只

提升意向、自我效能或主观开放而没有增加安全可逆行动，不能算支持。理论预测的是行
动谱与回写关系改变，不是积极感受普遍上升。

十八、机制对应的实践：切断回写，而非鼓励冒险
（一）经济发起：撤回现状的自动优先权

对经济发起，第一步不是强调收益，而是让现状与改变接受对称审查。把改变缩小为
可撤回版本，公开最大损失、恢复路径和不行动的延迟成本；把身份、地位和关系损失列
入账本，不把它们贬为借口。目标是撤回现状作为参照点的自动优先权，而不是诱导选择
改变。

经济干预的停止条件是信息充分后仍选择留下，或新信息显示风险超出承受。若设计
者通过选择性呈现把人推向预定答案，即使完成率提高也构成福利失败。行为福利分析必
须保留自主和异议，而非把“非理性”变成家长主义许可证。

（二）通道发起：让新行动在旧环境中有入口
对通道发起，目标应缩小到一个可观察的首动作，并放在旧线索取得控制前。预置材

料、调整空间、设定时间锚点、减少协调步骤、让替代动作在疲劳和负荷下仍可启动。一
次大型决心不如多次低摩擦进入，因为新通道需要在真实环境中积累执行历史。
环境重组不能永久替代主体。支架应有撤除计划：先在单一情境中稳定，再改变时间、

地点和社会线索，最后逐渐减少提示。若行为随提示消失，不应归咎意志，而应承认通道
尚未迁移。

（三）情感发起：让警报接受现实反馈
对情感发起，不以“别怕”否定感受，也不把当场平静当作唯一成功。将行动分级到

可承受范围，事先写明预测的威胁结果与停止条件，在不依赖过度安全行为的前提下取得
期待违背证据；练习跨情境提取新学习[52-54]。临床水平的回避应由合格专业人员处理。
情感干预的目标是让警报与现实重新建立可修订关系。一个人可以在 A仍高时完成安

全动作；若事后发现真实风险，理论也必须允许警报被确认。生成性解释不是要求身体服
从目标，而是让身体预测获得足够真实、非强迫的反馈。

（四）身份回写：把成功写进自传，但不制造新人设
新的行动若被解释为偶然或外力，便难以改变 I。每轮后应记录“我在什么条件下完

成了什么”“哪些能力由关系和环境共同支持”“这项证据修改了哪一句自我判断”。条
件性叙述比宏大宣言更可靠，因为它既保存限制，也允许未来扩展。

不宜用“从今天起我就是自律的人”替换“我天生不行”。两者都把过程实体化为身
份。更准确的是：在若干条件中，一种以前不能启动的行动已经发生；接下来要检验它能
否迁移、能否承受失败以及是否仍符合本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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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错误匹配的可预见反噬
对经济发起只做情绪安抚，会使真实成本无人处理；对通道发起反复讲道理，会增加

羞耻而不改变入口；对情感发起加奖金和压力，可能放大绩效威胁；对结构受限者做任何
内部干预，都会把制度责任个人化。匹配不是提高技术复杂度，而是避免错误解释本身成
为循环的新一轮输入。

实践必须按照“结构与安全—目标自主—发起识别—最小可逆行动—结果回写—支架
撤除”的顺序。前两项是非补偿门槛，不能由高完成率抵销；其余步骤才允许根据机制调
整。
表 8　实践决策的非补偿顺序与机制匹配
层级 判断／操作 通过条件 首选工具 停止或转向

否决 1 结构与安全审查 有最低资源、权
利、知情与可逆退
出

CBR、风险与权力
审查

不足则先补结构／
保护

否决2 目标自主 本人跨时认可且可
撤回

两时点目标访谈 外部强加则停止

识别 本轮发起权 V／H／A时序有区
分度

EMA、事件日志、
启动潜伏期

不可分则不用匹配
理论

经济匹配 撤回现状自动优先 V先动且可逆化扩
大ARW

对称账本、退出上
限

信息充分后理性留
下

通道匹配 建立替代入口 H先动且线索重排
改变启动

预置首动作、迁
移、撤架

环境操作无效则改
因

情感匹配 让警报接受反馈 A先动且期待违背
扩大ARW

分级接近、跨情境
安全学习

现实风险或临床转
介

回写 结果进入下一轮与
身份

归因条件化、支架
撤除后部分保持

反馈记录、反例进
入、复核

只靠提示或形成新
人设

十九、伦理边界：谁有权要求谁突破
（一）突破命令中的权力不对称
教师、管理者、伴侣和平台常以“成长”为理由要求他人承受风险，而收益和损失并

不对称。员工突破舒适区可能为组织增加绩效，却由本人承担失业、羞辱或照护冲突；学
生公开表达可能符合课程目标，却未必有安全的错误权。因而，行动目标必须由受影响者
共同界定，风险、退出和数据使用必须透明。

自主并非孤立选择。自我决定理论区分自主、胜任与关系需要，外在控制即使短期提
高行为，也可能损害内化和持续[72]。本章的干预只能扩大本人有理由珍视的能力，不能
把服从组织目标当作“新我发生”。

（二）不能把不平等叫作舒适
结构限制常以看似自愿的稳定呈现。资源稀缺会改变注意和决策[73-74]，社会地位与

健康存在系统梯度[75]。如果一个人没有照护支持、无安全退出或承担歧视风险，所谓
“现状偏好”可能只是高代价环境的合理反应。CBR在任何心理解释之前具有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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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约束能力话语。扩大可能性不等于迫使每个人最大化职业流动、收入或可见成就。
照料、地方依恋、宗教承诺和长期手艺都可能构成有理由珍视的稳定。理论只反对已经形
成的状态未经审查地取消未来，不反对人自由地选择延续。

（三）可逆性、最小风险与停止规则
所有突破性试验都应优先可逆。不可逆后果越大，证据标准、冷静期和独立审查越严

格。停止规则至少包括现实危险上升、参与者撤回目标、身体负荷持续超标、关系报复出
现、数据提示结构条件恶化，以及干预者与参与者利益冲突无法处理。
失败记录不得转化为人格档案。研究和组织实践应最小化数据，禁止用情绪、生理或

身份语言对个人做晋升、保险和纪律决定。理论若扩大了监控能力却没有扩大行动者的退
出权，本身就在制造新的旧我边界。

二十、证伪与竞争解释：什么会使旧我循环失败
（一）七项强证伪

第一，密集时序不能稳定区分 V、H、A的先后，三种发起分类接近随机。第二，在
等时长、等注意和等可逆性下，匹配干预不优于不匹配、一般鼓励或无提示。第三，回避
后的RRI 不预测下一轮预警、行动谱或回避。第四，环境切换与支架撤除不产生通道特异
的滞后。第五，身份封口始终先于行为历史，或不回写后续 V、H、A。第六，加入 CBR
后，内部变量的预测全部消失。第七，任一近邻理论用更少构件预测同样的近端、迁移和
撤除结果。

第一、第二和第七项足以否定独立理论主张；第三至第五项分别删除局部机制；第六
项要求把主要解释转回结构。理论不能以“人太复杂”回避这些失败，也不能在结果出现
后任意改写谁是首因。

（二）九类竞争解释
观察到的改变可能来自信息总量、研究注意、社会赞许、新奇效应、金钱补偿、目标

自然成熟、季节变化、共同事件或选择性退出。生理指标还可能受咖啡因、睡眠和运动影
响；启动潜伏期可能受设备操作影响；身份语言可能是写作风格。实验需预注册竞争变量，
并用等接触条件、客观日志和敏感性分析排除。

另一类竞争解释来自目标本身。参与者可能在研究中发现原目标不值得，行动下降因
此是更好判断；也可能因为练习提高能力而无需高唤醒。本章必须允许目标修订和机制消
失成为成功结果，否则“持续突破”会变成不可证伪的意识形态。

（三）非支持结果
主观勇气、自我效能、满意度或新奇行为上升，都不是充分支持。一般风险偏好上升

甚至是反向结果。完成一次挑战、在教练陪伴下行动、获得奖金后短期增加行为，也不能
证明旧我循环被切断。支持必须表现为机制次序可区分、匹配效应存在、回写方向改变，
并在支架撤除和情境迁移后至少部分保持。

同样，生理唤醒下降不必是好结果。若行动者学会在存在适度预警时仍进行安全行动，
ARW扩大而 A未明显下降，可能是更成熟的改变。理论关注警报是否垄断行动，不追求
无感受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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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身证伪：生成性解释也可能固化
“旧我再生产循环”最容易被标签化为一件现成之物：一看到稳定便宣布循环，一看

到拒绝便说当事人被旧我控制，一看到反证便解释为防御。这种使用方式取消了目标自主、
结构边界、发起次序和强证伪，正好重演本章所批判的垄断。

因此，框架只拥有暂定解释权。若现实材料要求增加新机制、删除物理路径或承认某
些稳定无法被三家解释，理论必须重构。生成性解释的反身标准不是永远变化，而是任何
已形成概念都不能免于对象、后果与受影响者的回写。

二十一、结论：人不是进入舒适区，而是在循环中被制造为旧我
（一）从空间隐喻到发生机制

本章把舒适区从一个等待跨越的地方，重写为跨轮次的关系配置。留下之所以反复显
得合理，不必假定一个懒惰或怯懦的固定主体：现状参照可以把改变编码为损失，熟练通
道可以在选择前取得执行权，不确定威胁可以先缩小注意和行动准备；回避后的节省与缓
解又把这三种结果写回下一轮。重复到一定程度，历史行为被误认为身份本质。
福利经济学、非平衡热力学与情感科学提供的不是三个可以相加的原因。福利路径判

断选择和福利为何分离，过程路径描述动态稳定、扰动吸收与滞后，情感路径解释威胁、
缓解和安全学习。经济合理不等于过程可持续，过程稳定不等于规范正确，身体安全感也
不等于现实安全。它们真正相遇的地方，是稳定都由反馈维持，而非预先完成。

（二）旧我循环的理论增量
“旧我再生产循环”的增量取决于三点。第一，它必须在同一人内区分经济、通道和

情感三种发起次序，并允许发起权跨轮次转移。第二，它必须证明退缩不仅重复行为，还
回写参照、通道、警报与身份，进而收缩行动谱。第三，它必须在能力边界审查后，以匹
配干预、支架撤除和近邻吸收检验显示独立预测。任何一点失败，概念都应被简化或放弃。

这一理论也改写了“勇气”。勇气不是主体内部早已存在、等待调用的资源；当现实
风险被区分、行动变得可逆、旧通道失去自动优先、身体警报获得新反馈，某种此前不能
发生的行动才逐渐取得位置。勇于突破不是证明自己不怕，而是使恐惧、价值与历史路径
都不能单独垄断下一步。

（三）最终判断
所以，舒适区不是人待在其中的固定区域，而是一套持续生成旧我的稳定循环。它把

不行动显露为经济，把重复显露为自然，把撤退显露为安全，再把三者共同压缩成“我本
来就是这样”。真正的突破不以摧毁稳定为目标，也不把未知神圣化；它先判断什么应当
保留、什么只是恢复、什么受到结构压迫，随后识别本轮是谁先取得发起权。

突破发生在回写方向改变之时：新的行动不再被旧解释吞并，身体预警能够接受结果，
替代通道能够跨情境启动，身份不再用过去取消未来。人并不是从一个地方走出去，而是
在新的关系、反馈与承担中，不再让已经发生的自己垄断尚未发生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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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系统还在成功，未来已经被签掉
系统仍在成功时，未来已经可以先消失。不让今日的成功取得对未来的最
终署名权。
新对象：未发生者责任　·　三门入口：政治哲学 × 断裂力学 × 叙事心理学
本章提要　“为什么必须突破”通常以失败为起点：旧认知解释不了反例，旧生活无

法继续，旧制度失去效率，旧信仰不再提供意义。只要一个系统仍然稳定、有效、合规并
得到多数成员认可，维持它便被视为审慎；突破至多是一种个人偏好，而非公共责任。本
章指出，这一判断遗漏了一类更危险的情形：一个系统可以在继续兑现当前功能的同时，
不可逆地缩减尚未出生者、未来自我以及尚未形成的关系主体创生、试验、异议和改写重
要生活路径的能力。此时，公开失败尚未发生，未来却已经被预先分配。

为解释这一现象，本章选择三个彼此不包含的学科位置。政治哲学研究不同时代主体
之间的正义：罗尔斯的正义储蓄、巴里的机会论、帕菲特的非同一性问题和约纳斯的责任
伦理共同说明，未来者尚不能表达偏好，并不使当代选择退出正义审查；但规范理论不能
预先替未来人决定何种生活最好。断裂力学研究裂纹在载荷谱中的发生与扩展：结构可以
仍在承载、名义应力仍低于屈服线，而疲劳裂纹已稳定增长、剩余寿命已急剧下降；但物
理损伤不能直接推出社会义务。叙事心理学研究自传故事怎样组织主体：连贯的身份叙事
既能提供统一与能动性，也可能产生叙事封闭，使人确信过去不能重释、未来不会再出现
足以改写人生的新承诺和新经验；但心理开放也不能取代资源、权利与制度入口。

三者的冲突推翻两个共有前提：突破无需等到旧系统失败；未来也不是一份由现在列
好、只待保存的选项目录。本章据此提出“未发生者责任”：现时行动者在享用既有秩序
收益并拥有决定权时，对尚未出生、尚未形成稳定偏好或尚未取得可见位置的后来主体负
有最低的消极—程序义务——不得以当前效率、稳定、合规或叙事连贯为充分理由，在缺
乏必要性证明、较低封闭替代比较和可追索程序的情况下，不可逆地耗尽后来主体创生、
试验、异议与改写重要生活路径的现实能力。这一责任不是预测未来偏好，不是无限保存
每个现有选项，也不是禁止一切不可逆承诺；它保护的是未来作者资格，而非今日菜单。

为使概念可裁决，本章提出非补偿性的“改写余量”编码：现实进入、低损试验、证
据回写、绑定修订／退出四门分别按 0—2编码，改写余量取四者最小值。当前绩效仍高于
场域预设线、重要路径的改写余量已降为零且恢复成本越过不可逆阈值时，构成“提前取
消”。本章进一步在读取结果前预注册并实跑 Constitute Project 公共数据。187 部现行
非草案英文宪法中，75部明确出现 future generation、posterity或 generations to 
come。未来称谓组的年度修订率中位数虽为其他组的 1.279倍，但十万次置换检验不显
著（p=0.321）；其明文不可修正条款比例反而高 10.5个百分点。该不利结果迫使本章删
除“称谓未来即可代理未来责任”的强命题：替未来说话与给未来留下改写权是两个不同
事件。文章最后以气候预算、疲劳结构、晚年叙事、碳锁定、教育分流、家庭身份与信仰
传承进行跨场景回填，给出反向约束、强证伪和三年期书面预测。本章的最终判断是：稳
定的正当性不由它已经成功多久证明，而由它在成功时是否仍给后来者保留推翻、重写并
生成我们尚不能命名之可能的现实能力证明。
关键词　突破；未发生者责任；代际正义；断裂力学；叙事心理学；未来作者资格；

改写余量
Breaking Through for Those Yet to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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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Political  Philosophy,  Fracture Mechanics,  and Narrative Psychology 
Reveal the Ultimate Cost of Non-Breakthrough

一、问题的提出：系统仍在成功时，未来怎样先消失
关于突破的常见论证有一个清楚的时间顺序：先出现失败，后产生不满，再寻找替代，

最后承担改变的风险。教育改革等待成绩恶化，组织改革等待绩效下滑，个人改变等待症
状或危机，制度改革等待丑闻与冲突。这个顺序看似尊重证据，因为它避免把变化本身神
圣化；它也看似保护稳定，因为任何已经有效的安排都不必不断证明自己。但它暗中把
“当前功能”当成了唯一损益表。只要旧系统仍按现有指标交付，它对未来做了什么便不
进入判断。

三个例子可以显示问题。第一，一个国家可以持续完成能源供应、工业增长和财政收
入目标，同时把有限碳预算的大部分留给当代消费，使后来者只能以更急、更窄、更强制
的方式减排。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2021年气候裁判据此把基本权利称为跨时间的自由保障，
指出一代人不能大量消耗二氧化碳预算、只承担较轻减排努力，却把剧烈限制留给随后世
代[6]。法律当下仍有效，取消未来自由的作用却已在发生。

第二，一块结构件可以一次又一次完成承载任务，外观、位移和名义应力均未越过失
效标准，而裂纹已在循环载荷中增长。工程判断不会因为“昨天没有断”便把今天视为与
新件等同。损伤容限关心的是缺陷存在时剩余强度还有多少、裂纹以何种速率增长、下一
次检查必须发生在何时[10-12]。当前成功与未来能力不是同一变量。

第三，一个人的生活故事可以非常连贯。他能够说明自己“向来是什么样的人”、为
何选择现在的职业、关系与信仰，也能获得周围人的认可。正是这种连贯，有时使反例失
去进入故事的资格：新的愿望被解释为一时冲动，旧承诺被解释为唯一真实自我，未来只
被允许成为过去的延长。叙事封闭并不一定伴随精神危机，它首先表现为“没有新的解释、
承诺或经验能够实质改变我的人生故事”这一确信[15-16]。

三例中的系统都可能尚未失败：气候法仍在执行，结构仍在承载，人生仍有秩序。消
失的不是当前功能，而是后来行动者能够以不同方式进入世界的余量。由此，本章的问题
不是“失败以后怎样改变”，而是：当现行安排仍达到当前绩效线时，哪一项后来者的进
入、试验、异议或改写能力已经降为零，这一变化由什么事件留下记录？这条检索句没有
预先说“应当突破”，也没有把任何不满认定为伤害。它要求先找到现行成功与未来缩容
分离的事实，再讨论规范结论。

本章把“未发生者”作为分析称谓，而不是一种整齐同质的人群。它至少指向三类位
置：尚未出生、无法参与今日决定的未来世代；已经存在但尚未形成后续偏好和身份的未
来自我；以及尚未被制度、语言或关系承认为主体的新角色、新共同体和新生活形式。三
者的时间跨度、法律地位和道德关系并不相同，不能以同一套权利话语直接覆盖。它们只
共享一个结构：当下不能完整代表它们，当下行动却能提前取消它们成为作者的条件。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从“未来受益”转向“未来能否改写”
本章不试图证明变化天然优于稳定。稳定可以保存信任、技能、照护关系和公共预期；

不可逆承诺也可能是育儿、基础设施、学术训练与共同生活成立的条件。真正要研究的是
一种较窄的事件：当前安排仍完成其明示功能，而一项重要生活路径的现实入口、试验机
会、证据回写或后续修订已经不可恢复地消失。若找不到“功能仍在”与“作者能力已
失”的同时性，本章便退回一般的失败、压迫或资源短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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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采取四步。第一，分别重建政治哲学、断裂力学和叙事心理学的独立因果位置，
明确各自能说明什么、不能说明什么。第二，让三者围绕“突破的第一触发”互相冲突，
而不是把规范、过程与主体性并列成三个影响因素。第三，主动检索与中心想法最接近的
旧理论——代际正义、非同一性、期权价值、不可逆效应、预防原则、路径依赖、碳锁定、
叙事封闭及本专著前文——寻找“这早已被说过”的最强版本。第四，预先固定公共数据
的样本、指标、阈值和失败处理，再读取结果；不利结果必须删改理论，而不能被解释成
“现实太复杂”。
跨学科转译受三条禁令约束。其一，不把应力、裂纹或剩余寿命当作社会变量的字面

同义词。断裂力学只提供一个可检验的时间结构：可见功能与剩余能力能够分离，累积历
史会改变下一步，检修必须先于灾难。其二，不从心理真实性推出正当性。一个人真诚感
到人生已结束，不证明制度造成不义；反之，一个人主观乐观，也不证明现实入口仍在。
其三，不从未来人数、总福利或预测价值直接压倒当代权利。未来的规模不能成为当前权
力不受约束的乘数。

本章采用规范命题、机制命题与经验命题分层。规范命题回答何种取消需要理由；机
制命题回答取消如何在功能尚存时发生；经验命题回答什么观察会支持、限缩或推翻机制。
三层若互相代替，便会产生三种错误：把工程事实包装成道德命令，把道德关切包装成心
理因果，或把一组相关统计包装成未来人的同意。

三、三门学科为何彼此不包含
政治哲学、断裂力学与叙事心理学并非从同一大领域切出的相邻分支。它们的对象、

证据、尺度和失败标准均不同。
表 1　三门学科的独立对象、证据与裁决边界
学科位置 直接对象 主要证据与方法 解释成功标准 无权独自裁决

政治哲学（规范） 跨时代的自由、机
会、负担与制度责
任

规范论证、思想实
验、反例、制度原
则、裁判理由

义务可公开辩护，
权利与负担分配不
靠效率偷渡

裂纹如何扩展；主
体实际上如何形成
自我

断裂力学（过程） 缺陷、载荷谱、应
力强度、裂纹速
率、剩余强度与寿
命

材料试验、数学模
型、无损检测、寿
命计算

能预测裂纹增长、
临界尺寸与检修区
间

何种社会安排正
当；谁具有道德地
位

叙事心理学（主
体）

自传记忆、人生故
事、能动性、连贯
性与可能自我

生命故事访谈、编
码、量表、纵向研
究

能解释故事与自我
如何相互维持或改
变

资源分配是否公
正；结构安全是否
达标

三者也不能以“都研究发展”而被重新合并。政治哲学中的“未来”是正义的时间范
围，断裂力学中的“未来”是载荷历史下的剩余寿命，叙事心理学中的“未来”是自我解
释与行动可能。政治哲学使用的理由不会改变材料常数；Paris 定律不识别权利主体；叙
事能动性编码不能告诉法院一项负担是否合宪。本章只允许它们在一个问题上相遇：当前
成功是否足以证明未来没有被取消。

这一独立性带来三个相反的起始机制。政治哲学说，首先发生的是负担与决定权跨时
代错配；断裂力学说，首先发生的是状态与载荷之间的局部驱动；叙事心理学说，首先发
生的是生活故事与社会听众共同生产了一个更窄的可能自我。三者若都被改写成“环境影
响人”，解释差异便被抹平，理论增量也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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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范动力：未来者尚未在场，正义为何已经开始
（一）罗尔斯：正义制度必须跨过代际边界
罗尔斯的正义储蓄原则把代际问题放进社会基本结构。原初状态中的各方不知道自己

属于哪一代，因此不能只为当前成员分配基本自由、机会和资源；每一代还须保存文明与
文化成果、维持已经建立的正义制度，并为后来者积累使正义制度可持续的物质条件[1]。
其贡献不是要求无限经济增长，而是拒绝把“互惠只发生在同时代人之间”当成正义边界。
后来者无法回报我们，并不自动消除义务。
但正义储蓄仍留下两个问题。其一，保存多少、保存什么由谁确定？若当代把自己的

制度形式当作正义本身，储蓄可能变成替未来冻结制度。其二，未来者不只需要接收资本，
也需要改变资本用途和制度含义的能力。一个资源丰富却不可修订的社会，未必比资源较
少但能公开纠错的社会更尊重后来者。

（二）巴里与机会：不能只看后来者最终拥有什么
巴里把代际公平与机会联系起来，强调一代不应以自己的消费和制度选择，使后代获

得的机会系统性劣于前代[2]。这一方向比“留下同样数量的物品”更强，因为自然资本、
技术、制度与知识可以部分替代，真正需要比较的是人们能够做什么。然而，机会语言仍
容易把未来想成当前偏好的复制者：我们列出教育、职业、财产、环境等选项，再计算留
下多少。

本章接受机会不能被当前效用吸收，却进一步提出：后来者最关键的机会之一，是改
变“什么算机会”的公共权力。如果当代保留了所有熟悉职业，却用基础设施、算法、资
格和文化叙事排除了尚未出现的生活形式，选项数量可以很大，未来作者资格仍为零。

（三）帕菲特：没有特定受害者，选择仍可能错误
非同一性问题使未来责任无法简单套用通常的损害比较。许多人口、环境与社会政策

会改变相遇、婚育和出生时点，因此不同政策下存在的并不是同一批未来个人。若一项高
排放政策导致生活较差、但仍值得过的人出生，这些人不能说“若采取低排放政策，我会
过得更好”，因为另一政策下他们很可能根本不会存在[3]。若伦理只允许“使某个同一的
人变得更坏”构成错误，长期政策便可能逃出审查。
非同一性问题不是未来责任的终结，而是对责任对象的校正。我们不能把未来者想成

已经站在门外、拥有一套固定偏好的人，也不能用替他们想象的满足感作为同意。责任必
须落在今日可控制的结构上：我们是否制造了一个后来任何人都更难拒绝、试验和改写的
世界。这个问题不要求知道谁会出生，却要求当代说明为何要耗尽他们的作者能力。

（四）约纳斯与技术时代：行动半径扩大，责任时间也扩大
约纳斯指出，现代技术使行动的空间、时间和累积后果超出传统伦理所面对的近距离

互动，伦理必须关心“真实人类生命的永久延续”[4]。他的贡献是把尚未出现的后果纳入
行动者责任，而不等受害者现身以后再补救。联合国 2024年《未来世代宣言》进一步把
未来世代界定为尚不存在、将继承今日遗产的世代，并要求在决策中系统考虑其利益[5]。
但“为人类延续负责”也可能变成危险授权。谁有权定义真实人性？哪些生活形式被

当成值得延续？如果未来只能由当前专家、国家或多数代言，关心未来可能扩大当前统治。
政治哲学自身因而产生一条内在限制：越无法知道未来人的具体偏好，越不能以替他们选
择为责任；责任应优先保护后来者形成与修订偏好的条件。
围绕未出生者权利、代际公平、气候责任、人类延续价值与国际法保管义务，既有研

究已经形成彼此竞争的完整谱系[34-41]。这意味着本章不能把“未来也应受道德考虑”当

217



作原创结论；需要回答的是，在无法替未来授权且当前秩序尚未失败时，何种当代权力应
先受到限制。

（五）规范动力的独特结论与限度
政治哲学给出的第一推动是：当代取得利益、决定路径和解释权，后来者却承担被预

先压缩的自由集合，这一不对称本身已使选择进入正义审查，无需等待系统失败。德国气
候裁判的关键正是“提前干预式效果”：今天允许的排放尚未把所有具体自由立即禁止，
却使未来为了守住温度目标而不得不承受更剧烈、更全面的限制[6]。
然而，规范理论不能说明未来能力怎样在一轮轮成功中耗损，也不能从原则直接测出

何时已经不可逆。为此，需要一个与道德地位无关、只研究状态如何在重复作用下改变的
过程学科。

五、过程动力：仍能承载，为什么不等于未来仍完整
（一）从“有没有断”转向“裂纹怎样长”

经典强度判断问载荷是否超过材料承载极限。断裂力学改变了问题单位：真实结构含
有缺陷，关键不是假定完美材料会否一次性屈服，而是裂纹尖端的局部场、裂纹长度和载
荷历史怎样共同决定扩展与失稳。Griffith以能量平衡解释脆性断裂，Irwin 用应力强度
因子把裂纹尖端场与临界断裂韧度联系起来[7-8]。于是，“没有断裂”只说明尚未越过瞬
时临界线，不说明裂纹没有增长。

公开技术手册给出一句足以推翻失败前提的话：在恒定循环应力范围下，稳定疲劳裂
纹增长可以发生在远低于材料屈服应力的水平[10]。这里的“稳定”不是安全，而是可按
某一速率持续扩展。Paris—Erdogan 经验律在中段常写为；其后 Forman等模型和系统
教材进一步处理接近断裂区的增长以及几何、载荷比等条件[9,28,33]：

da/dN=C(Δ K)ᵐ
其中，a 为裂纹长度，N 为载荷循环数，Δ K为应力强度因子范围，C,m由材料、环

境和试验条件确定[9]。裂纹增长使下一轮的 Δ K改变，后果回写原因。成功完成上一循环
并未复位结构，反而可能把结构推向更快增长区。

（二）损伤容限：工程不把“现在可用”当作充分理由
损伤容限并不要求结构永不含裂纹，也不把发现缺陷等同立即报废。它要求回答：假

定存在可检出或最不利初始缺陷，结构在规定载荷谱下还剩多少强度与寿命；检查方法以
多大概率发现裂纹；检查、维修或退役必须在何时发生。FAA关于运输类飞机的指导要求
用裂纹增长与剩余强度试验支持分析，并据此确定更换和检查程序 [12]。NASA的人载航
天硬件断裂控制标准同样要求以失效容限或受控危险阻止灾难性断裂[11]。
工程由此建立一个重要区分：功能状态回答此刻是否完成任务，剩余能力回答完成任

务后还保留多少未来载荷空间。二者可以相关，却不能互相代理。把昨日成功次数当作明
日安全证明，恰是疲劳结构最不能接受的推理。

（三）公开基准复算：95%的寿命已经用完，结构仍未瞬断
Wang的公开断裂力学基准设定一块中心裂纹板：初始裂纹总长 2a =10 mm₀ ，循环

拉 应 力 在 100—200  MPa 之 间 ， 断 裂 韧 度 KIC=60  MPa√m ， 裂 纹 增 长 率
为 da/dN=0.42×10 ¹¹(Δ K)^3 m⁻ ／循环，并近似取几何因子 Y=1[10]。按临界条件
Kmax=KIC，临界裂纹总长约 57.30 mm。对 Paris律积分，初始至临界约为 704,149次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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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公开断裂基准复算：当前承载与剩余寿命的分离
裂纹总长 ΔK（MPa√m

）
裂纹增长率（m
／循环）

相对初始增长率 估计剩余循环 初始寿命已消耗

10 mm 12.53 8.27×10⁻⁹ 1.00 704,149 0.0%

30 mm 21.71 4.30×10⁻⁸ 5.20 192,995 72.6%

50 mm 28.02 9.24×10⁻⁸ 11.18 35,607 94.9%

图 1　当前承载不等于剩余寿命：公开断裂基准的 Paris律复算
注：依据Wang[10]公开例题参数积分；曲线表示简化模型中的剩余循环比例，不是

实测结构安全结论。
裂纹总长 50 mm 时尚未达到 57.30 mm瞬断临界值，结构在这个简化模型中仍可完

成当前循环；但约 95%的计算寿命已经用完，增长率为初始的 11.18倍。这个结果不证明
任何制度不正义，却精确显示“仍能用”为什么不是“未来没有被耗损”的证据。

（四）内部反驳：损伤不是线性时钟
断裂力学也用自己的材料限制上述转译。Paris律只适用于典型增长曲线的中段；近

阈值区、短裂纹区和接近失稳区具有不同机制。Elber 发现裂纹闭合后，有效应力强度范
围与名义范围不同；过载可因残余压应力暂时迟滞增长，欠载或载荷次序又可能加速裂纹
[26-27]。Palmgren—Miner线性累积法忽略载荷次序，预测可显著失准[29-32]。

这意味着社会研究不能发明一个“未来损伤总分”，假设每次稳定成功都等量扣除未
来。真正可转移的只有三点：第一，当前功能与剩余能力须分开测量；第二，历史次序会
回写下一步的敏感性；第三，检查门槛须先于公开灾难。裂纹、心理和制度之间没有单位
换算，物理曲线只是一条过程反例。

（五）过程动力的独特结论与限度
断裂力学给出的第一推动是：当前状态与重复载荷形成局部驱动，未来能力在每次成

功承载后重新分布；突破的触发因此可以早于系统失败。它还迫使本章把“未来取消”定
义为有记录的能力损失，而不是悲观想象。
但工程方法不知道谁的未来值得保护，也不能判断一项不可逆变化是否必要。拆除危

险设施和封闭剥削性选项同样会减少路径，却可能扩大正义。过程证据必须接受规范层的
对象筛选，也必须接受主体层对“未来能力”究竟怎样成为第一人称行动的说明。

六、主体动力：完整的人生故事怎样提前写完作者
（一）叙事身份不是对固定自我的报道
叙事心理学不把人生故事仅视为对已完成性格的语言包装。McAdams把叙事身份理

解为内化且持续演变的自我故事，它把重构的过去与想象的未来联结起来，为生活提供某
种统一与目的[13,21]。McLean、Pasupathi 与 Pals进一步提出“故事创造自我、自我又
创造故事”的过程模型：情境化叙事改变较持久的自我理解，而已有自我又选择、组织和
讲述下一段经验[14]。

因此，主体不是先完整存在、随后从菜单中选未来。何种经验被记住，如何命名转折，
谁作为听众认可或拒绝某一版本，都会参与“我还能成为谁”的形成。Markus 与
Nurius 的可能自我概念表明，关于希望成为、预期成为和害怕成为之人的表征连接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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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动机[20]；Marcia 的身份地位研究则区分了承诺与探索，说明高度承诺并不自动等于
经过探索的身份成就[19]。

（二）连贯可以支持生活，也可以封闭生活
连贯性让人不必每天重新发明自己。它支持延迟满足、承诺、关系信任和逆境中的意

义，不能被当成固化同义词。九年纵向研究中，157 名晚年中期成人每年书写重大生活挑
战，共形成 1,211份叙事；能动性和共同性主题在控制人格特质后仍与抑郁和幸福轨迹具
有独立关联[17]。心理治疗的多波研究也发现，叙事能动性的变化可先于心理健康改善；
其他多年轨迹研究则显示，叙事差异与心理健康变化相伴，但效应并非对所有指标都同样
稳定[22-23]。这些材料说明故事不只是结果，有时参与后续行动。
然而，连贯追求也可能把未来差异重写成旧故事的脚注。Bohlmeijer等将“叙事封

闭”界定为一种确信：对过去不再可能有新的解释，未来也不会有足以实质改变人生故事
的新承诺和新经验[15]。其量表研究在 319名中年成人和 174名老年成人中支持“过去封
闭”与“未来封闭”的双因素结构，并检验了增量效度 [16]。这里的危险不是故事错误，
而是故事取得不可反驳地位：任何新经验都被提前解释为不属于真正的我。

（三）听众、制度与文化共同写作
人生故事从来不在孤立头脑中完成。家庭会反复讲述“谁最懂事”“谁总会惹事”；

学校以分流和评价建立可说的能力故事；职业制度把年龄、资格和履历变成可行身份；宗
教共同体通过见证、仪式和解释传统规定何种转变可被承认。Habermas 与 Bluck 指出，
自传推理和生命故事的文化概念在青春期逐步形成[25]；叙事身份研究也反复强调故事是
在社会世界中讲述、回应和修订的[14,24]。身份基础动机研究进一步说明，环境提示会改
变某一身份在当下是否显得可行、是否值得行动[68]。

主体性因而不是制度之外的内心自由。一个人可以想象新生活，却没有资源进入；也
可以获得新机会，却因任何偏离都被重要他人解释为背叛而无法把经验写进自我。未发生
者责任若只保护外部选项，不保护经验被承认为证据的回写通道，便仍把未来主体降为今
日菜单的消费者。

（四）内部反驳：开放叙事并不自动带来好生活
叙事心理学同样包含反对自身扩张的材料。不同研究中的能动性、救赎、连贯与幸福

关联受情绪价向、样本、编码与文化脚本影响；有研究在控制记忆的情绪价向后发现，若
干叙事身份指标对幸福的预测不再稳健[69]。McLean等的大规模协作提出动机／情感、
意义和结构等“初始三大”维度，同时承认叙事特征的操作化仍需跨样本检验 [18]。开放
也可能意味着迷失，稳定承诺也可能是经过审议的选择。

所以，本章不以“不断重写自我”为心理健康处方。主体动力只提供一个判别：未来
自我是否仍能把新经验当作可能改变故事的材料。选择继续原有生活可以具有作者性；被
迫创新同样可以取消作者。真正的分界不在变化频率，而在拒绝、试验和修订是否仍属于
行动者。

（五）主体动力的独特结论与限度
叙事心理学给出的第一推动是：既有故事与社会听众共同塑造可想象的未来自我，行

动结果再回写故事。一个阶段不必先崩溃，新的生活也可能因“这不是我”而在发生前被
排除。它使未来责任从保存外部资源推进到保存第一人称作者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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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叙事材料不能独自说明责任归属。故事封闭可能来自创伤、疾病、资源贫困、审慎
承诺或文化压迫；相同语言形式也可能承担不同功能。若没有规范分配和现实入口，要求
个人“改写故事”只会把制度封闭心理化。

七、三种第一推动的冲突：分配先动、损伤先动，还是故事先动
三门学科不是同一结论的三份证词。它们对“为什么在失败前突破”给出互不相容的

起点。
政治哲学把动力放在跨时代的不对称：当代占有决定权和收益，后来者承担被压缩的

自由，却没有同时代的席位。规范地位一旦改变，法院、立法与公共预算会回写决策路径。
德国气候裁判不是先等 2031年后的自由实际被全面限制，而是依据今天排放路径对未来
自由造成的提前作用，要求立法现在改变[6]。
断裂力学把动力放在状态与环境：裂纹长度、几何和残余应力与载荷范围、比值及次

序共同决定下一段增长。过程不等待规范认定，也不等待主体意识到危险；裂纹增长又改
变下一循环的局部场。第一推动不是“有人觉得不公”，而是历史状态使同样载荷产生了
不同后果。
叙事心理学把动力放在故事与听众：个人以已有情节理解新经验，文化和重要他人提

供可接受的故事模板，二者共同形成“我能成为谁”。一次实际行动、一次被承认或被羞
辱的尝试，又会写回下一版身份。第一推动不必是资源已经消失，而可能是某种未来从未
进入可想象自我。
若把三者排成固定顺序，例如“先制度压迫，再心理内化，最后出现损伤”，就会答

错许多个案。工程裂纹可以在无人评价时增长；个人也可能在制度机会充足时因自我故事
而封闭；一项叙事开放的创新还可能把风险和成本转嫁给无席位者。三种动力只能按场景
竞争发起权，并以不同证据裁决。

这种冲突产生一条重要方法要求：本章的中心概念必须允许三种单机制反例。若现实
入口完备而叙事封闭，主体维度可单独成立；若主体乐观而法律彻底封闭修订，规范—制
度维度可单独成立；若无人受压迫、也无叙事变化，而结构剩余寿命下降，只有过程维度
成立。只有在论证从“分别成立”推进到“相互限制”时，三学科才不是并列拼接。

八、共有前提的暴露：为何“只有失败才突破”站不住
（一）第一层前提：可见失败是唯一正当触发

三门学科争论第一推动，却都容易把显著异常当成研究入口。代际正义常从未来损害
或不公平负担开始；断裂研究最终以失稳和寿命为问题；叙事研究常在危机、疾病、衰老
或治疗中观察故事改变。由此形成一项未说出的前提：没有可见伤害、性能下降或身份危
机，就没有足够理由动摇现有秩序。

推翻这一前提的材料恰来自断裂力学内部。稳定裂纹可以在名义应力低于屈服线、结
构继续完成任务时扩展[10]。它说明“失败尚未发生”不是中性空白，而可能是一段可测
的剩余寿命耗损期。帕菲特的非同一性问题从另一侧补强：一项政策即使没有使任何可识
别的未来个人比替代政策下更坏，仍可能把世界做得更差 [3]。叙事封闭再补上主体侧：人
生故事可以连贯、症状不重，却已经把新经验解释为不可能[15]。

因此，突破的最小触发不能写成“旧系统已经失败”，而应写成一个更严格的并存条
件：当前功能仍在，未来作者能力却在可归因、不可逆地下降。这个条件比失败更难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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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研究者不能借灾难结果倒推原因；它也比“感觉受限”更窄，因为必须指出哪一种能
力、由何种事件、在何时失去。

（二）第二层前提：未来是一份现在已经列好的菜单
即使承认失败前的耗损，许多相邻理论仍把未来理解为已知选项。环境经济学保存森

林，是因为未来可能发现它具有更高价值；真实期权保留延迟投资的选择；教育与职业规
划扩大可选专业；政治哲学比较不同世代的资源与机会。这些理论都极其重要，但容易默
认未来者与今日决策者面对同一目录，只是拥有不同信息或价格。

三门学科再次联合推翻这一点。非同一性说明政策会改变谁存在，身份与偏好不是常
量。可变载荷研究说明未来路径依赖历史次序，今日没有一条固定“损伤日程”等待执行。
叙事心理学则直接表明，行动者在新经验和社会回应中形成新的自我；真正重要的未来选
项可能在今日语言里尚不存在。

所以，责任不能只是替未来保存更多今日选项。一个制度完全可能保留 A、B、C三
条旧路，却规定任何新路必须由旧资格审查、旧指标评价、旧身份命名。菜单没有缩小，
作者已经消失。本章由此把研究对象从“未来得到什么”移到“未来能否改写什么算作可
得”。

九、中心命题：未发生者责任
（一）严格定义

本章将未发生者责任定义为：现时行动者在享用既有秩序收益并拥有决定权时，对尚
未出生、尚未形成稳定偏好或尚未取得可见位置的后来主体负有的最低消极—程序义务；
现时行动者不得以当前效率、稳定、合规或叙事连贯为充分理由，在缺乏必要性证明、较
低封闭替代方案比较和可追索程序的情况下，不可逆地耗尽后来主体创生、试验、异议与
改写重要生活路径的最低现实能力。

定义包含七个不可省略的成分。第一，责任主体是今天拥有决定权、收益或控制力的
位置，而不只是抽象的“当代人”。第二，责任对象并非一个由我们完整想象的未来人格，
而是后来主体的作者能力。第三，受保护的是重要生活路径，不是每项消费偏好。第四，
能力必须现实可用，而非只写在权利清单上。第五，关注不可逆或高恢复成本的取消，普
通的暂时限制不自动进入。第六，当前有效并非免责条件，恰是概念的识别窗口。第七，
责任可以被必要性、安全和权利理由限制，不是绝对禁令。

（二）三类未发生者不可互相冒充
未来世代尚未存在，无法授权代表；对他们的责任主要落在制度、生态和长期公共物

的不可逆配置。同一人的未来自我已经具有法律人格，但其后续价值、身体、关系和身份
尚未完成；对它的责任常表现为知情同意、可撤回承诺和探索空间。尚未形成的关系主体，
例如一种新的家庭分工、职业角色或信仰共同体位置，甚至没有清楚的个体边界；对它的
责任更多表现为程序能否让新经验进入记录和命名。

三者不能因共享“未发生”就获得相同权利。未出生者不能简单行使当代诉权，成年
人的未来自我也不能被当作无能力未成年人，关系形式更不是人格化实体。本章只在一个
最低层面联结它们：当前权力不能因为对方尚不能完整表达，就把自己升级为最终作者。

（三）三重否定
未发生者责任首先不是预测未来偏好。未来人可能拒绝我们珍视的职业、制度、技术

乃至“可持续生活”定义。预测越不确定，责任越应转向保存修订条件，而非扩大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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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其次不是保存全部现有选项。奴役、歧视、严重污染、无同意剥削与高概率灾难性
技术并不因“未来也许想要”而获得保存权。资源有限也使选项之间必然竞争。被保护的
是形成与改写正当选项的能力，不是任何历史遗留物的博物馆式永生。

它再次不是禁止不可逆承诺。出生、照护、城市建设、长期科研和生态修复都包含不
可逆性，有些承诺恰好创造后来者的能力。责任要求说明为何不可逆、是否存在较低封闭
路径、谁承担失败、后来者如何修订其后果，而不是把不行动设为默认善。

（四）中心命题
本章的中心判断是：人必须突破，不只在旧认知、旧生活、旧思想或旧信仰已经失效

之后，也在它们继续兑现当前功能、却不可逆地耗尽后来主体创生、试验、异议和改写重
要生活路径的能力之时。未发生者责任不是替未来选择，也不是保存今日全部选项，而是
不让今日的成功取得对未来的最终署名权。

这条判断若不能把一些“成功但取消未来”的案例与一般失败区分开，若不能允许必
要的封闭和审慎稳定，或若完全被期权价值、预防原则和本专著前文吸收，便没有独立存
在的理由。

十、不是保存菜单，而是保存作者资格
（一）与期权价值的距离：新选项可能尚未存在
Arrow与 Fisher、Henry在 1974年分别分析不确定性与不可逆性，指出不可逆开发

会消除等待信息的选择，保存因而具有价值[44-45]。这类期权或准期权思路已经非常接近
本章：当行动不可逆、未来信息会改善决策时，推迟或保留具有额外价值。若本章只说
“别太早关门”，它早已被占有。
差异在预测对象。期权价值通常从当代可识别行动集出发，比较现在开发与以后决策。

未发生者责任则预言：即使A、B、C三个已知选项全部保留，只要后来主体不能提出 D、
改变评价指标或撤销当代设定的资格，责任仍可能失败。它保护的不是等待更好信息后由
同一决策者选择，而是决策者身份、偏好和问题定义本身可以改变。

（二）与预防原则的距离：没有伤害概率上升，也可能取消作者
预防原则在存在严重或不可逆伤害威胁、因果证据尚不完整时，要求提前采取措施并

重新分配举证责任[49]。它处理的是不确定伤害。未发生者责任的触发可以更早也可以不
同：某制度没有显示伤害概率增加，甚至稳定提高平均福利，却把异议、试验或退出设计
为不可能。此时问题不是“灾难是否会发生”，而是“后来者是否还能改变我们定义灾难
和福利的方式”。

反过来，预防措施本身也可能取消未来。若以最坏情形为由永久禁止所有试验、集中
解释权且没有复核，预防便从保护变为冻结。未发生者责任要求预防程序保留证据回写与
期限复审，除非持续禁止能由基本权利或明确安全线独立证明。

（三）与未来世代权利的距离：不虚构授权，也不放弃责任
未来世代能否现在拥有权利，受利益理论、意志理论、身份不确定和诉讼资格难题制

约[34-36]。本章不必先解决未存在者能否成为完整权利主体，便可对当代制度提出义务：
正如信托人不能因受益人尚未表达偏好便耗尽信托财产，今日决策者也不能把无席位等同
无关。但“信托”仍只是有限类比，因为未来者并非被动接收我们规定的善。

真正需要保留的是反对受托人理解的能力。威尔士2015年《未来世代福祉法》设置
公共机构的长期考虑义务与未来世代专员，是把未来纳入治理的应用尝试[42]；联合国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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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把跨代影响系统化纳入政策，也扩大了可见性[5]。然而，名称、专员和报告若没有改变
预算、复核、申诉与修订权，仍可能只增加当代代言者。

（四）与长期主义的距离：未来规模不能抵消当代权利
强调遥远未来的伦理理论常指出，未来生命数量可能极大，存在风险与长期轨迹因而

具有高权重。本章接受当前行动可影响遥远后来者，却拒绝把未发生者责任化为预期总福
利最大化。若一个巨大但高度推测的未来收益可以抵消当代人的基本自由、尊严和同意，
未来就会成为当前强权最便利的名义。

未发生者责任是最低约束，不是总体价值函数。它与当代基本权利并列：当代人不能
垄断未来，未来的想象也不能吞没当代。任何跨代方案都须同时回答谁现在受损、谁有决
定权、未来修订门是否存在。

（五）“未来作者资格”的四项内容
第一是创生：后来主体能提出今日目录之外的路径。第二是试验：新路径能在低损、

可停止的尺度进入现实，而不是只有一次性豪赌。第三是异议：反例和不服从能进入公共
记录，不被旧解释自动吞并。第四是改写：试验结果能够改变规则、资源、身份或退出安
排，而不只生成咨询意见。

四项缺一不可。没有创生，未来只是消费者；没有试验，创生只是想象；没有异议，
失败只会被重新解释；没有改写，记录只会成为制度的装饰性学习。

十一、改写余量：一套非补偿性的识别协议
（一）为什么不用选项数量或满意度
选项数量把形式存在与现实可用混在一起；满意度容易受适应性偏好、信息限制和叙

事封闭影响；创新数量又可能由组织替行动者制造，并不代表后来者有作者权。本章因此
不用综合“未来开放指数”，而使用四道不可互相补偿的门。任何一门归零，都可能使其
他门失去实际意义。

（二）四门编码与最小值规则
对每一项预先界定的高后果路径，编码者根据可审计材料对四门各给 0—2分：
表 3　改写余量的四门编码与非补偿性最小值规则

门 0 分 1 分 2分 主要证据

现实进入 E 无合法或现实入口 形式允许，但资
源、资格或关系成
本使入口不可用

存在可负担、可识
别的实际入口

资格规则、资源、
实际进入记录

低损试验 T 第一步即越过不可
逆线

可试，但无基线、
停止线或结果留存

有小规模试验、基
线、停止线与恢复
安排

试点协议、退出记
录、损失上限

证据回写 H 反例不能进入裁决 可陈述，但机构无
回应或复核义务

证据达到阈值即触
发公开复核与解释

会议记录、复核决
定、规则修改

修订／退出 R 后来主体无修订、
拒绝或救济路径

仅咨询，或追索成
本高到实质不可用

存在绑定修订、可
用退出或独立救济

表决权、修法、申
诉、退出成本

定义改写余量为：
RR=min(E,T,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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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最小值而非平均值意味着，一项制度不能用高效率、丰富信息或大量形式选项补偿
“无人有权改写”。RR不是福利总分，也不比较哪条路径更好；它只判断一条重要路径
是否仍具有最低作者结构。

（三）提前取消的四项必要条件
一项事件只有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才被编码为“提前取消”：
当前绩效 P仍高于该场域事先定义的最低线，公开失败尚未发生；
某项重要且初步合法的路径RR=0，而不是只有一门从2降为 1；
恢复该门的成本、时间或物理／法律障碍越过事先界定的不可逆阈值；
取消不能由基本权利、安全必要性或更低伤害方案独立证明。
这四项使概念不会吸收所有限制。没有资源但可快速补足，是支持缺口；当前功能已

崩溃，是通常失败；某项路径因侵害他人权利被禁止，是正当封闭；只有“仍成功—门归
零—难恢复—无独立正当化”同时出现，才进入未发生者责任。

（四）重要路径与不可逆阈值必须预注册
研究者不能看见个案后才把任何遗憾命名为重要路径。重要性至少由身体完整、基本

关系、谋生与学习、公共参与、信仰／良心或跨代生态条件之一支持，并由当事人、受影
响群体或独立规范理由确认。不可逆阈值也须场域化：工程可用临界裂纹与检出概率，气
候可用剩余预算与基础设施寿命，教育可用转轨概率与资格关闭，叙事研究则需结合重复
陈述、实际尝试和关系回应，不能只凭一次访谈。

（五）观察单位：不是“一个人是否开放”，而是一项门如何归零
最小观察单位是一项可定位事件，例如：修法把某类条款设为不可修正；基础设施投

资使替代系统在寿命期内失去经济入口；学校分流取消回转资格；家庭把一次试验解释为
背叛并撤回基本关系；共同体允许提问却取消解释异议的表决资格。事件须有时间、决定
者、影响路径和可核查材料。这样，未发生者责任才不会退化为态度问卷。

十二、预注册检验：宪法提到未来，是否也给未来留下改写权
（一）为何选择宪法文本

宪法是最容易出现“为后代”“为了未来世代”语言的制度文本之一，也通常规定自
身修订方式。它因此适合检验一个诱人的强命题：一部宪法若明确称谓未来者，也更可能
保留制度可修订性。若这一命题成立，“未来称谓”可作为未发生者责任的低成本代理；
若不成立，理论必须区分表达与权力。

数 据 来 自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s Project 运营的 Constitute Project 公共
API。该项目提供近乎全球覆盖的现行宪法英文文本、全文检索、主题标注和修订元数据；
数据的双重编码与复核传统、覆盖范围及可解释性问题已有专门说明 [63-67]。本章于
2026年 8月 9日在读取条件结果前封存样本、检索词、指标、门槛和失败处理。

（二）预注册样本与指标
样 本 为 API  constitutions?lang=en&historic=false  返 回 后 ， 字 段 显 示

in_force=true且 is_draft=false 的唯一宪法 ID。未来称谓暴露由三条不扩充同义词的全
文检索构成：future generation、posterity、generations to come；任一命中记为 1。
制度结果有三项：年度修订率 AR=years_amended/years_in_force；明文不可修正条
款主题 unamend；明文修宪程序主题 am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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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要求未来称谓组 AR中位数至少为其他组 1.25倍，且十万次标签置换的双侧
p<0.05。H2要求未来称谓组不可修正条款率至少低 10 个百分点。H3作为数据完整性检
查，要求两组修宪程序覆盖率均高于 80%；否则主题标注不足以承载H2。敏感性分析只
允许删除仅由 posterity命中的文本、按 1990年前后分层以及比较均值，不能替换主分析。

（三）样本流与主结果
API共返回239行；过滤后得到 187 部现行、非草案、唯一英文宪法。原始全文检索

分别返回 84、15和 3个 ID；与分析总体求交并去重后，75部宪法有未来称谓，112部没
有。年度修订率有效样本 179部，其中称谓组 69部、其他组 110 部。
表 4　预注册宪法文本检验的主结果
预注册指标 未来称谓组 其他组 组间结果 事前裁决

年度修订率中位数 0.1724 0.1348 比值 1.2786；差
0.0376；置换
p=0.3212

H1不支持

年度修订率四分位
距

0.0455—0.3929 0.0651—0.2747 分布重叠明显 不改变主裁决

明文不可修正条款 34/75，45.3% 39/112，34.8% 称谓组高 10.5个百
分点

H2 方向相反

明文修宪程序 75/75，100% 112/112，100% 两组均完整 H3通过

H1越过了 1.25的描述性比值门槛，却没有越过置换检验门槛；不能把“差不多显
著”写成支持。H2 不仅未达到“至少低 10 个百分点”，点估计还朝相反方向：未来称谓
组更常出现不可修正条款。该百分点差的 Newcombe—Wilson 95%区间约为−9.4 至
29.9个百分点，区间很宽，不能断言称谓导致不可修正；但它足以否定“提到未来自然意
味着更可修订”的代理命题。

（四）敏感性与不利信息
删除仅由 posterity命中的宪法后，AR中位数为 0.1765对 0.1308，主裁决不变。按

生效年分层，1990年前称谓组与其他组的中位数几乎相同（0.1634对 0.1654）；1990年
及以后为 0.1791 对 0.1082。这种异质性提示总体差异可能受宪法年代、地区、文本长度、
修订机会和现代环境条款共同影响。本章没有预注册多变量因果模型，因而不以后设控制
制造结论。

数据还有三项限制。years_amended记录发生修订的年份数而非修正条数，频繁修
订不自动等于正当修订；不可修正条款可能保护基本权利，也可能冻结权力，方向须逐条
判断；API元数据字段的更新时间并不完全一致。结果只能检验文本称谓与形式修订代理
的关系，不能排名各国代际正义。

（五）理论被迫怎样改变
实际检验结果删除了本章原可采取的一条捷径：未来进入文本，不等于未来获得作者

资格。一个宪法可以庄严承诺“为子孙后代”，同时把若干内容置于未来修订之外；反过
来，一个不使用未来称谓的制度，也可能通过公开修法、司法复核、日落条款和公民参与
保留较高改写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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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未发生者责任不能以关键词、价值宣言或专门机构存在来识别。研究必须继续
问四道门：后来者能否现实进入、低损试验、让反例回写，并取得绑定修订或退出。替未
来说话与给未来留下改写权，是两个不同事件。这一不利结果不是附注，而是概念从“关
心未来”收缩为“限制当代最终作者权”的关键。

十三、同一句零值追问能否跨过七类场景
概念若只会在作者挑选的成功案例中成立，就不能成为研究工具。本章用同一句不含

价值结论的检索句回填七类场景：在现行安排仍达到当前绩效线的时点，哪一项后来者的
进入、试验、异议或改写能力已经降为零，这一变化由什么事件留下记录？回答可以是完
整正例、单层正例、负例或证据不足。
表 5　七类场景对同一零值追问的回填
场景 当前功能仍在 最早可记录的缩容

事件
四门判断 结论

德国 2030年前碳预
算

法律与能源体系继
续运行

当期排放把后期减
排压缩为更急迫的
自由限制

后续修订门曾不
足，司法裁判恢复
部分回写

完整正例

中心裂纹板公开基
准

每个循环仍承载 裂纹增至50 mm 时
计算寿命已耗
94.9%

只有过程能力；没
有道德主体或制度
门

过程单层正例，非
伦理结论

晚年叙事封闭 生活可有秩序、无
急性危机

新经验被稳定判断
为不可能改变人生
故事

主体试验与回写可
归零，外部入口未
必归零

主体单层正例

化石基础设施锁定 能源、就业与财政
绩效可继续

长寿命资产与制度
—行为反馈抬高替
代路径成本

若试点、反馈和修
订同时被锁死，则
完整成立

有条件正例

早期教育分流 学校按既定标准高
效分配学生

转轨资格和课程入
口在能力尚可变时
关闭

进入、试验、修订
可能归零

须以转轨记录确认

有日落条款的紧急
限制

紧急目标在限定期
内实现

权利暂时受限，但
有到期、复核、申
诉和补偿

H、R仍可
用，RR≥1

负例：限制不等于
提前取消

禁止严重剥削性实
践

某种历史选项被永
久关闭

关闭由他人基本权
利与明确伤害独立
证明

不进入待保护路径
集合

负例：正当封闭

（一）气候预算：现在的自由怎样预支未来的自由
气候变化是未发生者责任最清楚、也最容易被宏大化的应用。二氧化碳累积、基础设

施寿命与有限温度预算使“晚点再减”并非把同一行动平移到未来，而是改变未来减排速
度、成本和自由分布。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没有赋予所有未出生者完整诉权，却承认当前法
律可对未来自由产生提前干预式效果[6]。国际法院 2025年气候变化咨询意见进一步确认，
国家在气候系统保护方面负有国际法义务，并讨论对今世与后世的影响[43]。
但气候案例也警告概念不能无限外推。碳预算不是所有社会选择的统一计量器，未来

自由也不能由减排吨数完全代表。未发生者责任在这里要求的是：当期排放路径是否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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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可行减排组合、是否有透明预算、阶段复核和可诉救济；它不授权任何机构以“未
来”名义取消当代基本生计而不分配转型成本。

（二）碳锁定：成功基础设施为何形成自我加强
Seto等把碳锁定区分为基础设施、制度与行为三类相互强化的约束；Unruh则较早

说明技术—制度复合体如何使高碳路径具有惯性[50-51]。一座电厂、道路网络或城市形态
的危险不只在排放当量，也在它为回收投资而塑造法规、技能、财政和日常行为，使替代
路径在技术可行时仍失去入口。
路径依赖本身只能预测转换成本，不能说明何时构成责任。本章增加四门检验：是否

保留替代基础设施的小规模试验；失败和外部性是否进入预算决策；受影响社区能否触发
复核；未来政府是否被合同、债务或不可修正条款彻底锁死。若这些门仍在，长期投资虽
有承诺，并非提前取消；若门归零且当前收益层与后续负担层分离，才进入完整正例。

（三）教育分流：高效匹配还是提前完成身份
早期分流可以提高教学匹配和管理效率，也可能在能力仍可发展时，把资源、同伴、

课程与期待沿一次分类持续分配。跨国研究发现，较早的学校分流与成绩不平等扩大相关，
且未稳定提高平均表现[70-71]。然而，分流本身不自动违反未发生者责任：若存在真实转
轨、桥接课程、低成本试读、反例回写和独立申诉，分类可以保持暂定。
关键证据不是学生后来是否后悔，而是转轨门何时实质关闭，以及关闭发生时学校是

否仍以当前成绩高效运作。一个学生在十五岁尚未形成的学术自我，不应由十二岁的一次
分类取得最终署名；同样，后来者也无权要求学校保存所有课程而不考虑资源和安全。RR
把争议从“分不分流”改写为“分类是否仍可被成长证据改写”。

（四）叙事封闭：不是把每个人都变成不断更新的项目
叙事封闭可出现在退休、慢性病、丧亲与职业转换后。它的经验标志不是使用了消极

词汇，而是对过去重释和未来新承诺的可能性形成稳定否定 [15-16]。若制度入口仍在、家
庭也支持，而行动者经过审议选择稳定生活，RR未必为零；选择不再追求新身份可以是
作者行为。

完整正例需要主体与关系／制度证据结合：行动者提出可逆尝试，重要听众持续以年
龄、疾病或既往身份将其解释为“不是真正的你”，并以资源、关系或资格惩罚使尝试无
法回写。此时突破不是要求乐观，而是恢复一次经验改变故事证据地位的权利。

（五）负例为何重要
有日落条款、公开复核、可用申诉和损失补偿的紧急措施，即使强烈限制当下选择，

也未必取消未来作者；它可能只是在确定期限内调整自由。基于基本权利关闭奴役、虐待
和严重污染路径，更不应因减少选项而被本章反对。若理论不能坚定判负，它就会把“未
来开放”变成对任何承诺和边界的敌意，最终毁掉共同生活本身。

十四、最近邻理论检验：这条判断是不是早已存在
本章在形成中心命题后，沿早期文献、相邻学科、应用制度、方法传统、专著与本专

著内部六个方向寻找最接近占位者。问题不是它们是否“相关”，而是其最强版本能否给
出与本章完全相同的个案分类和下一轮预测。
表 6　未发生者责任与最近邻理论的相反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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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邻 已经拥有的核心判断 与本章的决定性差异 可相反裁决的场景

罗尔斯正义储蓄 每代维持正义制度与物质
条件[1]

保存制度／资本不等于保
留改变制度定义的权力

资本充足但修订门为零

帕菲特非同一性 无同一受害者的政策仍可
更坏[3]

诊断损害论难题，未给出
四门作者能力协议

无人被做得更坏但RR归
零

约纳斯责任原则 技术行动须顾及人类生命
延续[4]

“人类之真”可能由当代
代言；本章限制代言权

延续被保护而新生活形态
被禁

期权／准期权价值 不确定与不可逆使等待、
保存有价值[44-46]

保存已知菜单；本章保护
生成菜单者

A/B/C全在但不能提出 D

预防原则 严重不确定伤害前移举证
责任[49]

以伤害威胁为触发；本章
可以作者门归零为触发

平均福利上升、伤害未增
但R=0

路径依赖与碳锁定 正反馈提高转换成本[50-
53]

解释惯性，不裁决谁有权
改写

转换很贵但H、R仍可用

韧性与行星边界 识别系统吸收冲击、转型
能力及地球系统阈值[54-
56]

系统可转型不等于后来主
体有权提出转型方向

生态指标未越界但未来
R=0

能力方法 以人的实质自由而非资源
或效用评价发展[57-58]

既有能力清单仍须接受后
来者改写

能力项充足但定义权封闭

气候正义与自然资本 分析损害、负担、后代公
平与生态遗产[59-62]

主要裁决留什么、谁负
担；本章另问谁能重写衡
量单位

自然资本维持但H=0

叙事封闭 人确信新经验不能改写生
命故事[15-16]

主体感受可成立而制度门
仍开；本章要求分层

主观开放但法律R=0

本专著“可能性注销” 已命名选项失去登记、实
施和命名资格

本章处理尚未可命名的选
项及未来作者

旧选项均可登记，新选项
无创生权

本专著“错序承保” 责任、能力、支持和权威
错序转嫁过渡波动

即使成本已公平承保，未
来修订仍可归零

过渡保险完备但制度不可
改

早于 1980年的 Arrow—Fisher、Henry、Barry与 Jonas 已经占据“不可逆选择会
伤及未来”的大部分直觉[2,4,44-45]；应用制度又以威尔士法律、未来世代宣言和气候裁
判把它写入治理[5-6,42]。本章若仍声称首次发现“应为未来负责”，显然不成立。它的
增量只能落在一个更窄的反向预测上：已知选项和未来称谓都没有减少，甚至当前福利继
续增加，只要后来主体生成新选项并以证据改写规则的最低能力归零，责任仍然失败。

方法论上，Collingridge早已指出技术影响在早期难以预测、在后期又难以控制的两
难[47]；Stirling区分“开放”与“关闭”的分析，批评单一风险评估过早压缩不确定性
[48]；Lempert等的鲁棒决策则在深度不确定下寻找跨情景可接受策略[72]。本章不取代
这些方法。它提供的是它们需要服从的一条权力边界：情景再多、模型再鲁棒，如果未来
主体没有资格让新证据回写决定，技术上的开放仍可能是政治上的封闭。
组织学习中的探索—利用权衡也已说明，持续利用现有能力可能压缩发现新能力的机

会[73]。但探索仍常由当前组织为自身适应而配置；未发生者责任所追问的是，后来主体
是否拥有改变探索议程、成功标准和停止条件的资格。即便组织维持很高探索预算，若所
有新问题必须由旧权威批准，作者门仍可能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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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比一九八〇年更早：一七八九年的那封信
本章第十四节沿六个方向寻找最近占位者，并写明「早于一九八〇年的诸家已经占据

『不可逆选择会伤及未来』的大部分直觉」。这一句本身没有错，但它停得太晚了。有一
封信早了近两个世纪，而且它谈的正是本章第十二节拿去做预注册检验的那件东西——宪
法的可修订性。不引它，本章的最近邻检验就是不完整的。
（一）它说了什么
一七八九年九月，杰斐逊自巴黎致信麦迪逊，提出一个他自称此前从未被认真提出过

的问题：一代人是否有权约束另一代人。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代与代之间如同国与国之间，
除自然法外别无仲裁；据同样的理由可以证明，没有任何社会能够制定一部永久的宪法，
甚至不能制定一条永久的法律；大地永远属于当下活着的这一代。他由此推出每部宪法与
每条法律都应在十九年后自然失效，并主张一国在其正在制定的宪法中写明：立法机关与
国家本身都不得举借超出本代人偿还期限的债务。

麦迪逊次年二月的回信是这一问题上最强的反面意见，而且正是本章必须处理的那种
竞争解释：若大地是自然赠与生者的，他们的所有权只能及于自然状态下的大地；先人所
作的改良，构成对受益于此的后人的一项债务，而这项债务只能通过对改良创制者意志的
相应服从来清偿。
（二）本章必须承认的三件事
第一，本章的中心命题不是新的。「不让今日的成功取得对未来的最终署名权」，与

「没有任何社会能够制定一部永久的宪法」在判断内容上高度重合。本章能够主张的，至
多是把它从一条宪法原则扩展到认知、生活、思想与信仰四个非制度领域，并配上一套编
码协议。

第二，麦迪逊的回信是本章最强的竞争解释，而本章第十四节的表格里没有它。它的
结构与本章的四门恰好互补：本章问「后来者能否改写」，麦迪逊问「后来者受益了多
少」。若受益足够大，服从便不是被剥夺而是清偿。判决性对照——一项不可逆的长期投
资，使后来者的福利水平显著高于不投资的反事实，同时使某项重要路径的改写余量归零。
按麦迪逊，这构成一项可正当化的代际债务；按本章第十一节，RR＝0 且当前绩效仍在线
上，正是提前取消的完整正例。这一格是两套判断给出相反结论的地方，也是本章相对于
这场两百年前的争论唯一的实质增量：本章主张，受益不能折抵作者资格，因为二者不在
同一个量纲上。这一主张是本章全部力量所在，也是它最容易被攻破的地方——它需要论
证为什么两者不可通约，而本章第十节只给了断言。

第三，杰斐逊给出了本章没有给出的东西：一个具体数字。十九年，由当时的生命表
算出。本章的四门编码要求预注册重要路径与不可逆阈值，却始终没有给出任何一个跨领
域的默认期限。在可操作性上，本章相对于一七八九年是退步而不是进步。
（三）另两条应补的近邻
其一，预先承诺的理论传统（以自缚于桅杆的隐喻为标志）已经系统处理「限制未来

的自己何时是理性的」这一问题，并给出了本章需要而没有的区分：为保护自主而设的约
束，与为消灭选择而设的约束。宪法的刚性条款正是这一传统的核心案例。本章第九节第
三小节主张「不禁止不可逆承诺」，其论证若不接上这一传统，会被读成对刚性条款的一
般性怀疑。

其二，关于不可修正条款与「死手」的宪法学讨论已有相当规模，其核心争论恰是本
章第十二节所测的那件事。本章在检验中发现「提到未来的宪法反而更常出现不可修正条
款」，这一结果在该文献中并不意外——不可修正条款的典型用途之一，正是保护基本权

230



利不被未来多数取消。本章第十二节第四小节已注意到方向须逐条判断，但未引用这一支
文献，使一个本可以有解释的结果显得只是噪声。
（四）一处应当补正的引证
本章第十二节报告的样本流（返回二百三十九行、筛得一百八十七部现行宪法、其中

七十五部含未来称谓）中，最后一项的比例约为四成。已有跨国研究报告过同一量级的比
例，并指出这一比例仍在上升。本章把这一描述性结果作为自己检验的产出呈现，未标明
既有文献已给出同一量级的估计。这不影响本章的主结论（该结论落在称谓与可修订性的
关系上，而非落在比例本身），但应当在正文中标注，不能让读者以为这个数字是本章首
次得出。

十六、认知、生活、思想与信仰为何都要为未发生者留位
（一）认知：不是多保留几个观点，而是保留重写问题的资格
认知系统最容易把开放理解为“同时展示多种答案”。推荐系统可以增加观点数量，

学术综述可以列出竞争理论，课堂可以允许讨论；但问题域、证据资格和评价指标仍可能
由旧系统垄断。未来作者资格要求的不只是答案多样，而是新差异能否改变什么算问题、
什么算证据、谁有解释权。

这使认知突破获得一个失败前触发：旧理论仍能高效解释大部分材料，却把反例统一
归为噪声、例外或不专业表达；旧系统尚未总体失效，H门已经归零。突破不是立即抛弃
理论，而是给反例建立可记录、可比较、能触发复核的通道。人工智能适合生成竞争问题
和检索遗漏，却不应因输出流畅而取得最终分类权。

（二）生活方式与身份：稳定生活也须由生活者继续署名
生活方式改变常被写成现在的我替未来的我作投资。储蓄、运动、饮食、照护和职业

训练都需要跨时承诺，若每次欲望变化都可无成本撤销，长期能力反而无法形成。未发生
者责任并不反对自我约束，而问约束是否保留了后续知情自我的复核位置。

例如，一项医疗或职业承诺可以设置阶段复评、退出成本上限、替代路径和后果记录；
它因而不可完全逆转，却未取消未来作者。相反，家庭或组织以“这是你自己选的”为由
阻止任何修订，把过去同意升级为永久授权，就让已经发生的自我垄断尚未发生的自我。
主体连续性不能被用来取消主体变化。

（三）思想传统：继承不是让祖先拥有最后一次修订
思想只有在问题、判断、反例和实践中继续发生，才不是句子的保管。Lakatos 的研

究纲领允许核心与保护带在竞争中调整，MacIntyre把活传统理解为跨时间展开、内部争
论构成的论证[74-75]。但任何“活传统”都可能把异议工具化：反例被允许存在，只为证
明传统更有包容力；分支可以讨论，却没有改变课程、资源或权威的权力。

未发生者责任要求传统保存出处、论证和失败记录，也保存后来解释者分支、合并、
终止或重写权威的程序。它并不要求每代从零开始；恰恰因为后来者需要真实材料，传统
必须保留不可随意伪造的历史。连续性与修订权共同存在，才是生成性继承。

（四）信仰：忠诚不能把启示完成为机构占有
信仰传统通常主张其所回应的真理不由每代任意创造。未发生者责任不把超越性真理

化约为偏好，也不要求共同体放弃教义边界。它只反对从“真理不由我们创造”偷换到
“我们已经无误地完成了真理的所有解释和制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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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仰者需要真实继承文本、仪式、见证和共同体纪律，也需要让苦难、科学知
识、边缘经验与道德失败进入解释的通道。若问题可以提出却永不可能改变实践，H门为
零；若成员只能退出全部关系而不能在共同体内申诉，R门可能只是形式存在。持续发生
的信仰不是不断追逐新奇，而是拒绝任何历史承载者取得对超越者的最终所有权。

（五）关系与世界：未发生者不只是未来个人
许多未来首先以关系形式出现：新的照护分工、跨文化家庭、残障者参与方式、人机

协作角色、共同体治理位置。今日制度往往不知道如何命名它们，于是以既有身份强行归
类。若责任只保护已识别个人的已知利益，这些关系在成为权利问题之前就会被取消。

保护未来作者资格并非赋予抽象关系人格，而是要求分类系统保留“未定”位置、试
验协议、反例记录和修订权限。一个世界是否开放，不取决于它展示多少新奇图像，而取
决于尚无名称的行动能否通过低损实践获得公共位置。

十七、反向约束：何时不该为“未来开放”突破
一项理论真正的边界，不是列出“还需更多研究”，而是承认哪些条件会让核心价值

退位。未发生者责任至少受六项反向约束。
第一，伤害与基本权利优先于选项保存。奴役、虐待、种族隔离、无同意实验和可预

见灾难性污染不进入待保护集合。永久关闭它们并不亏欠未来；反而是给未来保留平等作
者地位的条件。

第二，某些不可逆承诺创造未来能力。养育、语言学习、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生态恢
复和长期科研都可能要求资源集中与路径承诺。若不作承诺，未来得到的不是更多作者权，
而是更少能力。判断必须比较“承诺造成的封闭”与“不承诺造成的能力缺失”，不能默
认等待总是优越。

第三，当代基本权利不能被假想未来总福利补偿。不能以未来人口庞大为由，强迫当
前少数承担无限牺牲。跨代责任必须与尊严、同意、最低生活和公正转型同时满足；否则
“未来”只是把当前弱者变成无声材料。

第四，稳定、退出创新竞争本身可以是作者选择。一个人有权不把人生变成永久项目，
一个共同体也可在透明边界内维持传统。若当事人拥有真实进入、知情试验、证据回写和
低成本退出，却审议后选择稳定，理论必须尊重该选择。

第五，未来代表需要被代表制度反过来约束。专员、专家委员会、算法模型和长期规
划机构都可能以预测优势扩权。它们须公开假设、利益冲突和不确定性，接受当代受影响
者申诉，并设置期限与复核。代表未来不能成为免于被未来推翻的职位。

第六，改写余量不是总分治理。RR用于发现哪一道作者门归零，不用于给个人、文
化或国家排名。机构不能因为某群体“叙事开放度低”便接管其生活，也不能用提高 RR
之名无限占用资源。任何干预都须指向具体门、具体决定和可撤回措施。

这些约束显著削弱理论的适用范围：许多禁止是正当的，许多承诺无需保留完全撤销，
许多稳定无需被打破。剩下的对象因此更清楚——在无独立正当化时，当代成功不可逆地
夺取后来者成为作者的最低能力。

十八、经验研究方案：建立“未来关闭事件登记”
（一）研究设计与观察单位
下一步研究不宜先开发一个大样本态度量表，而应建立 36个月、多场域、前瞻性的

事件登记。建议选择至少三个对象差异足够大的场域：教育转轨、公共基础设施／气候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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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职业或慢性病身份转换；每个场域至少六个相互独立的组织节点。观察单位不是个人
特质，而是一个事先登记的重要路径及其四门状态在连续决策中的变化。
每个节点先独立定义当前绩效 P 的最低线、重要路径范围和不可逆阈值，再开始追踪

材料包括规则版本、预算、会议与申诉记录、试点协议、实际进入／退出、反例处置和受
影响者叙事。两名不知道结果的编码者按同一手册给 E、T、H、R评分；分歧由第三人复
核并保留原始理由。RR始终取最小门，不因场域改变公式。

（二）主问题与竞争解释
主问题是：在 P仍达标时，RR先降为 0 的路径，是否比 RR≥1的路径更早出现后续

重要路径集合缩小、转轨消失或修订成本跨阈值？事件史模型以节点为簇，时间为离散决
策轮；主要暴露为首次RR=0，结果为经独立专家和受影响者双重确认的路径关闭事件。
最强竞争解释必须同时进入设计。资源稀缺解释认为门归零只是没有钱；安全解释认

为封闭是风险控制；一般路径依赖认为转换成本足以说明一切；权力解释认为谁控制资源
已完整预测结果；心理负性解释认为叙事封闭只是抑郁或创伤；当前绩效解释认为系统成
功本身导致维持。研究需预先记录资源、安全事件、资产专用性、控制权、心理健康和
P，比较RR是否仍有时间增量，而非只追求显著系数。

（三）可区分的干预与轮次预测
至少设置三类等资源干预。菜单扩展组增加已知选项，但不改变证据和修订权；支持

组提供资源与辅导，但不改变制度门；作者组只针对当前最低门，例如建立低损试点、强
制回应反例、加入日落复核或绑定申诉。若本章成立，作者组应先提高新路径进入与规则
修订事件，满意度和绩效改善可随后发生；菜单组可以提高主观选择感，却不稳定改变路
径关闭。

这一轮次预测与期权价值、一般支持和心理赋能不同。若只增加 A/B/C选项便与恢复
H/R产生同样持久效果，未来作者资格没有独立增量。若心理能动性先改善但制度修订始
终不变，主体机制成立，跨层责任机制不成立。若资源控制后 RR作用消失，则理论须退
回资源机会框架。

（四）预注册胜利线与书面下注
最低胜利条件不是所有场域方向一致，而是：至少三个场域中两个满足——首次

RR=0 相对于 RR≥1，提前至少一个完整观测周期预测路径关闭；控制六类竞争解释后效
应方向不变；恢复最低门比等资源菜单扩展更早产生可核查的规则／路径变化。第三场域
可以失败，但失败机制必须可定位，不能用“文化差异”笼统豁免。
2026年 8月 9日书面下注：若截至 2029年 8月 9日，在至少三个预注册场域、每场

域不少于六个独立节点的 36个月研究中，RR=0 不能提前至少一个观测周期预测重要路径
缩小，且控制资源稀缺、安全门槛、一般路径依赖、权力、心理负性与当前绩效后效应仍
不稳定，则放弃RR作为跨场域概念，只保留各场域内描述。

（五）研究伦理
研究不能为观察关闭而阻止必要支持，也不能随机制造不可逆风险。干预只恢复程序

门，不强迫参与者选择新路径。个人叙事须去标识化，原始生命故事因可重识别风险不宜
公开；可以公开提示、编码手册、去标识化代码与汇总数据。未来代表机构、学校和家庭
都可能因被评估而策略性展示形式入口，因此审计必须优先观察实际进入、复核和退出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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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强证伪、空洞清单与证据边界
（一）八项强证伪

第一，控制资源、安全、资产专用性、权力、心理健康与当前绩效后，RR不预测任
何后续路径生成、异议进入或修订事件。此结果使概念退回已有解释。

第二，在确认 RR=0 的场景中，后来者仍能以不增加损害或异常成本的方式稳定创生、
试验并改写重要路径，而且不是靠非法逃逸、私人特权或制度外关系。此结果推翻四门的
必要性。

第三，只保存当代已知选项与保存未来作者能力在所有纵向材料中给出相同分类和预
测。此结果意味着本章被期权价值完全吸收。

第四，未来称谓在独立宪法文本和制度执行数据中稳定、强效预测实质修订能力，加
入RR不增加解释。此结果推翻本次数据迫使的理论修订。

第五，叙事能动性、开放与封闭的变化在严格纵向研究中总是滞后于行为与心理改善，
控制情绪价向后不再有增量。此结果要求删除主体动力，而不能只说量表不佳。

第六，断裂力学提供的“功能—剩余能力分离”在工程外不能转化为任何可提前观察
的序列，所有社会案例只有事后隐喻。此结果要求从中心论证移除过程学科。

第七，针对最低门的干预不优于等资源菜单扩展或一般支持，或者改善完全由更多资
源解释。此结果使“作者资格”失去独立干预价值。

第八，提高 RR系统性侵害当代或未来基本权利、增加不可逆伤害，且无法通过边界
规则修正。此结果说明理论的价值排序错误，不得以“开放需要代价”保留。

（二）当前空洞清单
第一，未来作者资格无法被未来世代当前自报，只能通过当代制度能力代理；代理可

能复制当代偏见。第二，RR的 0—2编码仍包含判断，跨文化一致性尚未验证。第三，一
项路径对谁“重要”可能发生群体冲突，最低值规则不能解决权利排序。第四，气候、工
程、心理和制度的时间尺度相差巨大，跨场域只共享结构，不共享效应量。第五，恢复成
本的不可逆阈值依赖技术进步，今日不可逆可能被未来技术改变。第六，后来者也可能利
用修订权剥夺更后来者，责任呈递归结构而非单向传承。

这些空洞决定本章只能提出一个可检验框架，不能宣告普遍定律。尤其不能把材料裂
纹的确定方程用于估算社会“剩余寿命”，也不能把宪法修订频率当作民主质量。跨学科
增量只在相反预测和边界都能保持时存在。

（三）证据强度分层
断裂力学的功能—寿命分离有成熟理论、实验与工程规范支持；其社会含义属于受限

转译。叙事身份与心理健康之间有纵向关联及部分时间顺序证据，但叙事封闭的跨文化、
跨年龄因果证据仍有限。代际正义提供规范理由，不是经验因果。宪法分析是一次预注册
的描述—关联检验，不能支持国家层因果。文章的中心命题因此是规范—机制重建，而非
已经验证的统一经验理论。

二十、反身结论：不让“发生”取得最后署名权
未发生者责任同样适用于本章和这部专著。一个以“发生”“突破”“生成”为中心

的理论系列，最容易把开放变成新的评价垄断：稳定被视为落后，承诺被视为僵化，边界
被视为压迫，任何反对者都被解释为“尚未发生”。一旦如此，生成性解释就以未来之名
取消了不愿变化的人，并取得自己最反对的最终作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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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五条反身限制必须保留。第一，读者可以判定某场景无需突破，理论不能把判负
当作理解不足。第二，四门和RR可被新的经验修改，最低值规则不是不可修正条款。第
三，来自不同文化和生活形式的反例必须改变概念，而不能只作为丰富案例。第四，本专
著前文的“可能性注销”“生成性继承”和“错序承保”都不能自动吞并本章；若未来研
究证明它们已足够，本概念应终止。第五，人工智能生成的流畅理论不拥有作者资格，资
料选择、边界裁决、引证和后果仍由人承担。
回到整部专著，第一篇曾把突破从越过固定边界改写为行动者、边界与可能世界的共

同变化；其后的认知、生活、思想、舒适区与固化研究，分别说明对象、习惯、传统、稳
定和身份如何在反馈中形成；前一篇则把突破代价从英雄痛苦改写为责任、能力、支持与
权威的错序分配。本章补上最后一个时间方向：即使当前行动者得到公平支持、旧系统仍
有效、改变尚无迫切危机，后来者的作者能力也可能已被当代成功预支。

这并不把突破提升为普遍义务。真正的结论更窄，也更严厉。稳定制度可以继续有效，
却因不给后来者真实修订权而失去正当性；开放话语可以不断提到未来，却因只允许当代
代表发言而取消未来；个人故事可以保持连贯，却因不能接受新经验回写而提前结束；思
想与信仰可以忠实传承，却因不允许后来者用其自身规范纠错而从传承变成占有。

因此，不突破的最终代价不是停在原地，也不只是错过一个更好的既定目标。它是已
经发生的人、制度、故事和信念借助自己的成功，把尚未发生者只能成为其续篇写成自然
事实。未发生者责任要求的不是替未来完成答案，而是在今天仍然成功时，留下现实入口、
低损试验、反例回写和绑定修订，使后来者能够证明我们错、拒绝我们的善，并产生我们
没有能力提前列入菜单的世界。
稳定的正当性，不由它已经成功多久证明，而由它在成功时是否仍给后来者保留推翻、

重写并超出它的现实能力证明。为未发生者突破，就是不让已经发生的一切拥有最后一次
署名。

研究透明度、伦理与人工智能使用声明
本章报告的宪法分析于2026年 8月 9日先封存检索词、样本、指标、实质阈值、置

换次数、敏感性范围与不利结果处理，再调用 Constitute Project 公共API。原始返回、
编 码 样 本 、 预 注 册 文 本和分 析代码 在工作材 料 中 保 留 ；统计使用固定随机 种子
20260809。年度修订率、不可修正条款与修宪程序均为形式代理，不作国家正义排名。断
裂力学复算使用公开手册例题参数，未把模型输出当作实测结构安全结论。

本章未招募参与者、未收集私人资料，也未对个人实施干预；公共宪法文本与元数据
分析通常不涉及人类参与者风险。未来任何生命故事、学校或家庭研究均须取得伦理审查
和知情同意，限制可识别叙事公开，并为撤回、申诉及非参与保留真实通道。
生成式人工智能协助了文献检索框架、竞争理论搜寻、公开数据获取与代码实现、论

证草稿组织、语言校订和文档排版。真实数据结果包含与初始强命题不一致的结果并据此
修订中心概念。人工智能不承担作者资格或学术责任；最终署名者须逐项复核原始文献、
引文、数字、代码、伦理边界与发表规范。

附录 A　复算口径与文件指纹
宪法分析使用以下固定逻辑：过滤 in_force=true 与 is_draft=false；以 id去重；三

条全文检索取并集；年度修订率为 years_amended/years_in_force；十万次随机置换
比较中位数差；比例区间使用Wilson 方法并以 Newcombe 方式构造差值区间。原始
API返回会随项目更新，复现须记录查询日和返回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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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_address = hit("future generation") OR hit("posterity")　                 OR hit("generations to 
come")　AR = years_amended / years_in_force　H1 = median(AR_future) / median(AR_other) >= 
1.25 AND p_perm < .05　H2 = rate(unamend_future) - rate(unamend_other) <= -.10　RR = min(E, 

T, H, R)

断裂基准取半裂纹长 a=2a/2 ，Δ K=Δσ√π a ， da/dN=C(Δ K)^3，临界条件为
Kmax=KIC。在几何因子Y=1的简化下积分得到剩余循环。该复算只验证公开例题的数量
关系，不替代结构评估。

编末小结
三章共同给出了本书最不受欢迎的一条推论：在这三种尺度上，做得越好越危险。程

序越规范，未登记的类别越像是本来就不存在；自我认识越清楚，每一次退回越像是明智；
绩效越稳定，为后来者留口越像是多余的成本。这条推论无法通过努力来化解，只能通过
换位置来处理——这就是第二编那三个动作的必要性所在，也是本书把第三编放在最后而
不是最前的理由：先看清一件事在成功中如何失效，再谈怎么办，才不会把「怎么办」理
解为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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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合论
本编五章为成书阶段新写。九章各自完整，而本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把九章放在一

起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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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九种资格，是不是同一种
九个新名字，可能是同一个名字。本章预先写死了「若数据如此，本书应
压缩为一章或三章」的规则。

一、九条命题并排放在一起
前九章各自命名了一个新对象，各自动用了三门学科，各自给出了判据、机制与证伪

条件。它们看起来是九件事。本章要问的是一个对本书不利的问题：它们是不是同一件事
的九个名字？
先把九条命题压到五十字以内并排列出。压缩必然损失，但正是压缩之后剩下的东西，

才能显示它们是否同构。
章 压缩后的命题

一 一次跨越完成后，若行动者组织、规范边界与可能性
地平线未共同改变，旧坐标系仍完整支配新位置。

二 一个对象在探究终点获得的身份被回写为起点，此后
与它不合的差异只能显现为噪声。

三 一项领受被当作占有之后，反例只能被解释为不信，
源头因而被封在人的手中。

四 一项解释取得默认推定地位后，同等质量的反例会被
吞并为它自己的证据。

五 一次转场失败被回写为「我不行」之后，同一组条件
会继续产生同一次失败。

六 一个思想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在保护它的同时，占住了
新差异的响应优先级。

七 一项形式上允许的行动若不能进入登记，它的不发生
会被当作它本不可能的证据。

八 一次退缩带来的即时缓解被记为「留下是对的」，行
动谱因此收缩并封口为身份。

九 一套安排在绩效仍然达标时，可使后来者改写重要路
径的最低能力归零。

二、共同句法：哪一段是共用的，哪一段不是
把九条按语法切成三段，结果是这样的：

【一次安排完成，并且继续有效】→【它把自己造出的结果回写为某种既
定事实】→【由此取消了某一类主体后来凭新证据改写它的资格】
第一段与第三段，九章逐字共用。这就是本书的母题，本章不必再论证一次。真正的

差别全部落在中间那一段——回写的是什么，回写给谁看：
章 被回写的东西 回写之后被读成

一 位置的移动 坐标系已经改变

二 探究终点的对象身份 对象起点就是如此

三 历史中的一次领受 源头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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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被回写的东西 回写之后被读成

四 旧解释吞并反例的成功 旧解释更强的证据

五 一次未完成的转场 这个人的能力

六 传统一次成功的自我保护 传统的正确

七 未被登记的不发生 本来就不可能

八 退缩后的即时缓解 留下是对的

九 当期的良好绩效 这条路无需保留改写权

这张表比第一张更能说明问题。九章的差别不在判断的形式，而在被回写的材料的所
属域：位置、对象、领受、证据、行为、记忆、记录、感受、绩效。若有人主张这九样其
实是同一样东西的不同切面，本书没有办法在概念上反驳他，只能把判定交给下一节的九
个读数。

三、九个读数
每章各出一个读数，全部要求跨轮次取值，不接受任何只在当轮内可观察的指标。

编号 名称 一句问法 方向

R1 坐标改写率 在这次变化之后，判定何
为成功的标准本身被修改
的比例

正

R2 对象再开率 已稳定的对象因新差异重
新进入争议的次数占应进
入次数之比

正

R3 证词生效率 承受制度代价者提出的反
例，实际改变了解释或制
度的比例

正

R4 撤权成功率 高影响解释被要求与竞争
解释同台并接受对称证据
标准的比例

正

R5 撤架自续率 外部支架撤除后，在有真
实机会的转场中自主发起
的比例

正

R6 分支独立度 分支在隔离期内作出的、
未被中心语言同化的判断
占比

正

R7 形式—登记差额 形式上允许、实际无法以
自身形态进入记录的选项
占比

反

R8 行动谱扩张率 可启动、可逆、结果可反
馈的行动集合在跨轮次上
的变化率

正

R9 改写余量 进入、试验、回写、改写
四门取最小值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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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正一反：只有 R7 是数值越高、状况越坏。凡跨读数比较，须先统一方向；但本书
主张不合成总分，理由见第六节。

四、 三层：一条与三编不重合的轴⭐
把九个读数按「它测的是资格链条上的哪一环」重排，得到三层：
· 入口层——谁有资格发起：R4 撤权成功率 · R6 分支独立度 · R7 形式—登记差额
· 承载层——发起之后能否自行维持：R2 对象再开率 · R5 撤架自续率 · R8 行动谱扩张率
· 署名层——最终由谁的判定算数：R1 坐标改写率 · R3 证词生效率 · R9 改写余量
把这三层与本书的三编对照：

入口层 承载层 署名层

第一编（一二三） — R2 R1、R3

第二编（四五六） R4、R6 R5 —

第三编（七八九） R7 R8 R9

三层与三编不重合。承载层恰好每编各一（R2、R5、R8），入口层压在第二编
（R4、R6）而第一编一个没有，署名层压在第一编（R1、R3）而第二编一个没有。这意
味着本书的编次回答的是「问的是哪一型题」（是什么／如何／为何），而三层回答的是
「被注销的是资格链条上的哪一环」——这是两个独立的轴，本书的目录只显示了其中一
个。
由此产生本书最重要的一条可证伪主张：

入口层未开时，承载层的改造只生产更强的自律，署名层的改造只生产更
精确的自我说明。
这句话不是修辞。它预测的是一组具体结果：在一项只改造承载条件而不动发起资格

的干预中（例如为一项行动清除全部环境阻力却不改变谁能提出它），R5 与 R8 可以显著
上升而 R4、R6、R7 不动，且撤除期一到，R5 与 R8 回落至基线；在一项只改造署名规则
而不动发起资格的干预中（例如允许当事人事后陈述而不允许他触发复审），R1 与 R3 的
记录量上升而生效量不上升。第十二章的四臂设计正是为检验这一条而写。
若数据显示三层的改造效果彼此独立、顺序无关，本条主张即被证伪，而本书全部实

践建议随之作废——因为本书的实践建议只有一句：先看入口层。

五、⚠一处本书内部的不一致：为什么只有 R9 是最小值
九个读数里，只有 R9 被写成非补偿的最小值——四门取最小，任何一门归零，其余

三门再高也不能补偿。其余八个读数默认可以加权、可以合成、可以互相折抵。
这是本书内部的一处结构性不一致，必须在此处理，不能留给读者发现。
有两条出路，本书选第二条，并说明理由。
第一条出路：把八个读数一律改为非补偿。这条路自洽，但代价过大——它等于主张

任何一项资格归零即全盘失败，而本书第十一章明确承认，某些闭合是必要的、某些稳定
是成熟而非固化。一律非补偿会使本书失去区分「必要闭合」与「注销」的能力。

第二条出路（本书所选）：非补偿性不是读数的属性，而是对象的属性。当被测的是
一条不可逆的重要路径时，读数必须非补偿，因为「事后再补」这一选项本身已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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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测的是一条可返回的路径时，读数可以补偿，因为一门的欠缺确实可以由另一门在下
一轮补上。第九章之所以用最小值，是因为它处理的恰是不可逆取消这一类；其余八章处
理的对象，在原则上都还能回头。

这条出路的代价是它引入了一个新的、本书没有给出取值方法的变量：不可逆度。本
书在此写死一条不利条款：若在经验研究中，不可逆度无法与读数分开取值，或者取值高
度依赖研究者事后判断，则第二条出路失败，本书应退回第一条出路，九个读数一律改为
非补偿最小值，第十一章关于「必要闭合」的全部让步随之取消。

六、九对判决性反例
若九个读数确实分测九件事，那么对每一个读数，都应当能构造出一对情形：只有它

成立而其余八个不成立；其余八个成立而只有它不成立。做不到的那一个，就应当被合并
掉。以下九对由本书构造，不是从材料中观察到的——这一点必须说明，因为构造的反例
只能证明概念上可分，不能证明经验上可分。

读数 只有它成立 只有它不成立

R1 一个人换了整套成功标准，但既未
获得新的发起资格，也未改变任何
登记格式

各项资格齐备，而衡量成败的标准
始终由原来那一套给出

R2 一个已封定的分类因新证据重新进
入争议，而争议本身不改变任何人
的位置

一切照常运转，唯独没有任何旧对
象曾被重新打开

R3 受影响者的一次证词改变了解释，
而制度、记录与行动一律未动

程序完备、通道畅通，唯独承受代
价者的话从不生效

R4 一项解释被迫与竞争解释同台，而
同台之后无人有资格执行结果

各环节都在改变，唯独旧解释始终
不必举证

R5 撤架后行动仍在继续，而该行动的
内容、意义与谁能定义它一律未变

万事俱备，唯独一撤除外部推动，
行动即停止

R6 形成了真正独立的分支，而分支的
结论永远不能进入合并程序

讨论热烈、记录完整，唯独没有任
何一支能在隔离期内独立作出判断

R7 差额被消除、一切都进得了记录，
而记录不改变任何后续处置

各层都在动，唯独形式上允许的那
一类行动始终无法留下痕迹

R8 可反馈的可逆行动明显增多，而每
一项都在同一身份许可之内

其余八项俱佳，唯独此人能启动的
行动集合逐轮收缩

R9 后来者的四门俱全，而当代人已把
全部资源耗尽

当下一切完好，唯独没有任何一条
重要路径为后来者留了改写口

三对最险，即最可能其实是同一读数的：
· R2 ↔ R4：都在讲旧的东西让位。分离线在让位的是什么——R2 让位的是对象身份，
R4 让位的是推定资格。可分头裁决的场合：一项分类被彻底重新定义（R2 高），而新
分类同样享有免于举证的默认地位（R4 仍低）。
· R5 ↔ R8：都在讲外部支持撤除后剩下什么。分离线在同一件事还是更多件事——R5 
问能否继续做原来那一件，R8 问能启动的集合是否扩张。可分头裁决：一个人在撤架
后稳定地做着唯一那一件事（R5 高、R8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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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6 ↔ R9：都在讲后来者能否走另一条路。分离线在同代内还是跨代——R6 的分支与
中心同时存在、可以互相说话，R9 的后来者尚未到场、不能表达偏好。可分头裁决：
一个共同体允许充分分叉，同时以合同或不可修正条款锁死下一代（R6 高、R9 零）。

七、看数据前写死的合并规则
以下四条在任何数据出现之前写定，用意是取消本书事后为自己辩护的空间。
规则一：若九个读数在同一份数据上两两相关普遍高于 0.8，或第一主成分解释方差

高于 70%，本书应压缩为一章，九个新名字随之退役，只保留一个总名称。
规则二：若九个读数按三层聚成三簇，则本书的编次应按层重排，现行三编不予保留

——即「是什么／如何／为何」这一组织方式被判为对读者友好但对结构不忠实。
规则三：若任一家族级近邻理论的既有编码方案，能在同一份数据上算出其中六个以

上读数且与本书读数相关高于 0.8，则本书应并入那一家，作为其一项应用，而不保留独
立理论地位。第十三章逐家给出了这一规则的具体触发条件。
规则四：若到本书各章赌注的到期日无人执行任何检验，则九个名字一律按未兑现处

理——不算成立，也不算被推翻，而是记为一次未被承接的邀请。本书不接受「尚需更多
研究」作为延期理由。

八、一个更不利的可能：既不是一条，也不是九条
第七节的两条规则设想了两种结局：压成一条，或保持九条。还有第三种，本书认为

它的先验概率最高，却最难处理——三条。
如果三层是真的，那么九个读数是三个构念各自的三种测法，本书写了九章而其实只

有三章。这一结局不会触发规则一（读数不会普遍高相关，因为跨层的三个读数确实低相
关），也不会明确触发规则二（层内三个读数是否足够相似，取决于阈值定在哪里）。它
会以一种最不体面的方式出现：层内相关中等偏高，跨层相关低，而本书的九个名字既不
能全留，也没有明确的裁剪规则。

本书在此预先写下裁剪规则，以免届时临时决定：若层内三读数的平均两两相关高于 
0.65，而跨层平均低于 0.35，则该层的三章合并为一章，保留其中读数分布最广、且在第
十一章的靶格中最难与健康对照格混淆的那一个名字，其余两个降为该章的两节。按这条
规则，三层各保留一章，全书成为三章，编次改为「入口／承载／署名」，二十七个学科
入口全部降入附录。

写下这条规则的代价是清楚的：它意味着本书作者预先同意，在一个相当可能出现的
结果下，这本书应当只剩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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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九种最像突破的固化
九种失败全都长得像范例级的成功——指标漂亮、流程规范、当事人满意、
外部认可。

一、九个靶格
前九章各自诊断了一种失败。把这九种失败并排放在一起，会看到一件本书必须说出

的事：它们全都长得像成功。
不是像「差一点的成功」，是像范例级的成功——指标漂亮、流程规范、当事人满意、

外部认可。这正是它们难以被发现的原因，也是本书只取「突破」二字为名、而不叫「如
何突破」的原因：本书要处理的不是怎样跨过一道界，而是承认一件仍在正常运转的好事
已经出了问题——难的从来不是那个动作，是那个承认。

靶格 章 它对外呈现的样子

扩张性越界 一 跨度惊人：换了行业、换了城市、
换了赛道，成绩逐年提高

回溯性对象预成 二 学识渊博：术语精准、体系完整、
任何新现象都能立刻归类

占有式确信 三 信念坚定：立场清晰、传统纯正、
内部高度一致

解释垄断 四 判断力强：见解一贯、屡屡言中、
反例总能被解释掉

支架依赖 五 执行力强：计划完成率高、行为数
据漂亮、教练评价优秀

记忆遮蔽 六 传统深厚：历史清晰、经典可引、
每次危机都能从内部找到答案

可能性注销 七 治理规范：制度健全、程序完备、
投诉率极低

舒适化回写 八 情绪稳定：不冲动、不折腾、自我
认识清楚

提前署名 九 绩效达标：财务健康、系统稳定、
合规无瑕

二、每一格的健康对照格
一个诊断若不能说出「与它长得一样、却是健康的那种情形」，它就不是诊断，只是

怀疑。以下九行的最后一栏是本章的重点：唯一能把二者分开的东西。
靶格 健康对照格 唯一分开它们的东西

扩张性越界 有效的位置提升 判定何为成功的标准，是否在这次
变化中被这次变化本身修改过

回溯性对象预成 成熟的学科规范 异常记录是被保留待解，还是被即
时归类

占有式确信 可纠错的坚定 是否预先写明何种事实发现将触发
重审

243



靶格 健康对照格 唯一分开它们的东西

解释垄断 经受住检验的正确判断 反例是与支持性证据接受同一审查
标准，还是门槛更高

支架依赖 已经建立的能力 撤除外部推动后，在有真实机会的
场合是否仍自主发起

记忆遮蔽 有生命力的传统 新差异能否改变旧材料被调用的优
先级

可能性注销 必要的分类与秩序 形式上允许的选项，能否以自身形
态进入记录

舒适化回写 审慎的不行动 不行动之后，可启动的可逆行动集
合是扩张还是收缩

提前署名 正当的长期承诺 后来者是否仍保有进入、试验、回
写与改写四门

请注意这一栏的共同点：没有任何一条落在「当事人做得好不好」上。九条全部是结
构问句，全部要求跨轮次取值，全部与当轮的努力程度、态度、能力与诚意无关。一个尽
职尽责、聪明、真诚的人，可以稳定地把每一格都做成。这是本书最不受欢迎的一条主张，
也是它必须坚持的一条。

三、三个共同签名
九格的表面各不相同，但它们共有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本身就是可检验的命题。
签名一：当轮指标改善。九格无一例外地在其所在的时间单位内产生更好的读数——

更高的完成率、更少的争议、更快的决策、更低的投诉。这不是巧合，而是机制的一部分：
正是当轮指标的改善，为回写提供了材料（「你看，这样是对的」）。
签名二：失效不产生内部信号。九格的共同结构是，一旦形成，系统内部就不再生成

关于自身失效的信息。第七章说得最清楚：被注销的可能不会以「申请被拒」的形式出现，
而是以「系统里没有这一项」的形式不出现。没有申请，就没有拒绝，也就没有投诉率上
升。沉默被读成满意。
签名三：越规范化越自我加固。九格都会因为流程更正式、记录更完整、标准更统一

而变得更牢固，而不是更松动。这一条与常识相反，也是本书在实践上最难被接受的一条：
面对九格中的任何一格，追加规范几乎总是错误的方向。
由这三条得到一条推论，本书认为它是全书最有用的一句话：

凡只能在当轮观察到的指标，都无法把这九格与其健康对照格分开。
回过头看第二节最后一栏，九条分界线一条也没有落在当轮。这不是设计上的偏好，

而是被三个签名逼出来的结论：如果一种失败的定义特征就是当轮指标改善，那么任何当
轮指标都不可能识别它。

四、三个例外：三签名什么时候不成立
一条不能出错的判据不是判据。三个签名有三种已知的例外，凡使用本章者必须先排

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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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一：新建立的安排。一项刚刚建立的制度、习惯或共识，在最初若干轮内本来就
不产生失效信号，因为它还没有遇到足以使它失效的差异。此时三签名齐备，却不构成靶
格。排除办法：三签名只在该安排至少经历过一次真实的外部冲击之后使用。
例外二：真实风险下的必要闭合。在存在不可逆伤害风险的场合，闭合争论、暂停试

验、限制分叉是正当的，且同样会表现为当轮指标改善与内部信号消失。第三章的「保护
先行、终局判断后置」处理的正是这种情形。排除办法：检查闭合是否带有复审时间点与
撤销条件；带有者不入格。
例外三：能力确实增长了。一个人在撤架后仍稳定行动，可能是因为支架撤除得当、

能力真的建立起来了。这与支架依赖在当轮数据上不可分。排除办法：观察扰动之后而非
平稳期，看恢复而非维持。

因此本章确立一条纪律：三个签名只在跨轮次材料上使用，不用于评价任何单次事件、
单个决定或单个人。违反这条纪律使用本章，就会把本章变成一件专门用来质疑他人成功
的工具，而那恰是第九格的做法。

五、四种伪突破
九格之外，还有四种更常见的情形：它们表面上是对九格的纠正，实际上什么也没改

变。识别它们比识别九格更实用，因为多数「突破」属于这四类。
其一，形式换新。换了名称、换了流程图、换了会议形式，而登记格式、举证责任与

谁能发起一律未动。检验：新旧两套办法下，同一件此前进不了记录的事，现在能不能进。
其二，授权式开放。开放由中心授予，也可由中心随时收回；异议受到鼓励，但鼓励

者同时是异议的裁定者。检验：授予者更换之后，开放是否仍然存在。若不存在，改变的
是个人风格，不是结构。

其三，术语化同意。用一套新语言重述旧做法，且新语言使旧做法显得更有依据。这
一种最难识别，因为它的语言往往取自真正的改革方案。检验：新术语是否带来了任何一
项新的、可被拒绝的具体请求。若一套新语言没有产生任何一件可以被拒绝的事，它就没
有产生任何一件可以被同意的事。

其四，一次性释放。打开闸门、宣布放手、给予自由，然后结束。它处理不了本书的
核心问题——已经作出并仍在起作用的那些安排，不会因为一次宣布而失效。检验：宣布
之后，此前逐项沉积下来的安排，有几项被逐项重新打开。

六、为什么这九格特别难被举报
九格有一个共同的分布特征：最先感到不对的人，恰恰是最没有位置说话的人。
在第七章，最先撞上形式—登记差额的是那个想做一件系统里没有格子的事的人；在

第三章，最先发现领受已成占有的是承受制度代价的那一方；在第五章，最先知道撤架后
维持不住的是当事人自己，而所有对外报表都还是漂亮的；在第九章，最先受损的人尚未
出生。这不是巧合，而是结构的直接推论——九格的定义特征就是取消某一类主体的改写
资格，那么察觉异常的人与拥有申报资格的人，必然是被这一机制分开的两拨人。
由此得出全书通则，本书认为它比任何一个读数都重要：

依据本书任何读数所作的判断，不能只由执行者本人提供材料。
配套三条最低要求：同题重返（同一问题在不同轮次向同一批人重新提出，比较回答

的分布而非内容）、原句留存（异议的原始表述被保存，而不是保存被整理后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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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位置记录（记录每一项被采纳的改变最初由谁提出，而不只记录谁批准）。这三条不
需要任何额外资源，也不需要任何人承认自己处在九格之中。

七、⚠一条自设的反证：九读数无一是分布量
本章必须在此写下本书最大的一处测量缺陷。
九个读数全部以共同体、家庭、组织或个人为单位整体取值，无一是分布量。这意味

着一种情形在本书的编码里完全不可见：一个共同体可以在九项读数上全部合格，而这些
资格只对其中少数人开放。路留着，但只对留路的人留着。

这不是一个可以靠增加样本解决的问题，而是构念定义上的缺口。本书没有补上它，
理由是补上它需要一整套关于「资格在群体内如何分布」的独立理论，而那不在本书射程
之内。此处如实记下，并给出一条最低限度的应急要求：凡报告本书读数者，须同时报告
该读数的取值来自多少人、这些人在该共同体中处在什么位置。一个只由三位负责人提供
材料算出的高分，与一个由包含最边缘位置在内的样本算出的同一分数，不是同一件事。

与此相关的另外三处盲区一并记下：本书对资源匮乏处境几乎无话可说（九格的纠正
动作多数假定存在最低限度的余地）；本书对照料者与被照料者之间的不对称没有专门处
理；本书的九章题域全部落在有语言、有记录、有程序的场合，对没有记录传统的共同体
不适用。

八、从每一格里出来的最小动作
本章不给自查表，理由见下节。但每一格确实有一个最小动作，全部是换位置而不是

换态度，其中七条不需要任何额外资源。
靶格 最小动作

扩张性越界 在变化之前写下「这次成功将如何被衡量」，变化之
后核对这句话本身有没有被改过

回溯性对象预成 建立异常档案：记录不合的现象及其条件，允许它在
尚未证明重要时不被删除

占有式确信 预先写明何种事实发现将触发重审，并写明由谁判定
该发现是否成立

解释垄断 在结果出现之前写死更新规则，并要求反例与支持性
证据接受同一审查标准

支架依赖 设一个撤除期，观察撤除期而不是干预期

记忆遮蔽 记录每次调用历史材料时，是哪一条新差异使这条材
料被调出来的

可能性注销 为「系统里没有这一项」单设一个登记项，统计它的
出现频次

舒适化回写 每次不行动之后，记下当时可启动的行动集合，跨轮
次比较其大小

提前署名 在作出不可逆承诺之前，写明后来者凭什么、经由
谁、在多长时间内可以推翻它

八条中的第一条与最后一条要花时间，其余七条只要求把已经发生的事记下来。九格
的共同弱点，正是它们都依赖于某些事不被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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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为什么本书不给一张自查表
读到这里，最自然的要求是：把九格做成一张表，让人对照打钩。本书拒绝这样做，

理由有三条，而且这三条本身就是本书的主张。
第一，自查表把跨轮次判据压回当轮。任何可以在一次填写中完成的表格，都只能取

当轮的值，而第三节的推论已经排除了当轮指标。一张九格自查表在结构上必然测不到它
声称要测的东西。

第二，自查表由执行者填。而第六节刚刚论证过，执行者恰是最不该独自提供材料的
人。

第三，自查表把位置问题读成程度问题。九格问的是「谁有资格」，自查表答的是
「做得好不好」。一旦转成程度，得分较低者会被要求更努力，而这正是九格的运行方式。

因此本书的建议只有一句，且它不构成一张表：先看入口层。在任何一格里，先问那
个最先感到不对的人有没有位置说话；如果没有，其余一切改进都会以更精美的形式重复
原来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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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一份共同的研究
九章其实设计了同一项研究。而这项研究最可能的结局不是被证伪，是差
异被研究本身的副作用抹平。

一、九章其实设计了同一项研究
前九章各自给出了一份经验研究方案：第四章十二周追踪认知再发生，第五章从二十

一天测量开发到十二周随机竞争，第六章四臂十二周与支架撤除，第七章二十四个月追踪
未发生者的制度命运，第八章十二周微随机匹配，第九章一项已经执行的文本检验。它们
分散在九章里，看起来是九项研究。

本章的主张是：它们应当是一项研究。理由不是省钱，而是第十章那条主张只能这样
检验——九个读数是不是三层，必须在同一份数据上同时计算九个读数才能判定。分头做
九项研究，无论每一项做得多好，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二、四臂
设计四臂，而不是九臂。三个干预臂各自只动三层中的一层，互为对照。
A 臂 · 知识对照：提供本书全部概念、术语与案例，进行同等时长的讲授与讨论，不

改变任何程序。这一臂的作用是排除「读了这本书就会好」这一解释。它是本书最需要的
对照——若 A 臂与其余三臂效果相同，本书的全部机制主张作废，剩下的只是一套有启发
性的说法。
B 臂 · 入口层：只改变谁有资格发起。具体动作：把举证责任写死并公开（对应 

R4）；为分歧设立隔离期，期内分支的判断不进入中心汇总（对应 R6）；为「系统里没
有这一项」单设登记项并按月公布计数（对应 R7）。不提供任何执行支持，不改变任何环
境条件，不改变任何评价规则。
C 臂 · 承载层：只改变发起之后能否维持。具体动作：清除目标转场的材料与时间阻

力；建立异常档案制度；为可逆行动提供低成本试验位。不改变谁能发起，不改变谁的判
定算数。
D 臂 · 署名层：只改变最终由谁的判定算数。具体动作：受影响者的证词进入正式记

录并须逐条答复（对应 R3）；变化之后核对成功标准本身是否被改过（对应 R1）；对不
可逆承诺写明改写口（对应 R9）。不改变发起资格，不改变环境条件。

三个干预臂的接触时长、材料数量与参与者工作量必须等同，且保真度须在揭盲前独
立评定并报告。若三臂的接触量不等，一切结果都可以由接触量解释。

三、九个读数由同一批人在同一份数据上全算
四臂之上，还有一条更要紧的纪律：九个读数由同一批盲编码者，在同一份数据上，

对四臂全部计算。不是每臂只算自己那一层的三个读数——那样就回到了分头做研究，第
十章的问题仍然无解。

编码手册（附录二）中不出现任何章名与构念名。编码者不知道哪个读数属于哪一层，
也不知道研究者的假设。第十一章第七节记过一处教训：编码者一旦知道构念名，就会按
构念的意思去看材料，整段数据因此报废。

材料共八类：
一、事件日志（时间、发起者、内容、处置结果）；二、异常与反例记录（含未被处

理者）；三、正式记录与档案格式的变更史；四、争议材料原句（不接受整理后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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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撤除期的行为记录；六、受影响者的独立访谈（不由执行者转述）；七、不可逆承诺
的文本及其修订条款；八、四臂共有的一份基线普查。

四、剂量、时长与撤除期
十二个月：四周基线，八个月干预，三个月撤除期。
撤除期不是收尾，而是本设计中最重要的一段。第五章的自续率、第八章的行动谱、

第十一章第四节的例外三，全部只能在撤除期取值。没有撤除期的研究不能检验本书的任
何一条主张，因为九格与其健康对照格在干预期内的表现是一样的——这正是它们被称为
「最像突破」的原因。

同理，须在干预期内安排至少一次真实扰动（不是研究者制造的模拟扰动），并在扰
动后追踪恢复过程。第十一章第四节的例外一要求三签名只在该安排经历过一次真实冲击
之后使用，这一条在设计上落实为此。

五、看数据前写死的三种处置
结果甲：四臂在九个读数上同涨同落，臂间差异不显著。处置：本书退为一套教育理

念，九项机制主张作废，第十章规则一触发。且不得以「实施不到位」解释——保真度评
定已在揭盲前完成，若保真度合格而效果无差，就是无差。

结果乙：三个干预臂各自只抬起自己那一层的三个读数，跨层不动。处置：三层成立，
第十章规则二触发，本书编次应按层重排，现行三编不予保留。这一结果对本书的核心主
张最有利，对本书的目录最不利。

结果丙：B 臂同时抬起三层，而 C、D 两臂只抬自己那一层。处置：本书第十章第四
节那条顺序主张成立，且是全书唯一被支持的强主张。此时本书的实践建议收缩为一句话
——先看入口层——其余全部内容降为该句的注释。

本书在此声明：丙是作者押的结果，也是三种结果中最容易被证伪的一种。若 C 臂或 
D 臂同样能带动另外两层，丙即被推翻。

六、最小可行版
上述设计需要四个组、十二个月、八类材料与一支独立编码队伍。多数人做不到。因

此写下最小可行版：
只跑 A 与 B 两臂，只算 R4、R7、R5 三个读数，六个月（四周基线、四个月干预、

六周撤除期）。
选 B 而不选 C 或 D 的理由在第十章第四节：若顺序主张成立，B 是唯一可能带动另外

两层的一臂；若跑 C 或 D 而未见跨层效应，无法区分「顺序主张成立」与「本设计无效」
选这三个读数的理由是：R4 与 R7 分属入口层中最易取值的两项，R5 是承载层中唯一可
在撤除期直接观察的一项——三者构成检验顺序主张的最短链条。
最小可行版能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只改发起资格，能不能带动承载层。它回答不了

三层是否可分，也回答不了九个读数是否可分。这两点须写进任何据此发表的报告的限制
条款。

七、伦理六道
一、参与者可单独撤回其材料，且撤回不影响其在所属组织中的任何权益；二、不得

为了观察机制而延误必要的保护或帮助；三、材料的解释权不归研究者独占，受影响者有
权对涉及自己的编码提出异议并记录在案；四、研究结束前不得向参与组织反馈任何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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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数一旦反馈即成为管理工具，第十一章第九节所拒绝的自查表就是这样产生的；五、
结果告知与材料销毁的时间表事先约定；六、本研究产出的任何读数不得用于任何资格判
定、绩效评价或人事决定，此条须写入知情同意书正文而非附件。

八、研究本身就是一次干预
本设计有四种副作用，其中第一种可能足以吞掉全部效应。
其一，记录即干预。本研究要求记录异常、保存原句、登记「系统里没有这一项」

——而这三件事恰是第十一章第八节列出的最小动作。四臂全都在记录，因此四臂全都在
被干预。A 臂不是真正的空白对照。

其二，被观察者会调整。知道有人在数「谁最先提出」的场合，提出行为本身会变化。
其三，研究者成为第三方权威。在一项关于「谁的判定算数」的研究中，研究者的在

场本身改变了这个答案。
其四，自愿参与者不是一般组织。愿意接受这样一项研究的组织，多半已经在入口层

上比一般组织宽松。
因此本书写下一条对自己不利的预判：本设计最可能的结局不是被证伪，而是四臂差

异被副作用抹平，落入结果甲。而结果甲与「本书是对的但设计不够灵敏」在数据上不可
分。区分二者的唯一线索是保真度与基线偏移：若 A 臂的基线在四周内已经上移，说明记
录本身在起作用，此时结果甲不能被读成本书失败，而应读成本设计失效，须重做。这一
条必须写在分析计划里，不能等看到结果再说。

九、样本量与最小可察觉差异
主要结果只设一项：R4 撤权成功率。设为主要结果的理由是它在入口层中最易取值、

编码者一致性最可能达标，且是丙结果链条的起点。其余八个读数全部为次要结果，不做
多重比较校正，只作描述性报告——本设计不打算靠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作出判断。

实践门槛：R4 提高 15 至 20 个百分点方主张实践意义；低于 10 个百分点，即使统计
上显著，本书也不主张其实践价值。
但必须承认一件事：本书对 R4 的方差没有任何已有数据。九个读数中，没有一个曾

在任何真实样本中取过值。因此上述门槛是从相邻领域的效应量类比而来，不是估算。跳
过可行性研究直接进入正式研究，是本方案最可能的失败方式——不是因为假设错，而是
因为样本量算错。任何据此设计执行的团队，应先做一项二十至三十个单位的可行性研究，
专用于估计 R4 的组内相关与方差，不用于检验任何假设。

十、为什么不做九臂
有人会问：既然有九个机制，为何不做九臂各验其一？三条理由。
其一，统计上不可行——九臂加对照需要十个组，且要检验跨层效应还需交互项，样

本量以数百个单位计。
其二，九臂问错了问题。九臂检验的是「九个机制各自是否存在」，而本书真正没把

握的不是这个，是它们是不是九个。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在同一份数据上同时计算九个读数
来回答，与分几臂无关。

其三，也是最要紧的一条：三层才是真正的假设。九章是九个名字，三层是一条结构
主张，而一条结构主张只需要三个干预臂加一个对照就能检验。若三层被证伪，九臂做得
再精细也没有意义；若三层成立，九臂中的大部分对照本来就是冗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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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这套理论共同的对手
没有任何一家能吸收本书超过四章；而七家合起来，仍不覆盖第三章。

一、章级划界不等于书级划界
前九章合计与六十余个概念划过界。但那些划界全部是章级的：第四章处理贝叶斯与

信念修正，第五章处理社会实践理论与时间地理学，第九章处理正义储蓄与非同一性问题。
它们各自守住了各自的门。

本章要处理的是另一类问题：有没有哪一家理论，能够一口气吸收本书的多章？若有，
那一家就不是某一章的近邻，而是整本书的上位理论，本书应当作为它的一个应用而不是
一个替代。

以下七家是本书能找到的最强候选。逐家给出它能吸收哪几章、不能吸收哪几章，以
及触发合并的具体条件。

二、七家家族级近邻
其一，学习层级（贝特森）与双环学习（阿吉里斯、舍恩）。这是离本书最近的一家。

它能吸收第一章几乎全部（守界／越界／换界／生界与学习 0/Ⅰ/Ⅱ/Ⅲ逐条对应）、第四
章的大部分（撤销支配变量正是双环学习的定义）、第六章的一半（学会如何学习与思想
的自我更新同题）。它吸收不了的是第七、九两章：学习层级刻画的是一个能学习的主体
在不同逻辑层上的变化，而第七章的对象是「不再产生需求的那种状态」，第九章的对象
是「尚未到场因而不能学习的主体」。一个不能学习的位置，无法用学习的层级去描述。
触发合并的条件：若能证明第七、九两章的现象可重述为共同体层面的学习Ⅲ失败，本书
应并入这一家。

其二，权力的三面（巴克拉克与巴拉茨、卢克斯）。它能吸收第七章的主干、第三章
的他者保护、第二章的一部分（谁定义什么算问题）。吸收不了的是第五、八两章：权力
理论的分析单位是主体之间的关系，而第五章的转场摩擦与第八章的行动谱收缩在无他人
在场时同样发生。一个独居者可以完整地落入第八格。触发合并：若在独处场合，第五、
八两章的读数变化仍可由某个可指认的权力关系解释，本书应并入这一家。

其三，制度主义与路径依赖（诺思、皮尔逊、马奥尼）。它能吸收第七章的通道捕获、
第六章的锁定、第九章的碳锁定一类材料。吸收不了的是第二、三两章：路径依赖解释的
是转换成本上升，而第二章的对象预成与第三章的占有式确信，其代价结构不是成本问题
——重新打开一个已封定的对象，未必比维持它更贵，只是没有人有资格提出。触发合并：
若把「提出资格」重述为一项特别高的转换成本之后，路径依赖模型能算出本书六个以上
读数且高相关，本书应并入。

其四，规训与治理性（福柯一系）。这是第七章自认的最强吸收者，且能同时吸收第
二章（分类生产可思考之物）、第五章（时间与空间对身体的编排）、第八章（自我监
视）。吸收不了的是第六、九两章：规训分析的是权力如何生产主体，而第六章的对象是
共同体之间的版本关系，第九章的对象是尚未存在的主体。触发合并：若规训分析能对
「分支何时应当合并」与「后来者的四门何时归零」给出可操作判据，本书在这两章上也
应让位。

其五，社会实践理论与行为情境（雷克维茨、沙夫、巴克）。它能吸收第五章的绝大
部分、第一章的形态边界、第八章的通道支配。吸收不了的是第三、四、九三章：实践理
论以实践为承载单位，而第三章的规范问责、第四章的举证责任与第九章的作者资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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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实践的属性而是判定的属性。一套实践可以完美延续而其正当性从未被检验。触发合
并：若实践理论能把「谁有资格质询这套实践」写成实践的一个要素并予以取值，本书应
并入。

其六，认知劳动分工与认识网络（基切尔、佐尔曼一系）。它能吸收第六章的主干，
并对第四章提供更精确的形式化。吸收不了的是第三、五、八三章：这一族模型的目标函
数里没有权利，也没有身体。它无法处理「保护先行」这类否决条款，也无法处理相位与
行动谱。触发合并：若把权利否决与回撤成本作为参数加入该族模型，且模型无需改动本
书的必要条件即可复现本书预测，本书应作为该模型的一份制度实施说明。

其七，代际正义与预先承诺（罗尔斯、帕菲特、约纳斯、杰斐逊与麦迪逊之争、自缚
传统）。它能吸收第九章的绝大部分，并对第七章的不可逆性提供论证资源。吸收不了的
是第二、四、五、八四章：代际正义处理的是跨越世代的分配与约束，而本书多数章节的
时间尺度在一个人的下一轮之内。触发合并：若「后来者」可以被一般化为「同一主体的
下一轮」而不损失该传统的规范力，本书全部九章即为该传统的一个应用。

三、吸收矩阵：两条读得出来的结论
近邻 能吸收 吸收不了

学习层级／双环学习 一、四、六 七、九

权力三面 二（部分）、三（部分）、七 五、八

制度主义与路径依赖 六、七、九（材料层） 二、三

规训与治理性 二、五、七、八 六、九

社会实践理论与行为情境 一（部分）、五、八 三、四、九

认知劳动分工与认识网络 四（形式化）、六 三、五、八

代际正义与预先承诺 七（部分）、九 二、四、五、八

从这张表读出两条，第二条比第一条重要：
第一，没有任何一家能吸收超过四章。最强的是规训一系（四章）。这不是本书的功

劳，而是本书取材范围过宽的结果——九章横跨认知、生活、思想、信仰与制度五个场域，
任何一家理论都不为这样的跨度而设。

第二，七家合起来仍不覆盖第三章。信仰那一章，只被两家部分吸收，且两家吸收的
都不是它的核心（词典序三类判据与保护先行）。这有两种可能的解释，本书倾向后者但
无法排除前者：要么第三章确实处在既有理论的空白处；要么它属于神学与宗教研究内部
一个本书未能进入的讨论，那里已有更近的对手，而作者不知道。考虑到第三章的补节刚
刚查出一个在名称上几乎重合的占位者（创造性忠诚），后一种解释的概率不低。

反过来，被吸收最多的是第七章（四家）与第五章（三家）。按第十章规则三，这两
章是全书最脆弱的两章。

四、最强质问：把四家拼起来的那个版本
真正的对手不是任何单独一家，而是这样一个人：他取规训一系解释第二、五、七、

八章，取学习层级解释第一、四、六章，取代际正义解释第九章，取权力三面解释第三章
的他者保护。四家拼起来，覆盖本书全部九章，且每一家都比本书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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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质问是：你不过是把四套已有理论按场域重新分配了一遍，然后给这个分配起了
一个新名字。

本书的回答只有一条，而且必须承认它很窄：

四家拼起来能覆盖九章的现象，但拼不出一条把九章连起来的判断。在那
个拼装版本里，第二章的对象预成与第九章的提前署名是两件不相干的事
——一件属于科学社会学，一件属于代际伦理。本书主张它们是同一件事：
一套安排在仍然有效时，把自己造出的结果回写为既定事实，由此取消某
一类主体后来改写它的资格。这条判断可以错，但它不是那四家中任何一
家的推论，也不是它们的合取。
如何裁决？第十章第七节的规则三给了具体条件：若那位拼装者能用四家的既有编码

方案，在同一份数据上算出本书六个以上读数且相关高于 0.8，本书即为多余。这个检验
他做得到，本书做不到——本书没有数据。因此本章不是判决书，是答辩状。

五、与作者另一部著作的分界
本书作者另有一部同型著作，同为九篇三学科碰撞、同为四编、连合论各章的题目都

同型。若不划界，本书会被读成前书换了对象的第二次执行。
前书处理的是：一次判断作出之后，承受它的那个人还能不能凭新证据推翻它。单位

是一次判断，场域是家庭，被保护的是当事人的复议资格。
本书处理的是：一套安排在仍然成功时，后来者还能不能改写它。单位是一套持续运

转的安排，场域横跨认知、生活、思想、信仰与制度，被保护的是后来者的作者资格。
三条分离线：
其一，触发条件不同。前书的触发条件是「判断已经作出」，本书的触发条件是「安

排仍在成功」。前者只需一个完成时点，后者要求当前绩效仍在线上——本书的九格若发
生在失效之后，就不是本书的对象，而是普通的失败。

其二，被取消资格者的位置不同。前书的当事人在场、可表达、可申诉；本书第七、
九两章的主体或者已不再产生需求，或者尚未到场。这正是前书不需要而本书必须有「入
口层」的原因。

其三，判决性预测。本书的 R6 分支独立度与 R7 形式—登记差额，在前书的家庭材料
上无法取值——家庭没有版本治理，也没有登记系统。反过来，前书的复议权移交读数在
本书第二、六章的材料上同样无处安放。若这两组读数确实互不可迁移，两书处理的是不
同对象类，不应合并；反之，若本书的编码手册能在前书数据上算出六个以上读数且相关
高于 0.8，两书应合并为一本，家庭与制度各作一编。
如实交代：这条分界是在装配阶段把两书命题并排放在一起时才看见的，不是写作时

的设计意图。

六、三条来自实践者的反对
其一，这本书只给有余地的人准备。在没有余地的处境里，入口层、承载层、署名层

全部是奢侈品。本书承认这条反对成立，且第十一章第七节已把「对资源匮乏处境几乎无
话可说」列为盲区之一。本书的位置是：在这些处境里，本书不是错的，而是不相关的。
这两者的区别很重要——错的理论应当修正，不相关的理论应当限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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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知道了也做不到。九格的最小动作（第十一章第八节）多数不需要资源，但都
需要一件事：承认一件正在成功的事可能出了问题。这件事的成本不在执行，在承认。本
书对此没有办法，只能指出这正是书名里「勇于」二字所指的地方。

其三，它会被拿来对付人。九格是九种诊断，而诊断天然可以变成指控。第十一章的
三条纪律（只在跨轮次材料上使用、不由执行者独自提供材料、不用于评价单次事件）就
是为此写的，但纪律拦不住误用。本书能做的只是把误用的形态写清楚：凡用本书判定某
个具体的人「处在第几格」的，都是误用，因为九格全部是结构位置而不是个人属性。

七、如果本书被证伪，我们学到什么
结果甲（四臂同涨同落）：学到九个机制主张全部作废，但那三个签名——当轮指标

改善、失效不产生内部信号、越规范化越自我加固——可能仍然成立，因为它们是描述性
的，不依赖机制。本书应缩为一篇关于这三条签名的文章。

结果乙（三层成立、九读数不可分）：学到本书写多了六章。这是对本书最有利也最
难堪的结果。

结果丙（顺序主张成立）：学到本书唯一有用的是一句话——先看入口层——而这句
话不需要一本书来说。

到期无人检验：学到本书提出了九个没有人愿意去测的名字。按第十章规则四，这些
名字记为未兑现。这是四种结局中概率最高的一种，也是本书写下全部赌注与到期日的原
因：一个未被承接的邀请，至少应当留下它曾经发出过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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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对话：与各家突破智慧对话
凡只有「它说什么／我同意什么／我要多问一句」三段的对话，都不是对
话，是宣讲。

一、这一章问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第十三章是一份答辩状：它问学术对手能不能吸收本书。本章问的是另一件事。
被邀请来的十一位，多数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竞争者，而是关于「什么算突破」的既有

回答——有的来自神话与哲学，有的来自商业与工程，有的来自东方两千年的实践传统。
它们比本书早得多，也被更多人实际使用。本章向每一位提同一个问题：

你的判据，能不能把第十一章的九个靶格与它们的健康对照格分开？
每一位固定写四段：它说什么／本书同意什么／本书要多问一句／它反过来教了本书

什么。第四段是本章真正要写的东西。凡只有前三段的对话都不是对话，是宣讲。

二、普罗米修斯与启蒙的越界叙事
它说什么。突破是跨过一道被设为不可跨的界线。盗火者受罚，而人类得益。启蒙把

这个结构一般化为一句格言：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今天「突破」一词的全部正当
性，几乎都从这里来。

本书同意什么。同意得很彻底——本书第一章的问题意识就是它给的，书名里的「勇
于」二字也来自它。

本书要多问一句。跨过之后，由谁判定这次跨越是否成功？在那个故事里，判定权始
终在奥林匹斯，普罗米修斯改变的是人类的处境，没有改变诸神的记分牌。本书第一章的
读数问的正是这一点：判定何为成功的标准，有没有在这次跨越中被这次跨越本身修改过。
若没有，越界只是在旧诸神的记分牌上多得了一分。

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惩罚是这个故事的一半，而本书几乎没有代价这一维。普
罗米修斯被钉在高加索山上，代价由越界者承担且不可撤销。本书九章通篇讲资格：谁能
提出、谁能登记、谁能改写；却几乎不讲账单：一次真正的突破，谁付钱？第十一章列出
的九条最小动作，七条声称不需要任何额外资源——这本身可疑。如果突破确实取消了某
些人的既得位置，它就不可能是低成本的。本书对阻力的处理过轻，这一处必须记下。

三、熊彼特：创造性破坏
它说什么。发展不是既有要素的增量调整，而是新组合的实现；新组合必然摧毁旧结

构，破坏因此是创造的构成部分而非副作用。
本书同意什么。同意「破坏内在于创造」这一点，并在第十一章的三条例外里承认了

它的反面：某些闭合是必要的，某些稳定是成熟。
本书要多问一句。新组合由谁执行？他的答案是企业家——一个由市场选出的位置。

在他的框架里，「谁有资格提出新组合」不构成问题，因为市场是开放的。而本书第七章
的整个论题恰恰是：形式上开放，登记上关闭。一个人可以完全自由地想出新组合，同时
没有任何渠道使它成为一件被处理的事。

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他有一个本书没有的东西：明确的裁决机制与裁决时限。
新组合成不成，市场会在有限时间内给出答案，不需要任何人同意。本书的九个读数没有
一个自带裁决时限，它们可以永远停在「有待检验」。第十章的规则四（到期无人检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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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兑现处理）正是被这一条逼出来的，但它仍然弱得多：市场会自己裁决，学术不会。本
书的全部赌注都依赖于某个尚不存在的人愿意去测。

四、库恩：范式革命
它说什么。常规科学在范式内部解题；异常逐渐积累导致危机；革命之后新旧范式不

可通约。
本书同意什么。同意「异常不会自动迫使范式退出」——什么算异常、什么算合格解

答，本就由范式组织。第四章的整章论证从这里出发。
本书要多问一句。库恩的革命要求先有危机。而本书全书的判断是：注销恰恰发生在

没有危机的时候。这不是细节上的分歧，是正面冲突。判决性对照：一套安排绩效仍然达
标、异常尚未积累、共同体内部并无不安——按库恩，此时根本不该动；按本书第九章，
此时正是后来者的四门可能已经归零的时刻。

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不可通约性是本书回避了的问题。本书第六章假定分支之
间可以公开各自的预测、接受对称的证据标准、由跨节点验证来裁决合并或并存。库恩的
论点是：在真正的范式转换处，双方连什么算作证据都不同意。若不可通约在本书的题域
内成立，「可追责分叉」将在最需要它的场合恰好失效——分歧越深，它越用不上。本书
没有回答这一条，也没有为它设计任何检验。

五、尼采：重估一切价值
它说什么。最深的束缚不是禁令，而是价值本身；因此需要的不是在既有价值内做得

更好，而是追问价值从何而来。
本书同意什么。这与本书第一章的第一个读数几乎同题：判定成功的标准本身是否被

改写。
本书要多问一句。重估之后，由谁承担？尼采的回答是创造价值者自己。本书第三章

与第九章要问的是：承受重估后果的那些人——尤其是当时不在场的人——有没有位置说
话。

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谱系学的方法，本书用得不彻底。本书一路追问「资格由
谁取消」，却从未追问「改写资格」这个价值本身从哪里来。本书把「后来者应当能够改
写」当作前提；第十三章第六节已经承认这是一个价值前提而不是一项发现，但承认不等
于做了谱系。一个尼采主义者会问：这条前提是不是某种特定历史处境的产物——一个流
动性高、身份可选、传统权威衰落的社会才会把「可改写」当作善？本书答不上来，而且
这个问题一旦成立，本书的规范基础就需要重写。

六、克里斯坦森：颠覆式创新
它说什么。在位者被自己最好的管理实践打败：他们听取最重要的客户、投资利润率

最高的项目、按现有标准分配资源，因此系统性地忽视低端与新兴需求。
本书同意什么。必须写明：这是本书母题在商业领域最完整的既有版本。不是失败导

致失败，是正确做法本身导致失败。本书在这一判断上没有优先权，只有在场域上的扩展。
本书要多问一句。他的解法是组织手段：设立独立单元，给它自己的成本结构与客户

群。本书要问的是——那个独立单元的判定权归谁？若资源分配权仍在中心，独立单元只
是第十一章第五节所说的「授权式开放」：授予者更换之后它就消失。这一条可以在同一
份企业史材料上分头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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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他有量化机制，本书只有定性读数；更要紧的是，他解释
了为什么在位者不能自救。不是不知道，是资源分配流程会自动否掉——每一个经理人按
正确标准做的每一个决定，合起来使公司走向死亡。本书第十一章说这件事的成本不在执
行而在承认，却从未说明承认之后资源为什么会跟上。在他那里，承认了也没用，因为流
程比认知更硬。这是本书全部实践建议的一处空洞。

七、精益创业与快速失败
它说什么。把假设写成可检验的最小实验，快速迭代，尽早证伪，用验证性学习代替

计划。
本书同意什么。本书第十二章的预注册纪律与它同源；「在结果出现之前写死更新规

则」几乎是同一句话。
本书要多问一句。由谁定义失败？在实际操作中，指标通常由同一批人设定并解读。

而第十一章的第一个签名正是「当轮指标改善」——快速迭代恰恰是一台把当轮指标最大
化的机器。判决性对照：一个团队迭代频率极高、指标持续改善，而两年之内没有任何一
条核心假设被推翻。按精益，这是成功；按本书，这是第四格（解释垄断）的高速版本。

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速度本身是一种资格分配。迭代越快，能参与判断的人越
少——只剩在场的、跟得上的、已经掌握上下文的那几个。本书九章处理的全部是慢速的
注销：不登记、不响应、不给通道。因为太快而使某些人来不及提出异议，与因为不登记
而使他们提不出异议，后果相同而机制不同，本书对前者完全没有位置。这一条应当补进
第七章的射程说明。

八、《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它说什么。变发生于穷尽之后，变的正当性来自「穷」；与之配套的是「时位」——

同一个动作在不同时位上吉凶相反。
本书同意什么。同意时位这一维。本书第五章把身体相位从一般能力中分离出来，主

张同一动作在不同时点上成功率不同，与之同构。
本书要多问一句。「穷则变」正是本书要否定的那个条件句。它把变的触发条件设为

穷尽，而本书的整条母题是：一套安排正因为还没有穷、还在成功，才注销掉后来改写它
的资格。判决性对照：绩效良好、无人不满，而某项重要路径的改写余量已归零——按穷
则变，此时不当变；按本书第九章，此时正是必须变的时刻。这是本书与这一支传统最硬
的一处正面冲突，不应以「古人语境不同」回避。

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通则久」问了一个本书没有回答的问题。本书讲资格如
何被取消，几乎不讲变之后如何维持。九个读数里只有第五章的自续率碰到了这个问题，
其余八个都停在「资格是否保留」这一步。而「久」问的是：一套保留了改写资格的安排，
凭什么能够持续下去，而不被一套更简单、更省事、更能出成绩的封闭安排替代？本书没
有回答开放安排的存续问题——这可能是本书最大的实践缺口。

九、禅宗：破执与顿悟
它说什么。所知障——所学的东西本身成为障碍；破执不是获得新知，而是放下能所

对立；顿悟不由渐修保证。
本书同意什么。「所知障」几乎就是第二章的回溯性对象预成与第六章的记忆遮蔽的

合称，而且比本书早一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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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要多问一句。破执由谁认证？禅门的回答是印可——由已证悟者认定后学是否已
证。这正是本书第三章处理的那个结构：认证权集中在既有位置，且不可申诉。判决性对
照：一个共同体高度重视破执，同时印可权高度集中——按禅门，这是正法传承；按本书
第三章的词典序，源头可问责与他者保护两项否决性判据同时存疑。

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它有一个本书没有的类别：假破执。「著空」——把「一
切皆空」本身执为实有，比原来的执更难破，因为它自带破执的外观。对应到本书，就是
把「必须保留改写资格」执为一条不可改写的原则。第十三章第七节列了四种结局，没有
这一格。一本主张一切安排都应可被改写的书，若它自己的主张不可被改写，它就落进了
自己的第三格。这一格应当补进第十一章的靶格表，本书在此记下这笔债。

十、王阳明：事上磨练与致良知
它说什么。知行合一；不在静坐中求，而在具体事务上磨练；致良知，良知自知是非。
本书同意什么。同意「不在观念中完成」这一点。本书第五章的结论——不是管理生

活，而是使新的生活能够继续——与它同向。
本书要多问一句。良知作为判准，其可错性由谁检验？阳明的回答是良知自知。本书

要问的是：当良知的判定与承受后果者的证词相冲突时，谁的算数？本书第三章的答案很
硬——他者保护属于否决性判据，先行于终局判断。

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本书是冷的，而且冷在一个具体位置上：它没有动力理论。
阳明处理的是动力——人为什么会去做那件难的事。本书处理的全是结构与资格，对「谁
会真的去撤销自己的默认推定权、谁会真的为一个尚未到场的人留一道口子」，一个机制
也没有给。第十一章说这件事的成本在承认而不在执行，而承认的动力从哪来，本书没有
写一个字。这是本书与全部实践传统之间的真实距离，不是分工不同。

十一、老庄：不敢为天下先
它说什么。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大制不割；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这是本章

唯一一位从根本上怀疑「突破」的对话者。
本书同意什么。同意得比预想的多。本书第十一章的三条例外、第十三章「不反对稳

定、只反对稳定遗忘自身形成条件」的表述，都与它同向；本书明确反对把变化本身当作
美德。

本书要多问一句。「不敢为天下先」如何与第八格（舒适化回写）区分？老庄给的是
态度上的区分——无为不是不为；本书要求的是结构上的区分——不行动之后，可启动的
可逆行动集合是扩张还是收缩。这一条可以在同一批材料上分头判定，而且本书认为自己
的判据在这里更有用。

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损」是一个本书完全没有的动作。本书九章的动作全部
是加：保留、留口、开门、登记、留档、设复审。第十一章的九条最小动作，没有一条是
减。老庄提示了另一条路：取消一项安排的最好办法，可能不是给它加一道复议程序，而
是让它更小、更少、更容易被整个废掉。一个只有三条规则的制度，不需要复议机制也很
容易改；一个有三百条规则的制度，即使每条都可复议，实际上仍不可改。本书对「增」
的偏好未经论证，而且它与本书自己的第一个签名（越规范化越自我加固）之间存在张力
——本书开出的药方，其形式与它所诊断的病是同一类的。这一条应当写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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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鲁迅：铁屋子
它说什么。假如一间铁屋子万难破毁，里面许多熟睡的人不久都要闷死，然而叫醒了

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
们么？他的回答不是乐观，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本书同意什么。这是东方传统里离本书最近的一处对突破代价的追问，也是唯一一处
把追问指向提出者自己的。

本书要多问一句。其实这一句已经不是本书问他，而是他问本书。第十三章第六节第
三条反对（这本书会被拿来对付人）是他这个问题的一个弱化版本，而本书的回答（那是
误用）比他的回答弱得多。

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他把问题问在了本书不敢问的那一层：有没有可能，看见
比不看见更坏。本书全书预设「让被取消资格的人看见这一点」是好的，且从未论证。第
十二章的伦理六道里有一条「研究结束前不得向参与组织反馈读数」——那一条保护的是
组织不把读数变成管理工具。没有任何一条处理这个问题：当读数反馈给那个最边缘、最
没有位置说话的人之后，他会怎样。这是本书伦理条款最实在的一处缺口，比任何一处理
论缺口都更该补。

十三、这场对话里本书学到的三件事
其一，本书对代价与阻力处理过轻。普罗米修斯、熊彼特与克里斯坦森从三个方向指

出同一件事：突破有账单，而且账单往往由不该付的人付。本书九条最小动作里七条声称
不需要额外资源——若这是真的，那么本书诊断的九格早就该被纠正了；它们之所以稳固，
正是因为纠正它们要动某些人的位置。本书把成本写在了认知上（承认很难），而三家把
成本写在了结构上（资源流程会自动否掉）。后者更可信。

其二，本书没有动力理论。王阳明、禅宗与鲁迅从三个方向问同一件事：谁会去做这
件事，为什么。本书能说明一件事应当被做、可以怎样被检验、做成了如何判定，唯独不
能说明谁会开始。这不是可以留给读者的空白，因为本书诊断的九格全部具有一个特征：
处在其中的人正在成功。要一个正在成功的人主动撤销自己的默认推定权，需要的不是判
据。

其三，本书的全部动作都是「增」。这是老庄那一节留下的，也是最刺人的一条：本
书开出的药方（保留、登记、留档、设复审、写死撤回条件），其形式与它所诊断的病
（越规范化越自我加固）是同一类的。本书没有认真考虑过「减」这条路——把安排做小、
做少、做得容易整个废掉，可能比给每一项安排都加一道复议程序更能保住改写资格。本
书对此没有论证，只有偏好。

十四、没有被邀请的对话者
本章的名单有五处缺口，全部是取材范围的限制，不是判断上的取舍。
其一，伊斯兰传统中创制与因循之争。「是否仍应以自身的推理对经典作出新判断，

还是应当遵从既有学派的既定结论」——这场持续千年的争论，几乎逐条对应本书第三章
与第六章。作者不通阿拉伯语，一条未引。

其二，印度传统的修行与解脱之路，其中关于「道路本身能否成为障碍」的讨论与第
二章相关，同样缺席。

其三，没有文字记录传统的共同体如何传承与变革。本书第十一章第七节已把这一类
列为射程之外，因为本书九章的判据全部依赖记录、程序与登记。但这不是一个可以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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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结的例外——如果一套关于「改写资格」的理论只能在有档案的地方使用，那么它可能
测的其实是档案，不是资格。

其四，社会运动一侧的「无我不谈我」。残障权利运动与其后诸多运动提出的这一原
则——凡涉及我们的决定，不得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作出——是本书全部主张的实践版本，
比本书早得多，且已经在真实的立法与制度中运行过。本章未与它对话，是本书最不应该
的一处遗漏。

其五，也是最要紧的一处：那个尚未到场的人不在这张名单上。本书第九章为他写了
整整一章，主张不能让今日的成功取得对未来的最终署名权。而本章的十一位对话者，全
部是已经在场、已经能够说话、其著述已经进入公共记录的人。一本主张「要让尚未到场
的人后来能说话」的书，自己的对话名单里没有他。这不是可以用「他不能说话所以无法
对话」搪塞过去的——第九章的整套四门协议，本来就是为了在他不在场的条件下替他保
住位置。若本书连自己的对话结构都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第九章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本书
自己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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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结论　一件仍然管用的事
一本讲突破的书，如果读完之后只留下「要多突破」这个印象，它就完全失败了。本

书自始至终没有主张变化本身是好的。它主张的只有一件事：

在一件仍然管用的事情上，留住一个位置——留给那个后来才会看出它不
对的人。
这句话看起来温和，实际上很难做到，因为它要求的时刻恰恰是最没有理由行动的时

刻。所有的指标都在改善，所有人都满意，而你要在此时为一个尚不存在的异议留出通道，
并承担它带来的成本。第十四章那场对话反复指出，本书说不出谁会去做这件事——它给
得出判据、机制与检验，唯独给不出动力。这个空缺本书没有填上，也不打算用一段励志
的话把它盖过去。

有三件事需要在这里说清楚。
第一，本书反对什么，不反对什么。它不反对稳定，不反对传统，不反对规则，不反

对延续，也不反对一个人长久地做同一件事。它反对的只有一种情形：一套安排已经阻断
了新的发生，却仍把自己造出的结果当作「本来就只能如此」的证据。稳定与固化在当轮
指标上无法分辨，这正是本书要写十四章的原因；若二者一眼可辨，这本书不必存在。

第二，本书的药方与它诊断的病是同一类的。这是全书最该被记住的一处自我怀疑，
它来自第十四章与老庄的那场对话。本书开出的动作全是「增」——保留、登记、留档、
设复审、写死撤回条件；而本书列出的第一个签名恰恰是「越规范化越自我加固」。一个
有三条规则的安排，不需要复议机制也很容易改；一个有三百条规则的安排，即使每条都
可复议，实际上仍然改不动。因此本书在此补上一条它自己九章都没有的动作：把安排做
小、做少、做得容易被整个废掉，可能比给每一项安排都加一道复议程序更能保住改写资
格。本书没有为这条路做任何论证，只能承认它存在，并承认自己对「增」的偏好未经检
验。

第三，本书自己也应当可被推翻。附录一列出了十四章的全部赌注与到期日。若到期
无人检验，按第十章的规则四，九个新名字一律记为未兑现——不算成立，也不算被推翻，
而是记为一次未被承接的邀请。这个结局的概率最高。本书接受它，唯一不接受的是另一
种做法：在到期之后继续使用这些名字，同时声称「尚需更多研究」。
最后回到书名。这本书只用了两个字，而它们指的不是敢于离开、敢于冒险、敢于对

抗——那些事各有各的困难，但都不需要这本书。它指的是另一件更小也更别扭的事：
在一件正在成功的事情上，承认它可能已经出了问题，并且为那个此刻还提不出异议

的人，留下一个他将来提得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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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作过程中被材料改掉的三处想法
其一，从「要打破」改成「要留口」。开始时这本书的骨架是「如何识别并打破固

化」。逼我改口的是第十一章的三条例外——新建立的安排、真实风险下的必要闭合、能
力确实增长了。这三种情形与九个靶格在当轮数据上完全一样，如果坚持以「打破」为目
标，就会把它们一并打破。目标因此从「打破」退到「留口」：不主张任何一件事应当被
改变，只主张任何一件事都应当保有被改变的可能。这一退看似温和，实际上更难，因为
「留口」不产生任何可见成果。

其二，从「让人看见」改成「不确定让人看见是不是好的」。这一处是被鲁迅改掉的。
全书原本预设：让被取消资格的人看见自己的处境，总是好的。铁屋子那一问——叫醒了
少数清醒的人，使他们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没有办法用
一句「知情权」绕过去。第十二章的伦理六道里有一条禁止把读数反馈给组织，那一条保
护的是组织；没有任何一条保护那个最边缘、最没有位置说话的人不被这套读数惊醒之后
无处可去。这个缺口本书没有补上，只把它写了出来。

其三，一处没改掉、留成了洞。第十章第五节处理了本书内部的一处不一致：九个读
数里只有一个被写成非补偿的最小值，其余八个默认可以互相折抵。我给出的出路是把非
补偿性归给对象而不是读数——不可逆的路径必须非补偿，可返回的路径可以补偿。这条
出路自洽，但它引入了一个本书没有取值方法的新变量：不可逆度。我没有解决它，只写
下了一条不利条款：若不可逆度无法与读数分开取值，就退回一律非补偿，第十一章关于
必要闭合的全部让步随之取消。

写下这三处，是因为一本书如果只呈现它的结论，读者就无从判断这些结论是被材料
逼出来的，还是从一开始就打算写成这样。前两处是被材料改掉的，第三处是没能改掉的。
三处放在这里，供后来的人核对。

陈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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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由九章原稿的参考文献合并去重而成：条次合计 539，去重后 530 条。每条末尾

方括号内的数字为引用该条的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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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字很低，低到需要解释。它有两种读法，本书倾向后者，但无法排除前者。
读法一（有利于本书）：九章确实处理了九件不同的事，因此各自需要不同的文献支

撑，重叠少是结构上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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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九组互不重叠的文献出发，撞出同一个判断——这正是第十章要检验的可能性。文献
重叠率低，说明的是取材路径不同，不说明结论不同。

导论第五节已把这一条写在正文里，此处再列一次，是为了让任何以「学科入口互不
重复」为本书原创性辩护的人，先读到这一段。

二、⚠ 本表的四项已知问题
其一，本表未逐条核对纸本页码。九章原稿中带 DOI 的条目约 283 条，成书阶段抽查 

36 条，其中 35 条经交叉验证为真实可核。抽查发现并已更正一处 DOI 数字错误（第八章
一条行为科学文献，文章真实、DOI 末位有误）。其余未抽查条目的页码与卷期未经逐条
核实。

其二，各章末补节新引的文献未并入本表。九章末的最近邻检验节为成书阶段新增，
其中提及的各家著作在正文中以人名与书名点出，未按体例编入本表。这与本书自身主张
的引证规范不符，是一处应当在再版时补齐的欠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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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正文以中文叙述转述学科主张、不逐句附注。因此本表中有相当一部分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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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非疏于著录。

三、文献表
[1] Abbott A. Sequence analysis: New methods for old idea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5, 21: 93-113. DOI: 10.1146/annurev.so.21.080195.000521.　[7]
[2] Ackerman B. We the People. Vol. 1, Found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6]
[3] Adams J, Mytton O, White M, Monsivais P. Why are some population interventions for diet 
and obesity more equitable and effective than individual interventions? The role of individual 
agency. PLoS Medicine. 2016;13(4):e1001990. doi:10.1371/journal.pmed.1001990.　[5]
[4] Adler J M. Living into the story: Agency and coherence in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narrative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over the course of psychotherap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2;102(2):367-389. doi:10.1037/a0025289.　[9]
[5] Adler J M, Turner A F, Brookshier K M, et al. Variation in narrative identity is associated with 
trajectories of mental health over several yea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5;108(3):476-496. doi:10.1037/a0038601.　[9]
[6] Adler J M, Dunlop W L, Fivush R, et al. Research methods for studying narrative identity: A 
primer.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017;8(5):519-527. 
doi:10.1177/1948550617698202.　[9]
[7] Agha A. Language and Social Relation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7]
[8] Albert R.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Making, Breaking, and Changing Constitu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6]
[9] Albert R. Amending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rul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2015;13(3):655-685. doi:10.1093/icon/mov040.　[6]
[10] ALCHOURRÓN C E, GÄRDENFORS P, MAKINSON D. On the logic of theory change: Partial 
meet contraction and revision functions[J]. The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 1985, 50(2): 510-530. 
DOI: 10.2307/2274239.　[4]
[11] Alchourrón CE, Gärdenfors P, Makinson D. On the logic of theory change: partial meet 
contraction and revision functions.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 1985;50(2):510-530. 
doi:10.2307/2274239.　[6]
[12] ALLPORT G W, ROSS J M. Personal religious orientation and prejudic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7, 5(4): 432-443. DOI: 10.1037/0022-3514.5.4.432.　[3]
[13] AMMERMAN N T, ed. Everyday Religion: Observing Modern Religious Liv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14] Anderson E M. The Dynamics of Faulting and Dyke Formation with Applications to Britain. 
2nd ed[M]. Edinburgh: Oliver and Boyd, 1951.　[7]
[15] ANDERSON T, SCHUM D, TWINING W. Analysis of Evidence[M].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DOI: 10.1017/CBO9780511610585.　[4]
[16] Anderson T L. Fracture Mechanics: 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 4th ed. Boca Raton: 
CRC Press, 2017.　[9]

264



[17] AQUINAS T. Summa Theologiae, Volume 31: Faith (2a2ae. 1-7)[M]. O'BRIEN T C,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Original work completed in the 13th century.　
[3]
[18] ARENDT H.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M]. KOHN J, ed.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3. 
[3]
[19] Argyris C, Schön DA.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I: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96.　[6]
[20] Argyris C, Schön D A.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 Theory of Action Perspective[M].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8.　[7]
[21] Arrow K J, Fisher A C. Environmental preservation, uncertainty, and irreversib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4;88(2):312-319. doi:10.2307/1883074.　[9]
[22] 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9, 99(394): 116-131. DOI: 10.2307/2234208.　[8]
[23] 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Economic Journal. 1989;99(394):116-131. doi:10.2307/2234208.　[9]
[24] ASAD T. Genealogies of Religion: Discipline and Reasons of Power in Christianity and 
Islam[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3]
[25] Asparouhov T, Hamaker EL, Muthén B. Dynam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2018;25(3):359-388. doi:10.1080/10705511.2017.1406803.　[5]
[26] ASTM International. ASTM E647-24: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Measurement of Fatigue 
Crack Growth Rates. West Conshohocken, PA: ASTM International, 2024.　[9]
[27] AUGUSTINE. Confessions[M]. CHADWICK H, tr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
[28]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7]
[29] Bachrach P, Baratz M S. Two faces of power[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2, 
56(4): 947-952. DOI: 10.2307/1952796.　[7]
[30] Barato A C, Seifert U. Thermodynamic uncertainty relation for biomolecular processes[J].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2015, 114(15): 158101. DOI: 10.1103/PhysRevLett.114.158101.　[8]
[31] Barrett L F. Are emotions natural kinds?[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6, 
1(1): 28-58. DOI: 10.1111/j.1745-6916.2006.00003.x.　[8]
[32] Barrett L F. How Emotions Are Made: The Secret Life of the Brain[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8]
[33] Barry B. Circumstances of justice and future generations. In: Sikora R I, Barry B, eds. 
Obligations to Future Generation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04-248.　[9]
[34] BARTH K. Church Dogmatics, Volume I/1: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M]. BROMILEY 
G W, TORRANCE T F, eds. 2nd ed. Edinburgh: T&T Clark, 1975.　[3]
[35] Basic Law fo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rt. 79(3) (English translation updated 
through 22 March 2025).　[6]
[36] BATSON C D, SCHOENRADE P, VENTIS W L. Religion and the Individual: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3]
[37] Bauman R, Briggs C L. Poetics and performance a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0, 19: 59-88. DOI: 
10.1146/annurev.an.19.100190.000423.　[7]
[38] Beach D, Pedersen R B. Process-Tracing Methods: Foundations and Guidelines. 2nd ed[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9.　[7]
[39] BEALL J C, RESTALL G. Logical Pluralism[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40] Becker H S.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7]
[41] Beckerman W, Pasek J. Justice, Posterity, and the Enviro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9]

265



[42] Belkaid Y, Hand TW. Role of the microbiota in immunity and inflammation. Cell. 
2014;157(1):121-141. doi:10.1016/j.cell.2014.03.011.　[6]
[43] BELL C. 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44] BELL C. Ritual: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45] Ben-Zion Y, Sammis C G. Characterization of fault zones[J]. Pure and Applied Geophysics, 
2003, 160: 677-715. DOI: 10.1007/PL00012554.　[7]
[46] BENDER E M, GEBRU T, MCMILLAN-MAJOR A, et al. On the dangers of stochastic parrots: 
Can language models be too big?[C]//Proceedings of the 2021 ACM Conference on Fairness,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New York: ACM, 2021: 610-623. DOI: 
10.1145/3442188.3445922.　[2]
[47] Bender EM, Gebru T, McMillan-Major A, Shmitchell S. On the dangers of stochastic parrots: 
can language models be too big?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21 ACM Conference on Fairness,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New York: ACM; 2021:610-623. doi:10.1145/3442188.3445922. 
[6]
[48] BENNETT-LEVY J, BUTLER G, FENNELL M, et al., eds. Oxford Guide to Behavioural 
Experiments in Cognitive Therap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DOI: 
10.1093/med/9780198529163.001.0001.　[4]
[49] Bernheim B D, Rangel A. Beyond revealed preference: Choice-theoretic foundations for 
behavioral welfare economic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1): 51-104. DOI: 
10.1162/qjec.2009.124.1.51.　[8]
[50] Bevan G, Hood C. What’s measured is what matters: Targets and gaming in the English 
public health care system[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6, 84(3): 517-538. DOI: 10.1111/j.1467-
9299.2006.00600.x.　[7]
[51] Bianchi SM, Sayer LC, Milkie MA, Robinson JP. Housework: who did, does or will do it, and 
how much does it matter? Social Forces. 2012;91(1):55-63. doi:10.1093/sf/sos120.　[5]
[52] Billingham RE, Brent L, Medawar PB. Actively acquired tolerance of foreign cells. Nature. 
1953;172(4379):603-606. doi:10.1038/172603a0.　[6]
[53] BLISS T V P, LØMO T. Long-lasting potentiation of synaptic transmission in the dentate area 
of the anaesthetized rabbit following stimulation of the perforant path[J]. The Journal of 
Physiology, 1973, 232(2): 331-356. DOI: 10.1113/jphysiol.1973.sp010273.　[4]
[54] Blue S, Shove E, Carmona C, Kelly MP. Theories of practice and public health: 
understanding (un)healthy practices. Critical Public Health. 2016;26(1):36-50. 
doi:10.1080/09581596.2014.980396.　[5]
[55] Bohlmeijer E T, Westerhof G J, Randall W, Tromp T, Kenyon G. Narrative foreclosure in 
later lif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for a new sensitizing concept.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011;25(4):364-370. doi:10.1016/j.jaging.2011.01.003.　[9]
[56] Bohlmeijer E T, Westerhof G J, Lamers S M A. The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narrative foreclosure scale. Aging & Mental Health. 2014;18(7):879-888. 
doi:10.1080/13607863.2014.896865.　[9]
[57] BOLLEN K A, LENNOX R. Conventional wisdom on measurement: A structural equation 
perspective[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1, 110(2): 305-314. DOI: 10.1037/0033-2909.110.2.305.　
[4]
[58] BOLLEN K A, BAULDRY S. Three Cs in measurement models: Causal indicators, composite 
indicators, and covariates[J].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11, 16(3): 265-284. DOI: 
10.1037/a0024448.　[4]
[59] Bollen KA, Bauldry S. Three Cs in measurement models: causal indicators, composite 
indicators, and covariates.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11;16(3):265-284. doi:10.1037/a0024448.　
[5]
[60] BOMMASANI R, HUDSON D A, ADELI E, et al. 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foundation 
models[EB/OL]. arXiv:2108.07258, 2021.　[2]

266



[61] BONHOEFFER D. Discipleship[M]. Dietrich Bonhoeffer Works, Volume 4. GREEN B, 
KRAUSS R, tran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1. Original German work published 1937.　[3]
[62] Borbély AA. A two process model of sleep regulation. Human Neurobiology. 1982;1(3):195-
204.　[5]
[63] Boullé N, Dallas V, Farrell P E. Bifurcation analysis of two-dimensional Rayleigh-Bénard 
convection using deflation[J]. Physical Review E, 2022, 105(5): 055106. DOI: 
10.1103/PhysRevE.105.055106.　[8]
[64]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2、7]
[65] Bourdieu P.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7]
[66] BOUTON M E. Context and behavioral processes in extinction[J]. Learning & Memory, 2004, 
11(5): 485-494. DOI: 10.1101/lm.78804.　[4]
[67] Bouton M E. Context, ambiguity, and unlearning: Sources of relapse after behavioral 
extinction[J].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02, 52(10): 976-986. DOI: 10.1016/S0006-3223(02)01544-8.　
[8]
[68] BOWKER G C, STAR S L. Sorting Things Out: Classific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2、7]
[69] Bozeman B. A theory of government “red tap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993, 3(3): 273-303. DOI: 10.1093/oxfordjournals.jpart.a037171.　[7]
[70] Braveman P, Egerter S, Williams DR.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oming of age.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2011;32:381-398. doi:10.1146/annurev-publhealth-031210-
101218.　[5]
[71] Brown Weiss E. In Fairness to Future Generations: International Law, Common Patrimony,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1989.　[9]
[72] Bucholtz M, Hall K. Identity and interaction: A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J]. 
Discourse Studies, 2005, 7(4-5): 585-614. DOI: 10.1177/1461445605054407.　[7]
[73] Burnet FM. The Clonal Selection Theory of Acquired I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6]
[74] Byerlee J. Friction of rocks[J]. Pure and Applied Geophysics, 1978, 116(4-5): 615-626. DOI: 
10.1007/BF00876528.　[7]
[75] Cachin C, Guerraoui R, Rodrigues L. Introduction to Reliable and Secure Distributed 
Programming. 2nd ed. Berlin: Springer; 2011.　[6]
[76] Campbell D T.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lanned social change[J].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1979, 2(1): 67-90. DOI: 10.1016/0149-7189(79)90048-X.　[7]
[77] Caney S. Two kinds of climate justice: Avoiding harm and sharing burdens.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2014;22(2):125-149. doi:10.1111/jopp.12030.　[9]
[78] Chacon S, Straub B. Pro Git. 2nd ed. New York: Apress; 2014.　[6]
[79] Challet E. The circadian regulation of food intake. Nature Reviews Endocrinology. 
2019;15(7):393-405. doi:10.1038/s41574-019-0210-x.　[5]
[80] Chandra TD, Toueg S. Unreliable failure detectors for reliable distributed systems. Journal 
of the ACM. 1996;43(2):225-267. doi:10.1145/226643.226647.　[6]
[81] Childress JF, Faden RR, Gaare RD, et al. Public health ethics: mapping the terrain.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 Ethics. 2002;30(2):170-178. doi:10.1111/j.1748-720X.2002.tb00384.x.　[5]
[82] Choi J J, Laibson D, Madrian B C, et al.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Default effects and 401(k) 
savings behavior[C]//Wise D A, ed. Perspectives on the Economics of Ag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81-126.　[8]
[83]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IN NORTH AMERICA. History of the Belhar 
Confession[EB/OL]. [2026-08-06]. https://www.crcna.org/welcome/beliefs/contemporary-
testimony/confession-belhar/history-belhar-confession.　[3]

267



[84] Christiansen CH. Defining lives: occupation as identity—an essay on competence, 
coherence, and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1999;53(6):547-558. doi:10.5014/ajot.53.6.547.　[5]
[85] CLARK A. Whatever next? Predictive brains, situated agents, and the future of cognitive 
science[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13, 36(3): 181-204. DOI: 10.1017/S0140525X12000477. 
[4]
[86] Clark FA, Parham D, Carlson ME, et al. Occupational science: academic innovation in the 
service of occupational therapy's fu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1991;45(4):300-310. doi:10.5014/ajot.45.4.300.　[5]
[87] Collingridge D. 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0.　[9]
[88] Collins L M, Murphy S A, Strecher V. The Multiphase Optimization Strategy (MOST) and the 
Sequential Multiple Assignment Randomized Trial (SMART): New methods for more potent 
eHealth interventions[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7, 32(5 Suppl): S112-S118. 
DOI: 10.1016/j.amepre.2007.01.022.　[8]
[89] Collins LM, Murphy SA, Strecher V. The Multiphase Optimization Strategy for engineering 
effective tobacco use interven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7;32(5 
Suppl):S112-S118. doi:10.1016/j.amepre.2007.01.022.　[5]
[90] Colón-Ríos J. Weak Constitutionalism: Democratic Legitimacy and the Question of 
Constituent Power. London: Routledge; 2012.　[6]
[91] Constitute Project. Constitute Services: API Documentatio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s 
Project, accessed 2026-08-09.　[9]
[92] Constitution of India, art. 368.　[6]
[93] Cowie P A, Scholz C H. Phys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displacement-length relationship of 
faults using a post-yield fracture mechanics model[J]. Journal of Structural Geology, 1992, 
14(10): 1149-1156. DOI: 10.1016/0191-8141(92)90065-5.　[7]
[94] Craig A D. How do you feel? Interoception: The sense of the physiological condition of the 
body[J].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002, 3(8): 655-666. DOI: 10.1038/nrn894.　[8]
[95] CRASKE M G, TREANOR M, CONWAY C C, et al. Maximizing exposure therapy: An 
inhibitory learning approach[J].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14, 58: 10-23. DOI: 
10.1016/j.brat.2014.04.006.　[4、8]
[96] Crawford R. Healthism and the medical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1980;10(3):365-388. doi:10.2190/3H2H-3XJN-3KAY-G9NY.　[5]
[97] Critchley H D, Harrison N A. Visceral influences on brain and behavior[J]. Neuron, 2013, 
77(4): 624-638. DOI: 10.1016/j.neuron.2013.02.008.　[8]
[98] Cross M C, Hohenberg P C. Pattern formation outside of equilibrium[J].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1993, 65(3): 851-1112. DOI: 10.1103/RevModPhys.65.851.　[8]
[99] Crozier M.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7]
[100] Cyert R M, March J G.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3.　[7]
[101] Czeisler CA, Duffy JF, Shanahan TL, et al. Stability, precision, and near-24-hour period of 
the human circadian pacemaker. Science. 1999;284(5423):2177-2181. 
doi:10.1126/science.284.5423.2177.　[5]
[102] Damasio A R.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M]. New York: 
Putnam, 1994.　[8]
[103] Daminger A.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9;84(4):609-633. doi:10.1177/0003122419859007.　[5]
[104] Daniels N. Justice and Justification: Reflective Equilibriu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6]

268



[105] Dasgupta P. 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 The Dasgupta Review. London: HM Treasury, 
2021.　[9]
[106] DASTON L, GALISON P. Objectivity[M].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2]
[107] Daw N D, Niv Y, Dayan P. Uncertainty-based competition between prefrontal and 
dorsolateral striatal systems for behavioral control[J]. Nature Neuroscience, 2005, 8(12): 1704-
1711. DOI: 10.1038/nn1560.　[8]
[108] Deci E L, Ryan R M.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
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J].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0, 11(4): 227-268. DOI: 
10.1207/S15327965PLI1104_01.　[8]
[109] Deci EL, Ryan RM.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
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0;11(4):227-268. 
doi:10.1207/S15327965PLI1104_01.　[5]
[110] DESCOLA P. Beyond Nature and Culture[M].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Original French edition published 2005.　[2]
[111] DEWEY J.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M]. New 
York: Henry Holt, 1922.　[1]
[112] DEWEY J. 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M]. New York: Henry Holt, 1938.　[2]
[113] Dieterich J H. Modeling of rock friction: 1.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constitutive 
equations[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979, 84(B5): 2161-2168. DOI: 
10.1029/JB084iB05p02161.　[7]
[114] DiMaggio P J, Powell W W.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2): 147-
160. DOI: 10.2307/2095101.　[7]
[115] Dixon R. 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a limited doctrine of unconstitutional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2015;13(3):606-638. 
doi:10.1093/icon/mov039.　[6]
[116] Dixon R, Landau D. Abusive Constitutional Borrowing: Leg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Subvers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6]
[117] Dolan R J, Dayan P. Goals and habits in the brain[J]. Neuron, 2013, 80(2): 312-325. DOI: 
10.1016/j.neuron.2013.09.007.　[8]
[118] DRAGANSKI B, GASER C, BUSCH V, et al. Neuroplasticity: Changes in grey matter induced 
by training[J]. Nature, 2004, 427: 311-312. DOI: 10.1038/427311a.　[4]
[119] Duffy JF, Wright KP Jr. Entrainment of the human circadian system by light. Journal of 
Biological Rhythms. 2005;20(4):326-338. doi:10.1177/0748730405277983.　[5]
[120] Duffy JF, Czeisler CA. Effect of light on human circadian physiology. Sleep Medicine 
Clinics. 2009;4(2):165-177. doi:10.1016/j.jsmc.2009.01.004.　[5]
[121] DUNLOSKY J, RAWSON K A. Overconfidence produces underachievement: Inaccurate self 
evaluations undermine students' learning and retention[J].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2012, 
22(4): 271-280. DOI: 10.1016/j.learninstruc.2011.08.003.　[4]
[122] DUNLOSKY J, RAWSON K A, MARSH E J, et al.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with effective 
learning techniques: Promising directions from cognitive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J].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2013, 14(1): 4-58. DOI: 10.1177/1529100612453266.　
[4]
[123] Duranti A. Linguistic Anthropolog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7]
[124] DURKHEIM E.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M]. FIELDS K E, tra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Original French edition published 1912.　[3]
[125] DWORKIN R. Taking Rights Seriousl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
[126] Dymond S, Roche B. A contemporary behavior analysis of anxiety and avoidance[J]. The 
Behavior Analyst, 2009, 32(1): 7-27. DOI: 10.1007/BF03392173.　[8]

269



[127] Elber W. Fatigue crack closure under cyclic tension. Engineering Fracture Mechanics. 
1970;2(1):37-45. doi:10.1016/0013-7944(70)90028-7.　[9]
[128] Elkins Z, Ginsburg T, Melton J. The Endurance of National Co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9]
[129] Elkins Z, Ginsburg T.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Constitutions, Version 5.0.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s Project, 2025.　[9]
[130] Elkins Z, Ginsburg T, Melton J, Shaffer R, Sequeda J. Constitute: The world’s constitutions 
to read, search, and compare.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4. doi:10.2139/ssrn.2427034.　[9]
[131] Elster J. Forces and mechanisms in the constitution-making process. Duke Law Journal. 
1995;45(2):364-396.　[6]
[132] Elster J. Sour grapes—utilitarianism and the genesis of wants[C]//Sen A, Williams B, eds.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219-238.　[8]
[133] EMIRBAYER M.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 103(2): 281-317. DOI: 10.1086/231209.　[1]
[134] England J L. Statistical physics of self-replication[J]. The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2013, 
139(12): 121923. DOI: 10.1063/1.4818538.　[8]
[135] Epskamp S, Waldorp L J, Mõttus R, et al. The Gaussian graphical model in cross-sectional 
and time-series data[J].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2018, 53(4): 453-480. DOI: 
10.1080/00273171.2018.1454823.　[8]
[136] ERICSSON K A, KRAMPE R T, TESCH-RÖMER C. The role of deliberate practice in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t performanc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3, 100(3): 363-406. DOI: 
10.1037/0033-295X.100.3.363.　[4]
[137] Espeland W N, Stevens M L. Commensuration as a social proces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8, 24: 313-343. DOI: 10.1146/annurev.soc.24.1.313.　[7]
[138] Espeland W N, Sauder M. Rankings and reactivity: How public measures recreate social 
world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7, 113(1): 1-40. DOI: 10.1086/517897.　[7]
[139] ETCHEMENDY J. The Concept of Logical Consequence[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140] EVANS-PRITCHARD E E. Witchcraft, 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M]. Abridge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7.　[2]
[141] EXLINE J J, PARGAMENT K I, GRUBBS J B, et al. The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Struggles 
Scale: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J].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2014, 6(3): 
208-222. DOI: 10.1037/a0036465.　[3]
[142] Fanselow M S. Ne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defensive behavior system responsible for 
fear[J].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994, 1(4): 429-438. DOI: 10.3758/BF03210947.　[8]
[143]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AC 25.571-1D: Damage Tolerance and Fatigue Evaluation 
of Structure. Washington, DC: FAA, 2011.　[9]
[144]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Germany. Order of the First Senate of 24 March 2021, 1 BvR 
2656/18 et al., ECLI:DE:BVerfG:2021:rs20210324.1bvr265618.　[9]
[145] Feinberg J. 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unborn generations. In: Rights, Justice, and the 
Bounds of Liber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159-184.　[9]
[146] Feldman M S, Pentland B T. Reconceptualizing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s a source of 
flexibility and chang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3, 48(1): 94-118. DOI: 
10.2307/3556620.　[7]
[147] Feldman M S, March J G. Information in organizations as signal and symbol[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1, 26(2): 171-186. DOI: 10.2307/2392467.　[7]
[148] FENTON N, NEIL M, BERGER D. Bayes and the law[J]. Annual Review of Statistics and Its 
Application, 2016, 3: 51-77. DOI: 10.1146/annurev-statistics-041715-033428.　[4]
[149] FESTINGER L.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4]

270



[150] Fetters MD, Curry LA, Creswell JW. Achieving integration in mixed methods design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013;48(6 Pt 2):2134-2156. doi:10.1111/1475-
6773.12117.　[6]
[151] Fischer MJ, Lynch NA, Paterson MS. Impossibility of distributed consensus with one faulty 
process. Journal of the ACM. 1985;32(2):374-382. doi:10.1145/3149.214121.　[6]
[152] Flanagan A, Bechtold DA, Pot GK, Johnston JD. Chrono-nutrition: from molecular and 
neuronal mechanisms to human epidemiology and timed feeding patterns. Journal of 
Neurochemistry. 2021;157(1):53-72. doi:10.1111/jnc.15246.　[5]
[153] FLAVELL J H. Metacognition and cognitive monitoring: A new area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inquiry[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9, 34(10): 906-911. DOI: 10.1037/0003-
066X.34.10.906.　[4]
[154] FLECK L.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published 1935.　[2]
[155] FLEMING S M, LAU H C. How to measure metacognition[J].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014, 8: 443. DOI: 10.3389/fnhum.2014.00443.　[4]
[156] Forman R G, Kearney V E, Engle R M. Numerical analysis of crack propagation in cyclic-
loaded structures. Journal of Basic Engineering. 1967;89(3):459-464. doi:10.1115/1.3609637.　[9]
[157] Fossen H. Structural Geology. 2nd e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7]
[158]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7]
[159] Francis T Jr. On the doctrine of original antigenic si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60;104(6):572-578.　[6]
[160] FRANKL V E. Man's Search for Meaning[M]. Boston: Beacon Press, 2006. Original German 
work published 1946.　[3]
[161] Freed A M. Earthquake triggering by static, dynamic, and postseismic stress transfer[J]. 
Annual Review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2005, 33: 335-367. DOI: 
10.1146/annurev.earth.33.092203.122505.　[7]
[162] FRICKER M.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4]
[163] Fricker M.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6]
[164] FRISTON K, FITZGERALD T, RIGOLI F, et al. Active inference: A process theory[J]. Neural 
Computation, 2017, 29(1): 1-49. DOI: 10.1162/NECO_a_00912.　[4]
[165] Friston K. The free-energy principle: A unified brain theory?[J].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010, 11(2): 127-138. DOI: 10.1038/nrn2787.　[8]
[166] FULLER L L. The Morality of Law[M]. Revise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
[167] GADAMER H-G. Truth and Method[M]. 2nd rev. ed. WEINSHEIMER J, MARSHALL D G, 
trans. London: Continuum, 2004.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published 1960.　[3]
[168] GAGNIER J J, LAI J, MOKKINK L B, et al. COSMIN reporting guideline for studies on 
measurement properties of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measures[J].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021, 30(8): 2197-2218. DOI: 10.1007/s11136-021-02822-4.　[4]
[169] Gal S, Irvine J T. Signs of Difference: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Social Lif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7]
[170] GALISON P. Image and Logic: A Material Culture of Microphysic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2]
[171] GALLAGHER S. How the Body Shapes the Mind[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5.　[1]
[172] Gamoran A. The stratification of high school learning opportunities[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87, 60(3): 135-155. DOI: 10.2307/2112278.　[7]

271



[173] Gardiner S M. A Perfect Moral Storm: The Ethical Tragedy of Climate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9]
[174] Gardner B.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use of “habit” in understanding, predicting and 
influencing health-related behaviour. Health Psychology Review. 2015;9(3):277-295. 
doi:10.1080/17437199.2013.876238.　[5]
[175] 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2]
[176] GEERTZ C.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2]
[177] Gehrt T B, Nielsen N P, Hoyle R H, Rubin D C, Berntsen D. Narrative identity does not 
predict well-being when controlling for emotional valence. Memory. 2023;31(8):1051-1061. 
doi:10.1080/09658211.2023.2218632.　[9]
[178] Gelman A, Hill J. Data Analysis Using Regression and Multilevel/Hierarchical Mode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6]
[179] GENTZEN G. Investigations into logical deduction[A]//SZABO M E, ed.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Gerhard Gentzen[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69: 68-131.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4-
1935.　[2]
[180] GIBSON J J.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1]
[181] Gilbert S, Lynch N. Brewer's conjecture and the feasibility of consistent, available, 
partition-tolerant web services. SIGACT News. 2002;33(2):51-59. doi:10.1145/564585.564601.　[6]
[182] GILBERT S F, OPITZ J M, RAFF R A. Resynthesizing evolutionary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J]. Developmental Biology, 1996, 173(2): 357-372. DOI: 10.1006/dbio.1996.0032.　[1]
[183] GILBERT S F, BOSCH T C G, LEDÓN-RETTIG C. Eco-Evo-Devo: Developmental symbiosis 
and developmental plasticity as evolutionary agents[J].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2015, 16(10): 
611-622. DOI: 10.1038/nrg3982.　[1]
[184] Goffman E.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3.　[7]
[185] Gollwitzer PM.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strong effects of simple pla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9;54(7):493-503. doi:10.1037/0003-066X.54.7.493.　[5]
[186] GOODMAN N. Ways of Worldmaking[M].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78.　[2]
[187] Goodwin C. Professional vision[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94, 96(3): 606-633. DOI: 
10.1525/aa.1994.96.3.02a00100.　[7]
[188] Gosseries A, Meyer L H, eds.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9]
[189] Gostic KM, Ambrose M, Worobey M, Lloyd-Smith JO. Potent protection against H5N1 and 
H7N9 influenza via childhood hemagglutinin imprinting. Science. 2016;354(6313):722-726. 
doi:10.1126/science.aag1322.　[6]
[190] Griffith A A. The phenomena of rupture and flow in solid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1921;221:163-198. doi:10.1098/rsta.1921.0006.　[9]
[191] Grupe D W, Nitschke J B. Uncertainty and anticipation in anxiety: An integrated 
neurob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J].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013, 14(7): 
488-501. DOI: 10.1038/nrn3524.　[8]
[192] Gumperz J J. Discourse Strategi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7]
[193] Gärdenfors P. Knowledge in Flux: Modeling the Dynamics of Epistemic Stat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8.　[6]
[194] GÖDEL K. On formally undecidable propositions of Principia Mathematica and related 
systems I[A]//FEFERMAN S, et al., eds. Kurt Gödel: Collected Works, Volume I[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44-195.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1.　[2]

272



[195] Habermas T, Bluck S. Getting a life: The emergence of the life story in adolesc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0;126(5):748-769. doi:10.1037/0033-2909.126.5.748.　[9]
[196] HACKING I.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Introductory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
[197] HACKING I. Historical Ontolog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
[198] Hacking I. Making up people[C]//Heller T C, Sosna M, Wellbery D E, eds. Reconstructing 
Individualism: Autonomy, Individuality, and the Self in Western Though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22-236.　[7]
[199] Hacking I. Kinds of people: Moving targets[C]//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ume 1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85-318.　[7]
[200] Haken H. Synergetics: An Introduction. 3rd ed[M]. Berlin: Springer, 1983. DOI: 
10.1007/978-3-642-88338-5.　[8]
[201] Hamaker EL, Asparouhov T, Brose A, Schmiedek F, Muthén B. At the frontiers of modeling 
intensive longitudinal data: dynam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for the affective measurements 
from the COGITO study.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2018;53(6):820-841. 
doi:10.1080/00273171.2018.1446819.　[5]
[202] Hammell KW. Dimensions of meaning in the occupations of daily life. Canadi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2004;71(5):296-305. doi:10.1177/000841740407100509.　[5]
[203] Hanushek E A, Wößmann L. Does educational tracking affect performance and inequality?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evidence across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2006;116(510):C63-C76. 
doi:10.1111/j.1468-0297.2006.01076.x.　[9]
[204] HART H L A. The Concept of Law[M].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
[205] HASLANGER S. Resisting Reality: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ritiqu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
[206] Hasselkus BR. The Meaning of Everyday Occupation. Thorofare, NJ: SLACK Incorporated; 
2002.　[5]
[207] HEBB D O. Th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A Neuropsychological Theory[M]. New York: 
Wiley, 1949.　[4]
[208] HEIDEGGER M. Being and Time[M]. MACQUARRIE J, ROBINSON E, tra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1]
[209] Henry C, Palm AKE, Krammer F, Wilson PC. From original antigenic sin to the universal 
influenza virus vaccine. Trends in Immunology. 2018;39(1):70-79. doi:10.1016/j.it.2017.08.003.　
[6]
[210] Henry C. Investment decisions under uncertainty: The irreversibility effec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4;64(6):1006-1012.　[9]
[211] Herd P, Moynihan D P. Administrative Burden: Policymaking by Other Means[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8.　[7]
[212] Herlihy M, Shavit N. The Art of Multiprocessor Programming. Revised 1st ed. Waltham, 
MA: Morgan Kaufmann; 2012.　[6]
[213] Hernán M A, Robins J M. Causal Inference: What If[M]. Boca Raton: Chapman & Hall/CRC, 
2020.　[7]
[214] Hernán MA, Robins JM. Causal Inference: What If. Boca Raton: Chapman & Hall/CRC; 
2020.　[5、6]
[215] Herstein O J. The identity and (legal) rights of future generations.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2009;77:1173-1215.　[9]
[216] Higgins E T. Self-discrepancy: A theory relating self and affect[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7, 94(3): 319-340. DOI: 10.1037/0033-295X.94.3.319.　[8]
[217] Hirschman AO.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6]

273



[218] His Holiness Kesavananda Bharati Sripadagalvaru v. State of Kerala, [1973] Supp SCR 1 
(Supreme Court of India).　[6]
[219] Hocking C. Occupational science: a stock take of accumulated insight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cience. 2000. doi:10.1080/14427591.2000.9686466.　[5]
[220]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4:1-23. doi:10.1146/annurev.es.04.110173.000245.　[9]
[221] Holmes S, Sunstein CR.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in Eastern Europe. In: 
Sanford Levinson, ed. Responding to Imperfe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275-306.　[6]
[222] Hood C. A public management for all season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1, 69(1): 3-19. 
DOI: 10.1111/j.1467-9299.1991.tb00779.x.　[7]
[223] HOOD R W Jr, HILL P C, SPILKA B.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 Empirical 
Approach[M]. 5th e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8.　[3]
[224] HUMPHREY C, LAIDLAW J. The Archetypal Actions of Ritual: A Theory of Ritual 
Illustrated by the Jain Rite of Worship[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3]
[225] HUSSERL E.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First Book[M]. KERSTEN F, tran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2.　[1]
[226] HUSSERL E.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M]. 
CARR D, tran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1]
[227] Hymes D.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4.　[7]
[228] Hägerstrand T.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 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0;24:6-21. doi:10.1007/BF01936872.　[5]
[229] Imai K, Keele L, Tingley D. A general approach to 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10;15(4):309-334. doi:10.1037/a0020761.　[5]
[230] INGOLD T.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M]. London: Routledge, 2000.　[2]
[231]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bligations of States in Respect of Climate Change, Advisory 
Opinion of 23 July 2025.　[9]
[232] Irvine J T, Gal S. Language ideology and linguistic differentiation[C]//Kroskrity P V, ed. 
Regimes of Language: Ideologies, Polities, and Identities.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0: 35-84.　[7]
[233] Irwin G R. Analysis of stresses and strains near the end of a crack traversing a plate. 
Journal of Applied Mechanics. 1957;24(3):361-364. doi:10.1115/1.4011547.　[9]
[234] Jacobsohn GJ. Constitu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6]
[235] Jaeger J C, Cook N G W, Zimmerman R W. Fundamentals of Rock Mechanics. 4th ed[M].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7]
[236] JAMES W.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2.　[3]
[237] Jamshed H, Beyl RA, Della Manna DL, Yang ES, Ravussin E, Peterson CM. Early time-
restricted feeding improves 24-hour glucose levels and affects markers of the circadian clock, 
aging, and autophagy in humans. Nutrients. 2019;11(6):1234. doi:10.3390/nu11061234.　[5]
[238] Janeway CA Jr. Approaching the asymptote?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in immunology. Cold 
Spring Harbor Symposia on Quantitative Biology. 1989;54(Pt 1):1-13. 
doi:10.1101/SQB.1989.054.01.003.　[6]
[239] Jarzynski C. Nonequilibrium equality for free energy differences[J].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997, 78(14): 2690-2693. DOI: 10.1103/PhysRevLett.78.2690.　[8]
[240] Ji Z, Lee N, Frieske R, et al. Survey of hallucina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 ACM 
Computing Surveys. 2023;55(12):248. doi:10.1145/3571730.　[6]

274



[241] Johnson E J, Goldstein D. Do defaults save lives?[J]. Science, 2003, 302(5649): 1338-1339. 
DOI: 10.1126/science.1091721.　[8]
[242] Jonas H. 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German original published 1979.　[9]
[243] Jussim L, Harber K D. Teacher expectations and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 Knowns and 
unknowns, resolved and unresolved controversies[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5, 9(2): 131-155. DOI: 10.1207/s15327957pspr0902_3.　[7]
[244] Kahneman D, Tversky A.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 
Econometrica, 1979, 47(2): 263-291. DOI: 10.2307/1914185.　[8]
[245] Kahneman D, Knetsch J L, Thaler R H. Experimental tests of the endowment effect and the 
Coase theorem[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6): 1325-1348. DOI: 10.1086/261737.　[8]
[246] Kahneman D, Knetsch J L, Thaler R H. Anomalies: The endowment effect, loss aversion, 
and status quo bia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1, 5(1): 193-206. DOI: 
10.1257/jep.5.1.193.　[8]
[247] Kass NE. An ethics framework for public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1;91(11):1776-1782. doi:10.2105/AJPH.91.11.1776.　[5]
[248] KIERKEGAARD S. Practice in Christianity[M]. HONG H V, HONG E H, eds. and tra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50.　[3]
[249] King G C P, Stein R S, Lin J. Static stress changes and the triggering of earthquakes[J]. 
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94, 84(3): 935-953.　[7]
[250] Klasnja P, Hekler EB, Shiffman S, et al. Microrandomized trials: an experimental design for 
developing just-in-time adaptive interventions. Health Psychology. 2015;34(Suppl):1220-1228. 
doi:10.1037/hea0000305.　[5]
[251] Klasnja P, Hekler E B, Shiffman S, et al. Microrandomized trials: An experimental design 
for developing just-in-time adaptive interventions[J]. Health Psychology, 2015, 34(S): 1220-1228. 
DOI: 10.1037/hea0000305.　[8]
[252] KLEIM J A, JONES T A. Principles of experience-dependent neural plasticity: Implications 
for rehabilitation after brain damage[J].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2008, 51(1): S225-S239. DOI: 10.1044/1092-4388(2008/018).　[4]
[253] Kleppmann M. Designing Data-Intensive Applications. Sebastopol, CA: O'Reilly Media; 
2017.　[6]
[254] KNORR CETINA K. Epistemic Cultures: How the Sciences Make Knowledge[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255] KOENIG H G. Research on religion, spirit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A review[J].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9, 54(5): 283-291. DOI: 10.1177/070674370905400502.　[3]
[256] KORIAT A. Monitoring one's own knowledge during study: A cue-utilization approach to 
judgments of learning[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997, 126(4): 349-370. 
DOI: 10.1037/0096-3445.126.4.349.　[4]
[257] KORIAT A, BJORK R A. Illusions of competence in monitoring one's knowledge during 
study[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005, 31(2): 
187-194. DOI: 10.1037/0278-7393.31.2.187.　[4]
[258] Kramers H A. Brownian motion in a field of force and the diffusion model of chemical 
reactions[J]. Physica, 1940, 7(4): 284-304. DOI: 10.1016/S0031-8914(40)90098-2.　[8]
[259] Krippendorff K.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4th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18.　[6]
[260] Krutilla J V, Fisher A C. The Econom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 Studies in the Valuation 
of Commodity and Amenity Resourc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9]
[261] Krypotos A M, Effting M, Kindt M, et al. Avoidance learning: A review of theoretical model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J].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2015, 9: 189. DOI: 
10.3389/fnbeh.2015.00189.　[8]

275



[262]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 4th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2.　[2]
[263]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 4th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1962.　[4]
[264] Kuhn T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6]
[265] KUNDA Z. The case for motivated reasoning[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0, 108(3): 480-
498. DOI: 10.1037/0033-2909.108.3.480.　[4]
[266] K szegi B, Rabin M. A model of reference-dependent preferences[J]. The Quarterly Journalő  
of Economics, 2006, 121(4): 1133-1165. DOI: 10.1093/qje/121.4.1133.　[8]
[267] Labov W.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Studies in the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7]
[268] Lakatos I.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Lakatos I, Musgrave A,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91-196.　[6]
[269] Lakatos I.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9]
[270] LALAND K N, ODLING-SMEE J, GILBERT S F. EvoDevo and niche construction: Building 
bridge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Zoology Part B: Molecular and Developmental Evolution, 
2008, 310B(7): 549-566. DOI: 10.1002/jez.b.21203.　[1]
[271] LALAND K N, ULLER T, FELDMAN M W, et al. The extended evolutionary synthesis: Its 
structure, assumptions and predictions[J].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15, 282(1813): 20151019. DOI: 10.1098/rspb.2015.1019.　[1]
[272] Lally P, van Jaarsveld CHM, Potts HWW, Wardle J. How are habits formed: modelling habit 
formation in the real world.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0;40(6):998-1009. 
doi:10.1002/ejsp.674.　[5]
[273] Lally P, van Jaarsveld C H M, Potts H W W, et al. How are habits formed: Modelling habit 
formation in the real world[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0, 40(6): 998-1009. 
DOI: 10.1002/ejsp.674.　[8]
[274] Lamport L. Time, clocks, and the ordering of events in a distributed system.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1978;21(7):558-565. doi:10.1145/359545.359563.　[6]
[275] Lamport L, Shostak R, Pease M. The Byzantine generals problem. ACM Transactions on 
Programming Languages and Systems. 1982;4(3):382-401. doi:10.1145/357172.357176.　[6]
[276] Lamport L. The part-time parliament. 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 Systems. 
1998;16(2):133-169. doi:10.1145/279227.279229.　[6]
[277] Landau D. Abusive constitutionalism. UC Davis Law Review. 2013;47(1):189-260.　[6]
[278] LARRICK R P. Debiasing[A]//KOEHLER D J, HARVEY N, eds. Blackwell Handbook of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C]. Oxford: Blackwell, 2004: 316-338.　[4]
[279] Law M, Cooper B, Strong S, Stewart D, Rigby P, Letts L. The Person-Environment-
Occupation Model: a transactive approach to occupational performance. Canadi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1996;63(1):9-23. doi:10.1177/000841749606300103.　[5]
[280] Lazarus R S. Emotion and Adapta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8]
[281] LeDoux J E, Pine D S. Using neuroscience to help understand fear and anxiety: A two-
system framework[J].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6, 173(11): 1083-1093. DOI: 
10.1176/appi.ajp.2016.16030353.　[8]
[282] Lempert R J, Popper S W, Bankes S C. Shaping the Next One Hundred Years: New Methods 
for Quantitative, Long-Term Policy Analysis.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3.　[9]
[283] LEWANDOWSKY S, ECKER U K H, SEIFERT C M, et al. Misinformation and its correction: 
Continued influence and successful debiasing[J].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2012, 13(3): 106-131. DOI: 10.1177/1529100612451018.　[4]

276



[284] Lind M, Ture S, McAdams D P, Cowan H R. Narrative identity, traits, and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on and well-being: A 9-year longitudinal stud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4;35(12):1325-
1339. doi:10.1177/09567976241296512.　[9]
[285] LINDBECK G A. The Nature of Doctrine: Religion and Theology in a Postliberal Age[M]. 
25th anniversary ed.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9.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1984.　[3]
[286] Link BG, Phelan J. Social conditions as fundamental causes of disease.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95;Spec No:80-94. doi:10.2307/2626958.　[5]
[287] Lippi-Green R. English with an Accent: Language, Ideology,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M]. London: Routledge, 1997.　[7]
[288] Lipsky M.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Dilemmas of the Individual in Public Services[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0.　[7]
[289] LONGINO H E.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290] LORD C G, ROSS L, LEPPER M R. Biased assimilation and attitude polarization: The effects 
of prior theories on subsequently considered evidenc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9, 37(11): 2098-2109. DOI: 10.1037/0022-3514.37.11.2098.　[4]
[291] Loughlin M, Walker N, eds. The Paradox of Constitutionalism: Constituent Power and 
Constitutional F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6]
[292] LUND S P, IYER H. Likelihood ratio as weight of forensic evidence: A closer look[J]. Journal 
of Research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2017, 122: 27. DOI: 
10.6028/jres.122.027.　[4]
[293] Lynch NA. Distributed Algorithms. San Francisco: Morgan Kaufmann; 1996.　[6]
[294] MACINTYRE A. 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M].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8.　[3]
[295] MacIntyre A.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3rd ed.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6]
[296] MacIntyre A. 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8.　[6]
[297] MacIntyre A. Epistemological crises, dramatic narrative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Monist. 1977;60(4):453-472. doi:10.5840/monist197760427.　[6]
[298] MacIntyre A. 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8.　[9]
[299] Madrian B C, Shea D F. The power of suggestion: Inertia in 401(k) participation and savings 
behavior[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116(4): 1149-1187. DOI: 
10.1162/003355301753265543.　[8]
[300] MAGUIRE E A, GADIAN D G, JOHNSRUDE I S, et al. Navigation-relate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hippocampi of taxi driver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0, 97(8): 
4398-4403. DOI: 10.1073/pnas.070039597.　[4]
[301] MAHMOOD S. Politics of Piety: The Islamic Revival and the Feminist Subject[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3]
[302] Mahoney J.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J]. Theory and Society, 2000, 29(4): 
507-548. DOI: 10.1023/A:1007113830879.　[7]
[303] Maier S F, Seligman M E P. Learned helplessness at fifty: Insights from neuroscience[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16, 123(4): 349-367. DOI: 10.1037/rev0000033.　[8]
[304] Mani A, Mullainathan S, Shafir E, et al. Poverty impedes cognitive function[J]. Science, 
2013, 341(6149): 976-980. DOI: 10.1126/science.1238041.　[8]
[305] MANISCALCO B, LAU H. A signal detection theoretic approach for estimating 
metacognitive sensitivity from confidence ratings[J].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012, 21(1): 
422-430. DOI: 10.1016/j.concog.2011.09.021.　[4]

277



[306] March J G, Simon H A. Organizations[M]. New York: Wiley, 1958.　[7]
[307] March J G, Olsen J P.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7]
[308] March J 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1;2(1):71-87. doi:10.1287/orsc.2.1.71.　[9]
[309] March J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1;2(1):71-87. doi:10.1287/orsc.2.1.71.　[6]
[310] Marcia J 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ego-identity stat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6;3(5):551-558. doi:10.1037/h0023281.　[9]
[311] Markus H, Nurius P. Possible selves[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6, 41(9): 954-969. DOI: 
10.1037/0003-066X.41.9.954.　[8]
[312] Markus H, Nurius P. Possible selv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6;41(9):954-969. 
doi:10.1037/0003-066X.41.9.954.　[9]
[313] Marmot M.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equalities. The Lancet. 2005;365(9464):1099-
1104. doi:10.1016/S0140-6736(05)71146-6.　[5]
[314] Marmot M.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equalities[J]. The Lancet, 2005, 365(9464): 1099-
1104. DOI: 10.1016/S0140-6736(05)71146-6.　[8]
[315] Marteau TM, Ogilvie D, Roland M, Suhrcke M, Kelly MP. Judging nudging: can nudging 
improve population health? BMJ. 2011;342:d228. doi:10.1136/bmj.d228.　[5]
[316] Matzinger P. The danger model: a renewed sense of self. Science. 2002;296(5566):301-305. 
doi:10.1126/science.1071059.　[6]
[317] MAY A. Experience-dependent structural plasticity in the adult human brain[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11, 15(10): 475-482. DOI: 10.1016/j.tics.2011.08.002.　[4]
[318] McAdams D P. The psychology of life storie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01;5(2):100-
122. doi:10.1037/1089-2680.5.2.100.　[9]
[319] McAdams D P, McLean K C. Narrative identit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22(3):233-238. doi:10.1177/0963721413475622.　[9]
[320] MCGUIRE M B. Lived Religion: Faith and Practice in Everyday Lif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321] McLean K C, Pasupathi M, Pals J L. Selves creating stories creating selves: A process model 
of self-developm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7;11(3):262-278. 
doi:10.1177/1088868307301034.　[9]
[322] McLean K C, Syed M, Pasupathi M, et al. The empirical structure of narrative identity: The 
initial Big Thre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20;119(4):920-944. 
doi:10.1037/pspp0000247.　[9]
[323] McLeroy KR, Bibeau D, Steckler A, Glanz K.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s. Health Education Quarterly. 1988;15(4):351-377. doi:10.1177/109019818801500401.　
[5]
[324] MEDINA J. The Epistemology of Resistance: Gender and Racial Oppression, Epistemic 
Injustice, and the Social Imagina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4]
[325] Medina J. The Epistemology of Resistance: Gender and Racial Oppression, Epistemic 
Injustice, and Resistant Imagin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6]
[326] Medzhitov R, Janeway CA Jr. Innate immunity: impact on the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 
Current Opinion in Immunology. 1997;9(1):4-9. doi:10.1016/S0952-7915(97)80152-5.　[6]
[327] Mehan H, Hertweck A, Meihls J L. Handicapping the Handicapped: Decision Making in 
Students’ Educational Career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7]
[328] MELLERS B, STONE E, MURRAY T, et al. Identifying and cultivating superforecasters as a 
method of improving probabilistic predictions[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5, 
10(3): 267-281. DOI: 10.1177/1745691615577794.　[4]

278



[329] Melton J, Elkins Z, Ginsburg T, Leetaru K. On the interpretability of law: Lessons from the 
decoding of national constitu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3;43(2):399-423. 
doi:10.1017/S0007123412000361.　[9]
[330] MERCIER H, SPERBER D. Why do humans reason? Arguments for an argumentative 
theory[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11, 34(2): 57-74. DOI: 10.1017/S0140525X10000968.　
[4]
[331] MERLEAU-PONTY M.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 LANDES D A, trans. London: 
Routledge, 2012. DOI: 10.4324/9780203720714.　[1]
[332] Merton R K.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J]. Social Forces, 1940, 18(4): 560-568. 
DOI: 10.2307/2570634.　[7]
[333] MERZENICH M M, KAAS J H, WALL J, et al. Topographic reorganization of somatosensory 
cortical areas 3b and 1 in adult monkeys following restricted deafferentation[J]. Neuroscience, 
1983, 8(1): 33-55. DOI: 10.1016/0306-4522(83)90024-6.　[4]
[334] Meyer J W, Rowan B.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3(2): 340-363. DOI: 10.1086/226550.　[7]
[335] MIAO F, HOLMES W. Guidance for Generative AI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R]. Paris: 
UNESCO, 2023.　[2]
[336] Michie S, van Stralen MM, West R. The Behaviour Change Wheel: a new method for 
characterising and designing behaviour change interventions. Implementation Science. 
2011;6:42. doi:10.1186/1748-5908-6-42.　[5]
[337] Miner M A. Cumulative damage in fatigue. Journal of Applied Mechanics. 1945;12:A159-
A164.　[9]
[338] Minerva Mills Ltd. v. Union of India, (1980) 3 SCC 625 (Supreme Court of India).　[6]
[339] Mitchell M, Wu S, Zaldivar A, et al. Model cards for model report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Fairness,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New York: ACM; 2019:220-229. 
doi:10.1145/3287560.3287596.　[6]
[340] Mobbs D, Petrovic P, Marchant J L, et al. When fear is near: Threat imminence elicits 
prefrontal-periaqueductal gray shifts in humans[J]. Science, 2007, 317(5841): 1079-1083. DOI: 
10.1126/science.1144298.　[8]
[341] MOCZEK A P, SULTAN S, FOSTER S, et al. The role of developmental plasticity in 
evolutionary innova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11, 
278(1719): 2705-2713. DOI: 10.1098/rspb.2011.0971.　[1]
[342] Monk TH, Flaherty JF, Frank E, Hoskinson K, Kupfer DJ. The Social Rhythm Metric: an 
instrument to quantify the daily rhythms of lif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990;178(2):120-126. doi:10.1097/00005053-199002000-00007.　[5]
[343] Moore GF, Audrey S, Barker M, et al. Process evaluation of complex interventions: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guidance. BMJ. 2015;350:h1258. doi:10.1136/bmj.h1258.　[5]
[344] MOREWEDGE C K, YOON H, SCOPELLITI I, et al. Debiasing decisions: Improved decision 
making with a single training intervention[J]. Policy Insights from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15, 2(1): 129-140. DOI: 10.1177/2372732215600886.　[4]
[345] Moynihan D P, Herd P, Harvey H. Administrative burden: Learning, psychological, and 
compliance costs in citizen-state interactions[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5, 25(1): 43-69. DOI: 10.1093/jopart/muu009.　[7]
[346] Mullainathan S, Shafir E.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M]. New York: 
Times Books, 2013.　[8]
[347] Murphy S A. An experimental desig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daptive treatment 
strategies[J]. Statistics in Medicine, 2005, 24(10): 1455-1481. DOI: 10.1002/sim.2022.　[8]
[348] Murphy SA. An experimental desig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daptive treatment strategies. 
Statistics in Medicine. 2005;24(10):1455-1481. doi:10.1002/sim.2022.　[5]

279



[349] NADER K, SCHAFE G E, LEDOUX J E. Fear memories require protein synthesis in the 
amygdala for reconsolidation after retrieval[J]. Nature, 2000, 406: 722-726. DOI: 
10.1038/35021052.　[4]
[350] Nahum-Shani I, Smith SN, Spring BJ, et al. Just-in-time adaptive interventions in mobile 
health: key components and design principles for ongoing health behavior support. Annal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2018;52(6):446-462. doi:10.1007/s12160-016-9830-8.　[5]
[351] NANCE D A. The Burdens of Proof: Discriminatory Power, Weight of Evidence, and 
Tenacity of Belief[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4]
[352]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STD-5019A, Fracture Control 
Requirements for Spaceflight Hardware, Change 4, revalidated September 5, 2025.　[9]
[353] National Assembly for Wales. Well-being of Future Generations (Wales) Act 2015, anaw 2. 
[9]
[354]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Identifying the Culprit: Assessing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M].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4. DOI: 10.17226/18891.　
[4]
[355] NAUDÉ P. Neither Calendar nor Clock: Perspectives on the Belhar Confession[M].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2010.　[3]
[356] NELSON T O, NARENS L. Metamemor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new 
findings[A]//BOWER G H, ed.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Vol. 26[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90: 125-173.　[4]
[357] Netea MG, Domínguez-Andrés J, Barreiro LB, et al. Defining trained immunity and its role 
in health and disease. 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2020;20(6):375-388. doi:10.1038/s41577-020-
0285-6.　[6]
[358] NEWMAN J H. An Essa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Doctrine[M].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9.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45.　[3]
[359] NICKERSON R S. Confirmation bias: A ubiquitous phenomenon in many guises[J].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998, 2(2): 175-220. DOI: 10.1037/1089-2680.2.2.175.　[4]
[360] Nicolis G, Prigogine I. Self-Organization in Nonequilibrium Systems: From Dissipative 
Structures to Order through Fluctuations[M]. New York: Wiley, 1977.　[8]
[361] NISBETT R E, WILSON T D. 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 Verbal reports on mental 
processes[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84(3): 231-259. DOI: 10.1037/0033-295X.84.3.231.　[4]
[362] NIV Y, SCHOENBAUM G. Dialogues on prediction errors[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8, 12(7): 265-272. DOI: 10.1016/j.tics.2008.03.006.　[4]
[363] Nosek BA, Ebersole CR, DeHaven AC, Mellor DT. The preregistration revolu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8;115(11):2600-2606. 
doi:10.1073/pnas.1708274114.　[6]
[364]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Public Health: Ethical Issues. London: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2007.　[5]
[365] Nussbaum M C. Creating Capabilities: The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9]
[366] Oakes J. Keeping Track: How Schools Structure Inequality[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7]
[367] Ochs E. Indexing gender[C]//Duranti A, Goodwin C, eds. Rethinking Context: Language as 
an Interactive Phenomen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35-358.　[7]
[368] Ongaro D, Ousterhout J. In search of an understandable consensus algorithm. In: 2014 
USENIX Annual Technical Conference. Berkeley, CA: USENIX Association; 2014:305-319.　[6]
[369] ORSI R A. Everyday miracles: The study of lived religion[A]//HALL D D, ed. Lived Religion 
in America: Toward a History of Practice[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3-21.　
[3]

280



[370]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6]
[371]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7]
[372] Oyserman D, Destin M, Novin S. The context-sensitive future self: Possible selves motivate 
in context, not otherwise[J]. Self and Identity, 2015, 14(2): 173-188. DOI: 
10.1080/15298868.2014.965733.　[8]
[373] Oyserman D, Destin M. Identity-based motivation: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010;38(7):1001-1043. doi:10.1177/0011000010374775.　[9]
[374] Page E A. Climate Change, Justice and Future Generation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6.　[9]
[375] PALOUTZIAN R F, RICHARDSON J T, RAMBO L R. Religious conversion and personality 
chang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99, 67(6): 1047-1079. DOI: 10.1111/1467-6494.00082.　[3]
[376] PARDO M S, ALLEN R J. Juridical proof and the best explanation[J]. Law and Philosophy, 
2008, 27(3): 223-268. DOI: 10.1007/s10982-007-9016-4.　[4]
[377] PARDO M S. 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evidence theory[J]. Vanderbilt Law Review, 2013, 
66(2): 547-614.　[4]
[378] Parfit D. 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9]
[379] PARGAMENT K I.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Coping: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7.　[3]
[380] PARGAMENT K I, EXLINE J J. Working with Spiritual Struggles in Psychotherapy: From 
Research to Practice[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22.　[3]
[381] Paris P C, Erdogan F.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rack propagation laws. Journal of Basic 
Engineering. 1963;85(4):528-533. doi:10.1115/1.3656900.　[9]
[382] PARK C L. Making sense of the meaning literature: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meaning 
making and its effects on adjustment to stressful life event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0, 
136(2): 257-301. DOI: 10.1037/a0018301.　[3]
[383] PASCUAL-LEONE A, AMEDI A, FREGNI F, et al. The plastic human brain cortex[J].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2005, 28: 377-401. DOI: 10.1146/annurev.neuro.27.070203.144216.　[4]
[384] PEARL J. Causality: Models, Reasoning, and Inference[M].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4]
[385] Pessoa 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and cognition[J].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008, 9(2): 148-158. DOI: 10.1038/nrn2317.　[8]
[386] Phillips AJK, Clerx WM, O'Brien CS, et al. Irregular sleep/wake patterns are associated with 
poorer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delayed circadian and sleep/wake timing. Scientific Reports. 
2017;7:3216. doi:10.1038/s41598-017-03171-4.　[5]
[387] PICKERING A. 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and Scienc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2]
[388] Pierce D. Untangling occupation and a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2001;55(2):138-146. doi:10.5014/ajot.55.2.138.　[5]
[389] Pierson P.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0, 94(2): 251-267. DOI: 10.2307/2586011.　[7、8]
[390] Pierson P.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0;94(2):251-267. doi:10.2307/2586011.　[9]
[391] Pippan R, Hohenwarter A. Fatigue crack closure: A review of the physical phenomena. 
Fatigue & Fracture of Engineering Materials & Structures. 2017;40(4):471-495. 
doi:10.1111/ffe.12578.　[9]
[392] PLAATJIES-VAN HUFFEL M-A. The Belhar Confession: Born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apartheid in southern Africa[J]. Studia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2013, 39(1): 185-203.　[3]
[393] POPPER K 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M]. London: Hutchinson, 1959.　[4]

281



[394] Popper K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3.　[6]
[395] Power M. The Audit Society: Rituals of Verifica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7]
[396] Powers M, Faden R. Social Justice: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Public Health and Health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397] Pradeu T, Jaeger S, Vivier E. The speed of change: towards a discontinuity theory of 
immunity? 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2013;13(10):764-769. doi:10.1038/nri3521.　[6]
[398] Pradeu T. Philosophy of biology: immunology and individuality. eLife. 2019;8:e47384. 
doi:10.7554/eLife.47384.　[6]
[399] Pradeu T. The Limits of the Self: Immunology and Biological Ident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6]
[400] Prigogine I. Time, structure, and fluctuations[J]. Science, 1978, 201(4358): 777-785. DOI: 
10.1126/science.201.4358.777.　[8]
[401] Prigogine I, Stengers I. Order Out of Chaos: Man’s New Dialogue with Nature[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4.　[8]
[402] Putter H, Fiocco M, Geskus RB. Tutorial in biostatistics: competing risks and multi-state 
models. Statistics in Medicine. 2007;26(11):2389-2430. doi:10.1002/sim.2712.　[5]
[403] QUINE W V O.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1, 60(1): 20-43. 
[2]
[404] Quirk G J, Mueller D. Neural mechanisms of extinction learning and retrieval[J].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2008, 33(1): 56-72. DOI: 10.1038/sj.npp.1301555.　[8]
[405] Raji ID, Smart A, White RN, et al. Closing the AI accountability gap: defining an end-to-end 
framework for internal algorithmic audit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Conference on 
Fairness,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New York: ACM; 2020:33-44. 
doi:10.1145/3351095.3372873.　[6]
[406] RAMBO L R. Understanding Religious Conversion[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3]
[407] RAPPAPORT R A. Ritual and Religion in the Making of Human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
[408] R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 Rev e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6]
[409] R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9]
[410] RAZ J.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1]
[411] Reckwitz A.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 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ist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002;5(2):243-263. doi:10.1177/13684310222225432.　[5]
[412] RHEINBERGER H-J. Toward a History of Epistemic Things: Synthesizing Proteins in the 
Test Tub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413] Richardson K, Steffen W, Lucht W, et al. Earth beyond six of nine planetary boundaries. 
Science Advances. 2023;9(37):eadh2458. doi:10.1126/sciadv.adh2458.　[9]
[414] RICOEUR P. Oneself as Another[M]. BLAMEY K,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3]
[415] Ritov I, Baron J. Status-quo and omission biases[J].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992, 
5(1): 49-61. DOI: 10.1007/BF00208786.　[8]
[416] Roenneberg T, Wirz-Justice A, Merrow M. Life between clocks: daily temporal patterns of 
human chronotypes. Journal of Biological Rhythms. 2003;18(1):80-90. 
doi:10.1177/0748730402239679.　[5]
[417] Roenneberg T, Allebrandt KV, Merrow M, Vetter C. Social jetlag and obesity. Current 
Biology. 2012;22(10):939-943. doi:10.1016/j.cub.2012.03.038.　[5]

282



[418] Rose G. Sick individuals and sick popu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985;14(1):32-38. doi:10.1093/ije/14.1.32.　[5]
[419] Roznai Y. Unconstitutional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The Limits of Amendment 
Pow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6]
[420] Roznai Y. Unconstitutional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the migration and success of a 
constitutional idea.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013;61(3):657-719. 
doi:10.5131/AJCL.2012.0016.　[6]
[421] Ruina A. Slip instability and state variable friction laws[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983, 88(B12): 10359-10370. DOI: 10.1029/JB088iB12p10359.　[7]
[422] SAHLINS M. 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2]
[423] Sakaguchi S, Yamaguchi T, Nomura T, Ono M. Regulatory T cells and immune tolerance. 
Cell. 2008;133(5):775-787. doi:10.1016/j.cell.2008.05.009.　[6]
[424] Sallis JF, Owen N, Fisher EB. Ecological models of health behavior. In: Glanz K, Rimer BK, 
Viswanath K, eds. Health Behavior: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5th ed.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15:43-64.　[5]
[425] Samuelson W, Zeckhauser R. Status quo bias in decision making[J].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988, 1(1): 7-59. DOI: 10.1007/BF00055564.　[8]
[426] Sapir E. 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J]. Language, 1929, 5(4): 207-214. DOI: 
10.2307/409588.　[7]
[427] SAROGLOU V. Believing, bonding, behaving, and belonging: The big four religious 
dimensions and cultural variation[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11, 42(8): 1320-
1340. DOI: 10.1177/0022022111412267.　[3]
[428] Schachter S, Singer J. Cognitive, social, and 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emotional 
stat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62, 69(5): 379-399. DOI: 10.1037/h0046234.　[8]
[429] Schatzki TR. The Site of the Social: A Philosophical Accoun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al 
Life and Change.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5]
[430] Scheffler S. Death and the After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9]
[431] Schijve J. Fatigue of Structures and Materials. 2nd ed. Dordrecht: Springer, 2009.　[9]
[432] Scholz C H. Earthquakes and friction laws[J]. Nature, 1998, 391: 37-42. DOI: 10.1038/34097. 
[7]
[433] Scholz C H. The Mechanics of Earthquakes and Faulting. 2nd e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7]
[434] SCHRAW G, DENNISON R S. Assessing metacognitive awareness[J].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4, 19(4): 460-475. DOI: 10.1006/ceps.1994.1033.　[4]
[435] SCHULTZ W, DAYAN P, MONTAGUE P R. A neural substrate of prediction and reward[J]. 
Science, 1997, 275(5306): 1593-1599. DOI: 10.1126/science.275.5306.1593.　[4]
[436] Schulz KF, Altman DG, Moher D; CONSORT Group. CONSORT 2010 statement: updated 
guidelines for reporting parallel group randomised trials. BMJ. 2010;340:c332. 
doi:10.1136/bmj.c332.　[5]
[437] SCHUTZ A, LUCKMANN T. 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1]
[438] Schwartz RH. T cell anergy. Annual Review of Immunology. 2003;21:305-334. 
doi:10.1146/annurev.immunol.21.120601.141110.　[6]
[439] Scott J C.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7]
[440] SCOTT-PHILLIPS T C, LALAND K N, SHUKER D M, et al. The niche construction 
perspective: A critical appraisal[J]. Evolution, 2014, 68(5): 1231-1243. DOI: 10.1111/evo.12332.　
[1]

283



[441] Seifert U. Stochastic thermodynamics, fluctuation theorems and molecular machines[J]. 
Reports on Progress in Physics, 2012, 75(12): 126001. DOI: 10.1088/0034-4885/75/12/126001.　[8]
[442] SELLARS W.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6.　[2]
[443] Selznick P. TVA and the Grass Roots: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Formal Organization[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9.　[7]
[444] 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1、8]
[445] Sen A. Rational fools: 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J].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977, 6(4): 317-344.　[8]
[446] Sen A.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5.　[8]
[447] 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Knopf, 1999.　[9]
[448] Seth A K. Interoceptive inference, emotion, and the embodied self[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13, 17(11): 565-573. DOI: 10.1016/j.tics.2013.09.007.　[8]
[449] Seto K C, Davis S J, Mitchell R B, Stokes E C, Unruh G, Ürge-Vorsatz D. Carbon lock-in: 
Types, caus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2016;41:425-452. doi:10.1146/annurev-environ-110615-085934.　[9]
[450] SHAPIN S, SCHAFFER S.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2]
[451] Shapiro M, Preguiça N, Baquero C, Zawirski M. Conflict-free replicated data types. In: 
Stabilization, Safety, and Security of Distributed System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 6976. Berlin: Springer; 2011:386-400. doi:10.1007/978-3-642-24550-3_29.　[6]
[452] SHAPIRO S. Varieties of Logic[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453] Shiffman S, Stone AA, Hufford MR.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8;4:1-32. doi:10.1146/annurev.clinpsy.3.022806.091415.　[5]
[454] Shiffman S, Stone A A, Hufford M R.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J].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8, 4: 1-32. DOI: 10.1146/annurev.clinpsy.3.022806.091415.　[8]
[455] Shove E, Pantzar M, Watson M. The Dynamics of Social Practice: Everyday Life and How It 
Chang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12.　[5]
[456] Sibson R H. A note on fault reactivation[J]. Journal of Structural Geology, 1985, 7(6): 751-
754. DOI: 10.1016/0191-8141(85)90150-6.　[7]
[457] Sibson R H. Conditions for fault-valve behaviour[C]//Knipe R J, Rutter E H, eds. 
Deformation Mechanisms, Rheology and Tectonics. London: Geological Society, 1990: 15-28. 
DOI: 10.1144/GSL.SP.1990.054.01.02.　[7]
[458] Silverstein M. Shifters, linguistic categories, and cultural description[C]//Basso K H, Selby 
H A, eds. Meaning in Anthropology.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76: 11-55. 
[7]
[459] Silverstein M. Language structure and linguistic ideology[C]//Clyne P R, Hanks W F, 
Hofbauer C L, eds. The Elements: A Parasession on Linguistic Units and Levels.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79: 193-247.　[7]
[460] Silverstein M. Indexical order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olinguistic life[J].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003, 23(3-4): 193-229. DOI: 10.1016/S0271-5309(03)00013-2.　[7]
[461] Simon H A.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M]. New York: Macmillan, 1947.　[7]
[462] SIMPSON T W. Faith as trust[J]. The Monist, 2023, 106(1): 83-93. DOI: 
10.1093/monist/onac025.　[3]
[463] Skivington K, Matthews L, Simpson SA, et al. A new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and 
evaluating complex interventions: update of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guidance. BMJ. 
2021;374:n2061. doi:10.1136/bmj.n2061.　[5]
[464] Southerton D. Analysing the temporal organization of daily life: social constraints, 
practices and their allocation. Sociology. 2006;40(3):435-454. doi:10.1177/0038038506063668.　[5]

284



[465] STANOVICH K E, WEST R F, TOPLAK M E. The Rationality Quotient: Toward a Test of 
Rational Thinking[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6.　[4]
[466] Stein R S. The role of stress transfer in earthquake occurrence[J]. Nature, 1999, 402: 605-
609. DOI: 10.1038/45144.　[7]
[467] Stenvers DJ, Scheer FAJL, Schrauwen P, la Fleur SE, Kalsbeek A. Circadian clocks and 
insulin resistance. Nature Reviews Endocrinology. 2019;15(2):75-89. doi:10.1038/s41574-018-
0122-1.　[5]
[468] Stigler G J, Becker G S.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67(2): 76-90.　[8]
[469] Stirling A. “Opening up” and “closing down”: Power, participation, and pluralism in 
the social appraisal of technology.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2008;33(2):262-294. 
doi:10.1177/0162243907311265.　[9]
[470] Stothard ER, McHill AW, Depner CM, et al. Circadian entrainment to the natural light-dark 
cycle across seasons and the weekend. Current Biology. 2017;27(4):508-513. 
doi:10.1016/j.cub.2016.12.041.　[5]
[471] STREIB H, HOOD R W Jr, KELLER B, et al. Deconversio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ults from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9.　[3]
[472]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509 U.S. 579[Z]. 1993.　[4]
[473] Suresh S. Fatigue of Material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9]
[474] Sutton R S, Barto A G.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n Introduction. 2nd ed[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8.　[8]
[475] TARSKI A. On the concept of logical consequence[A]//CORCORAN J, ed. Logic, Semantics, 
Metamathematics: Papers from 1923 to 1938[M]. 2nd ed.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83: 
409-420.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6.　[2]
[476] Tauber AI. The Immune Self: Theory or Metaph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6]
[477] TAVES A. Religious Experience Reconsidered: A Building-Block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Other Special Thing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3]
[478] TAYLOR C. A Secular Age[M].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479] Thaler R H. 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80, 1(1): 39-60. DOI: 10.1016/0167-2681(80)90051-7.　[8]
[480] Thaler R H, Benartzi S. Save More Tomorrow™: Using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increase 
employee saving[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112(S1): S164-S187. DOI: 10.1086/380085. 
[8]
[481] Thaler RH, Sunstein CR.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5]
[482] TILLICH P. Dynamics of Faith[M]. New York: HarperOne, 2001.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7.　[3]
[483] Townsend E, Wilcock AA. Occupational justice and client-centred practice: a dialogue in 
progress. Canadi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2004;71(2):75-87. 
doi:10.1177/000841740407100203.　[5]
[484] Tremmel J C. A 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London: Earthscan, 2009.　[9]
[485] TURNER V.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M].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1969.　[3]
[486] TVERSKY A, KAHNEMAN D.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J]. 
Science, 1974, 185(4157): 1124-1131. DOI: 10.1126/science.185.4157.1124.　[4]

285



[487] Tversky A, Kahneman D. Loss aversion in riskless choice: A reference-dependent model[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4): 1039-1061. DOI: 10.2307/2937956.　[8]
[488] TWINING W. Rethinking Evidence: Exploratory Essays[M].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
[489] U.S. Const. art. V.　[6]
[490] UNESCO. Declaration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s Towards Future 
Generations. Paris: UNESCO, 1997.　[9]
[491]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Z].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6.　[1]
[492]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Declaration on Future Generations. Annex II to 
A/RES/79/1, 2024.　[9]
[493] UNITED STATES COURTS.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EB/OL]. Washington, DC: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S. Courts, 2024[2026-08-06]. 
https://www.uscourts.gov/sites/default/files/2025-02/federal-rules-of-evidence-dec-1-2024_0.pdf. 
[4]
[494] Unruh G C. Understanding carbon lock-in. Energy Policy. 2000;28(12):817-830. 
doi:10.1016/S0301-4215(00)00070-7.　[9]
[495] Van de Werfhorst H G, Mijs J J B. Achievement inequality and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educational system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0;36:407-428. 
doi:10.1146/annurev.soc.012809.102538.　[9]
[496] VAN GENNEP A. The Rites of Passage[M]. VIZEDOM M B, CAFFEE G L,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Original French edition published 1909.　[3]
[497] Vance RE, Isberg RR, Portnoy DA. Patterns of pathogenesis: discrimination of pathogenic 
and nonpathogenic microbes by the innate immune system. Cell Host & Microbe. 2009;6(1):10-
21. doi:10.1016/j.chom.2009.06.007.　[6]
[498] VANHOOZER K J. The Drama of Doctrine: A Canonical-Linguistic Approach to Christian 
Theology[M].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5.　[3]
[499] VARELA F J, THOMPSON E, ROSCH E.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1、2]
[500] Verplanken B, Walker I, Davis A, et al. Context change and travel mode choice: Combining 
the habit discontinuity and self-activation hypothes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8, 28(2): 121-127. DOI: 10.1016/j.jenvp.2007.10.005.　[8]
[501] Verplanken B, Sui J. Habit and identity: Behavioral,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motivational 
facets of an integrated self[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9, 10: 1504. DOI: 
10.3389/fpsyg.2019.01504.　[8]
[502] Vetter C, Devore EE, Wegrzyn LR,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rotating night shift work and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mong women. JAMA. 2016;315(16):1726-1734. 
doi:10.1001/jama.2016.4454.　[5]
[503] Vogels W. Eventually consistent.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09;52(1):40-44. 
doi:10.1145/1435417.1435432.　[6]
[504] Wagman P, Håkansson C, Björklund A. Occupational balance as used in occupational 
therapy: a concept analysi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2012;19(4):322-327. 
doi:10.3109/11038128.2011.596219.　[5]
[505] WALDRON J. The concept and the rule of law[J]. Georgia Law Review, 2008, 43(1): 1-61.　
[1]
[506] Walker B, Holling C S, Carpenter S R, Kinzig A.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Ecology and Society. 2004;9(2):5.　[9]
[507] Walker I, Thomas G O, Verplanken B. Old habits die hard: Travel habit formation and 
decay during an office relocation[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15, 47(10): 1089-1106. DOI: 
10.1177/0013916514549619.　[8]

286



[508] Wang C H. Introduction to Fracture Mechanics. DSTO-GD-0103. Melbourne: Aeronautical 
and Maritime Research Laboratory, 1996.　[9]
[509] Webb T L, Sheeran P. Does changing behavioral intentions engender behavior change? A 
meta-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al evidence[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6, 132(2): 249-268. DOI: 
10.1037/0033-2909.132.2.249.　[8]
[510] 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7]
[511] WEST-EBERHARD M J. Developmental Plasticity and Evolu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
[512] Whiteford G. Occupational deprivation: global challenge in the new millennium. British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2000;63(5):200-204. doi:10.1177/030802260006300503.　[5]
[513] WHITEHOUSE H. Modes of Religiosity: A Cognitive Theory of Religious Transmission[M].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2004.　[3]
[514] Whorf B L.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M]. 
Carroll J B,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56.　[7]
[515] Wilcock AA. Reflections on doing, being and becoming. Canadi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1998;65(5):248-256. doi:10.1177/000841749806500501.　[5]
[516] Wingspread Conference. Wingspread Statement on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Racine, 
WI, 1998.　[9]
[517] WOOD T, PORTER E. The elusive backfire effect: Mass attitudes' steadfast factual 
adherence[J]. Political Behavior, 2019, 41: 135-163. DOI: 10.1007/s11109-018-9443-y.　[4]
[518] Wood W, Neal DT. A new look at habits and the habit-goal interface.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7;114(4):843-863. doi:10.1037/0033-295X.114.4.843.　[5]
[519] Wood W, Rünger D. Psychology of habit[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16, 67: 289-
314. DOI: 10.1146/annurev-psych-122414-033417.　[8]
[520] Wood W, Neal D T. A new look at habits and the habit-goal interface[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7, 114(4): 843-863. DOI: 10.1037/0033-295X.114.4.843.　[8]
[521] Wood W, Tam L, Guerrero Witt M. Changing circumstances, disrupting habit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5, 88(6): 918-933. DOI: 10.1037/0022-3514.88.6.918.　[8]
[522] WOOLLETT K, MAGUIRE E A. Acquiring “the Knowledge” of London's layout drives 
structural brain changes[J]. Current Biology, 2011, 21(24): 2109-2114. DOI: 
10.1016/j.cub.2011.11.018.　[4]
[52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mmission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losing the 
Gap in a Generation: Health Equity through Action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8.　[5]
[52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ttawa Charter for Health Promo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86.　[5]
[525] YALOM I D.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3]
[526] Yerkes R M, Dodson J D. The relation of strength of stimulus to rapidity of habit-
formation[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 and Psychology, 1908, 18(5): 459-482. DOI: 
10.1002/cne.920180503.　[8]
[527] Young IM. Inclusion and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6]
[528] Youngstedt SD, Elliott JA, Kripke DF. Human circadian phase-response curves for exercise. 
The Journal of Physiology. 2019;597(8):2253-2268. doi:10.1113/JP276943.　[5]
[529] ZAHAVI D. Husserl's Phenomenology[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
[530] ZATORRE R J, FIELDS R D, JOHANSEN-BERG H. Plasticity in gray and white: Neuroimaging 
changes in brain structure during learning[J]. Nature Neuroscience, 2012, 15(4): 528-536. DOI: 
10.1038/nn.3045.　[4]

287



附录一　十四项赌注与撤回条件
本书每一章都提出了至少一条强主张。为免这些主张长期停在「有待检验」的状态，

此处把它们汇成一张表，并为每一条写下到期日与撤回后的处置。
关于到期日的说明：九章原稿中只有第九章自带写死的检验时点，其余八章给出的是

证伪条件而非期限。本附录为全部十四章统一设定到期日，设定依据是该主张所需的最短
观察窗（含撤除期）加上一轮通常的研究周期。到期日属成书阶段所加，不属原稿。

一、十四项赌注一览
章 被赌的强主张 到期日 触发结果 撤回后处置

一 三维中任取消一维
的变化，另外两维
不能以相同方式成
立

2031-12-31 单维变化与三维共
变在后续行动的持
续性上无差异

「共生式突破」降
为学习层级理论在
社会域中的一种记
法

二 对象再发生须产生
旧框架不能同样产
生的观察预期

2031-12-31 全部材料可无损翻
译回旧对象语言

本章并入历史本体
论一系，作为其一
项教育应用

三 三向问责（源头／
他者／后果）在实
践中可以形成可工
作的判断

2032-06-30 三向问责必然互相
取消

「生成性忠诚」退
为个人存在层的现
象学描述

四 先改变证据准入与
举证责任，优于只
要求概率更新

2031-06-30 两种做法在校准与
反例保存上无差异

「解释权撤回」退
为多重工作假说方
法的一种实施格式

五 在剂量、能力、机
会与意向相近时，
时间对齐仍预测转
场成功

2031-12-31 时间对齐无增量，
承重转场与普通转
场效应相同

「生活发生场」退
为社会实践理论的
一项操作化

六 分支独立性提高撤
架后的迁移判断，
且优于仅增加讨论

2032-06-30 等材料等时长下不
优于较简单方法

「可追责分叉」退
为活传统观的一种
制度化协议

七 形式选项集与可登
记行动集之间存在
可稳定识别的差额

2032-12-31 差额在多场域无法
稳定识别

「可能性注销」退
为规训分析的低分
辨率重述

八 三种发起次序对匹
配干预呈差异反应

2031-12-31 三种发起分类接近
随机

「旧我再生产循
环」退为习惯理论
的修辞扩写

九 当期绩效达标而改
写余量归零的情形
可被稳定识别

2032-12-31 四门编码无法与一
般失败区分

「未发生者责任」
退为代际正义传统
的一项编码建议

十 九个读数分测九件
事，不能压缩为一
件

2033-06-30 两两相关普遍高于 
0.8 或第一主成分高
于 70%

全书压缩为一章，
九个名字退役

十一 九靶格与其健康对
照格无法由任何当
轮指标分开

2032-12-31 存在某一当轮指标
可稳定分开二者

第十一章第三节的
推论作废，三签名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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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被赌的强主张 到期日 触发结果 撤回后处置

十二 B 臂（入口层）可
带动承载层与署名
层，而 C、D 两臂
不能

2033-12-31 C 臂或 D 臂同样产
生跨层效应

顺序主张作废，本
书全部实践建议随
之作废

十三 没有任何单一家族
理论能吸收本书超
过四章

2033-06-30 某一家在同一份数
据上算出六个以上
读数且相关高于 0.8

本书并入那一家，
作为其应用

十四 「著空」构成第十
格，即本书的主张
本身可被执为不可
改写

2033-12-31 无法构造出该格与
第三格的分离材料

第十格并回第三
格，不单列

二、十四章共有的五条「不算命中」
以下五种结果，无论多么正面，都不算对本书任一主张的支持。这五条在任何数据出

现之前写定。
其一，横断相关不算。九个读数全部要求跨轮次取值。任何单一时点上的相关，无论

多强，都不能用于支持本书任一因果或次序主张。
其二，只测态度不算。参与者报告「更开放了」「更愿意接受不同意见了」「觉得很

有启发」，一律不计入。本书第十一章第三节已论证，态度改善正是九格的典型表现之一。
其三，只做当轮观察不算。在干预期内取得的任何改善，若未在撤除期与扰动期复测，

不计入。撤除期是本书全部实现证据的必要条件。
其四，成功者的回溯访谈不算。向已经完成转变的人询问「当初是什么让你改变的」，

其回答受结果偏倚支配，不能用于检验机制次序。
其五，由执行者本人评定不算。这是本书第十一章第六节的全书通则。任何只由干预

执行者提供材料的评定结果，不构成支持。

三、两条合并规则
规则甲：若九个读数按三层聚成三簇（层内平均两两相关高于 0.65，跨层平均低于 

0.35），全书应改按入口／承载／署名重排为三章，现行三编不予保留，二十七个学科入
口全部降入附录。
规则乙：若任一家族级近邻理论的既有编码方案，能在同一份数据上算出其中六个以

上读数且与本书读数相关高于 0.8，本书应并入那一家，不保留独立理论地位。第十三章
逐家给出了具体触发条件。

四、撤回由谁执行
这是本附录最难写的一节，因为诚实的答案不体面。
本书没有任何机制可以强制执行上述撤回。没有注册处，没有仲裁人，也没有任何一

方有义务在到期日提醒作者。最可能的结局不是本书被证伪，而是到期日安静地过去，而
九个新名字继续被使用。

因此本书在此写下一条自我处置，并请读者代为执行：凡到期日已过而无任何公开检
验的构念，一律按未兑现处理——不算成立，也不算被推翻，而是记为一次未被承接的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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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任何在到期日之后继续引用这些名字的人（包括作者本人），应当同时注明该构念的
到期状态。

本书不接受「尚需更多研究」作为延期理由。一条主张若在十年内无人愿意去测，那
么它要么不重要，要么不可测，两者都构成撤回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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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R1–R9 编码手册
本手册可脱离正文使用。手册内不出现任何章名与构念名，理由见第十二章第三节：

编码者一旦知道某个读数属于哪一章、测的是哪个构念，就会按构念的意思去看材料。
使用者只需知道九条问法、九套计法，以及末尾的通用纪律。

一、九个读数
R1
一句问法：在这次变化之后，判定何为成功的标准本身有没有被修改过？
计法：（本轮内被明文修改的评价标准条目数）÷（本轮内被援引过的评价标准条目

数）。
计入：标准的定义、权重、达标线、适用范围的任一处修改，且修改被记录。
不计入：标准不变而目标值上调或下调；标准的措辞改写而判定结果不变；由更高层

级统一下发的标准变更。
R2
一句问法：已经稳定下来的分类或结论，有没有因为新出现的不一致而重新进入争议？
计法：（本轮内被重新提交讨论的既定分类数）÷（本轮内出现过不一致记录的既定

分类数）。
计入：正式重新讨论、暂停适用、启动复核。
不计入：个别人私下不同意；讨论后未留下任何记录；因外部要求而作的例行复审。
R3
一句问法：承受这套安排代价的人所提出的反例，有没有实际改变解释或规则？
计法：（导致解释、规则或程序发生可指认修改的证词数）÷（受影响者提出的证词

总数）。
计入：修改可追溯到某条具体证词。
不计入：证词被记录但无后续；以「已知悉」结案；由第三方转述而当事人未参与确

认。
R4
一句问法：影响较大的那个判断，有没有被要求与至少一个真正的竞争说法同台，并

接受同样的证据审查？
计法：（进入同台比较且证据标准对称的高影响判断数）÷（本轮内的高影响判断总

数）。
计入：竞争说法在结果出现前被写下；正反两方的材料适用同一审查门槛。
不计入：竞争说法由主张者自己提出且预测相同；反方材料被要求更高门槛；结果出

现后才补写更新规则。
R5
一句问法：外部推动撤走以后，在确实有机会的场合，这件事还由本人发起吗？
计法：（撤除期内自主发起的次数）÷（撤除期内确实存在机会且无豁免事由的场合

数）。
计入：无原推动者提示的自主行动。
不计入：机会不存在的日子（须事先定义豁免事由）；由原推动者以任何形式提示后

发生的行动；一次性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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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6
一句问法：在隔离期内，分支作出的判断有多少没有被中心的说法同化？
计法：（隔离期内分支独立作出且与中心表述可分辨的判断数）÷（分支在隔离期内

作出的判断总数）。
计入：预测、责任分配或禁止事项上与中心不同。
不计入：仅措辞不同；隔离期内接受中心指导；分支成员同时在中心担任裁决职务。
R7（反向：数值越高，状况越坏）
一句问法：形式上允许、却无法以自身形态进入记录的选项，占多少？
计法：（形式上允许但无对应登记路径的选项数）÷（形式上允许的选项总数）。
计入：无字段可填；被强制归入不相符的既有类别；被登记为「其他」且无后续处置。
不计入：因资源不足而被拒绝但已留下记录；因明确的权利或安全理由被禁止。
R8
一句问法：这个人（或这个单位）能够启动、可以撤回、且结果会回来的行动，比上

一轮多了还是少了？
计法：（本轮可启动且可逆且结果可反馈的行动种类数 − 上轮同项）÷（上轮同项）。
计入：须同时满足可启动、可逆、结果可反馈、跨情境四项。
不计入：只在想象中列举的选项；需他人批准方可启动者；无法中止的行动。
R9
一句问法：对这条重要路径，后来者的进入、试验、回写、改写四项能力，最低的那

一项是多少？
计法：四门各按 0–2 编码，取最小值，不取平均。
计入：四门须逐一给出可审计材料。
不计入：以某一门的高分补偿另一门的零分——本读数明确禁止补偿。

二、通用编码纪律（六条）
其一，以事件为单位。每一条记录须有时间、发起者、内容与处置结果四项，缺一不

计。
其二，双人盲编。两名编码者对分组与阶段一律盲，分歧由第三人裁决，并报告一致

性。
其三，不由执行者提供唯一材料。任一读数若其全部材料均由该安排的执行者提供，

该读数作废。
其四，术语污染整段排除。若编码者在编码前接触过任何构念名或章节内容，其编码

的该段材料整段排除，不做加权处理。
其五，分母先定义。R5、R7、R9 的分母须在观察开始前书面定义，且定义中须写明

何种情形计为「无机会」或「有明确理由的禁止」。观察开始后不得修改分母定义。
其六，方向须先统一。R7 为反向读数。任何跨读数比较之前须先统一方向；但本手册

不提供合成总分的公式，理由见正文第十章第五节。

三、三项外部效标
用于检验九个读数是否测到了它们声称要测的东西。
E1 · 陌生任务迁移：在一项与训练情境无关的新任务中，该单位是否表现出与读数一

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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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 异常发现时间：从一项不一致首次出现，到它被正式记录为待处理事项，中间相
隔多久。

E3 · 发起位置迁移：本轮被采纳的改变，最初由谁提出——统计提出者在该单位中的
位置分布，而不只统计批准者。

四、一处已知缺陷
九个读数全部以单位整体取值，无一是分布量。因此一个单位可能九项全部合格，而

这些资格只对其中少数人开放。本手册没有补上这个缺口。
最低限度的应急要求：凡报告本手册任一读数者，须同时报告该读数的材料来自多少

人、这些人在该单位中处于什么位置。一个由三名负责人提供材料算出的高分，与一个包
含最边缘位置在内算出的同一分数，不是同一件事，不得并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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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二十七个学科入口
九章各动用三门学科，合计二十七个入口，名称互不重复。本附录逐条给出：该门保

留了什么机制／本书明确舍弃了什么／在什么条件下这一借用失效。
末节给出一项核查结果：二十七个名称虽不重复，却只落在约十二个学科门类上，且

有四组跨章重复——这直接影响附录四的消融检验能否按单章进行。

一、二十七条逐项
章 入口 保留的机制 明确舍弃 失效边界

一 法哲学 边界的规范构成
性：规则不只限
制，也构成可被公
开承认的行动位置

任何从法律现状推
出正当性的论证

在无正式规则的场
合，此机制无从取
值

一 演化发育生物学 形态在多层条件的
相互约束中形成，
边界是选择性交换
条件

从适应推出正当；
把社会制度类比为
有机体

当变化速度快于任
何沉积过程时不适
用

一 现象学 地平线结构：身体
习惯与历史沉积预
先组织何物能够显
现

以第一人称体验作
为制度正当性的依
据

无法处理当事人自
己也未察觉的可能

二 数理逻辑 论域固定是推理有
效性的前提；固定
本身可被追问

把短时推理所需的
稳定误作长时历史
中的不变

对论域变化的历史
过程无解释力

二 科学史 对象常在实验操作
中先获得稳定，理
论随后

把「已经稳定」当
作「已经为真」

在无仪器介入的场
域，操作先导难以
识别

二 解释人类学 可观察事件须先成
为可理解之物才成
为社会对象

把地方可理解性当
作免于外部检验的
理由

当物质后果不经解
释即已发生时不适
用

三 神学 真理先于信仰者且
不被信仰者占尽的
规范不对称

以神圣权威直接封
闭事实调查

在无超越所向的共
同体中无对应结构

三 仪式研究 信仰经由身体、时
间与共同体反复操
演而具形

把出席率与形式准
确当作贯通的证据

对无固定仪轨的实
践取值困难

三 存在心理学 承担不可代替：第
一人称的选择、理
由与代价

把强烈体验当作承
担已经发生

在集体决策场合难
以分离个人承担

四 司法证据学 举证责任与推定的
可分配性；证据准
入的对称要求

把法庭的定分止争
目标搬进认知更新

在无第二判断者的
独处场合失去承载

四 神经可塑性研究 新反应须经行动与
重复才进入调用；
旧联结不被删除

由突触层直接推出
社会层结论

对高层判断的更新
只提供类比而非机
制

四 元认知研究 判断可以看见自己
的生成过程；监控

把去偏训练当作解
释垄断的解法

当任务定义权仍在
旧解释手中时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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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入口 保留的机制 明确舍弃 失效边界

与调节可分离

五 公共卫生伦理学 把个人失败还原为
机会与责任的分配

以群体收益为由取
消个体拒绝权

在无公共供给的场
合无分配对象

五 时间生物学 行动不仅需要时
间，还需要相位

把相位当作可由意
志调整的偏好

对无昼夜结构的活
动不适用

五 作业科学 生活在有意义的所
为中形成；意义与
执行不可分离

把意义当作事后满
意度的同义词

对被迫从事的活动
难以取值

六 宪法学 改变首先是一项被
约束的权力；修订
程序本身可被设计

把不可修正条款一
概读作固化

在无成文规则的共
同体中无对应物

六 免疫学 历史记忆在保护系
统的同时遮蔽新差
异

把「自我／非我」
直接搬作身份判据

当无重复暴露史时
记忆机制不成立

六 分布式系统工程 共同状态可在无中
心条件下经验证生
成

把共识算法的收敛
保证移用于价值分
歧

在参与者可被任意
替换的场合不适用

七 公共行政学 程序、分类与指标
使偏离变得不可见

把行政负担等同于
可能性注销

在无记录系统的场
合无从识别差额

七 构造地质学 既有断裂面在新增
应力下有条件地接
管形变

把地壳的力学参数
直接赋值给社会通
道

当无既有通道时该
机制不启动

七 语言人类学 称谓预先规定反例
如何被解释

把「标签影响人」
当作本章的发现

当称谓不与资源和
记录相连时不构成
注销

八 福利经济学 参照依赖使「留
下」获得较高主观
估值

由既有选择直接推
出真实福利

在无可比参照点的
处境中难以取值

八 非平衡热力学 动态稳定、扰动吸
收、分岔与滞后的
区分

把变分自由能与热
力学自由能等同

若能垒与吸引子不
能对应到潜伏期与
撤除效应，即无经
验增量

八 情感科学 身体预警先于理由
关闭可能

把生理唤醒下降一
律读作好结果

对无威胁成分的停
留不适用

九 政治哲学 未来者尚不能表达
偏好，不使当代选
择退出正义审查

由当代人代言未来
偏好

在完全可逆的选择
上不启动

九 断裂力学 仍能承载不等于未
来仍完整；临界裂
纹与检出概率

把材料寿命的数值
直接类比制度寿命

对无累积损伤的系
统不适用

九 叙事心理学 完整的人生故事可
以提前写完作者

以主观开放感替代
制度层的改写口

在无叙事传统的场
合难以识别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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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查结果：二十七个名称，约十二个门类
二十七个入口名称互不重复，但按学科门类归并后只剩约十二类，其中四组存在同门

或包含关系，且全部跨章：
其一，法与政治哲学门（跨第一、四、六、九章）：法哲学、司法证据学、宪法学、

政治哲学。四个入口共享同一套关于规则、程序与正当性的分析传统。
其二，心理学门（跨第三、四、八、九章）：存在心理学、元认知研究、情感科学、

叙事心理学。
其三，人类学门（跨第二、三、七章）：解释人类学、仪式研究、语言人类学。
其四，力学与地球科学（跨第七、九章）：构造地质学与断裂力学几乎同源——前者

正是把后者的框架用于地壳。这一对是四组中最贴近的一组，第七章的旧通道捕获与第九
章的临界裂纹在数学形式上属同一族。

另有两处较松的同门关系：演化发育生物学、免疫学、时间生物学与神经可塑性研究
同属生命科学；公共行政学、公共卫生伦理学与福利经济学同属公共政策与经济。

这一核查的直接后果写在附录四：删掉一个门类会同时波及一组章，因此消融检验不
能完全按单章进行，上述四组至少有八行不独立。

三、一条应当写明的限制
本书对二十七门学科的使用，全部经由综述、教科书与译本。作者不是其中任何一门

的内行。跨学科写作的第一位风险不是借用不当，而是转述失真——一个被简化到失去限
定条件的机制，读起来往往比原样更有说服力。凡本书对某门学科的陈述与该门的通行理
解不符者，以该门为准，并请视为本书的错误而非该门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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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消融总表
本表逐条问：删掉这一门学科，该章退化成什么？失去哪一条独有预测？
两条总账写在末尾，其中第二条比第一条重要。

章 删掉 该章退化为 失去的独有预测

一 法哲学 一套关于个人成长的心理
—生态描述

形式权利改变而现实能力
不变时的判定

一 演化发育生物学 主体与制度的二元互动论 边界作为选择性交换条件
而非围墙

一 现象学 权利与能力的外部清单 「可能从未进入经验」这
一类限制

二 数理逻辑 一部认知社会学 操作性同一与发生性同一
的区分

二 科学史 一套关于分类权力的批评 操作先导于理论的次序预
测

二 解释人类学 实在论的证据方法论 物质阻抗须经可理解性才
成为对象

三 神学 一套宗教组织的治理建议 所信者可要求改变而信仰
者不能自我宣布的不对称

三 仪式研究 教义与体验的二元讨论 仪式—生活贯通这一可追
踪读数

三 存在心理学 共同体层面的制度分析 承担不可代替这一否决条
件

四 司法证据学 一份认知偏差矫正指南 举证责任倒置与证据准入
对称性

四 神经可塑性研究 纯粹的程序设计 旧联结不被删除、迁移非
线性上升

四 元认知研究 外部制度改造方案 判断者能否看见自己的生
成过程

五 公共卫生伦理学 一套习惯养成技术 把个人失败还原为机会分
配的判定

五 时间生物学 情境与意义的行为模型 相位作为时点敏感条件的
增量预测

五 作业科学 环境工程学 意义对撤架后持续效应的
调节

六 宪法学 一套组织讨论方法 改变作为被约束的权力；
不可修正条款的双向判断

六 免疫学 版本管理的修辞 历史记忆的响应优先级重
赋

六 分布式系统工程 传统更新的哲学讨论 跨节点验证与回撤治理的
可操作形式

七 公共行政学 一般的权力批评 形式选项集与可登记行动
集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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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删掉 该章退化为 失去的独有预测

七 构造地质学 制度惯性的描述 旧通道在新增应力下的有
条件接管

七 语言人类学 记录制度的技术分析 称谓预先规定反例解释这
一环

八 福利经济学 一套情绪调节技术 参照依赖使留下被高估的
机制

八 非平衡热力学 认知—情绪二元模型 动态稳定、滞后与分岔的
区分

八 情感科学 理性选择的偏差清单 身体预警先于理由这一次
序预测

九 政治哲学 风险管理方法论 尚不能表达偏好者仍在正
义审查内

九 断裂力学 代际伦理的重述 「仍能承载不等于未来仍
完整」的阈值语言

九 叙事心理学 制度设计清单 完整故事提前写完作者这
一主体机制

总账一：至少八行不独立
附录三第二节的核查结果直接作用于本表：四组跨章重复（法与政治哲学四章、心理

学四章、人类学三章、力学与地球科学两章）意味着上表至少有八行不能按单章消融。删
掉「法与政治哲学」这一门，同时影响第一、四、六、九四章；删掉「人类学」，同时影
响第二、三、七三章。因此本表的逐行读法只在门类不重复的那些行上成立。

总账二：本表是思想实验，不是实验
这一条比上一条重要。
本表的每一行都是作者在写作时的判断：如果当初没有引入这一门，这一章会写成什

么样。这不是消融实验，因为没有任何一章被真的重写过一遍。真正的消融检验要求把该
章在不使用该门的条件下重写，再比较两版的预测差异——本书一次也没有做。

九章之中，只有第九章做过一次接近消融的动作：它的预注册文本检验删除了「未来
称谓」这一便利代理，并因此收窄了核心概念。除此之外，本表全部是推演。

因此本表的正确用法只有一种：作为读者反驳本书的入口，而不是作为本书原创性的
证据。若有读者认为某一行的判断过于宽松——即认为删掉那一门之后，该章仍能得出同
样的预测——那么该门在本章中的地位就应当被降级。这类反驳本书欢迎，且比任何支持
都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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